
[image: ]



[imag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绪心理学/傅小兰主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8

（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

ISBN 978-7-5675-4089-7

Ⅰ.①情… Ⅱ.①傅… Ⅲ.①情绪心理学 Ⅳ.①B8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5173号

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


情绪心理学


主　　编 傅小兰

策划编辑 彭呈军

特约编辑 孙雅文

装帧设计 倪志强 陈军荣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常熟高专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插　　页 2

印　　张 29.25

字　　数 655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4089-7/B·971

定　　价 68.00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总主编序言

《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下文简称《文库》）的出版，是中国心理学界的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文库》编撰工作的启动，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应《中国科学院院刊》之邀，中国心理学会组织国内部分优秀专家，编撰了“心理学学科体系与方法论”专辑（2012）。专辑发表之后，受到学界同仁的高度认可，特别是青年学者和研究生的热烈欢迎。部分作者在欣喜之余，提出应以此为契机，编撰一套反映心理学学科前沿与应用成果的书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育心理分社彭呈军社长闻讯，当即表示愿意负责这套书系的出版，建议将书系定名为“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邀请我作为《文库》的总主编。

中国心理学在近几十年获得快速发展。至今我国已经拥有三百多个心理学研究和教学机构，遍布全国各省市。研究内容几乎涵盖了心理学所有传统和新兴分支领域。在某些基础研究领域，已经达到或者接近国际领先水平；心理学应用研究也越来越彰显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重要作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也都取得很大成就，出版发行了多套应用和基础心理学教材系列。尽管如此，中国心理学在整体上与国际水平还有相当的距离，它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在这样的背景下，组织学界力量，编撰和出版一套心理科学系列丛书，反映中国心理学学科发展的概貌，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要完成这项宏大的工作，中国心理学会的支持和学界各领域优秀学者的参与，是极为重要的前提和条件。为此，成立了《文库》编委会，其职责是在写作质量和关键节点上把关，对编撰过程进行督导。编委会首先确定了编撰工作的指导思想：《文库》应有别于普通教科书系列，着重反映当代心理科学的学科体系、方法论和发展趋势；反映近年来心理学基础研究领域的国际前沿和进展，以及应用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反映和集成中国学者在不同领域所作的贡献。其目标是引领中国心理科学的发展，推动学科建设，促进人才培养；展示心理学在现代科学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在我国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为心理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争取更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支撑条件。

根据这些考虑，确定书目的遴选原则是，尽可能涵盖当代心理科学的重要分支领域，特别是那些有重要科学价值的理论学派和前沿问题，以及富有成果的应用领域。作者应当是在科研和教学一线工作，在相关领域具有深厚学术造诣，学识广博、治学严谨的科研工作者和教师。以这样的标准选择书目和作者，我们的邀请获得多数学者的积极响应。当然也有个别重要领域，虽有学者已具备比较深厚的研究积累，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未能参与《文库》的编撰工作。可以说这是一种缺憾。

编委会对编撰工作的学术水准提出了明确要求：首先是主题突出、特色鲜明，要求在写作计划确定之前，对已有的相关著作进行查询和阅读，比较其优缺点；在总体结构上体现系统规划和原创性思考。第二是系统性与前沿性，涵盖相关领域主要方面，包括重要理论和实验事实，强调资料的系统性和权威性；在把握核心问题和主要发展脉络的基础上，突出反映最新进展，指出前沿问题和发展趋势。第三是理论与方法学，在阐述理论的同时，介绍主要研究方法和实验范式，使理论与方法紧密结合、相得益彰。

编委会对于撰写风格没有作统一要求。这给了作者们自由选择和充分利用已有资源的空间。有的作者以专著形式，对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系统阐述自己的理论创见，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立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有的作者则着重介绍和阐述某一新兴研究领域的重要概念、重要发现和理论体系，同时嵌入自己的一些独到贡献，犹如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条新的地平线。还有的作者组织了壮观的撰写队伍，围绕本领域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以手册（handbook）的形式组织编撰工作。这种全景式介绍，使其最终成为一部“鸿篇大作”，成为本领域相关知识的完整信息来源，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尽管风格不一，但这些著作在总体上都体现了《文库》编撰的指导思想和要求。

在《文库》的编撰过程中，实行了“编撰工作会议”制度。会议有编委会成员、作者和出版社责任编辑出席，每半年召开一次。由作者报告著作的写作进度，提出在编撰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等，编委和其他作者会坦诚地给出评论和建议。会议中那些热烈讨论和激烈辩论的生动场面，那种既严谨又活泼的氛围，至今令人难以忘怀。编撰工作会议对保证著作的学术水准和工作进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同时又是一个学术论坛，使每一位与会者获益匪浅。可以说，《文库》的每一部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凝结了集体的智慧和贡献。

《文库》的出版工作得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的极大支持。王焰社长曾亲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表达对书系出版工作的关注。出版社决定将本《文库》作为今后几年的重点图书，争取得到国家和上海市级的支持；投入优秀编辑团队，将本文库做成中国心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彭呈军社长是责任编辑。他活跃机敏、富有经验，与作者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互动，从编辑技术角度进行指导和把关，帮助作者少走弯路。

在作者、编委和出版社责任编辑的共同努力下，《文库》已初见成果。从今年初开始，有一批作者陆续向出版社提交书稿。《文库》已逐步进入出版程序，相信不久将会在读者面前“集体亮相”。希望它能得到学界和社会的积极评价，并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在中国心理学学科发展进程中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杨玉芳

2015年10月8日


前言

情绪是“知情意”三种基本心理过程之一，它以个体的愿望和需要为中介，表现为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及相应的行为反应。情绪不仅是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也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国际前沿和热点问题，研究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情绪心理学》作为《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中的一本，旨在基于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视角，系统梳理国内外情绪心理学基础研究和应用领域的成果，重点介绍新研究、新范式、新成果，并注重反映中国学者在该研究领域的贡献。本书分为14章，作者分别是：

1.总论（曲方炳、王云强）

2.情绪理论（曲方炳、李贺）

3.情绪的主观体验与评价（郝芳）

4.情绪的外部表现及识别（申寻兵、吴奇）

5.情绪的生理激活及其测量（李开云）

6.情绪的毕生发展（陈文锋、仝可、唐薇）

7.情绪记忆（赵科、范伟）

8.情绪智力（张兴利、李丹枫）

9.情绪与注意（任衍具、梁静、郝芳）

10.情绪与学习（付秋芳、王云强、尚俊辰）

11.情绪与决策（李晓明）

12.情绪与道德（王云强）

13.情绪与行为（宋胜尊）

14.情绪与疾病（汪亚珉、王影、邓晓西）

上述23位作者都是当前活跃在心理学科研和教学一线且治学严谨的年轻人，以科研人员和大学教师为主，以研究生为辅。除我特邀的王云强副教授和张兴利副研究员，以及张兴利邀请的硕士研究生李丹枫外，写作团队的其他成员都是在我指导下已经毕业或者在读的博士生、我研究组的成员，以及他们的学生。虽然作者们的教学科研任务繁重且压力巨大，但都高度重视本书的写作，并给予了我最积极主动的配合和最强有力的支持，从而保证了本书按写作计划有条不紊地顺利完稿。

在写作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情。一是在作者提交各章草稿后，于2014年6月29日在北京召开了《情绪心理学》写作研讨会，全体作者出席，互审各章草稿并进行研讨；二是在作者提交各章修改稿后，我请每位作者分别审阅其前一章和后一章的书稿。因此，本书每章书稿都有2到3位其他章作者提供修改意见。在作者提交各章准定稿后，我再次审阅各章并提出进一步的完善建议。当我于2015年4月1日将收齐的全书定稿电子版以及相关附件打包发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后，顿觉如释重负且备感欣慰。

概括而言，本书的特点表现在基础性、系统性、经典性、前沿性、理论性和实证性并重，在引经据典的同时力求全面反映本领域最新动态，且充分吸纳本领域的最新观点。

第1章“总论”是本书的开篇章节，该章首先界定了情绪这一概念，然后简洁明快地展示了从古代哲学到近现代心理学中情绪研究的完整画卷，介绍了情绪研究中情绪诱发和情绪测量的常用方法。

第2章“情绪理论”全面介绍情绪心理学发展至今的各种理论，并根据研究者对不同情绪理论的观点和争论，说明了当今情绪研究的四种取向，即基本情绪理论取向、评价取向、心理建构取向、社会建构取向。

第3章“情绪的主观体验与评价”从情绪的分类取向和维度取向两个角度，较全面和系统地阐释了情绪的主观体验与评价，总结了新近的研究成果，并在各种情绪的评价部分列举了丰富的量表评价和实验评价范式。

第4章“情绪的外部表现及识别”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大量最新的研究，对表情的识别及相关机制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还结合计算机对表情自动识别的相关研究成果，理论联系实践，对表情识别的应用有较多的着墨。

第5章“情绪的生理激活及其测量”系统地介绍了测量情绪的自主神经反应、中枢神经反应、生化反应常用方法和指标，并基于不同的测量指标详细介绍了基本情绪的自主神经反应模式、中枢神经反应模式及生化反应模式，以及基本情绪的特异化研究。

第6章“情绪的毕生发展”以生理发展为主线，阐述了情绪的早期发展和老龄化，并针对情绪早晚期发展的共性问题阐述了情绪发展的生物性和社会文化属性。

第7章“情绪记忆”注重梳理总结情绪记忆的最新研究成果，写作中研究和实际生活并重。主要阐述了情绪记忆的影响因素，情绪记忆的脑机制及其个体差异等。

第8章“情绪智力”按照情绪智力概念的发展过程和研究内容，逐步探讨情绪智力的本质、测量以及其与其他心理行为的关系，并明晰学术研究中情绪智力概念与大众心中情商概念的区别。

第9章“情绪与注意”注重对情绪与注意研究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介绍，以该领域的研究概况、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和研究趋势来组织材料，力求选择经典的实验范式和研究成果，突出该领域主流的研究方法和科学问题，在兼顾引用经典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同时，力求选择能够反映本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吸收本领域的新观点和新方法。

第10章“情绪与学习”着眼情绪与学习的相互作用，首先介绍情绪对内隐和外显学习的影响以及神经机制，然后介绍情感化学习及其对认知的影响及应用，最后介绍情绪在学生学习与学业成就中的作用。

第11章“情绪与决策”首先对影响决策的诸多情绪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分类，进而分别从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对预期情绪、预支情绪和偶然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进行了阐述，力图通过对经典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介绍向读者呈现出相对完整的情绪与决策间的关系图，并对一些关键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简要归纳。

第12章“情绪与道德”紧密结合国际研究前沿，力求反映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并试图从“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两个方面来梳理情绪对道德心理的影响，注重对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模型的评论和推介，而非简单的只列举某些研究结论。

第13章“情绪与行为”既关注情绪对行为的影响也重视行为对情绪的作用，既关注个体的情绪与行为也强调群体的情绪互动对群体行为的影响。首先探讨情绪与行为的关系，阐述情绪与行为的发生顺序、身体活动和生活事件对情绪和行为的影响等，然后探讨了情绪调节与行为改变问题，并归纳了情绪调节的技能，第三、四部分分别阐述了攻击行为和其他趋避行为的情绪基础，如伴随焦虑、恐惧的选择行为、羞怯与网络成瘾行为等，最后探讨了群体情绪与群体行为之间的关系，重点关注了情绪感染、群体性事件及其与社会风尚之间的关系。

第14章“情绪与疾病”从理论演变的角度阐述了迄今为止人们有关消极情绪导致疾病的重要认识，并综述了相关的样本研究。

在此，我要对写作团队的每一名成员表达我最真挚、深切的感谢！我由衷地感谢全体作者所付出的巨大心血和努力，感谢整个团队成员的全程支持和配合，以及谨慎细致的审阅和修改。本书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成果，是整个写作集体的心血与智慧的结晶。这是一本可读性较高的情绪心理学著作，但鉴于编者和作者的能力和水平有限，书中观点难免有某些偏颇之处，还请读者指正和谅解。

最后，我要感谢邀请我写作本书的《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主编杨玉芳研究员，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育心理图书分社社长彭呈军以及所有为本书出版付出努力的人，感谢所有在这个过程中给予我们帮助的人，并预先感谢所有翻阅本书的读者！我相信，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将会比较全面地认识情绪的产生过程和作用机制，了解情绪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理解情绪调控的科学依据，进而能更深入地开展情绪心理学研究，或者更好地在实际生活中应用情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

傅小兰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2015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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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Plutchik的三维环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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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情绪四种理论取向的连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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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情绪脑机制的元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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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不同基本情绪的脑区激活似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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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脑区激活与年龄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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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论

情绪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有人说，情绪是生活的七彩阳光，正是丰富的情绪感受才让人们享受到生活的多彩五味；有人说，情绪是人生的梦魇，许多人常常为情所惑、为情所困、为情所累、为情所伤。那么，情绪究竟是什么？情绪对我们的心理世界和社会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心理学家已经对情绪的内涵、结构、性质和功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由于各自的关注点乃至所用的方法不同，他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这些情绪的心理学理论为人们深入认识情绪打开了一扇心灵之窗。

情绪心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古希腊的Plato和Aristotle等人对情绪现象进行了一定的论述，中国古代也有“七情”和“情志相胜”等丰富的心理学思想。但是直到达尔文之后，情绪才进入科学心理学的研究视域。20世纪60年代起，情绪心理学逐步进入繁荣发展时期。这一方面表现为情绪理论的涌现与整合，研究者相继提出了诸多不同取向的情绪理论；另一方面表现为研究方法的改进与完善，研究者不仅建立了多个标准化的材料数据库来进行情绪的内部或外部诱发，而且采用多种方法对情绪的主观体验、外部行为表现、生理变化和神经机制进行测量。


1.1 情绪的含义

1.1.1 情绪的内涵

当我们回想自己的生活时，最先映入脑海的往往是那些带有情绪感受的场景。想象一下那些开心或伤心的场景（如被理想的大学录取，或者与心爱的人分手），再与那些可能什么情绪感受都没有的场景（某月某日骑车去学校）相比，有情绪感受的场景更容易回忆。在等待考试成绩公布的时刻，我们往往会因为自己通过考试而兴高采烈，而成绩不理想时，我们通常会感到悲伤抑郁。这样的情绪体验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能发生，并伴随着诸如身体动作（兴奋时手舞足蹈、面如桃花，悲伤时垂头丧气、脸色阴沉）、内部感受（通过考试太好了或考试成绩太糟糕了）、身体变化（愤怒时心跳加快，害怕时手心出汗）等多种成分。情绪如同“时间”和“意识”等概念那样，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并使用，却很难准确定义，哲学家及心理学家们已经争论了100多年，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由于关注的情绪成分不同，使用的技术手段和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因此对情绪的定义也存在很大差异。根据Plutchik进行的一项统计，心理学界至少有90种不同的情绪定义（Plutchik，2001）。在情绪研究中，不同的研究者往往关注情绪的不同成分，并从各自研究的角度尝试对情绪进行定义，由此产生了上述情绪定义不一致的现象。就大众对情绪的理解来说，情绪最核心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主观体验，对某一情绪性事件的主观体验影响我们对该事件的看法和记忆。有研究者从这种观点出发，认为情绪的核心成分是主观体验和感受。其他研究者虽然承认体验成分的重要性，但认为体验成分并不是情绪的核心，强调生理和神经活动以及行为反应更为重要，这些成分发生在主观体验产生之前，因而对于情绪内涵的理解更为重要。下面将简要阐述基于情绪研究的身体知觉理论、进化论、认知理论三种取向对情绪的不同定义。

身体知觉观

一种情绪研究取向认为，情绪来自对身体变化的知觉。通常人们认为我们首先体验到的是情绪感受（如感到害怕），之后我们才体验到一系列的身体变化（如心跳加快、手心出汗等）。但是早期美国科学心理学之父James（1884）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情绪是伴随对刺激物的知觉直接产生的身体变化，以及我们对这些身体变化的感受。通常认为我们因失败产生悲伤然后痛哭；遇到熊时因害怕而颤栗逃跑；然而实际上的顺序应该是因痛哭而悲伤，因为颤栗而害怕”。这是心理学界对情绪下定义的最早尝试，尽管现在看来并不正确，但这一定义却启发了后来的情绪研究。

继James之后，丹麦心理学家Lange（1885）也提出与James类似的观点，认为情绪是内脏活动的结果，强调情绪与血管变化的关系。Lange与James都认为情绪产生的顺序应该是情绪刺激引起身体的生理变化，这种生理变化进一步导致情绪体验的产生。这种情绪的身体知觉观点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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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情绪的身体知觉观

来源：Fox，E.（2008）.

进化主义观

另外有研究者认为情绪是由进化而来，情绪是对环境的适应，尤其是人类祖先在适应自然环境挑战过程中形成的，是同时动员多个不同成分来应对和解决遇到的问题。这种进化主义的情绪观强调情绪的适应和动机功能，代表性观点如下：

Tomkins（1962）认为，“情绪是有机体的基本动机，是一组有组织的反应，当这组反应激活时，能够同时使大量身体器官（例如面部、心脏、内分泌系统等）做出相应的反应模式。”

Izard（1991）继承Tomkins的观点，强调情绪的适应性。指出情绪是动机，并同知觉、认知、运动反应相联系并模式化。从功能论的观点出发，强调情绪外显行为即表情的重要性，通过表情将情绪的先天性和社会习得性、适应性和通讯交流功能联系起来。同时他认为，“情绪的定义应该包括生理唤醒、主观体验和外部表现三个方面。”

以上两种情绪定义都强调情绪是生物体在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过程中进化而来的，是由基因编码的反应程序，能够被环境中的刺激事件或情境诱发。同时，这种反应程序包括多种成分。情绪的进化主义观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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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情绪的进化主义观

来源：Fox，E.（2008）.

认知评价观

情绪的认知评价取向认为，情绪反应产生的前提是对事件的评价。早在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Aristotle就提出过类似观点，他认为感受来自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我们与周围人的关系。比如愤怒来自于对他人是否蔑视我们的评价。以Arnold为代表的情绪认知主义取向研究者认为情绪来自于对某一事件意义和重要性的评价（Arnold，1950）。我们对于遇到的事件的重要性评价决定了体验到的情绪类型。该研究取向的代表性情绪定义如下：

Arnold（1950）认为，“情绪是对趋向知觉为有益的、离开知觉为有害的东西的一种体验倾向”。与Arnold的观点类似，Lazarus（1984）认为“情绪是来自正在进行着的环境中好的和不好的信息的生理心理反应的组织，它依赖于短时的或持续的评价。”

以Arnold和Lazarus为代表的情绪认知评价理论强调对外部环境影响的评价是情绪产生的直接原因，概括出情绪产生的三个来源，即外部环境刺激、身体生理刺激和认知评价刺激，兼顾了个体内外环境、皮层和皮层下部以及不同心理过程之间的联系。这一取向将认知评价作为情绪反应的核心，能更好地解释不同情绪之间的区别。如同一种环境刺激可能产生不同的情绪感受，如果我们将某人的行为评价为对我们的侮辱或轻蔑，我们将会产生愤怒的情绪，而如果将某人的行为评价为即将发起攻击，恐惧的情绪将会被引发。因此，认知评价取向能够更好地解释为何同一事件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会引发不同个体的不同情绪反应。情绪来自对事件的认知评价观点可以由以下框架图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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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情绪的认知评价观

来源：Fox，E.（2008）.

通过以上三种研究取向对情绪的不同理解，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研究取向关注了情绪的不同角度，如身体知觉的观点强调对身体变化的知觉，进化主义取向注重从情绪的适应功能角度来解释，而认知评价取向则关注影响情绪产生的评价成分。三种取向的研究者根据各自从事的工作，从情绪的不同角度出发给出了各自的定义。但每种观点或实验结论只来自情绪的某一个方面，不能对情绪的内涵做出全面的解释。

由于各种取向的情绪定义互不统一，各自关注点不同，因此无法对情绪做出明确的定义。较明智的办法是尝试给情绪下一个全面的定义，能够涵盖已有情绪研究的各种取向和成果，包含情绪的生理取向、进化取向、认知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回答情绪的性质和功能，较全面地描述情绪这一独特的心理现象。我国学者孟昭兰（1989，1994，2005）结合国外研究者的不同观点，尝试从情绪的成分、维量、整合水平、适应作用、通讯功能以及同认识和人格的关系等多方面总结出情绪的定义，认为“情绪是多成分组成、多维量结构、多水平整合，并为有机体生存适应和人际交往而同认知交互作用的心理活动过程和心理动机力量”。

虽然上述定义涵盖广泛，似乎能够融合目前情绪研究中情绪内涵的各种不同观点，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情绪的核心特色，让读者理解起来感觉到无所适从。因此，我们尝试从狭义的角度对情绪进行定义，以突出情绪内涵的特色。以上概述的三种情绪研究取向中比较一致的地方在于，情绪都伴随着一定的主观体验、外部表现和生理唤醒，区别在于这几种成分的产生顺序不同，并且不同条件下某些成分并不必然出现（例如个体可以有意识地抑制自己的外部表情）或是以其他方式出现（如个体可以有意识地表现与自己内心体验不一致的外部表情）。因此我们尝试将情绪定义为“情绪是往往伴随着生理唤醒和外部表现的主观体验”。这个界定比较简洁易懂，但要深入窥测情绪之谜，仍然需要锲而不舍地进行深入研究。


1.1.2 情绪与情感

不同研究者使用术语来描述情绪时，有的使用情绪，有的则使用情感。在日常生活中混用情绪、情感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不同的术语往往反映不同的内涵。为进一步统一术语的使用，本书尝试对这两个概念进行阐述：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听到或看到“情绪情感”、“情绪与情感”等说法，不少人将情绪、情感、感情和感受等术语混用或者连在一起使用而不加以区分。在心理学界，研究者对情绪与情感的认识也不一致。有研究者认为，情感是情绪过程的主观体验，常用来描述人的社会性高级情感；感情是情绪、情感等的统称（孟昭兰，2005；黄希庭，2007）；另有研究者主张，情感更具有广泛意义，表示情绪、心境和偏好等各种不同的内心体验（Eysenck & Keane，2000；Eysenck & Keane，2005/2009）。

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两种观点之所以不同主要是因为研究者对“affect”和“feeling”这两个词语的中文译法和使用正好相反：前者把“feeling”译作情感，把“affect”译作感情；后者则在广泛意义上使用“affect”，并把它译为情感。由此可见，研究者对情绪和情感的认识其实是有共通之处的。

为了明确情绪与情感的区别，这里先把几个相关术语的译法统一起来。在本书中，“affect”译为情感，“emotion”译为情绪，“feeling”译为感受或感情。情感（affect）是情绪、感受或感情等一类现象的笼统称谓，既适用于人类，也适用于动物。情绪（emotion）一词来自拉丁文e（向外）和movere（动），有着移动、运动的意义，是情感性反应的过程，侧重指向非常短暂但强烈的体验（Eysenck & Keane，2000；Eysenck & Keane，2005/2009）。感受或感情（feeling）指的是情绪的主观体验，是情感性反应的内容，通常只用于人类的社会性高级感情。


1.1.3 情绪的结构

情绪是异常复杂的心理概念，具有其独特的内部结构。虽然目前心理学界对情绪的结构尚未能形成一致的看法和理论观点，但对情绪的结构进行理论分析和实验探索的取向主要可以分为两类：分类取向（categorical approach）和维度取向（dimensional approach）。

情绪分类取向

情绪分类取向源于Darwin的进化论思想，其代表人物包括Tomkins、Izard和Ekman。他们认为情绪是个体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对外部刺激的适应性反应，主要关注情绪的各个组成部分，试图将情绪分为几种彼此独立的、有限的基本情绪（basic emotion），但在具体情绪的数量和概念上却并未达成一致。同时，他们认为情绪主要由几种相对独立的基本情绪以及由基本情绪结合形成的多种复合情绪构成。基本情绪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先天的、不学而能的，有共同的原型或模式，在个体发展的早期就已出现的，每一种基本情绪有独特的生理机制和外部表现；非基本情绪或复合情绪，是由多种不同基本情绪混合而成，或者由基本情绪和认知评价相互作用而成。

Izard对情绪成分的划分最具有代表性，他将情绪划分为主观体验、外部表现、生理唤醒三个成分（Izard，1991）。

主观体验是个体对不同情绪状态的自我感受，具有愉快、享乐、忧愁或悲伤等多种享乐色调。每种具体情绪的主观体验色调都不相同，给人以不同的感受（孟昭兰，2005）。情绪的主观体验与外部反应存在着某种相应的关系，主观体验会引起相应的面部表情，面部表情也会引起相应的主观体验。但在某些条件下，表情反馈无法达到个体的意识水平，无法引起主观体验。

外部表现，通常称为表情，包括面部表情、姿态表情和语调表情。面部表情是面部肌肉变化组成的模式，主要是指眼部肌肉、颜面肌肉和口部肌肉的变化。例如，愤怒时皱眉、眼睛变狭窄、咬紧牙关、面部发红；高兴时额眉平展、面颊上提、嘴角上翘。姿态表情可以分为身体表情和手势表情两种。不同的情绪状态下，身体姿态会发生不同的变化，如恐惧时“紧缩双肩”。手势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和言语一起使用，“双手一摊”、“手舞足蹈”就分别表达了无奈、高兴的情绪。语调表情是通过言语的声调、节奏和速度等方面的变化来表达的，例如，高兴时语调高昂、语速快。如果能够将三种表情结合起来，会更有利于准确地判断个体的情绪状态。

生理唤醒指情绪产生的生理反应和变化，它与广泛的神经系统有关，如中枢神经系统的额叶皮层、脑干、杏仁核等，以及自主神经系统、分泌系统和躯体神经系统。不同情绪的生理反应模式是不同的，如满意、愉快时心跳节律正常，恐惧时心跳加速。然而，也有研究者认为，有些情绪会激起同样的生理唤醒，如爱、愤怒和恐惧，都使心率加快。

在基本情绪分类方面，研究者以进化论思想为基础，提出了不同的情绪分类学说。Tomkins（1970）较早提出存在八种原始的（天生的）主要情绪：兴趣—兴奋、享受—快乐、惊奇—吃惊、苦恼—痛苦、厌恶—轻蔑、愤怒—狂怒、羞愧—耻辱、惧怕—恐惧。Izard（1991）在他的情绪分化理论中提出存在10种基本情绪，分别是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厌恶、惊讶、兴趣、害羞、自罪感和蔑视。Ekman（1971）基于自己的研究提出存在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厌恶和惊讶6种基本情绪。Ekman提出的这种基本情绪分类学说在目前具有很大影响。

情绪分类理论认为，每一种情绪都是中枢神经系统中特定神经通路激活的结果，并且在面部表情、主观体验、生理唤醒等方面与其他情绪不同。譬如恐惧与愤怒就可能是不同神经通路激活的产物。但是情绪神经科学的研究对此观点提出了极大挑战。在一项关于自主神经活动与情绪关系的元分析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基本情绪并不与特定的自主神经活动模式相关，不同的基本情绪产生了相似的神经生理反应，而不同的神经生理活动也能出现在相同的基本情绪中（Cacioppo，2000）。

另外，试图将情绪进行分类研究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某些情绪之间存在高相关，如有研究发现焦虑和抑郁存在显著正相关。不同情绪之间的彼此关联，启发研究者们假设可以采用几个基本维度来解析情绪的基本结构（乐国安，董颖红，2013）。

情绪维度取向

情绪的维度取向认为情绪是高度相关的连续体，是一种较为模糊的状态，无法区分为独立的基本情绪，同类情绪在其基本维度上都高度相关。但在基本维度的数量和类型，单极还是双极等问题上还存在争论。

Wundt（1896）最早提出情绪的三维学说，认为情绪过程由三对情绪元素组成，即愉快—不愉快、兴奋—沉静、紧张—松弛，每对元素都有两极之间的程度变化。继Wundt三维观点之后，Schlosberg（1954）根据面部表情的研究提出愉快—不愉快，注意—拒绝，激活水平三维理论。Plutchik（1980）提出，情绪具有强度、相似性和两极性三个维度，并用一个倒锥体来说明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后来，Izard（1977）提出情绪的四维理论，认为情绪有愉快度、紧张度、激动度和确信度四个维度，愉快度表示主观体验的享乐色调；紧张度表示情绪的生理激活水平；激动度或冲动度表示个体对情绪、情境出现的突然性的预料、准备程度；确信度表示个体胜任、承受感情的程度。

Mehrabian和Russell（1974）提出情绪状态的三维度模型，即愉悦度—唤醒度—支配度（pleasure-arousal-dominance，PAD）。愉悦度指积极或消极的情绪状态，如兴奋、爱、平静等积极情绪与羞愧、无趣、厌烦等消极情绪。唤醒度指生理活动和心理警觉的水平差异，低唤醒如睡眠、厌倦、放松等，而高唤醒如清醒、紧张等。支配度，意指影响周围环境及他人或反过来受其影响的一种感受，如愤怒、勇敢或焦虑、害怕。高的支配度是一种有力、主宰感，而低的支配度是一种退缩、软弱感。后来，Russell发现支配度更多地与认知活动有关，愉悦和唤醒就可以解释绝大部分情绪变异，各种情绪不是单独、紧密地聚集在愉悦或唤醒维度上成为相互分离的两类，而是在两个维度上均有一定取值。因此，Russell（1980）提出情绪的环形模型，认为情绪可以分为愉快度和唤醒度，愉悦表示情绪效价，故又称效价—唤醒模型（见图1.4）。愉悦和唤醒分别是圆环的两个主轴，各种情绪较为均匀地分布在圆环中，即为情绪的环形结构模型。该模型认为所有情绪都有共同的、相互重叠的神经生理机制（Posner & Russell，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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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情绪的唤醒模型

来源：Russell，J.A（1980）.

Watson和Tellegen（1985）采取自陈式情绪研究方法，提出积极—消极情感模型（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PANA）。他们认为积极情感（positive affect，PA）和消极情感（negative affect，NA）是两个相对独立、基本的维度（见图1.5）。积极、消极情感分别对应愉悦、不愉悦，表示情绪的效价，但积极、消极情感彼此相互独立、相关度几乎为零，不是一个维度的两极。另外，积极、消极情感都包含着激活成分，积极情感是愉悦和高激活的结合，消极情感是不愉悦与高激活的结合，因此PANA可以看作是Russell效价唤醒模型的45°旋转。后来，Watson将积极、消极情感更名为积极激活和消极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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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积极—消极情感模型

来源：Watson & Tellegen（1985）.

Thayer（1978）认为存在两个相互独立的双极激活或唤醒维度，否定唤醒或激活只是一个双极连续激活的观点，这两种激活状态在主观体验、注意焦点和生理反应上均不相同。一种激活维度与生理节律有关，从主观感觉有活力、有力量到困倦和疲乏，称为“能量激活”（energy activation）；另一种激活维度是多种情绪（如焦虑）和压力反应（如对噪声的反应）的基础，从主观感觉紧张（tension）到平静沉着（calmness），称为“紧张唤醒”（tension arousal）（见图1.6）。后来，Thayer发现这两种唤醒维度其实暗含着效价成分，力量感和平静与PA有关，紧张和困倦与NA有关（Thayer，1989）。在对PANA进行分析之后，他指出PA和NA这两个名称并不能反映这些维度中所含的激活成分。因此，他将PA改为能量唤醒（energetic arousal，EA），NA称为紧张唤醒（tense arousal，TA）。Thayer的EANA模型与Watson的PANA模型不仅在概念上相容，相关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两者结构的相似性。但EANA模型比PANA模型涵盖的情绪范围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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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Thayer的两维情绪模型

来源：Thayer（1989）.


1.2 情绪的性质和功能

情绪是人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心理活动。但是，人们对情绪性质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早期，许多研究者把情绪归结为心理活动的伴随现象、后现象或副产品，认为情绪本身似乎没有任何目的或功能，这就是所谓的情绪的副现象论。例如，James-Lange学说只不过是把情绪看作为身体过程的产物，而认知学说也只是把情绪看作是认知不协调的产物。不论这些学者的主观意愿如何，他们都属副现象论者之列（孟昭兰，2005）。

另外一些心理学家对情绪的副现象论并不满意。他们主张情绪并非一种从属的副现象，而是一个独立的心理学范畴，有其独立的心理过程和生理基础，在人的生存发展中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Darwin把情绪研究的起点推到遥远的人类起源，提出应该从种族发生和个体发展的角度认识情绪的功能、作用和性质，这大大拓展了情绪研究的范围和深度。Tomkins和Izard则坚持情绪构成动机的观点，认为情绪具有重要的动机性和适应性功能。他们以Darwin关于情绪表情具有适应性价值的理论为基础，借助神经生理学对情绪在脑和神经系统中的定位的科学发现，将对情绪的产生和性质的理解与对人类生存适应性的认识结合起来，认为情绪在人的生活中具有重要的、特殊的、其他心理活动不可替代的作用，情绪是人的认识和行为的唤起者和组织者。在此基础上，Izard（1991）提出了著名的情绪功能/分化理论（详见第二章）。

与对情绪性质的认识相一致，人们对于情绪的功能主要存在三类观点：第一类观点吸收了早期哲学思想中对情绪的看法，认为情绪完全没有适应功能，情绪会干扰人的理智，应该加以控制、压抑甚至排除。这正是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学派和18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所倡导的理论。第二类观点与Darwin（1872/1965）的思想紧密相关，认为情绪对人的生存起着重要功能，这些功能在远古时期面对来自自然界的生存挑战时与人的生命休戚相关，但在现代这种来自自然的挑战已经不复存在。Darwin认为，面部表情是过去适应自然的遗留，但已经失去曾经的功能。Freud（1930/1961）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认为现代社会对人类情绪功能的需求与远古时代对人类情绪的需求并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性及其导致的焦虑是人类神经症产生的主要原因。第三类观点，当代的功能主义认为，情绪具有与远古时代同样的功能，情绪的结构在与来自环境的挑战不断相遇的过程中逐渐被塑造。情绪研究的功能主义取向旨在探究出情绪曾经面临的适应性问题在现代社会以何种方式呈现出来，并确定人类面对并解决这些问题时的行为反应类型。这些反应类型可以看作是情绪的不同类型，即情绪可以被描述为不同的行为反应，例如趋近或者回避等等。此外，情绪的认知评价学说和社会建构主义学说同样认为情绪具有功能性。

一般而言，情绪具有以下四大功能：适应功能、动机功能、组织功能和信号功能。


1.2.1 适应功能

情绪能够帮助有机体做出与环境相适宜的行为反应，从而有利于个体的生存和发展。根据Oatley和Johnson-Laird的观点，情绪是在进化过程中个体对来自环境的各种挑战和机遇的适应（Oatley & Johnson-Laird，1987）。情绪来自个体对自身目标实现过程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评价，当目标受到威胁或阻碍或者需要做出调整时，情绪就产生了。特定情绪在特定类型的、高度重复出现的目标实现受到干扰时出现。此时，情绪会重新组织并指引个体的行为朝着新目标努力，以应对受到的干扰。情绪的功能性在于，为个体提供了对与目标导向相关的行为的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引导个体的适应性应对行为。下表是Oatley和Johnson-Laird（1987）提出的五种基本情绪、诱发原因以及指导个体行为做出的适应性调整。

表1.1 五种基本情绪及其诱发原因和行为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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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Oatley，K. & Johnson-Laird，P.N.（1987）.

另外，面部表情在动物和人类进化过程中有重要的适应性功能。例如，婴儿在具备言语交际能力之前，主要通过情绪表情来传递信息，成人也正是通过婴儿的情绪反应来获知和满足他们的需要。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丰富和发展，许多具有适应意义的表情动作获得了新的社会性功能，成为一种交际手段，用来表达思想和感情。例如，用微笑表示友好，通过察言观色了解对方的情绪状况，以便采取适当的对策等。


1.2.2 动机功能

情绪是动机系统的一个基本成分，能够激发和维持个体的行为，并影响行为的效率。一方面，情绪具有重要的学习动机功能。兴趣和好奇心等强烈的学业情绪能够激励学习者的积极学习行为，获得最佳的学业成就。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另一方面，情绪更是一种重要的道德动机。人们在对自己或他人进行道德评价时产生的、影响道德行为产生或改变的复合情绪，被称为道德情绪。例如，羞耻、内疚、尴尬和自豪等自我意识情绪，以及愤怒、蔑视、厌恶、钦佩、感激和移情等他人指向情绪。这些道德情绪能够提供道德行为的动机力量，既能够激发良好的道德行为，又可以阻止不良的道德行为。众多研究表明，真正的自豪、移情和感激能够激发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内疚和羞耻与青少年犯罪以及吸毒和酗酒等不良行为等存在显著负相关，更易激发个体的补偿行为。当然，愤怒也易于激发个体的攻击行为。因此，人们应学会适当调控愤怒等消极情绪，以免遭受“冲动的惩罚”。


1.2.3 组织功能

情绪具有组织作用，会对注意、记忆和决策等其他心理过程产生重要影响。一般来说，正性情绪起协调组织的作用，而负性情绪起破坏、瓦解或阻断的作用。研究发现，不管是情绪性刺激还是个体的情绪性状态都会对注意产生一定影响；情绪不仅会影响记忆的准确性，如负性情绪可以提高人们记忆的准确性，减少错误记忆的可能性（Storbeck & Clore，2005），而且会影响记忆的内容，如负性情绪可以提高空间工作记忆任务的成绩、但会降低言语工作记忆任务的成绩，正性情绪可以提高言语工作记忆任务的成绩、但会降低空间工作记忆任务的成绩（Gray，2001）；决策者的预期后悔或预期失望等预期情绪，以及决策时体验到的预支情绪和偶然情绪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个体的认知评估和决策行为。


1.2.4 信号功能

情绪在人际间具有传递信息、沟通思想的功能。通过情绪外部表现信息的传递，我们可以知道他人正在进行的行为及其原因，也可以知道我们在相同情境下如何进行反应。同样，尽管他人可能并没有经历我们某种情绪产生的诱发事件，但他们可以根据我们的情绪外部表现成分体验我们感受到的情绪。这种情绪的沟通功能是通过情绪体验与外部表现之间的硬联系（Hardwired emotional response）实现的。Dimberg的实验中探讨了这种硬联系，实验中，快速（8ms）呈现的愤怒和高兴人脸图片，被试自身产生了对应图片表情的面部肌肉反应。与观看愤怒人脸图片相比，观看高兴人脸图片时被试的颧大肌（在个体微笑时活动）活动明显；当观看愤怒人脸图片时，被试的皱眉肌活动显著提升，而观看高兴人脸图片时，被试的皱眉肌活动显著降低（Dimberg，1988）。

从个体发展来说，新生婴儿同看护者之间建立的最初的社会性联结，就是通过感情传递，而不是言语交流实现的。婴儿生来具有应对某些特定环境挑战的硬情绪反应，例如听到巨响之后产生恐惧的表情。但是看护者必须教导婴儿如何应对某些不明确物体或事件所引发的情绪反应，以便产生合适的适应性行为。研究者将这种婴儿与看护者之间的情绪传递称为情感传染（affective contagion，Hoffman，1977）、情感协调（affective attunement，Stern，1985）、情绪共振（emotional resonance，Campos & Stenberg，1981）。

情绪也可以传递人际关系的信息。面对一些积极的配偶线索时（如漂亮、年轻、身体健康等），个体的身体姿势、面部表情以及语音线索可以有效地传递爱和亲密，例如微笑能够传递积极信息，可以被视为一种愿意建立关系的信号。一个人微笑的频率也会影响他人对其亲善度和吸引力的评价（Mueser，Grau，Sussman & Rosen，1984）。当你面无表情地告诉一个人她很漂亮，你很愿意跟她发展一段亲密关系时，这种机器人似的情绪冷传递是他人无法接受的，最终你的表白也会无疾而终。

情绪的传递可以表现两个人之间的权力地位关系。通常，人们将眉毛较低、经常皱眉的个体识别为有权力的，而将眉毛较高或抬眉的个体识别为较顺从的（Senior，Phillips，Barnes & David，1999）。这些面部线索能够对应不同的面部表情，有权力地位的个体通常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较多的愤怒，而顺从的个体则通常表现出较多的恐惧和惊讶。这种不同情绪的传递能够暗示并保持人际关系中的不同权力关系。Miller（1998）提出轻蔑的情绪通常也用来标定并保持不同的权力关系，拥有较高地位的个体通常对下级表现出轻蔑的表情，以此来表现对下级的冷漠或者没有必要对其发怒。Frijda等人（1994）考察了害羞情绪在承认他人优越地位中的作用。在一些西方国家中，人们认可女性在面对男性时表现出害羞的情绪，并相信这是女性承认男性相对自己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表现。在一些重视社会地位差别的国家中，害羞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情绪，而在另外一些不重视社会地位差异的地区，害羞则被认为是消极的（Shweder，1994）。


1.3 情绪研究历史概述

从古代哲学到近现代心理学，多个学科的研究者们从不同的切入点对情绪这一概念进行了大量的理论阐述和实验研究。但在科学心理学不太长久的历史中，因为其主观性特征和实验室研究中的测量、实验操作以及实验结果分析量化上的难度，情绪在很长时间内被研究者回避或忽视。直到20世纪70年代前后，情绪研究重新得到关注。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发展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等领域的学者们从多个角度、运用多种方法对情绪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从各自的角度对情绪的性质、情绪的实验室操纵方法、情绪与其他心理过程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极大地推进了情绪领域的发展。下面将按照情绪发展的时间顺序简单概述情绪研究的历史：


1.3.1 早期情绪研究（18世纪之前的哲学阶段）

在近代科学建立之前，早期哲学家就提出了情绪理性主义的学说，该学说将情绪与理智对立起来，认为人基本上是明智的、有理性的。人必须克服自己品性中卑劣、低下的情绪因素。Plato是情绪理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他对情绪持有相当贬低的态度，认为人的灵魂结构包括理性、意气（或激情）、情欲三部分，理性是只有人才具有的最高级的、永生不死的东西；意气是指像勇敢、抱负等高尚的冲动；情欲则是指感觉和情欲这些非理性的部分。Plato认为情绪会混淆、干扰甚至将人推离理性的成分。同时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情欲是商人、工匠、农民等低级劳动者的灵魂，位于人的腹部。另外，他还把情感分为愉快和不愉快两种，凡是合乎自然方向和运动目的的事物都能够使人感到愉快，而违反自然则使人感到不愉快。

Aristotle认识到情绪是有意义的存在，他将情绪解释为高级认知活动和低级感知活动的混合体，这一观点在现代认知心理学中仍被认可。同时将情绪与愉快和痛苦相联系，并且列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情绪，如愤怒、恐惧和遗憾。另外，Aristotle对愤怒进行了相对完整的分析，并且强调了复仇的重要性。Soloman（1993）认为需要在一定的伦理范围内分析Aristotle的情绪观点，在某些情境下愤怒情绪是公正的，而在另一些情境下愤怒情绪则是不公正的，正如日常生活中，人们根据是否合适来评判他人行为，而不是根据他们的情绪反应。

Plato和Aristotle创立的情绪理性主义学说在17世纪由Descartes加以发挥后者对其做出了最为完满的表述。在Descartes著名的身心二元论中，他将情绪置于心灵之中，并且认为只有人类才有情绪，动物只有肉体没有情绪。他的情绪观点实质上是认知主义的，并对情绪的本质、种类和机制等问题做了专门的论述。他认为，情绪是人的内在经验。情绪经验产生在心灵之中，外部环境信息通过松果体传递到心灵，心灵做出判断之后将信息通过松果体传递到身体，身体做出反应。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意识经验发生在心灵之中，动物尽管可以像体验到情绪一样做出身体反应，但真正的情绪经验只有人类才有。他指出，情绪不是心灵的主动状态和功能，它必须由外部刺激物来激发。Descartes认为人有六种原始情绪：惊奇、爱悦、憎恶、欲望、欢乐和悲伤（wonder，love，hatred，desire，joy and sadness）。在原始情绪问题上，Descartes坚持唯物主义决定论的原则，认为这些原始情绪都和一定对象相联系。

直到19世纪末情绪的心理学理论出现之前，Descartes的情绪观点一直在理论界占主导地位。尽管在当时脑科学还极不发达，Descartes的思想却反映了当时哲学家们对情绪问题的睿智推测，然而这些观点尚不能认识到情绪与理性思维在脑内的联系，也没有看到情绪在脑的进化中，已经从动物的原始情绪状态达到形成理性思维机制的高度，并且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类的高度精神文明是理性思维和高级情感相结合的产物。


1.3.2 近代情绪研究（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

情绪研究的历史自Darwin之后进入科学的阶段，Darwin在1872年《人与动物的表情》一书中，从情绪的发生角度出发，强调情绪的适应功能以及情绪外显行为和外界刺激的重要性，从进化论的角度指出了人与动物之间在情绪和其他方面的延续性。

在Darwin之后不久，James于1884年综合Descartes和Darwin的意见，提出了情绪研究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的心理学理论。他认为，对刺激的知觉导致内脏和外显的肌肉反应，对这些反应产生的感觉就是体验到的情绪。比如我们看到狗熊，先是逃跑然后才会感到害怕。他的理论阐明了刺激、行为和情绪体验之间的关系。与James几乎同时，丹麦心理学家Lange提出了相似的理论，两者都强调情绪是对外周身体变化的知觉，合称James-Lange情绪外周理论。

Cannon（1927）和Bard（1934）批评了James的理论，认为情绪产生应该遵循这样的顺序：外界刺激受纳器将神经冲动传递到丘脑，冲动一方面上行传递到大脑皮层，产生主观体验，另一方面下行传递到自主神经系统，引起生理应激准备状态。他们认为丘脑是情绪产生的中心环节，因此其理论称为情绪的丘脑学说。

James-Lange理论和丘脑学说提出之后，情绪的生理学研究成为以后相当时期内情绪研究的主导方向。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研究者关注生理激活的测量，重视生理激活在情绪产生中的作用，把激活和唤醒概念纳入他们的理论框架中，成为后来许多情绪心理学家构建心理学概念模型的核心概念。如Duffy（1962）的激活情绪理论、Bindra（1969）的“中枢运动状态”概念、Wenger（1950）、Young和Pribram（1970）的情绪“扰动说”、Lindsley（1951）的激活论等都是这一情绪生理学研究取向的重要代表，我们将在第二章中进行详细描述。


1.3.3 现代情绪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来）

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认知主义与传统行为主义的交锋，情绪研究开启了新的复兴和繁荣阶段。人们对情绪与认知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情绪不再是认知的附属品，二者相互影响，不可替换。人们开始认识到情绪的产生需要有认知的参与，认知评价学说应运而生，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同时，对于情绪本质或结构的讨论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Tomkins、Izard、Ekman继承了Darwin的观点，认为情绪是功能性和动机性的，存在几种基本情绪，每种情绪都有各自独特的生理神经机制、外部表现，其他复合情绪是在基本情绪基础上发展而来。情绪具有自然的分类，目前情绪领域的研究多是基于这种假设，即特定情绪（如愤怒、悲伤、恐惧、厌恶和高兴）是天生的，也就是说这些分类是独立于我们的感知而存在的。每一种特定情绪都能引起相对稳定的感觉、记忆、运动和生理反应，并且能够反映在某些可测量的外部表现中。这种情绪自然分类的观点一直主导着情绪的科学研究，并且是情绪领域主要问题、实验设计、结果解释的基础。

第二种观点，以Arnold、Schachter和Lazarus为代表的认知评价观点，强调认知在情绪产生中的重要作用。将情绪视为生理和认知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的观点，如Schachter的两因素理论（1959，1962，1964，1970），认为情绪体验具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交感神经的生理唤醒和个体对这种生理唤醒的认知解释，对早期的情绪认知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更近一些的理论开始强调评价过程在情绪产生中的作用，如Lazarus的评价说（Lazarus，1966，1970）认为情绪是对事件意义的反应，是通过认知评价决定和完成的。情绪的认知评价理论正面地解释了情绪与认知的关系，情绪与认知相互影响，在解释情绪时赋予了认知极其重要的角色，将情绪本身就看作是一种认知。

第三种观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以Harre（1986）为代表的社会建构理论（情绪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以及近十多年才逐渐形成体系的以Russell和Barrett为代表的心理建构理论（情绪是机体反应和机体反应的概念体系共同生成的）与传统的情绪理论差别较大。Russell等人（Russell，1999，2003，2009）认为核心情感（core affect）是所有情绪所共有的，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形成某种特定的情绪。核心情感虽然可以用愉悦度与唤醒度表示，但在主观体验上是不可分割的，即个体知觉到的是一种融合的情绪体验。个体对恐惧、愤怒、喜悦和悲伤等等情绪体验都是在核心情绪的基础上，融合了情感表征、身体知觉、对象知觉、评价观念和行为冲动等形成的整体体验。从这个角度来看，情绪并非一个静态的结构，而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在建构之后，个体形成了一个看似独立的情绪体验。

情绪的社会建构论观点认为尽管情绪的种系发生基于一定的进化-遗传特质之上，但是情绪的体验内容和表达方式并不是遗传性习惯的遗迹，而是在社会文化系统中获得的，是与人当时的社会角色相适应的有用的习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情绪活动中的多种成分及其选择性表现，表征的是一种“暂存性的社会角色（a transitory social role）”，即在特定情境中个人所遵循的社会所规定的行为反应方式，包括如何根据一定的社会规则以恰当的方式对某一情境进行评价、采取行为以及解释自己的主观体验和生理反应等（Averill，1980）。

情绪的社会建构论探究情绪在社会文化和社会实践中的形成和表达方式，特别是情绪参与和形成某一社会文化及其特定道德秩序的方式，这正是以往情绪研究比较薄弱的领域。但是由于偏重文化因素而不是生物因素在情绪产生中的作用，强调习得因素而不是遗传因素在情绪发展中的影响，导致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局限性（乔建中，2003）。


1.4 情绪研究方法发展

1.4.1 情绪诱发方法

在人工诱发情绪方面，研究者通过不断尝试建立了许多有用的范式以及标准化的诱发材料数据库。情绪的人工诱发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内部诱发和外部诱发。内部诱发方式主要有：情绪语句阅读并浸入自我（self-referential statements），让被试阅读具有强烈情绪色彩的语句并体验语句所表达的情绪涵义从而实现情绪诱发（Velten，1968）；自传体回忆（autobiographical recall），即让被试回忆以往经历中的各种情绪性事件，重新体验事件发生时的情绪（Averill，1982）；想象情绪诱发（imagery），让被试想象一些悲伤、愉快或中性的情景（Wright & Mischel，1982）；面部表情模拟法（posing facial expression），指导被试做出恐惧、愤怒、高兴等各种表情（Ekman，2007）。外部诱发方法主要包括情绪性图片诱发、情绪性电影片段诱发、情绪性音乐诱发、嗅觉刺激诱发、正负性反应成绩反馈诱发（Farmer，2006）、社会交际活动诱发（Berna，2010）。Salas（2012）比较了情绪性电影诱发（外部诱发）和自传体回忆（内部诱发）诱发四种情绪（恐惧、愤怒、高兴、悲伤）的效果，结果发现两种方法在诱发的情绪强度上除高兴情绪外，其他三种情绪强度没有显著差异；内部诱发方法在诱发的整体情绪强度上要高一些；自传体回忆会诱发更多的负性以及混合情绪。Martin（1990）的分析表明，音乐、电影、想象都能够达到75%的诱发成功率，是较为理想的情绪诱发方法；Clark（1983）则发现，音乐诱发法能够100%引起情绪状态的改变；Westermann等人（1996）进行的元分析表明，组合诱发法在诱发消极情绪方面效果明显，而使用电影或故事材料在诱发积极和消极情绪方面都有不错的效果。然而这种分析受到了很多质疑：一方面，在元分析的研究中，不同研究者对情绪诱发成功标准的定义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另一方面，情绪诱发的效果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脱离了被试和实验的具体情况谈情绪诱发，似乎并不严谨。

在诱发材料的标准化方面，研究者建立了多个经过标准化的诱发材料数据库，如国际情绪图片库（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IAPS），国际情感语音数据库（International Affective Digitized System，IADS），情绪英语词汇库（Affective Norms for English Words，ANEW），情绪英文文本库（Affective Norms for English Text，ANET）。国内罗跃嘉及其研究团队在国际情绪图片和声音库的基础上，遵照国际情绪刺激库标准化的方法建立了本土化的情绪图片与声音库（白露，马慧，黄宇霞&罗跃嘉，2005；刘涛生，罗跃嘉，马慧&黄宇霞，2006）。王一牛（2005）也使用同样方法对具有感情色彩的现代汉语双字词进行了标准化并建立了词库，丰富了情绪标准化刺激材料（周萍，陈启鹂，2008）。


1.4.2 情绪测量方法

情绪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伴随其产生的主观体验，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感受，如高兴、愤怒、悲伤等。一些学者认为情绪的体验成分只能从体验者的第一视角进行主观报告，情绪的其他外部成分如表情、姿态、生理唤醒等都不能代替对体验的直接报告（Barrett，Mesquita，Ochsner，& Gross，2007）。然而，许多情绪研究者认为情绪研究不能只依赖主观报告。情绪的其他成分如生理变化、行为变化也是情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尽管我们并不总能觉察到这些变化，但是缺少对这些指标的测量将无法实现对情绪复杂性的准确理解。

许多研究者认为，情绪是由一些很简单原始的反射行为（如趋近和回避）进化而来，这些行为倾向及伴随产生的生理变化仍是现代人类反应行为的组成部分（Frijda，1986）。例如，一些原始反应如趋近有益的东西、回避有害的东西是所有行为的基础，当遇见食物或厌恶的东西时，哺乳动物都会表现出简单的趋近或回避行为。然而，相比较低级的动物，人类拥有更复杂的神经系统以致其反应的变异性和复杂性更大，可以完成比趋近或回避行为更复杂灵活的行为以适应不同环境。对这些主观体验、行为变化、生理和神经变化的测量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情绪过程及其机制。

对情绪主观体验的测量


内省法
 由于我们对情绪最深刻的印象便是情绪产生时的内心感受，因此很多人认为主观体验是情绪最主要的成分。但长久以来，能否实现对内部体验的准确测量一直是心理学家争论的主题。现代实验心理学之父Wundt和美国现代心理学的创始人James都重视使用内省方法研究内部状态。James曾经说过“内省观察是我们需要优先并要一直使用的研究方法”（James，1890）。但是，我们似乎并不善于探究自己的内心想法，对于自身行为的原因有时很难找到真实答案，因此内省方法较少用于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领域。Nisbett和Wilson（1977）进行的一项实验中，要求被试选择一些他们喜欢的物体并要求其报告选择某一物体的原因。结果被试通常报告一些外显的原因（比如看上去漂亮，看上去质量好），而不是由实验者操纵的真实原因。被试通常会寻求一个看上去合理的理由去解释自己的行为，而不能真正地去内省自己的认知过程。Nisbett曾说过“主观报告的准确性很低，对内部认知过程的任何内省有可能都不准确或不可信”（Nisbett，Wilson，1977）。该研究表明，我们无法觉察的刺激能够诱发我们的情绪反应，因此许多研究者提出通过测量其他情绪指标来代替自我报告法。但是为实现对情绪的全面了解，自我报告的方法不能被其他测量方法完全代替。


描述经验取样法（descriptive experience sampling，DES）
 鉴于传统内省方法在测量主观体验时遇到的问题，研究者正积极探索测量主观体验的新方法。其中一种方法是描述经验取样法，通过一部传呼机在随机的时间点提示被试，要求其报告此时此刻的内部体验（Hurlburt & Heavey，2002）。例如“传呼机声音发出时你的内心想法是什么？”经过一定练习，被试能够轻松地掌握这个方法并回答问题。描述经验取样法能够像内省法那样直接地测量我们的意识和主观状态，另外也有研究者使用记日记的方法研究情绪（Bolger，Davis，& Rafaeli，2003），这些方法在情绪研究中具有很高的价值。

对情绪外部行为表现的测量

人类和动物共有一些有利于生存的行为反应，如与攻击和防御相关的行为是不同生命群体所共有且差异不大的生存工具。对人类来说，与情绪相关的最显著的行为表现就是面部表情。当被告知自己通过考试时，人们通常会咧嘴笑以表达高兴的心情；当人们没有成功得到一份想要的工作时，我们通常会黯然神伤。

观察法是研究人类和动物情绪的主要方法。通过观察自然环境下的儿童或动物，可以测量不同刺激呈现条件下不同的行为反应。Darwin是最早研究人类和动物外显行为的科学家之一。通过观察研究，Darwin提出不同国家和地区相同的面部表情能够表达相同的情绪，即情绪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Darwin，1872/1965）。Ekman是当代情绪研究中最多产的学者之一，他进行了一系列实验验证了情绪面部表情的跨文化一致性（Ekman，1992/1999）。为了系统地研究这一问题，他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进行调查，通过向部落成员呈现由白人演员表达的各种情绪图片，要求他们辨认图片的情绪。结果发现，尽管部落成员从未见过白种人，但是其识别的正确率却远高于随机水平（Ekman，1969）。另外，他拍摄下部落成员表达高兴、悲伤、恐惧等的面部表情，将拍摄的视频以及对应的表现（由部落成员报告的行为表达的情绪翻译而来）呈现给美国学生，结果发现情绪与面部表情之间存在高度相关。这些结果有力支持了面部表情的跨文化一致性。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外部行为变化来研究人们的情绪，但是外部的观察存在两个显著的问题：第一，人们通常可以压抑并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例如虽然某人感到悲伤抑郁，但是为了表现出乐观积极，却努力做出微笑的表情；第二，情绪的表达存在文化差异，例如在日本文化中，表达愤怒或攻击行为通常是不适宜的，通常会减少此类行为的出现。因此，在研究情绪的外部表现时，我们既要考虑情绪表现的真实性，也要考虑文化背景的差异。

对情绪生理变化的测量

除了行为反应之外，情绪也具有一系列的生理反应指标，如当兴奋或极度恐惧时，心跳会显著加快；当焦虑或紧张时，手掌会出汗。另外一些内部的生理变化则无法觉察到，处在不同情绪时个体身体会释放不同的激素到血液中。在极度恐惧时，流入肌肉和大脑的血液增加，以便个体能够更快地做出反应，同时，肾上腺会分泌更多的肾上腺素，从而导致心跳增加、血管收缩、呼吸加快、内脏活动减少。许多研究者认为这些反应是人类长期进化过程中为个体“战斗”或“逃避”（fight or flight）需要而形成的，由人体的自主神经系统（ANS，autonomic nervous system）所控制。自主神经系统负责向躯体器官、肌肉和腺体发送信号，协调身体内部环境的功能，包括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两部分，前者与机体的唤醒相关，后者则负责机体静息状态的活动。下表是目前用来测量情绪生理变化的技术手段，我们将在后面章节进行详细阐述。

表1.2 情绪研究中用来测量生理变化的常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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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情绪神经机制的测量

近年来，对于情绪在大脑内部表征机制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早期情绪心理学家认为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与情绪的体验和表达相关（Papez，1937）。最近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不同的大脑结构控制情绪的不同成分，与情绪相关的脑区同样也具有许多其他功能（Lane & Nadel，2000）。情绪脑机制的研究很多来自于动物研究，通过手术或切除动物的某一脑区，之后让动物完成某一任务，通过其任务成绩推断该脑区的功能。单细胞记录（single cell recording）是另外一种动物研究中的常用技术，通过手术在动物脑内植入电极，可以测量单一神经元或神经元组的活动。在神经科学领域，通常在癫痫病人脑内植入电极以观测其症状发作时的神经元放电情况，同时也可以通过让病人完成情绪相关任务，测量其神经元组的放电活动。

揭示人类情绪脑机制的主要进步来源于脑功能成像技术的迅猛发展，如正电子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y，EEG）、脑磁图（magnetoencephalography，MEG）、近红外光学成像（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NIRS）等。PET和fMRI技术用来测量脑内局部血流变化和新陈代谢活动。PET技术通过向人体注射示踪同位素，同位素释放出的正电子与脑组织的电子相遇，发生湮灭作用，产生一对方向几乎相反的γ射线，可以被PET扫描仪探测到，进而可以揭示由实验因素所激活的脑区。

fMRI技术通过测量被试在强磁场中大脑活动时血液中含氧量的变化，当某一脑区进行认知任务时，所需的血氧量增加，这种变化会被环绕被试大脑周围的强磁场检测到，以此来确定脑区激活情况。由于该技术的无创性、高空间分辨率以及相对较高的时间分辨率（50ms，PET则需要1000ms），在研究中被大量使用。

EEG技术可以测量大脑的电位变化，通过在被试头部放置不同数量的电极点，可以无创性地测量被试进行认知任务时的电位变化。高分辨率脑电图的主要优势在于直接反映了神经的电位活动，有极高的时间分辨率，几乎达到了实时，而且造价较低，使用和维护都很方便。

MEG技术通过超导量子干涉仪，可以灵敏地捕捉大脑认知加工时在头颅外表形成的微弱感应磁场，并能识别出颅内发出这些信号部位的信息。由于神经电兴奋源所引起的感应磁场基本上能够穿透颅骨和组织达到头的表面而不受干扰，因此它对神经兴奋源的定位比较直接准确，而且还具有很高的时间分辨率。但造价较高，对某些流向的兴奋源敏感，而其他流向的兴奋源则可能无法探测到。

NIRS是一种无创地、利用不同脑内物质对近红外光的吸收具有不同特点的原理进行脑激活成像的研究手段。相对于其他脑成像设备（如EEG，fMRI，PET等），近红外光学脑成像具有非侵入、安全、可便携和低成本等优点。另外，近红外光学脑成像更不易受被试实验过程中的身体运动的影响，对被试实验过程中的运动（如头动）有较好的耐受性，因此可以实施更具生态效度的实验，如真实运动状态下的脑激活，也可以对好动的婴幼儿进行实验。下表列出了测量大脑活动的常用技术及其优缺点：

表1.3 测量大脑活动的常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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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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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Fox，E.（2008）.


1.5 本书的结构

本书的内容基本包括了目前有关情绪研究的各个领域，力图表现出情绪心理学全貌。

第1章从对情绪概念的界定开始，阐述情绪的性质和功能，以及概述情绪研究的历史和主要研究方法，使我们对情绪研究的发展有概括性的了解。

第2章对纷繁林立的情绪理论学说进行梳理，重点介绍目前为止较有影响力的情绪理论。并且根据研究者的不同观点和争论，为读者呈现当今情绪研究的四种取向，即基本情绪理论取向、评价取向、心理建构取向、社会建构取向，使读者能够了解情绪心理学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

第3至5章，分别从研究者普遍认可的情绪三成分着手，结合大量新近的研究成果，分别为读者呈现情绪的主观体验及其评价、情绪的外部表现及其识别、情绪的生理激活及其测量等领域的研究范式及最新研究进展。

第6章从情绪的发展心理学角度出发，采用发展年龄和情绪主题混排的组织方式，前两节以生理发展为主线，按情绪的早期发展和老龄化程度进行分组来阐述情绪毕生发展的主题，并在分节内以情绪发展中相对独立的主题来编排内容。第三节基于情绪早晚期发展的共性问题阐述了情绪发展的生物性和社会文化属性。

第7章介绍有关情绪记忆的最新研究成果，科学研究和实际生活并重。

第8章重点介绍情绪智力，按照情绪智力概念的发展过程、研究过程，一步步地探讨情绪智力的本质，测量其与其他心理行为的关系。将学术研究中的情绪智力概念与大众心中的情商概念进行了区分，有利于读者了解学术意义上的“情绪智力”概念，以减少混淆和误解。

第9至11章尝试对长期以来情绪与认知之间关系的争论进行梳理，系统地阐释情绪与注意、情绪与学习、情绪与决策的交互作用，介绍情绪与认知关系研究中涉及的主要研究方法和最新研究成果。

第12章介绍情绪与道德的关系，注重对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模型的评价，而非简单地只列举某些研究结论。突出对已有研究的理论思考，尝试建构一定的理论体系来统领已有研究，并从“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两个方面来梳理情绪对道德心理的影响。

第13章从情绪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着手，探讨情绪调节与行为改变的关系，关注情绪与攻击行为、趋避行为和群体行为之间的关系。

第14章探讨情绪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从理论演变的角度阐述了迄今为止人们有关消极情绪导致疾病的重要认识，并综述了相关的样本研究。

虽然本书中主要标题所涉及的范围是相当全面的，基本展现了目前情绪领域开展的主要研究工作，但是并非情绪研究的所有方面都能在本书中一一展现。本书旨在向读者介绍目前情绪心理学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说明情绪心理学的主要研究进展。读者可通过进一步阅读相关参考文献更全面地学习情绪心理学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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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情绪理论

当代著名的情绪心理学家Lazarus（1991）认为，一个“好”的情绪理论应该包括以下12项内容：情绪的定义；情绪与非情绪的区别；情绪是否是离散的；动作倾向和生理学的作用；情绪功能相互依赖的方式；认知、动机与情绪之间的联系；情绪生物学基础和文化社会学基础之间的联系；评价和意识的作用；情绪的产生；情绪发展的方式；情绪对一般功能和幸福感的影响；治疗对情绪的影响。近年来多数的情绪心理学家都同意Lazarus的观点，并在各自提出的情绪理论中不同程度地包含了上述主题。但由于情绪问题的复杂性和研究者观点、方法上的不同，现代心理学家对情绪的解释多种多样。情绪心理学目前尚处于学派林立，多种理论并存的局面。本节将选择有代表性的情绪理论进行阐述。


2.1 情绪早期理论

早期的情绪理论植根于哲学思想中。在早期的哲学思想中，情绪一直作为理性的对立面被人们所压抑和防御，因而对情绪的研究一直处于低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心理学的独立与发展，心理学家们开始重视并拓展情绪研究领域，各种情绪早期理论也相继产生。这些早期理论对现今的情绪研究仍有重要意义。


2.1.1 Darwin情绪进化理论

Darwin（1872/1965）认为，情绪作为人类种族进化的证据，可能是人类行为得以延续的机制。他在阐述物种起源和人类进化是适应和遗传相互作用的结果时指出，感情、智慧等心理官能是通过进化阶梯获得的。他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指出：“尽管人类和高等动物之间的心理差异是巨大的，然而这种差异只是程序上的，并非种类上的。人类所夸耀的感觉和直觉，情感和心理能力，如爱、记忆、注意、好奇、模仿、推理等，在低于人类的动物中都有其萌芽状态，有时还处于一种相当发达的状态。”他还在《人类与动物的表情》一书中描述了表情在生物生存和进化中的适应价值和有用性，指出情绪是进化的高级阶段的适应工具。他认为，情绪性表情本身并没有进化，它们不依赖于自然选择。Darwin将人类与其他动物置于同一连续体之中，认为情绪的面部表情只是伴随情绪的附属物，并没有交流功能。


2.1.2 James-Lange情绪理论

基于Darwin的进化论和生物科学的发展，美国心理学家James于1884年最早提出了情绪生理学理论，丹麦生理学家Lange于1885年也提出相似的理论。因此，学界常将他们的情绪理论合称为James-Lange情绪理论（James-Lange Theory of Emotion）。人们一般认为，对外部事件的知觉使人产生情感，随着情感的产生引起一系列的身体变化。但是James和Lange却认为，情绪是一种内脏反应或对身体状态的感觉。具体地讲，他们认为植物性神经系统活动增强和血管扩张会产生愉快感，而植物性神经系统活动减弱和血管收缩就会产生恐怖感。由于当时生理学发展水平所限，James-Lange情绪理论受到人们的质疑（Cannon，1927），但是仍流传至今，而且被看作第一个真正的情绪学说。情绪发生与身体变化相联系的观点是情绪理论重要且必备的组成部分，任何情绪理论都不能抹杀身体变化与情绪发生之间的联系。

James-Lange情绪理论具有深刻的内涵，主要体现在：

首先，给体验赋予色调的观点，为情绪研究开拓广阔天地。James曾指出，他的理论是指那些所谓“粗糙的情绪”，而不是那些像理智感、审美感那样“精细的情绪”。那些粗糙的情绪对身体的“扰乱”提供了体验的色调，如果情绪没有这种体验效应，一切都将是苍白的。这种色调有着无数的种类和不同的强度，它们可以是正性的，也可以是负性的（James，1884）。

其次，注意到躯体骨骼肌肉系统活动对情绪发生的作用。James曾将自主性内脏系统和躯体骨骼肌肉系统的反馈作用并列于他的情绪理论中，只是在Lange提出自主性内脏系统反馈的观点后，人们将注意集中到两者的共同点上，忽视了Darwin的骨骼肌肉系统在情绪发生中的作用，造成了后人重视自主神经系统的情绪研究倾向（孟昭兰，2005）。


2.1.3 Cannon-Bard情绪理论

James-Lange情绪理论强调情绪是对内脏反应或对身体状态的感觉。但是人的内脏和植物性神经系统的功能变化只是情绪表现的一个侧面，更重要的是中枢神经系统的调节和控制作用，此外还包括面部表情和言语行为的情绪表现。某些情绪体验仅是个体的主观体验，并不一定表现出来。美国心理学家Cannon（1927）对James-Lange情绪理论提出了如下质疑：（1）机体的生理变化在发生上相对缓慢，不足以说明情绪迅速发生、瞬息变化的事实。（2）同样的内脏器官活动可以在极不相同的情绪状态中发生，因此，根据生理变化难以分辨各种不同的情绪。（3）切断动物内脏器官与中枢神经系统的联系，情绪反应并不完全消失。（4）用药物人为引起与某种情绪有联系的身体变化，并不产生真正的情绪体验。根据这些事实，Cannon认为，情绪并非外周变化的必然结果，情绪的中心在中枢神经系统的丘脑。

由外界刺激引起感觉器官的神经冲动，通过内导神经，传至丘脑；再由丘脑同时向上向下发出神经冲动，向上传至大脑，产生情绪的主观体验，向下传至交感神经，引起机体的生理变化，如血压增高、心跳加速、瞳孔放大、内分泌增多和肌肉紧张等，使个体生理上进入应激准备状态。例如，某人遇到一只熊，由视觉感官引起的冲动，经由内导神经传至丘脑处，在此更换神经元后，同时发出两种冲动，一是经体感神经系统和植物性神经系统达到骨骼肌及内脏，引起生理应激准备状态。二是传至大脑，使某人意识到熊的出现。这时某人的大脑中可能有两种意识活动：其一，认为熊是驯养的动物，并不可怕。因此，人脑将神经冲动传至丘脑，并转而控制植物性神经系统的活动，使应激生理状态受到压抑，恢复平衡；其二，认为熊是可怕的，会伤害人，大脑对丘脑抑制解除，使植物性神经系统活跃起来，加强身体的应激生理反应，并采取行动尽快逃避，于是产生了恐惧，随着逃跑时生理变化的加剧，恐惧情绪体验也加强了。因此，情绪体验和生理变化是同时发生的，它们都受丘脑的控制。

Cannon的情绪学说得到Bard（1934，1950）的支持和发展，后来人们将Cannon的情绪理论称为Cannon-Bard情绪学说（Cannon-Bard Theory of Emotion）。但是，Cannon的理论并不完善，Grossman（1967）对该理论提出了批评，指出切除动物的全部丘脑，动物仍然有愤怒反应。只有切除腹部和后部下丘脑，情绪反应才完全消失。孟昭兰（2005）认为，脑各级水平整合来自身体内、外神经信息的过程是复杂的，生理反应是在情绪发生之前，还是伴随情绪而产生，在时间上的确定性是不重要的。因为情绪的发生可能不是一瞬间，而是一段时间的体验。在一种情况下，对外界的突然刺激从感觉系统的输入并立即激活自主神经系统，由此而来的反馈立即附加到情绪体验上，这样情况似乎符合James的思想。然而在另一种情况下，由于皮层认知活动的参与，情绪体验则发生在自主系统反应之前，这种观点与Cannon的观点相符。然而，情绪发生的机制远比他们两人所涉及的方面更复杂。即使把他们忽略的方面互相弥补起来，也不能得出对情绪发生机制的全面解释。在他们的年代，大脑两半球及皮层下部位的复杂结构和功能还远没有被揭示出来。


2.1.4 Papez情绪理论

继Cannon之后，Papez是第二个把神经生理学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理论家。Papez认同Cannon的观点，下丘脑与情绪的表达有关，而大脑皮层与情绪体验有关。Papez的贡献在于从解剖学的联系解释了这些功能实现的可能性。他认为在低等脊椎动物中，一方面是大脑半球和下丘脑之间，另一方面是大脑半球与背部丘脑之间存在着解剖上和生理上的联系，这些联系在哺乳动物的脑中进一步复杂化。由此，他认为皮层和脑之间的联系调节着情绪（Papez，1937）。

Papez（1937）认为在边缘系统结构中，从海马经穹窿、乳头体、丘脑前核和扣带回，再回到海马的环路（帕佩兹环路，见图2.1），对情绪产生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表现为，负责情绪体验的扣带回激活后，情绪体验可以作为激活新皮层或下丘脑的感觉信号。新皮层的心理活动传递到海马，继而投射到下丘脑。下丘脑的乳头体激活丘脑前核将信息传递到扣带回。同时，腹侧丘脑可以直接将视觉的、听觉的、躯体感觉的信号传递到下丘脑，而不经过新皮层，经过乳头体的输出，丘脑-扣带回的环路便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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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Papez环路。Papez提出下丘脑、丘脑前核、扣带回和海马都成基本的情绪环路。感觉刺激通过背侧丘脑到新皮层的投射和腹侧丘脑到下丘脑的投射进入环路。

来源：Papez，J.W.（1937）.

帕佩兹环路（Papez Circuit）中并不包含杏仁核，而研究证明杏仁核在情绪加工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见，帕佩兹环路对情绪活动脑机制的解释并不完整，但是这一理论为后来边缘系统概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1.5 Duffy生理激活理论

Duffy（1941，1962）强调以生理激活来解释情绪，主张取消“情绪”概念而代之以激活，代表着情绪取消派的明显倾向。Duffy理论的关键在于，情绪的发生完全是生理唤醒和神经激活的结果。无论积极的情绪状态或消极的情绪状态，其驱动力都必然来自机体的能量供给，因此情绪变化也是来自机体能量水平的变化。例如兴奋表示更高的能量水平，而抑郁则表示更低的能量水平，这种能量水平受到外部刺激的影响。当我们遇到阻碍时或者阻碍解除时，能量水平都会增长。只有当我们的目标完全被阻碍而放弃目标时，能量水平才会下降。Duffy认为，情绪代表着所激起的情绪动机，动机实质上就是生理激活所携带的能量。情绪的异常或紊乱，并非表明情绪有什么特殊功能，其不过是能量水平过高或不足所造成的。她认为情绪动机会朝着自己预期的情境行动，行动的目的是为接近或作用于那些带有积极或消极作用的情境。当实现愿望的行动受到阻碍时，就会产生愤怒或恐惧等情绪。Duffy将情绪在内的所有行为都分解为能量水平、协调度和意识状态的变化连续体。

Duffy认为，研究情绪本身并没有意义，因为情绪没有决定性的特点，任何一种行为反应都应该从它的能量水平、对目标方向的保持度以及外部环境来考量。自己在一篇论文的标题中她甚至信心十足地许诺“不用‘情绪术语’解释‘情绪’现象”（Duffy，1941）。这一观点在当时不是反常的例外情况，而是一种很有影响力的观点。有代表性的是，当15名美国心理学教授面临评价403个概念的心理学意义的任务时，他们的回答将“情绪”术语置于第130位，将“感情”术语置于285位。但是，后来这种情绪取消派的观点已经被更为精细的情绪理论构建所取代（Strongman，2003）。


2.2 情绪生理理论

从心理学家们开始探索情绪的本质开始，情绪生理学就已开始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从一开始，有一点就是非常明确的，即躯体和神经生理的反应是情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James提出情绪外周学说之后，大量的实证研究探讨了情绪的生理学基础，在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中发现了情绪的生理基础。但是，对于每一种离散情绪神经机制的探究仍在继续。该部分将首先介绍一些早期理论，以便更好地理解当代情绪生理理论的渊源。另外，还将介绍情绪生理理论的认知神经取向和进化主义取向。


2.2.1 早期理论

Wenger情绪理论

Wenger（1950）发展了James的外周理论，他将情绪定义为“由自主神经系统激活的组织和器官的活动和反应。包括骨骼肌反应或心理活动”。这种观点导致他的研究集中于测量内脏变化，最终关注外在的肌肉反应和口头报告。Wenger提出情绪复合物（emotional complex）的概念。他认为，恐惧、生气、嫉妒不仅指情绪，也包括外部的刺激，对内脏活动的知觉以及外显的表情等。因此，恐惧不仅是一种情绪，也是一种有机体反应。

另外，Wenger的理论通过自主神经系统的不同反应模式区分情绪。例如，将恐惧表征为交感神经系统的强激活和副交感神经系统减弱的反应模式；愤怒涉及交感和副交感两系统，并有唾液、汗腺分泌和外周血液增加；悲伤时交感系统与副交感系统二者的激活均下降；性兴奋首先是交感神经兴奋，然后是副交感系统活动占优势（孟昭兰，2005）。

Wenger的理论强调情绪行为而忽略情绪体验，并且将情绪行为视为骨骼肌反应和内脏活动的外显指标。认为情绪是可以测量的，从而解决了James的理论由于强调内省性的情绪体验而难以测量和验证的缺点。

Young情绪理论

Young的理论源于18世纪哲学领域对感情（affect）、认知（cognition）和意志（volition）的区分。不同于其他情绪理论，Young（1961）的情绪理论不谈情绪，而是将情绪看作一种感情过程（affective processing），关注愉快和不愉快的“快乐连续体”（hedonic continuum），并且根据刺激来源、强度、持续时间、干扰、认知关系等标准区分情感（feelings）、感情（affect）和情绪（emotion），他认为感情过程具有符号、强度和持续时间的变化。初生幼体如果朝向某一物体活动，必然有一种积极愉快的核心感情过程在起作用；相反，如果幼体做出逃避反应，说明存在负性的感情过程。这种感情过程存在最强正性和最强负性两极，表现在持续时间和选择的差别上。Young提出了四种可能的感情变化：积极的增加、积极的减少，消极的增加，消极的减少（Strongman，2003）。

另外，Young的理论注重情绪的功能性。他认为每一种感情变化对行为都具有动机和调节作用，包括激活、维持和结束。感情唤醒可以对兴趣、动机、态度、人格特质等起到组织作用，快乐能够加强趋近反应，并且也会增强维持产生这些积极反应的刺激的决心。

Young所描述的感情过程有很多变量，但他强调神经中枢具有感情上的“紊乱”（predisturbation）反应，认为紊乱是情绪的关键因素，从而形成情绪是“扰乱反应”的独特概念。因此，他把情绪定义为“感情性的激烈扰乱”，情绪是对平静状态的破坏。无论是愉快或不愉快的情绪，都是一种波澜，一种扰动。后来，Young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认为情绪在初期是无组织的，但也承认至少在某些时候情绪是有组织的、功能性的。然而情绪扰乱或组织心理过程的程度是难以做出判断的。

Pribram情绪理论

Pribram（1970）的理论涉及多种其他的理论，比如情绪的“扰乱”学说、情绪的评价和动机理论，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

首先，Pribram解释了情绪的“扰乱”学说，认为心理活动在神经中枢是以一种有组织的稳定性为基线的。这个稳定的基线是通过自主神经系统所调节的内部过程进行正常工作。在环境信息使机体处于适宜的协调状态时，机体处于稳定的基线之下。当有不适宜刺激输入，机体活动立即超越这一基线，使有机体处于一种不协调的紊乱状态，这时就产生情绪体验。

其次，在早期对情绪的理解上，Pribram将情绪看作“计划”（Plan），认为情绪是“有机体失去平衡时形成的神经程序”（Miller，Galanter & Pribram，1986）。在正常情况下，以动机为基础的计划随其执行而不断调整，当执行过程中遇到阻碍时，情绪就随之产生，内在的适应机制会控制信息输入的通道，选择接受或者拒绝信息的输入，计划便停止执行。当一项计划长期处于停止状态，就容易产生“倒退”（regression），即恢复到更原始、更基本的计划状态，以使机体重新运动起来。在情绪的外在表现上，Pribram认为，情绪的行为表现相对于机体的理智行为更加原始、反应也更加基本，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情绪都会表现出来。

在Pribram（1970）的文章中，他反思了将情绪看作“计划”存在的许多问题：如何详细地解释平衡与失衡的内容？计划的执行如何协调进行以达到行为的和谐状态？当计划受到阻碍时失衡的具体内容等，这些问题都难以回答，因而他开始转向对情感的研究。他区分了由感官材料组成的“客观世界”和由情感组成的“主观世界”，认为如果没有迹象表明我们能看到、听到、嗅到、尝到或触到某种事物，我们必定是在内心感觉到它，即存在于主观的内部世界。他将这些内心感觉到的情感称为“作为监视器的情感”（feelings as monitors），认为人们并不是计划去愉快、愤怒或悲伤，而只是感觉到愉快、愤怒或悲伤。人们做出计划并加以执行，执行过程可能很顺利，也可能遭遇挫折。这个执行过程经过个体评价，并且评价过程也受到监视，即被个体感觉到。因此，作为监视器的情感被认作是映象而不是计划（images rather than plans），计划只是在映象所提供的框架中构成的。他认为“进行”（go）的计划构成了个体的动机，而“不进行”（no-go）的计划构成个体的情绪。

最后，Pribram认为情绪和情感应该加以区分，并以情感作为主要研究内容。情感是监视器，而映象是对计划实施的成功程度的评价。计划本身允许有机体前进，在这一情形中，它们便是动机，当它们受到阻碍时，有机体受到挫折导致情绪的产生。

综上所述，Pribram采用了比较特殊的语言阐述其对情绪的看法，虽然引用了神经生理学的实验证据作为理论依据，但本质上仍采用了认知-现象学的观点（Strongman，1987）。

Lindsley情绪理论

Lindsley（1950）的情绪理论与Duffy的理论类似，强调情绪有唤醒和动机机制，但却用神经生理学的术语呈现。他的主要观点基于其进行的五个实验的结果，分别是：（1）在情绪状态中，脑电图表现出失同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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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脑干网状结构或感觉通道的兴奋能够引起脑电图的激活。（3）毁坏间脑底部失同步恢复，脑电图激活消失。（4）如果损伤脑内的上述部位，至少在猫身上产生的行为与通常在情绪唤醒中所看到的行为正好相反。这些猫变得冷漠、嗜睡等。（5）在间脑底部重叠唤醒的脑电图机制是情绪表现的客观生理基础。

在以上实验结果的基础上，Lindsley提出，唤醒的机制是脑干网状结构通过上行网状激活系统与间脑、边缘系统的相互作用，林斯里还主张边缘系统控制情绪表达以及情绪和动机性行为。Lindsley还提出了情绪表现的三种通路：

（1） 皮层通路，经过皮层的唤醒表现思考、担忧、焦虑等情绪。

（2） 内脏通路，经过皮层、间脑和脑干的唤醒，例如出汗、哭喊等自主神经系统的作用。

（3） 躯体运动通路，经过躯体运动的激活如面部表情、肌肉紧张等来表现。

这种理论以脑干网状结构的生理特点为依据，认为脑干上行网状激活系统汇集了各种感觉冲动，也包括内脏感觉，经过整合作用之后再弥散地投射至皮层和丘脑，通过假设的激活机制将冲动转化为兴奋的情绪行为和相关的EEG激活模式。这种理论认为网状非特异投射系统生理功能的多样性正符合情绪过程的基本特征，生理心理学家们可以通过记录和分析情绪的多样性生理变化，寻找其生理心理学调节机制的变化规律。同时他也研究了除情绪之外的其他现象，如睡眠、觉醒、警觉、注意、选择性注意、警惕即动机等，认为这些现象由普遍存在的下行或上行网状系统的功能及其与中枢神经系统的相互作用而产生。虽然Lindsley的理论指向了与情绪有关的中枢神经系统，但还只是比较简单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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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α波阻抑和失同步作用（α block and desynchronization）是大脑皮层电活动的一种现象。大脑皮层电活动呈现的电波为脑电波。通过从颅脑外部放置电极所记录的脑电波为脑电图。大脑皮层的电活动可呈现许多不同的波形，各种波形代表皮层觉醒的不同状态或水平。例如α波（每秒8—12次）表示人或动物在安静的情形状态的脑电活动状态。这时脑神经元的电活动呈同步状态，称为同步作用。而当人或动物处于十分清醒的状态，如人在进行智力活动或动物处在警觉之中时，α波受到阻抑，出现快波和失同步现象，称为α波阻抑。这时大脑皮层处于兴奋状态。Lindsley将这种现象称为激活或失同步作用。


2.2.2 神经科学取向

神经科学取向的情绪理论通过生理基础来解释情绪，但并不认为情绪仅是生理过程。该取向的情绪理论之间彼此或有重叠。

Bindra情绪理论

Bindra（1968/1969）提出情绪与动机的神经生理学理论，认为情绪和动机都可以通过“中枢动机状态”（central motive state，CMS）这一概念来解释。Bindra没有将情绪与动机区别开来，而是将它们归类为“特定种类的”、生物学有益的活动，这些活动是环境刺激与生理变化（中枢神经系统神经元的变化）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中枢神经元的变化会产生中枢动机状态，例如，只有存在内部的生理学变化且有外部的食物信号时，才会产生饥饿的中枢动机状态。

Bindra认为，中枢动机状态可以增加感觉输入的效率，以增加对特定环境刺激的反应概率，他称之为“选择性注意”；同时，中枢动机状态也可以通过改变对自主躯体运动区的神经放电来改变特定动作的反应概率，即“运动促进”或“反应偏向”。同时，他认为这一概念框架可以用来解释情绪和动机，因此可以用“中枢动机状态”这一概念来代替情绪（情绪状态）或动机（动机状态）。另外，他主张情绪和动机不可分，情绪行为和动机行为都按照无组织向有组织的顺序发展，其反应模式都受到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作用，共同服务于有机体的生存，因此情绪和动机也是联系在一起的。Bindra用动机与情绪联系起来的观点暗示了动机与情绪的结合、生理驱力与情绪的结合以及情绪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结合。他提出：不能认为情绪行为是紊乱的、破坏性的；动机是有组织的、有规律性的。情绪的紊乱或组织取决于具体发生的中枢运动过程（孟昭兰，2005）。

MacLean情绪理论

MacLean（1970）发展了Papez的学说，提出边缘叶（limbic lobe）和与其相连的一些皮层下脑区，组成与情绪有关的功能系统——边缘系统。边缘系统有广泛的皮层下结构，是皮层中具有内脏投射功能的结构之一，负责整合加工情绪体验，对有机体生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边缘系统具有强大的嗅觉功能，在低等动物生存过程中，嗅觉功能在其寻找食物和配偶的过程中具有极重要的作用。而对于较高级生物来说，尽管嗅觉不是非常重要，但是个体情绪性行为也同样受到边缘系统的调制。

另外，MacLean认为海马结构是情感产生的生理基础，海马结构主要包括海马回（hippocampal gyrus），齿状回（dentate gyrus）和杏仁核（amygdala）。当时的解剖学证据已经表明该结构接受听觉、视觉、躯体感觉输入以及嗅觉和味觉的输入。他认为海马结构的作用是关联外感受性和内感受性的输入，产生有意识的情绪体验。海马结构与新皮层、端脑的联系有利于其调节情绪体验的功能。他强调，为了更好地理解情绪，需要进一步研究情绪的主观现象，并且将六种动物或人类行为与六种情感联系起来：搜寻与渴望；攻击与愤怒；保护与恐惧；沮丧萎靡与沮丧；满足与高兴；亲抚与喜爱。

如今看来，虽然海马的功能更主要与记忆和空间行为有关，杏仁核也不是海马的一部分。但是，MacLean的情绪学说不仅关注情绪的生理学基础，还关注情绪的主观体验方面，而且将结构与功能对应，他的工作是极具创造性和启发性的。

Panksepp情绪理论

Panksepp的理论的形成与三个重要的发现有关：情绪状态常常难以用言语表达，可能具有非认知性的（不是基于语言的）来源；情绪体验受到脑的电刺激或面部肌肉活动等非认知性的程序影响；情绪同样发生在婴儿和动物身上。

Panksepp（1981，1989，1991，1992，1993）提出比较心理神经现象学的方法，主张将动物的行为和生理学研究与人类的内省研究方法结合，进行情感神经科学（Affective Neuroscience）的研究探索。在假设条件下，哺乳动物在边缘系统中具有相同的情绪环路，这一环路产生了“固有的内部原动力”（obligatory internal dynamics），不确定的情绪刺激可以逐渐地改变情绪的环路。他认为在中脑、边缘系统和基底神经节之间存在四条情绪的传导环路，分别调节着期待、恐惧、愤怒和惊恐。

Panksepp为这四条情绪环路的神经生理学基础提供了可信的例证。从解剖学角度看，这一系统从中脑开始经过下丘脑的网状区和丘脑到达基底神经节和高级边缘系统区域。从神经化学角度看，这些环路具有一种或多种神经递质，如多巴胺和乙酰胆碱被认为在期待和愤怒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功能，而苯二氮卓受体和内啡肽系统则在惊恐和恐惧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另外脑内主要的单胺类物质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也可能在这些环路中发挥着一定的功能。

另外，Panksepp强调学习和强化在情绪中的作用，认为情绪上的中性刺激也可以逐渐地改变情绪的环路。高级的脑环路可以很好地同化低级环路的一些功能，这就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认知评价对成人情绪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他也强调内省的重要性，认为具有意识的大脑可以看作是皮层下的脑结构在遗传基础上呈现动态发展的产物。每种行为都具有相同的基本控制环路，这些行为都有其遗传基础，但同时又受经验、知觉和体内平衡的影响，所有这些因素的共同结果就产生了不计其数的特异性行为表现。

Panksepp的情绪理论探索了情绪在大脑内的组织机制，是神经生理学或神经科学领域最为深入的理论之一。


2.2.3 进化主义取向

Rolls情绪理论

Rolls（1990，2005）用行为主义的传统来定义情绪，认为情绪是由工具性的强化刺激产生的状态。但是不是所有由强化刺激产生的状态都是情绪性的，通常，情绪状态是由外部的强化刺激产生的。当传递的是正性强化刺激时（如食物），动物或者人就会接近这一奖励。当没有奖励传递时，个体行动的概率就会降低。Rolls使用强化效应的术语对情绪进行了归类（如图2.2）。纵轴表示情绪与奖励（上）和惩罚（下）的传递相联系，横轴表示情绪与个体期待的奖励（左）的消失和期待的惩罚的消失（右）相联系。同时，他的情绪理论也涉及认知，认为记忆中与强化物相关的外部刺激也可以导致情绪状态，而且认知加工决定着环境中的事件是否具有强化性。所以，情绪由对事件的强化性质的认知和由此产生的心境状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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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Rolls使用强化术语对情绪的归类

S+：给与奖赏；S+
 ：减少奖赏；S+！：结束奖赏；S-
 ：给与惩罚；S-：减少惩罚；S-！：结束惩罚。

来源：Rolls，E.T.（2005）.Emotion explained（Vol.22）.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lls认为，这种基于强化又涉及认知且与学习有关的大脑机制对于情绪至关重要。他特别强调杏仁核、眶额皮层、海马的功能。他认为杏仁核与情绪学习有关，眶额皮层与断开刺激—强化的联系有关，海马则负责联系杏仁核、眶额皮层（Rolls，1990，2005）。Rolls的情绪理论中，神经机制具有基础性的地位。

另外，Rolls认为情绪的一些特殊功能具有重要的生存价值。例如，情绪诱发自主和内分泌反应；情绪使得对于强化刺激的行为反应更加灵活；情绪是动机性的；情绪能够沟通交流；心境能够影响对事件或记忆的认知评估。

虽然Rolls的理论具有行为主义的基础，但核心却是与神经生理相关的脑机制，并且考虑到认知的作用。从根本上说，他的理论是进化主义取向的。

Plutchik情绪理论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Plutchik提出并不断发展了其情绪的心理进化理论（Plutchik，1962，1980，1989，1991，1993，2000，2001），该理论包含三个模型，分别是结构模型，序列模型和衍生模型。

Plutchik的情绪结构模型（Structure Model）认为情绪是三维的，分别是强度、相似性和两极性（Plutchik，1970，1980，2000）。情绪可以按照强度变化（忧郁和悲痛之间），也可以按照与其他情绪的相似性变化（快乐和期待比厌恶和惊奇之间相似性更高），或者按照两极性变化（厌恶与接纳相反）。下图2.3中的倒锥体及其展开图为Plutchik的情绪三维环形结构模型，锥体界面划分为8种原始情绪，相邻的情绪是相似的，对角位置的情绪是对立的锥体自下而上表明情绪由弱到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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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Plutchik的三维环形模型，圆锥体的垂直维度代表强度，圆锥体的每一部分刻画了一种主要的情绪。横断面的中央区代表了混合情绪的冲突。

来源：Plutchik，R.（2001）.The Nature of Emotions：Human emotions have deep evolutionary roots，a fact that may explain their complexity and provide tools for clinical practice. American scientist，89（4）：344-350.

Plutchik（1962，2000，2001）序列和衍生模型（Sequential and Derivatives Model）将情绪定义为一种具有衍生作用的、复杂的反应序列，包括认知评估、主观调整、自主活动与神经唤醒冲动，最终所产生的行为将对引发情绪的原始刺激产生反馈性影响。情绪是个体朝着内部均衡进行调节的自我平衡过程（由事件引发的机体不平衡状态恢复到事件发生前的平衡状态），Plutchik称之为行为自我平衡的负反馈系统。情绪由一系列的反馈回路组成，情感和行为与认知互相影响，而不是单一的A引起B的线性关系，当某一事件发生时，个体要对该事件对自身安宁的重要性进行认知评价。情感和生理变化随之产生，生理变化可以是一些原始的反应，也可以是一些与一系列的功能性冲动相联系的预期性的反应。最后将会产生一个外显的活动。所有这些的结果都将反馈给肌体系统，以此来维持一个内平衡，如图2.4（Plutchik，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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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上图为Plutchik刺激事件引发情绪的反馈回路。下图以恐惧为例具体说明该反馈回路：个体识别为威胁的刺激引发其恐惧的内心体验，导致个体产生逃跑的冲动，并最终导致威胁感的削弱。

来源：Plutchik，R.（2001）.The Nature of Emotions：Human emotions have deep evolutionary roots，a fact that may explain their complexity and provide tools for clinical practice. American Scientist，89（4）：344-350.

Plutchik从心理进化的角度说明了情绪具有两个功能：一是交流有关意图或可能行为的信息；二是在面临突发事件时，提高生存的机会。情绪可以通过学习而调整，最终将被视为一种表现为动态平衡的形式（Strongman，2003）。

Nesse情绪理论

Nesse将进化主义心理学发展为独立的分支学科，并且利用进化主义的观点分析情绪（Nesse，1990）。他认为情绪是由自然选择形成的有关反应的协调系统，因为情绪提高了对情境的适应性。

从进化的角度看，每一种基本的情绪都应该具有导致其适应功能的一组条件。Nesse在互惠原则理论基础上对社会性情绪作了分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自私基因解释同族的利他行为。二是将非同族的关系解释为合作比竞争能够更有效率的完成任务。这些观点有助于解释很多情绪。例如，如果重复合作，那么基于积极感觉（如信任）的情绪就可能发生。如果被不公平的对待，就可能导致生气的情绪。Nesse对生气的进化主义解释非常有趣，他认为生气不仅能够保护个人防止被他人掠夺，同时指向继续合作的、平衡的关系。

Nesse的观点在临床领域也具有重要影响。例如，他建议临床医生应该意识到“任何不好的感觉都有好的理由”，恐惧、生气、悲伤和孤独不是不正常的，它们是一种防御，能够帮助我们处理不同的状况，提高适应性（Nesse，1994）。


2.3 情绪认知理论

情绪的认知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强调认知评价的作用，如意义评价、因果归因、应对能力的评估等。对于同一个事件或者刺激，不同的个体常常体验到不同的情绪。不同的情绪可能涉及到不同的生理过程和面部表情，而认知评价决定着体验到哪一种具体的情绪。


2.3.1 Maranon情绪理论

Maranon（1924）在情绪理论研究的历史中受到了相对不公正的待遇，多数研究者只会简单地提及他的肾上腺素实验（adrenaline study）。然而，正是他的这一开创性实验为Schachter著名的两因素理论做了铺垫。Cornelius（1991）高度评价了Maranon的情绪学说在情绪认知理论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将他视为情绪认知理论的奠基人。他指出，Maranon不仅进行了肾上腺素实验，而且最早提出了情绪的两成分理论（two-part theory of emotion），一是身体成分，即躯体交感神经的显著唤醒；二是心理或认知成分，即与情境相适应的主观体验，这种体验将身体变化与某种特定情绪联系在一起。Cornelius（1991）认为这种体验就是认知过程。Maranon将这两种成分看作是个体体验到情绪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Maranon与Schachter的情绪理论之间的相似性不证自明：都包含两种成分，身体的生理唤醒以及理解这种生理唤醒的认知成分。另外，Maranon还抨击了James对情绪体验过程顺序的解释，他认为外部刺激出现被个体感知，这种知觉导致交感神经激活，由此个体将这种生理唤醒与主观觉察相结合，导致情绪的产生。


2.3.2 Arnold情绪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Arnold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情绪的评定—兴奋学说。这种理论认为，刺激情景并不直接决定情绪的性质，从刺激出现到情绪的产生，要经过对刺激的估量和评价，情绪产生的基本过程是刺激情景——评估——情绪（见图2.5）。同一刺激情景，由于对它的评估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情绪反应。评价依赖于记忆和期待，新的事件或情境会诱发关于过去经验的情感的记忆。这些记忆和当前情境导致对未来的期待，想象将要发生的事件与我们的利害关系。评估的结果可能是对个体“有利”、“有害”或“无关”。如果是“有利”，就会引起肯定的情绪体验，并企图接近刺激物；如果是“有害”，就会引起否定的情绪体验，并企图躲避刺激物；如果是“无害”，个体就予以忽视（Arnold，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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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情绪产生的基本过程

来源：Reeve，J. & Reeve，J.（2001）.Understanding motivation and emotion. New York：Wiley.

Arnold认为，情绪的产生是大脑皮层和皮层下组织兴奋的作用和结果（Arnold，1950）。因此她的理论被标定为“情绪评价—兴奋理论”，它实际上包含着环境、认知、行为和生理等多种因素。她把环境影响引向认知，把生理激活从自主系统推向大脑皮层。通过认知评价—兴奋的模式，把认知评价和外周生理反馈结合起来，并据此强调，来自环境的影响要经过主体评估情境刺激的意义，才能产生情绪。

Arnold旨在建构情绪的完整理论，包括情绪的诱发、情绪体验和情绪行为、调节情绪的神经生理机制等，实际上是现象学、认知和生理学的混合产物。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评价理论有很大的演变，并分为两大支派。一支是以Schachter为代表的认知—激活理论，更多地研究生理激活变量和认知的关系。另一支是以Lazarus为代表的“纯”认知论，更多地从环境、行为和认识的交互影响方面阐述认知对情绪的影响（孟昭兰，2005）。


2.3.3 Schachter情绪理论

Schachter（1959，1964，1970）的理论认为，情绪体验具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来自交感神经系统的生理唤醒和个体对这种生理唤醒的认知解释。当个体体验到生理唤醒的时候，会向周围的环境寻求解释，个体对生理唤醒的认知理解决定了最后的情绪体验。这就是Schachter著名的情绪两因素理论（见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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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Schachter和Singer的两因素模型

来源：Fox，E.（2008）.Emotion science cognitive and neuroscientific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human emotions
 . Palgrave Macmillan.

Schachter和Singer（1962）的肾上腺素实验证实了情绪两因素理论。在实验中，分别给被试注射能够增强唤醒水平的肾上腺素和起安慰剂作用的盐溶液，然后给予被试不同的解释。注射肾上腺素的被试中，一部分被告知唤醒水平会增强，而另一部分被试不被告知。接着将被试置于预先设计好的环境中：惹人发笑的愉快情境或者惹人发怒的情境。随后的情绪评估显示，只有注射肾上腺素并且不作任何告知的被试产生与环境一致的情绪体验。由此表明，情绪体验并不是由生理唤醒决定的，而是受到生理唤醒和对情境的认知解释的共同影响。沙赫特的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确认了情绪理论中认知因素的地位。该理论虽然没有说明唤醒对情绪状态的作用方式，也没有说明唤醒和认知是如何整合的，但是对后来认知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情绪状态是认知过程（期望）、生理状态和环境因素在大脑皮层中整合的结果。环境中的刺激因素，通过感受器向大脑皮层输入外界信息；生理因素通过内部器官、骨骼肌的活动，向大脑输入生理状态变化的信息；认知过程是对过去经验的回忆和对当前情景的评估，来自这三方面的信息经过大脑皮层的整合作用，才产生了某种情绪体验。

将上述理论转化为一个工作系统，称为情绪唤醒模型（Lindsay & Norman，1977）。这个工作系统包括三个亚系统。

第一个亚系统：对来自环境的输入信息的知觉分析；

第二个亚系统：在长期生活经验中建立起来的对外部影响的内部模式，包括过去、现在和对将来的期望；

第三个亚系统；现实情景的知觉分析与基于过去经验的认知加工间的比较系统，称为认知比较器，它带有庞大的生化系统和神经系统的激活结构，并与效应器相联系。

这个情绪唤醒模型的核心部分是认知，通过认知比较器把当前的现实刺激与储存在记忆中的过去经验进行比较，当知觉分析和认知加工间出现不匹配时，认知比较器就产生信息，动员一系列的生化和神经机制，释放化学物质，改变脑的神经激活状态，使身体适应当前情境的要求，这时情绪就被唤醒了（彭聃龄，2001）。


2.3.4 Lazarus情绪理论

Lazarus（1966，1970）是情绪认知理论的另一位杰出代表和集大成者，他建立了迄今为止最著名的认知理论框架，形成了一个十分有影响的学派。他将情绪定义为一种“反应综合症”（response syndrome），他认为不能把情绪归结为单纯的生理激活、内驱力或动机等某一种单一变量。他说道：“导致放弃情绪概念的某些建议，既非产生于情绪生理记录仪器不够灵敏，也并非由于人们的内省缺乏准确性，而是由于‘范畴的错误’；情绪一词不能归属为一个事物，而应归属为一个综合征，像一种病是一个症候群一样。”同时，他强调，人与所处的具体环境对本人的利害性质，并决定他的具体情绪；同一种环境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结果，是因为它对不同人具有不同的意义，而这种意义是通过不同人的认知评价来解释的。拉扎勒斯在此提出了他全部理论的主题：情绪是对意义的反应，这个反应是通过认知评价决定和完成的。

Lazarus继承并发展了Arnold的评价观点，并将Arnold的利害评价扩展为一个更加复杂的概念化评价过程（Lazarus，1991）。如图2.7所示，“好的或有利”的评价可以从概念上分为多种类型的益处，而“坏的或有害”则可以分为多种不同形式的不利和威胁。评价的结果是产生了不同类型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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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Lazarus的情绪评价模型：有利、有害和威胁的类型

来源：Reeve，J. & Reeve，J.（2001）.Understanding motivation and emotion
 . New York：Wiley.

Lazarus认为，有机体经常搜索环境中他们所需要的线索和需要逃避的危险，对每一个刺激物与自身的利害关系进行评估，如发生的事件与自己的幸福是否有关系？事件与自己的目标是否一致？该事件与自己的自尊有多大程度的相关？这种评估是不断进行的、多回合的，分为初评价和再评价（如图2.8）。初评价有三种类型，当刺激被评价为与自己无关时，评价过程立即结束；当刺激被评价为对自己有益时，这种评价表征为愉快、舒畅、兴奋、安宁等情绪；当情境被评价为有害或使人受伤、紧张时，产生失落、威胁或挑战的感觉。严重的紧张性评价表征为应激。再评价是初评价的继续，它经常发生在对威胁或挑战的评价中。包括对所选择的应付策略的评价，以及对应付后果的评价。情绪唤醒是通过对情境的再评价并在所产生的活动冲动中得到的，其中包括应付策略、变式活动和身体反应的反馈后果。这样，每种情绪均包括它自身所特有的评价、活动倾向和生理变化。三者构成一种有组织的情绪反应症候群。三者的具体组合构成的铁钉模式，就是具体情绪（孟昭兰，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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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Lazarus的情绪评价过程

来源：Reeve，J. & Reeve，J.（2001）.Understanding motivation and emotion
 . New York：Wiley.

应付（coping）是Lazarus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个体存在寻找特定刺激并对其做出反应的倾向，这种反应倾向塑造了我们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刺激不断发生变化，个体也不断地应对它们，个体的认知和情绪反应也随之发生改变。Lazarus将应对过程分为两类，第一种类型是对威胁或伤害采取直接行动，情绪是促成这种行动的重要部分。我们徘徊在成功和失败之间，这表明我们的认知和情绪也处于波动之中。第二种类型涉及再评价，是没有任何直接行动卷入的认知过程。在现实或者不现实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进行从积极到消极的再评价。所有信息都会被评价和再评价，因此我们的情绪生活中就出现了复杂的扭曲和转向。

Lazarus的理论与Arnold一脉相承，并且将评价过程发展为一个更加复杂的体系。评价不只是“好的”或“坏的”，而是一种“关系意义”（relational meaning）。评价负责将个人与环境或事件整合为一种关系意义。当关系意义影响到个人的欲望或动机，情绪会内附一种先天的行为倾向，应付过程可能与行为倾向一致，或者冲突，甚至会支配控制。后来，为了强调动机在情绪中的作用，Lazarus将自己的理论称为情绪的“认知—动机”理论。


2.3.5 评价理论的发展

继Arnold和Lazarus之后，认知主义理论家继续发展了认知评价理论。每一位理论家都支持生活事件—评价—情绪反应这一情绪发生过程，但是不同的学者对于情绪的评价维度数量存在不同见解。Arnold使用评价的概念来解释两种情绪（喜欢和不喜欢，liking和disliking），Lazarus的初评价和再评价解释了接近15种情绪（见Lazarus的评价模型）。而其他的认知情绪理论家试图用评价的概念解释所有的情绪。他们认为每一种情绪都可以通过某种符合评价的特殊模式（unique pattern of compound appraisal）来描述，每种复合评价都包含对每个情境事件的多种解释，例如，某个事件既可以是令人愉悦的，同时也是一种由自我意识引发的情绪（如自豪）。当了解一个人的所有评价模式之后，对某人的情绪做出预期也就相对比较简单。

为了解释情绪的复杂性，认知评价主义情绪理论家认为必须同时考虑复合评价（compound appraisal）以及其他的评价维度。如上文提到，评价维度最早由Arnold提出的愉悦-不愉悦两个维度开始，之后Lazarus提出事件与个人的相关性和个人的应对能力两个维度。另外有研究者提出了评价的其他维度，Scherer（1997）提出对事件不可预期性的评价及其与个人内在标准的相容性（compatibility）。也有研究者提出对事件不确定性、个人对事件所需努力程度及其合理性（legitimacy）的预期等维度（Smith & Ellsworth，1985）。评价维度的多寡以及各个维度在解释情绪时的重要性难以衡量，但多数认知主义的情绪研究者认同以下的评价维度，见表2.1（Roseman，1984，1991；Smith & Ellsworth，1985；Scherer，1984，1997）。因此，不同的评价维度组合可以产生某种特定的情绪。例如，愤怒是由四种评价维度产生：（1）自己计划的重要目标受到威胁（与自我相关的）；（2）目标没有实现（不愉悦的）；（3）有人阻碍了目标的实现（责任归属，他人引起的）；（4）损失本可以避免的（合理性）。因此，愤怒的产生可以表示为如下公式：愤怒=目标相关+不愉悦+他人的责任+不合理（本可实现）。其中的任何一个维度发生变化，愤怒的情绪也就不会产生。

表2.1 认知取向不同理论及评价维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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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Reeve，J. & Reeve，J.（2001）.Understanding motivation and emotion
 . New York：Wiley.

认知评价情绪理论家们的最终目标在于构建评价引发情绪的所有可能模式（Scherer，1993，1997），即如果个体对某件事的评价涉及维度X，Y，Z，那么就必然会出现情绪A。因此，如果能够解释不同情绪的产生分化过程（例如个体对同一事件的情绪体验不同），那么情绪的认知评价理论的适用性将不证自明。Roseman（1996）试图描绘6种不同评价维度引发17种不同情绪的决策树（如图2.9）。图的外圈表示评价的维度（左边包括责任归属：环境引起的，他人引起的，自我引起的；期待（非期待的）；确定性（确定，不确定）；图上方维度包括目标或需要的利害关系和愉悦度（喜欢/想要的，不喜欢/反感的）；图右边的维度为应付能力（高/低应对或控制潜能）；图下方的维度是负性或反感时间的来源（性格上的或非性格上的）。通过该图可以看出，个体在解释所面对事件时会做出大量的认知评价，任何的评价维度发生变化，个体的情绪也会随之改变。但是，类似上述的情绪决策树模型并不能百分百地预测并解释情绪的产生（Oatley & Duncan，1994），情绪的产生可能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本章第二部分提到的情绪的生理理论观点。另外，尽管每种情绪都有其特殊的评价模式，但是不同情绪的评价模式之间可能存在重叠并产生解释上的难题（如内疚和羞愧的评价模式相仿，对其区分也相对困难）。同时，情绪的产生在毕生发展上也存在差异，儿童较多地体验到基本情绪，而社会化的成人则可能体验到更多的评价模式特异的情绪，如自豪、解脱、感恩等（Fischer，Shaver & Carnnochan，1990；Reisenzein & Hofmann，1993；Scherer，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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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根据六种评价维度对十七种情绪进行区分的决策树

来源：Roseman，I.J.（1996）.Appraisal determinants of emotions：Constructing a more accurate and comprehensive theory. Cognition & Emotion
 ，10（3）：241-278.


2.4 情绪功能理论

2.4.1 Tomkins情绪理论

Tomkins（1962）的理论主要论述感情，他提出了有广泛基础并具有独创性的理论，促进了Izard的动机-分化理论的产生。Tomkins认为感情反应是人类的原始动机，它具有先天的决定因素，并且与驱力系统相互作用，给它提供能量。感情不必受到时间和强度的限制，这就给它带来无尽和多变的特点。此处，他指出情绪和动机之间存在着强烈的联系。

Tomkins认为感情主要表现在面部反应上，面部反应是一种先天的有组织的反应模式，自我意识到的面部反应就是感情，它产生的反馈可能是奖赏性的，也可以是惩罚性的。在没有面部反应反馈的条件下，人们能够从记忆中获得感情的面部反应。另外，他并不否认感情也反应在身体变化上，但也只是认为它比面部表情的意义要小得多。

与其他情绪理论学者类似，Tomkins（1970）假定存在八种原始的（天生的）主要感情：兴趣-兴奋、享受-快乐、惊奇-吃惊、苦恼-痛苦、厌恶-轻蔑、愤怒-狂怒、羞愧-耻辱、惧怕-恐惧，并假定每种情绪都是在某种先天性的皮层下神经（丘脑）的控制下出现的一种面部肌肉反应，因而有相应的面部表情的模式。他假设这些感情的激发是由中枢神经系统中神经放电率决定，并恰当地指出这一比率可能提高、降低或保持稳定。这些比率的不足或者变化，实际上会助长情绪的产生。外部的情境和所遇到的各种偶然因素，决定着这些比率变化带来的是奖赏还是惩罚。

虽然Tomkins的情绪理论内容广泛，涵盖了对动机概念的分析到生理上的各种可能性，并强调先天因素的重要性。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推测性的，与其他理论又很少联系，并且除了对各种原始情绪的面部表情的一些工作之外，它并没有很强的实验证据（Strongman，2003）。


2.4.2 Izard情绪理论

人类多种多样的情绪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Bridges（1932）就曾提出过一个婴儿情绪发展的时段模型，但是缺乏具体的分化反应标准。Spitz（1965）提出婴儿情绪分化的两个阶段：2~3个月以婴儿发生“社会性微笑”为标准，7~8个月以婴儿发生“陌生人接近”恐惧反应和“母亲离去”焦虑反应为标准。这两个标准已成为广泛应用的可靠模型。后来，Sroufe（1979）提出婴儿具有一种单一的基本情绪发展系统，即每种情绪都是独立发展的。然而人类情绪从警觉到恐惧、从恐惧到愤怒等情绪的转化都有着复杂的认知整合过程，因此Sroufe的观点难以解释情绪的逐渐分化以及混合情绪的发生。

Izard指出，个体情绪发展的合理组织形式是在适应中发生的，不能以单一的根源去看待实际的情绪。如新生婴儿出生时并不具有愤怒的表情，只会表现出单一的痛苦表情。随着环境事件的不断刺激，婴儿不断地学习处理或应付环境事件，到4个月时才会表现出愤怒表情。因此情绪的复杂程度会发生分化，并表现出不同的模式，因此难以用单一完备的指标加以描述。Izard认为情绪概念包含三个因素：情绪体验感受状态；脑和神经系统活动过程；情绪的外显形式，即表情（Izard，1991）。

从进化的角度，Izard认为表情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留存下来的适应痕迹。表情不但是人脑低级结构固定下来的预置模式，而且是大脑的产物。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脑的发育，儿童的情绪也随之增长和分化，并且每种具体情绪表现出不同的面部模式。儿童情绪在数目上的增长与大脑在体积上的增长相联系。脑的增长和心理过程的复杂化，与表情产生的生理机制的变化是同步的（Izard，1977，1978）。Izard的情绪分化理论主要包括情绪分化与人格系统的关系，情绪与个体意识的关系，情绪系统及其过程，面部反馈假说四部分。

情绪分化与人格系统

Izard的动机-分化理论与认知评价理论相对立，明确提出情绪的作用问题，向情绪的副现象论提出了挑战。它发挥了关于情绪适应性功能的论点，提出情绪是基本动机的醒目命题（孟昭兰，2005）。Izard认为情绪是新皮质的产物，随着新皮质在体积上的增长，情绪的种类也不断增加，面部肌肉系统的分化也更加精细。他强调，生命的进化和情绪的分化是一致的，因为情绪在生存和适应上起着核心的作用（Izard，1978）。情绪是在认知—适应中分化发展的，其与特定的外部刺激情境相联系，不同的情绪可以由同一种环境刺激引发，相似的情绪也可以产生于不同的环境刺激。这种复杂性依赖于认知、理解、情绪、动作等各个系统发展的阶段和相互作用。

情绪分化理论的存在需要这样一个前提：存在着具有不同体验的独立的情绪，这些独立的情绪同时也具有动机的特征。这一理论的理论假设如下：（1）存在10种基本情绪，它们组成了人类的动机系统；（2）每种基础情绪在组织上、动机上和体验上都有其独特性；（3）这些基础情绪可以引起不同的内部体验，这些内部体验对认知和行为都有特定影响；（4）情绪过程与集体的体内平衡、驱力、知觉和认知之间会发生相互作用；（5）体内平衡、驱力、知觉和认知对情绪也有影响。

Izard将情绪视为主要的动机系统，它是6个内部关联的人格子系统的一个，另外5个子系统分别是体内平衡系统、内驱力系统、知觉系统、认知系统和运动行为系统。他认为，兴趣、愉快、惊奇、悲伤、愤怒、厌恶、憎恨、恐惧、羞耻和羞怯这10种基础情绪为我们提供了主要的动机系统。尽管伊扎德相信它们在神经化学上、行为上和主观体验上是独立的，特别在来自于面部和身体表达的反馈方面是独立的，但它们之间却存在着相互作用。人格系统的发展是这些子系统自身发展与系统差异之间联结不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情绪与个体意识关系

情绪是构成意识和意识发生的最重要因素，情绪提供一种“体验-动机”状态。情绪还暗示对事物的认知-理解以及随后产生的行动反应。儿童最初的意识所接受的感觉材料来自内感受器和本体感受器。这些内源性刺激导致情绪体验发挥作用，这种作用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成为了意识萌发的契机。也就是说，意识的第一个结构其性质基本上是感情性的。这是因为婴儿最初和外界联系和交往是同成年人之间的感情性连结。早期婴儿（半岁以前）的知觉还不能提供足够的从外界而来的直接信息以产生意识。可见，情绪作为动机成为了意识萌发的触发器。每种具体情绪的主观体验都给意识提供一种独特的性质。随着情绪的分化发展，意识也在萌发。儿童对不同情绪的体验也就是最初的意识。

情绪系统及其过程

Izard将情绪定义为“伴随神经系统的活动、神经肌肉活动表达和主观体验等成分的一个复杂的过程”（Izard，1991）。因此情绪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组成成分：神经活动、面部—姿势活动、主观体验。它们相互作用、联结，并与情绪系统以外的认知、行为等人格子系统建立联系，实现情绪与其他系统的相互作用。它还包含两个重要的辅助系统：网状激活系统，它放大或减弱情绪；内脏系统，它为情绪准备了场所并维持着情绪的活动。

Izard描述了能够引起情绪激活的三种个人—环境的相互作用和五种体内过程。个人—环境相互作用有：（1）获得的知觉，它是通过接收器和感觉器官的选择性活动而产生的。（2）要求的知觉，环境或社会事件要求予以注意（如基本的定向反射）。（3）自发的知觉，它由知觉系统固有的活动而产生。五种体内过程分别是：（1）记忆。（2）想象。（3）面部—姿势活动或其他运动活动，它表现为一种习惯性行动、自发性行动或对适应性行为的行动反应。（4）内分泌和其他自主性活动，它影响着神经和肌肉的机制。（5）任何或所有的神经与肌肉系统的自发活动。

情绪一旦被激活，其下阶段的活动便依赖于原始活动的位置和性质。这些阶段没有固定的数目或顺序，它包括许多机制及其相互作用过程、输出神经传递、脑干网状激活系统、下丘脑、面部—姿势模式、反馈、边缘皮层、内分泌和内脏、心血管和呼吸系统、主观体验和情绪—认知—运动的相互作用。

最后，Izard进一步指出任何情绪都包括如下3个水平活动：（1）电子化学活动或神经系统的活动，对基础的情绪来说，这些活动是先天的；（2）情绪活动的输出可以通过支配横纹肌产生相应的面部—姿势模式，这些模式通常可以为个体自身和其他观察者提供有关情绪的线索和信息；（3）因为线索是有用的，所以必然存在着对相应脑区的信息反馈，尽管个体并不一定会意识到这一过程，但这一过程同样也会受到其他许多方面的干涉。这些活动的反馈信号进入意识状态，形成情感体验。情感体验可以进入认知系统，并接受认知系统的调节。情感体验是情绪系统与人格的其他系统相互作用的主要成分，对形成系统间的稳定和特定的联结有重要作用。

情绪在人类进化和适应过程中起着的重要作用预示着必然存在多种产生情绪的机制。然而，目前多数的情绪理论都关注认知过程（评价，归因和建构），并将认知作为情绪产生的唯一或者首要方式。从进化发展的角度，伊扎德对此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存在四种类型的信息加工方式，以不同的方式引发情绪（Izard，1993），其中只有一种是认知加工：

（1） 细胞的信息加工，发生在酶与基因的水平上，与感觉输入或建立在感觉输入基础上的认知加工过程没有什么联系，这一加工水平的信息是由自然选择所决定的，并有助于确定情绪的预先以及对特定情绪体验的相似性。伊扎德认为这种类型的加工是心境和个体差异的重要决定因素。

（2） 肌体的信息加工，是由遗传编码的，基于生物学基础之上。它能通过内部感受器获得感觉数据，这种类型的加工依赖于生理驱力，如疼痛可以引起愤怒。

（3） 生物心理的信息加工，依赖于生理的信息加工和习得（认知）的信息加工之间的联系。这种类型的加工可能会涉及无意识与有意识的信息之间的相互作用，但肯定包括了遗传编码的材料与那些来自认知加工的材料之间的相互作用。伊扎德认为这种类型的加工主要依赖于生物信息。

（4） 认知加工，主要依赖于已获得的或习得的东西。伊扎德认为，当个体能够根据学习和经验产生心理表征对事件进行比较与区别时，认知加工就发生了。只有在这个时候，认知才具有激发情绪的作用。

在阐述这四类情绪产生过程的同时，Izard也指出这些过程的持续运行不仅仅是为了激发情绪，它们也有助于维持一个与人格有关的情绪背景。总结Izard的核心观点可以得出，尽管认知和情绪是相互作用的，但它们是两种不同的过程，如果片面的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情绪或认为情绪研究从属于认知研究，那么有关情绪的研究将无法得到最适当的发展。

面部反馈假说

自Darwin（1872，1965）和James（1984）以来，心理学家开始讨论面部表情与情绪体验之间的关系，但是直到1974年才有心理学家采用实验方法进行验证（Laird，1974）。Laird采用肌肉-肌肉指令（muscle-to-muscle instruction）范式的研究发现做出与呈现情绪一致的面部表情会增强相应的情绪体验，做出与呈现情绪不一致的面部表情则会降低相应的情绪体验。例如，悲伤的时候，进一步的皱眉和撅嘴会导致更强烈的悲伤；如果尝试做出快乐的表情，则会减少悲伤，这就是面部反馈理论的调节作用假设：面部表情通过提供有关本体感受的、皮肤的以及血管的反馈信息调节情绪体验。然而，面部反馈的启动假设（the initiating hypothesis）认为，情绪特异性面部表情能够直接产生相应的情绪体验，甚至不需要外部刺激。这表明，在没有任何情绪的时刻，做出一个特定情绪的面部表情，将会产生相应的情绪体验。虽然存在争论，研究者都承认面部表情在情绪或情感体验的产生中起着直接或者间接的作用（Matsumoto，1987；Zajonc et al.，1989）。

Izard（1991）详细说明了面部的感觉反馈如何通过大脑皮层产生情绪体验。来自外部（巨大的噪声）或内部的（被伤害的记忆）刺激能够非常快速地提高神经放电率，从而激活皮层下的情绪程序（如恐惧）。这些程序通过向基底神经节和面部神经发送冲动产生特定的面部表情。大脑负责解释来自面部本体感受的刺激的反馈（哪些肌肉收紧，哪些肌肉放松，腺体分泌等），这些反馈在皮层整合并产生恐惧的主观体验。这时候，情绪状态才在大脑额叶皮层获得意识水平的加工，随后产生恐惧情绪的身体反应，如心血管、呼吸系统等被唤醒，保持被激活的恐惧体验。

在早期的情绪分化理论（differential emotion theory，DET）中，Izard（1971，1977）认为情绪可以在没有面部表情的情况下产生。因此，在将表情解释为情绪的一种外部线索或者情绪的产生原因时也需要格外慎重。原因有三：首先，情绪的神经肌肉成分（即外部表现性的成分）并不必然导致可观察的肌肉活动或者面部表情；其次，面部活动在情绪发生中的作用完全可以由局部或者整个面部肌肉的细微活动所取代；第三，情绪发生的外部表现性的成分并非一定是表情，它可能只包含一个神经自传入环路的传出部分，并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肌肉或者表情。DET进一步认为，感觉运动系统（sensorimotor system）只是四种情绪产生系统之一（Izard，1993）。


2.4.3 Ekman情绪理论

我们的面孔是否能够准确反映情绪这一问题，一直是我们开始对面孔进行研究以来最核心的问题（Ekman & Oster，1982）。Ekman对面部表情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进一步增进了我们对情绪表达及其共通性的理解。尽管Tomkins、 Izard等研究者对面部表情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Ekman对这一领域的贡献却是无人可比的。

Ekman坚持面部表情反映了表达者的内部情绪状态，这种观点被称为情绪的外导假设（efference hypothesis）。该观点认为，情绪和表情的密切关系是基本情绪的内在感情程序对产生情绪特异性面部表情的面部肌肉的神经输出导致的。Ekman制定了面部运动编码系统（Facial Action Coding System，FACS），通过活动单位（Action Unit，AU）对面部表情进行客观的测量和计算。

Ekman相信存在三种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情绪系统：认知、面部表情和自主神经系统的活动（Ekman，1982，1992）。他承认情绪受认知的调节，也强调面部表情表达的重要性。他认为面部表达方式的改变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情绪体验，侧重于情绪在表达模式和生理模式上的变化，指出只用语言来解释情绪往往是不够的。某种特定的情绪在一种语言中可能很好分辨，但在另一种语言中则可能完全无法区分。

Ekman认为情绪具有以下几种特征：每种情绪都具有独特的跨文化的信号；可以在物种起源的发展史中追溯面部表情的进化，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情绪表达包含多种信号；情绪的持续时间有限，每种情绪的面部表达模式都是独特的；情绪表达在时间上的变化反映了某种特定情绪体验的细节；情绪表达可以按照其强度进行分级，反映主观体验在强度上的变化；个体可以抑制自己的情绪表达，可以通过伪装欺骗他人；每种情绪都有对应的具有跨文化一致的情绪引出物；每种情绪都有与之对应的自主神经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

表情的普遍性和跨文化一致性

Darwin（1872）在《人类和动物的情绪表情》一书中认为，不同的面部表情是天生的、固有的，并且能为全人类所理解。Ekman等人的研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自60年代开始，Ekman等设计了一系列实验证明面部表情的普遍性与跨文化一致性。Ekman等（1971）的经典研究以新几内亚的前语言文化群体为被试，首先由实验者讲一个简单的故事，然后呈现三张不同的图片，要求被试选择与故事中的情绪最为符合的一张面孔，结果发现成人和儿童被试在几乎所有的情绪表情中都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在接下来的研究中，Ekman等将相同的图片呈现给美国大学生被试，结果几乎所有被试都做出了正确的判断。Ekman等根据这些实验结果得出结论，特定的面部表情与特定的情绪的关系具有普遍性。在表情的跨文化一致性的研究中，Ekman等人对来自10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纽约、新几内亚、阿根廷、婆罗洲、巴西和日本等）的被试呈现了30张不同情绪面孔的照片（高兴，恐惧，愤怒，悲伤，厌恶和惊讶等），要求他们辨认每张图片的情绪，结果表明被试在识别这些情绪的照片时出现了高度的一致性（Ekman，et al.，1987）。这一观点也得到了Izard研究结果的支持，他在研究中发现，当母亲和10周大的婴儿进行愉快和不愉快的交流时，婴儿会出现愉快、感兴趣、悲伤和发怒的表情（Izard et al.，1995），这表明表情是与生俱来的。

抑制假说

Darwin在他的著作《人类与动物的表情》中表现出了对情绪表情的兴趣，他曾说“一个中度愤怒，甚至激怒的人可能会借助身体动作来表达，但是，面部的肌肉是最不服从个人意志的，它们可能会出卖那些轻微的一闪而过的情绪（Darwin，1872）”。他认为，与强烈情绪相关的一些面部肌肉动作不受主观意志的控制，不能被完全的抑制或控制住。另外，他还指出一些特定的面部肌肉不能有意识地涉及或出现在情绪模拟中。

Ekman（2003，2009）将这两种观点归结为抑制假说（inhibition hypothesis），这一假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但是尚未进行实证考察。Ekman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似观点：当一种情绪被隐藏或者用其他表情掩盖时，真实的情绪会以微表情（Micro-expression）的方式表现出来。微表情是一种快速呈现的、压抑的，呈现时间在1/25S—1/5S之间，通过人眼难以观察到的一种表情（Ekman，1985，2001）。当我们进行欺骗时，非言语线索如微表情等会摆脱我们的意志控制，泄露我们的真实情感。虽然这一观点（认为面部非自主地传递内在的情绪状态）已经被科学团体和大众媒体非批判地默认，但是这种假定仍然因缺乏直接实践检验而受到限制。


2.5 情绪精神分析理论

2.5.1 Freud情绪理论

Freud（1922，1984）把情绪放在内驱力和无意识的框架内，认为内驱力是一种内部刺激，每种内驱力都有一定的来源、目的和对象；在意识中的动机发生冲突时，便出现压抑；而压抑的能量需要释放，便形成了内驱力。Freud提出情绪“是一个欲表露的源于本能的心理能量的释放过程”（孟昭兰，2005）。因此，Freud对情绪所持的理论即是内驱力理论。Freud以内驱力能量释放的精神分析观点，深入地研究过两种主要的复杂情感：焦虑和抑郁。

焦虑是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概念，神经症性焦虑是其探讨的重点。Freud认为，神经性焦虑与本能冲动的不充分表达和满足有关，即焦虑与冲动的被压抑有关。Freud把焦虑看作转化的力比多，这种转化是通过长期的压抑而形成的。因此，如果一个人通过压抑的方式来防止或阻挠本能活动（如性驱力），那么焦虑情绪就会产生。后期Freud修改了焦虑与本能有关的理论，在本我、自我、超我三分人格的基础上，提出后期焦虑理论，即焦虑的信号说。他认为，焦虑的根源不在本我，而在自我，只有自我才能产生并感受焦虑。在他后来的表述中，Freud将焦虑与压抑的关系颠倒过来，认为当体验到焦虑时就会产生压抑。在这一理论中，焦虑是一个向自我预示真实的（例如存在的）或潜在的危险的信号。由威胁所产生的不愉快感导致了焦虑，焦虑又会引起压抑，此时，压抑就成为个体摆脱危险的途径（蔡飞，1995）。

Freud为抑郁的精神分析理论提供了最好的例证。他认为如果儿童的口欲得不到满足或者被过度地满足，那么他或她就有可能发展为对自尊的过度依赖。因此，如果失去了一个所爱的人，那么对这个人的全部认同将会向内投射。如果对这个所爱的人的一些情感是负性的，那么自我憎恨、自我愤怒将会发展起来。同时，如果儿童曾经冒犯过这个失去的人，他或她就会产生内疚，会对亲人的离去充满了愤恨。于是这个儿童就会以悲痛的方式将自己和失去的人分离开来。那些过度依赖于这一机制的人，将会出现自我惩罚、自我责备，进而发展为抑郁。Freud强调爱以及情感的丧失在抑郁症发作中的作用，认为抑郁就是指向自身的愤怒，这种愤怒是由早期的“性爱对象”的丧失导致的，这一丧失往往会诱发严厉的、不合理的自我批评、自我惩罚和自毁行为。

Freud有时把情绪和无意识看作等同的，认为情绪可以被压抑到无意识中去。但是Freud也意识到，把体验和感情视为无意识的看法是不恰当的。后来他解释焦虑时认为，对事件的评价可以是无意识的，但是反应则不可能是无意识的。他将情绪看作能够释放的过程，也承认情绪活动必须伴随有意识的体验（孟昭兰，2005）。


2.5.2 新精神分析学派

新精神分析学派的Horney和Sullivan不认同弗洛伊德对情绪的纯生物性、本能性的解释，他们从新的角度理解焦虑的本质及其产生的机制，为精神分析的焦虑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Horney（1937）强调社会文化环境对焦虑的影响，认为个体是否产生基本焦虑取决于亲子关系的好坏，父母亲对子女的态度是基本焦虑产生与否的关键。她提出了逃避焦虑的四种方法：理性化，否认，麻痹，避免可能会产生的焦虑思想、感受、冲动的情景。例如，一个过分担心自己孩子生病的母亲会把自己的这种焦虑解释为对孩子的正常关心，其实这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的体现。这个母亲把自己的焦虑转嫁到了外部世界从而在潜意识中逃避了内心焦虑的动机。这就是我们经常避免焦虑的一种方法，把焦虑理性化和合理化。

Sullivan（1953）认为，应从人际关系去探究焦虑和精神病的根源。沙利文认为，焦虑是人际关系分裂的表现，人际关系分裂是焦虑的根源。当个体获取需要满足的方式受到或者可能受到重要的他人的谴责时，个体就会产生焦虑。他提出“焦虑传递说”，解释焦虑的发生机制。例如，“当抚养者表现出焦虑的张力时，就会引起婴儿的焦虑”，这种传递是因为个体存在着移情联结。同时他还提出焦虑的自我系统的防御机制，指出个体主要采用升华、选择性忽视、分裂和替代这些总自我防御功能来防止焦虑。后期，Sullivan根据社会性的自我来定义焦虑，焦虑是自尊遇到危险的信号，是一个人在重要人物心目中地位遇到危险的信号，即使这些重要人物只是来自童年期的理想形象（蔡飞，1995）。

另外，新精神分析学者Rapaport接受Freud的情绪是能量释放、无意识和内驱力等概念。他认为，外周的自主变化和感情是同一能量源的两个释放过程，一般说两者是匹配的，但也有不匹配的时候。当输入外界刺激时，人立即对它进行意识的、前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三种评价，假如这三种评价的结果不相匹配，便会产生愿望或冲突，从而导致不同的感情性行为；他强调所有的情绪都与冲突掺杂在一起，便会形成混合的体验，如焦虑或抑郁（Rapaport，1953）。


2.6 情绪心理建构理论

近十多年才逐渐形成体系的心理建构理论与传统的情绪理论有明显的区别，代表人物为Russell和Barrett。与传统情绪理论中的情绪概念（如高兴、愤怒、恐惧等）不同，心理建构理论用核心情感（core affect）和心理建构（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的概念来解释情绪。主要观点是：人们的恐惧、愤怒、喜悦和悲伤等情绪体验，是对在较短时间内同时发生并相互融合的情感表征、身体知觉、对象知觉、评价观念和行为冲动的不同组合形式的整体体验，并因情感对象化现象而促进了这些组合形式在体验上的整体性。

Russell等人（1999，2003，2009）提出核心情感的概念，认为情绪心理表征的核心是一种愉快或不愉快的心理状态，即核心情感。核心情感是所有情绪共有的，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从而形成某种特定的情绪。核心情感可以用愉悦度与唤醒度表示，但在主观体验上是不可分割的，即个体知觉到的是一种融合的情绪体验。核心情感可以没有指向对象，以“自由漂浮”的状态存在，类似于心境，即作为某一情绪产生的背景或者准备状态。Barrett（2007）认为将愉快或不愉快的心理状态称为核心情感有以下几个原因：（a）体验愉快或不愉快的能力是全人类共通的。（b）愉快或不愉快的体验是与生俱来的。（c）所有对情绪的测量结果都能反映出愉快或不愉快的心理状态及其不同强度（例如，外周神经系统的激活，语音信息，外显性行为，神经激活）。（d）由愉快和不愉快所构成的神经心理标尺适用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中人与环境的测量，构成了主观意识的核心。通过许多的自我评定量表，人们能够描述自己经历的愉快或不愉快的感受。一项对七百名美国大学生被试进行的维持数周的大型经验取样项目证实所有被试都经历了愉快或不愉快的感受，被试的这些感受并不受语言或是社会赞许性的影响，它们是构成情绪心理表征的基本内容（Barrett，2006），因此证明核心情感普遍存在于个体生活中。

尽管核心情感在个体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但是人们在用愉快或不愉快描述他们的经验时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个体或群体差异，并且核心情感只是情绪心理表征的核心而非全部。愉快或不愉快并不能用于描述所有的情绪体验，因此核心情感本身并不足以表征情绪的所有内容。情绪作为一种对事物的情感状态，也是一种意图状态。到目前为止，研究者认为情绪的心理表征除了核心情感以外还包括以下三个内容：唤醒性内容表征，关系性内容表征，以及情境性内容表征（Fitness & Fletcher，1993；Mesquita & Frijda，1992；Shaver et al.，1987；Shweder，1993）。以下分别对这三个概念进行简单阐述：

唤醒性内容表征：情绪心理表征通常包括一些唤醒性成分，如感觉心理或身体处于活跃的、被唤醒的、专注的、涉入的状态。人们能够感受到不同的情绪体验并能觉察到由此引发的特定的心理生理学变化，因此人们通常认为唤醒是情绪体验不可缺少的成分。很少有研究表明不同类别的情绪具有独特而一致的感官体验。对自主神经系统、体感系统以及皮层系统唤醒程度的测量结果显示彼此相关程度不高，因此可能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现象能够定义“唤醒”。人们并不能即时的外显的观察到情绪发生时内部自主系统或体感系统的变化。因此身体感受在情绪体验的重要性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关系性内容表征是用来表征情绪体验发生时情绪表达者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在使用情绪性词语进行自我报告的研究中，被试用与“主导性”或“服从性”等相关词语来报告自己的感受，因此关系性内容可能是构成情绪心理表征的一部分（Russell & Mehrabian，1977）。一项对美国人和日本人进行的跨文化研究发现被试同样用与“主导性”或“服从性”等相关词语来报告自己的感受。但在被试的自我报告中存在文化差异，在北美文化中更加尊崇主导性而在日本文化中更加尊崇社会和谐（Kitayama et al.，2000）。

情境性内容表征：情绪是个体经历过的一些心理情境，这些情境可能引发或曾经引发过个体的核心情感体验。主要的情境体验包括：新异的或超出预期的情境，促进或阻碍目标达成、与社会规则和价值相符或不相符的情境，以及个体主动发出的事件。这些情境与核心情感共同解释情绪不同分类之间的部分差异（Frijda，1989），同时这些经验维度存在跨文化的一致性（Frijda，1995）。

Barrett概念行动理论

Barrett（2006，2009，2012，2013，2014）发展了情绪的心理建构理论，提出了情绪的概念行动理论（conceptual act theory，CAT）。CAT理论认为，自然世界中的物理变化（如个体身体内部产生的变化，外部世界的变化如其他人面部肌肉动作、身体动作和物理环境等）在接收者使用情绪概念知识将其归类为情绪时（如愤怒、恐惧等），才会变为真实的。这些情绪概念知识来自于语言、社会化的学习以及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中。Barrett将这种归类行动称为情境概念化（situated conceptualization），它意味着用来描述归类行动的概念知识是与情境紧密相连的、生成性的（enactive）、使接收者随时准备情境性行动的（Barrett，2006，2012，2013；Barrett，Wilson-Mendenhall & Barsalou，2014；Wilson-Mendenhall，Barrett，Simmons & Barsalou，2011）。这种将接收的感官输入（来自身体内部和外部）与已经习得的知识结合，将归类性知识与接收者的大脑进行结合的过程正是意识的一部分。情境概念化过程具有即时性、持续性、强制性和自动化的特点（即个体在构建情绪的过程中很少会有主体性（agency）和控制感）。

Barrett等（2014）认为任何的概念行动都是具身的，以归类知识形式存在的先前经验，它实际上来自于感受和运动神经元的激活，并向下影响身体激活以及它们的表征和感知过程。概念行动同时也是自我永存的，今天形成的经验可以继续影响并塑造未来经验的运动方向和轨迹。因此，她假设大脑工作的原理应该是：看见某物、感受某物并进行思考的行动实际上对应着一次知觉、一种情绪和一次认知过程。所有的心理状态都是对内部身体感受与外部进入的感觉输入的具身概念化（embodied conceptualization）。这些概念化过程之所以是情境性的，是因为它们的产生高度依赖于与即时情境对应的情境依赖性表征。

概念行动理论认为，当个体接收到的自我身体感受和来自他人的行动与情境在认知过程中（分别产生情绪性经验和情绪性知觉）有意义地结合起来时，情绪便会产生。


2.7 情绪社会建构论

社会建构理论的观点在社会科学领域早已出现，但是在心理学研究中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观点却形成较晚。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建构理论随着两本学术著作（Harré（1986）的《情绪的社会建构》与Gergen和Davis（1985）的《人的社会建构》）的出版基本形成。它所独具的魅力很快在情绪研究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并对一些经久论战的情绪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引发了一系列的理论思考和实证研究。

在情绪的本质问题上，情绪的社会建构理论反对情绪的先天论，认为尽管情绪的种系发生基于一定的进化-遗传特质之上，但是情绪的体验内容和表达方式并不是遗传性习惯的遗迹，而是在社会文化系统中获得的，是与人当时的社会角色相适应的有用的习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情绪活动中的多种成分及其选择性表现，表征的是一种“暂存性的社会角色（a transitory social role）”，即在特定情境中个人所遵循的社会所规定的行为反应方式，包括如何根据一定的社会规则以恰当的方式对某一情境进行评价、采取行为以及解释自己的主观体验和生理反应等（Averill，1980）。

情绪社会建构论很大程度上发源于情绪的认知理论，因此它强调认知评价在情绪产生中的重要性，认为人们对环境的情绪反应依赖于特定的认知评价，这种评价不仅可以将个人与环境联系起来，而且可以促成个人对环境的情绪反应的分化。同时，它又对此加以发展，认为人们对环境的评价是特定社会文化的产物，是在社会学习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由某一特定社会的文化而形成的信念、价值观和道德观系统所决定的。因此，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也是情绪社会化的过程，即个体在社会化于某一特定社会文化体系的同时，也形成了现实世界的态度体系；这种态度体系决定着个体对自身与各种环境刺激之间关系的评价，进而决定个体的情绪生活。而且，他们进一步强调，由于评价本身带有特定的社会文化色彩并涉及人与环境及他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由评价所决定的情绪反应具有社会伦理意义，是个体价值观念和道德立场的表达（乔建中，2001）。


2.7.1 Mesquita社会动力模型

多数情绪理论模型都存在两方面的局限，（1）我们大多数的情绪都发生在与他人互动和人际关系中。（2）情绪反应都具有在某种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中的功能性。情绪的社会动力模型则强调情绪以上两个方面。

首先，该模型认为情绪产生于特定的社会互动和人际关系中，并且反过来构成、塑造甚至改变这种社会互动和人际关系。这一观点并不是说情绪产生于对社会事件的反应中。相反，社会互动和情绪沟通了一个两者都不可或缺的系统（Barrett，2013；Butler，2011）。没有社会互动的发生，我们也无法对某种情绪做出恰当的描述。例如，当我们描述一对夫妇吵架时产生的情绪，如果只描述愤怒、厌恶、害怕等情绪，而不对两人的吵架互动做出介绍，也就让人无法构想出这一场景中的情绪。

其次，情绪在其产生的特定社会和文化情境中具有功能性。与以往理论对情绪功能的观念不同，以往观点强调情绪对我们祖先在进化中的重要作用，情绪社会动力模型中的功能性与现时的社会情境紧密相连，当情绪在某种环境中产生越好的结果时，其出现的频率便会越高。例如，当个体的性别角色与哭泣这一情绪反应相一致时，该反应则会经常出现；羞耻这一与他人对自己的观点相关的反应在强调相互依赖的文化环境中比强调独立的文化中更多出现。Mesquita和Karasawa（2004）认为功能性并不是情绪或情绪反应本身不变的属性。因此，羞耻并不总是功能失调的表现，只有在那些强调个人成功和自我效能感的文化中，羞耻才被看作是功能失调（Mesquita & Karasawa，2004）。同样，作为一种情绪管理策略，情绪压抑也并不总是功能失调的表现，只有在重视真实可靠的文化中情绪压抑才被看作功能性失调（Butler，Lee & Gross，2007）。

尽管情绪的社会动力观点强调个体间的情绪，它也并不排斥个体内的情绪。然而，这一模型并没有很好的说明个体内情绪是如何构成的。另外，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情绪是一种心理建构过程（Barrett，2006，2012；Russell，2003），情绪的社会动力观点也同样支持情绪由不同成分表征的观点，如认知评价、动作倾向、心理反应、行为反应等。这种观点认为无论情绪由心理建构表征还是有不同心理成分表征，都是产生自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中并在其中发挥其特定作用。这也就意味着情绪经验和行为随情境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对自己的老板生气肯定不同于对自己的孩子生气；因一段即将瓦解的友谊而产生的愤怒也不同于因一段刚开始的友谊产生的愤怒；在不同文化中如在日本文化中构建的愤怒模式必然不同于在欧洲国家（如法国）所构建的愤怒模式。这种观点为情绪的研究范式提供了新的思路，但似乎无法解释所有的情绪现象。


2.7.2 Parkinson情绪理论

情绪的社会建构理论与情绪的发展紧密相连。通常说到情绪发展，我们想到的是婴儿和儿童期情绪的获得。但是这是一种非常局限的观念。情绪发展具有不同的时间跨度，从长远看，生物进化（种系发生，phylogenesis）和历史变化（社会发生，sociogenesis）构成了个体毕生发展中情绪获得的基础。同时发生的情绪事件的持续时间也是不同的，一个情绪事件可以是几分钟或几小时（例如生气），也可以是几个月（例如悲痛）或者几年（例如爱）。随着事件的进展，情绪有机会在事件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微观发生，microgenesis）。

这种变化不是单向的，种系发生和社会发展彼此相互影响。来自微观发生过程中的新事物的反馈能够改变个体发生的进程。最终，如果个体的特殊发展被证明是有利的并且在社会中传播开来，那么情绪历史的进程就可能被改变，逐渐导致具有文化特异性的情绪综合症（Averill，2012）。

Parkinson（2012）对情绪社会建构和时间关系的复杂交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研究的目的不在于情绪或哪一种情绪是否是由社会建构的，而在于阐释情绪社会化在不同的事件点和时间尺度上的发生机制。在所有的点和时间尺度中，最关键的是即时的情况（Borger & Mesquita，2012）。微观发生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新事物会影响其他发展序列的进程。然而，至少从发展的角度看，情绪事件的微观发生却没有引起研究者们足够的重视。

Parkinson认为情绪的发展遵循等效性的原则，即不同的路径可以得到相同或相近的结果。换句话说，情绪是开放的系统，不是固定的行为模式、认知情感程序或文化原型。就像儿童语言的学习，并不是来自直接地教导，而是来自模仿和试误。所以儿童学习的感情表现方式通常与其所在的文化相适应。这种学习通过与已经社会化的监护人和对象的交互得以实现。因此，社会规范的内化也是必然的（Parkinson，2012）。

Mesquita和Parkinson代表着目前情绪社会建构理论的两种不同取向，Mesquita是即时性取向（synchronic）的代表人物，关注社会文化系统的层级在形成反应中的作用；Parkinson则是历时性取向（diachronic）的代表人物，关注时间进程中反应的发展。除此之外，社会建构理论还有一些其他取向的研究，例如，Mason和Capitanio关注情绪社会建构的生物过程（Mason & Capitanio，2012），Aylett和Paiva关注计算机虚拟情绪的进展（Aylett & Paiva，2012），Higgins探讨了音乐在情绪建构中作用（Higgins，2012）。


2.8 不同情绪理论的比较

目前的情绪理论对情绪的以下两个方面基本达成共识：（1）情绪是包含主观体验、外部表现和外周生理唤醒的心理状态集合体。（2）情绪是任何人类心理模型的关键特征之一（Gross & Barrett，2011）。除去这两点，不同情绪理论之间的论战一直不休。研究者根据不同情绪理论的共性和个性将情绪理论概括为四种理论取向，分别是基本情绪取向，评价取向，心理建构取向和社会建构取向，本章所介绍的情绪理论中，除精神分析理论之外，其他理论基本都包含在这四种取向之中。不同的情绪理论取向可以看作是一个连续体，由左至右分别为不同的取向及其代表人物（如图2.10）（Gross & Barrett，2011）。不同情绪理论取向之间的差异可以通过其对于一些情绪基本问题的回答展现出来（如表2.2所示）。在本章所介绍各种情绪理论的基础上，此处对四种取向的基本观点进行简要介绍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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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情绪四种理论取向的连续体。该连续体由情绪研究的一些代表性理论家和研究者组成。对应四种理论取向分为四个不同的颜色区域。（1）基本情绪理论（红色），MacDougall（1908/1921），Panksepp（1998），Buck（1999），Davis（1992），LeDoux（2000），Tomkins（1962，1963），Ekman（1972），Izard（1993），Levenson（1994），and Damasio（1999）；（2）评价理论（黄色），Arnold（1960a，1960b），Roseman（1991），Lazarus（1991），Frijda（1986），Scherer（1984），Smith and Ellsworth（1985），Leventhal（1984），and Clore and Ortony（2008）；（3）心理建构理论（绿色），Wundt（1897，1998），Barrett（2009），Harlow and Stagner（1933），Mandler（1975），Schachter and Singer（1962），Duffy（1941）；Russell（2003），and James（1884）；（4）社会建构理论（蓝色），Solomon（2003），Mesquita（2010），Averill（1980），and Harré（1986）。受篇幅限制，此处仅包含本章中介绍的各种情绪理论。

来源：Gross & Barrett（2011）.

表2.2 四种情绪理论取向的核心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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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ross & Barrett（2011）.

基本情绪理论（Basic Emotion Theory）认为，像“愤怒”、“悲伤”、“恐惧”等情绪名词各自具有其独特的机制，并产生特定的心理状态和可测量的外部表现（见表2.2）。每种基本情绪都是不可分解的基本心理模块。在多数的基本情绪模型中，每种情绪都是由特定的机制引发（如每种情绪都有确定的脑回路，Panksepp（1981）；或者情感系统（affect program），Ekman（1972）Ekman（1972）
 
[1]

 ，并产生一系列的主观体验、初始反应倾向、外部表现和自主神经内分泌反应。

在情绪的评价取向中，仍使用情绪词（如愤怒、恐惧、悲伤等）来描述那些具有特殊形式、功能和起因的心理状态，但是这些情绪词并不指代特殊的、固定的心理机制（如表2.2）。一些评价模型（20世纪50~70年代提出的模型，如Arnold（1950）；Lazarus（1966，1970）将评价看作是产生意义的情绪特定认知先行者（cognitive antecedents）（如图2.8中所示黄色区域的左侧部分）。这些评价模型将评价看作是一系列的转换开关，一旦进入某种评价模式，就会引发情绪（包含典型的情绪反应输出或者以特定方式与周围环境进行互动的行为倾向）。另外一些评价模型（连续体中黄色区域的右侧部分）没有将评价看作是独立于情绪的情绪诱发原因，而是将评价看作是情绪的组成部分。情绪被看作是一系列与环境密切相关的松散联合的行为倾向，但是这种行为倾向并不一定被执行并产生行为结果。在黄色区域的最右侧，情绪被看作是体验世界的不同方式，着重强调情绪产生意义的行动（Barrett，Mesquita Ochsner & Gross，2007）。例如愤怒是对攻击的体验，悲伤是对失去某人或某物的体验。这些评价模型并不涉足对情绪产生机制原因的探讨，同时也并不对情绪发生时伴随的情绪输出作出预测，因此其在解释情绪反应的多样性方面具有较大的自由度（见表2.2）（Gross & Barrett，2011）。

情绪的心理建构取向不认同情绪是特殊的具有特定形式、功能并导致其他心理过程（如认知、知觉）的心理状态，认为情绪并不是由固定的机制产生，所有的心理状态都来自于即时的、持续调整的建构过程。一些心理建构理论认为，情绪和其他心理状态一样，不仅仅是心理成分的简单相加，而是它们的有机合成体，这种观点与评价观点（连续体中黄色的右侧部分）存在联系。而其他的心理建构理论（连续体中绿色的右侧部分）认为情绪只是一些独立的心理成分，如Russell的愉悦度和效价（Russell，1980），Duffy的能量水平、对目标方向的保持度以及外在环境等（Duffy，1941）。

情绪的社会建构取向将情绪看作是社会化遗物或者文化所预定的表现，由社会文化因素构建并受到个体的社会角色和所处社会情境的约束（Gross & Barrett，2011）（见表2.2）。一些社会建构模型将社会因素看作是基本情绪反应的触发器，类似评价取向中引发基本情绪的认知评价因素。然而，其他一些模型将情绪看作是社会环境和人本身所构建的社会文化产物，而不是先天的。情绪是文化而不是个体内部心理状态的表现形式。某社会事件是否可以被看作是情绪取决于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情绪的心理和行为成分与其社会意义和功能一同演化。情绪的意义及其独特性来源于情绪在某一社会情境下的功能意义。

到目前为止，本书已经介绍了20多种情绪理论，基本表现出了迄今情绪心理学各种理论的内容，以及它们各自不同的影响。这些理论彼此之间可能存在着共同的思路，但是为何会有这么多的理论？作者认为可能是由于“情绪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造成。情绪总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的，因此对情绪进行明确的定义非常困难。那么在已经介绍的多种情绪理论中，何种理论最接近情绪的本质呢？这一问题也很难回答，不同的判断标准会产生不同的答案，也可能会受评价者不同的理论取向所影响。不同的理论都从各自可能的角度对情绪进行了考察。选择倾向某种理论并不意味着贬低本章所提到的其他理论，这些理论都有助于促进我们对情绪的理解。

回顾本章开始时Lazarus提出的“好”的情绪理论应该包括的12项主题，本章所介绍的各种情绪理论不同程度的包含了这些主题，并反映出以下特点或发展趋势：

首先，生物学主题贯穿于情绪发展的各种理论之中，尤其是近年来情绪研究与认知神经科学的结合是未来情绪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其次，近年来关于情绪本质的讨论反映出社会建构主义的主题开始贯穿于新近提出的情绪理论中（如基本情绪理论与情绪社会建构理论的争论），情绪究竟是否是真实的这一问题（Barrett，2012）可能会引导未来的情绪研究。

第三，Izard尤其是Ekman引领的对于面部表情的研究表明，情绪研究领域对于表情尤其是对面部表情日益重视，近年来相关的研究工作也在数量和质量上不断增长。

未来的情绪理论应该考虑情绪新近的发展，用整合的视角去认识情绪，继续开展对情绪本质的研究，并尝试将情绪的理论研究与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用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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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提出了表情情感系统，认为面部表情主要受先天因素的影响，情绪刺激引发相关表情程序，进而引发面部肌肉的动作，特定的情绪刺激和特定的表情时相关联的，控制面部表情的系统称为面部情感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个体体验的情绪与个体表现的面部表情相一致，并且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


3 情绪的主观体验与评价

情绪的主观体验（subjective experience）是个体对不同情绪和情感状态的自我感受。每种情绪都有其主观体验，构成了情绪和情感的心理内容（彭聃龄，2011）。

如第一章总论所述，情绪是非常复杂的心理学概念，迄今未有达成共识的定义内涵。由于不同研究者关注情绪的不同方面，因此对于情绪结构也持有不同的理论观点。总体来说，情绪研究可以大致划分为分类取向和维度取向两大类。分类取向的情绪理论认为，情绪是个体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对刺激的适应性反应，情绪是由几种相对独立的基本情绪、情绪状态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多种复合情绪构成的，研究者们致力于将情绪分为几种彼此独立的、有限的基本情绪。而维度取向的情绪理论却认为，情绪是连续体，在几个基本维度上高度相关（乐国安和董颖红，2013），此类研究者们致力于确定情绪的基本维度。情绪的维度是指情绪所固有的某些特征，主要指情绪的动力性、激动性、强度和紧张度等方面，这些特征的变化幅度又具有两极性，每个特征都存在两种对立的状态。

本章首先基于情绪研究的分类取向来依次阐释基本情绪、复合情绪、情绪状态的主观体验与评价，最后再基于情绪研究的维度取向来阐释情绪的基本维度及其测量。


3.1 基本情绪的主观体验与评价

每一种基本情绪都具有独立的主观体验和不同的适应功能，并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在人类和一些动物之间也可以得到一致的识别、表达和体验（Ekman，1999）。换句话说，基本情绪是人和一些动物所共有的，是先天的、不学而能的，在发生上有共同的原型或模式，在个体发展早期就已出现，每一种基本情绪都有独特的生理机制和外部表现；而非基本情绪或复合情绪则是多种基本情绪混合的产物，或是基本情绪与认知评价等相互作用的结果。


3.1.1 基本情绪的主观体验

关于基本情绪的种类，从古至今有不同的说法和观点。我国古代名著《礼记·礼运》中提出“七情”说，即喜、怒、哀、惧、爱、恶和憩，《白虎道·情性》主张“六情”分类法，即喜、怒、哀、乐、爱和恶。Ekman（1987）的基本情绪分类包含六种基本情绪：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厌恶和惊奇。Izard（1980）最初在差别情绪理论中提出存在10种基本情绪，除Ekman所提及的上述六种之外，还包括兴趣、害羞、自罪感和蔑视。在后来的研究中确定了兴趣、快乐、悲伤、愤怒、厌恶和恐惧这六种基本情绪。其他研究者的情绪主观体验报告也不一致，一般大约存在6～12种独立情绪（Diener，Smith & Fujita，1995；Izard et al.，1993；Nowlis，1970；Power & Dalgleish，1997）。

Ekman的六种基本情绪

Ekman（图3.1）的六种基本情绪分类是多数研究者所认可的，如图3.2所示。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有些其他情绪也可以被归入基本情绪，比如柔情（tenderness）。柔情被定义为与记忆有关的体验，并与照料看护的爱相对应，可以与愉悦区别开来，而且并不等同于爱和共情（Kalawski，2010）。也有研究者提出嫉妒和父母之爱也可以归入基本情绪（Sabini & Silver，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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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Paul Ekman

来源：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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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Ekman的六种基本情绪

来源：Ekman，P. & Friesen，W.（1975）.Unmasking the Face. Englewood Clifs，NJ：Prentice Hall.


快乐
 是个体所盼望的目的达到后，紧张解除继之而来的情绪体验。快乐的程度，取决于愿望满足的意外程度，愿望满足得越出乎意料，个体就体验到越快乐。在快乐情绪下参与活动的脑区有：下丘脑前额叶皮质、杏仁核、腹侧纹状体、额前回、前叶背外侧、后扣带回、颞叶、海马、丘脑和尾状核等。悲伤
 是失去所盼望的、所追求的或有价值的事物而引起的情绪体验，其强度依赖于失去的事物的价值。在悲伤情绪中，前额叶皮质中部、额下回、颞上回、楔前叶、杏仁核、丘脑等区域活动都有所增强。愤怒
 是由于目的和愿望不能达到或一再受到挫折，逐渐积累而成的。当挫折是由于不合理的原因或他人恶意所造成时，最容易激起愤怒，对人们强烈愿望的限制或阻止以及不良的人际关系也是愤怒的来源。愤怒和杏仁核有密切联系，也有研究认为愤怒与额叶和扣带前回有关。恐惧
 往往是由于缺乏处理或缺乏摆脱可怕的情景（事物）的力量和能力所造成。恐惧比其他任何情绪都具有感染性。当个体产生恐惧体验时，会激活海马、杏仁核、前额皮质这三个脑区。惊奇
 与愿望或信念等有关，如果外部情境不符合主体信念，个体就会觉得惊奇（Wellman & Banerjee，1991）。根据刺激的不同，惊奇激活的脑区有所区别：如果刺激是负性的，激活的脑区为杏仁核右腹侧，如果刺激是正性的，激活的脑区为腹内侧前额叶皮质（罗跃嘉，2011）。


厌恶
 是由令人不愉悦、反感的事物诱发的情绪，有特定的面部表情、生理体验和行为倾向。因为引发厌恶的刺激通常都涉及病菌感染的威胁，比如腐败的食物和肮脏的场地。因此，厌恶的基本功能被认为与防止疾病感染有关（吴宝沛和张雷，2012）。对厌恶的界定在“它是属于基本情绪”和“它是与道德违反而产生的情绪”之间争论不休。儿童在发展早期对厌恶先从体验开始，然后是对厌恶的表达、理解和言语描述，最后才是认知阶段（Widen & Russell，2013）。另有研究通过自我报告、脑成像技术、面孔表现和内隐测量等实验证据和相关研究发现，真实的厌恶是由违反道德所引发的（Chapman & Anderson，2013）。在要求个体口头报告厌恶的来源时，会提及很多跟道德有关的行为，比如背叛、虐待、残忍、反常的性行为等（吴宝沛和张雷，2012）。Russel和Giner-Sorolla（2013）认为，涉及身体暴力的道德违反更可能引发厌恶，而且在时间上和不同情境中保持更久。综上所述，厌恶在个体发展早期是对物理刺激的厌恶，随后发展为对社会影响和新的道德要求的适应（Pole，2013）。有研究者对厌恶进行了分类，Olatunji等（2007）把厌恶分为三类：核心厌恶、动物本性提醒厌恶（指人类会因为想到自己的动物本性而感到厌恶）以及感染厌恶。也有研究把厌恶大致分为身体厌恶和道德厌恶两大类（Simpson et al.，2006）。

引起厌恶的刺激分类界定比较模糊。Haidt等（1997）最初把引起厌恶的刺激分为七类：食物、动物、身体产物、性、体表破坏、死亡和卫生，随后又增加了人际感染和道德冒犯（Haidt et al.，1997；Rozin et al.，2008）。Tybur等（2009）把厌恶来源归入三个领域：病菌、性与道德。

暗示性的厌恶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这一情绪在临床病理如恐惧症、厌食症和强迫症的发病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Olatunji et al.，2010）。除此之外，厌恶也会影响人们的群体态度（Taylor，2007）。


基本情绪的相关研究。
 情绪的诱发研究发现，内化（回忆个体相应的情绪事件）和外化（如通过观看影片诱发情绪）过程都可以诱发相应的情绪，然而，如果没有指定具体情绪，那么诱发就很困难。在恐惧、愤怒、愉悦和悲伤这四种情绪中，愉悦受到内化过程的影响最为严重。回忆个人事件会体验更多负性的或混合的情绪，说明内化过程具有更高的紧张度（Salas，Radovic & Turnbull，2012）。

情绪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女性和男性面对相同的情绪刺激时，女性的体验并非一定比男性强烈，性别差异与情绪诱发材料主题的偏向性有关，女性更倾向于温馨、轻松和幽默的快乐主题。当恐惧视频的主题是“威胁”时，男、女被试在观看后都报告了高强度的恐惧，说明个体对原始恐惧诱因体验没有性别差异。女性在视频主题为“黑暗”时，报告的恐惧强度显著高于男性，这可能与过多的个人卷入有关。男性和女性对“令人作呕的行为”和“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情绪主题的主观体验一致性高（靳霄等，2009）。

在对嗅觉的研究中，经常会特别提到其与情绪加工的关系。有研究者发现，几乎所有的被试都可以体验到由嗅觉刺激引发的快乐或厌恶，约有四分之三的被试报告有焦虑体验，只有一半的被试报告体验到悲伤和愤怒。但由视觉刺激所诱发的六种基本情绪，被试都可以明显体验到。嗅觉情绪体验更多与文化、植物和食物等有关，视觉引起的情绪体验更多与人有关。对大多数人来说，更容易通过嗅觉体验到快乐、厌恶和焦虑（Croy，Olgun & Joraschky，2011）。

研究者使用眼动仪记录被试观察恐惧、愤怒、悲伤、惊奇和高兴五种表情图片时的眼动轨迹，发现成人偏好高兴表情，并在高兴表情上的注视时间和次数显著高于幼儿。成人偏好注视眼部，幼儿偏好注视嘴部。面部表情注意偏好的发展具有社会依存性，人们趋向于偏好积极的情绪，这种发展变化与对面部表情部位的注意偏好相关（谷莉和白学军，2014）。


3.1.2 基本情绪的评价

基本情绪的评价以自我报告为主，包括单项测量和多项测量。

单项测量

单项测量要求被试对某项情绪构成的体验进行分级，这种分级可能是程度的划分也可能是某种具体的情绪，可以是单项回答（如“你感觉愉快吗”），也可以是双项回答（如从“愤怒”到“根本不愤怒”），回答选项通常为五点、七点或九点的Likert式计分，如图3.3所示。单项测量容易理解，便于建立和管理（姜媛和林崇德，2010）。

[image: ]


图3.3 情绪自我报告的Likert式九点量表（以悲伤情绪为例）

来源：姜媛和林崇德（2010）.

单项自我报告的一个变式是要求被试选择代表相应答案的数字化可视图形，这种图形给被试提供一条分割两种相反事物的水平线，然后要求被试在线上做标记来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研究者也曾在这种技术中使用单级反应选项，针对某一种情绪结构（如悲伤），这条线表明的是“一点都不”和“非常强烈”。另一种相关的技术是把问题本身转换为所研究情绪的类似物，例如要求被试观看五个卡通脸谱，表情从自然到极为不悦，然后从中选出一个最能表达自己当前感受的脸谱，这种方式在被试不能用语言形容自己的感觉时格外有效，比如幼儿或者语言不通者（姜媛和林崇德，2010）。

多项测量

多项测量包括大量形容情绪状态的词汇，其中一类测量要求被试在符合自己当时感受的项目（情绪词）前画钩，另一类要求被试对自己当时某种情绪的程度进行评定（姜媛和林崇德，2010）。较早的基本情绪评价工具是由普拉切克将八种基本情绪以一个单词来代表，制定了一个五点记分量表。常见的多项测量工具如下：


多重情绪形容词量表
 （Multiple Affect Adjective Check List）。Thayer（1967）在激活、刺激和影响理论的基础上发表了积极-惰性形容词列表，包含精力充沛、活泼、积极、困倦、安宁等众多刺激等级形容词，被试要从“一点都没有”到“完全感受到”这四个等级中选择。Izard（1977）采用多项区别情绪量表（Differential Emotions Scale，DES）对多种相对独立的情绪进行评定，被试在三个情绪形容词组成的群组（如：很怕/恐惧/害怕，很生气/生气/有点生气）中对自己当时的情绪进行五级评分（姜媛和林崇德，2010）。该量表在分化情绪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用于测量个体的主观情绪体验。最初共有30个项目，测量10种基本情绪，随后的修订版DES-Ⅳ中增加了羞愧和自我指向的敌意这两种情绪。


基本情绪量表
 （Basic Emotion Scale，BES）由涉及5种基本情绪（快乐、悲伤、愤怒、厌恶和恐惧）的20个形容词组成，分为特质（一般）和状态（过去一周）两种版本（Power & Tarsia，2007）。

基本情绪评价的相关研究

对喜、怒、哀和惧四种基本情绪的评定发现，强度和复杂度是两个不同的情绪评定维度，两者间的情绪形容词模糊语义的赋值结果没有必然联系；在强度和复杂度赋值上，各词的取值基本符合人们日常对这些词所表达的情绪体验的理解；性别的量表值存在较大的一致性，男性和女性在赋值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各词位次和把握度的不同，这种差异可能与不同性别的情绪经验以及个体差异有关（凤四海和黄希庭，2004）。


3.2 复合情绪的主观体验与评价

复合情绪也称社会情绪，可分为依恋性社会情绪、自我意识情绪和自我预期的情绪。依恋性社会情绪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个体在社会环境中，由于关注他人对自身或自身行为的评价所产生的情绪被称为自我意识情绪，分为正性和负性两类；在面临机会选择或竞争情境时，个体对不同行为方式的后果做出预期，并根据自身的期望和价值取向调节对社会信息的认知和加工过程，这一过程引发的情绪被称为自我预期的情绪（徐晓坤等，2005）。本部分阐释的复合情绪包括爱与依恋、自豪、羞耻与内疚、敌意、焦虑与抑郁和道德情绪。


3.2.1 爱与依恋

爱与依恋的主观体验


爱
 爱是一种原始情绪，是在基本情绪社会化中由多种情绪结合而成的复合情绪。爱可分为激情爱（passionate love）和陪伴爱（companionate love）两种。

激情爱是一种强烈的情绪，被界定为一种迷恋的、炽热的爱，是强烈的渴望与另一个人相结合的状态，可概括为一种“结合的渴望”（Hatfield & Sprecher，2010）。具体来说，激情爱包含愉快、痛苦、厌恶、恐惧、愤怒和悲伤，又可能与某些强烈的情绪相混合，如欣快、幸福感、孤独感、妒忌、失望、恐怖感等。激情爱是一种既甜蜜又苦涩的体验。在群体的激情狂热中，包含既可能欢快，又可能悲愤的复合情绪。激情爱有两种后果，即爱的回报和爱的代价。对大学生的调查发现，他们在恋爱中处于最良好的状态，体验到自信、放松和幸福。医学检查表明，他们免疫系统良好，处于超常的健康之中（Hatfield & Rapson，2000）。

陪伴爱被认定为喜爱、亲爱或慈爱，是可发生于各种对象之间的爱，很少激发强烈的激情，它是深切的依恋、亲密的接近和互相承担义务的复合体验，被定义为“与对象间的挚爱和温柔的亲密感”（Hatfield & Rapson，1993）。典型的陪伴爱发生在母亲与婴儿之间。在成人社会中，陪伴爱广泛地发生在夫妻之间，在亲密的朋友之间也可以出现。

爱的体验主要蕴涵四种情绪原型：快乐、怒、怕和悲伤。鉴于复杂的社会情境和人际关系，激情爱和陪伴爱均可融入欢快、享乐、满意等正性复合情绪中，也可能卷进忧虑、怨恨、妒忌、内疚等负性复合情绪中。


依恋
 依恋最早是由英国生态学家John Bowlby（1969）提出，他认为依恋是抚养者与孩子之间的一种特殊情感连接，在维持婴儿的安全和生存方面具有直接意义，重要性不亚于控制饮食和繁殖的行为系统（Bowlby，1982；鲁小华，崔丽钦和丛中，2007）。加拿大发展心理学家Mary Ainsworth（1978）发展了依恋理论，提出了陌生情境实验室测验程序，根据儿童在陌生实验室情境中对母亲的依恋行为把儿童划分为焦虑-回避型不安全依恋、安全型依恋、焦虑-反抗型依恋三种类型和八种依恋亚型。

成人依恋是指成人对童年依恋经验的再现。与早期依恋不同，它不仅建立于童年依恋经历的事实之上，更建立在成人目前对早期依恋经历的评价之上。成人依恋主要分四种类型：自主型、冷淡型、专注型和不确定型。自主型属于安全型，冷淡型、专注型和不确定型都属于不安全型。

爱和依恋的评价


对爱的评价
 对爱这种复杂情感的评价，大多是通过问卷测量的方式得到的。对激情爱和陪伴爱的测量表明，相比陪伴爱，激情爱处于更强烈的激情中。从陪伴爱的测量中得到更高的责任感、亲密感和亲切行为的分数。常用的具体测量工具如下：


激情爱量表
 （Passionate Love Scale，PLS）是对爱的情绪体验评价的典型测量工具。该量表是一个自我报告工具，完整版本包括30个项目，简明版本有15个项目。该工具是用来测量激情爱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因素。其中，情感部分包括爱情进展顺利时的正向感觉、进展不顺利时的负向感觉、渴望感情的交互等（Hatfield，Bensman & Rapson，2012）。PLS被认为是单维结构（Hatfield & Sprecher，1986）。后来的研究者认为该量表是激情爱和迷恋的指标，与依恋也有相关（Loving，Crockett & Paxson，2009）。


浪漫爱问卷
 （Romantic Love Questionnaire）。该问卷分为两个分量表，6个项目测量陷入爱情之后所伴随产生的情绪体验和感觉，21个项目评估被试在恋爱中的主观体验。


迷恋和依赖量表
 （Infatuation and Attachment Scale，IAS）。量表有10个项目测量迷恋，10个项目测量依恋，从身体、行为、认知和情绪的角度进行测量（Langeslag，Muris & Franken，2013）。

对依恋的评价


陌生情境法
 （Stranger Situation）是评价亲子依恋的一个标准化程序，专门针对12—18个月的婴儿设计，包括一系列三分钟的压力逐渐递增的情境：（1）母亲带婴儿进实验室，将婴儿放在一张周围摆放玩具的椅子上；（2）几分钟后一位陌生人进来并试图与婴儿一块玩玩具；（3）母亲离开房间，婴儿与陌生人相处；（4）母亲回来，陌生人悄悄出去；（5）母亲再次出去，婴儿独处几分钟；（6）陌生人回来；（7）母亲回来。该方法对整个情境进行录像，并编码婴儿的各种反应，包括母亲离开和回来时的行为和情绪反应，与陌生人相处和交往的情形。程序使用4个七点量表评价婴儿的寻求亲近和接触行为、维持接触行为、反抗行为和回避行为（Ainsworth et al.，1978）。


依恋Q-set
 （Attachment Q set，AQS）是儿童依恋行为分类卡片的简称，用于考察家庭环境中1~5岁儿童依恋安全性行为的一种测量工具。依恋Q-set提供了连续的测量尺度，代表依恋关系安全性的程度。Q-set共有90个项目，一些项目描述与依恋有关的行为，一些项目是儿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般行为，要求受过训练的观察者或母亲将这90个项目归为九类。最符合儿童特点的项目被归为一端（第9、8、7类），不符合儿童特点的项目被放在另一端（第3、2、1类）。在家访中不能进行评分的项目或不是儿童特征的项目被放在中间的类别。一个项目在归类中的位置决定它的分数。最符合儿童特征的项目得9分，最不符合的项目得1分。项目的分数代表了家庭环境中儿童与母亲依恋安全性的程度。Waters和Deane（1985）从安全性、依赖性和社会性三个维度对依恋Q-set的资料进行评分。Q-set的中译本所建立的理想儿童行为指标和美国儿童依恋安全性指标之间有很高的相关，可通用于中、美两种不同文化，是一个有效的评价中、美儿童与成人依恋关系的工具（吴放和邹泓，1994）。


成人依恋访谈
 （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AAI）。Main等（1985）的成人依恋访谈是测量青少年和成人依恋表征的主要研究方法。这个访谈要求被试描述他们的父母，并用一些具体事例来解释和支持这些描述，包括描述父母对痛苦的典型反应，讨论目前他们与父母的关系，也让被试描述他们在童年时对他们影响重大的死亡或受虐待的经历，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和描述方式被认为反映了个体关于依恋的心理状态。AAI将成人的依恋状态分为四种类型：安全-自主型、不安全-漠视型、不安全-沉迷型和不安全-悬而未决型。AAI能够揭示部分在潜意识中的重要心理过程，但由于实施较为复杂，对评估者的访谈技术也有一定的要求。后来的学者又将注意力投入实施较为简单的自评问卷中（侯静和陈会昌，2002）。


成人依恋问卷
 （Adult Attachment Questionnaire，AAQ）的编制经历了三个阶段共确定了94个项目，有15个分量表，并与AAI中的部分分量表相对应。这15个分量表分别是：母亲不爱、父亲不爱、母亲嫌弃、父亲嫌弃；母亲角色倒置、父亲角色倒置、母亲消极纠缠、父亲消极纠缠；对母亲愤怒、对父亲愤怒、对母亲理想化、对父亲理想化；对死者悼念、对失去亲人恐惧和对父母影响的评价。问卷的中文版使用情况表明项目区分度较好（李菲茗和傅根耀，2001）。


亲密关系体验问卷
 （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ECR）。ECR问卷有36个项目，其中焦虑和回避分量表各有18个项目（Brennan，Catherine & Shaver，1998）。ECR中文版具有较好的心理测量学指标（李同归和加藤和生，2006）。Fraley等（2000）根据项目反应理论改进编制了包含两个分量表共计36个项目的ECR-R。两个分量表分别是回避（不喜欢与他人亲密、不喜欢依赖他人-他人模型）和焦虑（担心自己被拒绝和被抛弃-自我模型），这两个维度结合可构成依恋类型的组合。每个分量表各有18个项目，采用七级评分。ECR-R主要反映人们处理亲密关系的不同方式（Fraley，Waller & Brennan，2000）。

除上述量表之外，还有一些评价工具也经常应用在不同范畴里，如类型量表（Hazan & Shaver，1987；Bartholomew & Shaver，1998）、成人依恋问卷（吴薇莉，张伟和刘协和，2004）、状态性成人依恋风格测量工具（Gillath et al.，2009；马书采等，2012）、老年人夫妻依赖问卷（翟晓艳等，2010）等。


3.2.2 自豪

自豪的主观体验

自豪是个体把成功事件或积极事件归因于自身能力或努力的结果时所产生的一种积极的主观情绪体验（杜建政和夏冰丽，2009）。在自豪的概念中，评价是一个核心指标，通常在目标达成或者任务成功完成时，在自我评价或他人评价基础上产生自豪（张向葵，冯晓航和Matsumoto，2009）。自豪作为常见的自我意识情绪之一，具有动机功能，对人们的行为有重大影响。

自豪有两个维度，一是个体对整体自我的自豪，另一个是个体对特定行为的自豪，也可分别称为α自豪和β自豪（Robins，Noftle & Tracy，2007）。在自我意识情绪理论中，自豪被分为真实的自豪和自大的自豪，真实的自豪是对唤起自豪的事件进行内部的、不稳定的、可控的归因而引起的自豪；自大的自豪是指对唤起自豪的事件进行内部的、稳定的、不可控的归因引起的自豪（Tracy & Robins，2004b，2007a）。

倾向体验真实自豪的个体与倾向体验自大自豪的个体有明显不同的人格特征。从大五人格因素来看，真实自豪与外向性、宜人性、尽责性及稳定性呈正相关，自大自豪与宜人性、尽责性呈负相关；除开放性之外，真实自豪和自大自豪与大五人格其他因素均存在显著相关。另外，真实自豪与自尊呈正相关，自大自豪与自尊呈负相关，与自恋呈正相关；真实自豪与羞愧呈负相关，自大自豪与羞愧呈正相关（Tracy & Robins，2007a）。

自豪的识别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但在其他方面，仍然存在文化上的差异。由于社会规范及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下，自豪的体验和表达存在显著差异。个人主义文化下，个体在描述自豪感时表达了更多的积极情感，并体验到更强烈的自豪情绪（Heine，2004；Kitayama et al.，2006；Mosquera，2000）。美国被试的自豪更多基于个人成就，中国被试的自豪更多基于集体成就，中国被试认为对个人成就感到自豪是不适当的，而美国被试更积极地评价个人成就所产生的自豪（Stipek，1998）。自豪的情绪识别存在群内优势，当自豪的表达者和识别者来自同一国家、种族或地区时，自豪的识别率更高（Elfenbein & Ambady，2002）。

社会比较在自豪感产生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公开成就的个体相比没有得到任何社会比较反馈的个体，会报告较高的自豪感。当个体出色完成任务时，会体验到更多自豪感，当得知他人在同样的任务上完成较差时，自豪感的程度更高（Webster et al.，2003；Smith et al.，2006）。

不同的抚养环境对个体自豪感表达有不同的影响，处在不同经济环境下的个体对自我有不同的评价方式，经济条件好的家庭能为子女提供较为优越的各方面条件，儿童会产生较高的自我评价，自豪感的体验水平要高于经济条件差的家庭（冯晓航和张向葵，2008）。

自豪的评价

自豪的测量评价大多采用自我评定和非言语表达编码两种方式。


自我评定
 自豪的自我评定包含自我意识情绪测验中有关自豪的题目和单独的自豪量表。


自我意识情感测验中的对自豪的评定
 自豪的最初评价包含在自我意识情感测验中，分为特质自豪测量和状态自豪测量，特质自豪的测量包括α自豪分量表和β自豪分量表。两个分量表各有5个项目，采用五点计分。


真实自豪量表和自大自豪量表
 Tracy和Robins（2007a）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编制了真实自豪和自大自豪量表。每个分量表都可以测量自豪体验的主观情感状态及其体验自豪的特质倾向。特质自豪量表要求被试依据每个项目的描述，评定他们在通常情况下体验这种感觉的程度。状态自豪量表要求被试评定每个项目在多大程度上描述了他们当前的主观体验。真实自豪量表和自大自豪量表都包括7个项目。两个量表之间的独立性高，均采用Likert五点计分。杨玲和王含涛（2011）对真实自豪与自大自豪倾向量表进行了修订并初步考察了大学生自豪感的特点，修正后的中文版仍然是双维结构。用该量表测量我国大学生发现其真实自豪显著大于自大自豪，且不存在性别差异，但有显著的年级差异（杨玲和王含涛，2011）。

需要注意的是，自豪作为一种自我意识情绪，其自评可能产生偏差。自豪的评定涉及自我评价过程，与自我价值的判断有直接关联，这无疑会受到防御机制的影响。

自豪的非言语表达编码

非言语表达比自我评定更少受到自我意愿的控制，会获得更为精确的测评结果。Tracy和Robins（2007b）编制了非言语编码系统来测量自豪。编码系统主要由头部编码、上肢编码和躯干编码三个部分组成。自豪的非言语表达主要表现在微笑的面部表情上，而且可以与高兴等相似的基本情绪区分开来，并能被成年人和四岁及其以上的儿童识别（Tracy & Robins，2004a）。除面部表情外，自豪的表情特征还包括头部向后微倾，身体向外扩展，上肢举过头部或双手叉腰等，后三种姿势的识别率较高，也是自豪最基本最常见的表达方式（Tracy & Robins，2004b，2007a）。跨文化的研究发现，在体育比赛中取胜的运动员表现出头部后倾、胸部扩展、胳膊伸展、握拳等可识别的自豪表达特征，这一表达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Tracy & Robins，2008）。


3.2.3 羞耻与内疚

羞耻的主观体验

羞耻是以某种程度的自省和自我评价为核心特征的情绪，是一种指向自我的痛苦、难堪、耻辱的负性情绪体验。自我在这种体验中被审视，并被给予负性评价（高隽和钱铭怡，2009）。有关羞耻的界定并未获得一致认可，以往概念主要从羞耻产生的原因和结果两个方面对其进行描述。在羞耻产生的原因方面，认知理论强调羞耻是个体对已经发生的事件结果重新认知和评价的结果，是个体把消极的行为结果归因于自身能力不足时产生的整体自我的痛苦体验。当个体做出内部的、稳定的、不可控的和整体的归因时，羞耻感就会产生（Tracy & Robin，2004）。功能主义从进化的视角和社会适应的观点来解释羞耻，把羞耻看作心理进化的产物，是一种有社会性功能的情感（Thompson，Winer & Goodvin，2005）。在羞耻产生的结果方面，研究者从现象学的角度对羞耻概念加以界定，强调羞耻产生后的心理或行为反应，包括负向的主观体验、回避型行为反应以及心理病理症状。

羞耻往往不是由某件具体事物引起，而是由个体自身对事件的解释所诱发的。羞耻可以被公开的事件诱发，如众所周知的失败，也可能发生于个体的隐私事件，或发生于个体内心之中。羞耻可使个体体验到沮丧、无助、渺小感和无能力感，并试图隐藏、逃避或消失自我（Parrott，1999），感到羞耻是因为觉得自己受到伤害（钱铭怡和戚健利，2002）。

羞耻的性别差异。男性在羞耻维度上的得分比女性高，这可能和东方文化对不同性别的期待不同有关，男性更为重视面子、社会地位和自尊等，因而男性在个性羞耻和家庭羞耻方面的羞耻感得分较高（钱铭怡等，2000）。

羞耻的评价


量表测评范式
 量表测评范式是羞耻评定中的主要范式，一般以自评方式进行，主要包括情景模拟技术、整体形容词核查表技术和问卷自评技术。


情境模拟技术
 最早由Perlman（1958）提出，基本做法是：呈现给被试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可诱发羞耻体验的假设情境，每个情境都有在特定情境中出现羞耻体验的现象学描述，如“你恨不得找个地方藏起来”。被试阅读完每一种情境后，在五点、七点或九点量表上对上述描述是否符合自身情况进行评定。在情境模拟法中，使用最广泛的是Tangney（1990）编制的基于情境的自我报告纸笔测验——自我意识情感与归因问卷。这一问卷后又被修订并命名为自我意识情感测验，其中羞耻分量表被证明是测量整体羞耻感的良好工具。但该量表只能评定羞耻成分中的认知内容（负向的自我评价），没有涉及羞耻所伴随的行为或行为倾向。Cohen等（2011）发展了Tangney关于羞耻的理论构念，运用情境模拟技术从认知和行为两个层面来评定羞耻感。


整体形容词核查表
 向被试呈现具有羞耻倾向的形容词，然后统计被试在每一个项目下的得分或出现的频率。Gioiella（1981）编制了基于形容词评定的羞耻量表，Hoblitzelle（1987）对其进行了修订。该量表包含16个羞耻感形容词（如窘迫、羞辱、尴尬等），要求被试对每一个形容词符合自己的程度进行评定。Harder（1990）编制了一套基于形容词核查表的自我报告纸笔测验——个人情感问卷及其修订版。该形容词核查表使用16个羞耻形容词，要求被试在五点量表上根据频度进行评定。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重测信度和结构效度。为了解决量表的效度问题，有研究者减少了个人情感问卷的项目数量，并借鉴了积极和消极情感量表中的羞耻感的测查方法，使用6个形容词（自我意识的、愚蠢的、应受批评的、无助的、尴尬的和懊悔的）在Likert五点量表上来评定被试的羞耻感，新修订的羞耻感量表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Brown et al.，2009）。


问卷自评技术
 是运用自我描述项目直接评价被试羞耻感的测评方法，项目大多来源于对特定时段羞耻感的总体评价或特定领域中的羞耻体验的自我报告。较早对特质羞耻进行评定的量表是Cook（1988）编制的内化羞耻量表（Internalized Shame Scale，ISS）。量表包括30个项目（其中6个来自Rosenberg的自尊量表），每个项目有五级评分。该量表无法区分内化羞耻与自尊的关系，这影响了它的结构效度。Andrews、 Qian和Valentine（2002）在ISS量表基础上编制了羞耻体验量表（Experience of Shame，ESS）。羞耻体验量表来源于半结构式访谈，包括25个项目，用于评定羞耻的三个维度：个性羞耻（与自我有关的羞耻）、行为羞耻（与行为有关的羞耻）和身体羞耻（与身体有关的羞耻）。之后，Swan和Andrews（2003）发展了ESS并增加了3个项目来评定与饮食有关的羞耻。国内有学者基于羞耻体验量表编制了适合中国被试的羞耻评定量表，钱铭怡等（2000）编制的大学生羞耻体验量表，包括个性羞耻、行为羞耻、家庭羞耻和身体羞耻四个维度。量表提供了大学生常模，并由两种总分，一个总分包括所有项目，另一个总分未包括家庭因素的项目；亓圣华等（2008）编制的中学生羞耻感量表由个性羞耻、行为羞耻、身体羞耻和能力羞耻四个维度构成。

上述三种量表评价方法各有优缺点。情境模拟技术侧重于评定状态羞耻，整体形容词核查表倾向于测查特质羞耻，问卷自评技术更适合评定不同领域或类型的羞耻。不同测评技术与羞耻结构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只是每种方法由于其理论构念不同而导致了测查的内容具有某种程度的倾向性（高学德，2013）。


实验启动范式
 羞耻的实验启动范式是在实验的情境下考察羞耻的评价，主要有简单任务失败范式和回忆/想象范式。


简单任务失败范式
 假设在完成非常简单的任务中失败的个体更容易产生内归因，特别是当失败的结果公开化时，这种指向自我的归因特点会伴随相应的针对整体自我的情绪或情感，如羞耻感。基本程序是：在启动条件下，要求被试参加一项有他人参加的非常简单的竞争性反应时的实验任务（如游戏），随后被试被告知自己在完成该任务中失败。同时，包括被试在内的所有任务参加者都能通过电脑自动生成（研究者提前设计好的程序）的成绩排名表看到每个人的成绩和排名。被试看到自己的排名在最后的，甚至比同组中反应最慢的对手都差。研究者假设，简单任务失败及其结果的公开化会提高被试的羞耻感体验。该范式能更精确的探讨羞耻感和其他行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Chao et al.，2012）。


回忆/想象范式
 通过让被试回忆能够唤起相应情绪的自传体记忆事件来诱发特定情绪体验，也被称为情绪时间回忆技术。回忆/想象范式的基本程序是在启动条件下，主试首先通过访谈或开放式问卷的方式收集被试羞耻体验最为强烈的自传体记忆事件。随后，将这些经历整理成长度大致相当的声音或文字材料，在实验中向被试呈现这些材料，让其回忆事件发生时的感受，以此诱发羞耻感。研究者会要求被试对诱发情绪的情境事件或正常事件中体验的情感（如尴尬、羞耻等）进行评定，以检查实验操纵的效果（高学德，2013）。

内疚

内疚体验来自个体对自己的行为导致失败或导致伤害他人的评价，更多与内在的道德要求有关，代表自我的良心受到冲击后产生的更私人化的体验，多产生于无他人在场的情境中（高学德，周爱保和夏瑞雪，2008）。内疚会使个体体验到焦虑、后悔和懊恼，并试图通过纠正某些事情或弥补错误来减轻内疚感（Lutwak，Panish & Ferrari，2003）。个体感到内疚时会意识到自己的言行伤害了其他人（钱铭怡和戚健利，2002）。


3.2.4 敌意

敌意的主观体验

敌意一般在少年时期之后才会出现，具有遗传性（Yoon-Mi，2006），它由情感、认知和行为三部分构成，情感部分包括憎恨、烦恼、生气和蔑视等。敌意可分为经验性敌意和表达性敌意，经验性敌意是指经历敌意情绪的倾向，如憎恨和怀疑，它们没有被公开表达出来；表达性敌意包括通过身体和言语进行攻击，公开表达敌意情绪。

敌意是愤怒、厌恶和轻蔑的结合，其中，愤怒是敌意的主要成分。愤怒的意义在于激发人以最大的力量去打击来犯者而产生攻击行为。愤怒与其他情绪的结合改变了它的功能，成为表达来自外界现实的愤怒源的负性意向。轻蔑作为准备应付所面对的危险对手的一种手段而起作用，它以一种“我比对手更强”的优越感而激活去应付对手的情绪体验。由心理和社会的原因所引起的轻蔑，是在认知评价的基础上发生的，它往往伴随着复杂的妒嫉或怨恨而被诱发，并且在对某对象具有极端不尊重的态度时，轻蔑都是重要的情绪构成物。厌恶和轻蔑均对引起情绪的对象持否定态度，都属于负性情绪，厌恶导致躲避倾向，轻蔑引起冷淡和疏远。它们不像愤怒那么激烈，不会导致冲动行为。然而愤怒、厌恶和轻蔑三者的结合，却能产生有独特色调和独特性质的敌意情绪体验（孟昭兰，2005）。

近期研究发现，敌意是导致冠心病的一个高风险因素，它还能够有效预测心肌梗死、冠状动脉疾病、周边动脉症及死亡率（Smith & Ruiz，2002）。研究已经证明敌意和心脏病、周边动脉症、心绞痛及冠状动脉疾病有关（Smith，1992）。在健康行为模型中，敌意和酒精滥用、缺乏锻炼等不良的健康习惯联系在一起（Leiker & Hailey，1988），且和香烟、咖啡的摄入量、身体质量指数和卡路里摄入量呈正相关（Siegler et al.，1992）；在心理生理反应模型中，和敌意相关的神经内分泌和心血管反应可能导致冠心病。具有敌意者更容易体验到愤怒，并对所处环境保持警惕以避免伤害，这可能导致强烈的生理和心理反应（Williams，Barefoot & Shekelle，1985）。

体验敌意的个体倾向于不喜欢他人，并且容易将这种情绪表达出来，敌对中的愤世嫉俗可能会增加患有抑郁障碍的风险，因为敌对态度、行为所造成的紧张生活事件以及较低的社会支持是抑郁的有效预测指标（Hermann，2010）。一项用时五年针对1413名成人的研究发现，愤世嫉俗性敌意和持续增加的抑郁倾向有显著相关（Heponiemi et al.，2006）。

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与敌意有关。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个体敌意的强度更高（Everson et al.，1997）。国内有学者从家庭、社会、个人方面探讨敌意的影响因素。王海霞等（2010）发现，父母经常吵架、母亲过分干涉保护等家庭因素，以及神经质、精神质人格是中学生敌意问题发生的个体因素，个人情绪、社会适应、母亲意志、家庭气氛、师生心理交流是初中学生敌意的影响因素。

敌意的评价


库美敌意量表
 （Cook-Medley Hostility Scale）是敌意评估中最常用的量表，也称愤世嫉俗型敌意量表。量表的得分是冠状动脉当前疾病最稳定的心理预测指标（Bunde & Suls，2006）。该量表共计50个项目，被试做“是否”回答。如：“大多数人从内心里不愿意站出来帮助他人”、“不要信任任何人，这才是安全的”（Vella et al.，2012）。量表中关于愤世嫉俗、敌意的影响和攻击性反应共有27个项目，其中反向计分的项目有3个。测量结果高分者倾向于憎恨、怀疑、愤怒和不信任他人，但不大可能会以公开攻击的形式表现出来。该量表已发展出青少年和成人的修订版本。成人版本有23个项目，采用四点评分，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分数越低敌意越高（Liehr et al.，2000）。


巴德敌意量表
 （Buss-Durkee Hostility Inventory）被认为是目前建构上最为谨慎的敌意评价工具，包括八个维度：攻击、间接敌意、易怒、消极、怨恨、怀疑、言语攻击和内疚，共计75个项目，被试做“是否”回答。后该量表被修订为攻击问卷。

Barefoot等（1957）的敌意量
 表分为六个维度：敌对归因、愤世嫉俗、敌对情感、敌对反应、社会回避和其他。


症状自评量表
 （SCL-90）中包括敌意维度，可测量厌烦、争论、摔物、争斗和不可抑制的冲动爆发等方面，涉及思维、情感及行为。

对敌意的评价除使用自我报告外，也有在结合结构式访谈中进行的行为观察。在评估A型行为模式的结构访谈中，评分系统包括潜在的敌意、体验到的愤怒、声音模式和对于应答者行为的临床判断，潜在的敌意与表达性敌对的评价结果是相关的，其他结构也被用于评定敌对。然而，由于访谈要用较多的时间，而且培训访谈者并保证信度和效度是很难的，因此自我报告评价敌意是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


3.2.5 焦虑与抑郁

焦虑的主观体验和评价

焦虑是个体受到威胁和处于危险情境中的退缩或逃避的体验。焦虑是恐惧和其他多种情绪的结合，是与认知和身体症状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痛苦、恐惧、愤怒、羞愧、内疚和兴趣与焦虑同时发生。这些情绪成分的组合因人和情境而异。在临床检验中，患者的面部表情是复杂的复合模式，表情的流露在不同时候可发生细微的变化。有时痛苦的成分大些，愤怒的成分小些；有时敌意成分大些，内疚和羞愧的成分小些；兴趣有时可与恐惧交替发生，有时则与痛苦的压抑交替发生。

焦虑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来自片段的恐慌性打击，例如一种突然由身体症状所支配的情绪性驱动反应；另一种来自某种威胁或危险感受长时间在心理上盘踞。前者是一种情绪状态，由具体情境所诱发，并随情境的改变而消失。导致焦虑产生的条件有：创伤刺激、潜在的恐怖情境刺激（包括社会性恐怖、流血恐怖、动物恐怖和广场恐怖）以及恐慌刺激等。

在焦虑的评价中，大部分评定工具被应用于临床，用来诊断焦虑程度和焦虑症状，对于焦虑情绪的评价相对较少。张雨青根据临床实践，从中文词典中选取132个情绪形容词，初步编制了具有69个中文形容词的“多种情绪形容词核查表”，用来测量个体在真实生活情境中敌对、焦虑和抑郁的情绪体验。丁秀峰（1993）验证了上述焦虑和抑郁情绪形容词核查表的有效性，将焦虑和抑郁情绪形容词做混合编排，测试时要求被试选出反映自己“现在的感觉”的所有形容词。统计每个被试的焦虑和抑郁分数，即表示被试“现在的”焦虑水平或抑郁程度。

目前，日常和临床最常用的评定焦虑的量表是状态焦虑量表（State Anxiety Inventory，SAI）。状态焦虑被用来描述一种不愉快的情绪体验，如紧张、恐惧、忧虑和神经质，并伴有自主（植物）神经功能的亢进，一般是短暂性的。量表包括20个项目，评估人们“这一时刻”的感受和体验，项目主要用来评定即刻的或最近某一特定时间或情景的恐惧、紧张、忧虑和神经质的体验或感受，如：“我感到害怕”、“我是轻松的”、“我感到愉快”等。量表分数越高表示焦虑水平越高。高焦虑分数的个体在测验当时经历着相当紧张和焦虑的感觉（Spielberger & Reheiser，2009）。我国学者采用大学生被试对状态焦虑量表进行了修订，并报告了修订后量表的大学生样本的常模（李文利和钱铭怡，1995）。

对焦虑的评定是国内外临床心理学家研究较多且应用很广的领域，除上述量表外，常用的还有焦虑自评量表、贝克焦虑量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等。这些量表有的侧重主观体验，有的同时评定主观体验与行为表现。还有学者根据已有研究和丰富的临床经验，编修了多维焦虑量表，包括认知反应、主观感受、生理反应和行为反应四个结构，共56个项目（魏源，2005）。

抑郁

抑郁是一种复杂的复合情绪，主要包含痛苦，并按不同情况而合并诱发愤怒、悲伤、忧愁、自罪感、羞愧等情绪，它比任何单一负性情绪的体验都更为强烈和持久。有关抑郁评定的常用量表如下。


抑郁自评量表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由Zung于1965年编制，能全面、准确、迅速地反映被试抑郁状态的有关症状及其严重程度和变化，被广泛应用于临床。采用四级评分，主要评定症状出现的频度。分数越高，症状越严重。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是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的Radloff（1977）编制而成，在国际上被广泛应用于普通人群的抑郁症状筛查，量表既适应于成年人群，也可用于青少年和老年人群，但不能用于临床，也不能用于检测治疗过程中严重程度的变化。量表包括16个描述消极情绪的项目和4个描述积极情绪的项目。最初的量表有四个维度：身体症状、抑郁情绪、积极情绪和人际问题，反映了抑郁状态的六个侧面：抑郁心情、罪恶感与无价值感、无助与无望感、精神运动型迟滞、食欲丧失和睡眠障碍。我国研究者证明，CES-D的四因素结构模型最适合高中生人群（凌宇等，2008），在农村人群中也有较为理想的信效度（张杰，孔媛媛和周莉，2005），有学者还建立了全国城市常模（章婕等，2010）。然而，在测查某些群体（青少年、老年人及临床病人）的抑郁水平时，研究者发现被试作答时间过长，情绪负荷较高，且因项目内容敏感，导致较高的拒答率，因此学者们修订了多种简版CES-D，如Poulin的12个项目版测量青少年的抑郁水平；Anderson的10个项目测量正常老年人的抑郁水平，有抑郁心境和积极情绪缺乏两个维度，测量效果也较好（Amtmann et al.，2014）。中文的简版CES-D有13个项目，其中抑郁情绪有5个项目（“我觉得孤独”、“我感到消沉”等），积极情绪有3个项目。量表采用四点评分，要求被试评定最近一周内每个症状出现的频率。项目总分越高，表明抑郁症状越明显（张宝山和李娟，2011）。

另有很多抑郁量表应用于抑郁症的临床诊断，请详见情绪与健康一章，此处不做赘述。


3.2.6 道德情绪

道德情绪的主观体验

道德情绪是个体根据一定的道德标准评价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和思想时所产生的情绪体验（周详，杨治良和郝雁丽，2007），是人对客观事物与自身道德需要的关系的反映。它是一种复合情绪，主要包括厌恶、移情、内疚、羞耻、共情、尴尬、自豪等。道德情绪与群体和个人利益紧密相连，既能促进个体道德行为和道德品格的发展，也能阻断不道德行为的产生和发展（Jones & Fitness，2008）。从内涵上来说，个体违背道德规范时产生的情绪（如羞耻、内疚）或遵守道德规范时产生的情绪（如自豪）都可被称为道德情绪。不道德行为能引起厌恶情绪体验，厌恶情绪反过来也能阻止可能发生的不道德行为，这一循环机制提高了个体的道德适应性（Jones & Fitness，2008）。

在道德情绪研究领域，心理学家早期较多关注负性效价情绪，如害羞、内疚和困窘等。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研究者们开始将目光转移到一些积极情绪，如自豪、感激和爱戴等。在道德情绪影响下有两类典型行为，分别是洁净行为和补偿行为。


洁净行为
 Horberg等（2009）证明厌恶情绪与洁净行为有特殊联系，厌恶情绪的唤起能显著增加个体对违反洁净行为的谴责（Horberg et al.，2009）。不道德的情绪体验会使个体产生更多洁净行为，如在单词补笔任务中会更多使用有洁净意义的单词，在物品偏好选择中更渴望获得与清洁有关的物品（Lee & Schwarz，2010）。个体说了谎话后偏爱漱口、表现出对牙刷的偏好，做了坏事后更喜欢洗手，更愿意使用洗手液。经历了洁净行为之后，个体的道德判断准则也会因此发生一定的变化，如对他人的不道德行为会变得更宽容等。个体在经历自身或他人真实或虚拟的不道德行为后，都渴望知觉或实际接触与洁净有关的概念和物体。


补偿行为
 不道德行为会使个体对自我价值的知觉产生负面影响并产生负性情绪体验，进而威胁个体的道德同一性和内部自我价值平衡，处于这种状态的个体会倾向于通过其他途径重新找回失去的平衡，从而出现道德补偿行为（Jordan，Mullen & Murnighan，2010），如捐赠的数目更多。补偿行为的根本目的在于修复不满意的自我道德形象。

道德情绪的评价

关于道德情绪的评价，在自我报告方面，基本是对道德情绪所包含的情绪的评价，如分别对厌恶、自豪、羞耻、内疚等的评价，具体内容可见前述相关内容。在对道德情绪的实验研究的评价中，研究者一般会先诱发道德情绪，然后再进行评价，常用的实验范式有行为回忆范式、实物刺激范式和情境设置范式（任俊和高肖肖，2011）。


行为回忆范式
 行为回忆范式主要是让个体自我报告过去真实发生的道德（不道德）行为，从而唤起个体的道德情绪。该实验范式的主要步骤包括：（1）被试回忆过去做过的道德（不道德）行为，并口头详细描述一遍。（2）被试将道德（不道德）行为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或者让被试直接抄写道德（不道德）事件。近期的一些研究结合行为回忆范式的基本方式，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通过抄写并思考不同情绪特质的词语，然后用这些词语编一个故事，再考察被试的捐赠情况。结果显示当个体的道德同一性受到威胁时，个体倾向于通过做“好事”来进行平衡（Sachdeva，Iliev & Medin，2009）。


实物（或照片、模型等）刺激范式
 实物刺激范式是指给被试直接呈现一些物品、照片或仿照物等，引起被试产生某种道德情绪体验。如给被试呈现一些厌恶物体来唤起被试的厌恶情绪体验，发现在注意早期阶段，被试会更多地注视洁净图片，如游泳池、洗澡、瀑布等（Vogt et al.，2011）。有些研究也对实物刺激范式做了一些变通，运用气体等非实物物品来代替有形物品研究道德行为的变化，如气味产生的厌恶与道德判断的关系，结果发现强臭味组比温和臭味组被试的道德判断更严厉（Schnall et al.，2008）。另一项研究则表明随机分配到充满清新气味房间的被试对于慈善活动更感兴趣，清新气体可能促进了互惠行为（Liljenquist，Zhong & Galinsky，2010）。


情境设置范式
 情境设置范式在实验室的研究中也比较常见，主要通过设置具体的情境，诱导个体产生一定的道德情绪，研究个体在这种道德情绪下的行为反应。研究发现，在厌恶情绪体验中，洗过手的被试对别人做过的坏事变得更宽容。在计算机创设真实的虚拟情境中，处在不道德情境中的被试更可能进行身体洁净行为（任俊和高肖肖，2011）。


3.3 情绪状态的主观体验与评价

依据情绪发生的强度、持续性和紧张度，可以把情绪状态分为心境、激情和应激。


3.3.1 心境

心境的主观体验

心境是一种比较微弱、持久具有渲染性的情绪状态，构成其他心理活动的“背景”并影响它们的功能执行。


心境一致性
 人们倾向于加工与当前情绪状态相一致的情绪信息，这称为心境一致性。个体的学习或记忆与当前的心境状态有关。具有积极心境的个体总是对令人高兴的感知觉、注意、解释和判断产生偏好，并且也能从记忆中回忆起更多令人高兴的材料，而具有消极心境的个体的情况正好相反。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心境一致只出现在积极心境，有的发现只出现在消极心境，或者没有出现心境一致，另外，在自然情境和诱发情境中有时出现有时则不出现（郑希付，2004；陈莉和李文虎，2006）。

自心境一致性效应假说提出以来，心境与情绪信息的决策、判断的关系已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有研究者认为情感在许多判断和决策中是一种影响因素，情感先于判断，人们使用情感启发式获悉对风险和收益的判断。积极或消极情感的想象会引导对兴趣信息的判断和决策，人们心中的客体和事件的表征紧随情感的程度而变化。心境作为一种启动，影响决策者的风险知觉和冒险意图。决策者所做的判断往往与决策者当时的心境保持一致，焦虑情绪促进了对将来事件的悲观估计。有研究者使用短片诱发心境，发现愉悦心境会增加做出积极判断的倾向，悲伤心境会增加做出消极判断的倾向，诱发的心境与未来事件的效价存在一致性效应（张萍，卢家楣和张敏，2012）。

心境的评价


心境形容词量表
 （ISO-item Mood Adjective Check List，MACL）是最早形成的等级标准之一，要求被试在读到情绪形容词时对自己的情绪分级，级别分为“完全感觉到”、“一点点”、“无法确定”、“一点都没有”。MACL的精简版有12个项目：侵犯、焦虑、热情洋溢、兴高采烈、专注、疲劳、社会情感、伤心、怀疑、自我、精力旺盛和冷漠。早期的MACL的应用并不广泛，没有以论文的形式发表。


心境量表
 （也称心理状态剖面图，Profile of Mood States，POMS）是由美国的McNair等（1971）编制的情绪状态评价量表，是用来测试个体心境、情绪和情感状态的良好工具，经过多次修订后形成了内容全面且具有较高信、效度的成熟量表，在国内外广泛应用于临床评估、药效学、运动和科研等领域。采用POMS量表调查女大学生心境状态，发现了不同年龄之间的差异（张万勇，2009）。量表由65个项目或形容词组成，包含6个分量表：紧张-焦虑、抑郁-沮丧、愤怒-敌意、疲乏-迟钝、迷惑-混乱以及精力-活力，前5个分量表得分越高心情越不好（负性量表），精力-活力的得分含义则相反（正性量表）。6个分量表的得分之和构成总分，总分也可单独使用。每一个分量表分别包括若干个形容词（如不愉快的、不称心的、恐慌的、厌倦困乏的、无精打采的等）。美国编制了门诊病人和大学生两个POMS常模（王建平等，2000）。

格罗夫等（Grove et al.，1992）修订了简式POMS问卷，在六个分量表的基础上增加了“与自尊心有关的情绪”分量表，共计40个形容词。根据一周来的心境在这些形容词上选择最符合自己情况的五种等级中的一种。此问卷可用于运动情境。该量表被译为多种语言，具有跨文化的有效性（Andrade，2010）。研究表明，在比赛取胜与失败之后所测的简式POMS的分数除“疲劳”之外，其余六个分量表均有显著性差异。用情绪状态的总估价（Total mood Disturbance，简称TMD）分来比较，同样发现运动员在比赢输后的TMD分更高。情绪状态总估价（TMD）分数越高，表明情绪状态更消极，即心情更为纷乱、烦闷或失调。

在问卷中文版的修订中，因问卷项目均为形容词，文化差异小，被试报告的真实性比较高，且问卷简便、易用，适于临床使用。祝蓓里（1995）修订并建立中国常模的简式POMS量表，被认为是一种研究情绪状态及情绪与运动效能之间的良好工具，其中紧张、愤怒、疲劳、抑郁和慌乱代表消极情绪指标，精力和自尊代表积极的一面。廖八根，罗兴华和甘少雄（1996）根据原版POMS制定了适合我国文化背景的POMS-R量表，在男女柔道等多个运动队运用，显示有良好的监测效果。量表由紧张-焦虑、愤怒-敌视、疲劳-迟钝、精力-活动性、混乱-迷惑和抑郁-气馁组成，共50个项目，采用五点计分“感到轻松”及“训练有效率”二项反向记分，根据“在上一周至现在该心境感觉怎样”如实回答。（廖八根和罗兴华，2004）。


简明心境量表
 （Brief Profile of Mood States，BPOMS）将POMS的65个项目精简为30个，每个项目均用一个描述心境的形容词表达。量表包括紧张、生气、抑郁、疲劳、活力和困惑六个维度，每个维度由5个项目组成，采用五点计分。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是测量个体心境状态简便易行的工具。在量表的使用和修订中，也有将困惑和抑郁合并为一个新的维度的（迟松和林文娟，2003）。


BFS心境量表
 德国运动心理学家Abele和Brehm（1986）在“评价性-激活性两维心境模型”和心境动力平衡理论的基础上编制了心境评定量表。该量表包含八个分量表：活跃性、愉悦性、思虑性、平静性、愤怒性、激动性、抑郁性和无活力性，前四个是积极情绪，后四个是消极情绪。每个分量表有5个项目，共计40个项目，要求被试报告当时的真实感觉，采用五点计分。姒刚彦于1994年将BFS心境量表引入国内并修订，使其适用于中国文化背景（姒刚彦和黄志剑，1997）。国内使用BFS心境量表进行的研究多见于锻炼类型的身体活动前后心境的变化，或是竞技运动员训练前后心境变化的情况，比赛型身体活动的心境研究尚不多见。有研究者对BFS心境量表的中文版进行简化，删除无活力性和思虑性两个分量表，形成了18个项目的简明BFS心境量表（舒莉，訾非和吴建平，2007），研究发现与大五人格量表显著相关（高金金，訾非和陈毅文，2012）。


3.3.2 激情

激情是一种持续时间短、表现剧烈、失去自我控制力的情绪体验，通常是由强烈的欲望和明显的刺激引起。在激情状态中，个体会体验到很难克制的强烈的愤怒感、绝望感、喜悦感以及极度的悲痛感。激情伴随有机体状态的剧烈变化和明显的表情动作，有时甚至发生痉挛。人常常不能意识到他在做什么，不能控制自己，不能预见行为后果，不能评价自己的行为及意义。

激情可以激发动机，增强幸福感。激情也能激发负性情绪，导致不灵活的固执，对获得和谐愉快的生活产生阻碍。激情的双模型把激情定义为一种对活动、物体或所爱的人的强烈倾向，发现重要性，并投入大量的事件的和精力在其中。激情的来源可以指向活动（如：弹奏钢琴）、个体（如一个浪漫的对象）或一个物体（如集邮）。双元模型认为，根据激情内化入个体身份的方式的差异，激情有两种独立的类型，分别是和谐激情（HP）和强迫激情（OP）（Vallerand et al.，2003）。和谐激情是指想自由从事活动的一种强烈愿望，来自激情自动内化到个体身份中，这种内化过程发生在个体愿意接受并认为激情是重要的而非给自己造成压力。当个体具有较高的和谐激情时，他们会表现出更多的开放性，在参与活动时体现更少的防御性。在执行和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个体会体验到积极的结果。强迫激情是一种不可控的冲动参与激情，这个过程来源于内心的和/或人际的压力。当个体在被迫激情上程度较高时，个体更加敏感，对正在发生的活动具有防御性，会有经历冲突的风险，并体验负性情感（Vallerand，2010）。在上述激情双元论的基础上，研究者提出两因素激情量表，用来测量和谐激情和被迫激情。量表共有6个项目，采用七点评分，信效度良好（Marsh et al.，2013）。


3.3.3 应激

应激是出乎意料的紧张情况下所引起的情绪状态，人体把各种资源（首先是内分泌资源）都动员起来，应付紧张的局面。在应激状态下，个体会产生一系列情绪体验如焦虑、烦躁、恐惧、情绪波动、好激动、发脾气；也有自卑、自罪、害羞等情绪体验。

应激的评定多集中于应激源和应激应对方式的评定，对应激的情绪体验的单独评价较少。应激评定量表
 将大量应激归为43种不同的经历造成，这些事件包含个人生活的种种变化，有不愉快的经历，如丧偶、离婚等；也有愉快的经历，如结婚或杰出的个人成就。French（1962）将应激概念引入企业管理范畴来探讨工作中的应激问题。工作应激源是导致组织参与者产生心理应激反应的情境、事件、刺激和活动，是工作应激的形成因素。在工作应激测量的工具中，最有代表性且常用的主要有：《职业紧张调查表OSI》、《McLean's工作紧张量表》、《工作内容量表》、《OSI-R职业紧张量表》等。国内也有很多学者致力于工作应激量表的修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使用最多的是王重鸣修订的英国学者Cooper等开发的一套职业应激量表。赵翔等（2010）采用标准化程序编制适用于中国民航飞行员群体的心理应激问卷（Psychological Stress Questionnaire of Chinese Civil Aviation Pilots，PSQ-CCAP），修订后的问卷从工作方面和非工作方面描述了民航飞行员的心理应激来源，共包含六个维度：工作负荷、职业发展、工作中的人际关系、工作物理环境、飞行安全要求和生活事件（赵翔，许百华和高翔，2010）。


3.4 情绪的基本维度及其测量

情绪的维度是指情绪所固有的某些特征，主要指情绪的动力性、激动性、强度和紧张度等，这些特征的变化幅度又具有两极性，每个特征都存在两种对立的状态。情绪的维度理论经历了从二维理论向多维理论的演变。在二维理论中，核心情绪是连续的，有快感（愉悦-非愉悦）和唤醒（激活-非激活）两大维度（Russell & Barrett，1999；Russell，2003），愉悦表明哪个动机系统被情绪刺激激活，唤醒表明每个动机系统的激活程度。Lang等人（2005）根据上述理论编制了国际情绪图片系统（IAPS）、国际情绪声音系统（IADS）以及英语词汇、短文等情绪刺激标准库。

三维理论的出现从对动机研究的重视开始，一些研究者将积极情绪与趋近动机直接联系，消极情绪与回避动机直接联系（Carver & Harmon-Jones，2009）。情绪动机模型的提出让研究者重新审视除效价和唤醒之外的维度，并得到了支持证据。高趋近动机强度的积极情绪会窄化注意焦点，低动机强度的消极情绪比中性图片引起更大的注意扩展，高动机强度的消极情绪比中性图片引起更大的注意窄化效应，从而直接证明了情绪的动机理论。除基本的注意之外，记忆和认知归类等也验证了高趋近动机积极情绪窄化认知加工的假设（邹吉林等，2011）。


3.4.1 情绪的基本维度

愉悦维度又称效价，包括愉快（如高兴）和不愉快（如悲哀），唤醒维度包括低唤醒状态（如安静）和高唤醒状态（如惊奇），趋向动机是指趋向于刺激，回避动机是避免刺激。有研究者认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是紧密相关的（Russell，2003），也有研究者认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彼此独立（Larson & Steuer，2009）。

愤怒和果断的维度解释

愤怒作为一种特殊的负性情绪通常具有趋近动机的性质，但在某些情境下却跟回避动机有关。对上述冲突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愤怒的特异性成分可能与趋近动机有关，而其非特异性成分与回避动机有关；二则认为愤怒外投与趋近动机有关，愤怒内投与回避动机有关。大量研究暗示愤怒与趋近动机的关联具有优先性与一般性，而愤怒与回避动机的关联则是有条件的，受情境制约的（杜蕾，2012）。

果断是积极的趋向性情绪，愤怒是消极的趋向性情绪。果断和愤怒在动机方向上相同而在效价上相反。事先让被试启动高趋向的积极情绪，多数被试报告最强烈的情绪体验是果断；当判断表达果断和愉悦、愤怒、悲伤、恐惧、厌恶以及中性面孔的体验时，果断表达的正确确认与愤怒表达的误认有关，而与其他基本情绪的误认无关，这说明果断这个高趋向动机情绪与愤怒接近；在对照片所表达的愉悦、愤怒和果断的强度上，果断与愤怒呈正相关，二者均为高趋向动机消极情绪，与愉悦呈负相关（低趋向动机积极情绪）。这说明，知觉相似的情绪之间有相同的动机方向不同的效价（Harmon-Jones et al.，2011）。

除上述对情绪体验的研究之外，文字的正性情绪信息对个体的正性内隐情绪具有启动效应，且以汉字作为实验材料也可以研究个体的内隐情绪特征（张旭，陈劲和桑标，2009）。


3.4.2 情绪维度的测量

情绪刺激库

情绪体验涉及刺激材料的标准化。美国NIMH（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情绪与注意研究中心为解决这一难题而编制了一系列经过量化评定的刺激材料系统，包括图片、声音（IADS）和英语单词等。它们的编制是从情绪研究的维度理论出发，从愉悦度、唤醒度（Arousal）和优势度三个方面用自我报告的方法对材料进行评分，建立相对规范化的情绪刺激系统。这一系统问世以来，尤其是图片系统，在国外被广泛运用在有关情绪问题的研究中，比如情绪处理过程的脑机制、情绪调节、情绪与注意、记忆等认知活动的关系等。在声音情绪的体验方面，已有一套本土化的声音刺激材料，对声音的愉悦度、唤醒度和优势度进行了自我报告的九点量表评分，男女生对部分声音的情绪感受有所不同，可将声音聚类为六类，可引发愉快、悲伤、恐惧、厌恶等情绪（刘涛生等，2006）。

PAD情绪量表

PAD情绪量表中的PAD是指情绪的三个维度，P表示愉悦度（pleasure-displeasure），说明个体情绪状态的正负特性；A表示激活度（arousal-nonarousal），说明个体的神经生理激活水平；D表示优势度（dominance-submissiveness），说明个体对情景和他人的控制状态，根据这三个维度可以将情绪划分为八类。PAD情绪量表是基于PAD情绪状态模型发展起来的，而PAD情绪状态模型则基于Mehrabian和Russell（1974）的维度观情感测量模型而提出。该模型认为情感具有愉悦度、激活度和优势度三个维度（高庆吉，赵昂和董慧芬，2013）。由愉悦度、激活度和优势度组成的三维情绪空间可以充分地表达和量化人类情感，是情感计算研究的基础（刘烨，陶霖密和傅小兰，2009）。

PAD情绪量表可用于产品评估、情绪或心境状态的评定以及人格测量等，与很多其他人格量表和情绪量表可建立对应关系。PAD情绪量表中的三个维度可以有效地表示正性负性情绪量表中的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也可以很好地区分焦虑和抑郁（焦虑和抑郁都属于愉悦度低和优势度低的情绪，但焦虑在激活度水平上比抑郁高）。

中文简化版PAD情绪量表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的使用发现，量表的愉悦度和优势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高，激活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低，这可能因为中国人过去很少且不习惯对情绪的激活度进行主观评定，也可能是在英文中可以很好地测量西方人的激活度的项目并不太适用于测试中国被试。

PAD情绪量表和PAD情绪状态模型在近些年被引入情感计算领域，用来对情绪进行更精确的标注（李晓明，傅小兰和邓国峰，2008），在情感计算和系统仿真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工作。有研究者在具有语言、表情和视线交互功能的情感智能教学虚拟人原型系统中，采用PAD中文简化版情感量表，得到了基于愉悦度、激活度和优势度情感空间的情感体验描述，设计的情感智能教学系统可以提升用户在交互过程中的正向情绪及唤醒度和优势度（谷学静和王志良，2011）。还有研究者在心智计算模型方面，依据基本情绪与PAD值的对应关系，分析了14种情绪PAD值的情感计算，形成了全信息情感理论（浦江，2013）。

其他量表

Russell（1989）基于情绪的环状模式，创设了一种叫做影响表格
 的单项调查问卷。影响表格由一个九乘九的矩阵组成，情绪的形容词被放置于表格每边的中点和四个角，组成扇形，并按顺时针方向排列，分别为：激动、愉快、放松、困倦、忧伤、难受、紧张和振奋。被试在表上选择最符合自己心情的形容词并在其对应的格子里打钩，这种等级模式能得到与其他测试类似的结果。Russell等认为这种工具对于改变被试愉悦和抑郁程度的操作很敏感，其最大优势是可多次使用而不会引发疲劳（姜媛和林崇德，2010）。


多重情绪形容词量表
 （Multiple Affect Adjective Check List，MAACL）Zucherman和Lubin的多重情绪形容词量表除了包含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感知寻求以外，还包含几个愉悦的情绪得分。MAACL及其修订版都是以列表形式呈现的，被试通过打钩来确定某种特定情绪是否存在，但是列表也极易受到固定答案和非随机错误的干扰。


积极-消极情感量表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PANAS）是基于积极-消极情感模型而建立的用于测量情绪状态和特质的研究工具，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2个分量表，各有10个项目，每一项形容词以五点计分。要求被试评定在一段时期或特定时间段内感受到某种情绪的程度。PANAS简单易行，在临床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能够很好地区分焦虑和抑郁两种情绪。


激活-去激活形容词检测量表
 （Activation-Deactivation Adjective Check List，AD-ACL）是基于Thayer的能量-紧张模型，主要用于测量两个相对独立的维度：能量激活和紧张唤醒。Matthews等（1990）在Thayer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快乐感作为第三个维度，提出了“UWIST心境形容词测量量表”。

本章从情绪的分类取向和维度取向两种视角对情绪的主观体验进行了阐释。分类取向的主观体验和评价更复杂，更详细，但系统性稍逊；维度取向的理论基础比较系统，其评价工具的结构相对清晰，但在维度的划分方面不如分类取向详细。另外，虽然对基本情绪的研究由来已久，但评价它们的标准系统的工具尚不多见，对情绪的评价多集中于情绪的状态、一些常见的复合情绪，以及情绪的维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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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情绪的外部表现及识别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情绪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心理现象之一。在英语的日常词汇中，有550余个词是描绘情绪的（Weiten，2007，p.399）。无情绪反应被认为是心理疾病的一种表现。人们寻求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帮助也常常是因为感觉到抑郁和焦虑。“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情绪在日常人际交往中有着重要作用，人们通过情绪进行交流。而对情绪的准确识别是利用情绪进行交流的前提。

我们通过对情绪的外在表现（即表情）的识别来达到对情绪状态的确认，表情包括面部表情、姿态表情以及语调表情。通常认为基本表情（喜、怒、哀、惧、惊、厌）的识别和产生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Ekman，1993）。天生的盲人自发产生的基本表情和正常视力的人们的基本表情模式是一样的（Matsumoto & Willingham，2009）。

情绪具有量与质（quantity and quality）两个方面的属性（Moors，2009）。定量的属性指情绪的强度，可以把情绪看成是一个从强度为零到极大的强度的连续体。而定性的属性则指情绪的类型，广义的类型为正性或者负性，狭义的类型是指具体的情绪种类（如喜、怒）。给情绪定性就牵涉到情绪的识别。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识别他人情绪对生存具有重要价值。生存环境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刺激，人们必须知道哪些刺激是对我们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对这些刺激的反应直接反映在情绪上，有益的刺激会让我们体验到正性的情绪（如高兴），从而趋近这些刺激。相反，对有害的刺激让我们体验到负性的情绪（如恐惧），从而回避这些刺激。通过对他人情绪的识别，可以间接知道周围刺激物是有益还是有害的。达尔文在其《人和动物的表情》（Darwin，1998）一书中讲到，情绪可以帮助人和动物应对各种生存挑战，比如恐惧反应可以帮助人和动物逃离危险；愤怒反应可以帮助人和动物对付竞争对手。进化过程中，相比那些不具有这些情绪反应的人和动物，具有相应情绪反应的个体更可能活到繁殖年龄，因此有更大的概率将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

达尔文认为内在的基本情绪对应特定的外部表情，这在各个文化都具有一致性。比如高兴的情绪在面部上对应的表现为嘴角上扬，眼角出现皱纹；而悲伤则会在面部上表现出嘴角下垂，内侧眼角上的眉毛上扬等，而且出现这些表情是无法自主控制的。对这些基本表情的识别也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如面部嘴角上扬，眼角出现皱纹会一致的被认为是高兴（Izard，1994）。

对表情的识别除了在社会交往中具有重要价值外，在其他的一些领域也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比如人机交互，包括情感化教学系统（affective tutoring systems），拟人化机器人（humanoid robotics），情感化游戏（affective games）、情感计算（affective computing）等（Gunes，Shan，Chen & Tian，2012）。游戏与娱乐产业极大地推动了表情识别的研究，特别是面部表情与姿态表情的识别。主要是因为这些产业希望给玩家提供更好的交互体验，努力摆脱控制器的指令输入，而通过玩家本人的信息来控制游戏，这需要多个通道信息的输入，特别是人体姿态表情的有关信息。一个典型的游戏应用项目是微软的Xbox（参考http：//www.xbox.com/zh-CN/），该游戏终端可以识别玩家的身体姿态和语言命令，从而使用这些信息来控制游戏的操作，而不需要通过游戏控制杆。除了在人机交互领域，表情识别在国家安全、司法实践、临床治疗等多个领域均有着广泛的应用。


4.1 表情

按照信息加工的观点，我们可以把情绪刺激看成是输入，而把人类的情绪体验看成输出。输出的情绪体验包括三个成分，即生理唤醒，主观体验（认知评价）和外在表现（Weiten，2007）。其中情绪的外在表现又分为面部表情，姿态表情和语调表情。这三种表情传达了在书面交流中所无法体现的丰富信息。


4.1.1 面部表情

内部情绪状态可以通过面部表情（facial expressions）来表现，因为面部光滑无毛，同时人类进化成直立行走，面部可以完全暴露在他人的视野范围中，使得面部适合作为情绪交流的途径（George，2013）。相应的情绪状态会引起眼睛周围肌肉（如眼轮匝肌）、颜面部肌肉和口部肌肉的变化，特定的情绪状态对应特定的肌肉变化模式。“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内在的心理活动特别是情绪活动常常可以通过人眼的变化来表达，“眉目传情”从字面来理解也是对的。不同的眼神可以表达人的各种不同的情绪和情感，如高兴和兴奋时“眉开眼笑”，愤怒时“怒目而视”，惊讶时“目瞪口呆”，悲伤时“双眼无神”，等等。口部肌肉也是面部表情表现的重要部位，如对某人恨得“咬牙切齿”，紧张得“张口结舌”。

对面部表情的研究是情绪研究的核心主题，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面部表情一直以来受到情绪研究者的极大关注。相关的研究问题包括面部表情的结构特征、生理基础、跨文化一致性等。最早关于面部表情的科学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Bell对面部表情解剖基础的研究（Russell，Bachorowski & Fernández-Dols，2003）以及Duchenne对真笑与假笑的研究（Ekman，Davidson & Friesen，1990）。当代的表情研究开始于1962年Sylvan Tomkins的相关研究（Russell et al.，2003）。达尔文认为存在一些基本的具有跨文化一致性的面部表情，在这种研究框架下，Ekman及其同事确定了至少六种基本表情（对应六种基本情绪：喜、怒、哀、惧、惊、厌，参见Ekman，1992a，如下图4.1所示）并发展出来一套对面部表情肌肉运动（动作单元）进行编码的系统（facial action coding system，参见Ekman & Rosenberg，1997）。基本表情可能跟选择压力有关，比如恐惧表情包括睁大的眼睛，这使得人们可以获得更多视觉信息输入以更好地找到逃避危险的途径（Susskind et al.，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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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六种基本表情，从左至右依次为：喜、怒、哀、惧、惊、厌（来源：网络）。

面部表情的出现是一个动态的事件（Frank，Ekman & Friesen，1993），通常包括出现（onset）面部肌肉动作，动作强度增大，面部肌肉动作增大到一定程度后面部外观保持不变一段时间，达到一个表情动作幅度最大的（apex）平台期，然后是一个肌肉松弛的表情动作消退期（offset）。一个面部动作的运动环路是：中性（neutral）→出现表情动作→表情动作最大幅度→消退→中性。日常生活中大多数的表情完成这一环路的时间范围在0.5—4秒（Matsumoto和Hwang，2011）。而另一种持续时间较短所谓微表情（吴奇，申寻兵和傅小兰，2010），其时间动力过程也一样，只是完成上述整个表情动作环路可以快到几十毫秒（Yan，Wu，Liang，Chen & Fu，2013）。


4.1.2 姿态表情

人们可以通过紧握的拳头（愤怒）、耷拉着脑袋（垂头丧气，悲伤）等身体姿态来表现内心的情绪。日常语言中，有许多通过身体姿态来描绘情绪状态的词汇，比如“手舞足蹈”、（笑得）“前俯后仰”、“捶胸顿足”、“捧腹大笑”、“抱头痛哭”等。

情绪和身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自主神经系统的作用下，在人们处于情绪唤醒状态时，可以观察到身体的众多反应。比如呼吸加快（增加氧的供应以消耗血糖提供能量）、心跳加速（血压升高）、瞳孔放大、出汗等。

身体姿态相比面部运动要更为丰富和复杂，通过姿态表情进行情绪交流有很多的优势，比如可以远距离沟通；愤怒和恐惧以姿态表情的形式其对应的识别正确率更高（De Gelder，2009）。那么是否特定的身体运动和姿态就一定对应特定的情绪呢？对这一问题学界有着长期的争议（Wallbott，1998）。一些研究者发现特定的身体运动和姿态会伴随特定的情绪；另一些研究者却认为身体运动和姿态（不包括面部运动）只能表现情绪的强度（quantity或intensity），而无法表现情绪的具体内容（quality，即何种情绪）。

情绪研究的先驱达尔文认为有些身体运动与姿态会对应特定的情绪。下面表4.1总结了达尔文的观点（改编自Wallbott，1998）。

表4.1 达尔文认为对应特定情绪的身体运动与姿态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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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情绪研究的代表人物Ekman（Ekman & Friesen，1974）却认为单纯观察身体姿态表情并不能得到有关其是何种情绪的信息。但他认为姿态表情可以提供情绪强度信息。在他看来，没有特定的姿态可以充当特定情绪的外在表现形式。虽然存在这样的争议，但这并不妨碍对姿态表情识别的研究及其在相关领域的应用。


4.1.3 语调表情

“听话听音”，话语除了其所要表达的内容外，其音调也能提供丰富的信息（如年龄、性别、家乡）。笑声、哭泣、叹气、哈欠等诸如此类的语音也能够表达不同的情绪（Belin，Fecteau & Bédard，2004），这些可以看成是语调表情的实例。语调表情通过言语的韵律（prosody of speech，语音音高、响度、节律等的组合模式）的形式来表达（Bruck，Kreifelts，Ethofer & Wildgruber，2013）。高兴的说话声音通常音高更高、响度更大、语速更快；而相应地，悲伤的说话声音音高较低（低沉）、语速较慢。

对语调表情存在两种看法（Bachorowski & Owren，2008），一种是分类的观点，认为特定的语音线索（acoustic cues）对应特定的情感状态，也即语调表情能够区分不同的基本情绪状态（与基本表情相似）。早期的研究者如达尔文也认为特定的语调可以对应特定的情绪状态（Bachorowski & Owren，2008），比如婴儿的哭声，他认为不同的哭声代表了婴儿不同的情绪状态，像害怕、饥饿、感到冷或痛、或者不舒服。但后来的一些研究发现，实际上婴儿的哭声仅仅是表达了其痛苦的程度（参见Russell等，2003）。不同的哭声并不对应不同的情绪状态（Bachorowski，1999），而只是为了减少他人对哭声的习惯化（habituating），照看者是从情境中（如久未哺乳）推测出婴儿的特定心理状态（饥饿）。因此一些研究者认为与情绪相关的语言线索只在两个维度，即唤醒度（arousal）和愉悦度（pleasure）上存在差别（维度观）。

对笑声的研究发现（Russell et al.，2003），不止幽默能诱发笑声，愤怒也能诱发笑声（冷笑），为了表示对他人的服从也会发出笑声（赔笑）。如哭泣一样，人们可能也会认为不同的笑代表不同的心理状态，而研究却发现，不同笑声跟自主报告的内部情绪体验并不对应，他们认为笑声跟性别、与互动方的熟悉程度等有关（Bachorowski，Smoski & Owren，2001）。


4.2 表情的识别

人们如何对客体进行识别（包括感知与分类，perceive和categorise）以及对应的心理机制是什么的问题在心理学中已有几十年的研究和探索（Cohen & Lefebvre，2005）。从进化的角度看，人们必须迅速理解快速变化的周围环境以便成功应对环境中的挑战（如生存威胁），慢半拍者在优胜劣汰的过程中将被淘汰。因此，人们会形成外部环境刺激的内部心理表征以迅速理解刺激的意义从而做出趋近或回避的决策。外部刺激可以分为远刺激（distal stimulus，物理刺激物本身，如一块石头）和近刺激（proximal stimulus，客观的物理刺激物在感官上的模式，如石头在视网膜上的光学成像），人们知觉（perception）的功能是把近刺激转换为心理的知觉物（percept），即一种以类别（category）形式存在的主观的可报告的主观经验（如“石头”这一类别的视觉经验）。这即实现了对外部物理刺激的识别。因此，客体识别包含知觉和分类（categorization）。分类可以帮助人们精简外部刺激与生存无关的信息且同时可以根据类别补充相关的信息，分类对人们的认知活动至关重要（Harnad，2005）。我们如何感知周围环境会受分类的影响，分类使人们可以有意识地表征和辨别外部刺激信息。研究者们认为分类的加工机制对所有类型的外部刺激都是适应的，不管外部刺激类型是某个客体、还是客体的特征（如颜色），或者是面孔或者面部表情（Barrett，2006；Cohen & Lefebvre，2005）。因此表情的识别也遵循同样的分类机制。

只有当人们能够识别他人的表情时，表情才具有交流的作用。那么人们是如何识别他人的表情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对概念进行一个厘清。在心理学中，识别（recognition）和知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知觉通常指相对较早期的心理加工（以刺激呈现为时间起点），加工的结果是获得视觉影像的特征和他们的整体结构，较大程度上依赖负责早期加工的感觉皮质的功能。因此，对于那些仅需对刺激的视觉特征、几何属性进行反应的任务（如判断同时呈现的两个面孔是否一样）更多地涉及知觉加工。而识别从时间特征上，相对知觉而言发生更晚，识别过程中，把知觉到的直接信息存储在记忆中，从而可以比较和识别随后进入的刺激（如判断相继呈现的两个面孔是否一样）。同时，识别除了利用知觉信息外，还额外需要储存在记忆中的知识。以识别恐惧表情为例，我们需要把恐惧面孔的知觉特征与有关恐惧的知识联系起来，需要知道产生恐惧表情的运动表征的知识。要识别出所看到的个体的表情是哪一种（是高兴还是恐惧或者其他类型的表情），还需要知道此表情和周围其他的刺激的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比如，在何时何地看到这个表情面孔，对此表情面孔的心理感受是怎样的等等）。

表情识别的分类加工和其他客体的分类加工具有相似的功能，即快速存取和提取相应的情绪信息以迅速适应环境挑战从而做出快速的适应性反应，因此表情识别通常是一种自动化的加工，具有高加工优先性（Yantis & Johnson，1990）。在表情类别上，不同的理论观点存在分歧，持基本情绪/表情观点的学者认为表情可以分几种基本类型，而持维度观点的学者认为情绪的分类应该按照效价（valence，正性还负性）和激活程度（activation，或者唤醒，arousal）进行，且不同的人对两个维度的判断会受文化、年龄、性别、情境等因素的影响（Russell et al.，2003）。在阐述了表情识别的一般原理后，下面我们分别对面部表情、姿态表情以及语调表情的识别进行进一步论述。


4.2.1 面部表情识别

面部表情识别的行为研究

从信息传播的角度，对表情的识别即为解释他人所传递的情绪信号。根据基本情绪理论，那些基本表情是天生而非学习习得的类别，是在进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对表情的分类是一种全或无的方式（如某个表情属于愤怒就不会属于悲伤）；而持其他如情绪文化相对论观点的研究者则认为表情的种类是习得的，他们认为像恐惧和愤怒等表情类别的概念就像鸟与家具等概念一样是习得的，表情类别的定义边界并不清晰，表情属于哪一类是根据其和表情原型的相似程度来确定的（情绪原型理论，prototype theory of emotion，参见Russell & Fehr，1987）。因此对表情的分类只是在程度上进行区别（如某个表情属于愤怒的程度更高，而属于悲伤的程度较低，因此该表情被识别为愤怒，但其和其他类型表情的边界并不清晰，即模糊边界，fuzzy boundaries）。

面部表情识别时利用了哪些面孔知觉特征信息？成功的面部表情识别又利用了哪些面孔知觉特征信息呢？Schyns和Oliva（1999）发现对表情的检测（detection）利用了面孔的高频信息（细节），而对表情的识别分类利用了低频信息（最凸显的轮廓信息），对愤怒、高兴表情的识别主要基于低频信息。Smith和Merlusca（2014）研究了识别恐惧、厌恶、和愤怒表情要利用的信息，采用的任务有两种，一种是判断有表情还是中性，一种判断表情的具体类型。结果发现，不管是哪种任务，恐惧表情的识别需要利用面孔高频信息，而面孔低频信息的利用则跟任务类型有关。随着观察距离的增加，空间频率信息将主要局限于低频信息（通俗理解，距离越远，可见的细节越少，通常只可见模糊轮廓），不同表情识别利用的空间频率信息差异限定了不同表情的交流范围。运动信息在面部表情识别中有重要作用，研究发现，动态的面部表情比对应的静态表情显得更加强烈、唤醒度也更高（Sato，Kochiyama，Uono & Yoshikawa，2010）。

不同的空间频率信息对不同表情的识别具有不同的影响，不同的面孔局部对不同的表情识别也有不同的影响。眼睛对恐惧表情的识别具有重要作用，嘴唇对高兴和惊讶的识别均有重要作用（惊讶时通常嘴唇部位是张开的，而高兴时嘴角上扬），而鼻子下部和嘴唇部位对厌恶的识别很重要（Smith & Schyns，2009）。对于高兴、惊讶、厌恶的识别，面孔下部信息比面孔上部信息更重要；而对于悲伤和恐惧的识别，面孔上部信息更重要；对愤怒而言则上下部信息一样重要。关于宏表情的研究发现，不同的面孔局部信息在判断不同表情中的作用是不同的（Bassili，1979）。

面部表情识别认知神经机制

面部表情可以是内在情绪的不自主反应（involuntary expressions），也可以是外在社会规则所要求的自主反应（voluntary expressions），作为社会交流的信号。面部肌肉运动受两条功能可以分离的神经通路控制（Frank，Maccario和Govindaraju，2009），一条通路控制自主的面部肌肉运动，一条通路控制不自主的面部肌肉运动（包括面部表情）。脑损伤病人的研究发现，初级运动皮质（primary motor cortex）受损的病人无法产生要求其做到的表情（要求这样的病人做一个高兴的表情病人无法办到），却能产生自发的表情（看幽默视频可以自发产生高兴的面部表情）。与之相对的，脑岛（insula），基底神经节（basal ganglia），脑桥（pons）等部位的损伤的病人可以做到要求做出的表情，无法产生自发的表情（帕金森病人亦如此，参见Smith，Smith，& Ellgring，1996）。

研究发现，当给被试看不同情绪图片时，不同情绪图片激活了被试大脑的不同区域：愤怒激活了右侧眶额皮层（right orbitofrontal cortext）与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悲伤激活了左侧杏仁核和右侧颞叶（Blair，Morris，Frith，Perrett & Dolan，1999）；厌恶激活了前脑岛（anterior insula）与边缘系统皮质-纹状体-丘脑联合部位（limbic cortico-striatal-thalamic，Phillips et al.，1997）；恐惧激活了左侧杏仁核（left amygdala，Morris et al.，1996）；高兴激活了左半球的侧、中额叶区域以及颞叶前回（anterior temporal lobe）等脑区（Ekman等，1990）。识别恐惧面孔比识别愤怒面孔更多地激活了杏仁核（Panksepp，2007）。识别负性情绪时（如厌恶）右侧前额叶皮质相比左侧有更大的激活，而识别正性情绪会更多地激活左侧额叶（Urry等，2004）。负责表情识别的脑区是一个涉及大脑皮层和皮下结构的大网络，杏仁核在表情识别中起着核心作用，有关表情识别脑区的更详细内容可以参考Fusar-Poli等（2009）对表情识别脑区相关研究的元分析。

对他人情绪进行识别时，识别者（observer）会体验到某种程度的相同情绪（Gallese，2006）。这印证了日常生活中常说的“情绪可以感染”（看到别人笑会诱发自己笑，参见Provine，1997）。也意味着对情绪进行识别时的生理机制与产生所识别情绪时的生理机制是类似的。情绪产生时身体会有相应的生理唤醒，比如心率、肌电等的变化，在表情识别时，被试会体验到相同的情绪（程度上会较弱）并产生与待识别表情产生时相类似的生理唤醒，这被称为再经历（Niedenthal，2007）。感觉运动系统（sensory-motor system）在人们识别表情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人们再次经历所识别的情绪时，感觉运动系统必须重构类似经历该情绪时的身体状态。

为了理解他人情绪/表情而再经历或模仿对应情绪/表情的身体变化，这被称为身体标记（somatic markers，Damasio，Everitt & Bishop，1996；Dunn，Dalgleish & Lawrence，2006），研究者们认为在表情识别时，大脑的加工必须和身体的反馈（包括自主神经系统、身体感觉系统、内分泌系统所提供的反馈）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识别表情。因为情绪本身就（包括情绪记忆）涉及相应的身体反应。

一些研究者认为，来自面部肌肉的反馈信息在表情识别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提出了所谓的面部反馈假设（facial-feedback hypothesis，参见Mcintosh，1996）。根据这种观点，外部情绪刺激信息输入到皮下运动控制中心后会自动激发（evoke）面部表情，皮下运作控制中心发出面部肌肉收缩的指令（如嘟嘴、皱眉等），面部肌肉的运动信息反馈到大脑皮层，大脑产生有意识的情绪体验，从而达到对表情的识别（体验到的是什么情绪）。

被动的观看表情面孔与主动的模仿相应表情所激活的脑区有所不同（Leslie，Johnson-Frey & Grafton，2004），被动观看更多的激活了右半球的前运动区（premotor regions）。通常，情绪加工具有右半球优势。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儿童健康中心David H. Skuse等人（Skuse et al.，2014）的研究发现，基因也会影响到对面部表情的识别能力，他们研究了英国和芬兰198个家中有一个自闭症孩子的家庭成员的认知能力和基因类型之间的关联，发现催产素受体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与其表情识别能力显著相关。

大脑对面部表情的加工究竟有多快呢？进化论的假设认为人们对与危险相关的表情的加工应该是非常快的，因为这直接跟生存相关。Adolphs（2002）曾提出一个模型，认为面部表情信息的粗略表征（面孔低频信息）通过皮下丘脑-丘脑后结节通路（colliculo-pulvinar pathway）到达杏仁核，或者经过视觉皮层快速的前馈信息到眶额皮层（OFC）与杏仁核，这个过程十分迅速，可以在刺激呈现后的120ms内完成，这一点得到ERP/MEG研究的支持，视觉刺激相关的最早成分C1被发现受到不同面部表情的影响（和中性表情比，参见Morel，Beaucousin，Perrine & George，2012；Pourtois，Grandjean，Sander和Vuilleumier，2004）；而且随后的P1成分也被发现受到不同面部表情的影响（Vuilleumier & Pourtois，2007）。而面部表情的识别（获取面部表情的意义与概念类别知识）则较晚，一般在刺激呈现后300ms左右（Morel，Ponz，Mercier，Vuilleumier George，2009）。


4.2.2 姿态表情识别

姿态表情识别的行为研究

识别他人的表情还可以通过他人的身体姿态（De Gelder，2006）。面部表情的识别，需要在近距离的面对面的条件下进行，但姿态表情的识别却可以在比较远的距离进行，这拓宽了我们进行情绪交流的范围。达尔文把情绪看成是一种人类适应环境所具备的特质，认为一些特定的身体运动对应特定的情绪状态（De Gelder，Snyder，Greve，Gerard & Hadjikhani，2004）。长期以来，表情识别研究采用的情绪刺激材料多为面部表情（De Gelder & Hortensius，2014）。采用包括身体姿态表情在内的多种情绪线索可以达到对情绪的更好的理解。而日常生活中，情绪的出现也常常涉及身体动作，从进化的角度看，情绪会引起一系列适应环境的身体行为反应。

采用面部表情识别常用的迫选任务，并使用静态的身体表情姿势图，研究者们发现人们的姿态表情识别成绩显著高于随机水平（Atkinson，Tunstall & Dittrich，2007）。姿态表情可以由身体的多个部分来表达，其中最重要的是身体躯干姿势。Coulson（2004）采用计算机产生的人体躯干姿态模型图，要求被试把六种基本表情（喜、怒、忧、惧、悲、恐）分别对应到躯干姿态模型图上，结果表明身体姿态表情的识别跟语调表情的识别成绩差不多，一些姿态表情的识别成绩接近面部表情的识别成绩。

对舞蹈动作所表达的情绪的识别研究发现，表达惊讶、恐惧、愤怒、悲伤、高兴等情绪的舞蹈动作的识别正确率显著高于随机水平（Dittrich，Troscianko，Lea & Morgan，1996）。Bernhardt & Robinson（2007）采用运动学参数（kinematic features，如速度，加速度等）对身体运动（如行走、跑步）进行了分析，发现愤怒和悲伤的姿态表情比中性和高兴的姿态表情更容易识别。Karg，Kuhnlenz和Buss（2010）发现被试可以识别单一一个步伐（stride）的情绪状态（采用运动捕获数据），他们认为步态（gait）对于识别情绪的纬度（唤醒与优势度，arousal and dominance）是一个有用的线索。而且步态的不同速度对姿态表情识别具有重要作用（Roether，Omlor，Christensen & Giese，2009）。

姿态表情识别研究所采用的材料除了身体姿态表情图片和视频外，一些研究开始采用全身运动姿态的光点图（whole body point-light displays），结果发现，人们很容易从这种生物运动模式中识别出表情（Clarke，Bradshaw，Field，Hampson & Rose，2005）。姿态表情识别研究所采用的技术除了传统面部表情识别研究所采用的技术外（如行为方法、脑成像等），一些研究者开始采用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的手段来研究姿态表情（Pan，Gillies，Barker，Clark & Slater，2012）。虚拟现实手段可以实施现实生活所无法进行的控制，特别适合研究复杂的社会情绪及与其相关的现象（如群体情绪的蔓延机制）。

跟识别面部表情一样，对姿态表情的识别通常也是自动发生的，且较为容易（De Gelder & Van Den Stock，2011）。身体的完形（configuration）信息在姿态表情识别中十分重要，与面孔识别一样，身体姿态表情的识别也存在倒置效应（inversion effects，参见Atkinson et al.，2007），然而身体姿态识别的倒置效应在不给出头部的时候却消失了（Yovel，Pelc & Lubetzky，2010），表明身体的整体形态（form）信息在姿态表情识别中起作用。研究发现肢体弯曲导致的腿部运动和姿势变化对愤怒和恐惧姿态表情的识别很重要，而头部的倾斜对悲伤姿态表情识别尤为关键（Roether等，2009）。

姿态表情识别的认知神经机制

有两块大脑区域被发现与姿态表情识别有关。人们在被动观看全身或身体部分时激活了枕中回（middle occipital gyrus）及颞中回（middle temporal gyrus）附近的区域（Peelen & Downing，2007）。另外一个涉及姿态表情识别的大脑区域是梭状身体区（fusiform body area），该区域与面孔识别的特异性区域梭状回（fusiform face area）有一定的重叠，对身体刺激也具有特异性反应。

杏仁核在情绪识别当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Hadjikhani和De Gelder（2003）发现当被试观看恐惧的姿态表情时（全身），杏仁核和梭状回皮质均有激活；Pichon，De Gelder和Grèzes（2011）采用威胁的体态表情的动态图像作为刺激材料，发现了相似的激活区域。

从进化的角度看，威胁性的姿态表情跟生存密切相关，人们对于威胁的姿态表情的加工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研究发现（Tamietto，Pullens，De Gelder，Weiskrantz & Goebel，2012），对威胁性的姿态表情的加工十分迅速并且可以不需注意的参与，一些皮下结构在威胁性姿态表情的识别中起重要作用。丘脑枕核（pulvinar）和上丘（superior colliculus）参与了威胁性姿态表情的快速检测（detection）和朝向（orientation）；上丘、丘脑核枕、杏仁核以及眶额叶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都参与了威胁性姿态表情的情感信息的整合。

对恐惧姿态表情识别时间进程的研究（Van Heijnsbergen，Meeren，Grezes & De Gelder，2007）发现其识别时间进程跟面部表情识别一样可以在刺激呈现后的100~120ms时间范围内实现（Van Heijnsbergen等的研究中ERP成分P1的峰值潜伏期为112ms），表明体态表情的识别在视觉加工的早期即可以发生。但目前尚缺少对更多有关体态表情的时间进程的研究。


4.2.3 语调表情识别

20世纪初，有关是否能够只依赖语音信息就能识别情绪信息的问题激起了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们的极大兴趣，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Scherer，Johnstone & Klasmeyer，2003）。众多研究者致力于寻找基本情绪对应的特异性语音特征（Johnstone & Scherer，2000），但研究结果却只发现了唤醒水平与语言特征存在特定的关联，语音特征和效价却并无明确的对应关系（Russell et al.，2003）。

语音测量

声带以一种准周期（quasi-periodic）的方式振动产生音素（包括元音和辅音），这种振动的基础频率称之为基频（fundamental frequency），符号表示为F0，对音高的识别具有重要作用。当前对情绪状态的识别主要关注对F0及其相关的物理参数的测量。上喉头的共鸣参数共振峰（formant）通常也是研究者对语音中的情绪信息进行测量的指标之一，快速变化的共振峰可以反映即时的情绪变化。语调表情的总体频率特征可以通过所谓的长程平均频谱（long-term average spectrum，计算整个语音片段中30秒或以上时间的平均能量）来反映，该指标十分稳定，缺点是不能像共振峰那样反映即时的短暂的语调表情。除了对频率进行测量外，对语调表情音强（intensity，对应心理量响度）的测量也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Bachorowski & Owren，2008）。

众多的研究发现愤怒和高兴的语调表情伴随着F0增加，声音的波幅更高（Johnstone和Scherer，2000），同时也表明愤怒和高兴的语调表情在物理特征上存在很多相似之处（Scherer et al.，2003）。语调表情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即同一种表情存在不同实例，比如愤怒，有所谓的暴怒（hot anger）和生气（cold anger），这些相同语调表情的不同实例在物理特征上也有极大的不同。

语调表情识别的行为研究与认知神经机制

大多数的研究采用扮演范式（portrayal paradigm）对语调表情进行识别研究（Scherer等，2003），该范式通常要求演员扮演或模仿各种不同情绪的说话声音（内容是固定的），然后让被试对所扮演的语调表情的类型进行判断，然后分析其识别的正确率（将判断的语调表情类型与事先要求扮演或模仿的语调表情类型进行比较）并与几率水平进行比较。部分研究还给出了判断的混淆矩阵（confusion matrices）。

研究发现人们对语调表情的识别准确率相当高。早期的一些研究发现语调表情的识别正确率能达到60%。一项对厌恶、惊讶、羞愧、感兴趣、高兴、恐惧、悲伤以及愤怒的语调表情识别的研究表明，被试识别的平均准确率可以达到65%，而另一项研究采用专业播音员模仿的恐惧、高兴、悲伤、愤怒和厌恶语调表情让不同年龄组的被试识别，结果发现他们的平均识别正确率可达56%（Scherer et al.，2003）。Schröder（2003）让被试对10种不同的语调表情进行分类，发现平均可达81%的正确率；对于厌恶，通常面部表情的识别正确率并不是特别高（虽然高于几率），但厌恶的语调表情识别正确率可以达到93%。一项元分析的结果表明，语调表情的识别正确率极大地高于几率水平（Juslin & Laukka，2003）。一般情况下，被试对演员表演出来的语调表情的识别率正确率至少在55%以上（Johnstone & Scherer，2000），当识别者使用的语言与表达语调表情的语言不同时，识别正确率也显著高于几率，不过随着两者的差别变大，识别正确率下降（Scherer，Banse & Wallbott，2001）。在所有语调表情中，对愤怒、恐惧和悲伤的识别最好。对语调表情的平均识别正确率通常比面部表情的平均识别正确率低了大约15%，因为面部表情识别中对于高兴的识别正确率几近100%，有研究对面部表情和语调表情的识别正确率做了一个对比，如下表4.2（参见Scherer等（2003））。

表4.2 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下面部表情和语调表情识别正确率（%）对比

[image: ]


注释：第一列括号内为研究个数，N/A表示无相关研究。对厌恶语调表情识别的较低正确率可能是由于进化中不同表情功能的差异导致的（厌恶以面部表情形式更有利于他人识别，可以更好地传递如食物有害的信息），更详细解释可参考Johnstone和Scherer（2000）。

众多研究试图寻找语调表情识别所需利用的语音参数，如F0的均值与标准差，语音平均能量、持续时间等（Scherer et al.，2003）。但一些研究发现（Russell et al.，2003），对他人语调表情进行识别时，人们更多的是根据自身对语调表情的情感反应，对听到的语调表情的过去经历以及听到的语调表情时所处的背景来进行识别。

识别语调表情涉及哪些大脑的区域呢？早期的定位研究（Ross，1981）发现语调表情的加工脑区主要是右半球，具体为右上颞叶（right superior temporal structures），对应威尔尼克区（wernicke's area）。当前对语调表情识别神经基础的研究已不再采用定位的观点，而是研究大脑神经网络的作用（Wildgruber，Ethofer，Grandjean & Kreifelts，2009）。研究表明颞叶上部、额叶下部以及皮层下结构如杏仁核跟语调表情识别存在密切关联（Schirmer和Kotz，2006），其中颞叶的中上部皮层（mid-superior temporal cortex，m-STC）得到了众多研究的确认表明其参与了语调表情的识别（Ethofer et al.，2012），研究者们比较了各种语调表情（如笑声、哭声）和其他自然界的声音（如动物叫声、音乐、机械发出的声音）激活脑区的差异，结果都一致的发现颞叶的中上部皮层有更大的激活。颞叶的中上部皮层对语调表情的激活甚至可以在无注意的情况下发生（Ethofer et al.，2006）。与面部表情识别的特异性脑区梭状回类似，识别语调表情也存在一个特异性脑区-颞叶语音区（temporal voice areas，Belin & Grosbras，2010）。

另外，右侧大脑颞叶上后部皮层（right posterior superior temporal cortex，p-STC）、右侧下额叶皮层（right inferior frontal cortex，IFC）也涉及语调表情识别（Wildgruber et al.，2005）；一些研究发现IFC跟工作记忆有关，因此有研究者假设在情感信息的编码过程中有工作记忆的参与（Mitchell，2007）。

Mitchell（2007）通过对参与识别语调表情的大脑加工节点的交互进行动态因果建模，认为语调表情信息在经过耳、脑干、丘脑及初级听皮层（A1）的加工后，进一步的信息会从右侧的上颞叶（STC，进行基本的声学特征抽取和分析）流向左右两边的下额叶皮层（识别）。

通过事件相关电位（ERP）对语调表情识别的时间进程进行研究发现，语音特征的分析在刺激呈现的100ms内即可完成（听觉ERP成分N1的峰值在60—80ms之间（Schirmer & Kotz，2006），而对表情的识别（分类）的时间相对较晚（Wambacq，Shea-Miller & Abubakr，2004）。


4.2.4 表情的计算机自动识别

理解他人情绪对社会交互十分重要，但一方面人的情绪十分复杂，识别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如果要同时识别多人的表情，这对人而言是一个十分困难的任务，但这对于实时了解人们内心真实活动或潜在意图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对他人表情进行识别具有非常重要的实用价值，计算机科学家一直以来试图开发出能自动对人类面部表情进行识别的机器。近年来，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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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域的研究获得了较大进展。这使得表情的自动识别，特别是面部表情的自动识别得到了蓬勃发展。目前，自动面部表情识别算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原本仅存在于实验室中的各种自动表情识别算法已经开始逐步走向商业化的应用（如一些数码相机厂商、手机厂商已经开始在相机中内置微笑检测程序）。然而，目前的自动表情识别算法，离完全实现商用尚有一定的距离，例如，面孔检测与追踪（face detection and tracking）算法目前还仅能较好地处理白人与亚洲人在较好光照条件下的正面面孔，在其他情况下（例如黑人）算法的性能则会大幅下降；表情识别算法针对人为的表情（posed expression）具有较高的识别率，但还无法准确识别在自然状态下进行正常人际沟通时出现的自发表情（spontaneous expression）；大多数程序仅被设计用来识别单张的静态表情图片，这使得算法在面对动态的且表情强度较低的表情视频时性能低下。目前，自动面部表情识别领域的研究者们正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改进，以期实现真正实用的自动表情识别系统。

无论研究者最终采用何种技术，自动面部表情识别系统的系统框架基本上是固定的。一个典型的自动表情识别系统的执行步骤如下：

1） 面孔检测与面孔追踪。该模块负责寻找在视频中面孔的所在位置，并对包含面孔图像的合适图像区域予以提取。通过对面孔进行检测和追踪，模块去除了面孔的位移信息，对系统的信息输入进行了限制，从而提高了系统的处理速度。

面孔检测（face detection）与面孔追踪（face tracking）其实属于不同的技术。面孔检测忽略了不同图像在时域上的相关信息，独立地对图像中的面孔进行定位，可以很方便进行并行化处理，但对面孔位置与数量的突然变化不敏感，而且不存在误差积累问题。其中，Viola和Jones（2004）实现的基于haar小波与adaboost算法的层级构架的面孔检测算法堪称面孔检测领域的经典。该方法可实现对面孔图像的实时检测，且具有一定的鲁棒性。

面孔追踪方法利用图像间的信息关联来对面孔在图像中的位置进行持续的追踪。本质上面孔追踪方法是利用图像间的差异来对面孔所处的位置进行推断。由于该方法利用面孔图像序列在时域上的信息，相对于面孔检测方法，这些方法具有在速度与准确性上的优势。然而，这样的方法存在误差积累的问题，除非受到周期性的修正，否则追踪时产生的误差会逐渐扩大，这很容易导致算法大范围偏离追踪目标，最终变成在不存在面孔的区域反复不断地执行搜索面孔的操作。例如，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的AAM（active appearance model；Cootes，Edwards & Taylor，2001）和CLM（constrained local model；Baltrusaitis，Robinson & Morency，2012）等均存在这样的问题。

鉴于面孔检测与面孔追踪算法各自的特点，也有一些研究者开始尝试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提高该模块的性能与速度。例如，研究者用面孔追踪方法对短时间内的面孔视频进行处理，以提高速度；然后利用面孔检测算法周期性地对面孔追踪的误差进行修正，并处理视频中其他一些突然移进与移出视野的面孔（Morency，Whitehill & Movellan，2010）。

2） 面孔配准（face registration）。在系统成功提取出面孔图像后，将执行面孔配准操作。该模块主要对提取出的面孔图像进行标准化，包括光照归一化、尺寸归一化等。除此外，该模块还主要负责对图像进行对齐操作。提取出的面孔图像会根据几个重要器官或特征点的位置进行对齐，来减少面孔由于运动和姿态等带来的误差，从而方便系统进行有效的特征提取。面孔配准模块具体执行哪些操作，与系统采用的特征提取方法等有关。特征提取方法分辨率越高，对表情越敏感，往往对面孔配准的要求就越高。特征提取方法越具有不变性，对面孔配准的要求就越低。例如，AAM方法即可用于面孔配准。

3） 特征提取（feature extraction）。在该模块，系统主要提取的是面孔中那些与表情有关的几何形状信息（如面孔中五官的相对位置）以及表情运动带来的面部外观变化信息（如面部表情对面部纹理带来的变化等）。进行特征提取的方法可以表达为图像像素值的函数，这种函数又被称为过滤器组（filter bank）。若该函数的定义域是单张静态图像的像素值，则我们把这种特征提取方法称为空域过滤器（spatial filter），将过滤器提取出来的特征称为空间特征（spatial features）。若该函数的定义域是连续的视频帧，则我们把这种特征提取方法称为时空过滤器（spatial-temporal filter），将这种过滤器提取出来的特征称为时空特征（spatiotemporal features）。

4） 分类（classification）。分类模块使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对面部特征进行分析，得到表情最终所属的表情类别，或选择输出相应的后验概率和表情强度值等等。常用的机器学习方法包括SVM（support vector machine），boosting算法（如Adaboost或Gentleboost）、K近邻（K nearest neighbors）、多元logistic回归（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多层神经网络（multi-layer neural network）等。

对于机器学习算法的选择，依赖于研究者对特征提取方法的选择。研究显示，机器学习算法与特征提取方法之间会有较强的交互作用，从而直接影响算法的最终性能（Whitehill，Littlewort，Fasel，Bartlett & Movellan，2009）。由于对特征的选择往往取决于研究者本身的先验知识，而这样的表征往往不能完整包含对识别有用的信息，也不一定与所采用的机器学习方法相适应，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开始尝试省略特征提取步骤，模仿人类大脑对信息的表征方法，利用深度学习的方法（deep learning）自适应的让神经网络形成与分类有关的特征，从而一次性解决特征提取与机器学习的问题（Hinton，Osindero & Teh，2006）。

5） 可选步骤：时间信息整合（temporal integration）。研究者可在时域上对分类器输出的信息进行整合，例如整合表情强度随时间的变化信息，在更抽象的层面进行进一步的数据分析，以此来对人的其他内部状态信息进行推断，

例如：是否感觉疲劳，注意力是否集中，是否在进行欺骗等。时间信息整合的方法包括两种，早期整合与晚期整合。早期整合在特征选择阶段执行，该方法被基于时空过滤器的特征提取方法所包含。而晚期整合方法则在分类步骤之后执行。研究者通过对分类器输出的信息进行二次机器学习，来对面部表情在时间上表达出的模式进行学习，从而判别出人的内部状态，例如，人是真实感觉疼痛还是在伪装疼痛等（Bartlett，Littlewort，Frank，& Lee，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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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一个典型的面部表情分析与识别系统

来源：Wu，Shen & Fu（2011）.

上述五个步骤间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例如，研究者可以直接用更加准确的面孔检测与追踪算法替代其原有算法来提高系统性能。但在实际应用中，若系统中某一模块被替换，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者需要对系统进行重新训练。其中，特征提取方法被认为是自动面部表情识别中最重要的步骤。自动面部表情识别算法的整体设计往往由研究者对特征提取方法的选择而定。

自动面部表情识别算法大多针对的是人为表情。然而，人为表情与人在真实情境中出现的自发表情存在很大的差别。人为表情多在实验室条件下诱发，模特在主试的要求下，按照要求摆出“高兴”、“悲伤”、“惊讶”等表情。人为表情的表达主要由大脑的运动皮层控制，属于随意运动。脑的皮层下区域不随意产生的表情，称为自发表情。对微表情这种自发表情进行识别具有特别的应用价值（吴奇等，2010）。微表情可以反映人们真实的内心情绪，因此微表情有可能成为解读人类真实意图及真实情绪状态的重要窗口。

目前，有部分研究者开始尝试对微表情进行自动识别。例如，Polikovsky，Kameda和Ohta（2009）提出了一种利用3D梯度方向直方图（3D gradients orientation histogram）提取面部运动信息的方法，该方法能够表征动作单元（AU，参见Ekman & Rosenberg，1997）的不同时相，因此这种方法为微表情的自动识别提供了可能；Shreve，Godavarthy，Goldgof & Sarkar（2011）提出了一种新的表情视频分割方法。他们利用光流（optical flow）来计算光学应力（optical strain），实现了对普通表情和微表情视频的分割；Pfister，Li，Zhao和Pietikainen（2011）通过以LBP-TOP为特征提取方法，以机器学习的方法构造最终的分类器（如SVM，MKL，random forest等），实现了对视频中的微表情进行有无以及正负判断的目标；Wu等（2011）以gabor小波为特征提取方法，以GentleSVM为分类器，实现了一个对视频中的六种微表情进行自动识别的微表情识别算法；Wang，Chen，Yan，Chen，和Fu（2014）提出了一种张量子空间辨别分析（discriminant tensor subspace analysis）的降维方法，通过将之与ELM（extreme learning machine）相结合，提出了一种对已分割好的视频中的微表情进行识别的方法。

除了大量的面部表情自动识别研究外，一些研究者也开始研究姿态表情的自动识别（Bernhardt & Robinson，2007；Gunes et al.，2012），Janssen等（2008）使用人工神经网络并利用了动力学（kinetic）和运动学参数分析了两个实验中被试的步态（gait）。第一个实验试图从被试的步态中分析其情绪状态（高兴、悲伤、愤怒、平静）；第二个实验则分析听不同类型的音乐（振奋的、恬静的，无音乐做对照）对行走中的步态的影响。结果发现不依赖主试的主观评定，计算机通过分析步态特征对情绪状态的识别可以达到几乎100%的正确率。

对语调表情的自动识别也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通常语调表情的识别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训练阶段，通过对数字化的语调表情进行特征抽取，根据特征向量进行建模并形成情绪类型数据库；第二部分是识别阶段，对待识别的语调表情进行特征抽取，将抽取的特征向量与训练阶段形成的数据库进行比较，求得两者的相似性分数，再根据这一分数进行判断（陈育得，2008）。

计算机自动表情识别可以在人机交互、公共安全、司法、移动互联网和娱乐等领域得到大量应用，但要想真正将自动面孔表情识别方法实用化，其算法一定要能够处理诸如头部运动、局部遮挡、复杂光照等带给面部图像的影响。在自动表情识别领域，实现一个与人无关、与观察角度无关的鲁棒的自动表情识别系统依然是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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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机器学习的知识可参加在线免费课程“机器学习”，网址：http：//www.courera.org/learn/machine-learning.


4.3 表情识别的影响因素

4.3.1 个体因素

年龄对表情识别的影响

表情是情绪状态的外部表现，特定的情绪对应特定的表情，对表情的识别，似乎不应存在不同年龄对同一个表情有不同的识别的情况。然而，研究发现，儿童对面部表情的理解和识别能力非常低，但这种理解和识别能力在成长的过程中会不断提高。在个体发展早期，儿童把表情仅分成两类（感觉好，感觉坏），随着年龄的增加，儿童逐步发展出分辨不同表情的能力，直到青少年期完全获得识别各种表情的能力。儿童对表情（主要指面部表情）的识别，通常并不依赖表情本身，而是通过对情绪发生的前因（antecedents）与后果（consequences）的理解来达到对表情的识别（Widen，2013）。

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在退化，同样，对表情识别的众多研究发现，老龄化（aging）对表情识别也有着极大的影响，老年人的表情识别能力也在退化（Ruffman，Henry，Livingstone & Phillips，2008）。研究发现（Calder et al.，2003），与青年人相比，老年人较难识别恐惧和悲伤，但却更容易识别厌恶，在对愤怒、惊讶和高兴表情识别上没有差异。Williams等（2009）测试了1000个不同年龄被试（6—91岁）的表情识别能力，得到了一个倒U形的识别能力曲线，即：青年和中年被试的表情识别能力最好，儿童和老年被试的表情识别能力相对较低。具体到基本情绪识别，Williams等（2009）发现恐惧和愤怒的识别会受到年龄因素的较大影响，而对高兴表情的识别无明显的年龄差异，并且在做内隐测量时亦为这种模式。通常，老年人对负性表情的识别能力会衰退，而对正性情绪的识别能力则保持不变。虽然大体上表情的识别会受到年龄因素的影响，但对具体的基本表情的识别，不同的研究得到的结果却不尽一致。比如Suzuki，Hoshino，Shigemasu和Kawamura（2007）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对悲伤的识别能力降低，但对恐惧和愤怒的识别能力却没有变化。Keightley，Winocur，Burianova，Hongwanishkul和Grady（2006）研究发现老年人对恐惧和悲伤的识别能力受损，却对愤怒，厌恶，惊讶和高兴均保持了和年轻人相似的识别能力。

老年人较青年人除了在面部表情识别能力上有差距之外，在对听觉的语调表情，体态表情以及情绪词语等识别能力上均有衰退（Isaacowitz et al.，2007；Ruffman，Halberstadt & Murray，2009）。Ruffman等（2008）对面部表情、语调表情以及体态表情的识别做了一个元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以面部表情、语调表情还是体态表情的形式，愤怒和悲伤对老年人而言最难识别；老年人对于恐惧、惊讶与高兴的识别能力显著衰退，而对厌恶的识别能力却基本保持不变。

Walden和Field（1982）研究了3—5岁学龄前儿童的表情识别能力，发现儿童对面部表情的识别正确率可以到达75%左右，并且对高兴和悲伤识别得最好。Vicari，Reilly，Pasqualetti，Vizzotto和Caltagirone（2000）研究发现学龄前儿童对高兴、悲伤和惊讶能做出准确的识别，但对厌恶，愤怒以及恐惧的识别却存在困难；5岁到8岁左右的儿童已经发展出了必要的表情识别能力，在8岁以后到13岁这个年龄段的儿童的表情识别能力并无年龄差别。Kolb，Wilson和Taylor（1992）研究发现6—15岁年龄段的儿童都能很好地识别高兴表情，但直到14岁左右，儿童才能准确地识别厌恶、悲伤、惊讶。在14—15岁年龄段，儿童的表情识别能力已达到成年人的水平。

性别对表情识别的影响

研究表明，通常女性对表情的识别能力要好于男性（Wester，Vogel，Pressly & Heesacker，2002）。Hampson，Van Anders和Mullin（2006）让不同性别的被试识别计算机呈现的面部表情图片，同时考察其识别速度和准确性，结果发现，对所有表情，女性被试的识别速度和准确性指标都好于男性，并且，对负性情绪，女性的识别能力更加高于男性。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性别和年龄因素上存在交互作用，对于恐惧和悲伤表情的识别，老年女性相比老年男性对这两种表情识别的优势更加明显；而对于愤怒表情的识别，年轻男性却比年轻女性的识别能力要好（Williams et al.，2009）。

表情识别能力存在性别差异的结论得到了众多研究结果的支持，但产生表情识别性别优势的原因（基础）是什么却存在着争议。McClure（2000）比较全面地分析比较了表情识别女性优势的两种原因：社会建构和生理因素。通过对婴儿期、儿童期和青少年期的面部表情识别的性别差异进行元分析（meta-analysis）后，McClure发现在不同的发展时期，都存在面部表情识别的女性优势，而且年龄越小，这种性别优势的效应量（effect size）越大。这就意味着，表情识别的女性优势源于两性之间先天的神经生理差异，而非后天社会因素导致的，而且这种先天的神经生理差异在婴儿期即已有所表现，社会因素可能在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强化的作用（如女性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习得了如何更好地观察他人情绪线索）。

一些研究者对不同性别被试在进行表情识别时，大脑加工区域是否存在差异进行了研究。Thomas等（2001）采用fMRI技术研究了被试识别恐惧表情和中性表情的脑区激活，并分析了不同性别被试脑区激活的差异。他们发现，在多次观看恐惧面孔后，儿童被试中男孩的杏仁核激活程度降低了，但女孩的杏仁核激活程度并无变化。Killgore和Yurgelun Todd（2001）考察了被试识别高兴和恐惧表情面孔的脑区激活，结果发现男性被试的杏仁核激活具有不对称性，即，男性被试的左杏仁核在识别恐惧表情面孔时激活区域更大而右杏仁核在识别高兴表情面孔时激活区域更大。但女性被试在识别表情面孔时的杏仁核激活却没有这种不对称性。Lee，Liu，Chan，Fang和Gao（2004）的研究表明，男性识别表情时特定的大脑区域负责特定的表情类型，而女性对表情的识别大脑加工具有弥散性，女性在识别表情时有更多的大脑区域参与。这些结果表明男女在识别表情时，所涉及的加工脑区是有差别的，这进一步支持了表情识别女性优势是源于生理因素的假说。

从进化的观点看，表情识别的女性优势可以用所谓的主要照看者假说（primary caretaker hypothesis）来解释（Babchuk，Hames & Thompson，1985；Hampson et al.，2006）。根据该假说，女性作为后代的主要照看者，需要对婴儿的表情更加敏感，为了婴儿的生存，女性必须迅速而准确的识别其婴儿的需要，因为婴儿的需要在语言尚未发展起来的时候无法通过言语来表达，因而只能通过表情。因此要求作为主要照看者的女性必须迅速准确地识别婴儿的非言语表情信息。那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女性的后代生存繁衍了下来，而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女性的后代在进化过程中就慢慢被淘汰。Babchuk等（1985）的研究发现女性对婴儿的表情识别的准确率确实更高。

其他个体因素对表情识别的影响

负责表情识别的脑区存在着相似性（Kolb et al.，1992），这意味着表情识别的跨文化一致性具备生物学基础。但研究发现，表情的识别会受到个体经验的影响。Pollak和Sinha（2002）通过融合（morph）恐惧和愤怒面孔（比如各占一半），发现受到过虐待和体罚的儿童更可能把这些表情识别为愤怒，而且他们也能够更好的识别愤怒。受过体罚和虐待的儿童之所以对愤怒表情敏感，可能是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他们快速觉察出看护人（如父母）的敌意并为随后的结果做好准备（如准备挨打）。

O'Sullivan和Ekman（2004）发现，那些有着不寻常家庭成长经历（如受虐待，家庭成员有酗酒者）的个体觉察表情的能力很强（也能很好的觉察欺骗）。失语症患者也被发现能够很好地识别表情（Etcoff，Ekman，Magee & Frank，2000），原因是他们不得不通过觉察非言语线索来补偿其受损的语言功能，从而使其觉察非言语线索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Smith和Walden（1998）研究发现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非裔美国家庭儿童比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儿童具有更准确地识别恐惧表情的能力。这些结果表明，对某种表情的丰富经验能够增加儿童正确识别对应表情的能力。

共情能力对表情识别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共情（empathy）是指设身处地站在他人的角度理解他人状态的能力（Chlopan，Mccain，Carbonell & Hagen，1985）。共情能力对表情识别具有重要意义，通常人们在识别某种表情时脸上会产生对应的表情活动（Hennenlotter等，2005）。甚至当所要识别的表情在意识阈限以下时，仍可见面部肌肉的反应（Dimberg，Thunberg & Elmehed，2000）。

另外，表情的识别需要言语的参与（比如说出某种表情相应的名称）。因此，人们必须具备合适的情绪词汇，研究发现情绪词汇水平会影响到对表情的识别（Herba & Phillips，2004）。

对语调表情的识别而言，跟面部表情识别一样，其识别正确率受到任务类型的影响，通常迫选（forced-choice）任务的识别正确率要高于自由（free-choice）选择任务（Johnson，Emde，Scherer & Klinnert，1986），Scherer，Banse，Wallbott和Goldbeck（1991）发现不同的被试对语调表情的识别有不同的影响，大学生和社区招募的志愿者在正确率和错误模式上均有差异。另外，语调表情刺激的持续时间对其识别也有极大的影响（Bachorowski & Owren，2008）。


4.3.2 环境因素

文化因素对表情识别的影响

达尔文把动物和人的情绪进行了分类，并进行了跨文化的比较，来考察表情是具有跨文化一致性还是具有文化相对性（即不同文化的表情的产生和识别有差异），结果发现不同文化下情绪的产生和识别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比如悲伤表情，不同文化下的人们产生的悲伤表情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种一致性还可以从天生的盲人身上得到体现，天生的盲人无法通过视觉的学习或模仿某种表情，但对像悲伤这样的表情，天生盲人产生的悲伤表情跟正常视力的人们产生的悲伤表情同样具有高度的相似（如下图4.3）。表明类似厌恶这样的基本表情较大程度上是由生理因素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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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盲人运动员（左图）与正常视力的运动员（右图）在一场比赛失败后的悲伤表情具有高度相似性（来源：网络）

芬兰阿尔托大学计算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系的Lauri Nummenmaa等人（Nummenmaa，Glerean，Hari & Hietanen，2014）发现，不同的情绪对应不同的身体激活状态。他们让被试（n=701）观看情绪词、情绪诱发短文、情绪诱发短片以及情绪面孔，然后要求被试在计算机屏幕上呈现的人体轮廓图中标出自己主观感觉到的对应的身体激活“增加”和“减少”的部位。结果表明，对于不同的基本情绪，通过这种主观报告所描绘出来的身体热量分布图也不同，且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即在他们的研究中，芬兰，瑞士，台湾被试所描绘出来的同一种情绪的身体热图具有一致性）。因此，表情的跨文化一致性的观点得到了相当多的支持证据以及众多的研究者的拥趸。

自达尔文对面部表情的研究开始，研究者们认为面部表情存在一些基本的类型，即基本情绪观。但到了20世纪初，一些学者开始改变看法，认为面部表情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普遍的，而是在极大程度上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即“文化相对论”（culture-relativistic）。到了20世纪60年代，表情普遍性（universal）的观点又开始流行，并得到了一些跨文化研究的支持，但20世纪末以来，一些学者又开始怀疑表情普遍性的观点（Wallbott，1998）。

持表情普遍性观点的学者认为，不同文化下的人们对面部表情贴标签（label）的方式具有一致性，不同文化下的人们表达同样的情绪会用同样的表情，但他们也承认特定文化下的情绪表露规则（display rules）可以相应地控制表情。不同的文化会有不同的表情表露规则。比如，日本文化提倡压制对地位比自己高的人的愤怒和厌恶（Ekman & Friesen，1971）。而在北美，男孩被要求不表现悲伤，而女孩被要求压制愤怒（Ekman，1992b）。

持表情普遍性观点的Ekman（1994）曾提出一个神经文化理论（neuro-cultural theory），认为某些基本情绪具有特异的生理模式，并会产生特定的表情，且这些表情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但是，通过社会学习（如表露规则的学习），最终的表情可以被修饰（modifed）、夸大（exacerbated）、压抑（suppressed）、掩饰（masked）。

在有些公共场合社会规则要求不能表露某些情绪，比如送葬的场合就不能笑。同时有些表情也不适合当面表露，比如对他人的厌恶。而且有些文化也鼓励不要轻易流露表情（“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就意味着，表情的产生和识别会有文化差异。虽然达尔文认为，情绪即便到现在对人仍然是有用的（“表情本身，或者情绪语言，当然对人类的福祉而言十分重要”，原文为：expression in itself，or the language of the emotions，is certainly of importance for the welfare of mankind）。但当代的一些情绪心理学研究者对情绪是否仍具有其进化上的重要作用（生存适应）持怀疑态度。这些研究者认为，情绪（表情）的作用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根本上已经不具有原来的功能（比如现代人如果再愤怒地露出牙齿，就已经失去了警告或威胁对方的功能，因为在现代人与人的争斗中不太会有“咬一口”这种动作的出现，牙齿也不再体现攻击能力）。现代社会情境下，表情更多的充当了社会信息交流的产物。这会导致我们对表情的识别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因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社会信息交流有着较大的文化差异。

情绪究竟是如达尔文所认为的具有跨文化一致性，还是说是一种具有文化相对性的构想（construction）呢？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主义认为情绪具有文化相对性，一种可能是：不同文化环境下的人们可能会以所处文化下的某些特定模范人物作为模仿对象。并且，某些情绪可能会被特定的社会文化所强化，这种看法跟情绪的生物决定论的观点截然相反。情绪的文化相对性也有一定的依据，比如，在一些社会文化情境中可以表达的表情在另一些文化下却并不合适。像成年男性伤心地哭在东方文化下是不合适的，如“男儿流血不流泪”。

要完全区分表情的生理因素和文化因素较为困难，因为两者对表情的识别应该都有重要作用。从已有研究证据看，少数几种表情（如基本表情）应该具有跨文化甚至是跨种群的一致性（如人与猩猩均有喜怒）。但表情的诱发刺激却显然具有文化的特定性，比如一些幽默或笑话在西方人可能觉得特别逗笑，但换到东方文化下可能就未必。反之亦然。笔者曾听过一个香港学者讲述概念的有关研究，其中提到了“鸟专家”这一词汇，结果内地的学生都在偷笑，但香港学者却莫名其妙。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背景下，“鸟专家”的说法可以引起不同的理解。

如果把表情的两种对立的观点（跨文化一致性，以Ekman为代表，如Ekman，1994；文化相对性，以Barrett为代表，如Barrett，2006；Gendron，Roberson，Van Der Vyver & Barrett，2014.）作为一个连续体的两端，对表情是否具有跨文化一致性的最恰当的看法也许是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的某个位置。我们可以比较放心地假设，在进化过程中我们的大脑会进化出一些普遍的结构，这些普遍结构会负责加工处理我们所谓的基本情绪（Panksepp，1994）。同时，似乎也存在一些事物会诱发完全相似的反应，比如看到蛇会诱发恐惧，对大的朝向自己移动的物体感动恐惧，对跌落感到恐惧。而且这些表情的诱发物在儿童发展的早期即可观察到（比如挫折诱发的愤怒）。当然也不能排除具有文化特异性的表情诱发物，不同文化下不同个体的表情跟亲密程度与强化有着密切联系（Cacioppo & Gardner，1999）。不同的文化情境也具有不同的文化规范（Norms）。同样的生理因素导致的表情会受到文化规范的影响。比如日本人和美国人在相同生理因素的作用下，都能表现出相似的表情，但日本人在独处和有他人在场时同样的表情却有不一样的表现，在有他人在场时他们会压抑自己的表情（Cacioppo，Berntson & Klein，1992）。这很好地阐释了表情的文化相对性。

情境（context）对表情识别的影响

在对表情进行识别研究时，研究者通常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即表情主要是由体现在面孔上的特定面部动作组合来表现的，因此，表情识别研究大多数关注面部表情的识别，即所谓的面孔聚焦范式（face-focused paradigm）。这一范式认为人为摆出的、静态的面部肌肉组合提供了足够的可供识别的情绪信息，并能把这种范式下得到的研究结果外推到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表情识别。但表情总是出现在一定的背景情境中，孤立的表情是没有的。研究表明，情境会对表情的识别产生影响（Gendron，Mesquita和Barrett，2013）。场景（scenes），语音（voices），身体（bodies），其他的面孔（other faces），文化取向（cultrual orientation），以及词语（words）等情境因素均会影响对面部表情的识别（Barrett，Mesquita和Gendron，2011）。如下图4.4所示，身体姿势会对表情的识别产生影响（同一表情合成到不同身体姿势上，会导致对该表情有不同的分类）。

[image: ]


图4.4 同一表情合成到不同身体姿势（来源：网络）

我们对表情的识别应该综合考虑各种情境因素。人们在识别愤怒背景下的厌恶面部表情时，其识别准确性从87%降到了13%（Aviezer et al.，2008）。语调表情的识别亦受到情境的影响，在一个热闹的聚会上听到尖叫可能会认为表达了正性的情绪，然而在一个漆黑无人的夜晚街道上听到尖叫，反射性的就会识别为负性情绪（如恐惧）。

值得一提的是语言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情境（Gendron et al.，2013）。情绪知觉一定程度上是建构的，语言对情绪的识别具有重要作用，语言起一个粘合剂（glue）的作用（即把相似的情绪现象归为同一类）。研究发现，对表情的识别，跟是否提供表情标签（各个表情的名称）有关，当不给被试提供表情的标签，被试对表情的识别正确率就显著的下降（Barrett，Lindquist & Gendron，2007）。这提示语言提供的概念框架对面部表情识别有一定的影响。从知觉的假设检验的过程来看（王甦和汪安圣，1992，P.24），语言影响表情识别的原因可能是语言影响了对表情刺激进行分类的某个加工阶段，在这个阶段与所识别的表情有关的记忆信息（概念）被提取出来并与此表情形成的知觉印象（知觉）进行比较与匹配，语言信息可以帮助排除其他相似结构特征的竞争（比如识别一个悲伤的表情，其面孔特征结构与厌恶表情的面孔结构特征具有一定相似性，因此在把一个悲伤表情分类为悲伤时，厌恶表情的假设就会与悲伤表情的假设进行竞争，而语言信息有助于排除一些其他的假设的竞争。还有一种可能的原因是语言的概念信息会动态地重构面孔知觉信息。一方面语言概念信息决定哪些信息可以被抽取出来（信息取样）进入到下一步加工；另一方面，语言概念信息可以启动与识别表情相关的身体感觉，而这个过程会影响到所进入的感觉信息（待加工的表情的特征信息）的加工。


4.3.3 刺激因素

呈现时间对表情识别的影响

表情的不同呈现时间对表情的识别正确率有不同的影响，研究发现（Shen，Wu & Fu，2012）呈现时间200ms以下的表情的识别正确率随呈现时间的增长而增加，但200ms以上的表情的识别正确率不再随呈现时间的增加而发生变化。类似的，Calvo和Lundqvist（2008）发现，250ms呈现时长的表情的识别正确率和500ms呈现时长条件以及自由浏览（free time）条件下的识别正确率均无显著差异。表情识别的反应时指标上，呈现时间200ms以下的表情的识别反应时和200ms以上的表情识别反应时有差异。脑电指标上，200ms以下的表情对应的脑电成分（N400）和200ms以上的表情对应的脑电成分清晰的分为了两组。血氧浓度变化指标上，长时程的表情（600ms）导致的血氧浓度变化较明显的不同于短时程的表情导致的血氧浓度变化（申寻兵，2012）。

从记忆的角度可以解释呈现时间不同的表情的识别差异。呈现时间对记忆造成的影响不一样，人们对以1秒一个速率出现的客体的记忆跟长时客体的记忆没有差异，但1秒内若出现三个或以上（即呈现时间300ms以下）的客体相应的记忆却相当差，基本上只能记住一半的客体（Potter，2012）。因此持续时间短暂的表情，其相应信息的记忆会较差，从而导致其识别较为困难。但对呈现时间较长的表情的记忆可以不受影响（有充分时间进行加工），从而可以得到较好的识别。

当表情呈现时间特别短以至于处于人们的意识阈限以下时（即没有意识到表情的出现），人们仍然可以对阈下表情进行加工。即表情的识别在无意识的条件下也可以发生。Winkielman，Berridge和Wilbarger（2005）等发现，给被试呈现16ms时长的高兴、愤怒和中性表情，然后呈现400ms的中性表情掩蔽，接着要求被试倒某种饮料，并喝掉一些，然后对饮料进行主观评价。结果发现，不同的阈下表情图片对被试倾倒饮料的量、喝掉的量均有不同的影响（跟实验前的生理性口渴水平存在交互作用），因为如果阈下表情没有得到识别，那么就不会出现对倾倒、喝掉饮料的量产生影响。这一结果与Dimberg等（2000）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些结果表明表情的识别可以在无意识的条件下发生。这一结论进步得到了盲视病人的研究结果的支持（存在所谓情感盲视（affective blindsight），参见Tamietto et al.，2009；Tamietto & De Gelder，2008）。

表情的呈现时间和识别者的个性特点共同影响对表情的识别。Ambady，Hallahan和Rosenthal（1995）给被试看一个时长2s的视频，视频内容为一个显得不安的女性的面部特写。然后研究者要求被试判断视频里的那位女士的情形是在批评某人迟到了还是在谈论她自己的离婚。结果发现，性格类型为内向的人对他人情绪的识别与理解要好于外向型的人。而外向型的人的表情都写在脸上，容易被他人所识别。

姿态表情对面部表情识别的影响

不言而喻，面孔总是跟整个身体一起出现的，但在表情识别的实验当中，通常都是把情绪面孔刺激单独呈现给被试。这促使研究者们思考，身体姿态对表情识别具有何种影响？如前所述，情绪的外在表现之一为姿态表情，身体姿态也可以传递情绪状态信息。Meeren，Van Heijnsbergen和De Gelder（2005）发现对面部表情的判断受到姿态表情的极大影响。他们将恐惧和愤怒的面部表情和姿态表情进行面部-身体的组合，从而使不同部位传递的情绪信息出现一致和冲突两种情形。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对面部表情的识别正确性受到姿态表情的影响，并且更多的偏向以姿态表情的类型作为判断面部表情的类型的依据。

姿态表情对面部表情识别的影响在情绪激烈是体现得更为突出。Aviezer，Trope和Todorov（2012）等人的研究发现，人们在识别强烈的表情时，通过识别体态表情判断他人的情绪状态比通过识别面部表情判断他人情绪状态更有效。姿态表情联合面部表情的识别有助于对模糊情境情绪色彩的正确判断，比如惊讶的面部表情可以被识别为正性的，如惊喜，也可以被识别为负性的，如惊恐，但综合考虑姿态表情则可以消除这种模糊性。


4.3.4 疾病

表情识别和大脑有着密切关系，大脑的损伤对表情识别会造成影响。把猴子的双侧杏仁核切除后，那些在平常会使它们变得情绪波动的刺激对它们不再起作用。比如原来使它们恐惧的刺激（巨大的声响、蛇等）已经不再使它们害怕（Brown & Schäfer，1888）。这使研究者们很早即认识到，大脑的某些部位的损伤，会导致表情识别的障碍。

当前对大脑与表情识别的关系存在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右半球负责所有情绪信息的加工（Bowers，Bauer & Heilman，1993）；第二种观点认为左半球负责加工正性表情或趋近刺激而右半球负责加工负性表情或回避刺激（效价理论，参见Davidson（1992）；Silberman & Weingartner，1986）；第三种观点认为不同的脑区负责加工不同的基本表情。因此，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对脑损伤影响表情识别的分析重点上各有不同。

在基本情绪理论的框架下，众多研究发现不同的脑区分别负责不同基本表情的加工。研究发现（Adolphs et al.，2005；Adolphs，Tranel，Damasio & Damasio，1995；Davis，1992），双侧杏仁核损伤使得对恐惧表情识别能力受损，左侧杏仁核损伤则导致愤怒和惊讶表情识别能力下降，右侧杏仁核损伤对表情识别能力没有显著影响。脑岛（insula）的受损会损伤厌恶表情识别能力（Gasquoine，2014），而基底神经节的损伤也会导致厌恶识别能力受损（Calder，Keane，Manes，Antoun & Young，2000）。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的损伤会导致愤怒表情的识别能力受损（Calder，Keane，Lawrence & Manes，2004）。

众多心理疾病伴随着情绪方面的障碍（Kring，2008）。精神分裂症病人对表情的识别存在障碍，与正常人相比，他们不能很好地理解他人面部表情所反映出来的情绪意义。Sachs，Steger-Wuchse，Kryspin-Exner，Gur和Katschnig（2004）的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对所有类型的表情识别能力都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研究（Martin，Baudouin，Tiberghien & Franck，2005）发现，精神分裂症病人在识别负性表情时存在一定的障碍，不容易感知与识别他人负性表情（如愤怒，但精神分裂症病人对正性表情的知觉加工却没有损伤）。Bediou等（2005）的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病人识别正性表情的得分与正常被试没无差异，但识别负性情绪尤其是较强烈负性情绪时其得分显著低于正常被试；另外，他们还发现精神分裂症病人存在把中性表情（无表情）识别为表情的倾向，且总是错误地将其判断为正性或负性。Leppänen等（2006）对缓解期的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发现。

Tsoi等（2008）的研究结果却跟前述精神分裂症病人表情识别结果不一致，他们应用信号检测论来确定表情识别的能力和反应判断标准，结果发现精神分裂症病人对于恐惧，悲伤等负性情绪的识别能力却高于正常被试，而对于正性情绪，如高兴，其识别能力反而比正常被试低。另外，他们发现精神分裂症病人对负性表情的判断标准低于正常被试，对于正性表情的识别判断标准高于正常被试，精神分裂症病人存在对正性表情的特异性的损伤，不容易识别出他人的正性情绪，更容易把他人的面部情绪理解为负性情绪。这种不一致的结果有待进一步探索，但是大量的研究还是表明精神分裂症病人在表情识别能力上普遍的低于正常人（Morris，Weickert & Loughland，2009；Paquin，Wilson，Cellard，Lecomte & Potvin，2014）。

自闭症谱系的病人（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对表情存在识别困难，在自闭症的诊断标准中，对表情的识别障碍是一个重要方面（APA，2013）。一些研究（严淑琼，2008）发现自闭症儿童从面部表情、语音表情及在两种形式的配对刺激中识别基本情绪存在困难。一项研究（Harms，Martin & Wallace，2010）表明自闭症病人对负性情绪更难识别。但自闭症病人究竟对哪些表情最难识别尚无定论，Bormann-Kischkel，Vilsmeier和Baude（1995）发现惊讶、恐惧和愤怒对自闭症病人而言最难识别；而Boraston，Blakemore，Chilvers和Skuse（2007）发现自闭症病人最难识别悲伤；Humphreys，Minshew，Leonard和Behrmann（2007）发现恐惧对自闭症病人而言最难识别。

对自闭症病人表情识别的研究采用动态表情却发现了不一致的结果，Gepner，Deruelle和Grynfeltt（2001）发现自闭症病人对动态的面部表情的识别成绩与正常对照组没有差别，而Tardif，Lainé，Rodriguez和Gepner（2007）将动态表情的速度变慢，发现自闭症病人的表情识别成绩反而高于对照组。自闭症病人表情识别的这些不一致结果，也有待进一步探索。


4.4 表情识别的应用

表情识别可以在多个领域得到应用。例如，在临床治疗领域，医生可以通过识别患者（尤其是存在沟通障碍的患者，如儿童，聋哑人等）的表情来诊断病情（如疼痛程度）；在司法领域，执法人员可通过表情识别来分析判断嫌疑人是否在撒谎；在工业领域，表情识别可以做到更好的人机交互，如可实现对驾驶员当前情绪状态的评估（通过计算机），若出现疲劳驾驶等情况，实现自动提醒；在经济领域，表情识别可应用到广告设计、消费心理分析等方面。


4.4.1 在临床治疗中的应用

从治疗者的角度，准确地识别病人的表情，可以帮助建立良好的治疗关系，而好的治疗关系对治疗结果具有重要的影响（Ackerman，2001；Norcross & Hill，2002）；治疗过程中，通过识别不同的表情来了解哪些是跟情境适应的情绪经验，哪些是不合适的情绪经验（如对普通物体有恐惧表情），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干预，治疗者通过来识别病人主要的情绪体验及与之相伴随的其他情绪体验，把病人的注意力转移到对其他伴随情绪体验到感受上来，是帮助病人改变情绪状态的一种重要方法（Greenberg，2002）。另外，对病人表情的识别，也有助于判断病人是否在装病（如假装疼痛，Craig，Hyde & Patrick，1991）。

从患者的角度，要改变自己不适应的情绪状态首先需要对自身的情绪状态有一个觉知，这可以通过表情识别来完成。如前所述的精神分裂症病人、自闭症病人在表情识别上存在障碍，众多研究发现可以通过表情识别训练提高患者的共情（empathy）能力，从而促进其社会功能，为这些病人的康复提供帮助（Russell，Chu & Phillips，2006；Russo-Ponsaran，Evans-Smith，Johnson & Mckown，2014；Silver，Goodman，Knoll & Isakov，2004；Wölwer et al.，2005）。


4.4.2 在国家安全中的应用

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乘客经过地铁站、火车站、机场的安检口，或通过边防站出入国境。未来保障国家安全，各个国家都迫切需要行之有效的安全检查，安检口常规的检查是查看有无携带违禁品，而忽略了犯罪的主体——人。安检人员需要辨识出乘客里哪些人可能具有高风险性或有不良意图以提前预防犯罪。在当今全球政治格局动荡不安、恐怖活动频发的严峻形势下，寻找一种有效的人员筛查方法显得格外重要。人要实施犯罪，必须隐瞒其犯罪迹象，即需要欺骗，因此，对人员进行安全筛查可以从寻找欺骗（deception或lie）线索入手。欺骗线索有行为线索、认知线索、生理线索等（Depaulo et al.，2003；Frank et al.，2009；Vrij & Granhag，2012），行为线索的获得只需要在安检口对乘客进行观察（包括摄像头获取），简单易行，可以大批量地实施。行为线索中，表情包括面部表情和姿态表情可以直接观察获得。表情识别（包括微表情识别和姿态表情识别）可以帮助人们寻找欺骗线索（梁静等，2013；吴奇等，2010）。

微表情与欺骗的关系密切（Ekman，2009a），识别微表情可以成为欺骗检测的一个有效线索和辅助手段（Vrij，Granhag & Porter，2010），Frank等（2009）研究发现通过识别微表情来进行欺骗检测，可以达到70%的准确率。并且，美国的交通安全部已经将微表情识别的技术与方法应用于国家安全（Shen et al.，2012；Weinberger，2010），在美国已有176个机场应用基于微表情的技术进行欺骗检测，截至2012年，累计投入了8.78亿美元（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数据，数据来源：http：//www.oig.dhs.gov/assets/Mgmt/2013/OIG_13-91_May13.pdf）。

Meservy，Jensen，Kruse Burgoon，和Nunamaker Jr（2008）试图从姿态表情中提取区分欺骗（有罪）与真实（无辜）的线索以在反恐实践中进行应用，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两类（欺骗与真实）迫选的正确率能够达到71%，显著高于随机水平。


4.4.3 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在司法实践中，嫌疑人的口供是否真实（是否存在欺骗）是司法人员关心的问题，测谎技术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大量的应用。研究者们一直试图寻找身体最诚实的部分来检测嫌疑人是否有欺骗行为。表情中的姿态表情、语调表情以及（面部）微表情通常难以被有意地控制，因此能够真实反映嫌疑人的内心情绪状态而得到了众多研究。

Runeson和Frykholm（1983）给姿态表情与欺骗的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经典范式，他们让被试观看一个演员提不同重量的盒子，然后要求被试判断演员是否在盒子的重量上试图欺骗他们（如本来很轻，但装出很重的样子）。结果发现被试判断的正确率显著高于随机水平。

欺骗者对欺骗对象会感到内疚，特别是欺骗那些信任自己的人，Ekman（2009b）指出虽然内疚的线索并不明显，但相应的会有悲伤的线索，表现为语调表情伴随较低的音高，声音会舒缓而轻柔，同时眼神会向下。同时，欺骗他人也未必全是负性的情绪体验，还可能有愚弄他人的快感（duping delight），这种快感在语调表情上会表现为更高的音高、更快的语速、更响亮的声音。另外，欺骗者相对说真话者通常其话语的音高更高，姿态表情上会显得更紧张和受限制（tense and inhibited，Depaulo et al.，2003）。

在面部表情上，欺骗者通常比说真话者显著的少一些真正的笑。另外，欺骗者可能会出现微表情，微表情是一种持续时间很短的表情，可以反映真实的内心情绪状态（吴奇等，2010）。如果审讯时犯人有快速的恐惧、轻蔑、紧张等表情（出现微表情），那么提醒审讯者需要进一步调查。Mann，Vrij和Bull（2002）用嫌犯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视频作为研究材料，其中一个嫌犯在视频中声称女友失踪而最终证明是他杀害了女友。Vrij和Mann对该嫌疑人的采访视频进行分析后，发现了一个短暂的微笑！这虽然不能证明他在撒谎，但使此人值得怀疑。但关于微表情在欺骗检测中的作用及机制的相关研究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有研究发现识别另一种幅度较低而不完整的表情——弱表情（subtle expression）跟欺骗检测能力更加关系密切（Warren，Schertler & Bull，2009）。

Ekman和O'sullivan（1991）曾经比较了美国执法人员（包括秘密服务人员，中央情报局特工，联邦调查局特工，国家安全局特工，联邦缉毒署特工，加州警察和法官）和精神科医师、大学生、成人的欺骗检测能力，发现只有秘密服务人员的成绩显著高于其他职业群体，秘密服务人员之所以能够有较好的成绩是因为他们更多地采用了非言语的线索，包括识别表情。


4.4.4 在经济生活中的应用

人们的情感状态会影响到消费决策（Rick & Loewenstein，2008），广告也试图影响人们的消费决策，情感特征可以作为广告有效性的一个指标，特别是对那些说服性的广告（Richins，1997）。研究发现，人们会把品牌名称和对广告的情感联系在一起储存在记忆中（Wiles & Cornwell，1991），因此，可以通过识别观众的表情对广告有效性进行评估（Desmet，Hekkert和Jacobs，2000）。Frosch，Krueger，Hornik，Cronholm & Barg（2007）的研究发现，95%的药品广告采用了情感诉求（emotional app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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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对面部表情的自动分析

当前一些软件可以通过普通摄像头加上识别代码即可分析测量人们实时的情绪状态变化，如观看电视广告时的表情（如图4.5所示，相应软件可以分析观众的表情类型，详情况也参阅Picard，1999）。通过识别观众的表情，可以分析得到对所观看内容的态度，得出观众最喜欢看的内容是什么样的。英国BBC广播公司已经开始分析观众对自己节目的情感状态，以决定哪些节目受观众欢迎（参见http：//news.techworld.com/sme/3525285/bbc-worldwide-to-trial-crowdemotions-facial-recognition-software/）。

对群体的大规模的表情识别还可以帮助进行舆情分析，了解公众对特定事件的情绪反应，以及时进行引导（段建勇，程利伟，张梅和高振安，2013）。情绪感染（emotional contagion）是社会心理学关注一个重要问题，Kramer，Guillory和Hancock（2014）利用网络社交网站脸书（Facebook）作为研究平台，操纵了用户在其新闻推送内容中接触不同情绪（正性或负性）的程度，发现较少获得负面内容的用户较少可能去写一些负面的信息，反之亦然。表明用户的情绪受到他人表达的情绪的影响。

如前所述，表情识别可以作为欺骗检测线索，一些大规模互联网金融公司在开展小微企业放贷业务时，因为业务量较大，无法一一实地考察放贷对象，那么可以在对放贷对象进行网络面谈时，分析其面谈代表的表情来评估其可靠性（有无欺骗）。


4.4.5 在工业设计中的应用

人工智能领域中拟人化机器人已经开始走进人们的生活，拟人化机器人可以具备识别表情的能力（Turkle，2006）。机器人具备表情识别能力，可以更好地进行人机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如可以在机器教学中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制造具备表情识别能力的情感机器人可以反过来促进对情绪本质的理解，情感机器人可以成为很好的实验平台（Arbib & Fellous，2004；Fellous & Arbib，2005）。在情感计算领域（Picard，1999，2003），使计算机具备识别表情的能力、智能地对人类表情进行识别并作出相应反应是重要的目标（其他能力包括表达表情、调整人类情绪等）。让机器（计算机）具备表情识别能力是可行的，Picard等让计算机对八种表情进行识别，发现正确率可以达到81%，远高于12.5%的几率水平（Picard，2003）。而当前也出现了类似的机器人，如Kismet（Breazeal & Brooks，2005）

在产品设计中，当产品的用途可以得到满足时，产品带给人们的情绪体验极大地影响产品的畅销度，当前的产品设计开始把人们的情感需求作为设计时的首要考虑因素（Van Gorp & Adams，2012）。人们在使用产品时，会有各种情绪体验，因此设计师需要理解和考虑产品给用户带来的情绪体验，在产品中包含激起情绪的元素，比如汽车的安全带在没有插入插扣中时会以激发负性情感的声音促使人们去消除从而达到系上安全带的目的。

网络聊天软件（如QQ）、电子邮件、网络论坛等平台，通常都会内置很多表情符号，因为在纯文字的信息交流中，无法识别交流对象的情绪状态，而通过识别这些符号化的表情可以帮助我们对信息进行解释，避免误解（Van Veenen，2010）。


4.5 结语：表情识别相关理论与展望

对表情识别，很多研究者关心表情刺激的识别是否和非表情刺激的识别具有同样的机制（Duncan & Barrett，2007；Lazurus，1984；Pessoa，2008；Zajonc，1980）。如果“情”（emotion）和“理”（cognition）是分离的心理过程，即两者具有不同的加工机制，那么对知觉与分类的认知机制的研究将无助于对表情识别的理解；但若表情刺激只是刺激物的一种，和中性刺激一样遵循同样的机制的话，研究者们则可以从中性刺激物的识别机制来理解表情识别，而对中性刺激的识别则已有众多研究（Moors，2007）。

关于表情（或情绪）识别，存在三个主要的取向和四个主要的理论。表情识别的一个研究取向是行为取向，即研究影响表情识别的行为因素，包括表情面孔的熟悉度、早期受虐待经历等对识别表情的影响；另一个取向是生物取向，即通过EEG、fMRI、脑损毁等一系列手段，研究大脑负责表情识别的特定结构；第三个取向是认知取向，探索情境和社会因素对表情识别的影响，同时也关注面孔局部信息在表情识别加工中的相对重要性（Fox，2004）。表情识别的四个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基本情绪理论（Ekman，1992b），该理论认为某些类别的表情触发了事先定义好了的情感程序，该程序引起特定的反应模式，从而将表情刺激分类为某个具体的表情类型。该理论更多的强调表情识别的自下而上的加工，表情识别更多地由表情刺激本身决定；与之相对的一个比较灵活的识别模型是评价理论（Ellsworth & Scherer，2003），该理论认为表情的识别是一个基于图式评估（schema evaluation）或者模式匹配（pattern matching）的过程，表情的分类是个体根据其自身的需要、目标、价值观及幸福感（well-being）等对表情刺激进行评价得出的。该理论综合考虑了表情刺激与个体需要之间的交互，认为表情识别是一个既有自上而下加工又有自下而上加工的动态过程（Pessoa，2008）；而另一极具影响的理论为纬度理论（Russell，2003），该理论提出了一个非常普遍而经济高效的表情识别机制，即表情的识别分类是基于最简单的正负性（valence）两维以及激活（arousal）的程度；近些年表情识别的建构观得到了较多研究（Barrett，2006a；Barrett et al.，2007），表情识别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表情（情绪）的种类并非一个自然天生的实体，而是人为的概念。语言提供了概念类别，因此语言情境对表情的分类有很大的限制作用（限制了赋予表情刺激以何种意义）。该理论更多强调表情识别的自上而下加工（强调语言知识、文化社会等因素对表情识别的影等）。

在表情识别的神经机制上，Ledoux（1998）曾提出存在两个通路进行表情的识别加工，第一条通路是“低位路径”（low road），丘脑和杏仁核直接连接；另一条通路是“高位通路”（high road），表情信息在经过丘脑加工后投射到大脑皮层，进一步加工后再投射到杏仁核。第一条通路绕过了意识觉知，对表情信息是自动加工，而第二条通路对表情信息是精细的有意识加工。众多的脑区参与了表情的识别，包括额叶、颞叶，而且表情识别加工的脑区主要是右侧。

对表情识别的一个批评是实验当中需要识别的表情种类较少（Scherer et al.，2003），特别是按照基本情绪理论选择基本情绪作为实验材料通常只包含一个正性表情（高兴），这样可能会导致被试的心理加工是所谓的辨别（discrimination，在选择项中进行选择）而非识别（recognition，确实识别出来表情的种类）。

对表情进行识别的研究通常是在实验室中，安排一些被试被动地观看计算机屏幕呈现的情绪刺激（通常是一些孤立的表情刺激，如面部表情），然后记录其反应。而实际生活中的表情，远比实验室研究的情境要复杂，情绪的产生和识别离不开和他人的互动，表情也不仅仅是孤立的面部表情，面部表情和身体姿态表情是伴随产生的。因此，未来的表情识别研究应当综合利用面部表情和姿态表情，在社会交互的情境下进行（De Gelder & Hortensius，2014）。把表情识别的研究从对单一个体的研究扩展到对互动的双方或者小群体的研究，这样将使人们更好地理解群体情绪反应（比如恐慌，日本核泄漏，我国民众恐慌性抢盐）的机制。将表情识别研究放在群体中的框架下将成为未来表情识别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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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情绪的生理激活及其测量

在日常生活中，因社会情境、自身适应等使得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体验着自身情绪的变化，如获得赞美时我们感到喜悦、遇到挫折时我们感到悲伤。任何情绪体验都伴随着一系列的生理唤醒（也称之为生理激活），并且这种生理唤醒会反过来增强我们的情绪体验。这种生理唤醒包括外周自主神经系统的反应、大脑脑区的活动变化以及体内一些神经化学物质的改变。过去几十年探讨情绪生理机制的研究者一直关心我们体验到的所有情绪（悲伤、高兴、愤怒、惊讶、恐惧等）是否都伴随着相同的情绪生理唤醒还是每一种情绪会有自己特异性生理唤醒，也就是我们体验到的各种情绪产生的根源：情绪是由特异性的外周自主神经反应引起的还是由特定脑区活动决定的？抑或是其他因素与自主神经反应和大脑活动共同决定着我们所体验到的情绪？

许多情绪理论家强调了外周自主神经反应在情绪产生中的作用。如William James早在1884年就提出，情绪是由某些刺激引起的外周生理变化的结果而非生理变化的前提，情绪体验是个体对外周生理反应的知觉反馈，这种反应主要是指外周神经系统支配下的内脏和腺体的活动，不同的情绪伴随独特的生理变化（如，心率、血压等）模式和骨骼肌的运动变化。Malatesta等（1987）将情绪定义为“神经过程的特殊组合，引导特定的表达和相应特定的感觉”。据此，一些研究者试图通过多种实验手段找到人类基本情绪所对应的外周生理反应模式。以往研究也确实发现人类所体验到的不同情绪在皮肤、心率、血压、指温、心率变异性等生理指标上存在一定的差异（Collet et al.，1997；Ekman，Levenson & Friesen，1983；Kreibig，2010；Stephens，Christie & Friedman，2010）。与情绪的“外周决定论”不同，另一些研究者更加关注情绪活动的中枢神经机制。如Connon早在1931年就提出，自主神经活动引发的外周生理反应可能只是情绪产生的非特异性表现，真正决定情绪性质的是皮层中枢。随着神经功能成像技术的发展，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些证据的支持。神经成像研究表明，情绪由大脑中的一个回路控制，包括眶额皮层、腹内侧前额皮层、杏仁核、下丘脑、脑干、扣带回皮层、丘脑、海马、伏隔核、脑岛及感觉皮层等，这些可能是情绪产生、情绪体验和调节情绪外部表现的关键脑区，不同性质的情绪可能具有特定的中枢神经环路（Britton，Phan，et al.，2006；Etkin，Egner & Kalisch，2011；Lindquist & Barrett，2012；Lindquist，Wager，Kober，Bliss-Moreau & Barrett，2012；Rudrauf et al.，2009）。

近几年有研究者提出，单独考察情绪的外周生理反应或中枢机制，可能并不能全面阐释情绪的复杂特性，应从整合的视角将情绪的外周生理反应模式与中枢神经机制进行有机联系（Hagemann，Waldstein和Thayer，2003；刘飞和蔡厚德，2010）。有关情绪生理机制的探讨，还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探讨了生物化学物质，如探讨氨基酸、神经肽等神经化学递质与情绪之间的关系（Aleman，Swart和van Rijn，2008；O'Connor等，2010），试图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情绪的生理机制。本章将系统地介绍情绪的自主神经反应、中枢神经反应、情绪活动过程的生物化学反应，以及测量情绪自主反应、中枢神经活动和生物化学反应的方法和指标及其心理学意义。


5.1 情绪自主神经反应

自主神经系统（autonomic nervous system）是控制各种腺体、内脏和血管的神经系统，这种神经控制的活动如心跳、呼吸等都是不受意志支配的，所以也称为植物性神经系统。自主神经系统由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两个分支系统构成。自主神经系统的活动是不随意的，不受中枢神经系统的支配，它与情绪活动有密切的联系。一些情绪研究者认为，情绪的生理变化主要是通过自主神经系统的活动来实现的，每一种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特定的、相对可靠的自主神经反应模式（James，1984；Norman，Berntson和Cacioppo，2014）。当个体受到情绪性信息刺激时或机体处于某种情绪状态时，自主神经系统内部会发生一系列的生理变化，生理唤醒水平和器官激活程度都会明显的不同于常态生理节律（Ekman，Levenson，和Friesen，1983；Levenson，1992；Levenson，2014）。测量这些变化的指标就是生理指标（physiological index），可以运用生理记录仪器（生理多导仪）来记录。


5.1.1 情绪自主神经反应的测量方法

了解反映情绪自主神经反应的生理指标才能准确理解情绪自主神经反应的模式。通常研究者会选取单个或多个生理指标来测量情绪活动过程中自主神经系统的反应。Kreibig（2010）元分析后提出常见的生理测量指标可以区分为五大类（Kreibig，2010）（如图5.1所示）：心血管测量，包括心率、血压和心率变异性等指标；皮肤电测量，主要指标是皮肤电导水平和皮肤温度；呼吸测量，包括呼吸频率、呼吸变异性和呼吸潮气量等；肠胃测量，主要是胃电。此外，有一些研究者将眼睛的瞳孔直径变化、眨眼等也作为测量情绪自主神经反应的一项生理指标（易欣，葛列众和刘宏燕，2015）。由于每一大类测量中测量指标中又包含多个具体的测量指标，在本小部分，我们仅介绍研究者常用的、对不同基本情绪反应敏感的生理测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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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自主神经系统活动生理测量指标字号越大，表明应用越高

来源：Kreibig（2010）.

心血管测量（cardiovascular measures）

许多情绪研究者都十分关注情绪活动过程中心血管系统的反应，考察情绪状态下心率、血压、血管容积、脉搏和心率变异性等生理指标的变化。情绪状态下心血管系统的活动一方面表现为心跳速度和强度的改变，另一方面表现为外周血管的舒张与收缩的变化。用心动电流描记器和心电图仪可以把心脏活动的变化曲线记录下来，用血管容积描记器可以把外周血管容积的变化记录下来。


心率（heart rate，HR）
 心率是最常见的心血管系统指标。心率指单位时间内心脏搏动的次数，反映了控制心脏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系统的均衡性，可以作为自主神经系统活动的指标。当有机体处于休息或松弛状态时，副交感神经系统的功能占优势，此时心率变慢，每次心搏的排血量减少；而在持续注意或有机体对应激做出反应的过程中，副交感神经系统的兴奋性下降，交感神经系统的兴奋性加强，有机体的心率加快（Myrtek，2004）。心率记录方法是将负极放置在右手手腕脉搏处，正极放置在左手手腕脉搏处，参考电极放于正极上方一寸处。


血压
 与情绪自主神经反应相关的另一心血管系统指标是血压。血压是血液在血管内流动时作用于血管壁的压力，是推动血液在血管内流动的动力。血压分为收缩压（systoblic blood pressure，SBP）和舒张压（diastolic blood pressure，DBP）。心室收缩，血液从心室流入动脉，此时血液对动脉的压力最高，称为收缩压。心室舒张，动脉血管弹性回缩，血液仍慢慢继续向前流动，但血压下降，此时的压力称为舒张压。当血管扩张时，血压下降；血管收缩时，血压升高（Kreibig，2010）。


血管容积（vascular space，VS）
 血管容积是与血压变化相关联的，它们都反映了心血管循环系统的活动情况，有着相近的生理机制。血管容积的变化是自主神经系统控制动脉壁平滑肌的收缩和舒张造成的，即由局部血管收缩和舒张引起的。一些实验研究发现，人的某些情绪状态（如害怕）可以引起皮肤血管的收缩。这种情绪刺激引起的反射作用使得动脉血压升高，从而使得更多的血液进入大脑中。当人感到为难或羞耻时，由于降压中枢的反射作用，会引起皮肤血管的舒张，更多的血液进入表面，从而表现出面红耳赤等情况（Christie & Friedman，2004）。


脉搏
 心血管循环系统的动力来源于心脏跳动，测量心脏活动有多种方式。最直接的方式是记录心跳，另一种方式是记录脉搏率（pulse rate，PR）。心脏的每一次收缩都发出一个“波浪”，通过动脉，所产生的脉搏可以直接被感觉到，也可以借助脉搏描记录器加以记录，脉搏率是情绪自主神经反应的良好生理指标之一（Appelhans & Luecken，2006，2008）。


心率变异性（heart rate variability，HRV）
 在心率变异性指标产生以前，传统的研究中多采用呼吸、心率、血压、肌电、皮肤电位活动等生理指标。近三十年来，心率变异性作为评价自主神经系统功能的良好指标已广泛应用于临床医学及情绪的生理心理学研究中，该指标能够很好地分离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对心脏活动的影响（Kleiger，Stein & Bigger，2005；Montano et al.，2009）。心率变异性是指逐次心跳R-R间期（心电图两次相邻心跳中R波峰的距离时间，反映的是两次心跳的间隔）不断波动的现象，受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活动的影响。心率变异性的测量和分析方法包括时域分析法（time domain analysis method）和频域分析法（frequency domain analysis method）。心率变异性常用指标有R-R间期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 of normal-to-normal intervals，SDNNI），该指标能够总体上反映自主神经系统的活动性；相邻R-R间期差值的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of successive difference，RMSSD），该指标主要反映副交感神经的活动性，其值降低表示副交感神经活动减弱；低频谱段功率（low frequency power，LF），该指标受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的双重调制，但主要反映交感神经系统的调节；高频谱段功率（high frequency power，HF），该指标主要受副交感神经系统的调节；低频与高频谱段功率比（ration of low frequency and high frequency，LF/HF），主要反映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的均衡性或平衡性（Terathongkum & Pickler，2004；Thayer et al.，2012）；呼吸性窦性心律不齐（respiratory sinus arrhythmia，RSA）是副交感迷走神经张力的一个重要测量指标。

皮肤电活动测量（Electrodermal measures）

在情绪自主神经反应的诸多研究中，皮肤电系统的活动（Electro-dermal activity，EDA）是继心血管系统指标外最常被考察的生理测量指标，主要包括皮肤电导水平（Skin conductance level，SCL）和手指皮肤温度。


皮肤电导水平
 皮肤电导水平（以下简称“皮肤电”）被认为是测定情绪的客观指标之一。皮肤电可以通过生理多导仪收集，采用非极化电极将人体皮肤上两点联接到灵敏度足够高的电表上，电表指针会摆动，电流流过产生电位差，这种电位差称为皮肤电位或皮电（图5.2皮肤电反应测量的部位）。皮肤电作为研究情绪变化的一个生理指标的原理是：皮肤电流运动具有一定的电阻参数，在情绪唤醒状态下，皮肤内血管的舒张和收缩及汗腺分泌等变化能引起皮肤电阻的变化，以此来测定自主性神经系统的情绪反应，如，当人处在紧张的情绪状态时，皮肤电阻下降，皮肤导电电流增加（参见Khalfa等，2002）。皮肤电信号随着情感的不同有明显的变化（参见Scheirer等，2002）。如，当受到刺激和压力时，皮肤电信号敏感，能够很好地区分高兴和恐惧这两种情感。不足的是，皮肤电很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例如，外部温度，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参考测量和校准（Haag等，2004）。此外，皮肤电基础水平的个体差异也非常明显，与个性特征相关，可分为高、中、低不同水平。基础水平越高者，越倾向于内向、紧张、焦虑不安、情绪不稳定、反应过分敏感；而基础水平低者，越倾向于开朗、外向，心态比较平衡、自信，心理适应较好。因此，不同的个体在不同的时间段，其皮肤电位也会有所不同（Dawson，Schell和Filion，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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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皮肤电阻测量示意图

来源：蔡菁和刘光远（2010）.


手指温度（finger tip skin temperature，FTT）
 指温的变化可反映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变化（McFarland，1985；Kreibig，2010）。手指皮肤温度反应与毛细血管壁的收缩和扩张造成手指血流量发生变化。在放松时，交感神经兴奋性下降，手指毛细血管舒张，指端血流量增加，指温升高；而紧张时，交感神经兴奋性升高，指端的血流量减少，指温下降（Ekman，Levenson和Friesen，1983；Shivakumar和Vijaya，2012）。

呼吸测量（Respiratory measures）

人体与外界气体交换的过程称为呼吸。情绪与呼吸变化活动存在密切关系（Ritz，等，2002；Ritz，2004）。呼吸的变化可通过呼吸描记器记录下来，根据记录曲线，可分析不同情绪状态下呼吸的频率和深度变化（Butler，Wilhelm和Gross，2006；Krumhansl，1997），具体测量指标主要包括呼吸频率（respiratory rate，RR）、呼吸变异性（respiratory variability，RV）、呼吸潮气量（Tidal volume，TV）、呼吸阻力（oscillatory resistance，Ros）和每分通气量（minute ventilation，Vm）等。


呼吸频率
 呼吸频率是描述单位时间内呼吸的次数，受到各种内源性和外源性因素的影响。通常，正常呼吸频率为12—18次/分，且有稳定的节律。已有研究表明，呼吸频率和节律会随着情绪波动而改变（Von Leupoldt et al.，2010）。


呼吸变异性
 （respiration variability，RV）除了呼吸频率，呼吸变异性也是用来测量自主神经变化的有效指标。呼吸变异性是指呼吸频率或强度的变化，一般用呼吸周期标准差和呼吸幅度标准差来表示心率的快速变化。

胃肌电测量（electrogastrogram measure）

Vianna和Tranel（2006）使用影片诱导范式首次发现，胃电（electrogastrogram，EGG）的峰值振幅与被试主观评定的唤醒程度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r=0.64），但与情绪效价无关。这表明，胃肌电（gastric myoelectrical）活动可以作为情绪唤醒度的有效测量指标。

瞳孔和眨眼

一些情绪的研究者发现，情绪刺激会影响瞳孔大小（pupillary dilation）和眨眼次数（eye blinks）。研究发现正负性情绪刺激（图片、声音）引发的瞳孔反应存在明显差异（Bradley et al.，2008；Partala & Surakka，2003；Geangu et al.，2011；Laukka et al.，2013），能够反映情绪唤醒度。通常采用瞳孔计（pupillometer）或眼动追踪设备（eye-tracking）记录和分析个体处在不同情绪状态下的瞳孔直径变化和眨眼次数。


5.1.2 情绪的自主神经反应模式

交感与副交感神经活动与不同基本情绪的对应关系自主神经系统由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两个分支系统构成。早在1929年，Cannon提出交感神经是情绪的决定因素，情绪的自主神经传出活动模式仅限于交感神经活动增加、副交感神经活动降低的经典拮抗模式。但随着研究的进行，研究者提出情绪的自主神经反应模式不仅仅限于经典拮抗模式，个体还可以以共同活动的模式或某个分支的单独活动对情绪刺激做出反应（李建平等，2006；Rainville等，2006）。

Berntson，Cacioppo和Quigley（1991）采用药物阻断方法建立了交感与副交感神经活动张力在增强、不变、减弱三个维度上共有九种可能的搭配模式（见表5.1）。

表5.1 九种自主神经活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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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英文源自Berntson，Cacioppo & Quigley（1991）；中文源自蔡厚德（2012）.

心率、心率变异性、呼吸能够比较直接的考察交感与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波动水平。一些研究者基于上述表5.1中的九种自主神经活动模式期望找到不同基本情绪与交感、副交感系统的对应关系。情绪神经科学家Damasio领导的研究小组考查了自主神经功能调节活动模式与基本情绪的关系（Rainville et al. 2006）。他们考察了被试在完成有关快乐、悲伤、愤怒和恐惧等情绪事件的自传体回忆任务时的心率、心率变异性、呼吸变异性等外周指标的变化。研究发现，心率、心率变异性和呼吸变异性在四种情绪发生时均出现了不同的活动模式（见图5.3）。具体表现为：愤怒时心率上升，高频谱段功率（HF）不变，交感神经处于兴奋状态，而副交感神经无变化（交感单独兴奋模式）；其他三种情绪（悲伤、愤怒和恐惧）均表现为心率上升，高频谱段功率下降，提示交感兴奋与副交感抑制并存（交感优势拮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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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四种情绪自主神经反应模式的启发式决策树来源：英文原图Rainville等（2006）；中文图引自蔡厚德（2012）.

其中，快乐和悲哀的高频谱段功率下降可能反映中枢脑区对疑核（large cell nuclei）节前副交感神经元和交感运动神经元的抑制增强；恐惧时的高频谱段功率下降，可能主要源于呼吸性窦性心律不齐的减弱。此外，在呼吸变异性指标上，快乐比悲哀的情绪条件更加稳定，表明快乐的自主神经活动相对稳定。

中国学者李建平等（2006）利用心率变异性等指标也考察了五种基本情绪（悲伤、厌恶、愤怒、恐惧、快乐）和中性情绪所对应的自主神经活动模式发现，每一种情绪的自主神经反应模式都不仅限于经典拮抗模式，还可以有副交感神经活动增强伴随交感神经活动减弱的拮抗模式、共同激活模式、共同抑制模式及四种非伴随活动模式。不同情绪在各种反应模式的分布上不同。其中，悲伤和中性情绪更多地表现为经典拮抗模式（30.3%；32.5%）；厌恶和快乐情绪更多地表现为以副交感神经活动增强伴随交感神经活动减弱的拮抗模式（30.2%；33.3%）；愤怒和恐惧情绪主要表现为经典拮抗模式和共同激活模式（31.2%；30.3%），二者比例接近。

不同情绪诱发范式下的情绪自主神经反应模式

在实验室中考察情绪体验的生理机制，需要可靠有效的情绪诱发和控制方法。情绪诱发方法是指“在非自然和严格控制的条件下唤起个体临时性情绪状态的策略”（郑璞，刘聪慧和俞国良，2012；蒋军，陈雪飞和陈安涛，2011；Baños et al.，2006）。目前，有关不同基本情绪是否存在特异性的、稳定的自主神经反应模式还缺乏一致性的结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不同的研究者采用不同的情绪诱发方法（如图片、音乐、影片、回忆等）诱发被试的基本情绪，并同时记录多个生理指标。对情绪诱发效果的检测依赖于个体的主观报告或量表检测（如SAM，Self-Assessment Manikin），之后基于主观报告或量表测量结果对诱发的不同情绪状态下的多个生理指标进行分类。由于不同诱发范式诱发的情绪的可靠性和情绪唤醒度高低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尽管被试主观报告是同类情绪（如都是愤怒情绪），但体现在客观的生理指标上则可能出现较大差异。因此，本部分将介绍不同情绪诱发方式下，被试处在不同基本情绪状态下的自主神经反应的典型性研究，力图阐述清楚不同基本情绪的自主神经反应模式，如表5.2中不同情绪的自主神经反应所示。


有指导的面部操作任务（facial action task）诱发情绪
 美国心理学家Ekman等人（1983）采用面部表情动作诱发情绪的方法首次系统考察了惊奇、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和厌恶等六种基本情绪的自主神经反应，发现人类不同情绪间的自主反应存在明显差异。他们让被试根据指导语做不同基本情绪状态下的面部表情（如恐惧表情下，“提高眉毛并聚在一起，提高上眼睑，同时将嘴横向拉伸），同时记录被试的心率、左右手温度、皮肤电导水平及前臂屈肌肌张力。结果发现，愤怒、恐惧和悲伤情绪使得个体的心率显著快于惊奇、高兴和厌恶情绪，悲哀相比于恐惧、厌恶和愤怒有更高的皮肤电导水平，个体愤怒时的指温显著高于恐惧和悲伤情绪。Ekman、Levenson随后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他们主要发现愤怒、厌恶、恐惧和悲哀四种负性情绪的自主神经反应之间存在比较可靠的差异：愤怒、恐惧、悲哀三种情绪相比于厌恶引起了更显著的心率加快；愤怒比恐惧引起了手指温度的更大升高；悲哀比其他三种负性情绪引起更大的外周血管舒张，血液到达外周的速度更快（Levenson，Ekman & Friesen，1990；Levenson，1992），并且这些变化具有职业、年龄、文化和性别的一致性（Levenson et al.，1992），悲伤比其他几种情绪引起了更大的外周血管舒张。其他一些研究者采用有指导的面部操作任务诱发情绪也验证了上述研究结果（Sinha，Lovallo和Parsons，1992）。Ekman等人的研究首次详细区分了几种情绪（厌恶、愤怒、恐惧、悲伤）的自主神经反应，不同于以往将情绪只分类为两类或三类，为后续研究者考察情绪的特异性（emotion-specific）自主神经反应提供了新的视角。


文字/图片情绪诱发
 该方法是让被试连续观看具有强烈情绪色彩的图片或文字以产生所需要的目标情绪状态，并且测量诱发出来的情绪持续时间（Bradley和Lang，2007）。Gomez，Stahel和Danuser（2004）考察了被试观看不同正负效价和唤醒度的情绪图片时的呼吸、皮肤电导水平（SCL）和心率（HR），发现随着图片愉悦度的增加，被试的吸气时间延长，平均吸气流量减低，胸式呼吸增加。随着图片唤醒度的增加，吸气时间和总呼吸时间缩短，平均吸气流量、每分钟通气量、胸式呼吸和皮肤电活动增加。Carson Smith（2006）采用快速呈现情绪图片的方法，发现当呈现负性情绪图片时，被试的皮肤导电性显著上升；当呈现正性或中性图片时，皮肤导电性显著下降。Bradley等（2008）发现采用高情绪唤醒度（不管是正性还是负性）图片诱发被试情绪时，其瞳孔直径变化显著，且瞳孔直径变化时皮肤电导水平也明显变化。在Laukka等（2013）的研究中，瞳孔在负性图片中扩张最大，其次是中性图片，正性图片中最小，正性和负性图片所诱发的瞳孔大小的差异显著。目前常用的情绪图片诱发材料是由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NIMH）建立的标准化的国际情绪图片库（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IAPS）、英语情感词/短文系统（Affective Norms for English Words/Text，ANEW/ANET）。中国学者建立了本土化的中国情绪图片库、词库等（Chinese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CAPS）为情绪诱发研究提供了更多选择（白露等，2005）。


电影片段情绪诱发
 该方法是通过观看电影或录像剪辑来诱发被试特定的情绪状态。在观看电影或录像剪辑时，要求被试在观看过程中不要抑制产生的情感，让情感自然地流露（Marston等，1984）。Palomba等（2000）和Baldaro等（2001）以不同内容的影片诱发被试情绪的发现、暴力威胁和外科手术的影片使得被试具有不同的反应，前者使被试心率明显加速，而后者则心率减慢。演示外科手术的电影引起心率降低可能是因为副交感神经单独活动，或副交感神经活动占优势（Baldaro等，2001；Palomba等，2000）。让被试观看受损严重的肢体或受伤流血的影片时，皮肤电导水平升高，心率下降（Codispoti，Surcinelli & Baldaro，2008）。但Gomez等人（2005）的采用影片诱发范式的研究发现，呼吸活动在正负性情绪状态下无显著差异，但情绪唤醒度影响呼吸活动，表现为相比于低唤醒情绪，被试在高唤醒情绪中的呼气时间（expiratory time，Te）更短，吸气时间占呼吸总时间比例（inspiratory duty cycle）更高，平均呼气流量和每分钟通气量更大。目前，每分钟通气量随着情绪唤醒度的上升而增大的结论，已经得到了较为一致的证明，被认为是呼吸系统中最可靠的用于衡量情绪唤醒度的指标（Gomez，Shafy & Danuser，2008）。中国学者徐景波、孟昭兰和王丽华早在1995年记录被试观看影片时（猫与老鼠、黑太阳七三一片段）的心率和指端脉搏容积发现，正性情绪下心率变化不显著，指端脉搏容积显著下降；负性情绪下，心率显著增加，指端脉搏容积显著下降（徐景波，孟昭兰和王丽华，1995）。李建平等（2006）让92名被试观看六段影片，用“情绪报告表”采集被试的情绪及等级。结果发现，悲伤、愤怒、恐惧及中性片段使得收缩压升高；厌恶、愤怒、恐惧、快乐和中性片段使呼吸频率加快；悲伤和恐惧都使得R-R间期延长、R-R间期最大值、最小值及HRV总功率减小；悲伤、恐惧和中性片段都会导致HRV高频功率降低。贾静和刘昌（2008）选用《活着》、《憨豆先生》、《企鹅日记》三段影片诱发悲伤、快乐和中性情绪，发现被试的呼吸频率受情绪影响显著，无论悲伤情绪还是快乐情绪都引起呼吸频率的降低；皮肤电受情绪影响显著，悲伤情绪引起皮肤电电位的增高。


录音、音乐情绪诱发
 研究发现，各种声音录音（如鸟叫、婴儿哭泣、炸弹爆炸等）以及音乐等都可以作为情绪诱发的材料。音乐情绪诱发的方法是让被试听具有强烈情绪色彩的音乐，使被试在音乐的帮助下唤起情绪。Partala和Surakka（2003）让被试分别听10段高唤醒度的负性、正性及中性声音，并记录被试的瞳孔变化。结果发现瞳孔直径在正负性声音条件下显著大于中性条件，并且正性刺激使得女性出现最大瞳孔变化，而负性刺激使得男性出现最大瞳孔变化，这表明瞳孔直径能够对高唤醒度的情绪刺激敏感。Kallinen（2004）让被试在睁眼（eyes-open）和闭眼（eyes-closed）条件下听四段在效价（正负）和唤醒度（高低）上不同的音乐片段，并记录被试的皮肤电（Electrodermal，EDA）、心电（electrocardiac，ECG）和肌电（electromyographic，EMG），随着正负性情绪唤醒水平的增高，被试的皮肤电导水平也随之增高。国内学者刘贤敏和刘昌（2006）选取旋律相同但用两种不同乐器（古筝和埙）演奏的乐曲，用生理多导仪记录被试在听乐曲时的各项生理指标。结果发现，两种不同音色的乐曲成功诱发被试悲伤和愉快两种完全不同的情绪，皮肤电反应不受情绪的影响，但愉快情绪下的皮肤温度会高于悲伤情绪下的皮肤温度，心率的变化受情绪和性别的交互影响。Sammler等（2007）发现不愉快音乐诱发情绪时使得心率下降。目前NIMH建立的国际情感数码声音系统（internaltional affective digital sounds，IADS）及中国本土化的中国情感数码声音系统（Chinese affective digital sounds，CADS）（刘涛生等，2006）为探讨音乐诱发情绪的自主神经反应提供了标准化的实验刺激材料。


自传式回忆/想象情绪诱发
 回忆和想象情境诱发是通过让被试想象某种情境来达到情绪内部诱发的目的，这种方法需要被试有意识的合作，会受预期的影响。Brewer，Doughti和Lubin（1980）通过让被试回忆能够唤起相应情绪的自传式事件来诱发特定情绪。Wright和Mischel在1982年提出想象情绪诱发方法，被试基于指导语想象一些悲伤、愉快、中性等情景，这些情境可以是纯想象的也可以是过去生活中的真实经历，要求被试身临其境式的感受和思考这些景象。Sinha等人（1992）采用该情绪诱发方法发现，愤怒和恐惧情绪会伴随收缩压的升高，但舒张压的升高只是在愤怒时出现（Sinha，Lovallo & Parsons，1992）。Neumann和Waldstein（2001）考察了回忆个人情绪性事件时心血管测量指标的变化，发现整体上情绪回忆使得血压、心率、总外周阻力（total peripheral resistance，TPR）显著增强，而心搏指数（stroke index，SI）显著下降；此外，收缩压在负性情绪中显著高于正性情绪。


具身情境性情绪诱发
 一些研究者在实验室模拟情绪诱发的真实情境，通过对情境的操控诱发、改变被试的情绪体验。Egloff等（2002，2006）在实验中让被试进行演讲，诱发其焦虑情绪，测量发现被试的指端脉搏容积下降，心率显著增加，血压显著增加，呼吸频率下降。Britton等（2006）研究发现，相对于进行中性、积极主题演讲的被试，进行消极主题演讲的被试的皮电、心率变化最显著且犯更多的错误。随后其另一实验表明，悲伤条件下的皮肤导电性比在高兴、厌恶时的皮肤导电性都低。


气味情绪诱发
 气味诱发的研究中通常让被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闻某种气味，以此诱发被试的情绪。研究发现，嗅觉刺激能够诱发被试积极或消极的情绪，影响个体的认知加工和行为（Chebat & Michon，2003；Lin，Cross & Childers，2015）。Bensafi等人（2002）采用异戊酸、苯硫酚、吡啶、左旋薄荷、乙酸异戊酯和桉树脑六种气味诱发现被试情绪，发现随着正性和负性情绪的唤醒程度的增高，被试的皮肤电导水平也随之增高。由于，嗅觉材料通常比较难精确地诱发出某一特定的情绪，往往是几种正性或负性情绪的组合情绪。因此，目前嗅觉刺激诱发情绪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组合情绪诱发
 为了更有效地诱发目标情绪，有研究者试图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情绪诱发方法组合在一起来诱发被试的情绪，提高情绪诱发的程度来探讨情绪激活状态下的自主神经反应模式。Gendolla，Abele和Krüsken（2001）采用音乐盒和回忆个人生活事件两种方法引发了被试的积极和消极情绪，与积极情绪相比，在消极情绪下收缩压更高。Baumgartner等（2006）采用国际情感图片系统的图片和古典音乐诱发三种基本情绪（快乐、悲伤和恐惧），24名被试的呼吸记录显示，呼吸指标在图片和音乐结合诱发条件下显著增加，其次是图片诱发情绪条件，而单纯的音乐诱发方式引发的生理变化并不明显。


5.1.3 情绪自主神经反应模式的特异化

情绪心理生理学研究已确定正、负性情绪间的自主神经反应模式是不同的，存在“负性偏倚”现象，即负性情绪较正性情绪有更大的自主神经激活（Cacioppo等，2000；Larsen等，2008）。这种“负性偏倚”具体表现为：1）心血管系统指标上，被试观看负性情绪刺激（如战争、枪支的图片或视频）诱发负性情绪时，相比于观看正性和中性情绪刺激，心率会更大程度上的减慢（Anttonen & Surakka，2005；Gomez等，2005；Hubert和de Jone-Meyer，1990；Palomba，Angrilli & Mini，1997；Simons等，1999；Codispoti，Surcinelli & Baldaro，2008；Bianchin & Angrilli，2012）；而国内学者徐景波、孟昭兰和王丽华（1995）的研究发现，心率在负性情绪下显著加快；Brosschot和Thayer（2003）日常记录法的研究也发现负性情绪下心率更快。在收缩压指标上，采用音乐诱发范式和回忆诱发范式的研究发现，相比于正性情绪，被试在负性情绪中收缩压显著升高，而舒张压则无变化。国内杨宏宇和林文娟（2005）采用国际情绪图片库的研究也发现，被试观看负性图片时收缩压升高。2）皮肤电系统指标上，Kallinen（2004）使用四段音乐片段（圣桑的“动物狂欢节”、巴赫的“创意曲”第八首、穆索尔斯基的“荒山之夜”、舒曼的“第四交响曲”）诱发被试高低唤醒度的正性和负性情绪，发现被试在高唤醒的负性音乐中的皮肤电导水平更高。Balconi，Falbo和Conte（2012）采用图片诱发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果，发现高唤醒的负性图片诱发的皮肤电导水平显著大于高唤醒正性情绪。3）呼吸系统指标上，Ritz等人（2002、2004）的系列研究发现，当被试出现负性情绪时，其呼吸阻力显著增大；而在中性和正性情绪时，呼吸阻力则基本无变化。4）瞳孔变化指标，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瞳孔在负性图片中扩张最大，在正性和中性图片中变化较小。婴儿被试的研究也同样发现，负性情绪诱发的瞳孔直径最大。尽管目前还有一些研究质疑情绪的“负性偏倚”，如Gomez等（2005）、Bernat等（2006）采用影片和图片诱发范式，发现相比于负性情绪，正性情绪诱发了更高的皮肤电导水平，但就目前的多项考察情绪自主神经反应的研究支持了情绪自主神经反应的“负性偏倚”的现象，正如Cacioppo等（2000）所提出的“情绪特异性的自主神经反应模式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效价特异性的自主神经反应模式可能是存在的”。

综合以往的研究，目前考察情绪的自主神经反应的研究主要从心血管系统、皮肤电系统、呼吸系统、肠胃系统和瞳孔等四个方面进行考察。尽管目前一些研究结果还存在一些争议，但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相对一致性，得到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研究结果：心率和血压对不同效价的情绪变化比较敏感但结果并不稳定，受情绪诱发方式的影响；皮肤导电水平与情绪唤醒度关系密切，两者基本成正相关；呼吸反应测量和分析复杂，情绪的呼吸反应模式尚需要进一步研究；肠胃系统（胃电）和瞳孔的情绪变化反应模式做为较新的测量指标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总之，每一种基本情绪都有自己特异性的变化，并且不同情绪间的自主神经反应模式是有差异的。但正如Levenson（2011，2014）在其综述中所提出的，在自主神经传出活动层面，情绪的自主神经反应是灵活可塑的，将多种对情绪变化具有高敏感性的外周生理指标（如心率、皮肤电导水平）有机结合起来，可能能够更敏感、更准确地刻画人类不同情绪状态下的具有特异性和稳定性的自主神经反应模式，最终在情绪的自主神经反应模式的科学问题上得到准确一致的结论。但需要指出的是，自主神经系统的活动可能并非情绪产生的中枢神经机制，它的活动对情绪起支持和延续的作用（Kreibig，2010）。


5.2 情绪中枢神经反应

随着正电子放射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脑磁图（magnetoencephalography，MEG）和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 technique，EEG）等高时间和空间分辨率技术的发展，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者采用这些技术系统考察人类情绪活动的中枢神经机制。以往诸多研究发现情绪由大脑中的一个回路控制，包括前眶额皮层、腹内侧前额皮层、杏仁核、下丘脑、脑干、扣带回皮层、丘脑、海马、伏隔核、脑岛及感觉皮层等。不同脑区活动的特异性激活和失活可能表明它们在情绪加工中起到不同作用（Damasio等，2000；Rudrauf等，2009）。


5.2.1 情绪中枢神经反应的测量方法

高时间分辨率测量方法

脑电图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y，EEG）是利用高灵敏度生物信号放大器，把通过电极记录下来的脑细胞群的自发性、节律性电活动接收放大后，描记出来的类似于正弦波的连续曲线。脑波的周期是从波峰至下一个波峰（或从波谷至下一个波谷）的时间，其单位为Hz。1929年德国精神病学家Hans Berger首先记录到了人脑的脑电波，此后诸多研究者开始探讨人脑的脑电波，并逐步形成了人脑脑电图。脑电波是一些自发的有节律的神经电活动，其频率变动范围在每秒1—30次之间。脑电的频段范围为0.5—100Hz，但一般与认知有关的频段范围为0.5—30Hz。目前，这些神经电活动相对比较一致的可划分为五个波段，命名为即δ波（delta band）、θ波（theta band）、α波（alpha band）、β波（beta band）和γ波（gamma band），分别对应于不同的认知加工（如表5.2所示）。脑电EEG信号处理中最直观的是观察其脑电地形图和进行功率谱分析。在这些方法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许多新的方法，如3D频率地形图、3D电流密度地形图、事件相关同步（event-related synchronization，ERS）、事件相关去同步（event-related desynchronization，ERD）、时频分析（短时傅里叶变换和小波变换）等。其中，事件相关同步（ERS）和事件相关去同步（ERD）是为了观察EEG的各节律成分和事件出现的同步性，随着事件出现突然增加称为事件相关同步，反之降低则称为事件相关去同步。

表5.2 各频段频率范围和对应的认知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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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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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间分辨率测量方法


正电子放射断层扫描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或称之为PET扫描技术，是给被试服用不同种放射活性物质（如，葡萄糖、蛋白质、核酸、脂肪酸），标记上短寿命的放射性核素（如，F18，碳11等），这些物质在脑内被活动的脑细胞吸收，通过对该物质在代谢中的聚集，来反映某一脑区活动的情况。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是在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可以在无创条件下，以高分辨率、高对比度探测大脑的内部神经活动。其主要原理是利用磁振造影来测量神经元活动所引发的血液动力的改变（刘树伟，尹玲和唐一源，2011）。


脑磁图
 脑磁图描记术也叫脑磁图仪（magnet oencephalo graphy，MEG），是一种应用脑功能图像检测技术对人体实施完全无接触、无侵袭、无损伤临床应用设备。MEG检测过程中测量系统不会发出任何射线、能量或机器噪声，而只是对脑内发出的极其微弱的生物磁场信号加以测定和描记。在实施MEG检测时，MEG探测器不需要固定于患者头部，对患者无需特殊处置，所以测试准备时间短，监测简便、安全，对人体无任何副作用及其他不良影响。


5.2.2 情绪的中枢神经系统反应模式

不同基本情绪的EEG脑波激活模式

情绪活动可以引发大脑皮质电活动的变化，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30Hz以下的低频成分。

θ波节律涉及到情绪和认知的加工。Stenberg（1992）让被试想象自己过去的愉快和不愉快及中性事件，发现相比于想象中性事件，右侧额叶θ活动增强及枕叶β活动变化（愉快条件下增强，不愉快条件下降低）。Stenberg进一步发现与情绪加工有关的θ活动主要定位在一侧额区，反映了情绪刺激边缘加工的不对称性。Sammler等（2007）发现，愉快音乐相比于不愉快音乐在诱发情绪时，额中（frontal midline，fm）的θ波活动增强，表明额中θ波调节情绪加工。

情绪的EEG研究中，多数考察额叶、颞叶和顶叶8—13Hz的α频带，发现情绪负荷可能与左右额叶和前颞叶的α波活动有关。EEG研究情绪假设，当某一皮质区的8—13Hz的α波活动增强时，则意味着该区域的皮质活跃性减弱。因此，当某个脑区的的α波振幅减小，即能量值降低时（去同步化过程），该脑区会发生更为强烈的与情绪有关的活动。Schmidt和Trainor（2001）通过EEG首次发现额区α波（8—13Hz）活动能够区分情绪效价（valence）和情绪强度（intensity：intense vs. calm）。他们采用音乐诱发情绪方法诱发被试开心、愉悦、悲伤和害怕情绪，发现听正性情绪的乐曲时，左前额会产生较强的脑电活动，而听负性情绪的音乐时，右前额则产生较强的脑电活动，前脑可能与情绪加工存在关联。进一步发现，尽管额区EEG活动的不对称性并不能区分情绪强度，但发现额区EEG活动在情绪间呈现递减趋势，其排列为害怕>开心>愉悦>悲伤。Sarlo等（2005）让被试观看手术场景、蟑螂、人类打斗和自然风光等四段影片，诱发被试的中性和负性情绪，发现负性情绪被诱发时α波频段活动较强，且右后脑会产生强烈的脑电活动。

β波活动，特别是颞叶的β波活动可能涉及情绪加工。Ray和Cole（1985）发现，负性情绪与正性情绪相比，颞叶的β（16—24Hz）活动更强烈。Schellberg等人（1990）发现，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相比，右侧颞叶有较大的β（26—45Hz）激活。Crawford，Clarke和Triolo（1996）把β波活动分为更细的几个波带：β13（13.5—16.45Hz）、β16（16.6—19.45Hz）、β19（19.5—25.45Hz）、β31（31.5—37.45Hz）、β40（37.4—41.7Hz）。研究发现，β13出现在额区和中央区，睡眠时相比清醒时情绪的大脑不对称性更大；在额区、中央区和枕区，快乐比悲伤在高β频带上激活更显著，β19在额区引起更大激活，β25在快乐时右顶叶比左顶叶的激活更强烈；在两种情绪中，β40在右中央和顶区也有显著激活。

对高频成分的研究是在40Hz节律与刺激及事件的同步性研究获得重大发现后，γ节律（30—65Hz）在情绪研究方面也有许多重大发现。Müller等（1999）等让被试观看情绪性图片，并把γ波细分为三段更窄的频带：γ-40=30—50Hz，γ-60=50—70Hz，γ-80=70—90Hz，分析发现被试观看负性情绪图片时，左半球γ波能量比右半球能量高；而呈现正性图片时，右半球γ-40能量比左半球高，并且右半球γ-40在正负性情绪刺激下的频率都高于中性刺激（Müller等，1999）。Keil等（2001）采用129导的EEG设备采集10名被试观看IAPS图片系统的图片，对不同情绪刺激下的GBA（Gamma band active）进行分析，他们发现与中性图片相比，在80ms左右负性图片刺激下出现早γ波（30—45Hz）活动增强，而500ms左右发现正性和负性图片刺激下晚γ波（46—65Hz）活动都显著增强，且晚γ主要激活在大脑右半球。Keil等主张早γ节律可以作为检测负性情绪的指标之一，晚γ节律则可以反映大脑皮层对情绪视觉目标的处理。

国内学者贾静和刘昌（2008）的研究发现悲伤影片较多地激活了额区α波，愉快影片较多激活了枕区的α波，而δ、θ、β和γ的最大能量或最大能量对应的频率，在不同的脑区都受到情绪的显著影响。刘贤敏和刘昌（2011）使用中国古典音乐诱发被试情绪发现无论是在悲伤情绪还是愉快情绪下，δ波、θ波、α波、β波和γ波的能量都减弱，但减弱的脑区不同；悲伤情绪与愉快情绪相比，θ波、α波、β波能量增强，但增强脑区不同，δ波无差异，γ波能量在中央区减弱。

不同基本情绪的脑区激活模式

Lindquist等（2012a，2012b）分析了1990年1月至2007年12月期间发表的有关情绪加工和情绪体验的91项研究，发现情绪加工时的脑激活区不仅包括由内侧前额叶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内侧颞叶（medial temporal cortex）、腹外侧前额叶皮层（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组成的默认网络（the default network）脑区，也激活了由脑岛，杏仁核和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组成的突显网络（salience network）以及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的额顶网络（frontoparietal network）。情绪加工的脑机制如图5.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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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情绪脑机制的元分析结果（来源：Lindquist等，2012）

注：黄色、橙色、粉色和紫色区域为不同研究中得到的一致性脑激活区。OFC（orbitofrontal cortex：眶额皮层）；DLPFC（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背外侧前额叶皮层）；ATL（anterior temporal lobe：颞前叶）；VLPFC（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腹外侧前额叶皮层）；DMPFC（dors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背内侧前额叶皮层）；aMCC（anteriormid-cingulate cortex：前中部扣带回）；sACC（subgenual ACC：膝下前扣带回）；Amygdala：杏仁核；pACC（pregenu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前扣带回前膝部）。

Vytal和Hamann（2010）采用激活似然估计（activation likelihood estimation，ALE）元分析方法，分析以往脑成像的多项研究，发现五种（高兴、悲伤、愤怒、恐惧、厌恶）基本情绪各自存在特异性的激活脑区，同时两两间也存在显著的区别脑区，如图5.5所示。ALE脑区激活一致性分析发现，高兴情绪激活9个重要集群，其中最大集群（4880mm3
 ）位于右侧颞上回（the righ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STG）；悲伤情绪激活35个重要集群，其中最大集群（3120mm3
 ）位于左额内侧回（the left medial frontal gyrus，medFG）；愤怒情绪激活13个重要集群，其中最大集群（2408mm3
 ）位于左侧额下回；恐惧情绪激活11个重要集群，其中最大集群（5616mm3
 ）位于左侧杏仁核；厌恶情绪激活16个重要集群，最大集群（14208mm3
 ）位于右侧脑岛和右侧前额下回。ALE脑区激活辨别力分析发现，高兴与悲伤情绪相比，高兴情绪存在于4个显著激活的重要集群，最大集群（424mm3
 ）位于STG，而悲伤情绪存在于12个显著激活的重要集群，最大集群（2536mm3
 ）位于右侧颞中回；高兴与愤怒情绪相比，高兴情绪存在6个显著激活的重要集群，最大集群（1032mm3
 ）位于扣带回左喙（left rostral ACC），而愤怒情绪存在6个显著激活的重要集群，最大集群（1536mm3
 ）位于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IFG）；高兴与恐惧情绪相比，高兴情绪存在6个显著激活的重要集群，最大集群（1592mm3
 ）位于STG，而愤怒情绪存在11个显著激活的重要集群，最大集群（3192mm3
 ）位于左侧杏仁核；高兴与厌恶情绪相比，高兴情绪存在4个显著激活的重要集群，最大集群（672mm3
 ）位于扣带回左喙（left rostral ACC），而厌恶情绪存在11个显著激活的重要集群，最大集群（12008mm3
 ）位于右侧壳核；悲伤与愤怒情绪相比，悲伤情绪存在18个显著激活的重要集群，最大集群（2280mm3
 ）位于左侧额中回，而愤怒情绪存在3个显著激活的重要集群，最大集群（608mm3
 ）位于右侧海马旁回（the right parahippocampal gyrus）；悲伤与恐惧情绪相比，悲伤情绪存在14个显著激活的重要集群，最大集群（20840mm3
 ）位于medFG，而恐惧情绪存在6个显著激活的重要集群，最大集群（2632mm3
 ）位于左侧杏仁核；悲伤与厌恶情绪相比，悲伤情绪存在12个显著激活的重要集群，最大集群（1584mm3
 ）位于右侧额下回，而厌恶情绪存在10个显著激活的重要集群，最大集群（6392mm3
 ）位于左侧脑岛；愤怒与恐惧情绪相比，愤怒情绪存在4个显著激活的重要集群，最大集群（4784mm3
 ）位于左侧额下回，而恐惧情绪存在11个显著激活的重要集群，最大集群（3688mm3
 ）位于左侧壳核；愤怒与厌恶情绪相比，愤怒情绪存在4个显著激活的重要集群，最大集群（544mm3
 ）位于左侧额下回，而厌恶情绪存在15个显著激活的重要集群，最大集群（10696mm3
 ）位于右侧壳核；恐惧与厌恶情绪相比，恐惧情绪存在9个显著激活的重要集群，最大集群（2264mm3
 ）位于左侧杏仁核，而厌恶情绪存在12个显著激活的重要集群，最大集群（2328mm3
 ）位于右侧壳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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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不同基本情绪的脑区激活似然图

来源：来自Vytal & Hamann（2010）.

下面分别具体介绍在情绪加工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脑区及其它们的作用。


边缘系统（the limbic system）
 情绪较早期的研究发现，情绪受边缘系统的调节和控制。边缘系统是位于大脑半球到间脑并延伸到中脑的一个较大的、非均一的、最原始的神经结构，包括丘脑、下丘脑，海马和杏仁核。著名的Olds和Milner（1954）的动物按压杠杆实验采用颅内点刺激法证明了边缘系统是情绪体验产生的中心。刺激人的边缘系统也会产生类似的反应（Panksepp，1986）。随着研究手段和技术方法的革新，研究者对边缘系统在情绪体验中的作用聚焦到了杏仁核，LeDoux等（1990）首先发现了杏仁核在情绪中枢中的关键作用。LeDoux提出的情绪中枢连接结构突出了杏仁核在情绪反应中的关键作用，同时也对边缘系统其他部分在情绪反应中的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


杏仁核
 杏仁核位于颞叶中部，与海马前部相连，是由至少13个具有复杂内外联系的子核组成的结构。以往诸多研究发现，杏仁核在情绪加工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且被认为是恐惧情绪反应的中枢（LeDoux，1998；Pessoa和Adolphs，2010；王翠艳，刘昌，2007）。Costafreda等（2008）对2008年以前的385项PET和FMRI研究的元分析发现，杏仁核涉及愤怒、悲伤、高兴、惊奇等基本情绪的加工，但在恐惧、厌恶、悲伤等负性情绪下，杏仁核的激活程度比在开心等正性情绪下更强。杏仁核主要负责负性情绪如恐惧和焦虑等的加工（Kober等，2008；Lindquist和Barrett，2012；Lindquist等，2012；öhman和Mineka，2001；Paradiso等，1999）。Kluver和Bucy（1937）最早发现杏仁核受损的猴子不会回避危险刺激，失去了对危险刺激的恐惧反应。杏仁核受损病人的一些研究发现，杏仁核的主要功能是负责恐惧检测，杏仁核损伤的病人不能识别恐惧刺激，但对其他情绪刺激的识别却不受影响（Adolphs等，2005；Anderson和Phelps，2000，2001）。关于杏仁核参与恐惧情绪反应的机制，Ledoux（1993，2003）认为存在两条恐惧反射通路：一条是“低通路（low road）”；另一条是“高通路（high road）”，两条通路相互分离，同时发生。“低通路”是将刺激的感觉信息先传至丘脑，然后由丘脑直接传到杏仁核。这条通路绕过了皮层，对刺激信号进行的是粗糙加工，但是这条通路加工速度更快，可以保证对恐惧刺激做出迅速反应，这对人类和动物适应生存是非常重要的；“高通路”是丘脑在向杏仁核传递信息的同时也将信息输送到了扣带回和腹内侧额叶等皮层结构进行高级加工，该通路加工速度虽然稍慢但却比“低通路”的加工更全面更彻底，对刺激进行精细加工（LeDoux，2003；LeDoux，1993）。最近有研究者针对杏仁核的情绪加工通路，提出了从“低通路（low road）”到“多通路（many roads）”的假设（Pessoa和Adolphs，2010）。


下丘脑
 下丘脑位于第三脑室下部，视交叉后部，脑垂体上首。下丘脑与情绪有密切关系。对动物的实验证明，用微电极刺激动物（猫）的下丘脑腹内侧核，会引起动物强烈的情绪反应，产生明显的情绪性行为，如，愤怒而凶猛地扑向实验者。刺激动物下丘脑的不同部位，可观察到两种不同的情绪行为模式：①斗争或发怒，表现为吼叫、嘶叫、露爪、耳朵后侧、竖毛等；②逃避或恐惧，表现为瞳孔扩大、眼光扫来扫去、左右摇头、以至最后逃走。如果切除下丘脑以上（保留下丘脑）的全部脑组织，上述情绪反应仍然存在。可见，下丘脑是情绪及动机性行为产生的重要脑结构。美国心理学家奥尔兹等用“自我刺激”的方法，证明下丘脑和边缘系统中存在一个“快乐中枢”。实验者在老鼠的下丘脑背部埋上电极，另一端与电源开关的杠杆相连。老鼠只要按压杠杆，电源即接通，在埋电极的脑部就会受到一个微弱的电刺激。老鼠经过反复学习，逐渐形成了操作性条件反射。由于通过按压杠杆获得电流对脑的刺激，能引起快乐和满足，所以老鼠不断地按压杠杆，通过“自我刺激”来追求快乐。老鼠按压杠杆的频次可达每小时5000次，并能连续按压杠杆15～20小时，直到筋疲力尽、昏昏欲睡为止。如果在下丘脑以外的脑部埋下电极，则没有出现上述情形，或者快乐效果不明显。由此推断，老鼠的下丘脑中存在一个“快乐中枢”（Olds & Milner，1954）。


海马
 海马结构可以接受来自内嗅区，隔核，扣带回，灰被，下丘脑，丘脑前核，中缝核，蓝斑，脑干网状结构等纤维传入，传出主要是经由穹窿到乳头体，与许多皮质区和皮质下中枢发生联系。近来有研究认为海马在情绪行为的背景（context）调节中起关键作用，损伤后会在不适当的背景中表现出情绪行为，且其体积与特质焦虑等负性情绪呈正相关（Davidson，Jackson和Kalin，2000）。


网状结构
 网状结构位于脑干内部、两耳之间，是一种由白质和灰质交织混杂的结构，主要包括延髓的中央部位、脑桥的被盖和中脑部分。美国心理学家Lindsley（1951）指出：网状结构的功能在于唤醒，它是情绪产生的必要条件（Lindsley，1951）。网状结构靠近下丘脑部分，既是情绪表现下行系统中的中转站，又是上行警觉激活系统的中转站。网状结构靠近下丘脑部位接受来自中枢和外围两方面的冲动，向下发放引起各种情绪的外部表现；向上传送可使某种情绪处于激活状态，并经过大脑皮层的活动产生主体的体验。


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
 前额叶皮层主要通过背侧外部、腹内侧部和眶部来发挥不同的作用，存在情绪偏侧化效应，左侧与积极情绪有关，右侧与消极情绪有关。额叶皮质—边缘系统的联结对情绪的调节尤其重要，主要有两条相互独立而平行的通路：“额叶内侧—扣带回—海马”通路和“眶回—额叶—颞叶—杏仁核”通路（Etkin，Egner & Kalisch，2011）。


扣带回
 扣带回通过丘脑前核群接受许多皮质区的纤维传入，传入纤维可投射到海马、杏仁核、隔核、丘脑前核及前额叶皮质区等，投射到脑干的纤维可到达上丘脑、中脑中央灰质、蓝斑、中脑被盖等。通过海马和穹窿影响下丘脑，下丘脑则通过乳头丘脑束和前脑前核影响扣带回。Eisenberger，Lieberman和Williams（2003）指出前扣带回对负性情绪的评价起主要作用。前扣带回是扣带沟（cingulate sulcus）和胼胝体（corpus callosum）之间的皮层（Von dem Hagen et al.，2009），根据功能可以将其分为背侧前扣带回（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dACC）、腹侧前扣带回（ven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vACC）。背侧前扣带回主要负责注意调节，vACC负责加工情绪的突显性（salient）、动机信息以及调节情绪的反应（Bush，Luu和Posner，2000）。


大脑皮层（cerebral cortex）
 人类的情绪多是在大脑皮层的控制和调节下产生的。对情绪的调节不是发生在大脑皮层的某一个区域，而是不同区域协同活动的结果（Fischl et al.，2004）。大脑两半球对情绪的控制和调节存在一定的差异（Davidson，1992）。Davidson采用脑电记录系统记录被试的脑电活动，让被试先看能唤起愉快情绪的视频，如，动物图片“小狗戏花”和“大猩猩洗澡”，接着看唤起厌恶的视频，如，三级伤残尸体和可怕的残肢等。脑电结果表明，愉快的影片使左半球的脑电活动加强，而厌恶的影片使右半球的电位活动加强。


5.2.3 情绪中枢神经反应模式的特异化

额区EEG不对称现象

许多情绪研究者力图找到不同的基本情绪与大脑区域之间的对应关系，但直到目前为止都缺乏一致性的研究（Kroupi，Yazdani和Ebrahimi，2011）。Davidson's的情绪动机模型认为，左侧额区的活动与正性情绪有关，而右侧额区的活动则与负性情绪有关，这种“额区EEG不对称”现象一直在情绪研究中占主导地位。Coan和Allen综述了近70篇考察情绪和额区EEG关系的研究发现在不同的情绪诱发方式下都能够观察到这种额区EEG活动的不对称。尽管还有一些研究者并没有观察到这种现象，如Dennis和Solomon（2010）发现双侧EEG的活动主要是与负性情绪相关。但如Kroupi，Yazdani和Touradi（2011）采用样本依赖（subject-dependent）和样本独立（subject independent）方法分析情绪性音乐视频诱发被试情绪的研究中所提到的“被试的年龄、个性、文化背景、偏好等会影响被试的脑区活动模式”，情绪的EEG活动模式是复杂的，需要考虑个体差异性。

情绪加工的大脑偏侧化现象

情绪EEG的研究结果表明大脑加工可能存在情绪偏侧化现象。已有研究发现被试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下，其大脑的左、右半球、前部与后部的脑电活动存在明显差异。Aftannas等（1998、2002）考察了θ、α1、α2、α3节律的同步和去同步化随情绪图片唤醒度的变化而变化。结果发现三种不同唤醒度（高、中、低）的图片引起左前部和双侧后部皮层的θ波产生明显的同步化；α1节律在枕部出现较大同步化；高唤醒度图片引起大脑右半球后部的θ、α1节律的同步化；α3节律在左半球前部的同步加大。Krause等人（2000）的研究采用影片诱发被试的厌恶、悲伤和中性三种情绪，同时记录和分析被试大脑的窄波频带变化：θ波（4—6Hz）、θ波（6—8Hz）、α波（8—10Hz）、α波（10—12Hz），发现相比观看悲伤和中性影片，观看厌恶影片引起更大的早θ（4—8Hz）波段节律的同步化，且前额皮层比枕部皮层同步化程度更高；被试在看中性影片时，α波在枕部皮层呈现去同步化效应。Isotani和Lehmann（2002）采用快乐和悲伤的音乐作为情绪诱发刺激，发现中性与正性情绪相比，α2、β2、β3在额叶右侧B6区、右侧B6区和额叶中间B10区有更强烈的激活；而负性与正性情绪相比，θ波在颞叶边缘的B36区有更强的激活。Costa，Rognoni和Galati（2006）同样采用影片诱发情绪的方法，考察同步化指标（synchronization index，SI）分析脑波节律（0.5—41Hz）对正负性（悲伤和高兴）情绪的区分。结果发现，相比于中性影片，正负性情绪性影片均引发了所有脑波节律的同步化指标的增强，并且悲伤影片引起额区脑波的同步化的显著变化；而高兴影片主要是引起额区和枕区脑波的同步化。其他一些采用影片（面部表情变化、诱发情绪的结果发现，引发烦躁情绪时，大脑右半球的α波比左半球低，且前颞叶皮质活跃性最高；而诱发愉快情绪时，则结果相反（Ekman，Davidson和Friesen，1990；Davidson等，1992；Jones和Fox，1992）。Crawford等人（1996）在被试觉醒和催眠状态下诱发愉快和悲伤情绪，对被试大脑前额区（F3F4）、中央区（C3C4）和顶区（P3P4）的11个EEG窄波频带进行分析，发现低频α波（7.5—9.45Hz）在顶区出现左、右半球差异，而高频α波（9.5—13.45Hz）无差异。相比于积极情绪状态，诱发被试的悲伤情绪时，其右顶区的α波（7.5—9.45Hz）活动显著降低（Crawford，Clarke和Kitner-Triolo，1996）。Aftanas等（2004）也发现，放松冥想时会产生喜悦情绪状态，这种喜悦状态常伴随着前额和中央区的同步化增强，尤以左前额区最明显；这种主观情绪体验与θ波变化相关。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正负性情绪与大脑偏侧化之间存在普遍联系，右半球更多地参与负性情绪活动，而左半球更多地与正性情绪活动有关。

采用高空间分辨率技术的研究也发现大脑对情绪反应存在偏侧化现象。研究者发现大脑两侧的杏仁核在情绪加工中的功能可能不一致，即存在杏仁核的情绪偏侧化现象。如，Schneider等（1997）最早分别采用PET和fMRI技术的研究都发现：当诱导出悲伤情绪时，左侧杏仁核明显激活。Vuilleumier等（2001）和Phelps等（2001）的fMRI研究发现恐惧的面部表情引起的主要是左侧杏仁核的显著激活。Morris，Buchel和Dolan（2001）将高音噪声与生气的面部表情图片内隐联结以诱发被试的愤怒情绪，也发现左侧杏仁核显著激活。此外，还有许多研究也都发现其他负性情绪，如悲伤也激活了左侧杏仁核（Lévesque等，2003；Posse等，2003）。但一些研究也同时发现左侧杏仁核也可能参与高兴等正性情绪。Schneider等（1997）的研究也同时发现高兴的面部表情也激活了左侧杏仁核。右侧杏仁核也可能与消极情绪有关。Sander和Scheich（2005）给被试呈现听觉情绪刺激—笑声和哭声，让他们自我诱导产生相应的情绪，发现双侧杏核激活，但右侧更显著。Osaka等（2012）让被试观看日本能剧（Noh theater）中的悲伤面孔和中性面孔，发现被试在观看悲伤面孔时右侧杏仁核显著激活（Osaka等，2012）。从目前研究看，无论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几乎都引发了左侧、右侧或双侧杏仁核激活。Baas，Aleman和Kahn（2004）对54项fMRI和PET研究的元分析发现：左侧杏仁核的激活显著多于右侧杏仁核。Wager等（2008）对65项脑成像研究的元分析也得出同样结论，即杏仁核功能偏侧化偏向左侧，且与消极情绪高度相关。情绪加工涉及的边缘系统除杏仁核外，海马、下丘脑等都参与了情绪加工。因此，关于杏仁核是否存在大脑情绪加工的偏侧化，还需要将其他脑区联系起来。

恐惧、厌恶、悲伤加工的神经环路

由于不同情绪存在正负效价、唤醒度等差异，因此，不同情绪可能会诱发不同脑区的激活，但也存在脑区的重叠激活。以往许多研究探讨和区分了恐惧、厌恶和悲伤三种基本情绪加工的中枢神经机制。下面分别介绍恐惧、厌恶、悲伤三种负性情绪分别激活的脑区及其实验证据。


恐惧
 对恐惧情绪的加工对人类的具有重要的生存和适应意义（Pessoa & Adolphs，2010；冯攀和冯廷勇，2013）。Yehuda和LeDoux（2007）总结以往研究提出了恐惧情绪加工的中枢神经环路（如图5.6），发现恐惧加工的中枢神经机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脑区：杏仁核、海马、前扣带回、内侧额叶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mPFC）、眶额皮层。其中，杏仁核、前扣带回和眶额皮层在恐惧情绪的形成和表达中起重要作用；海马是恐惧记忆与巩固的神经基础；前扣带回、内侧前额叶是恐惧情绪的调节中枢；同时，内侧前额叶在条件化恐惧消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脑区交互作用，揭示了人类恐惧情绪加工的基本神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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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恐惧情绪加工过程的神经机制

来源：英文源自Yehuda和LeDoux（2007）；中文源自冯攀和冯廷勇（2013）.


厌恶
 厌恶是由令人不愉悦、反感的事物诱发的情绪。负责厌恶加工的主要脑区有脑岛、基底神经节；相关脑区包括前扣带回、杏仁核和丘脑。除此以外，丘脑（Aleman和Swart，2008）、内侧前额叶等（Phillips et al.，1997）也参与厌恶加工（中文综述见黄好，罗禹，冯廷勇和李红，2010）。厌恶情绪加工神经环路如图5.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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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厌恶情绪加工的动态因果模型环路

来源：Tettamanti等（2012）.

Calder等（2000）直接研究一名左侧脑岛、壳核及苍白球受损病人发现，该病人不能够识别厌恶情绪，不能识别言语声音表达的厌恶情绪（如呕吐声），不能对厌恶情景产生厌恶情绪，厌恶感受性显著降低。但该病人识别恐惧、愤怒、悲伤等其他负性情绪的能力与正常人一样。基底神经节参与厌恶加工的证据主要来自对基底节受损病人的研究，包括亨廷顿病人（Huntington's disease，HD）、帕金森病人（Parkinson's Disease，PD）和威尔逊病人（Wilson's Disease，WD），这三类病人在基底神经节上都存在不同程度或部位的损伤（Montoya et al.，2006）。Hayes等人考察了HD病人在7类不同情绪任务上的表现，分别是：1）情绪场景产生任务；2）非言语情绪声音识别任务；3）情绪词语分类任务；4）情绪图片分类任务；5）厌恶敏感性测试；6）嗅觉测试；7）味觉测试。在情绪词语分类任务和厌恶敏感性测试任务中，HD病人与控制组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其他任务中的厌恶加工能力都表现出不同程度受损。HD病人对言语输入的厌恶加工能力没有受损，而其他类型的厌恶加工能力受损，这可能是由于HD病人关于厌恶的言语知识保存完好，只是厌恶感受性受损，因此基底节可能与厌恶感受相关（Hayes，Stevenson & Coltheart，2007）。无论是体验厌恶情绪还是观看他人厌恶表情都显著激活了前扣带回。杏仁核在厌恶加工中也有激活（Aleman & Swart，C2008；Phillips et al.，2004）。杏仁核和脑岛在某些情绪加工中存在共变关系（Trautmann，Fehr & Herrmann，2009），而脑岛是厌恶加工的重要结构，因此杏仁核也可能参与厌恶加工。


悲伤
 悲伤是种系发展演进中形成的一种基本情绪。前额叶皮质、扣带前回和杏仁核在悲伤情绪加工中起主要作用。其他区域如颞叶、顶叶、基底神经节、丘脑、下丘脑等也参与悲伤情绪的加工。Panksepp的研究发现：悲伤的表达如人的哭泣或动物的哀嚎由导水管周围灰质回路所控制。在人脑中，这一回路包括中脑、内侧丘脑、隔区、视前区和前带状束皮，刺激该回路可引起或加强哭泣，损伤该回路的相关区域，可减少或甚至消除哭泣或哀嚎（Panksepp，1992）。

一项采用PET技术的研究中，研究者要求被试观看愉快或悲伤的面部表情图片并体验由此引发的心境。结果发现，悲伤诱发时，前额叶左侧较之右侧区域脑血流更大（Schneider等，1994）；Esslen等（2004）采用ERP技术考察了用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和厌恶5种不同效价的情绪面孔诱发被试的情绪，发现悲伤诱发时，被试右侧额叶激活最高（Esslen等，2004）。关于杏仁核与悲伤之间的关系，Anderson和Phelps早在2001年通过考察杏仁核受损病人的面部表情的研究发现，杏仁核发生病变的患者对悲伤表情反应减少。但正常人的悲伤研究中，研究者却发现杏仁核激活的不对称。Blair等（1999）采用PET技术的研究中，要求被试对紧张度不断变化的悲伤和愤怒面孔作性别区分任务，结果发现，随着悲伤紧张性的不断增加，左侧杏仁核及左侧颞极的激活也增加。许多研究者研究了悲伤情绪诱发时前扣带回的激活特征。George等（1995）采用PET技术考察了悲伤心境和脑区激活之间的联系。被试通过回忆自己经历过的悲伤事件来诱发悲伤心境，同时观看悲伤面孔图片以加强诱发效果。结果发现诱发的悲伤激活了腹侧前扣带回。Lane等（1997）对比了愉快和悲伤诱发时脑区血流量变化，发现，相比于愉快心境，在悲伤情境下，被试的右侧前扣带回和基底神经节等区域显著激活。Lane等又进一步比较了悲伤和中性条件，发现悲伤条件下双侧前扣带回和左侧前额叶激活显著增加。Mayberg（1997）采用PET技术考察了悲伤诱发时大脑皮质和边缘系统的区域脑血流的变化，发现悲伤诱发时，膝下前扣带回和前脑岛的局部区域脑血流增加，表明这些区域激活。Mayberg等提出悲伤情境下前扣带回激活显著可能是因为诱发的悲伤情绪能够阻断边缘系统和皮质区域间的相互联系，使得膝下扣带回脑区血流增加。


5.3 情绪的生化反应

内分泌系统（endocrine system）由内分泌腺和分布于其他器官的内分泌细胞组成。神经系统与内分泌系统经常被认为是两个彼此独立的系统，但实际上二者是紧密联系、密切配合和相互作用的两大生物信息传递和调控系统。特别是对于集体自稳性、生物节律性和免疫功能的调节更是基于二者的密切配合，以神经内分泌系统和神经体液调节的方式发挥作用。

不同的情绪状态引起不同的内分泌腺体分泌激素的变化。Cannon及Bard首先提出了情绪是由下丘脑控制的理论。下丘脑作为神经系统的代表，支配着内分泌细胞集中的诸多腺体，构成几个激素轴系统，包括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等，对全身进行神经内分泌调节不同的情绪状态。通过下丘脑对全身进行神经内分泌调节，从而引起垂体前叶、肾上腺、甲状腺分泌的各类激素的变化。


5.3.1 情绪生化反应的测量方法

不同情绪状态会显著引起肾上腺、甲状腺和脑垂体分泌的各类激素的变化。系统了解对这些内分泌腺激素的检测技术，有助于理解情绪是如何影响神经内分泌系统激素的变化的。

肾上腺激素的检测

肾上腺皮质分泌的激素按其功能分为三类：①盐皮质激素，由球状带合成，是21碳皮质类固醇，以醛固酮和11-脱氧皮质酮为代表，主要功能是调节体内水盐代谢。②糖皮质激素，由束状带合成，也是21碳皮质类固醇，以皮质醇与皮质酮为代表，主要功能是影响体内蛋白质、糖、脂类代谢。③性激素，包括雄激素和雌激素，主要功能是维持第二性征和正常的性腺功能，由网状带合成，雄激素为19号碳皮质类固醇激素，包括脱氢表雄酮及脱氢表雄酮硫酸酯、雄烯二酮和少量睾酮。雌激素为18碳皮质类固醇激素，主要有雌酮和雌二醇。同时也分泌孕酮，为21碳类固醇。皮质醇是体内最主要的糖皮质激素，在肾上腺皮质内合成。皮质的合成和分泌受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负反馈机制的调节。目前临床上可以有效检测血清总皮质醇、尿游离皮质醇、唾液皮质醇等。检测的方法有许多种，如竞争蛋白结合法、高分辨色谱分析法、放射免疫分析法、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荧光分析法、浸渍片法等（Appel等，2005；Leung等，2003）。


皮质醇测定
 皮质醇可以分别从唾液、尿液和血液中测定。A）血浆皮质醇测定。血浆皮质醇能根据肾上腺功能变化及时反映血清总皮质醇变化情况及皮质醇昼夜节律性。在正常生理条件下，皮质醇的分泌早晨最高，午夜最低。通常采血以上午8—9时为正常值，正常值为175—550nmol/L。常用测定技术是竞争法原理和电化学发光技术；B）尿游离皮质醇测定。尿游离皮质醇是血中游离皮质醇经肾小球滤过而来，尿中游离皮质醇与血液中游离皮质醇含量成正比。故测定尿游离皮质醇可反映血液中游离皮质醇水平。一般说来，尿游离皮质醇正常值为55—250umol/L。现在尿游离皮质醇检测最常用方法是萃取24小时小便后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C）唾液皮质醇测定。皮质醇容易穿过细胞膜扩散进入唾液，细胞内扩散使唾液皮质醇浓度不受唾液流速的影响。唾液皮质醇能有效反映血浆皮质醇浓度，唾液皮质醇与血浆皮质醇昼夜节律水平变化完全一致（Nunes等，2009；Riad-Fahmy，Read和Walker，1979；Yaneva等，2004）。相对于血浆，测定唾液能给评估大脑皮质醇水平提供一个更直接的指标。近年来唾液皮质醇的测定已在国内外广泛开展。目前，用于血清（浆）总皮质醇测定的方法经过改良后均能用于唾液皮质醇测定，常用的是放射免疫法和化学发光免疫法（刘湘群&杨华喜，2009）。


醛固酮测
 定醛固酮（Aldostercne）为肾上腺皮质激素中的盐皮质激素，能调节人体内电解质的平衡和维持体液容量的恒定。其分泌也是昼夜节律，上午10时最高，午夜最低，分泌入血后，与血浆CBG（皮质类固醇结合球蛋白）结合很少。目前临床上主要采用的醛固酮测定方法是放射免疫法、发光免疫分析法和高效液相色谱法（陈宇琼，李国祥和黄火强，2013）。

甲状腺激素的检测

血液循环中TSH、FT4、FT3三种典型甲状腺激素（thyroxin）的浓度与甲状腺功能关系密切，在甲状腺激素测定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传统的甲状腺激素测定多采用放射免疫（RIA）法，近年来化学发光法或电化学发光（ECLI）分析法逐渐成为甲状腺激素的主要测定方法（朱立和连小兰，2003；胡蓉，2012）。

脑垂体素的检测

脑垂体分泌的激素主要包括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促甲状腺激素（thyrotropin，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TSH）。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检测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是腺垂体分泌的微量多肽激素，是肾上腺皮质活性的主要调节者，其释放的频率和幅度具有昼夜节律性。血液中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水平在清晨觉醒之前可达到高峰，而半夜熟睡时则最低。临床检测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技术主要有放射免疫法、电化学发光法等。


促甲状腺激素检测
 促甲状腺激素的功能主要是促进甲状腺细胞增生，使甲状腺能够生长成正常状态，还能够促进甲状腺合成和分泌甲状腺激素。其浓度呈昼夜节律性变化，清晨2—4时最高，下午6—8点是最低。现在医学检测促甲状腺激素浓度的技术有免疫放射分析、酶免疫分析、荧光免疫分析和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及化学发光免疫分析。其中，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是一项最新免疫测定技术。


5.3.2 情绪的生化反应模式

内分泌腺激素

情绪过程中的许多生理变化都同内分泌腺的活动有关，其中肾上腺同情绪的关系最为密切（Blomstrand和Lofgren，1956），它实际上是情绪内脏反应的最主要来源。肾上腺既受自主神经系统所支配，又受中枢神经系统的直接调节。肾上腺由皮质和髓质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通过两条神经内分泌途径对情绪行为发生影响：一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二是下丘脑-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系统。


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
 （Hypothalamus-pituitary-adrenal axis，HPA axis）下丘脑和脑垂体既是神经系统的一部分，本身也是内分泌腺。情绪产生时，下丘脑发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orticotropinreleasing factor，CRF）调节垂体前叶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drenocorticotropin，ACTH）的分泌量，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又控制着肾上腺皮质类固醇的分泌和血液深度。

皮质醇是一种由肾上腺分泌的荷尔蒙，是人体主要的糖皮质激素，其分泌与个体的心理状态有关。一些研究认为消极情绪与皮质醇之间关系密切，恐惧、焦虑、无望、失控的情境可以造成皮质醇的释放（Buchanan，al'Absi和Lovallo，1999），因此皮质醇又被称为“压力荷尔蒙”。Berk等的研究发现通过电影诱发被试大笑与对照组相比，被试的皮质醇水平下降（Berk et al.，1997）。Buchanan等人用30分钟的幽默片作为情绪诱发材料，与休息对照组相比，发现观看幽默录像后被试积极情绪增加，消极情绪减少，唾液皮质醇水平明显下降（Buchanan，al'Absi & Lovallo，1999）。压力调节的一些研究发现，采用如指导性放松和音乐训练等积极心理状态调整方法同样使得被试皮质醇水平降低。如McKinney等人的研究发现，6次指导性放松和音乐的训练之后可使被试皮质醇水平显著下降，时间可以持续6周（McKinney et al.，1997）。


下丘脑-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系统
 肾上腺髓质系统受交感神经系统控制。在对情绪性刺激发生反应时，交感神经同时刺激内脏器官和肾上腺髓质。通过神经的作用，内脏器官立即进入应激状态。肾上腺髓质分泌的肾上腺髓质则分泌肾上腺素（epinephrine，Epi）、去甲肾上腺素（noradrenaline，Nr）、多巴胺（dopamine，DA）等能够促进生理应激反应，这些激素统称为儿茶酚胺。去甲肾上腺素对感觉唤醒有选择性影响，主导高级情感情境，如使受惊吓的个体特别敏感。多巴胺系统则更多参与正性心理活动过程，主要对急迫状况预期进行调节。因此，人类的正性情绪性反应与高水平多巴胺的活动有关。有研究发现用现代摇滚音乐或负性情绪图片诱发被试紧张、焦虑、苦闷和紧迫感等消极情绪，除造成被试的血压、心率发生明显变化外，去甲肾上腺素、皮质醇、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明显增加；而用古典音乐诱发被试安宁、平静、放松等积极情绪或正性以及采用中性情绪图片诱发情绪时，刺激后机体血浆的肾上腺素（plasma epinephrine）、去甲肾上腺素、皮质醇、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水平则无明显变化（Gerra等，1998；Gerra等，2003）。

神经肽（neuropeptide）

肽是两个或多个氨基酸通过肽键连接而成的化合物。神经肽对情绪具有调节作用，但作用不同。有些神经肽在激活和抑制具体情绪上起着执行作用，而另一些则只起辅助作用，如对神经整合过程起加强或延续时间的作用。此外，一些神经肽在外周和中枢神经之间起协调作用。由于自主神经系统可以反映情绪的变化，而神经肽能够极大地调节和促进躯体各种自主性神经系统的改变，包括躯体温度和心血管等。因此，神经肽物质在自主神经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间，为调节情绪性提供了许多潜在的联系（Panksepp，1993；Bos et al.，2012）。由于神经肽的多样化系统在情绪控制中作用复杂，本节中只对与情绪关系较为明晰的肽类作介绍。下丘脑神经肽与情绪相关的下丘脑神经肽主要包括促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TRH）。


下丘脑神经肽
 从下丘脑神经元释放出来的CRF，首先激活脑垂体肾上腺素的应激反应。同时，靠近CRF的神经元通过脑干启动先天脑环路，促使加强整合中枢应激反应。CRF主要影响是激活对恐惧、焦虑进行的反应，并分离痛苦反应。去甲肾上腺素对CRF也有直接的抑制效果，而CRF神经元对去甲肾上腺素有兴奋影响。CRF神经元能促使神经紧张肽被耗尽而导致心理抑郁。


垂体肽
 与情绪相关的垂体肽包括血管升压素（VP），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加压素能够调节记忆、选择性注意和一般性的认知活动。由于加压素的外周效应可使血压增高，因此被研究者认为具有情绪色调的性质。例如，由于受睾丸酮的控制，它在提高雄性的攻击行为中增加激动性，是发怒的基础。当加压素处于低水平时，产生正性情绪改变，直接与评价情绪刺激相联系。但加压素处于低水平，也有可能导致情绪和认知异常。


内阿片肽（opioid peptide）
 内阿片肽主要可以分为四大类：脑啡肽类、内啡肽类、强啡肽类、内吗啡肽类。内阿片肽在体内分布广泛，除广泛分布于中枢神经系统外，在其他组织和器官也有分布，如肾上腺、消化系统等。内阿片肽有抵制负性情绪和促进正性情绪的作用。其中，内啡肽存是已知的最强有力的类鸦片物质。它使人产生幸福、愉快、兴奋和轻松的感觉。它还能解除负性痛苦情绪，不仅能够解除躯体疼痛还能去除社会性失落引起的痛苦。一般认为，愉快状态能刺激内啡肽使免疫系统起作用，因此这种强有力的鸦片剂能成为快乐的信号而可以导致体内平衡，使躯体免疫力提高。但Lu，Siegel和Shaikh（1992）发现，内啡肽的功能不同于社交聚会及美食引起的快感或性兴奋，它有很强的鸦片麻醉成分。脑啡肽比内啡肽的作用要弱，作用的时间也短。它的功能尚不清楚，可能参与短时的愉快反馈及来自各感官的即时性欢乐。

神经甾体

神经甾体是有活性作用的甾体激素，如，糖皮质激素、盐皮质激素、孕激素、性激素等。据临床观察发现，妇女的忧郁、焦虑、易怒常发生在孕酮较低的经前期，孕酮相应增多的怀孕期负性情绪则大大降低，而孕酮减少的分娩后期易急躁忧郁。糖皮质激素可直接参与负性情绪的发生，也可通过5-羟色胺及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orticotropin-releasing hormone，CRH）等激素发挥作用。发生焦虑、紧张、愤怒等负性情绪时，血浆糖皮质激素水平明显上升，抑郁症患者中还发现血浆皮质醇水平增高，17-羟皮质类固醇增多（李凌江，李则宣，2005）。

雌激素

以往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卵巢激素影响情绪加工的脑区和情绪行为的产生，其中卵巢激素中的雌激素对女性的情绪行为起作用（陈春平，程大志和罗跃嘉，2012）。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分布于整个大脑，包括海马、杏仁核、丘脑和内嗅皮层等，其中杏仁核雌激素受体的浓度最高，这些脑区是情绪体验的关键脑区，因此雌激素可能会对情绪具有间接的影响（Gasbarri等，2012）。一项跨年组的研究发现，绝经期女性相比于年轻女性在情绪面孔加工中杏仁核活动明显降低，而改变体内雌激素水平时，这种趋势则逆转（Pruis等，2009）。此外，雌激素能够影响情绪的唤醒，改变个体情绪体验的强度。如研究发现，绝经后妇女对正性图片的唤醒度明显高于负性图片，且杏仁核对正性图片的激活较强（Mather & Knight，2005）。而对绝经后妇女使用雌激素后，在情绪感知任务中，其对负性图片的唤醒度明显提高（Tessitore et al.，2005）。


5.3.3 情绪生化反应模式的特异化

现在一般认为，许多激素如神经递质、神经肽、神经甾体和雌激素参与了负性情绪，但调控机制目前尚不明确。韩迎辰、詹光杰，奚耕思等总结负性情绪影响激素变化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四种：1）单胺类递质的缺乏，尤其是NE与5-HT；2）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HPA轴）负反馈失调，CRH、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TCH）等功能的异常；3）激素分泌异常引起的受体功能、信号传导及基因转录的改变；4）其他激素（如，DA、内源性阿片肽（EOP）、P物质、氨基酸和遗传因子等（韩迎辰，2005；詹光杰，奚耕思，2006）。


5.4 情绪自主反应与中枢机制的整合

众所周知，情绪是躯体唤醒、外显行为和主体体验等多成分交互影响的复杂心理现象。情绪的外周和中枢生理反应研究发现，一些基本情绪可能会伴随某种特异性的自主神经活动反应模式，而大脑网状结构、边缘系统（下丘脑、海马和杏仁核）和大脑皮层等诸多脑区可能是情绪活动的重要中枢结构。以往研究多采用分离的思路考察不同情绪的外周模式或中枢机制，并不能够全面阐述情绪的复杂特性及情绪体验与身体反应的交互影响（刘飞，蔡厚德，2010）。有研究者提出情绪的自主神经活动反应与中枢神经激活存在整合，如，研究发现大脑右半球可能在引起情绪的自主神经反应中起主导作用（Borod，2000）。基于情绪自主神经反应的各项生理指标和脑激活状态，有研究者提出了情绪环路模型（Bechara，2004；Damasio，1998）和神经内脏整合模型（Hagemann，Waldstein & Thayer，2003；Thayer & Lane，2009；Thayer & Ruiz-Padial，2006），为情绪不同生理机制的整合提供了借鉴。


5.4.1 情绪环路模型

情绪环路模型假设，大脑皮层的皮层下结构与躯体反应状态之间存在一个躯体环路（body loop）（见图5.8），该环路负责加工各种情绪信息和调控躯体反应，来源于外周生理反应模式的不同性质情绪感受在中枢脑区存在映射（Bechara & Damasio，2005）。已有研究证明了该情绪环路的存在，如Rudrauf等（2009）发现，内脏腺体和骨骼肌等躯体状态的变化可以通过脊髓副交感神经和神经内分泌等通路反馈到中枢，从而影响个体的主观感受和决策行为，其中副交感神经是其主要通路。Rudrauf等还发现情绪图片刺激出现后的500ms内就可诱发心律变异率的改变，几乎同时也会引起躯体感觉皮层的激活，表明情绪活动中来自躯体的传入信息可以在很短时间内传至感觉皮层，参与对情绪感受的加工。Vianna等（2009）记录了被试进行不同基本情绪（快乐、恐惧、厌恶、悲伤和愤怒）的自传体回忆任务时的皮电反应和胃动血流（electrogastrogram），结果发现交感系统和胃肠系统的活动水平与被试对情绪唤醒度的评价呈正相关，表明不同性质的情绪感受可能伴随相应的躯体状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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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神经环路模型-躯体环路

来源：英文源自Bechara和Damasio（2005）；中文源自刘飞和蔡厚德（2010）.


5.4.2 神经内脏整合模型

神经内脏整合模型着重强调情绪加工过程中前额皮层对皮层下脑区和自主神经系统的抑制性调控（见图5.9），这种抑制效应主要通过孤束核的γ-氨基丁酸（GABA）神经元实现（Thayer & Ruiz-Padial，2006）。GABA是一种抑制性神经递质，如果将其通路阻断，会导致高血压和窦性心动过速等自主反应失衡。功能成像研究（Lane等，2009）表明，眶额皮层、腹内侧前额皮层和前扣带回皮层等脑区的活动减弱程度与心率变异性中高频成分的降低程度呈正相关，表明副交感神经张力的波动变化可能受中枢脑区（如前额皮层）的抑制性调控。

[image: ]


图5.9 神经内脏整合模型-前额叶皮层对心率的影响

来源：英文源自Thayer和Lane（2009）；中文源自刘飞和蔡厚德（2010）.

神经环路模型和神经内脏整合模型在阐述情绪生理机制的思路上存在明显差异，前者强调外周反应对中枢脑区的映射作用，试图解释情绪经验产生的生理基础；而后者则强调中枢脑区对外周反应的抑制性调控，试图说明情绪调节的神经基础（刘飞，蔡厚德，2010）。未来研究可以将反映中枢脑区功能活动的技术（如PET、fMRI和MEG）与反映外周自主反应的指标（如心率变异性）等结合起来，从外周反应模式与中枢神经活动整合的角度来探明情绪的生理机制，如目前多通道生理仪器与fMRI技术的结合为探讨情绪的外周反应与中枢神经反应的整合提供了可能。


本章小结


目前对情绪生理机制的研究的结果主要有：外周变化（如，自主神经活动、内脏活动的变化）反映与生命过程密切相关的一般唤醒，尚缺乏与情绪相关的稳定的特定外周反应模式。中枢神经各部分的功能既是定位的，又接受皮层的影响与控制。内分泌腺的改变与自主神经系统的改变是相一致的。中枢神经系统、自主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之间存在网络性的交互作用关系。上述结果只能提供说明情绪与生理有关的线索。而无论是皮肤电反应、循环系统、呼吸还是EEG分析都没有明确说明躯体生理变化及中枢神经机制与具体情绪的关系，尚缺乏具体情绪有何种特定（emotion-specific）的躯体反应模式及脑区变化模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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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情绪的毕生发展

随着成年人情绪研究的兴起，情绪的发展也在发展科学中成为热点。人的一生是多方面发展的，而情绪的发展正是其中最重要的过程之一，在人的毕生发展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正如老年心理学家Baltes的毕生发展观（lifespan perspective）所指出的，个体的发展是一个多维、动态、多功能、非线性的毕生过程（Baltes等，2006）。情绪的毕生发展变化不仅反映了情绪体验的多样性，也体现了个体心理发展的许多特征。这些特征包括情绪的心理生理基础，情绪知觉、理解、共情和自我认识能力的发展，情绪表达规则的掌握，以及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这些能力如何发展成熟，以及如何整合在一起来塑造情绪的体验和表达的过程构成了情绪的发展。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情绪的理解、体验、表达和调节能力的发展都推动了个体心理特征的发展及其与外部社会的互动，同时这些心理特征的发展及其社会文化背景也反过来推动了情绪的发展。例如，从父母对婴儿情绪的反映到日常生活中的情绪观念的点点滴滴中，社会文化使得某些情绪在社会生活中特别突显，从而引起这些情绪的更多体验和表达；而大脑边缘系统和前额叶等功能结构的发育成熟决定了儿童的情绪体验和调节能力何时获得并如何发展。

随着人的生理成熟到老化以及社会适应的过程，人类情绪的发展首先表现出了情绪的生物属性，之后则逐渐反映出更多的社会文化属性。人类情绪的发生和发展，历经婴幼儿期、儿童期、青少年期、成人期及老年期，同其他领域的发展一样，遵循一定顺序和规律。从人类的婴儿期到青春期，与情绪相关的各个脑结构相继发育成熟，直到成年期相对稳定，再到老年期，一些情绪脑结构发生退化。这些神经生理基础的变化，也必然带来情绪的发展性变化，使得不同时期情绪的发展表现出独特的特点。考虑到其他章节已经涵盖了成年期的情绪功能，本章便基于情绪的生理发展特点，主要围绕人类毕生发展早期（婴儿期到青春期）和晚期（老年期）的情绪发展过程，分别从神经生理基础和社会文化的角度阐述情绪发展的生物性和社会文化属性。


6.1 情绪的早期发展

在整个毕生发展过程中，人类的情绪随着年龄增长会发生显著的变化。神经生理的成熟，自我理解和理解他人能力的发展，逐渐增强的对人与环境的评价能力，社会交往和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以及对社会习俗和规则的认识，这些都与情绪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初始阶段，由于神经生理的不成熟、认知能力发展的不足和社会经验的匮乏，人类婴儿的情绪更多表现为先天的基本情绪，承担着婴儿与其照顾者之间的社会交互功能。例如，刚出生1到2天的新生儿就会有痛苦、厌恶和微笑反应，这与其生理需要是否被满足密切相关。这些先天的情绪也是人际互动的社会化开端。随着生理的成熟和心智的成长，情绪越来越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由初级情绪慢慢分化出复杂的社会情绪，各种情绪在生理成熟、认知发展和社会经验的累积中逐渐发生。因而，情绪又是后天的社会产物。情绪的机能主义观点认为，个体的情绪发展依赖于个体对情境事件与自身关系的认知（Campos et al.，1994）。由于情绪对生存的适应性价值，个体的某些情绪模式从一出生就具有，并能持续一生帮助个体适应新的环境。随着个体社会化和认知的发展，其与情境交互模式的数量、复杂程度不断发展变化，其情绪也就得到不断的分化和发展（刘国雄和张丽锦，2010）。


6.1.1 情绪理解的发展

情绪理解是指个体理解情绪的原因和结果的能力，以及应用这些信息对自我和他人产生合适的情绪反应的能力（Cassidy & Parke，1992；徐琴美和何洁，2006）。情绪理解是情绪交流和建立社会关系的前提，是个体发展和社会适应的基础。一般来说，情绪理解能力越强，儿童越能形成合适的社会反应，因而社会交往能力和情绪适应能力也越强（Camra & Shuster，2013；Izard et al.，2011）。

从幼儿早期一直到进入小学前的这段时期，儿童对情绪内涵的理解和运用各种情绪的知识日益精细和复杂。由于情绪过程是一个包含多个成分的动态过程，Camras和Shuster（2013）将情绪理解能力定义为理解这些情绪成分及其关系的能力。相应地，以往对儿童情绪理解的研究也分为了多个主题，包括：对情绪表情的识别、对情绪情境的识别、对愿望和情绪关系的理解、对信念和情绪关系的理解、对真实和表面情绪的区分理解、对多重情绪的理解（Pons，Harris & de Rosnay，2004）。

个体从出生开始，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的成熟与社会互动经验的增加，情绪理解能力日益成熟。情绪理解的发展与大脑发育成熟的时间顺序有关，因而全世界幼儿情绪理解发展的顺序大致是相同的（Pons & Harris，2005；Tenenbaum et al.，2004）。半岁左右的婴儿已经可以通过一些基本面部表情和情绪声音的意义来判断他人情绪，表现出人类最初始的情绪知觉能力。到2岁左右，幼儿便可以很好地识别面部表情。在婴儿时期，将情绪情境与其情绪意义联系起来的能力已经萌芽。这一能力随着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在3到5岁之间又有了新的变化。与“朴素心理理论”一致，2到3岁的孩子开始明白情绪与愿望的满足有关，3岁可能是儿童以愿望为基础进行情绪理解的关键年龄。而以信念为基础的情绪理解出现较晚，儿童在4到5岁才获得了情绪观点采择能力，可以体会到情绪和想法、信念和期望之间更复杂的关系（Thompson & Lagattuta，2006；Wellman，2002）。也就是说，幼儿对情绪的判断已经可以超越外显的面部表情或肢体动作以及情绪情境信息，而根据他人内在的愿望、信念、记忆和对情境的评价来理解情绪。

到童年中期，孩子们开始有明显的情绪过程概念，懂得情绪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退，理解某种情绪与其原因的关系，知道个人背景、经历、性格如何产生独特的情绪反应模式（Thompson，1990）。到10岁左右，儿童才能较好地区分真实感受和表面情绪；在对于多重情绪的理解方面，7岁儿童能识别同一性质的情绪（例如都是消极情绪），9到10岁的儿童开始认识到同一个事件可以同时诱发多种情绪，如学校放假时产生的既高兴（比如可以和家人出去玩）又难过（比如与老师和好同学分别）的情绪。青少年时期，情绪理解能力的发展与自我意识觉醒和人格成熟密切相关。青少年已经能够更好地理解情绪的原因，知道人际关系、自我反省和生存焦虑中情绪的复杂性（Harter，2006），这些也往往体现了青少年的矛盾情绪体验、情绪自我调控、人际经验和心理冲突。

情绪表情的识别

情绪表情是人们情绪的外在表现，包括面部表情、情绪语音、躯体姿态等。根据外在表情可以推测出一个人的内部情绪状态，这是儿童情绪理解中最早发展的能力。这是一个在婴儿早期就出现的现象：5个月的婴儿已经可以区分和识别高兴面部表情（Bornstein & Arterberry，2003）。1岁以内的婴儿能对高兴、生气、悲伤等基本面部情绪进行辨别，10周大的婴儿甚至已经能够再认面部表情。当然，这是否真正反映了儿童对表情所代表情绪意义的理解还存在争议，因为这可能是儿童基于表情面部特征进行的知觉辨别。1岁末2岁初，婴儿已经能够辨别很多成年人面部和声音表情的情绪含义。一个重要的能力“社会参照”能力出现，这种能力会将这些情绪含义与成人行为的解释联系在一起（Saarn et al.，2006）。例如，成人尤其是父母或照顾者的笑容或惊恐的样子（往往伴随着某种声音和行为）会影响儿童对不熟悉的人或物体的趋避行为。2到3岁，情绪信息精确感知的基本能力进一步发展，表现为幼儿对情绪信息的意义有更加敏锐的意识。例如，2岁末幼儿能更明显地意识到情绪体验的主观性，知道他人可以有和自己不一样的感受（Repacholi & Gopnik，1997）。这个时期，开始可以见到幼儿会安慰难过的同伴或对兄弟姐妹恶作剧。

大约3岁左右，幼儿开始可以根据他人表现出来的表情或动作来解读他人的情绪，并会使用情绪词汇来标示其情绪状态。很多研究都发现幼儿可以识别照片或情绪面孔上的表情，多数幼儿可以根据情绪词汇正确指认出高兴、难过、害怕和生气的表情。在学龄前，儿童首先发展了对于高兴表情的命名能力，然后是悲伤、愤怒，最后是惊奇和恐惧（Herba & Phillips，2004）。而对于尴尬、焦虑等更微妙的表情的识别能力则需要更多的发展时间，这可能是因为儿童体验和理解混合情绪状态的能力发展较晚，直到童年中晚期才出现（Larsen，To & Fireman，2007）。

表情只是获取他人情绪信息的来源之一，语调、姿态等同样也是重要的情绪线索。除了面部表情，3岁幼儿也具备对情绪语音的识别能力，他们对高兴和悲伤情绪语音的识别已经与4、5岁儿童的表现没有显著差异。3到5岁儿童对愤怒和恐惧的情绪语音的识别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提高。

儿童对躯体姿态的情绪理解能力则发展较晚。Boone和Cunningham（1998）研究发现，儿童在4岁左右可以识别躯体语言表达的悲伤情绪；5岁能够识别悲伤、恐惧和高兴；8岁则达到成人水平，能够识别所有的基本情绪。Ross等人（2012）进一步验证了儿童4岁左右就可以识别躯体表情和在8岁达到成人水平的结论，而且发现悲伤、高兴、恐惧和生气之间没有差异。但对舞蹈动作的情绪理解研究则发现5岁儿童就能达到成人水平（Lagerlof & Djerf，2009；Van Meel，Verburgh & DeMeijer，1993）。这可能是因为舞蹈动作表现情绪相对稳定而且更夸张，因而任务显得比较简单。

表情识别的发展会一直持续到青少年期。高兴表情的识别在5岁左右就已经和成人差不多了，对于惊讶、厌恶和恐惧表情的识别在5到10岁之间持续改善，而愤怒和悲伤表情的识别则持续到10岁以后（Gao & Maurer，2010）。这说明情绪表情的识别能力很快就发展到了顶峰，然后一直维持到老年期才开始退化。

情绪情境的识别

根据情境来判断他人情绪的能力称为情绪观点采择能力（王异芳，何曲枝和苏彦捷，2010）。这类发展研究通常通过构建一系列特定情绪的代表性情境，以故事或图卡的方式呈现给儿童，让儿童推测情境中主角的情绪会是什么，从而了解儿童的情境性情绪识别能力。大部分研究发现，幼儿基于外在情境辨认基本情绪的能力在3到5岁之间大致发展完成（姚端维等，2004；王异芳，何曲枝和苏彦捷，2010）。3岁的幼儿已经能从正性情境中识别高兴情绪，例如幼儿在看到收到玩具等礼物的图片时会去选择高兴表情的选项。4岁左右的幼儿则可以成功识别出一些负性情境的情绪，例如图片中小孩的玩具被其他小孩抢了，幼儿会指认主角为生气的情绪。但对于引发复杂情绪（多重情绪）的情境，如引发惊讶、焦虑、厌恶或嫉妒等情绪的情境，儿童的识别能力则发展较晚（参见下文的“多重情绪”小节）。

以愿望为基础的情绪理解

以愿望为基础的情绪理解是指个体对于自己或他人是否满足愿望时所产生的情绪的理解。研究表明，儿童3岁左右就能够理解情绪和愿望之间的联系。通常这类研究会创造一个包含愿望礼物的情境，然后有两个故事主角要对这个愿望礼物作出反应，研究者会先告诉幼儿故事的两个主角对目标物的喜爱程度不同，然后观察幼儿是否会根据情境、自己的感受或根据故事主角的不同喜好来推测其情绪。例如收到礼物时，一个是主角想要的礼物，另一个是主角不想要的礼物，已有少数3岁左右的幼儿能超越外在情境的线索和自己对该礼物的喜好，推测当礼物与预期符合时故事主角会高兴，而礼物不符合预期时故事主角则会难过或生气。3到4岁是儿童愿望情绪理解发展的关键时期。但是，3岁到7岁的儿童对日常情境中行为的情绪预期，与他们对愿望的理解能力（如“愿望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有关（刘国雄，方富熹，2003）。尽管3岁儿童已经能够根据愿望预期人们的行为，但还不能完全理解愿望的主观性，并不能完全根据结果是否符合内在的主观愿望来判断行为者的情绪。到了5岁，以愿望为基础的情绪理解能力基本上完全发展起来。

以信念为基础的情绪理解

基于信念的情绪理解是指个体对于情境与自己或他人所持信念是否一致时所产生的情绪理解。这类研究通常采用错误信念理解实验：在实验中向儿童讲述故事，故事中小白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它喜欢的苹果汁被换成不喜欢的橙汁；最后要求儿童回答小白兔在喝橙汁之前（基于信念的情绪）以及喝之后基于愿望的情绪的感受。研究发现，3岁、4岁和6岁儿童都能正确理解基于愿望的情绪；然而3岁儿童还不能正确理解基于信念的情绪，少数4岁儿童则能够理解和信念有关的情绪，到6岁时儿童才能够比较普遍发展出基于信念的情绪理解能力。基于愿望和信念的情绪理解能力是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提高的。儿童虽在4岁左右就能通过认知的错误信念进行情绪判断，但对于错误信念的情绪推测能力则要到5至7岁才发展出来（de Rosnay et al.，2004）。

真实情绪与表面情绪的区分

随着年龄增长，儿童逐渐理解情绪的外部表达（表面情绪）可以被掩饰，因此可能与主观感受到的情绪（真实情绪）不一致。理解表面情绪和真实情绪的区别需要个体在内部建立一种心理表征（刘玉娟和方富熹，2004；史冰和苏彦捷，2005），经常表现为信念的形式。6岁儿童已经能够认识到，人际交往中表面的面部表情会让他人产生错误的信念，以保护自己或者适应社会（刘航和刘秀丽，2014）。与此相一致，较早期的研究指出幼儿要到6岁左右才开始能分辨他人的表面情绪和真实感受。一些研究突显故事主角的真实情绪后，发现有些4岁幼儿也可以了解真正的感受是可以被藏起来的，而以社会较能接受的方式表现其表面情绪。例如为了不让妈妈伤心，在故事主角在收到不喜欢的礼物时会表现出高兴的样子（Jones，Abbey & Cumberland，1998；Joshi & MacLean，1994）。卓美红（2008）认为，3到4岁儿童已经能对真实-表面情绪进行区分，但更多的是以一种内隐形式存在，直到5到6岁的时候才能清晰地通过口头外显表达出来。国内刘航和刘秀丽（2014）的研究认为，儿童对真实-表面情绪的认知能力在3到5岁时快速发展，直至6岁以后发展速度才趋于平稳。但早期多数研究表明，区分情绪的表面表达和实际感受的能力，大概在10岁之前都是很有限的；儿童10岁以后才可以肯定地提到实际和表达的情绪之间的不匹配（Harris，lthof & Meerum Terwogt，1981）。近期研究由于选择的被试年龄范围扩大，通常认为4岁儿童已开始具备真实-表面情绪区分能力（刘航和刘秀丽，2014）。当然，这仍然有很大程度的限制。

多重情绪的理解

多重情绪理解指儿童认识到同一情绪情境中可能并存着多种不同或矛盾的情绪反应，也可称为对于混合情绪的理解。这里的情绪情境通常涉及同一事件引发多种情绪，儿童在单一表情或同时配对出现的多种表情中指认故事主角的情绪感受。Pons和Harris（2000）采用结构化的情绪理解测验（TEC，Test of Emotion Comprehension，图6.1）研究发现，6岁儿童只能理解单一情绪，大部分9岁儿童可以理解多重情绪的存在。多数的研究都指出，幼儿对多重情绪的理解发展得较晚，要到7到8岁左右才发展出来（Brown & Dunn，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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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多重情绪理解测试的故事图示

在情绪理解测验中，主试呈现一个卡通故事图并讲述相应有关角色的故事内容；然后要求儿童从4张可能的情绪结果中指出最恰当的一张图来对故事主人公做一个情绪归因。在本故事图示中，主人公正看着一辆很漂亮的自行车，那是她/他很喜欢的生日礼物；但是，她/他以前从来没有骑过自行车，有点害怕会摔倒弄疼自己。因此，现在主人公心里是怎么感受的呢？是高兴、既伤心又害怕、既高兴又害怕还是害怕？

来源：Pons & Harris（2000）.

另一些研究则认为这种能力的发展稍微早些，在5到7岁之间（Harter，1999）。

对冲突情绪可以并存的理解较晚一些才出现，5到6岁是儿童冲突情绪理解快速发展的年龄（Harter，1999；刁洁，2008）。6岁左右的幼儿对冲突情绪才有初步的理解，到10至11岁左右比较稳定，这时，他们便能够理解同一情境可能引发两种矛盾的情绪（Harter，1999；陈璟和李红，2008；郑裴和马伟娜，2009）。

道德情绪理解

道德情绪理解是指儿童对与道德有关的情境或事件的情绪理解。研究发现，幼儿阶段是道德情绪萌芽的时期。以玩偶呈现的道德两难情境任务的研究表明，较小幼儿在观看故事主角违反道德的行为时并无道德情感的觉察。例如，故事主角去朋友家里作客时趁朋友不注意偷吃了巧克力。当研究者询问幼儿故事主角的感受时，3到5岁的幼儿都普遍认为故事主角会高兴，原因是他吃到了巧克力；但6岁左右的幼儿则认为故事主角虽然吃到巧克力会高兴，但也会因为怕被发现而感到害怕或难过；8岁左右的儿童则有较多道德情绪的觉察，认为故事主角会高兴或害怕以外，还可能因做错事而心生愧疚（Nunner-Winkler & Sodain，1988；Woolgar et al.，2001）。陈少华和郑雪（2000）发现，在亲社会道德情境中，年幼儿童倾向于判断行为者产生消极的情绪体验，年长儿童则作出积极的情绪判断。李占星等（2014）采用故事情境法探讨了6到10岁儿童对损人情境下损人者和旁观者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的发展，发现6岁儿童能理解损人行为是不对的，但直到8岁儿童才能理解旁观行为是不对的；而且随着年龄增长，儿童判断损人者的愉悦程度逐渐降低。Barden等（1980）认为，儿童对道德违反情境中主角的道德情绪判断是一种由高兴到难过，由积极到消极的过程，其道德情绪归因是由结果定向向道德定向发展的。这种发展的规律也得到了前述Nunner-Winkler等（1988）的实验支持。


6.1.2 情绪体验和表达的发展

情绪体验的发展

情绪是与生俱来的，随生长发育而逐渐分化。随着儿童生理上的成熟和心智的成长，情绪的体验和表达越来越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由初级情绪慢慢分化出复杂的社会情绪。

婴儿早期的行为可以分为趋近和回避行为，然后在此基础上分化为各种情绪行为（图6.2，Lewis，2014）。一般认为，婴儿在5到6周时出现兴趣和微笑，即社会性微笑；3到4个月时开始出现愤怒和悲伤；6到8个月开始体验到对母亲、抚养者等亲近者的依恋，并随之产生对陌生人的焦虑和分离焦虑等。随着生理的进一步成熟和社会化过程中实践经验的增多，幼儿的基本情绪逐渐分化和发展，向更复杂多样的形式转变。大概在1岁半至2岁左右，婴儿逐渐体验到羞愧、自豪、同情、内疚等更高级更复杂的自我意识情绪（表6.1，Lewis，2014；Izard，1991；Izard & Ackerman，2000）。这些情绪的出现反映了儿童社会化的结果，表明儿童开始掌握并能够利用社会文化规范来评价自己的行为，从而产生复杂的社会性情绪体验。进入幼儿期，儿童情绪的体验由生理性体验向社会性情绪体验过渡。学龄前儿童在成人满足其安全的需要和爱的需要的情况下会产生愉快的情绪体验，也在与老师、同伴交往的过程中体验到各种社会性情绪。3到5岁的学龄前儿童已经可以反省自己的情绪体验，并以面部表情、姿态行为、声音情绪等形式单独或混合地表达出来，还会通过语言与家人和同伴分享讨论，或在角色游戏中演绎。这个阶段儿童的自我意识情绪也更强烈，已开始认识到情绪体验的前因后果以及情绪对社会交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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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早期情绪行为的分化发展

来源：Lewis（2014）.

表6.1 基本情绪和自我意识情绪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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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zard（1991）；Izard & Ackerman（2000）.

进入小学后，随着学校环境的改变、认知能力的提高，学龄儿童情绪的稳定性会逐步增强。情绪已开始逐渐内化，小学高年级学生已逐渐能意识到自己的情绪表现以及随之可能产生的后果，情绪的冲动性和易变性逐渐减弱，其基本情绪状态是比较平和的。学龄儿童情感也日益丰富，随年龄增长分化出越来越多的情绪状态，并且继续出现一些高级情感，如道德感、尊重、怜悯等；情感指向的事物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事物能够引起儿童的情感体验，集体生活中的事件，与同伴之间的关系、老师之间的关系，学校、班集体对个人的要求和评价等，都会引起学龄儿童的复杂多样的情绪体验。

青春期是个体心理更复杂的时期，青少年开始内省个体的情绪体验，并且对他人尤其是同伴的情绪十分敏感，对情绪符号（如音乐）和情绪事件的感受十分强烈。青少年情绪由强烈的外部表现逐步转变为比较稳定的内心体验（张文新，2002）。青少年情绪体验的时间也有所延长，表现出心境化的特点（陈宁，2009），情绪体验的内容更加深刻丰富，社会性情绪占主导地位（张文新，2002）。但是，在青春期，类似婴儿期的情绪波动又重新出现。与小学儿童和成年人相比，青少年情绪体验表现出波动性明显的特点，具有更多的极端而短暂的情绪。

情绪表达规则的理解和使用

情绪表达规则的理解和使用能力主要涉及情绪表达规则知识、情绪表达规则目标以及情绪表达规则策略三个方面（Ekman & Friesen，1969；Jones，Abbey & Cumberland，1998；侯瑞鹤和俞国良，2006）。情绪表达规则知识是指儿童根据具体情绪情境要求控制和调节各种外部情绪表情使其符合社会期望的知识，反映了儿童对表达规则的理解。情绪表达规则目标指儿童使用情绪表达规则控制和调节自己外部情绪表情的动机和目的。这是决定儿童情绪表达规则使用的重要因素，包括考虑他人感受的亲社会目标、维护社会规范和准则的社会规范目标和保护自尊、远离冲突的自我保护目标等。情绪表达规则策略是个体利用规则调节或改变外部情绪表情的方式，体现了儿童如何使用表达规则。情绪表达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不同社会情境下对情绪表达规则的理解和运用。例如，一个人不喜欢收到的生日礼物，但还是要表现出高兴的样子。人们通过情绪表达规则的运用来掩饰真实的感受，而表达出更恰当的情绪以达到个人目标（如保护自尊）或符合社会规范（如避免伤害别人的感情和维护人际关系）。

情绪表达规则的理解和使用能力是幼儿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较小的儿童并不完全具备这种能力。因此，较小的儿童可能会拒绝不喜欢的礼物，并表现出不恰当的行为。但自我意识情绪的出现表明学龄前儿童已经对情绪表达规则知识有初步的认识。大约在3到4岁，儿童开始出现了区分内外情绪的认知能力（Josephs，1994），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表达来顾及他人的感受（Banerjee，1997）。6岁左右，儿童掌握了表面情绪和内心真实体验的区分技能（刘航和刘秀丽，2014），这是和情绪表达规则理解有关的能力。但是，由于认知能力和社会能力发展的限制，儿童情绪表达规则的理解直到小学阶段才得到快速发展，在9岁左右达到最快速的发展期（侯瑞鹤和俞国良，2006）。童年中期则是情绪表达规则理解的重要发展时期，儿童开始能够真正理解情绪表达规则的意义和目的（Jones，Abbey & Cumberland，1998；Saarni，1999），在随后的几年里，儿童对情绪表达规则的意义、适用范围和重要性的理解能力显著提高。儿童逐渐了解在什么情境下、对谁应该表现出什么样的情绪，而不管自己内心真正的情绪状态。在有些社会情境中，人们会真实地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情绪体验；而在另外一些社会情境中，人们可能会掩饰、伪装自己的真实情绪。例如，即使得到一个不喜欢的礼物，也要微笑并表示比较喜欢这个礼物。同时，儿童也开始学会利用情绪表达规则掩饰自己的真实情绪体验。小学之后，儿童对情绪表达规则的理解水平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侯瑞鹤和俞国良，2006）。在这个过程中，儿童逐渐获得社会的情绪表达规则，并用以指导自己在特定社会情境下表现出社会认可的情绪。

共情

共情包含情绪共情和认知调节两种过程，两者有着不同的发展机制（黄翯青和苏彦捷，2012）。黄翯青和苏彦捷（2012）认为情绪共情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从婴儿期直到成年期呈现下降趋势，到老年阶段有所上升，呈现出U形发展轨迹。婴儿经常会对知觉到的他人情绪产生共鸣反应，例如听到他人哭声会感到烦躁不安，并产生更多的哭泣反应（Field et al.，2007）。婴儿期之后，情绪感染出现了下降的趋势（Geangu et al.，2010），盲目复制他人情绪行为的共鸣反应在3岁之后也基本消失（Hoffman，1977）。但是对于将共情看作单一维度的学者来说，这种早期的情绪感染并不是真正的共情反应，因为婴儿并没有真正理解诱发他人感受的情境，缺少适当的认知成分。

早期的情绪感染具有共鸣的特点，但仍然表现出了一些认知成分的萌芽（黄翯青和苏彦捷，2012）。例如，用注视偏好和违背预期等非言语研究范式，研究者们发现6个月婴儿更偏爱那些乐于助人的人，而不喜欢那些不愿合作甚至干扰他人合作的个体（Hamlin，Wynn & Bloom，2007）。但一般来说，认知共情相对于情绪共情发展较晚，从出生直到成年期呈现上升趋势，在老年阶段逐渐下降，呈现倒U形的发展轨迹（黄翯青和苏彦捷，2012）。

随着儿童早期情绪理解能力的快速发展，儿童开始可以对他人的痛苦产生真正包含认知成分的共情和其他各种情绪反应。认知共情在1到2岁的学步期中快速发展。在日常生活和实验场景中，学步期儿童就已经可以对母亲的悲痛做出关切反应（Zahn-Waxler，2000），12个月婴儿会安慰悲伤的同伴，14到18个月时就能表现出自发的助人行为（Warneken & Tomasello，2009）。随后一年里共情反应的范围更广，也更复杂。早期的共情反应偶尔伴随着亲社会行为，如努力安慰悲伤的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共情总是和助人行为以及其他亲社会行为有关（Eisenberg，Spinrad & Sadovsky，2006）。到童年中期，儿童开始具有真正的共情能力和更强的情绪理解能力。这些能力的发展也增强了儿童对他人情绪的同感敏感性。


6.1.3 情绪调节的发展

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是指“个体对具有什么样的情绪、情绪什么时候发生、如何进行情绪体验与表达施加影响的过程”（Gross，1998），涉及个体内部情绪体验和对外部表达的调控。情绪调节能力也是个体发展较早的能力之一。具有情绪调节能力的儿童已经知道在人际交往中能够根据需要隐藏和改变情绪反应，知道利用一些策略去调节情绪。

大量研究表明，情绪调节能力在婴儿1岁前就已经初步发展（Eisenberg et al.，2014）。大概3个月左右，早期情绪调节就开始出现，更多表现为无计划、不受监控的状态。在婴儿早期，情绪调节更多的是一种内部生理机制的调控，主要是对偏好刺激的趋近和对厌恶刺激的回避，很多是无意识的。婴儿调节能力的增强依赖于注意机制和简单运动技能的发展，并使婴儿能够协调运用注意集中和注意分散来调节自己的积极和消极情绪体验。例如，婴儿可以通过转头、吮吸手指、摸头等策略缓和自己的消极情绪。婴儿5个月时已经体现了较强的交流能力，如他们的哭泣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关注，表达自己的饥饿、痛苦等状态和情绪。7个月时，婴儿开始能够辨别他人的面部情绪，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一些常见表情的情绪含义。8到12个月，婴儿有可能从以生理成熟为基础的自我情绪表达和对情绪的经验两方面形成对一些负性情绪的理解。婴儿这些能力的出现使其情绪调节行为更加具有目的性和策略性。Thompson（1994）认为6到12个月这半年是婴儿情绪调节发展的重要阶段。

1岁末，婴儿自我意识的增强和认知能力的提高促进了情绪调节能力的进步。婴儿的情绪调节也变得更主动和更有目的性。婴儿开始有意识地做出一些行为来促进自身情绪目标的实现。例如，婴儿开始有组织、有顺序地掌握一系列动作，从而可以灵活的伸手趋近、缩手躲避和吮吸手指来进行自我安慰。婴儿的情绪调节能力像这一时期个体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主要依赖于外界帮助，但是已经可以看到个体能动性的初步表现。

1到3岁的儿童开始出现自我意识，不但能感受到消极情绪，同时也能够意识到如何借助于他人和自身力量改变消极情绪，从而使自己感觉更好。因此，1到3岁的儿童开始更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更能自主地调节自己的情绪（姚端维，陈英和和赵延芹，2004；陆芳和陈国鹏，2007）。Morris等人（2011）认为从婴儿期到儿童后期情绪调节的发展存在三个基本趋势：从依靠外部调节逐渐发展为依靠内部调节；内部调节策略的发展；儿童根据不同环境选择适当策略的应对能力的增长。Altshuler和Ruble（1989）发现学龄前期的儿童主要依赖抚养者的支持与帮助进行情绪调节。抚养者的参与对于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抚养者通常是儿童的依恋对象，儿童通过与依恋对象的互动、学习形成自己的情绪调节策略。随着年龄的增长与认知能力的提高，儿童的控制能力逐步提高，情绪调节更讲究策略与方法，从依赖支持性情绪调节发展到独立性策略性情绪调节。学步期可能是情绪调节技能发展的关键阶段，此时儿童以抚养者为榜样学习情绪调节，开始独立运用一些调节方法，如离开某种特定的消极情境等（曾祥岚和崔淼，2010）。

研究者一致认为情绪调节的发展遵循着一定的时间表，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儿童的认知发展阶段。3岁是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发展的里程碑（Kopp，1989；Thompson，1994），该时期儿童认知能力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情绪调节能力的极大进步，儿童会更自如地运用各种策略。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情绪调节逐渐从依赖外部资源向依赖内部资源转化，调节情绪的认知策略也逐渐增加。这些策略包括积极看待事物、认知回避和转移注意的能力等。3岁儿童较多使用发泄、情绪释放策略；4岁儿童较多使用建构性策略，自我安慰策略减少；5岁儿童较多使用回避策略（姚端维，陈英和和赵延芹，2004），认知重构策略的运用也逐渐增多（乔建中和饶虹，2000）。年龄大一点的孩子能够通过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在最大程度上减轻人际争执中消极情绪的扩大（比如避免冷笑或表现得轻蔑）；8岁左右的儿童开始出现心理层面的情绪调节策略，如转移注意力或刻意否认等（Altshuler & Ruble，1989）。

进入青春期，个体经历着更加持久而深刻的情绪变化。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从儿童向成人的过渡过程中生理、认知和社会性方面的剧烈变化。因此，情绪调节表现出了青春期的鲜明特征。在青春期，神经系统的兴奋和抑制过程逐渐平衡，与情绪相关的激素、神经系统在青春期发展完善，前扣带回皮层和前额叶皮层在青春期晚期趋于成熟。这些生理机制的成熟促使了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但是，由于经历了自身内在成长和外在环境的剧烈变化，个体情绪调节的发展也表现出强烈的波动性（Riediger & Klipker，2014）。

总体来说，随年龄增长，情绪调节策略越来越需要认知的参与（侯瑞鹤和余国良，2006），认知在情绪调节方面的作用日渐突出。个体情绪调节的发展趋于稳定，也更加体现出了个体的独特性。情绪调节能力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强，这种增长一直持续到老年期。


6.2 情绪的晚期发展

情绪的发展从婴儿早期一直持续到成年，但成年期的发展特点已经产生了变化。成年人往往通过职业、伙伴的选择和其他活动来寻求建立稳定而个性化的生活方式来满足情绪体验，而不再追求各种新异的复杂情绪体验。换句话说，成人会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在自己的生活中融入自己选择的情绪体验，例如职业选择、婚姻、养育后代、休闲活动等。成年人也变得善于调节自己的情绪表达，以符合社会规范或达到个人目标。尽管可能体验到新的情绪（如辛酸），成年早期情绪发展的主题仍是将情绪体验自然融合到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中。成年早期的情绪发展保持着相对稳定，直到迈入老年时期，身体素质、基本认知能力和社会关系都会进入一个转变期，进而也会给情绪带来很多变化。

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并受疾病困扰、记忆力衰退、社交网络缩小的影响，老年人似乎不像成年早期那样富有情绪能量。纵向研究表明，在年老化过程中，认知加工脑区的脑容量表现出显著的减少，而情绪加工脑区却没有显著减少（Pressman et al.，2014）。这表明年老化过程中情绪认知应该有不同于一般认知老化的过程。事实上，不同于认知能力随年龄增长而呈现简单下降的趋势，大量的研究表明老年期的情绪发展呈现出了一种混合的模式。由于认知能力、经验、目标和动机的变化，老年人在行为上表现为情绪识别能力下降，正性情绪体验增强，负性情绪体验减少或减弱，情绪表达自动化行为减少，情绪调节能力提高（Carstensen et al.，2000；Charles，Reynolds & Gatz，2001；Gross et al.，1997；Riediger et al.，2009）等方面。


6.2.1 情绪识别年老化

情绪识别是情绪理解的重要部分。研究发现，老年人的情绪识别能力有所下降。这个结论的基础主要是老年人在面部表情识别任务中的表现。老年人情绪识别的研究主要采用传统的表情识别任务，即呈现一张某种情绪的表情图片，让被试选择最合适的情绪类别标签。尽管老年人的表情识别能力有所下降，但并非所有表情都如此，不同类型表情的加工存在不同的年老化模式。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在识别恐惧、悲伤（Calder et al.，2003；Wong，Cronin-Golomb & Neargarder，2005；Ruffman et al.，2008）、中性（McDowell，Harrison & Demaree，1994）表情时成绩下降；在识别愤怒表情时也会下降，但程度稍小些（Calder et al.，2003）；而识别厌恶表情时，其与年轻人的表现没有差异（Orgeta和Phillips，2008），甚至更好（Calde et al.，2003；Wong et al.，2005）。他们对高兴、惊奇表情的识别方面则缺少一致的结论，不同研究分别报告了老年人识别劣势（Ruffman et al.，2008）、无年龄差异（McDowell et al.，1994；Murphy & Isaacowitz，2010；Orgeta & Phillips，2008）和老年人识别优势（Murphy，Lehrfeld & Isaacowitz，2010）等三种发现。总体而言，老年人对负性表情（厌恶除外）的识别准确性下降，但对正性表情保持了较高的识别准确性。

表情只是获取他人情绪信息的来源之一，语调、姿态等同样也是重要的情绪线索。Ruffman等人（2008）对28项研究数据（老年被试705人，年轻被试962人）进行了元分析，考察了不同情绪形式（表情、语调、姿态、表情-语调匹配）任务下的年龄差异，结果发现老年人在语调情绪识别和表情-语调匹配任务中并没有表现出与年龄相关的“正性效应”：老年人识别愤怒、悲伤和高兴语调情绪更困难，但在识别恐惧、惊讶和厌恶语调的准确性上并没有表现出年龄差异；除了厌恶情绪以外，年轻人和老年人在匹配其他情绪的表情和语调上都存在着显著的年龄差异。


6.2.2 情绪体验年老化

情绪体验是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方面，包括正性和负性情绪体验两个方面。大量的证据表明老年人的日常情绪体验有较大的改善，表现出正性情绪体验优势。横断研究（25至74岁）数据显示老年组体验到了更多的正性情绪，而负性情绪体验在减少（Mroczek & Kolarz，1998）。同样，纵向研究发现情绪体验会随年龄增长变得越来越积极（Carstensen et al.，2011；Charles，Reynolds & Gatz，2001）。情绪体验年老化研究得到了一个较统一的结果：30到60岁期间，幸福感不断提升，主要体现在负性情绪减少（Charles et al.，2001）、焦虑和抑郁症比例下降（Piazza & Charles，2006）、生活满意度提高（Mroczek & Spiro，2005）、正性情绪维持在稳定的水平（Charles et al.，2001）。这些结果表明老年人情绪体验产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正性偏向。这反映了老年人的目标和动机转向了情感满足，并将更多的认知资源投入到情绪情感调节过程中。由于动机、目标的转变，老年人更重视那些具有正性情绪意义的目标，而回避那些负性情绪意义的目标（Carstensen，Isaacowitz & Charles，1999；Carstensen，2006）。

但是，对于60岁以上老年人的情绪体验研究结果却较不一致。横断研究发现65岁之后负性情绪体验增加（Diener & Suh，1997）。当然，这可能是较年老老人的身体健康和认知功能进一步下降的结果。当研究者控制了健康水平、功能限制等因素后，发现负性情绪体验仍呈下降趋势（Kunzman et al.，2000）。另外，60及70岁年龄段老年人的抑郁症状变得更严重（Diener & Suh，1997），但往后仍然随年龄增长呈线性下降趋势（60到84岁，Kobau et al.，2004）。

情绪唤醒度是影响情绪体验的重要因素，也影响着情绪体验的年龄差异。Pinquart（2001）的元分析表明，情绪体验的下降主要体现在负性情绪与高唤醒的正性情绪（如兴奋、热情）；而低唤醒的正性情绪（满足、平静）并没有体现出显著的年龄下降，甚至老年人可能体验更多（Kessler & Staudinger，2009）。这可能和不同情绪本身的生理唤醒水平有关。

此外，老年人的幸福感是否提升与其人格特质有关。不同于一般老年人幸福感提升，高神经质老年人的负性情绪体验水平更高，且有更高的抑郁危险（Kendler et al.，2006）。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神经质得分高的老年人在情绪体验方面并没有年龄优势，其负性体验相对保持稳定（Charles et al.，2001）。同样，高神经质老年人并不随年龄增加而对生活更满意，他们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并没有提高（Mroczek和Spiro，2005）。研究者推测由于长期处于负性状态，高神经质者会对负性情绪更敏感（Mroczek & Almeida，2004）。

大多数研究中，老年人的情绪体验大多是通过自陈问卷测量的，如正负性情绪量表（Pos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s，PANAS；Kunzmann，Little & Smith，2000）、Bradburn情感平衡量表（Bradburn Affect Balance Scale；Charles，Reynolds和Gatz，2001）等。但自陈报告易受当时情绪状态或测试情境的影响，基于以往经验的回忆和评价也易造成偏差。为了克服自陈报告的误差，研究者采取了经验取样的测量方法考察自然情境中老年人的情绪体验。在这类研究中，参与者通常需随身携带一个电子呼叫装置和一本自我报告手册（主要是若干测量问卷），并根据随机接收到的电子信号即时进行自我报告（Kubey，Larson & Csilszentmihalyi，1996）。基于经验取样法，Carstensen团队多次测量了18至94岁成年人日常生活中各种类型的情绪体验的频率、强度和复杂性（Carstensen et al.，2000；Carstensen等，2011）。在情绪强度方面，研究并没有得到可靠的年龄差异。但在情绪体验频率方面，正性情绪体验频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到64岁之后则开始呈下降趋势（图6.3A）。研究也发现，伴随年龄增长，人们的情绪体验更加稳定（图6.3B）；正性和负性情绪的负相关随年龄增长而下降，老年人更易同时体验到正性和负性情绪（混合情绪，图6.3C）。这些结果表明情绪体验发生的改变因老年期的不同年龄阶段也不尽相同，情感生活的顶峰或许直至70岁才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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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年龄轨迹图：（A）正性情绪体验（正性与负性情绪体验频率之差）；（B）情绪稳定性（-MSSD）；（C）混合情绪（个体正负性情绪评分相关系数转化成的z分数）

来源：Carstensen等（2011）.


6.2.3 情绪调节年老化

情绪功能不仅包含对他人情绪的识别，也包括对自身情绪状态的调节。与老年人情绪体验和表达下降不同，情绪调节能力随年龄增长而增强。相比于年轻人和中年人，老年人更认同“努力让自己心态平和，避免发生情绪状况”，“试图不表现出正性或负性的情绪反应”（Lawton et al.，1992）。此外，老年人也更有意识地管理自身情绪，选取并有效地执行适用的情绪管理策略，在社交情境中主动调节自身的情绪（Scheibe & Blanchard-Fields，2009）。

年老化这一过程本身可能为老年人的情绪调节带来了一定的优势。伴随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和社交行为发生了一定的改变，由此也构建了较小但更稳定而亲密的社交群体，避免了因为环境变化、社交行为带来的一些负性情绪（Carstensen，Fung & Charles，2003）。因而，相比于年轻人，环境改变更利于老年人的情绪调节（Urry和Gross，2010），从而使人际冲突较少，人际关系趋于平和。而且，年老也意味着更多的生活经历和更多的情绪调节经验，这无疑有利于情绪调节能力的提高（Scheibe，2012），从而老年人在情绪体验和表达的调控方面显得更自信（Gross et al.，1997；Kessler & Staudinger，2009）。

情绪调节能力的变化也体现在老年人采取的情绪调节策略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更少使用表达抑制等反应定向的情绪调节（antecedent-focused emotion regulation），而更多采取认知重评等原因定向的情绪调节方式（response-focused emotion regulation；Gross et al.，1997；Yeung et al.，2011）。虽然老年人使用认知重评的频率更高（John & Gross，2004），但并不是所有认知重评方式都能被有效使用。相比于年轻人，老年人更能有效利用积极重评策略（positive reappraisal），而不擅长分离重评策略（Detached Reappraisal；Shiota & Levenson，2009）。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认为老年人多采用消极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情绪调节策略（如否认、逃避现实，压抑负性情绪）缺少适应性，缺乏积极的应对和问题解决策略。


6.2.4 老年人的正性情绪偏向

如前所述，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正性情绪体验更多，对正性表情的识别维持得较好，表现出一种对正性信息的偏好。Carstensen等（2005）据此提出了“正性效应”（Positivity Effect）的概念，用来概括老年人对正性情绪刺激的认知加工较好并表现出对正性信息的偏向现象（伍麟和邢小莉，2009）。这种正性情绪偏向可以体现在老年人的各种情绪认知加工上，包括对情绪的识别、注意、记忆等。

正性情绪注意偏向

根据认知心理学的观点，人的注意资源非常有限，在信息加工的过程中，必须对有限的注意资源进行分配才能完成任务。由于认知能力的下降，老年人对情绪刺激的注意资源及分配是否变化成为研究者主要关注的问题。研究表明，老年人对正性信息存在注意偏向。在点探测注意任务中，老年人的注意偏好选择正性面孔，避免负性面孔。但老年人对威胁性面孔的加工优势并没有丧失。进一步的眼动研究表明，这主要体现了不同注意成分即初始探测（自动加工）和持续注意（受控加工）的年龄差异（Rosler et al.，2005）。当在负性和中性图片一起呈现时，年轻人和老年人都首先注意并扫视负性图片；但在后续眼动过程中，年轻人注视负性图片的时间比老年人更长。

正性情绪记忆偏向

记忆能力的衰退是老年人认知老化的主要表现之一，然而在情绪记忆方面老年人也表现出了“正性效应”，即对正性情绪刺激的记忆表现相对较好。Kensinger和Schacter（2008）用fMRI技术对比研究了青年人和老年人在情绪记忆中涉及的脑区，发现老年被试在编码正性情绪刺激时会更多的激活内侧前额叶和扣带回区域。因为这些区域被认为与自我参照加工有关，所以老年人对正性情绪的记忆偏向可能来自于将正性信息与自身关联的加工方式（Kensinger & Schacter，2008）。Waring，Addis和Kensinger（2013）考察了对情绪场景编码阶段的有效连接性（effective connectivity）的年龄差别。实验中让年轻人和老年人分别在fMRI扫描仪中观看并记忆由正性或负性个体和中性背景组成的场景，然后对被试进行记忆测试。结果表明，不管个体是正性还是负性，老年人的额叶区域内和额叶到内侧枕叶的正性连接都比年轻人更强，尤其是在个体和背景被记住的情况下。这说明老年人和年轻人进行情绪场景编码时有连接性差异：老年人需要更多的额叶连接性来编码整个场景，而不是只编码场景中的情绪个体（Waring，Addis和Kensinger，2013）。

Sakaki，Nga和Mather（2013）用fMRI技术研究了老年人和年轻人的静息态功能连接、情绪学习脑激活模式和记忆的情绪偏向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老年人记忆的正性效应与杏仁核和内侧前额叶之间的功能关联之间具有高相关，而年轻人没有表现出这种关联。这说明情绪和记忆的交互作用不仅依赖于与任务相关的脑活动，也受基本功能连接的影响。St Jacques等（2010）考察了老年人和年轻人在情绪记忆任务中，杏仁核与其他脑区的功能连接性。结果发现相对于年轻人，老年人在负性任务中右侧杏仁核与腹前扣带回有更强的功能连接，与视觉区有更弱的功能连接。St Jacques等推论这种连接性差别反映了年轻人更偏重知觉特性，而老年人则更偏重情绪控制。

Addis等（2010）用结构方程建模方法得到老年人和年轻人情绪记忆相关脑区之间的有效连接性，他们发现在加工正性情绪时，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有效连接性表现出显著差异：老年人的海马活动被杏仁核和腹内侧前额叶（vmPFC）等情绪加工脑区正向调节；年轻人的海马则被杏仁核和vmPFC负向调节，并受到丘脑的调控。在前额叶的连接性上，老年人和年轻人也存在差异：老年人的vmPFC和背内侧前额叶（dmPFC）和眶额皮层（OFC）之间存在较强的正性连接，但年轻人的dmPFC和OFC之间存在负性连接。在加工负性情绪刺激时，两者的连接性模式没有显著差异，都是在海马、杏仁核和梭状回之间以及dmPFC、 vmPFC和OFC之间存在强连接。

大多数研究支持了老年人对情绪刺激的加工模式具有补偿性的变化的结论，且更多地依赖于前额叶加工，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被描述为老年化中的PASA效应（Posterior-Anterior Shift in Ageing effect）。Kehoe等（2013）考察了老年人对情绪效价和唤醒的分离，发现老年人对正性效价的情绪刺激表现出更多的激活（左侧杏仁核，左侧枕叶和右侧舌回），这与已有的正性效应研究结果一致。然而，老年人对情绪唤醒表现出了较弱的激活（颞叶，双侧枕叶视觉皮层，左侧后顶叶，双侧辅助运动区）。Kehoe等（2013）认为这种效价和唤醒的分离是老年人后侧皮层功能相对弱化，额叶功能相对增强的结果。

多数情绪记忆研究范式中采用人工情绪刺激，相比之下，对真实事件的情绪记忆具有更高的生态效度。Breslin和Safer（2013）通过调查年轻和年老的棒球迷对其支持的球队多年前夺冠和失冠关键场次的记忆，研究了长时情绪记忆中年龄和效价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在回忆准确性和生动性两个指标上没有发现年龄和情绪效价之间的交互作用。球迷在记忆的生动性和回想度两个指标上具有显著的正性偏向，但没有年龄差异。这种正性偏向可能是情绪目标（emotional goal）对记忆的影响，即多数球迷对球队的记忆是休闲性质的，目标是为了让自己感觉良好。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老年人的记忆正性偏向可能是正性情绪目标的反映。

情绪识别的正性优势

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在记忆、注意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衰退。然而在情绪识别方面，并不像认知能力那样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现简单的下降趋势。总体而言，老年人的表情识别准确性下降，尤其是对负性表情的识别（厌恶表情除外），但对高兴表情等正性刺激却保持较高的识别准确性（Ruffman et al.，2008），存在着正负性表情识别的分离。

老年人不仅在表情识别准确性上表现出正性优势，其表情的注视方式和表情加工时的大脑活动也存在差异。眼动研究发现在被动浏览表情面孔的任务中，老年人更多地关注下半脸，较少关注上半脸（Wong et al.，2005）。人脸的不同部位在不同表情中的作用差别较大：上半脸在识别愤怒、恐惧以及悲伤情绪时作用较大，而下半脸是识别厌恶、高兴的重要线索（Calder et al.，2000）。老年人对表情的注视模式可能导致其对表情的识别表现出“正性效应”。以往的研究结果也发现愤怒、恐惧、悲伤这些依赖于眼部的表情在识别中显现出很大的年龄差异，而对高兴的识别并没有年龄差异（Ruffman et al.，2008）。但Murphy和Isaacowitz（2010）在控制了注视方式后也没有消除对于愤怒和悲伤表情识别的年龄差异。

在大脑活动方面，表情加工的年龄差异主要体现在边缘系统和前额叶（李鹤等，2009）：无论是在外显表情识别（Gunning-Dixon et al.，2003；Fischer et al.，2005）中还是表情内隐加工时（Iidaka等，2002；Gunning-Dixon et al.，2003；Fischer et al.，2005），年轻人更倾向于利用边缘系统等皮层下区域，而老年人则更依赖于与情绪调控和意识功能密切关联的前额叶皮层区（Davidson，Jackson & Kalin，2000）。一方面，有研究指出老年人额叶皮层区域激活的增强可能是为了弥补杏仁核等边缘系统功能的下降，反映了一种大脑功能的重组或代偿（Gunning-Dixon et al.，2003；Fischer et al.，2005）。以往研究也证实，无论是正常老化还是病理性老化，边缘系统中海马、海马旁回和杏仁核等脑区的体积都随年龄增长而显著下降（Raz et al.，2004），激活程度也都随年龄增长而下降（Cerf-Ducastel & Murphy，2003）。另一方面，Williams等（2006）认为这种改变可能反映出老年人对情绪信息的加工由自动加工开始向控制加工转变，以更好地控制对负性情绪的反应从而提升自身幸福感。而老年人对情绪的控制加工增强了前额叶的激活。

情绪加工的“正性效应”是否出现也与情绪加工时认知资源的多少有关。Reed和Carstensen（2012）对“正性效应”出现的前提条件进行了总结，指出需要3个条件：（1）认知资源可用；（2）实验任务或刺激未启动自动加工；（3）信息加工未被外在因素（如实验指导语）限制。随着人的年老化，情绪目标的凸显性增强。考虑到负性信息比正性信息更具影响力（Isaacowitz等，2009），老年人需要克服负性信息自动加工的特点（Kisley et al.，2007）以避免负性情绪信息的影响（Hilimire & Mienaltowski，2014；Parks，Blanchard-Fields & Corballis，2014）。因而，在加工目标相关刺激、回避目标无关刺激时，便需要认知资源的参与（Mather，2006）。Mather和Knight（2005）采用双任务实验操纵被试的认知资源来考察老年人情绪加工的“正性效应”。在双任务中，被试在观看情绪图片的同时也要检测声音的变化。随后的记忆测试发现相对于年轻人，老年人会回忆出更多的负性图片，而对正性图片的回忆数目较少。当认知控制被分心任务抑制时，老年人的正性记忆优势消失，甚至出现了负性偏向。该研究的另一个实验发现认知控制能力强的老年人比认知控制能力差的老年人对正性刺激的记忆更好，进一步说明了控制加工在情绪加工中的作用。Knight等（2007）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当注意分散时，老年人对负性面孔的关注时间长于年轻人；但在被动观看条件下，老年人出现了“正性效应”，对正性面孔的关注更大。

但也有研究指出，老年人对于表情的自动加工受到情绪效价的影响。短时呈现低强度的情绪面孔时，老年人的表情加工仍表现出“正性效应”：辨别高兴与中性时，更偏向高兴反应，而年轻人更偏向做出中性反应；在辨别恐惧与中性时，老年人表现出更大的中性偏向。这说明与年龄相关的“正性效应”可以发生在无需认知资源参与的自动加工水平（Johnson & Whiting，2013）。此外，有研究者采用不受认知控制影响的面孔/房屋双眼竞争任务，也发现老年被试会有选择地抑制负性面孔，表现出对于负性表情的回避倾向（Bannerman et al.，2011）。这些结果表明在早期的表情自动加工中，与年龄相关的“正性效应”便出现了，因此“正性效应”不一定依赖于控制加工。


6.2.5 正性情绪偏向的理论解释

虽然老年人的认知能力有所下降，但是其幸福感却维持在较好的水平：体验更多的正性情绪，而负性情绪体验较少。这可能得益于老年人有效的情绪调节。在情绪加工方面，年龄与情绪效价存在显著交互，表现为情绪加工年老化的“正性效应”：相比于负性刺激，老年人对于正性情绪的加工维持较好，对正性刺激的关注更多，记忆成绩更好，对高兴等正性情绪的识别准确性并不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那么，如何来理解年老化和正性效应的关联呢？就这一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模型。

选择性优化补偿理论（Selective Optimization with Compensation，SOC）

该理论从Baltes和Baltes（1990）提出的人与环境交互的多元模型发展而来。根据SOC理论，伴随着成长，人们会更加意识到年龄增长所带来的得与失。由于社会、认知等功能伴随年龄增长而有所下降，人们对资源的分配也变得更加谨慎。因而，人们通常会选择实现那些在后半生中更重要、更易获得的目标。目标一旦被优先选择，人们便通过优化行为以实现该目标。若平常的策略不能保证目标的实现，人们就会采取补偿策略，如获得他人的帮助以实现自身目标。将这一模式运用到社会关系中，社会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往往会带来更高的幸福感体验。

情绪调节的选择性优化补偿模型（SOC-ER，Selective Optimization with Compensation in Emotion Regulation，Urry & Gross，2010）指出老年人采取情境选择、注意调整等认知需求较小的情绪调节策略，而不采用认知评估或情绪抑制等严重依赖认知控制加工的策略。该模型能够解释老年人对情绪刺激的注意“正性效应”（Isaacowitz et al.，2006），可能反映了老年人将选择性注意作为调节策略（Isaacowitz et al.，2008，2009b）。当认知资源有限时（如分心任务中），老年人不会有效加工与追求情绪目标相关的信息（Mather & Knight，2005；Knight et al.，2007）。只有当认知资源可用时，老年人才更有效地进行情绪调节。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SST）

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斯坦福大学的Laura L. Carstensen教授。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指出时间知觉会影响人们对目标的选择。该理论将社会目标分为两种：对知识的追求和获得情感满足的目标。当知觉到的时间是无限（open-ended）时，人们主要是以获得知识为目标；当时间有限（limited）时，情绪目标则更突显。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所知觉到的时间变得越来越有限，老年人对目标和动机的选择也发生了改变：由获取知识、拓宽视野向获取情感满足进行转变，他们会将更多的认知资源投入到情绪情感调节过程中。由于动机、目标的转变，老年人更重视那些具有正性情绪意义的目标，而回避负性情绪意义的目标（Carstensen，Isaacowitz & Charles，1999；Carstensen，2006）。

优劣整合模型（Strength And Vulnerability Integration，SAVI）

优劣整合模型（Charles，2010；Charles & Luong，2013）整合了老年人情绪调节的优势和劣势。一方面，SAVI指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更多且更有效地通过注意分配、认知评估、行为控制等方式调节日常的情绪体验。当人们遇到一般的挫折、情绪事件时，这些策略的使用能够有效地回避或减少负性情绪体验，保持稳定的正性情绪。老年人有策略的情绪调节源于其时间观念改变和经验知识增加。当老年人发觉生命是有限时，情绪目标的突显性增加，老年人更关注自身的情绪体验（Carstensen，Isaacowitz & Charles，1999）。此外，更丰富的生活经验也为老年人成功管理自身情绪提供了可能。这解释了为何研究发现老年人总体上比年轻人更幸福。

而另一方面，SAVI也指出生理系统的灵活性、认知能力的下降会影响老年人的情绪调节能力。特别是遭遇到高唤醒情绪事件时，老年人无法采取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此时，老年人的幸福感会下降，同时生理反应增强。当观看与衰老特征有关的影片时，如丧偶等，老年人体验到更强的悲伤情绪，并产生与年轻人相当的生理反应（Kunzmann & Grühn，2005）。


6.3 情绪发展的影响因素

情绪的发展研究表明，情绪不只是内部体验与外在表现，也受到神经生理基础与社会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正如情绪的功能主义理论所阐述的，个体和外部环境的关系不仅影响情绪的诱发，而且影响情绪体验和表达的调节策略。个体的内部状态和社会文化背景对于情绪知觉和情绪理解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儿童总能够基于神经生理机制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习得各种情绪的意义，并通过人际互动中的共情和情绪感染获得替代性情绪经验。因此，情绪具有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的特点（Harre & Parrott，1996；Robinson，2004；李冉冉和许远理，2011）。


6.3.1 情绪发展的神经生理基础

情绪的发展依赖于大脑的发育成熟，包括大脑情绪功能区域的发育、神经内分泌以及其他随年龄而快速变化的生物过程（Ledoux，2000）。众所周知，大脑在出生后最初几个月和几年内发育和变化很快，甚至在出生之前大脑就已经快速发育。婴儿大脑产生了几万亿突触，比成年人多得多。2岁幼儿大脑细胞之间的突触连接是普通成年人脑的2倍。人生前三年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是一个突触快速形成以促进神经细胞的功能连接的时期，大脑连接生成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连接丢失的速度（Dirix等，2009）。在前三年，充分刺激的环境对大脑功能和结构的发育可以发挥最强大的和最持久的影响。错误的刺激或刺激不足会导致大脑发育异常，因为错过关键期，某些神经通路的关键回路发育的机会几乎消失（Lenroot & Giedd，2007）。虽然前三年之后大脑在继续发育，但通常情况下是消除突触连接，而不是形成新的连接。常言说：“3岁看大，7岁看老”，在成长的过程中，一个孩子3岁之前的生长发育会影响其一生的发展变化。前3年的关键时期为成人提供了从生物基础上塑造婴幼儿情绪健康环境的机会，以利于发展其情感复原力（Bull，Espy & Wiebe，2008）。

作为人类机能的生物特性，情绪起源于大脑的原始脑区，例如包括杏仁核情绪中枢在内的边缘系统（Johnson，2010）。但由于也涉及到人类复杂行为，情绪还受高级脑区制约，特别是前额叶等新皮层（Davidson，Fox & Kalin，2007）。这些影响情绪行为的神经生理过程也存在着明显的发展变化。正如第5章所阐述的，以往诸多研究发现情绪是由大脑中的一个回路控制，包括前眶额皮层（OFC）、腹内侧前额皮层（vmPFC）、杏仁核、下丘脑、脑干、扣带回皮层、丘脑、海马、伏隔核、岛叶及感觉皮层等（Bechara & Damasio，2005；刘飞，蔡厚德，2010）。不同脑区活动的特异性的激活和失活可能表明他们在情绪加工中起到不同作用。很多证据表明大脑情绪回路等情绪相关的结构是在相对持久地发展的（Paus，Keshavan & Giedd，2008）。

基本情绪的表达：表情的生物先天性

情绪的生物性观点认为情绪现象普遍存在于人类生活之中，其产生由人类的生物属性决定。来自婴儿的研究发现反映了面部表情的生物先天性（王垒，2009）：首先，婴儿生来就具有表情，在出生后一年内，婴儿就逐渐表达出兴趣、愉快、厌恶、痛苦等基本情绪表情，这些表情是随婴儿生理的成熟而逐渐显现的；其次，先天盲婴在发生早期显露出与正常婴儿同样的面部表情。只是由于盲婴得不到来自成人面部表情的视觉强化，他们的表情才在以后逐渐变得退化。因此，婴儿前语言发育阶段的基本表情似乎是先天预设而无需学习的本能。他们通过情绪信息如面部表情、声音和动作表达他们的情绪，“表述”他们的状况和需要，从而同成人进行互动以获得成人的照料（李冉冉和许远里，2011）。

Paul Ekman通过面部表情的跨文化研究将表情的生物性这一观点发扬光大，并开发了以解剖学为基础的编码系统来测量面部表情。根据Ekman和Friesen（1969）的研究，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群体中，表情具有很高的一致性。他们针对五种不同文化的人（智利、阿根廷、巴西、日本、美国）展示面部表情的照片，分别请他们判断各个面部表情所显示的情绪。研究发现，不同文化的人们普遍具备高兴、惊讶、恐惧、愤怒、沮丧和悲伤等几种情绪，并且能够准确识别来自其他文化人们对于这几种情绪的表达。事实上，所有人类复杂的情绪都牵涉到这几种表情的不同组合，且不论文化差异、种族、性别或教育程度，全世界各地人们以大致相同的方式表达基本情绪，他们也能够通过读取他人的面部表情辨认出对方所体验的情绪。例如，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观看一个应激影片，美国学生和日本学生表现出类似的负向面部表情。而且，这些相似的面部表情也引发了相似的神经反应。研究发现：当要求两个不同文化的人做出相同的面部动作时，两者会产生相似的自主神经反应（Levenson等，1992）。这说明面部动作与特定情绪的自主生理反应之间的关联关系是具有普遍性的。

情绪知觉和体验发展的神经基础

情绪知觉是最早发展的能力之一。表情识别的发展研究表明童年期的表情识别正确率随着年龄增长，但不同表情的增长速度不同（Thomas et al.，2007）。不同表情识别能力的发展轨迹可能与这些表情对应的加工脑区有关。例如，大脑的情绪中枢杏仁核对于恐惧表情的识别至关重要，与中性表情相比，恐惧表情激活了双侧的杏仁核、梭状回、额内回。杏仁核与下丘脑以及脑干许多部位的连接在婴儿刚出生时就已经具备完整的功能，在婴儿一出生就发挥作用，使婴儿注意到面孔等重要社会刺激（Johnson，2005）。因此，对情绪刺激的行为和神经反应早在新生儿期就出现了（Johnson，2005）。例如，新生儿能够识别人脸，与其他物体相比也更喜欢人脸。婴儿可以区分快乐和悲伤的面部表情，也可以区分其主要抚养者和陌生人的声音（Dirix et al.，2009）。早期的双侧杏仁核损伤会引起恐惧表情识别缺陷（Adolphs等，1994），但成人期类似的损伤则不会（Hamann et al.，1996）。但杏仁核真正开始发挥功能要等到婴儿长到6至8个月的时候。婴儿半岁后，眶额皮质才逐渐调节婴儿的情绪生活，这时候婴儿真正能感受情绪，并开始对边缘系统的情绪功能进行自我调节。

事件相关脑电位（ERP）研究表明7个月的婴儿对恐惧表情表现出比高兴表情更强的前额叶负波（Nelson & de Haan，1996）。前额叶负波通常在刺激后400—800ms出现，反映了增强的注意，产生于前扣带回（Reynolds & Richards，2005）。近红外成像（NIRS）研究则发现高兴表情激活了9—13个月婴儿的眶额皮层（OFC）（Minagawa-Kawai et al.，2009），而且对母亲表情的激活强于熟悉或陌生人的表情。OFC激活可能反映了母婴依恋的神经基础。虽然眶额区反馈回路在生命早期已形成，但到1岁才发育成熟（Machado & Bachevalier，2003）。

杏仁核的体积在7.5—18.5岁之间仍然持续增加（Schumann et al.，2004），其情绪反应的精细化过程一直持续到童年和青少年时期。Baird等（1999）在12—17岁的青少年中发现恐惧表情的杏仁核激活。而且11岁儿童对中性表情比其他表情表现出更大的杏仁核激活，但成人对恐惧表情比其他表情表现出了更大的杏仁核激活（Thomas et al.，2001）。同样，厌恶和悲伤等表情激活的神经系统，10岁儿童与成人之间也存在差异（Lobaugh et al.，2006）。而且，青少年的情感反应比更小的儿童和成人显示更多的杏仁核活动（Guyer et al.，2008；Hare et al.，2008）。

青春期是生理及心理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经历着大脑功能的重组。这种重组既发生在皮层下结构，也发生在PFC等高级区域，反映了这些脑区尚未成熟。而且，在青少年早中期杏仁核和腹侧纹状体等皮层下脑区并没有充分受到前额叶的调节（Nelson et al.，2005）。因此，在情绪识别任务中，青少年表现出与成人相反的模式：腹外侧前额叶（vlPFC）较少激活，但边缘系统激活较强（Passarotti，2009），反映了青少年更大的情绪反应和不成熟的前额叶活动。Wong等（2009）的ERP研究发现青春期被试（10—16岁）在情绪识别任务中表现出类似成人的大脑皮层活动，但大脑激活模式与年龄相关的差异因表情不同而变化，反映了青少年对不同表情知觉有着不同的神经系统发育和成熟速度（Wong et al.，2009）。McGivern等（2002）甚至发现了“青春期反转”现象，在表情面孔和标签匹配任务中，青少年的反应时比低龄儿童更长，然后到16—17岁时重新回到青春期前的水平。这种反转可能是因为青春期儿童的神经重组造成的。但这种反转并没有出现在简单表情识别任务中。因此，青春期和其他年龄对大脑情绪环路的发展和功能的影响尚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

而到了老年期，无论是正常老化还是病理性老化，边缘系统中海马、旁海马回和杏仁核等脑区的体积都随年龄增长而显著下降（Raz et al.，2004），激活程度也都随年龄增长而下降（Cerf-Ducastel & Murphy，2003）。因此，情绪材料对于老年人的刺激会激活不同于年轻人的大脑活动。例如，负性和正性刺激对老年人的杏仁核激活不同，正性刺激对老年人的激活远大于年轻人，而负性刺激的杏仁核激活则下降（Mather et al.，2004）。对于正常评定为负性的刺激，老年人会将其评定为中性，而这些刺激也会引起杏仁核的激活下降，这说明老年人对负性刺激的知觉能力下降，同时杏仁核也做出了相应的反应（St. Jacques et al.，2010）。

情绪调节发展的神经基础

在儿童情绪调节的发展过程中，神经生理机制的不断成熟是儿童调节机能发展的基础。通常，儿童在神经生理活动规律方面的个体差异可以预测情绪调节过程的不同表现。这些神经生理活动不仅涉及情绪相关脑区，也包括了认知功能相关脑区。情绪调节也经常被认为是认知过程，情绪调节能力的提高依赖于认知能力的发展，如执行控制功能等。事实上，情绪调节过程和认知过程激活的脑区在前额叶皮层和前扣带回皮层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叠，在情绪调节过程，情绪与认知也是难以分离的。回答情绪调节能力如何发展这一问题，与情绪调节相关的脑功能区的发展和成熟是一个重要的考察方面。研究显示有效的情绪调节依赖于前额叶皮层（PFC）功能。腹内侧前额叶（vmPFC）和相邻的前扣带回（ACC）在控制自身情绪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腹侧区域负责情绪加工，而背侧更多与认知执行功能有关（Allman et al.，2001）。

与其他时期相比，婴儿期的情绪调节依赖于外部资源远多于内部资源。因而，早期的母婴依恋质量对与情绪调节系统的发展至关重要。父母的互动能够帮助塑造婴儿情绪及其调节的脑区，如中线额区的认知控制系统（Posner & Rothbart，2000）。6个月左右，新生儿开始出现初步的情绪刺激注意偏向系统。7个月左右，前扣带回（ACC）等认知控制脑区开始参与调节对恐惧表情的注意偏好（Nelson & de Haan，1996）。但这可能只是反映对威胁性信息的自动反应。真正有意识的自我调节直到3岁左右才发展起来，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动控制和抑制能力的发展（Posner & Rothbart，2000）。新生儿时期激烈的情绪波动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调控，反映了肾上腺皮质的激活和副交感神经调节的成熟（Gunnar和Davis，2003）。

前额叶皮层是认知执行控制功能最重要的脑区，与情绪中枢杏仁核和边缘系统具有密切的功能连接，并与情绪行为的控制功能密切相关。前扣带回皮层与情绪的认知控制相关，负责冲突监控及认知与情绪的整合过程。因此，前额叶和前扣带回皮层的发展制约着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约从2岁起，前额叶皮层（包括眶额皮质）进入漫长的突触修正阶段，前额叶灰质体积和厚度的减少一直持续到青少年时期和二十几岁（Shaw et al.，2008）。前额叶调节区和杏仁核的双向连接的发展也一直持续到十几岁（Nelson et al.，2005）。而各个脑叶的白质体积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也在持续增长（Giedd et al.，1999），反映了脑细胞轴突髓鞘的形成，提高了脑区之间的神经传递效率。4岁是儿童认知控制发展迅速的时期，这与前扣带回皮层在这时期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儿童3—6岁时前额叶皮层和前扣带回皮层发展迅速，这阶段幼儿能够控制自身的冲动行为，情绪调节认知策略发展也突飞猛进。McRae等（2010）发现在负性情绪调节过程中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与杏仁核、前额皮层和扣带回区域的激活密切相关。随着各皮层和前额叶之间功能连接的发展，情绪调节能力在童年期开始出现并增强（Lewis & Todd，2007；Ochsner & Gross，2007）。

最近的一项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考察了神经系统的发展如何支持学龄儿童情绪调节（Pitskel et al.，2011）。该研究关注支持认知重评的环路，要求儿童和青少年放大和抑制他们对恶心图片的情绪反应。增强和抑制调节激活了截然不同的大脑活动模式，并且腹内侧前额叶（vmPFC）和边缘结构（特别是杏仁核）的激活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表明vmPFC的调控作用。此外，vmPFC和杏仁核的激活受到年龄的影响（图6.4）。杏仁核的激活随着年龄的增长下降，这与更有效的情绪调节一致。Pfeifer等（2011）报告了38个正常参与者从童年后期（10岁）到青春期的早期阶段（13岁）的功能磁共振成像数据。对面部表情的反应表现出在腹侧纹状体（VS）、vmPFC、杏仁核和顶叶等脑区的一般性和特异性变化的混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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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脑区激活与年龄的相关关系：橙色代表正相关，蓝色代表负相关。右侧给出了被试的年龄分布

来源：Pitskel等（2011）.

而且对同伴的影响和风险行为敏感性下降和腹侧纹状体激活的上升呈正相关，腹侧纹状体和杏仁核的负相关在青春期早期也比童年后期更明显。这些结果表明腹侧纹状体对情绪的反应可能在青少年人际功能中发挥着情绪调节的作用。

青少年期是神经生理机制与认知方面的重要发展阶段，神经系统兴奋和抑制过程的逐渐平衡协调，前额叶和扣带回皮层趋于成熟（Blakemore & Choudhury，2006；Ochsner & Gross，2008），调节机能不断增强，使个体获得多种情绪调节策略成为可能。抑制控制功能主要由背侧、腹侧、腹内侧前额叶和前扣带回等脑区完成。行为和脑成像研究表明，抑制控制从童年期到青少年期一直持续发展（Davidson et al.，2006），从童年到青少年，从青少年到成年，抑制任务中前额叶反应也逐渐更有效率（Lewis et al.，2006）。Lewis（2003）发现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最初依赖于额叶皮层控制过程的发展，在8—12岁之间前额叶皮层迅速增长，直至发展到青春期晚期。Levesque等（2004）的fMRI研究考察8—10岁女孩观看悲伤影片时使用重评策略的神经反应，发现重评与外侧、腹外侧、眶额部、内侧等前额叶区域和前扣带回的更大激活密切相关。而类似的女性成人研究发现了更少区域的前额叶激活（Levesque et al.，2003），这种激活区域的差异可能反映了未成年人的前额叶控制功能尚未成熟引起的弥散反应。该研究主要关注与情绪刺激相关的意识控制任务中前额叶对皮下结构的调控实验任务中被试需要内隐地调节自己的情绪反应。根据Gross（1998）的过程定向观点，有许多情绪调节策略，其中抑制和重评受到最多的关注。从发展的角度看，抑制策略的使用频率在9—15岁期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Gullone et al.，2010），反映了随着神经生理和心理的成熟儿童学会了更多的适应性策略。但比较意外的是主观报告的认知重评策略也在9—15岁期间逐渐减少（Gullone et al.，2010）。这可能是因为这些策略变得更加自动化而无需较多的意识努力控制，因而通过主观的自我报告难以检测出来。

但是，这个发展轨迹仍然有一些争议。采用不涉及情绪的抑制控制任务（如go/no-go任务，Simon任务）的研究表明抑制控制能力随年龄呈线性增长（Davidson et al.，2006）。但线性的轨迹不足以描述清楚与情绪相关的抑制控制（Somerville & Casey，2010）。青少年研究发现前额叶调节情绪反应的脑区比边缘系统滞后发育（Nelson et al. 2005）。这说明情绪反应的抑制控制可能遵循U型的发展轨迹，即杏仁核等皮下结构受前额叶在青少年期的调节效率低于童年期和成年期。Hare等（2008）考察了恐惧、高兴和平静表情的go/no-go任务中前额叶和杏仁核激活的年龄差异（7—32岁），发现青少年组的杏仁核对恐惧的激活反应大于童年组和成人组，而且激活程度与恐惧表情相对于高兴表情的反应延迟时间长短相关，但前额叶的激活与延迟时间呈负相关。这说明青少年的腹内侧PFC（vmPFC）对情绪的反应更少（Etkin et al.，2006；Hare et al.，2008），反映了青少年可能有更多的情绪反应，但受PFC的情绪调节比较少，即较差的调节控制功能（Grosbras et al.，2007；Levesque et al.，2004）。

到了老年期，尽管PFC总体上随年龄增长而受损，但在儿童期相对发育较早的腹侧PFC皮层厚度在其毕生发展中都保存完好。老年人的额叶区域如内侧前额叶皮层（PFC）在情绪加工中通常都激活更大。老年人加工负性和正性刺激同样会增强PFC的激活。Allard和Kensinger（2014）采用fMRI考察了不同情绪调节策略（选择性注意/认知重评）下神经活动的年龄差异。“被动观看”条件下，被试自然地观看视频；“选择注意”条件下，被试则关注屏幕上可以增强正性体验或降低负性体验的区域；“认知重评”条件，当观看负性视频时，被试可以选择以下某种策略：分离重评（“将自己从事件中抽离并告诉自己这只是表演”）；积极重评（“给看到的事件找一个积极的解释”，如看到车祸视频时，可以想象下没人在车祸中受伤）。结果发现在认知重评时老年人的内侧和外侧前额叶比在选择注意条件下激活更大，而年轻人则正好相反。这可能是由于老年人在重评时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杏仁核激活随年老化的变化反映了老年人的情绪体验，而这种体验受到前额叶的情绪调节增强的影响。在老年人的正性偏向中，杏仁核减少对负性刺激的关注与回忆可以看成是情绪调节加工的结果，以缓和负性情绪（Mather & Carstenson，2005；St Jacques et al.，2009）。近来的研究直接考察了年轻和年老者在运用再评价这一情绪管理策略时的神经反应，发现再评价与额叶激活的增强、杏仁核的激活减弱相关联（Winecoff et al.，2011）。


6.3.2 情绪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

儿童在与外界进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逐渐习得社会的情绪规范，这称为情绪发展的社会化。社会化过程是儿童情绪发展的核心（Halberstadt & Lozada，2011），在儿童成长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完成。情绪作为非言语交流的重要成分，反映一种需求或意图的表达，同样也受到社会文化规范的塑造。情绪的文化相对论认为，情绪受到社会文化的塑造，是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建构出来的，具有跨文化不一致性；身处不同文化的人们会拥有形态各异的情绪特征。因此，情绪社会化使得儿童的情绪理解、体验、表达和调节都反映出社会文化的烙印。

社会文化决定了儿童情绪社会化是在什么样的情绪情境下完成的（Super & Harkness，1986），对儿童的情绪信念和社会化目标产生决定性影响。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下，成年人普遍习得了对刺激事件如何做出情绪反应的共享知识（即社会文化规范）。在情绪社会化的发展过程中，儿童通过人际互动（特别是与家人和同伴的互动）的过程逐渐把他人对自己情绪的反应等情绪规范内化为自我的情绪调节标准，即把社会文化中的情绪规则体系内化。例如，人们对儿童的不同情绪反应和反应倾向给予鼓励或惩罚，使某些情绪反应比另外一些情绪反应更容易发生或被压制，以此引导和塑造儿童的情绪体验和表达。

情绪理解

情绪理解的发展直接体现了情绪文化信念的影响。情绪如何被感知和解释是通过儿童的交互对象（父母和其他人）体现的。不同社会文化的儿童对不同情境下的情绪诱因、情绪体验和表达有不同的理解。例如，个体和集体主义文化中对是否表露负性情绪以及羞愧和愤怒的表达是否可接受等有不同的文化规范。在日常生活中，儿童和家人之间的日常交流为儿童提供了了解情绪的机会（Lagattuta & Wellman，2002；Thompson，2006；Thompson，Laible & Ontai，2003）。当儿童开始与家长讨论自己的经历和情绪归因时，家长对儿童归因的进一步解释、澄清，都可能为儿童提供接触不同情绪的机会和不同的情绪解读，从而塑造儿童的情绪理解（Thompson，2006）。这是社会文化因素对情绪理解的发展产生作用的方式：社会文化差异会体现在情绪相关的信念和家人在日常交流中提到的情绪，改变儿童接触和了解某些情绪的机会，影响儿童形成的情绪信念。例如，美国母亲与3岁儿童交流时提到儿童和他人的想法和感受的频率更多，差不多是韩国母亲的2倍。因而，美国儿童接触相关情绪的机会更多。在这些过程中，成年人向儿童传递社会化的情绪知识、符合社会期望的情绪行为和某种情绪反应的前因后果（Thompson et al.，2003；Thompson & Meyer，2007）。通过这种方式，将情绪的社会规范明确地传达给儿童。例如，对于女孩，父母会谈论更多的伤心难过情绪，从外部的社会关系角度解释情绪，并通过安慰和调解来化解负面情绪。对于男孩，父母会讨论更多的愤怒情绪，从男孩自身的角度解释情绪，并较少处理男孩的负面情绪。因此，男孩和女孩对情绪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社会文化差异的影响还体现在表情的识别上。不同文化塑造下的情绪表达会导致面部精细动作的不同，而这些面部动作则反映了情绪表情构成的文化特点（Elfenbein & Ambady，2003），从而使得个体接触的表情带有社会文化特点。Elfenbein & Ambady（2003）将美国人的面部表情呈现给不同文化背景的被试识别，发现表情的识别率因被试对美国文化的接触经验而异：美国人识别率最高（93%），中国人的识别率最低（60%），而具有一定美国文化接触经验的人识别率介于两者之间（移居美国的华人为83%，华裔美国人为87%）。这表明，观察者与目标面孔之间的文化背景差异会影响表情识别。然而这种文化差异并非来自于语言的差异。Marsh，Elfenbein和Ambady（2003）发现，使用相同语言的加拿大魁北克和非洲刚果的被试对面部表情的识别模式具有很大的差异。关于群内优势的行为研究也验证了文化对情绪识别的调节作用（张秋颖等，2011）：人们在识别与自己有相同文化背景人物的面部表情时，其准确性要高于识别与自己文化背景不同人物的面部情绪。脑成像研究也表明相同文化组群中成员的恐惧表情会引发杏仁核更强的激活、唤醒和警觉（Chiao et al.，2008）。此外，与美国被试相比，东亚被试对目标面孔的判断更受群体中其他面孔表情的影响，在识别表情时更容易受到情绪背景因素的影响（Matsumoto，Hwang & Yamada，2012）。

情绪体验

情绪很多时候在社会关系中形成，并不断地反映着社会关系。在一定社会文化规范下，某种情绪的意义通常是固定并重复发生的。通过这种重复性的塑造，符合社会文化期望的情绪将逐渐成为个体自然的情绪体验和反应。尽管不同文化之间情绪都具有相似的多种生理过程，但情绪体验的自发反应已经在儿童的社会化发展过程中渗透了社会文化的特点。新生儿最初的情绪是原始情绪，表达着某种生理需要。但是，只要开始社会交往，他的情绪便获得某种社会意义。这些社会意义为成长中的儿童所认知，成为儿童个体情绪发展的萌芽，复合情绪和自我意识情绪便逐渐出现。随着儿童社会交往的拓广，社会文化规范中的情绪知识逐渐融入到个体经验中，塑造着个体的情绪体验和情绪表征。

在不同文化结构的社会中，人们会以不同的方式体验与表达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也会因不同的动机而控制其情绪的体验与表达。在强调个体主义文化的社会中（如美国等西方国家），人们会以典型的对立模式来体验情绪；而在强调集体主义文化的社会中（如中国、韩国、日本），人们会以典型的辨证方式来体验情绪。Bagozzi，Wong和Yi（1999）发现，在西方或个体文化社会中，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负相关；而在东方或集体文化社会中，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正相关。Schimmack等（2002）认为，西方人倾向于以两极方式体验和表达情绪，像高兴和悲伤之间是互相冲突的，而东方人倾向于以辨证方式体验和表达情绪，不同效价的情绪（如快乐和悲伤）之间是可以相互兼容的。

在西方，人们很重视在社会情境中的适当的感受，即重视将行为的社会意义与个人情绪体验相联系。而在东方，特别是中国、韩国、日本，人们对行为的社会意义的认识主要源自人们的社会背景，而不重视其与自我情绪体验的联系；而且，东方人表露自己的情绪，主要是表达对特定社会道德观和价值观的一种认同，而不是体现自己此时此刻的内心真实感受。因此，东方人的情绪表达和情绪行为，常常偏离了个人真实的内在心理过程。当情绪与社会经历有关时，情绪被中国人认为只是次要的“伴随现象”，而且中国人对有关情绪体验的反应往往是“我的感受并不重要”（Potter，1998）。例如Lee等（2005）对完成任务的成功和失败的跨文化研究发现，个体主义取向的美国被试在成功时报告了较强的快乐感和较低的轻松感，在失败时报告了较强的悲伤感和较低的焦虑感；而集体主义取向的中国被试在成功时报告了较低的快乐感和较强的轻松感，在失败时报告了较低的悲伤感和较高的焦虑感。这些结果反映了中国被试的情绪体验带有更多的外部色彩。

如果人们体验到的某种情感与社会文化期望相冲突时，人们可能对这种情感产生负强化，从而被抑制。例如，由于集体主义文化不鼓励人们在公众场合直接表达情绪，亚洲文化背景中的人们在情绪情境中体验到更少的情绪，并表现出更少的情绪行为（Mesquita & Karasaw，2002）。社会文化通过正强化和负强化会塑造出某种情绪比较常见而另一种情绪少见的现象，进而导致社会环境中激发某种情绪的事件非常多，而缺少激发另一种情绪的事件。这种塑造最终必然导致两种不同文化下的人们所遭遇的情绪事件频率高低不同，从而引发不同的情绪体验。相应地，儿童在发展过程中对于某种情绪的体验也较多，而对另一种情绪体验较少。例如，在个人主义文化国家中，羞耻通常被看作是一种消极的负性情绪，且与愤怒等一些防御性反应相联系；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在他人面前表现出羞耻体验却被视为是勇敢的并且是积极的（杨玲，李磊和袁彦，2012），从而集体主义文化中的羞耻感是一种相对剧烈的情感体验。

情绪表达

文化模式影响情绪的表达方式、某种情绪发生的频率及对某种情绪表达方式的认可程度。人们表达情绪的时机和方式都要受其所处社会文化规范的影响。各种文化都有其特有的情绪表达规则，决定了人们表达情绪的时机和方式，尽管基本表情是跨文化一致的。例如，日本人的面部表情比美国人少，东方传统女性很少在公众场合哈哈大笑。除了面部的表情动作，眼神与目光注视也反映出情绪表达的文化差异性。美国文化鼓励直接目光接触；而许多其他文化中，晚辈不可直视长辈。因此，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在对待掩饰情绪的重要性方面是有明显差异的。即使在西方文化中，传达给男孩和女孩的情绪表达规则也不同。例如，女生比男生被更多鼓励表现出悲伤或恐惧（Fivush，1994）。

与此密切相关，在表达某种情绪的频率方面，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表现出更多的社会性情绪，个体主义文化中人们表现出更多的个体性情绪。Eid和Diener（2001）研究表明，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中，情绪表达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自豪和内疚上。Scollon等（2005）认为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自豪是一种相对负性的情绪，自豪体验更多的个体也体验了更多的负性情绪（如焦虑和内疚）。Kitayama等（2000）对日本和美国被试的研究表明，在正性情景中，美国被试报告感受个人独立的情绪如自豪、优越感、自尊更多，而日本被试报告感受社会依赖的情绪如友好、亲密、尊敬和同情等更多。

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体主义文化对情绪的公开表达有着不同的规则（吕庆燕，王有智和王振宏，2010）。前者强调社会和谐并重视个体要学会通过外部非言语线索理解他人情绪并据此进行社会交往；后者重视个人的自我表达，强调表达的真实可靠性（史冰和苏彦捷，2005）。通过情绪表达规则的塑造，社会文化会对儿童真实-表面情绪区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和美国母亲相比，日本母亲更期望自己孩子能更早掌握真实-表面情绪区分能力，更重视儿童的情绪理解和情绪表达规则知识的发展（Conroy et al.，1980）。因而，日本母亲在幼儿很小时就教导他们为了维护人际的和谐和礼貌，需要学习隐藏自己真正的感受（Hendry，1986）。因此，集体主义文化的东方儿童真实-表面情绪区分能力相对好于西方儿童（Van Der Veer，1996），但美国儿童可能比东亚儿童更早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情绪，更倾向于表现自己的真实情绪（史冰和苏彦捷，2005）。

情绪调节

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是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现象，常见的情绪调节策略有表达抑制、认知重评、表达忽视等。情绪调节必然需要依据一定的标准或规范，即什么是适当的情绪表达和体验。这些标准和规范受到社会情绪文化（内隐和外显的）和人们希望实现的目标的影响。大部分社会文化规范在儿童早期习得，逐步地自然形成个体的习惯（Kitayama & Duffy，2004）。在情绪社会化的发展过程中，儿童通过人际交往（特别是与家人、同伴互动）过程，逐渐把交往对象对自己情绪的反应内化为自我的情绪调节标准。事实上，情绪调节的最早形式来自于家长对儿童情绪的调控，这也是情绪调节的发展具有社会文化性的一个原因。家人通过对儿童的安抚、调整熟悉的环境、改变儿童的活动或指导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等措施来调节儿童的情绪（Garner & Spears，2000；Spinrad et al.，2004）。除了采取措施应对儿童的情绪活动外，父母还通过表现出自身的情绪状态来调节儿童情绪活动的适当性。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还将通过交流，讨论情绪的前因后果以及如何控制和管理自己的情绪。通过这些交往行为潜移默化的影响，社会文化规范逐步内化，儿童在很多时候自动地调节情绪。在儿童早期社会化过程中，习得“愤怒是破坏性的”等情绪反应，从而自动减少这些情绪；当个体在极度愤怒或极度悲伤时，基于潜在内化的社会文化规范而无需有意自我控制却仍能在大多数时候保持平静（樊召锋和俞国良，2009）。

自动情绪调节过程是个体在其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发展形成的。西方社会强调情绪的积极方面，鼓励情绪体验和情绪表达。相对而言，大多数亚洲社会鼓励相对更少的情绪表达，特别是对“高激活度”情绪（如兴奋）更是如此（Tsai，Knutson & Fung，2006）。因此，个体的自动情绪调节也体现出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例如，东亚人通常更容易自动抑制负性情绪，这是常见的表达抑制调节策略。与个体主义文化相比，集体主义文化不鼓励人们在公众场合直接表达情绪，认为抑制情绪更符合社会规范。因此，集体文化中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情绪控制。Butler，Lee和Gross（2007）发现情绪抑制对持不同文化价值观的群体的作用存在差异，实验引发的情绪抑制在欧美价值观组导致了更多的负面同伴评价和敌意行为，然而这些负面效应在亚洲价值观组发生的更少。华裔美国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的研究显示，华裔抑制组被试比墨西哥裔被试报告较少的正、负情绪体验。研究认为，亚洲文化背景中的情绪控制受到更多的重视，尤其是分离性社会情绪（如傲慢、愤怒等）（Kitayama et al.，2006）。在亚洲文化背景下，其情绪控制受到极高的重视，这反过来又给予个体有很多情绪控制的实践机会（Eid & Diener，2001）。

社会文化环境还会影响到情绪情境的自动重评。东亚社会的个体会通过合作规范或观察学习而逐渐了解到在不同情境下评估的自我都是不重要的，因此个体会自动体验到越来越弱的情绪（Rothbaum et al.，2000）。相反，重视个人控制及增加个人控制的情绪情境可能被评估为是重要的，如会导致愤怒情绪的增加，而减弱个人控制的情绪情境可能被评估为较不重要的，如会导致满足感的减少（Mesquita & Albert，2007）。

与调节情绪表达的表达规则相比，情绪调节策略影响的是情绪本身（Cole，Martin & Dennis，2004；Thompson，1990，1994）。所有年龄段的人都会寻求调节自己的情绪体验。这有许多种原因，如人们在应激下寻求调节自己的情绪，使自己感觉更好些（减少负面情绪，增加幸福感或高兴的感受），使自己往好处想（调控强烈的情绪），促使勇敢的行动（减少恐惧或焦虑），增强动机，寻求支持，确认关系（通过增强对别人的同情或共情情绪）以及其他原因。因此，对情绪调节的理解需要了解调节行为对应的个人目标。有时，这些目标是不言而喻的：儿童和成人在应对困境时会调节情绪。但是，这些目标也受社会情境的影响：例如，当大人在附近时儿童能大声抗议别人的欺负，但当大人不在时他们可能只是默默容忍被欺负（Thompson，1994）。就此而言，情绪表达规则的使用反映了情绪调节的过程，也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情绪调节能力和与儿童的社会能力密切相关（例如，Gilliom等，2002）。

老年人的情绪调节策略也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西方人表达抑制策略的使用随年龄的增长而减少（John & Gross，2004），然而中国人在表达抑制策略的使用上并没有表现出年龄差异（Yeung et al.，2011）。这可能是由于中国人更强调相互依赖以及社会和谐，从而各年龄组更多地抑制负性情绪的表达，以免冒犯他人（Butler，Lee & Gross，2007；Zhang & Bond，1998）。同样，其他年龄的中国人也都可能采取表达抑制策略以进行情绪调节。Butler等（2007）发现相比于欧裔美国人，采用表达抑制的亚裔美国人更少表现出负性情绪或在社交中表现冷漠。

结语：情绪既是生物进化的产物，也是个体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适应的结果。因此，情绪的发展既存在着全人类的普遍性规律，也存在着文化相对性特点，反映了情绪本身所具有的生物和社会的双重特点。个体情绪的发展过程体现了以生物属性为主发展到社会属性为主的复杂过程，展现了人类情绪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化复杂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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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情绪记忆

情绪记忆与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关联，是生活经历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人们对体验到的、有情绪意义的刺激（图片或声音）、事件或场景等的记忆统称为情绪记忆（emotional memory）或情感记忆（affective memory）。当我们拿到梦寐以求的大学入学通知书的那一刻，激动和开心永远刻画在脑海中；惊闻亲戚好友去世的噩耗，许久后依然隐隐作痛；亲身经历过汶川大地震的人也很难忘却那惊恐的一幕。可见，情绪的内容能在大脑中记忆更加深刻。同时，生活中人们都有一种感觉，越是想忘记的情绪内容越忘不掉。在实验室情境中，情绪性信息较非情绪性信息也能回忆得更准确，研究者将情绪内容促进记忆的现象称为情绪记忆增强效应（Anderson，Wais & Gabrieli，2006；Hamann，2001，王海宝，张达人和余永强，2009）。该效应有助于人类更好地记住危险或有利情境等信息，从而趋利避害做出正确决策（Kensinger，Brierley，Medford，Growdon & Corkin，2002）。

情绪记忆当然一直也是情绪和记忆领域专家学者关心的重要课题之一（李雪冰，罗跃嘉，2007；吴润果，罗跃嘉，2008）。归结起来围绕两个问题：情绪各维度如何影响记忆成绩？记忆的心境如何作用于记忆成绩？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看似简单实际上也是比较复杂的。首先我们需要区分一些最基本概念：记忆的信息本身所包含的情绪内容以及记忆编码时的心境（mood），即通常所说的情绪状态；另外，情绪通常分为两个维度：效价和唤醒度。情绪效价指情绪是正性（积极）或者负性（消极）的，例如高兴就是一种积极情绪，而悲伤是一种消极情绪；情绪唤醒度指情绪的强度（intensity），对于恐惧，有弱恐惧和强恐惧程度之分。本章将重点围绕情绪记忆，从情绪记忆成绩、情绪记忆的脑机制和情绪记忆的应用三方面进行研究和生活角度的解读。在本章中里，读者将能看到情绪记忆成绩是如何受到效价、情绪唤醒度、心境一致性的影响，同时对于情绪记忆的脑机制、情绪记忆障碍等内容有一定的认识。


7.1 情绪记忆成绩

7.1.1 唤醒度与情绪记忆成绩

情绪的唤醒由刺激所诱发，这种刺激有可能是来自身体的因素，例如疼痛能带来痛苦的情绪记忆。情绪唤醒度更多的是来自外界的刺激，例如生活中，春天漫山遍野的鲜花能激发我们愉快的情绪，陌生人的一句无端的指责却也有可能令我们勃然大怒。研究者在实验室内也主要通过外界刺激唤醒情绪，包括电影片段、情绪事件、图片、情绪词、奖惩任务等。情绪的变化与神经生理反应密切相关。情绪反应与自主神经活动联系密切，情绪发生时伴随交感和副交感等自主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改变，自主神经活动的改变会引起心率、血压、皮肤电等活动的改变。现有的技术手段如脑电反应、心血管反应、皮肤电反应、呼吸变化都与情绪的唤醒水平密切相关，也都是情绪唤醒水平的重要指标。

唤醒度能提高情绪记忆的成绩。高情绪唤醒词比中性词语在再认时成绩更好（Labar & Phelps，1998；Sharot & Phelps，2004），有研究甚至发现该记忆增强效应能够在一年后依然显著（Dolcos，Labar & Cabeza，2005）。这些结果似乎与我们的常识是一致的。

究竟为何唤醒度能提高记忆成绩呢？目前比较认同从注意力的角度进行解释。情绪唤醒将使注意力集中于情绪诱发的事件，这样与情绪有关的信息将记忆得更好。情绪唤醒可能是通过调动注意系统来达到对情绪刺激的有效加工。情绪刺激获得更多的注意资源，从而会更好地被编码在记忆中，也更易于被重新激活和提取（Buchanan，2007；LaBar & Cabeza，2006）。情绪唤醒通过吸引注意力有选择性地转向情绪事件（Easterbrook，1959），从而有助于提高对于情绪事件核心特征的记忆（Christianson & Loftus，1987；Libkuman et al.，1999，2004）。这种解释在一系列的研究中得到了支持证据。当要求被试完成一个视觉搜索任务，相比中性刺激（“蘑菇”或“花”），其能更快地在众多刺激中发现情绪刺激（“蜘蛛”或“蛇”，Ohman，Flykt & Esteves，2001）。Kensinger和Corkin（2003）的研究也发现负性唤醒词在分散注意条件下的记忆成绩好于负性非唤醒词和中性词，而负性非唤醒词和中性词的记忆成绩相似，这说明唤醒程度决定记忆成绩的高低。另外，在注意瞬脱范式中，被试需要在一系列迅速呈现的物体中发现相继呈现的两个目标，当两个目标出现的间隔时间小于一定值（如500毫秒），被试经常会漏报第2个目标。如果第2个目标是情绪性的，这种漏报会大大减小。有趣的是，研究发现对于情绪信息敏感的脑结构杏仁核受损时，这种情绪刺激的易化效应会消失（Anderson & Phelps，2001）。同时，相比非情绪词，人们也更加快速地转移注意力到情绪词的位置（Stormark，Nordby & Hugdahl，1995）。情绪刺激优先捕获注意的效应在逆向掩蔽范式中也被证明（Phelps，2004）。唤醒度更能吸引注意力还体现在注意力资源缺乏的双任务范式下，被试被要求同时完成两项任务，结果也发现情绪记忆的成绩不受认知任务（听觉分辨任务）的影响（Kensinger & Corkin，2004）。

同时，唤醒度对于与情绪相关的核心特征的记忆也伴随着对于情绪无关的信息记忆成绩的下降。有研究认为这种准确性的提高伴随着记忆范围的缩小（Reisberg & Hertel，2004）。我们在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体验，当考试紧张的时候，对于监考老师提示的考试有关的信息比如对于考试各答题卡上交时间的说明记忆深刻，但是对于老师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却记忆模糊。这种与情绪事件无关信息记忆范围的缩小可能在司法取证中，如目击证人、受害者描述事件过程等方面都能产生影响。


7.1.2 效价与情绪记忆成绩

尽管大部分的研究都认为主要是情绪唤醒度促进了情绪记忆的成绩提升，但也有研究发现那些被标记为情绪性的材料（如被试判断为负性材料）相比中性材料其记忆成绩更好。对于相同唤醒度的效价刺激其依然能影响记忆成绩（Kensinger & Corkin，2004）。

效价对记忆成绩的提高被认为与精细化（elaboration）加工有关。该过程指建立新的信息与记忆中的信息联系的过程。当个体在进行精细化加工时，其意义被提取且与过去记忆的信息系统建立联系而使其成绩提高。这种精细化过程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为自传体式的精细化。例如，当被试被要求判断刺激是否与他们有关（该词是否描述了他们的状态或性格特征）时，相对于那些只有词义的词（例如“影子”），被试对与自己的自传体记忆相连的词语的记忆成绩更高（例如“乐观”，Rogers et al.，1977）。第二种是语义的精细化，被试可能倾向于从语义的角度建构与要记忆项目的连接从而提高记忆成绩。


7.1.3 心境一致性与情绪记忆成绩

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心情沮丧时更多回忆生活中痛苦的经历，而开心时则更多回忆的幸福的时刻。情绪状态与记忆内容往往发生着交互作用。情绪记忆不仅受到唤醒度和效价的影响，也受到个体的心理状态的影响。心境（mood）是指微弱的、持久的，具有弥散特点的情绪状态。人们倾向于回忆更多与心境相一致的情绪内容，称为心境一致性效应。同时，也有研究者提出情绪一致性记忆（emotion congruent memory），个体经历一种特殊的心境或情绪后，当他们有选择的接触、回忆情绪相关联的材料时，倾向于以一种相同的心境来解释这种经验。换言之，积极的情绪能易化积极信息的加工和回忆，消极的情绪能易化消极信息的加工和回忆（Matt，Vázquez & Campbell，1992；Rusting，1988）。一般认为，如果研究情绪不考虑被试情绪的唤醒度和效价，情绪和心境的意义相似，因此，心境一致性效应与情绪一致性效应是具有同等意义的概念（Parkinson，Totterdell，Briner & Reynolds，1996），在本章中统称为心境一致性。

心境一致性对于记忆的促进作用也在许多科学研究中得到了证实。有研究就发现人们在学习与回忆时，心境一致时的回忆成绩会好于不一致时的回忆成绩。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通过要求被试回忆高兴或悲伤的情绪经历来诱发其不同的心境，然后让他们分别记忆表示高兴或悲伤的词语，结果发现，当编码与回忆时的心境一致时，他们的记忆成绩会显著好于不一致时的成绩（Blaney，1986）。同时，研究表明心境一致性在抑郁心境中表现为一种较为稳定的现象，与抑郁症的持续、加重和复发有密切关系（Blaney，1986；Van Wingen，Mattern，Verkes，Buitelaar & Fernández，2010）。Rottenberg，Hildner & Gotlib（2006）以原来抑郁者、当前抑郁者和从没抑郁者为被试，通过独特的采访程序让被试回忆概括生活中愉快的和悲伤的事件，结果发现有意义的线索能够诱发当前抑郁者的心境一致性记忆。Howe和Malone（2011）研究发现，无论是对词汇的自由回忆还是再认，与轻度抑郁者相比，重度抑郁者表现出了更大的心境一致性效应。同时，Matt，Vázquez & Campbell（1992）对以往心境一致性外显记忆研究的元分析结果表明，抑郁症患者在外显记忆中倾向于优先回忆消极的信息，而正常被试则倾向于优先回忆积极的信息。Gaddy和Ingram（2014）对20项心境一致性内隐记忆研究的元分析结果表明，抑郁症患者在内隐记忆中也倾向于优先回忆消极的信息，并且，这一效应与编码和记忆中与消极信息匹配的知觉而非概念加工相关。不过，这些研究也受到一定的质疑，因为心境一致性的效应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Loeffler，Myrtek & Peper，2013）。首先，有研究者发现，正性心境和负性心境对心境一致性效应的影响是不对称的。正性心境一般会加强对心境一致的信息的提取，中度的负性情绪则会提高对心境不一致的信息的提取。

目前关于心境一致性效应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第一种为联想网络模型（associative network model），由Bower（1981）提出。该模型认为基本情绪（如高兴、愤怒、恐惧、悲伤、惊讶、厌恶等）会以节点的形式在记忆中表征，相互联系的节点构成记忆网络，每一个节点都是一个生理系统，每个生理系统都有自己的效应器，具体包括生理和自动反应、面部和体态的表达、描述情绪状态的词汇、行为倾向、与情绪相关的主题以及相关的记忆事件。其他情绪（如失望、藐视等）则是这些节点的激活合成物，如失望可能是混合有惊讶的悲伤。这些节点释放和接收扩散性激活且与其他节点具有不同强度的联系。因此，一旦某种基本情绪被激活，其他节点则是按照扩散式激活，与此基本情绪相联系的各个效应器也很快被激活，从而出现心境一致性效应。

第二种解释理论为认知图式理论（schema theory），由Beck（2002）提出。Beck认为，认知包括表浅的自动加工和深层的认知结构（即认知图式）。认知图式是在个体的过去经验中形成的，是个体关于自己和世界的总的信念和假设。认知图式一旦形成就支配着个体的信息加工过程，个体只对与自我已有图式有关的信息有快速的反应。因而与图式相关的信息更易于得到精细加工，从而与记忆中的其他信息联系得更好。认知图式理论认为，心境也能像图式一样对信息选择、组织和精细加工产生影响（Beck，2002），与心境一致的信息更容易被注意到，更可能与情绪相关的事实发生联系，也更能得到精细化加工，因此记忆成绩更好。

第三种解释理论是迁移适当加工理论（transfer appropriate processing，TAP），由Roediger等人提出（Roediger & Blaxton，1987；Barry，Naus & Rehm，2004；Roediger & McDermott，1992）。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心境通过关联方式增强信息的精确性，建立起心境和先前学习材料之间的联结，这种联结在随后的回忆中将成为一个主要的线索，尤其是缺乏知觉的和概念的线索时，心境可能被用来作为被试有意识回忆策略的一部分。这种分析可以解释外显记忆出现情绪一致性效应，而内隐记忆不出现情绪一致性记忆的情况。另一种观点认为，心境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它和目标事件的其他有关方面共同作用，甚至成为个体的记忆表征，后来的类似心境的经验作为先前事件再表征的一部分而起作用，这部分的信息加工可能使得整个记忆表征得以恢复完整，并使得匹配事件更易于觉察到。此观点也可以解释内隐记忆中的心境一致性效应。

还有一种有代表性的解释理论是情绪渗透模型（affect infusion model，AIM），由Forgas（1995）提出。情绪渗透模型最初是用来解释情绪与决策的理论模型，Eich和Forgas把它扩展到用来解释情绪一致性效应的整合模型。所谓的情绪渗透（affect infusion）是指个体在从事不同的加工策略时，情绪影响认知的大小程度不同。即情绪会有选择地影响个体的学习、记忆、注意和联想，并最终使得个体的认知结果向着与情绪相一致的方向倾斜（Eich & Forgas，2003）。


7.2 情绪记忆的脑机制

7.2.1 情绪记忆的神经环路

尽管目前对于情绪记忆的神经环路我们还知之甚少，但该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杏仁核（amygdala）、内侧颞叶（MTL）中的海马（Hippocampus），以及前额叶皮质（PFC）等。其中杏仁核被认为是情绪记忆的核心。杏仁核、海马以及前额叶皮质的神经环路构成了情绪记忆的神经基础。下面我们将一一介绍。


杏仁核
 杏仁核是情绪记忆最重要的脑结构，被认为是整个情绪记忆神经环路的核心。传统观点将杏仁核按不同的细胞类型分为外侧核（lateralnuclei）、基底核（basal nuclei）和附属基底核（accessory basal nucle）三部分，现在又将它们合起来称基底外侧杏仁核（basolateral amygdala）。中央核（central nuclei）、内侧核（medial nuclei）和皮质核（cortical nuclei）组成了周边附属结构，被称为杏仁状复合体（amygdaloid complex）。基底外侧杏仁核与其周边结构合起来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杏仁核（the amygdala）。有研究发现杏仁核损伤的病人其情绪性图片和情绪性词语记忆成绩受损（Markowitsch et al.，1994）。Hamann等人（1999）也发现杏仁核受损的病人对于正性情绪记忆的增强效应消失。目前关于杏仁核的作用有两种假设。一种假设为调节假设，杏仁核在情绪记忆的编码和巩固阶段与其他脑区协同，能够影响外显记忆／陈述性记忆和内隐记忆／程序性记忆。一般认为杏仁核能够在外显记忆中调节内侧颞叶记忆系统，而在程序性记忆中能够调节纹状体及外周和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Mcgaugh，2000，2004）。另外一种假设为可塑性假设，认为杏仁核本身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其在习得性恐惧中至关重要。可塑性假说得到了解剖学、电生理和病人研究等的支持，在接下来的一个部分，也将详细讲解恐惧性习得获得杏仁核的参与。


海马
 杏仁核能够调节海马依赖性记忆的保存，而当情绪刺激发生时海马又能对事件的情绪色彩形成心境表征，进而影响杏仁核的反应。记忆的编码后加工，即记忆巩固，主要是在海马中完成的。海马对情境记忆（episodic memory）是必不可少的，在这里它控制了被人类称作“记忆”的东西，就是说按“意愿”去回忆事件。最初杏仁核和海马被认为是归属于两个独立的记忆系统，有着其特定的功能。然而在情绪状态下，两个系统进行着精细且重要的交互作用。情绪唤醒诱发了应激激素的释放，应激激素激活了杏仁核的肾上腺素受体，这些受体的活动操控了激素对海马巩固效应的影响（McGaugh & Roozendaal，2002）。可见，杏仁核能够调节海马依存性记忆的保存，而当情绪刺激发生时海马又能对事件的情绪色彩形成心境表征进而影响杏仁核的反应。尽管海马和杏仁核是两个独立的记忆系统，但是当情绪遭遇记忆时，他们便协同工作（Phelps，2004）。

下面我们以恐惧记忆的习得为例，探讨两者的不同脑区的协作。条件性恐惧获得是我们研究大脑中情绪记忆相关脑区活动的重要范式。其基本过程为条件性刺激（conditioned stimulus，CS）与非条件性刺激（unconditioned stimulus，US）的发生联系在一起时，CS也能引起一种恐惧反应，即条件性反应（conditional response，CR）。Bechara等（2002）对脑损伤病人的研究发现，杏仁核损伤的病人不能建立起条件反射，但却能够清楚地知道条件刺激是伴随着非条件刺激这一事实，其损害了条件性恐惧和恐惧增强惊吓效应；相反，海马损伤的病人能够建立起条件反射，但不明白条件性恐惧刺激和非条件性恐惧刺激之间的联系；杏仁核与海马都损伤的病人则既不能建立条件反射，又不能解释实验过程。

在恐惧条件反射建立的过程中，杏仁核中的外侧核（LA）、基底核（B）、附属基底核（AB）以及中央核（CE）是最为相关的区域。从当前主流的模型看来，LA是信息传递中转站，它接受来自丘脑、海马和皮质的信息，然后根据这些信息的不同性质来激活不同靶区。LA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带有多种类型的细胞受体，如GABA（γ氨基丁酸）受体、阿片受体、糖皮质激素受体和M型乙酰胆碱受体等，因此LA是记忆中发生长时程增强效应（long-termpotentiation，LTP）的主要区域。当条件刺激传入时，LA突触后细胞电压门控通道打开，钙离子流入，引起胞内级联反应，诱导基因转录，导致蛋白质的合成（LeDoux，2001；Tronson & Taylor，2007）。实验证明向LA注射蛋白质合成抑制剂会干扰条件反射的建立。

传统观点认为CE是LA的投射点，经LA处理的信息被投射到CE，再由CE传送给下游脑区。但是也有新观点认为CE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外侧核的投射，其本身也具有可塑性，可以直接接受并处理来自感觉区的信息；而且LA与CE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一类称为中间细胞（intercalated cell，ITC）的群体介导。AB和B主要在与场景相关的条件反射中接受来自海马的信息，并将其传送到CE，此过程似乎不需要LA的参与（Paré，Quirk & Ledoux，2004）。

以声音为条件刺激的恐惧条件反射为例描述杏仁核环路：作为条件刺激的声音信息由听觉丘脑和听觉皮质传送到LA；这时作为非条件刺激的电击带来的痛苦感受也由脊髓—丘脑（spinothalamictract）通路到达了LA。LA中一部分细胞对条件刺激和非条件刺激同时发生反应，并且可能引起LTP，这构成了条件反射建立的物质基础。发生可塑性变化的LA细胞通过激活ITC，将信息传送到CE，最后信息经过脑干到达身体各部的效应器，引发条件性恐惧。如果此过程中带有场景信息，则LA会同时与海马发生联系，并且在海马诱发LTP，形成较为稳定的场景情绪记忆；反过来海马也能够通过激活杏仁核中的AB和B来影响下游的信息传导。

海马不仅在编码和巩固阶段发挥作用，也参与情绪记忆的提取过程。Dolcos，Labaar & Cabeza（2005）通过fMRI研究发现，情绪记忆编码后，经过一个长时间间隔（1年）延迟后，海马仍与提取相关。Greenberg等人（2005）通过情绪自传体事件的提取研究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海马在情绪记忆的提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前额叶皮质及其他
 并不是只有内侧颞叶系统被卷入这个复杂的交互作用当中，部分前额皮层（prefrontal cortex，PFC）也参与了情绪记忆。Sergerie，Lepage和Armony（2005）使用fMRI来研究不同表情（愉快、中性、恐惧）面孔的编码对PFC活动的影响。结果显示右侧PFC的激活提示对面孔的记忆，与表情无关；而左侧PFC的激活却与表情面孔的成功编码有关。这再一次证明了右背外侧前额皮层在非语言材料的成功编码中的作用，而左背外侧前额皮层是情绪与记忆整合的地方。在另一项研究中，已知在负性情绪中左侧额叶皮层眶回（left orbitofrontal cortex，LOFC）活动增强，而这种增强与对正性情绪信息的记忆减弱有关。于是Schutter和van Honk（2006）假设如果抑制了LOFC，那么正性情绪的记忆就应该增强。他们采用了重复经磁颅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来抑制LOFC的活动，结果发现rTMS实验组对高兴面孔的记忆明显高于控制组，这便证实了他们的假设：LOFC确实在正性情绪记忆中发挥着作用。

根据Davidson和Irwin（1999）提出的“情绪效价假设”：左侧PFC主要参与正性情绪加工，右侧PFC主要参与负性情绪加工。Dolcos等进一步研究发现，前额叶不同亚区在情绪性评估和情绪记忆中起着不同作用，正性和负性刺激分别激活左侧背外侧和右侧腹外侧PFC，从而支持了“情绪效价假设”，并且强调左侧腹外侧及背外侧PFC（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参与情绪记忆的增强效应的调节（Dolcos，LaBar & Cabeza，2004a，2004b）。也有研究显示，PFC的激活可能与“材料的特异性”有关。Sergerie，Lepage和Armony（2005）利用fMRI来研究不同表情（愉快、中性、恐惧）面孔的编码对PFC活动的影响。结果显示，左侧PFC与不同表情面孔的成功编码有关。

功能成像研究表明，海马在情绪性记忆中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并且主要体现在记忆的编码及巩固阶段。Kensinger和Corkin研究发现前额叶-海马网络与情绪记忆的编码中情绪效价相关，而杏仁核-海马网络参与了情绪记忆中的唤醒度效应（Kensinger & Corkin，2004）。


7.2.2 唤醒度与情绪记忆成绩的脑机制

大量的神经影像学及ERP研究结果表明，杏仁核与其他脑区的互动在情绪记忆编码和提取等任务中起着关键作用，杏仁核不但参与了情绪记忆编码，创造了最初的记忆表征；事件结束后，巩固阶段杏仁核继续影响着记忆表征，并把情绪性事件的信息储存到长时记忆转变成更持久的形式，情绪对记忆的影响一直是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强的（Miller，2005）。

唤醒度与情绪记忆在脑电上有所体现。Dolcos和Cabeza（2002）通过在编码期间记录事件相关电位（ERPs），发现情绪刺激的相继记忆效应比中性刺激得更快。“被记住的”和“被遗忘的”两类项目再编码时的生理活动的差异称为DM效应。情绪刺激有一个早期的DM效应，表现在刺激呈现后的400~600毫秒，情绪和中性刺激相似的DM效应则发生在晚期的600~800毫秒。情绪刺激更早的DM效应表明，情绪刺激的记忆优势在早期的编码阶段就体现出来了，情绪性信息优先获得认知资源。

研究发现情绪唤醒度对于记忆成绩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杏仁核—海马神经环路在刺激编码中起作用的（Rensinger & Corkin，2004）。与ERP发现的DM效应一致，fMRI研究显示情绪提高了DM效应主要的激活在杏仁核和内侧颞叶等（Canli，Desmond，Zhao & Gabrieli，2002；Dolcos，LaBar，Cabeza，2004a），并且DM效应对于情绪性和中性刺激激活区域不一样，前者激活的是前海马旁回，而后者激活的后海马旁回，这些结果支持解剖学证据，证明前海马与杏仁核有连接（Amaral & Price，1984）。

如前所示，情绪唤醒材料对于机体记忆加工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杏仁核来实现的。Adolphs等（2005）通过对一例双侧杏仁核完全损害的患者进行情绪效价和情绪唤醒水平的研究发现，该患者对表达负性情绪的面孔、词汇及语句的情绪唤醒水平的再认发生了损害，而对其情绪效价的再认则表现正常，这个实验结果说明杏仁核的功能应该与情绪唤醒有关。脑成像证据表明，不论效价是正性的还是负性的，记忆编码阶段杏仁核和海马的激活水平与情绪刺激的记忆优势效应（情绪条件减去中性条件）相关（Hamann，Ely，Grafton & Kilts，1999），这说明情绪主要是通过唤醒度来影响记忆的。杏仁核的激活程度与场景情绪的强度呈正相关，编码阶段中左侧杏仁核的激活水平预测了随后对情绪性场景记忆的成绩（Canli，Zhao，Brewer，Gabrieli & Cahill，2000）。在排除了情绪信息的相关性和独特性因素的作用后，研究发现高唤醒度的情绪词显著地激活了海马和杏仁核，这表明情绪唤醒是情绪记忆增强效应的主要因素（Sommer，Glascher，Moritz & Buchel，2008）。

有观点认为情绪唤醒能够加强记忆，是因为信息在编码时得到了更深的语义或策略加工以及更多的工作记忆资源（Dolcos，LaBar & Cabeza，2004a，2004b）。Ritchey等人（2011）检验了加工层次的深度是否会影响情绪记忆。他们让被试对负性、中性和正性的场景进行深、浅两种水平的编码加工。浅加工集中于场景的物理属性，深加工则编码场景的语义。两天后的再认结果表明，情绪对记忆的促进作用在浅加工水平最大。同时进行的脑成像扫描发现右侧杏仁核主要在浅加工时提高负性情绪的记忆，而右腹外侧前额叶增强深加工时正性情绪的记忆。这表明情绪唤醒度对记忆的易化作用主要来源于杏仁核和前额叶，并且对于不同的情绪效价信息很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易化作用机制。


7.2.3 效价与情绪记忆成绩的脑机制

情绪记忆的ERPs研究发现了效价对记忆脑电成分的影响。Koeing和Mecklinger（2008）以国际情绪图片系统（IAPS）内的情绪图片作为材料进行了事件相关电位研究，实验编码阶段要求被试对呈现的一系列图片进行记忆，同时判断其呈现的事件发生在室内或室外；3—7天后进行的再认阶段测试要求被试对其是否见过某些图片进行直接判断。结果表明，在编码阶段脑区后部250—450毫秒时段，情绪图片比中性图片的波形更大，反映了对情绪刺激效价的注意捕捉。但研究中的积极事件唤醒度不如消极事件，却激发了比消极和中性事件更大波幅的慢波。研究者认为积极低唤醒事件进入了精细加工过程，有利于再认记忆的表现；而消极高唤醒事件会干扰精细加工机制。如果能够将情绪效价与唤醒度因素分开进行探索，可能将会得到更加深入的结论。

研究还发现负性情绪会干扰定向遗忘，被试在以往负性图片时付出了更多的认知资源可以看出负性情绪信息虽然能够被主动地遗忘，但是需要被试付出更多的认知资源。因为情绪具有记忆的增强效应，情绪通过抓取注意，增强信息的编码和巩固从而达到增强记忆的效果（öhman，Flykt & Esteves，2001），在实验中负性图片呈现时诱发了更大的LPP成分是这一理论假设的强有力的支持。由于负性情绪信息的这种记忆增强优势，因此，在同等的情况下，负性情绪记忆更不容易忘记。最近的很多研究采用压抑遗忘范式也发现遗忘负性情绪性记忆更困难，被试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fMRI的研究中发现为负性情绪性记忆遗忘过程中激活了更多的大脑区域（Depue，Curran & Banich，2007）。

fMRI的研究发现情绪效价对于记忆成绩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前额叶—海马神经环路在刺激编码中起作用的（Rensinger & Corkin，2004）。目前的研究表明情绪唤醒度和效度负责的神经环路是不同的。唤醒度主要负责的神经环路是杏仁核、海马及前额叶系统，而效价主要负责的神经环路是海马—前额叶神经环路。


7.2.4 心境一致性与情绪记忆成绩的脑机制

近年来，情绪记忆的脑机制逐渐成为ERPs研究中最热门的问题之一，而心境一致性效应的神经机制，也是研究者们关注的对象。黄雅洁（2006）对情绪状态对情绪记忆的影响进行了探究，研究使用IAPS的情绪图片来诱发被试产生情绪状态，编码阶段要求被试对词语效价进行判断，然后让被试对自己当前情绪进行判断；分心任务后重复情绪诱发阶段并进入直接再认阶段。结果表明，积极目标词的反应速度和正确率都高于消极目标词；心境依存性效应在再认阶段170—400毫秒时段的前额中央区显著，反映了额区中线位置对情绪记忆加工中注意调整的影响；心境一致性效应在学习阶段200—300毫秒的右额区和400—630毫秒的广泛脑区达到显著，一致条件下波幅显著大于不一致条件下的波幅。

情绪记忆的ERPs研究，探索了目标效价、年龄、新旧、心境等因素对事件相关电位的影响。还有研究使用ERPs对情绪记忆的编码和再认展开研究，继续进行对情绪图片材料记忆的新旧效应的探索。研究发现在广泛的时段和脑区中积极目标诱发的波形显著正于消极目标条件。在编码阶段200—350毫秒时段和提取阶段300—500毫秒时段的中央顶区和顶枕区中线附近位置，一致启动条件下的波形显著正于不一致启动条件下。在启动类型产生主效应的时段中，也存在着其与目标效价的显著交互作用。这些结果表明情绪图片记忆提取过程中存在着新旧效应（廖岩，2011）。不仅是一般编码阶段的工作记忆和提取阶段的长时记忆，对情绪记忆的ERPs研究也已经涉及到感觉记忆方面。王曼（2008）使用阈上和阈下情绪启动范式对视觉感觉记忆进行了研究，实验以4×2的八字母卡片作为刺激目标。首先使用情绪图片的呈现诱发情绪并要求被试对其效价进行判断，然后呈现字母卡片，接着使用声音提示被试要记忆哪一行字母，最后被试对呈现的一行目标字母进行再认判断。结果表明，启动情绪效价对ERPs成分产生了显著影响，总趋势为积极、消极、中性波幅依次递增。同时阈上启动的波幅小于阈下启动，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前者占用认知资源所致，但这与负性偏向效应的观点不一致。另外，这个研究将积极、消极、中性的情绪启动试次分别集中呈现而非随机化，目的是造成稳定的情绪状态即心境，可能会得到与一般情绪启动研究不同的结果。


7.3 情绪记忆的应用

7.3.1 情绪记忆的年龄差异

情绪记忆是不仅会受到效价强度（愉快和不愉快）和唤醒度的影响，而且这个一般规则会随着年龄发生改变。Comblai，D'Argembeau和Van der Linden（2005）研究年龄在与情绪相关的自传体记忆中的作用。实验中，青年人和老年人被要求对正性、中性和负性三种情绪类型的事件各回忆出两件。研究发现不论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他们的情绪记忆（不论正性还是负性）都比非情绪信息记忆包含了更多的感觉体验和情境上（如地点、时间）的细节。有趣的是，老年人对于负性情绪刺激的记忆却关联着非常高的积极感受（positive feelings）。这样的结果说明在老年人和青年人中，情绪对自传式记忆的影响模式是相似的，不同的是老年人可能倾向于采用一个更加积极的观点来重新评估负性记忆。

杏仁核参与情绪记忆存在年龄效应。Mather等（2006）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对于负性情绪图片再认的准确性较正性情绪和中性情绪逐渐下降，青年人则能够记忆更多的负性情绪图片。进一步研究表明，老年人与年轻人在进行情绪性图片编码时其杏仁核的激活程度都较中性图片高，然而两者也存在差别，老年人在观看正性图片时其杏仁核激活较观看负性图片时更明显。


7.3.2 情绪记忆的性别差异

情绪记忆也存在性别差异。心理学的研究已经发现女性比男性能更好地记住情绪事件，fMRI研究为此也提供了神经解剖学的客观证据。Canli等人（2002）要求被试评估中性和负性图片的情绪唤醒度，同时进行fMRI扫描。3周后进行再认测验。结果显示情绪唤醒度高的图片记忆比唤醒度低的好，女性比男性好。观察功能像发现，对之后证明是成功记忆的图片进行编码时，男性和女性激活了不同的神经环路。男性比女性更多地激活了右半球杏仁核，而女性较男性却更多地激活了左侧杏仁核。当进行情绪唤醒评估和情绪唤醒图片的后继记忆时，女性参与的脑结构更多，这可能就是女性的情绪记忆强于男性的神经基础。还有研究发现了相似的效应，在成功的主动编码情况下，杏仁核表现为偏侧化效应，男右女左偏侧化优势，与非主动编码情况下结果一致（Cahill et al.，2001；Cahill et al.，2004；Canli，Desmond，Zhao & Gabrieli，2002；Mackiewicz，Sarinopoulos，Cleven & Nitschke，2006）。同时也证实了不同文化背景下杏仁核这种性别特异性偏侧化优势仍然保持一致性。

目前，这种性别偏侧化效应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为女性对情绪性事件编码可能使用了语言为基础的左侧化编码机制。有研究表明左侧杏仁核对于语言性威胁存在反应，而右侧杏仁核则未出现变化（Phelps et al.，2001）。女性对于情绪性刺激的编码过程可能动用了包括内省和内在语言化等多种手段；男性在情绪性事件的编码过程中更多的是使用需要右侧半球参与的视觉-空间策略来进行，因而表现为右侧杏仁核的激活。另一种解释为左侧杏仁核对于情绪性材料的反应为有意识反应，右侧杏仁核对于情绪性刺激的反应为无意识的反应（Morris，Ohman & Dolan，1998）。另外，Cahill和Van Stegeren（2003）通过研究心得安对记忆的损害作用，结果发现：男性主要表现为对情绪性故事的主旨信息的损害，而女性主要表现为故事细节的记忆下降。从而认为男女在情绪性认知中出现的性别差异是由于男性善于运用右侧大脑半球，从而偏向于对刺激或现象进行全局的、总体的反应，这一偏向是通过右侧杏仁核的激活来调节的。女性则偏向于运用左侧大脑半球对一个刺激或现象进行局部或细节的加工，所以表现为左侧杏仁体的激活。

除杏仁核存在性别差异外，其他脑区也存在相对特异性差异。王海宝等人的研究发现，在情绪记忆编码时，男性左侧前额叶背外侧、左侧额上回、前额叶内侧（M PFC）、前扣带回（ACC）、右侧眶回激活明显，而女性双侧海马（HP）、枕叶皮层、右侧梭状回（FFA）激活明显（王海宝，潘志立，&余永强，2010）。前者主要与增强情绪评估、情绪表征、情绪认知整合、情绪性工作记忆和行为控制等有关，而后者主要与增强情绪的视觉感知、面孔识别、表情等加工有关。说明男女对情绪的加工受高级认知调控，即认知方式差异的影响（Cahill，et al.，2004）。王海宝等人还发现，男性激活右侧杏仁核的基底外侧核，而女性激活左侧杏仁核的中央核和内侧核。既往研究显示，前者主要与认知环路相关，后者主要与情绪体验环路相关（Kilpatrick，Zald，Pardo & Cahill，2006）。由此可推测，男女对情绪事件采取不同的编码加工策略：男性主要采取理性方式（如增强对情绪刺激的主观评估等），而女性主要采取感性方式（如增强对情绪面孔和环境背景的感知等）。进一步推测，在人类男女性杏仁核不同亚区功能可能存在差异。尽管既往动物实验研究表明杏仁核不同亚区存在性别差异，而目前人类脑功能成像尚没有相关研究报道，因此，需待未来进一步深入研究。


7.3.3 特殊个体的情绪记忆


抑郁症患者
 在探讨情绪状态对记忆的影响时，情绪障碍特别是抑郁症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既有助于对情绪障碍本身的了解，又考察了情绪与记忆的脑机制。大量研究显示情绪障碍与情绪刺激的异常加工有关，并且这种异常加工会易化负性情绪的产生，促进情绪障碍者对抑郁事件的回忆。近年来，研究者广泛调查了这种异常加工的神经机制，发现抑郁症病人对负性情绪材料的记忆增强。这被认为是一种与抑郁心境相关的情绪内容识别能力提高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期待效应”或“心境一致性效应”。ERP的研究表明，在重度抑郁症病人的记忆编码阶段，正性词诱发的ERP波幅要明显低于负性词和中性词（Shestyuk，Deldin，Brand & Deveney，2005）。将刺激材料从情绪词换成表情面孔后，也得出相似的结果，在记忆的保持阶段，正常组对负性面孔表现出明显降低的慢波（slow wave，SW），而抑郁组的SW在负性面孔和正性面孔间没有明显差异，这说明抑郁症病人加强了对负性面孔的加工（Deveney & Deldin，2004）。还有证据表明，与正常被试相比，抑郁症病人的情绪记忆相关脑结构（如，杏仁核，前额皮层）表现出对悲伤面孔的神经活动增强，高兴面孔的神经活动减弱（Leppänen，2006）。这些结果均提示抑郁症病人的认知缺陷可能是源于大脑对正性信息加工的减弱，对负性信息加工的增强。

人脑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在进行高级情感活动时涉及多个脑区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情绪记忆功能需要多个脑区协同工作，共同完成。静息态fMRI可用来研究抑郁症多个脑区间的功能连接。众多脑功能影像研究揭示抑郁症患者存在情感调节环路的功能异常，主要定位于边缘系统-皮层-纹状体-苍白球-丘脑神经环路（limbic-cortical-striatal-pallidal-thalamic，LCSPT）。其中杏仁核、海马、丘脑及前额叶是这一环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情绪调节和传导中起重要作用（Clark，Chamberlain & Sahakian，2009）。还有研究发现，抑郁症对悲伤情绪加工时右侧杏仁核与眶额皮层功能连接增强，对高兴情绪加工左侧杏仁核与眶额皮层功能连接减弱（Ramel et al.，2007）。抑郁症的核心症状是情感障碍以及认知功能的改变，但其神经生理学机制至今仍不清楚。神经认知学研究发现与年轻抑郁症患者相比，老年抑郁症患者的学习、记忆及运动系统损坏更为严重（Thomas et al.，2009）。潘豪（2012）选取老年抑郁症患者为研究对象，运用静息态fMRI研究老年抑郁症患者和正常对照组情绪记忆网络的功能连接差异，并探讨抑郁症情感环路的异常。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较正常对照组认知能力下降，且存在情绪记忆“负性偏向作用”，并且存在情感环路的功能异常。抑郁症患者与正常对照组中枢节点的个数及位置均存在差异，抑郁症患者右侧杏仁核及左侧额下回网络节点功能减弱，右侧海马网络节点功能代偿性增强。


焦虑症患者
 焦虑症患者也被认为存在情绪记忆障碍。焦虑症患者的一个中心特质是加工恐惧记忆出现了异常（Bishop，2007；Tyrer & Baldwin，2006）。这些病人往往是内隐的而非外显的，且他们对于恐惧信息与正常人有不同。这些病人会把注意力更多转移到恐惧有关的刺激并且伴有更强的杏仁核激活。


灾难性创伤性障碍
 在那些遭遇创伤性应激障碍的人往往更关注灾难性的记忆（Mollica，Caridad，Massagli，2007；O'Donnell，2004）。这些病人记忆那些与灾难性相关的词语记忆成绩更好，其他研究也显示在加工负性词语记忆成绩更好且伴有更大的杏仁核和海马的激活（Brohawn，Offringa，Pfaff，Hughes，Shin，2010）。且对于情绪记忆的提取，该病人提取灾难性比中性刺激的记忆激活了边缘系统主要在右脑，包括杏仁核，前扣带，脑岛和颞叶（Rauch，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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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情绪智力

20世纪80年代，狭义的智力概念受到挑战，Gardner（1985）提出多元智力（multiple intelligences），将智力的领域扩展到包括音乐智力、运动智力、人际智力、对自我、他人或自然世界的洞察力等。Gardner（1985）认为，这些能力相对独立，甚至可能具有独立的神经结构。例如，生活中经常提到的“白痴天才”，或者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可能在生活中一团糟等等。在过去的20余年，智力的定义和理论已变得更为宽泛，如Sternberg（1998）的成功智力（success intelligence），Perkins（1995）的真实智力（true intelligence），还有以Mayer和Salovey（1997）为代表的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智力概念的扩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使我们超越“一般因素”从而更加批判地思考我们借助“智力”这个概念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林崇德等，2004）。Sternberg和Kaufman（1998）指出，尽管不同文献的智力概念有所不同，但是其包含的认知属性却可能并没有任何差异；有很多研究智力的范式，他们互相补充而非互相矛盾，只是从不同的方面看待智力，看待智力问题。

与此同时，心理学领域展开了大量关于情绪以及情绪与认知相互作用的研究。情感和思维并不总是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不能并存，事实上，它们彼此需要（见本书后面论述情绪与认知的章节）。如国内研究者孟昭兰和美国研究者展开的情绪对认知影响的跨文化研究（孟昭兰，1984；1985；1987）。在该系列研究中，通过活动诱发15到24个月婴儿的各种情绪，观察婴儿完成操作任务的行为特点和时间。结果发现积极情绪对婴儿完成作业具有激励作用；在操作动作复杂程度不同的四种作业中，对作业表现出兴趣的被试都比惧怕情绪组成绩好；在愤怒情绪状态下的操作成绩明显比无怒情绪状态下的成绩差；愤怒情绪状态下被试完成操作所需要的时间明显多于无怒情绪状态。

1990年，耶鲁大学Peter Salovey（现耶鲁大学校长）和新罕布什尔大学的John Mayer基于其理论家的敏锐性，根据情绪和智力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情绪智力”概念，这是情绪智力首次在学术期刊中出现（Salovey & Mayer，1990）；Goleman（1995）将情绪智力推广给大众；20世纪90年代晚期出现了大量关于情绪智力的研究。情绪智力被研究者认为是一种热智力（hot intelligence）（热智力还包括人格智力、社会智力等），与冷智力（言语理解、知觉组织等）相对，它是对与人有关的信息的推理（这些信息经常会产生痛苦或积极的反应）（Mayer，Salovey & Caruso，2000；Mayer，Salovey & Caruso，2004；Mayer，Panter & Caruso，2012）。


8.1 情绪智力的定义和理论模型

8.1.1 情绪智力的定义

自1990年Salovey和Mayer正式提出情绪智力的概念以来，研究者对情绪智力的认识就不断深化，从不同角度看到了情绪智力的不同方面，对情绪智力的定义尚没有达成共识。目前情绪智力的定义主要可分为三大类：（1）情绪智力是一种能力；（2）情绪智力是一种人格倾向；（3）情绪智力是认知因素和非认知因素的混合物。例如，一些研究者将情绪智力定义为对情绪推理的能力，而其他则将其等同于一系列特质，如成就动机（achievement motivation）、灵活性（flexibility）、幸福（happiness）和自我（self-regard）（Judge et al.，2005）。那么，“情绪智力”到底是什么？事实上，有很多定义来源于畅销杂志和畅销书，比如Goleman（1995）对情绪智力的描述。然而，由于在心理学领域，一个有效的概念/术语必须符合心理学概念的语义网络——大多数科学家都熟悉的意义系统。因此，科学的情绪智力应该严格地从情绪和智力两个术语进行界定，即情绪智力是一个和情绪、智力及其二者关系有关的一个概念。

情绪智力与智力

智力是处理各种类型信息的一种心理能力。它是对多种心理能力的一般描述。如言语智力指对言语信息和知识进行推理以及采用言语信息和知识提高思维的心理能力；空间智力指对如物体、形状、方向等空间信息和知识进行推理，和采用空间信息和知识提高思维的能力等（参考Gardner的多元智力中的定义）。因此，将智力和情绪这两个概念整合，情绪智力应与言语理解智力、概念形成智力、逻辑—数学智力或身体—运动智力等术语相似，在这些术语中，言语理解、知觉组织等等都用于修饰名词“智力”（Mayer & Salovey，1997）。

情绪智力与情绪

情绪智力概念的发展不仅与智力研究有关，而且和情绪研究有关。情绪作为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是多成分复合、多维度结构、生理和心理多水平整合的产物（乔建中，2003）。最初，情绪和智力被认为是对立的两方，人们经常将情绪作为思维的一种非理性的和破坏性的力量。然而，情绪也可能对认知有一种潜在的促进作用。情绪产生会伴随着生理的、运动准备、行为、认知和主观体验的改变（Izard，1993）。因此，在1997年，Mayer和Salovey的情绪概念主要集中于情绪推理的技能方面，如在健康个体中，恐惧表明一个人面临一个相对有力量或无法控制的威胁；幸福主要指个人与他人关系的和谐；愤怒经常反映了对不公平的感受（Mayer & Salovey，1997）。因此，情绪具有一些一般化的规律，而可以将这种规律运用于识别和推理情绪、感受。例如，一位没有安全感或者自我否定的个体可能感觉到害羞、自卑或压抑，一位被欺辱了的人可能感到愤怒。那么，对这些反应的识别需要某种形式的智力。

基于智力和情绪最为一般的定义，情绪智力需要基于人类心理能力来定义，至少应该具有一些关于加工情绪信息的能力。Salovey和Mayer把情绪智力看作是个体准确、有效地加工情绪信息的能力集合。它包含对情绪准确的推理能力，利用情绪和情绪知识来提高思维的能力（Mayer et al.，2008）。因此，研究情绪智力意味着关注能力本身。正如言语智力关注对言语的学习和推理，以及使用言语智力来提高思维一样，情绪智力关心的是对情绪的推理和使用情绪提高思维的能力，包含：（1）加工的内容：对情绪推理和用情绪推理的能力；（2）加工的结果：情绪系统对提高智力的贡献，加工情绪信息的能力能提高认知活动（如，思维，决策，记忆等等），提高幸福感，促进社会功能（Mayer & Salovey，1997；Mayer，Salovey & Caruso，2008）。2000年，Mayer，Salovey和Caruso指出情绪智力表示一种认识情绪意义和他们关系的能力、利用情绪知识推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使用情绪促进认知活动能力，它是跨认知和情绪系统的操作（Mayer，Salovey & Caruso，2000）。Mayer，Salovey和Caruso等2004年的定义认为，情绪智力是觉知和表达情绪、利用情绪促进思维、理解情绪和情绪知识，以及有效调控情绪并促进情绪认知成长的能力（Mayer，Salovey & Caruso，2004）。在2008年心理学年鉴中，Mayer等人再次重申情绪智力必须符合概念语义网络规则，从而将其定义为“能够准确对情绪进行推理的能力和使用情绪及情绪知识从而提高思维的能力”（Mayer，Roberts & Barsade，2008）。

从最开始的定义，到后来的修订、扩展都将情绪智力作为一组与情绪及情绪信息有关的能力看待。情绪智力的概念暗含人类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Thingujam，2002），因此，人类在漫长的发展史上所展现出的适应和处理情绪的能力就依赖于感性和理性能力的整合功能（Salovey，Bedell et al.，2000）。

概念的澄清：情绪智力与情商

在此，笔者不得不提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情商”，一位名叫Goleman的作者基于Salovey和Mayer（1990）的理论，同时搜集许多关于大脑、情绪和行为的有趣信息和日常生活素材，于1995年撰写了《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一书，该书并非学术性专著，但是由于《时代周刊》（Time）杂志使用“情商”（EQ）为封面进行炒作和宣传，该书立即成为风靡全世界的畅销书。而台湾学者在翻译这本通俗的《情绪智力》的时候，擅自在书名上添加了“情商”二字。事实上，国内研究者王晓钧（2002）在其《情绪智力：理论和问题》一文中已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澄清，但仅限在学术期刊上的澄清，而学术论文的阅读量（有研究表明平均每篇学术论文只有7人阅读过）远远小于畅销书的阅读量。

当笔者在2014年初尝试地在百度里搜索“情商”和“情绪智力”两个概念的时候，以“情商”为关键词能搜到49600000条，而以“情绪智力”为关键词搜到6950000条，可以看出前者远远多于后者；同时，又在中国知网CNKI中以两个关键词搜索，出现了相反情况，以“情绪智力”为关键词找到27389条结果，而以“情商”为关键词则搜到9157条结果；最后在Web of Science中以emotional intelligence为关键词搜到9728篇文献，而以emotional quotient为关键词仅仅搜到488篇文献。我们可以看出媒体的宣传和科普读物尽管对某个科学概念的传播具有较快的推动作用，但是也给情绪智力的科学意义造成了极大混乱，时至今日，很多心理学界的师生都误认为戈尔曼1995年的《情绪智力》一书是该领域的经典学术著作。在本章中，情绪智力的概念都是将其视作一种能力，主要集中在情绪智力的科学研究上，而非流行的大众概念“情商”。


8.1.2 情绪智力概念的发展

情绪智力的科学提及要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主要在心理治疗领域（Leuner，1966）。传统的心理学研究中，人们倾向于将智力研究与情绪研究分开进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不仅认知能影响人的情绪，同样情绪也影响人的认知。因为，只有将一个人的认识与情绪结合起来，才能深刻地理解人心理的本质，特别是人的智力活动本质（林崇德等，2004）。情绪智力自提出以来，学术领域对其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我们将根据学术界对其探讨的历史脉络梳理相关研究，除了帮助大家了解情绪智力概念的发展，也更希望促使大家产生新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心理学家开始更为开放地思考多元智力（Gardner的多元智力，1985；Sternberg的成功智力，1999），同时，情绪研究以及情绪和认知的相互作用的研究越来越多（见本书后面章节）。1990年Salovey和Mayer首次在学术文献中将情绪智力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呈现给读者，他们这样定义情绪智力：“属于社会智力的一个子集（subset），包括监控自己和他人情绪、情感，并对其作出区分，使用这些信息来指导自己的思维和行为的能力。”在第一次提出情绪智力的概念时，Salovey和Mayer指出情绪智力相对于Gardner社会智力中的人际智力（personal intelligence）中与情感有关的方面，包括了关于自己和他人的知识。但是，情绪智力并不包括对自己的一般觉察和对他人的评价，仅仅集中在对情绪的加工上，即识别和使用自己和他人的情绪状态从而解决问题和调节行为。

Salovey和Mayer（1990）指出由于先前缺少一个科学概念，因此关于情绪智力的研究散落在期刊、书籍和心理学的各种分支中，他们通过对160余篇文献的回顾总结出情绪智力包括三个心理过程：（1）评价和表达自己、他人情绪；（2）调节自己、他人的情绪；（3）适应性地利用情绪。

1995年，美国一家杂志社的编辑Goleman出版了《情绪智力》一书，将情绪智力定义为“自我意识、自我管理、自我激励、认识他人情绪以及处理人际关系”（Goleman，1995）。由于《时代周刊》（Times）宣传“它是成功的最好预测指标”，情绪智力的概念很快传遍世界。情绪智力（大众称之为EQ）几乎包含日常生活、工作中的所有方面，一时成为济世的万能灵药。以Goleman为代表的通俗观点扩展了情绪智力的含义，典型地给其列出一组人格特点，如“同情、动机、坚持性、移情和社会技能”（王晓钧，2002）。Salovey和Mayer多次在著述中进行区分，试图为情绪智力的科学发展提供更好的出路。1999年9月，Mayer在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的Monitor上发表题为“情绪智力：通俗或科学的心理学？”，明确指出：情绪智力是两个世界的产物，一个是畅销书、新闻报纸和杂志中的通俗文化世界；另一个是科学杂志、学术专著和同行评审的世界。不过，这两个世界的定义都扩展了人们对智力的认识。

1997年，Mayer和Salovey认为最初提出的情绪智力根据其所包含的能力来定义，颇显单一，缺少了对情绪感受的思考。因此，在一篇题为“什么是情绪智力”的综述中，他们修订并扩展了情绪智力的定义，提出情绪智力包括：（1）准确觉察（perceive）、评价（appraise）和表达（express）情绪的能力；（2）使用（access）和/或产生促进思维的情绪的能力；（3）理解（understand）情绪和情绪知识的能力；（4）调节（regulate）从而促进情绪和智力成长的能力（Mayer和Salovey，1997）。


8.1.3 情绪智力的理论模型

当前的情绪智力理论可分为能力模型和混合模型两类（Mayer，Salovey & Caruso，2000；Zeidner et al.，2004；彭正敏等，2004）。在本章中，我们将首先简要介绍混合模型，它主要是以Bar-On和Goleman提出的情绪智力理论模型为代表，其以预测成功为目标，试图在传统智力以外找出能够预测成功的所有重要因素；之后，将详细介绍情绪智力的能力模型，它是智力领域的关于能力的情绪智力，以Mayer和Salovey为主导的学术研究，将情绪智力纳入智力的家族并坚持科学量化的道路。这两个模型中的情绪智力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结构，而并非是同一概念的不同测评手段：“混合模型中的情绪智力主要是行为的特性、倾向性和自我觉察到的能力，主要通过自评的方式进行测量；而能力模型关注的是实际的能力，并应该由最高成就测验而非自评量表进行测量的能力”（彭正敏，2004；Petrides & Furnham，2007）。

情绪智力的混合模型

混合模型的理论建立在以人格为基础的情绪智力定义基础上，它所包含的内容跨越了个性主要子系统的多个领域（Mayer et al.，2000）。国外主要以Bar-On（1997）和Goleman等人（2001）提出的理论为代表，国内主要以张耀华提出的情绪智力模型为代表。


Goleman的情绪胜任力模型
 Goleman等的理论从目标（自我和他人）和能力（意识和管理）两个维度把情绪智力分为四族，每个族包含若干胜任力。分别为自我意识（情绪自我意识、准确的自我评价、自信）、自我管理（情绪自我调节、易被理解、适应性、成就动机、积极主动、乐观）、社会意识（移情、组织意识、服务导向）和关系管理（激励人、影响力、冲突管理、促进变革、发展别人、团队合作）（Goleman，Boytazis & McKee，2001）。


Bar-On的情绪智力模型
 1997年，Bar-On在多年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情绪智力的定义，“一系列影响个人成功应对环境需求和压力的非认知的能力、胜任力和技能”（Bar-On，1997）。他提出的模型是一个情绪和社会智力结构模型，由5个维度和15个因素构成（许远理，2004）。5个维度内又包含多种成分，分别为内省能力（自我认同、自我意识、坚持性、独立性、自我实现）、人际交往能力（移情、社会责任、人际关系）、压力管理（压力容忍、冲动控制）、适应性（现实考验、灵活性、问题解决）和一般情绪状态（乐观、快乐）（Bar-On，2000）。

国内研究者也致力于构建情绪智力的理论模型，例如，张辉华（2006）认为情绪智力具有情景具体性和群体独特性，他的研究对象是管理人员，因此他认为管理者情绪智力是指管理者在工作和交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理解、驾驭情绪及与情绪相关的心理和行为的能力。发现管理者情绪智力分为关系处理、工作情智、人际敏感和情绪调控四个因素构成，四个因素又分为两个领域：一是工作领域，包括关系处理和工作情智；二是自我领域，包括人际敏感和情绪调控。

纵观以上的情绪智力模型可以看出，情绪智力混合模型中的几个维度都在智力范畴之外，因为他们更多地是指典型行为而不是最高能力。因此，研究者指出：“为了避免犯概念一致的错误，研究者应该选择情绪智力的能力模型”（Côté，2014）。

情绪智力的能力模型

能力模型的理论建立在情绪智力定义基础上，它所包含的内容主要聚焦于情绪系统的情绪与认知的交互作用领域（Mayer等，2000）。国外主要以Mayer等（1990）提出的情绪智力能力型模型为代表。国内主要以许远理和卢家楣等提出的情绪智力能力模型为代表。


Mayer等的情绪智力能力模型
 Mayer等在1990年建立了第一个关于情绪智力的模型，即情绪智力的三维模型，具体见图8.1。其认为情绪智力是一种独立的智力，是一种加工情绪信息的能力，它包括准确地评价自己和他人的情绪，恰当地表达情绪，以及适应地调控情绪的能力。该模型已由彭正敏（2004）向国内研究者介绍，由于个别信息不一，故参考作者原著。该模型的提出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也引来颇多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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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Salovey和Mayer最初的情绪三维模型

来源：Salovey & Mayer（1990）.

1997年，Mayer和Salovey进一步提出了情绪智力的层级四维模型，见图8.2。该模型的提出为后来情绪智力的评估工具提供了理论基础（200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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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情绪智力的层级四维模型

来源：Mayer & Salovey（1997）.

而且为研究与加工情绪信息相关的能力的个体差异提供了很好的框架（Salovey和Grewal，2005）。

Mayer，Salovey等认为情绪智力是一种处理有关个人和他人情感信息的能力。如图8.2所示，在这个模型中，有四个分支，分别为情绪认知、情绪使用、情绪理解和情绪管理。此理论认为，以上四种能力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情绪认知是情绪智力的最基本过程，情绪管理是情绪智力最复杂的过程（Mayer & Salovey，1997）。

第一层，感知和表达情绪

该维度关心的是个体如何准确和快速表达情绪，识别、觉察和解读情绪体验和情绪表现。在该维度有四种特定能力：

（1） 能识别他人感受到的情绪的能力。该能力指个体如何准确地识别情绪（例如，他人是否感到生气，伤心等等），尤其是通过加工非言语信息，比如面部表情和声音、语调（Buck et al.，1980；Elfenbein & Eisenkraft，2010）。这种能力也叫非言语接受能力（Buck等，1980），情绪再认能力（Rubin et al.，2005）和移情准确性（Côté et al.，2011b）。

（2） 觉察他人情绪表达的真实性。该能力指个体如何快速区分真假情绪表情（Groth et al.，2009；Mayer & Salovey，1997）。这能帮助个体决定他们是否依赖他人的表情来推论态度、目标和意图或决定他们是否应该谨慎做出这些推论。

（3） 评价自己情绪的能力。当个体对事件有情绪反应的时候，有些人更可能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情绪并且更可能确认自己的心理感受（Salovey & Mayer，1990）。

（4） 清晰地向别人表达自己情绪的能力。当观察者能够准确识别传递者想传递的情绪的时候，那么个体就是在清晰地传递情绪（Salovey & Mayer，1990）。

第二层，使用情绪的能力

该维度主要是个体如何使用情绪对认知活动的综合效应，如创造力和冒险等（Salovey & Mayer，1990）。主要由两个能力组成：

（1） 情绪对认知过程的综合效应的认识。这种能力主要与个体对情绪如何系统地指导认知活动的知晓有关（Fine et al.，2003；Morgan et al.，2010）。例如，在决策时，感到焦虑和风险规避具有很强的相关，因为焦虑提示当前环境不确定，而人们在不确定环境下更加偏好风险规避（Yip & Côté，2013）。

（2） 利用情绪指导认知活动和问题解决的能力，即个体如何有效地根据认知活动的需要产生情绪，从而使认知活动适应于当前情景（Mayer & Salovey，1997）。

第三层，理解情绪的能力

该维度与个体如何准确推理各种情绪有关，如当他们定义情绪、在事件和情绪反应之间建立联系的时候。该维度包括三种能力：

（1） 理解情绪语言的能力。这种能力指个体如何准确识别语言和情绪之间的关系，如何准确用语言描述自己和他人的情绪（Fine et al.，2003；Mayer & Salovey 1997）。

（2） 分析事件和情绪的因果关系的能力。Mayer和Salovey（1997）将这种能力描述为“解释情绪传递关于关系的意义的能力，如伤心经常伴随着损失”。例如，这种能力较高的领导能准确预测不公平会引起员工的愤怒，而其他领导可能会忽视不公平程序导致的情绪后果。

（3） 理解简单情绪如何组合成复杂情绪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当再体验到先前的事件时，个体就能够认识到感到幸福和伤心组合成了一个新的复杂情绪，如乡愁（Sedikides等，2008），而其他人不太可能从一个较为复杂的情绪经历中理解幸福和伤心。

第四层，调节情绪的能力

该维度与个体能多大程度上增加、保持或降低自己或他人的情绪的强度或持续时间（Gross，2013）有关。主要包括三种能力：

（1） 设置情绪调节目标的能力。该能力指个体多大程度上决定他们目前的情绪是否在当前环境中是最佳的，从而视需要设定修改情绪的目标（Mayer和Salovey，1997）。如果不是最佳的情绪，个体设置改变情绪的目标，有的个体设置目标较其他个体更为合适（Côté et al.，2006；Sheppes et al.，2013；Ford和Tamir，2012）。

（2） 选择情绪调节策略的能力。这种能力指个体选择能够激发想要的情绪的策略的程度（Feldman et al.，2001）。例如，选择情绪调节策略能力较高的领导或教练能够确定大量策略（例如，教练热烈的演讲，让队长给整个团队做演讲）将会更能激发团队的活力。

（3） 使用情绪调节策略的能力。这种能力指个体如何使用情绪调节来产生想要的情绪效果（Cote et al.，2010a，Sheppes et al.，2013）。个体可能会选择适合的调节策略，但是他们可能不一定会有效运用这些策略（Cote et al.，2006）。

情绪智力的层级四维模型的四个分支按照从基本心理过程到高级心理过程排列。首先，最低层是（相对）简单的觉察和表达情绪的能力；相反，最高的一层与有意的、反省性的情绪调节有关。每个分支又有四个代表性的能力。在发展中相对较早出现的能力在每个分支的左侧，后来逐渐发展的能力在右侧。由于发展较早的左边的技能相互整合的较少，因此，他们更能清楚地说明各个分支之间的差异；然而，后来发展的右边的能力更为综合，并且彼此融合交叉，因此，也很难区分（Mayer和Salovey，1997）。


许远里的情绪智力能力模型
 国内研究者许远理（2004）在其博士论文中，基于情绪智力的能力和混合模型，借鉴Guilford的智力理论模型建构思想提出了情绪智力的三维结构模型。在三维结构模型中，情绪智力包括对象、内容和操作三个维度。对象维度是情绪智力研究的目标范围，由指向自己，指向他人、指向生态环境三部分组成；操作维度是情绪智力的心理活动过程和心理活动方式，由感知和体验、表达和评价、调节和控制三种操作方式所组成；内容维度是不同意义的情绪或情绪信息，由积极情绪（信息）和消极情绪（信息）组成。三个维度的所有可能组合构成18种情绪能力模式，即情绪智力组合理论的因子结构。


卢家楣的情绪智力能力模型
 卢家楣（2005，2008）提出情绪智力应该从操作和对象两个维度进行分析，从情绪智力的操作维度上分析，这里用以操作情感的心理活动主要包括：观察、理解、评价、遇见、体验、表达、调控等。从情绪智力的对象维度上分析，这里可被操作的情感对象包括：个体自己的情感、他人的情感、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情感、他人与他人之间的情感等。得出观察情感的能力、理解情感的能力、评价情感的能力、预见情感的能力、体验情感的能力、表达情感的能力、调控情感的能力等。


8.2 情绪智力的测量

在心理学领域，产生某种智力概念的逻辑程序包括以下几个步骤：（1）定义；（2）开发评估方法；（3）证明它部分或完全独立于已有的智力；（4）证明它能预测现实生活的某些方面（Mayer & Salovey，1997）。Mayer和Salovey（1997）明确提出情绪智力与性格（traits）、天赋（talents）相区别。性格可以指特点或行为偏好（例如，外向，害羞）；而天赋指一些非智能能力（例如，运动技能）。

因此，情绪智力完成概念上的理论建构之后，就需要考虑寻找证据证明他确实存在，表明其可评估性。正如前面提到的情绪概念的建构原理提出的：理解情绪智力包含的形式需要保证情绪智力意义上不同于一般智力而又需要与其足够相关，从而才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智力。如果想证明情绪智力是一种真实的智力（与一般智力无关的技能），而并不是一般智力中的一部分，这主要取决于它的测量和评估。

基于对情绪智力概念的理论陈述，Mayer和Salovey（1997）提出如下假设：情绪智力高的个体可以更快地对情绪信息进行加工，而且个体在对情绪的感受上可能存在一个“一定程度”上的正确答案，后者正体现了智力和情绪整合的一个含义（Mayer & Salovey，1997）。那么由于存在正确答案，所以就存在个体差异，根据正确答案就能将高低情绪智力的个体区分开（Matthews et al.，2004）。尽管智力测量中文化公平的问题同样存在于情绪智力（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正确答案并非完全相同），但是却可以在某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确定正确答案（Matthews et al.，2004；Mayer & Salovey，1997；Morgan et al.，2010）。情绪智力高的个体更可能比情绪智力低的个体做到对情绪信息的正确认识。在传统的认知智力研究中，研究者会强调推理、问题解决等的正确率和反应时间指标来反映认知智力的高低，同样，情绪智力高的更可能快速解决与情绪有关的问题。例如，在商店或饭店，情绪智力高的服务员更可能较快认识到顾客的情绪（Matthews et al.，2004），从而提供更好的服务。


8.2.1 情绪智力和认知智力的关系

谈到情绪智力，人们会自然想到，它作为一种新的智力与传统智力存在怎样的关系。传统智力是强调认知的智力，可以称之为“认知智力”。一般认为认知智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能力：言语推理能力（或言语智力）、数量推理能力（或数学逻辑智力）和空间推理能力（或视觉空间智力），认知智力可以用智商IQ来表征（Carroll，1993 & Gardner，1995）。因此，情绪智力与其他智力有本质上的相同，都包含觉知、理解和推理等，而与其他智力最为关键的差异来源于输入的信息内容不同，情绪智力输入的是情绪信息（John D Mayer，Salovey，Caruso & Sitarenios，2001）。

1999年，Mayer等人（1999）在《智力》杂志上发表了基于情绪智力概念的研究报告。该研究能够回答情绪智力领域的重要问题，例如，情绪智力是一个单一能力还是很多能力，它和传统一般智力测验的及其他测验的关系如何？情绪智力作为一种智力必须符合判断真智力的三个标准：概念上的，相关的和发展的标准。首先，概念上的包括智力必须反映心理操作而不仅仅是行为的喜好方式，或个人自尊，或非智力因素；同时，心理操作仅仅是测量与情绪有关的能力。其次，相关标准还需要实证研究标准：智力应该是描述一组近似相关的能力，他们与已有的智力是既有相关又有区别的。最后，这种智力能力能随着年龄和经验而不断提高（至少适用于发展中的儿童）。

情绪智力和认知智力的区别

情绪智力和认知智力的区别首先是关注的对象不同，传统智力关注对数字、词语等的加工和记忆，对空间的知觉以及逻辑推理，并且关注记忆、知觉、推理的速度和准确率以及转换的灵活性。并且传统智力还关注人的思维方法，将思维分为发散思维和复合思维。传统智力测验所用的方法主要是图画填充，数字计算，迷津检验，常识性问答等。而情绪智力所关注的对象是人对情绪的知觉和理解的能力，评估和表达能力，情绪的调节和运用能力，情绪智力的测验方法主要是采用自陈式问卷来测被试的感知、体验、表达、评价、调节自己和他人情绪的能力。其次是加工的对象不同，传统智力测验选择的都是单纯的认知任务的操作，如言语理解、知觉速度、逻辑推理、短时记忆等。这些都是以“中性”材料或信息为研究内容（起码以中性信息为主）；而情绪智力是侧重以感知、记忆、体验、评价、调节的操作为研究对象，以“情绪、情感、信息或材料”为研究内容（杨立昊，许远理和罗明英，2011）。

情绪智力与认知智力存在适度相关

情绪智力作为智力家族的重要成员，从理论上讲，它与认知智力一样，同样具有智力的一般特征。Mayer（2001）等人对智力的成分与情绪智力做了总结，见表8.1。

表8.1 智力成分概览

[image: ]


来源：Mayer（2001）.

根据心理测量学的逻辑，如果某个变量宣称自己是一种智力，那么这个变量的测量分数和传统智力的测量分数应有“适度”的相关，因为这个变量和传统智力共有一个公因子，即智力。这种适度的相关包括两层意思：其一，这个变量和传统智力的相关不能过高，如果相关过高，则说明这个变量与传统智力具有很大的共同性，不能和传统智力区分开来，所以这个变量不能成为一种新的智力。其二，这个变量和传统智力之间不能没有相关，如果这样，则说明这个变量不是一种智力。

Mayer等（1999）首先对情绪智力与传统智力（即认知智力）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情绪智力符合传统智力的标准：1.具有一系列可以操作的能力；2.与传统智力具有适度的相关，即与智力所包括的能力相关，与先前存在的智力相关，同时表现出一定的独立变异；3.这种智力能力能随着年龄和经验不断提高（至少适用于发展中儿童）。这三项结果证实了情绪智力符合传统智力的三条标准。

随后，国外的多项研究也证实了情绪智力与认知智力存在适度相关。总的来看，情绪智力与认知智力的相关系数范围从0.05（Ciarrochi，Chan和Caputi，2000）到0.45（Schulte，Ree和Carretta，2004）。

近来，部分国内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情绪智力和认知智力存在适度相关”的假设。如国内学者吕秋霞（2009）在情绪智力和认知智力的关系研究中，发现情绪理解与《中小学生团体智力筛选测验》测得的IQ相关显著（r=.158**），情绪感知与瑞文标准推理测验测得的IQ相关显著（r=.139*）。耿亮（2008）在其研究《大学生情绪智力、认知智力和人格与决策偏差的关系研究》中也发现，在理解情绪和情绪策略领域上，瑞文量表的得分与Mayer-Salovey-Caruso情绪智力测量（MSCELT）的得分相关显著（r=0.23）。


8.2.2 基于能力模型的情绪智力测验

多维情绪智力量表（Multifactor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MEIS）

MEIS测验与传统自我报告问卷和能力测验不同，在该测验中，被试须完成一系列任务，从而测量其觉察情绪、识别情绪、理解情绪和管理情绪的能力。属于基于作业成绩的情绪智力测验。其理论假设是：如果测验能测出个体认识他人情绪的能力，那就意味着能测出个体认识自己情绪的能力。


多维度情绪智力量表（MEIS）概述
 最初的MEIS测验包括292个项目，测查12种能力，分别测量基于能力模型的情绪知觉、情绪促进思维、情绪理解和情绪管理四个能力维度（见图8.2）（Mayer，Salovey & Caruso，1997）。维度1包括测查被试在面孔、音乐、设计和故事中的情绪知觉，考察个体知觉和识别各种刺激材料中的情绪能力；维度2包括了两个测验，测量联觉的判断（synesthesia judgments）和情绪偏向（feeling biases），评估将情绪同化到知觉和认知过程中的能力；维度3包含4个任务考察情绪理解；维度4包含两个测验来评估情绪管理能力：关于自己和他人。更多与测验题目有关的信息详见Mayer，Salovey和Caruso（2002）所制测验。


MEIS的计分
 在多维情绪智力量表MEIS中包含三种计分方式来产生计分键，以确定正确答案（范会勇，2010），分别是：同感评估计分法（consensus scoring）、专家评分法（experts scoring）和目标计分法（target scoring）。前两种都是基于主观评价。其中同感评估技术（consensual assessment technique，CAT）又称主观评价法（宋晓辉，施建农，2005），其具体操作即由几位熟悉某一领域的评价者根据自己的主观想法对被试的作品或反应独立地作出评价。

在该测验中，同感评估计分法是按照样本选择各个选项的比例赋分，假定ABCD四个选项的所占比例分别为0.5、0.1、0.15、0.25，那么选择A的被试得0.5分，选择B的被试得0.1分，以此类推（范会勇，2010）。在面孔任务中，假定被试组里有51%对某张面孔图片报告的是有点儿生气（量表上是“4”），那么，选择“4”的被试在该题中就会得0.51分；如果被试选择绝对没有生气（量表上是“1”），由于整个样本中，只有0.06的人同意，因此，该被试在该题上的得分为0.06。

专家评分法与同感评估法相似，都是主观评价法。在该量表中，Mayer和Caruso作为专家，根据他们所阅读的关于情绪的西方哲学以及情绪的当代心理学模型来确定最佳选项（从1到5），被试同意最佳答案就得1分，否则得0分。

目标计分法则是以目标的真实状态为正确答案。目标就是事先为了获得测验材料，邀请被试测验形成之前撰写材料，比如某段材料中描述了一段高兴的事，那么被试的情绪就是高兴的，高兴就是正确答案。Mayer，Salovey和Caruso（2002）指出这三种方法之间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同感评估技术法由于其方便性成为为使用最为广泛的计分方法。


MEIS的标准化：测量学指标
 MEIS既可以进行团体施测又可以个别施测。503名成人完成了MEIS的所有任务，同时完成了几个其他标准测验（效度检验）。503名被试是17—70岁的成人（平均年龄为23岁），其中47%为全日制大学生，53%为非全日制的大学生、公司员工、职业研讨会的参与者等等。整个样本大致与美国的种族组成成分一致。

通过对500余名成人被试进行量表的标准化，获得了较好的信效度。四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1—0.96，全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6。为了考察同感评估法和专家评价法之间的相关，研究者随机从4个维度中选取了4个代表任务，将同感评估结果和专家评分结果配对，结果发现，所有任务中两者都具有高度的相关：维度1中的故事r=0.70；维度2中情绪偏向r=0.64；维度3中相对性r=0.61；维度4中的管理他人的情绪r=0.80，所有的r都达到了0.001水平的显著性。

三个评分系统的一致性都符合测量学指标。由于前面假定如果是一种智力，那么它应该定义一组相互关联的能力。因此，作者在相关矩阵表中检验了12种任务中的正相关程度。通过多种特质-多种方法矩阵法（Multitrait-Multimethod Approach）分析4个维度后发现，同一维度的不同方法呈中等程度相关，而不同维度则低相关，比较符合测量学指标。

采用相容效度、区分效度、实证效度和结构效度来多方面考察量表的效度：（1）相容效度，与言语智力既相关又独立，与人格特质低相关；（2）因素分析表明，MEIS包含两个水平的层级，顶层代表综合情绪智力的因素水平，它们是完全紧密结合的能力群；（3）实证效度：MEIS成人的实际得分高于儿童实际得分，这表明随年龄发展的理论构想；（4）区分效度：MEIS与众多的社会技能中的相关大多数未达到统计学的显著性水平。

尽管以上的测量学指标都很理想，但是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发现，该测验包含三个维度：知觉、理解和管理。这三个维度彼此相关，知觉维度和理解维度相关达0.39；知觉和管理维度相关为0.49；理解和管理相关为0.33。测验的实证结果并不支持研究者提出的四维模型。因此，研究者随后采用协方差结构模型处理，发现管理维度和理解维度相关高达0.87，而在现实生活中要将这两个维度区分开也非常困难。

Mayer-Salovey-Caruso情绪智力测验（Mayer-Salovey-Caruso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est，MSCEIT）

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当数Mayer-Salovey-Caruso情绪智力测验（Mayer-Salovey-Caruso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est，MSCEIT）（Mayer et al.，2002）。MSCEIT测量情绪智力的四个方面，并提供总的情绪智力分数。该测验具有两个评分系统，一个是基于情绪研究专家，另一个是对从一般人群中抽取的大样本的总反应（Mayer et al.，2001）。

MSCEIT前身是MEIS，MSCEIT共有141个项目，用8项任务测量其理论基础所对应的四项能力，是目前最具有影响力的情绪智力量表（Mayer，Salovey & Caruso，2012）。MSCEIT是一个40分钟的测验包，有计算机和纸笔测验两个版本。主要用来测查个体在情绪智力四个维度上的能力（知觉、使用、理解和管理情绪能力，样题见表8.2），既有维度分，又有总分。考虑到情绪智力的能力模型和社会标准相匹配，因此MSCEIT采用同感评估技术，高分表明个体与社会上更多的人的回答一致；同时采用了21位情绪领域的研究者作为专家（Mayer等人邀请了参加国际心理学大会的21位情绪心理学专家），根据专家标准评分。正如上文中提到的：同感评估技术和专家评价法两种方法都是可靠的，而且获得了相似的分数，这表明外行和专家拥有共同的关于情绪的社会知识（Mayer，Salovey，Caruso & Sitarenios，2003）。以专家选择的百分比作为每个题目的项目得分。Mayer等人报告了对专家评分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GFI=0.97，AGFI=0.97，NFI=0.93，NNFI=0.94，一致性评分是指题目选项被被试选择最多的即为正确答案。RMSEA=0.03。

表8.2 MSCEIT各维度及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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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EIT的四个维度分（知觉、使用、理解和管理）互为中等程度相关，维度分和总分都非常可靠，而Lopes，Salovey和Straus（2003）研究发现MSCEIT与大五人格中的宜人性（agreeableness）和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具有正的低相关。

另外，MSCEIT具有青少年版，MSCEIT-Y是MSCEIT的少年版本，是为儿童和青少年设计的情绪智力量表。此量表有101个条目（其中97个题目的得分）来测量儿童是怎样执行任务并解决情绪性问题的，测量情绪智力的四个分支：感知情绪，利用情绪促进思维，理解情绪和管理情绪。四个分支的每一个用两种任务测量。感知情绪用面孔任务和照片任务测量，让儿童定义一系列情绪图片；利用情绪促进思维用感情任务和促进任务测量，包括一组情景和任务，来评定儿童是否理解不同情绪对行为和决策的影响；理解情绪用混合和变化任务测量，在一些情景中儿童需要选择出主角是什么感受；管理情绪用情绪管理任务和情绪的关系任务测量，在特定的情绪中选择出最合适的策略来解决问题。

基于自我报告的情绪智力测验EIS

自Mayer等人提出情绪智力能力模型之后，研究者开始基于该理论编制了相应的情绪智力测验。Schutte等（1998）基于最早的情绪智力三维模型构建了“自我报告法”的情绪智力量表EIS（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EIS）。这是一个自我评定量表。在该测验中，被试在关于情绪能力自我描述方面的句子上选取合适的等级，比如，我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国学者王才康把EIS修订成了EIS中文版。其α系数为0.83。包括33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其包括四个因素：情绪感知、自我情绪调控、调控他人情绪、运用情绪。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而且既适用于成人，又适用于青少年（Ciarrochi et al.，2000；Schutte et al.，1998）。除了比较好的测量学指标，又由于其题目少（33道题目）和操作的方便性，EIS在国内外的情绪智力研究领域都是使用较为广泛的量表。

自我报告法基于如下假设：人们能准确描述关于自己情绪问题的最高表现，并且他们愿意在问卷上报告。但是这里必然存在社会赞许性的偏差。


8.2.3 其他情绪智力测验

除了上述基于能力模型的情绪智力测验，还有大量的基于混合模型和基于能力与混合模型为基础的情绪智力测验，在此向读者做简要介绍。

情商问卷（简称EQi）。由Bar-On开发的，EQi共有133个项目，包括5个分量表和15个子量表，分别对应于其理论基础中5个方面的内容和15个成分（Wood，Parker & Keefer，2009）。

情绪胜任力问卷（简称ECI 2.0，其前期版本为ECI 1.0）。由Goleman等开发。其中ECI 2.0共有72个项目，包括18个分量表，分别对应于其理论基础的18项胜任力（Boyatzis，Goleman & Rhee，2000）。

特质情绪智力问卷（简称TEIQ）。由Petrides和Furnham开发，此问卷共有153个项目，包括四个维度和15个因素，分别为情绪性（移情特质、情绪感知、情绪表达、个人关系）、社会性（社会意识、情绪管理、坚持性、自尊）、自控（冲动控制、压力管理、自我激励、情绪调控、适应能力）和幸福感（乐观、快乐）（Petrides，2009）。与之相似的有由Dulewicz和Higgs（1999）开发的情绪智力问卷（简称EIQ），此问卷共有69个条目，包括7个因素，分别为自我意识、情绪弹性、人际敏感、自我激励、影响、果断和责任心。

另外，近年来国内研究者针对不同人群编制了很多情绪智力测验，例如管理者情绪智力行为问卷（简称MEIB），是由张辉华和凌文辁（2008）开发的，此问卷共有16个条目，包括4个维度，分别为关系处理、工作情智、人际敏感和情绪调控。还有大学生情绪智力问卷，由徐小燕编制，包括情绪觉知力、情绪评价力、情绪适应性、情绪调控力和情绪表现等5个维度，18个子维度，共有76个项目（徐小燕，2003）。


小结


元分析发现基于自我报告的情绪智力和人格特质的测量相关非常高（Joseph & Newman，2010），这也证实了基于自我报告的情绪智力测量的方法学偏差。因此，Mayer等（2008）提出，如果想要对情绪智力进行很好地测量需要避免采用自我报告测量法。


8.3 情绪智力与生活

情绪智力的确可以对个体的生活和工作绩效做出有意义的预测，在20世纪90年代末大众的认识是“情绪智力是成功生活的最好预测”。这主要起源于情绪智力研究的代表人物Goleman在其畅销书《情绪智力——为什么情绪智力比IQ更重要》提出，“情绪智力比认知智力更重要”（杨春晓译，2010）。即情绪智力对生活成功的解释力可以和IQ相当，并且有时还要比IQ的解释力大。这是基于Goleman（1999）曾调查了121个公司和180种工作，得出的结论“情绪智力对成功的贡献是IQ的2倍，而且情绪智力对于公司高层管理者的工作成就起决定性的作用”。国内不少有关EQ的出版物和文章都宣扬“二八原则”——“成功=20%IQ+80%EQ”的成功公式，但这一宣扬有失偏颇，Goleman（1995）在原文中是这样阐述：“IQ至多只能解释20%的生活成功变异，还有80%需要其他因素来解释”，但国内的出版物把其他因素完全理解为情绪智力这一个因素是不妥的，这过分夸大了情绪智力的作用（王晓钧，2002）。

近年来，有大量实证研究来考察情绪智力与个体发展的关系，结果发现，情绪智力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它也与工作绩效、学业成绩、心理健康、幸福感等密切相关。


8.3.1 情绪智力与工作绩效

在公司里，情绪智力高的人可以很好地评价自己情绪的能力，并能清晰向别人表达自己情绪的能力。如在公司里，当员工对老板做的某个决策很生气的时候，有的员工可能认识到；而有的员工可能意识不到，尽管他们也有这样的反应。这种能力的一个方面就是内省觉知（introspective awareness），一种觉察与情绪有关的心理变化的能力（Feldman et al.，2004）。另外又如，如果当领导对工作满意并想把这种积极情绪传递给下属，那么情绪智力高的领导者可以清晰展现；而情绪智力低的领导可能没那么清晰地展现，那么下属可能觉察到的其他情绪。

21世纪以来，国内研究者开展了大量关于情绪智力与工作绩效的实证研究。高寒阳（2006）考察了我国中小企业家的情绪智力、领导风格与绩效的关系，结果发现通过变革型领导风格中介变量，企业家的情绪智力对员工的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度均有正向预测作用（高寒阳，2006）。同年，吴筱玫（2006）考察了企业领导的情绪智力与领导效能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情绪智力对领导效能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其主要体现在觉察和认识他人的情绪和情绪管理能力对领导的凝聚力起到21.5%的预测。利用情绪智力的能力对领导效能的团体目标完成的预测力为13.5%，对工作满意度的预测力达到15.5%。张辉华（2006）通过因素分析提出中国管理者情绪智力包括：关系处理、工作情智、人际敏感和情绪调控，随后考察了管理者情绪智力与工作绩效的关系，结果发现，情绪智力与工作绩效和领导力具有明显的正相关，但是情绪智力对工作绩效的作用主要是通过领导力和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产生的。又有研究考察了情绪智力的各维度对工作绩效的预测，如李晶（2008）发现，情绪智力能有效促进个体的工作绩效，具体表现在情绪智力较高的员工可以有效地利用一些情绪调节策略，从而使自己与他人的人际交互更加有效。同样，团队成员的情绪智力会影响到团队绩效，当上下级的情绪智力同时较高时，在上下级交互过程中，他们便可以同时应用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随着对方的情绪变化来合理控制和表达自己的情绪，从而使交互过程更加愉快顺畅，就更容易取得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促进团队绩效（李晶，2008）。王润甜（2010）考察了企业中员工情绪智力对工作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情绪智力对员工绩效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与成人的工作绩效类似，也有人考察了中学生的情绪智力与学业成绩的关系。例如，国内研究者荣巨兵（2006）考察了中学生学习动机、情绪智力与学业成绩关系研究。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情绪感觉、情绪表达和对他人情绪的理解也通过自身的情绪的理解和推理间接地影响学业成绩的关系。如果情绪感觉能力良好，情绪表达能力清晰，同时能够很好地理解他人的情绪，那么就有利于提高对自身情绪的理解和推理、预测能力，从而有利于提高学业成绩。叶国萍（2005）考察了中学生情绪智力与自我调节学习关系的研究。结果发现，中学生的情绪智力能很好地预测其自我调节学习能力，尤其是其中的情绪决策和促进能力能很好地预测其自我调节学习。

从以上几项研究可以看出，国内的研究越来越细化，也更能从综合的视角去看待问题。然而，从较为单一的预测来看，情绪智力能很好地预测工作绩效；但是当考虑其他变量之后，情绪智力不一定是直接对工作绩效产生作用，可能通过其他变量作为中介来调节其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根据效度泛化模型（validity generalization model）（Schmidt & Hunter，1977），在工作和组织环境中当预测变量（predictor）和效标（validity）的关系比较稳定的时候，就出现了效度泛化。因此，根据该模型，情绪智力使得组织成员得到很多好处，进而转化成了更多的受欢迎的情境，从而促进了工作业绩的增长。

同时，上述研究中并没有考察传统的认知智力，所以并不能说明到底谁对工作绩效的作用更大。Cote和Miners（2006）考察了情绪智力和认知智力和工作绩效的关系，发现认知智力会调节情绪智力和工作绩效的关系，当认知智力比较低的时候，情绪智力越高工作绩效越好。情绪智力和认知智力不管是工作绩效还是组织关系行为方面都是互相补偿的关系。当个体的认知智力低于总体的一个标准差时，情绪智力就成为了工作绩效和组织关系的一个非常好的预测变量，能够更好地预测工作绩效和组织关系（Cote & Miners，2006）。

尽管很多研究都表明情绪智力和工作绩效存在很明显的关系，但有研究者指出需特别注意特定的情境模型和调节模型，即全面考虑特定情境和个体个性特质等变量。如果只考虑情绪智力与工作绩效两个变量的关系，而不同时考虑组织环境和员工特点，那么结果可能没有意义，甚至是可能会误导（Lievens & Chan，2010）。例如，Farh等人（2012）的研究表明情绪智力和工作表现之间没有关系，但当考虑领导工作要求很高的时候，情绪智力和工作表现之间的相关却是显著的。

综上，提高员工和领导的情绪智力是企业需要努力的目标。同时，情绪智力作为一种能力，相对其他较稳定的人格特质（人格、自我概念等），较容易通过培训来得到提高。已经有相关研究指出，后天的培养因素对情绪智力的提高有很大的作用（Law et al.，2004），所以，组织可以通过对现有员工及其上级进行适当的情绪智力方面的培训，来提高整体的效率（李晶，2008）。


8.3.2 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

自情绪智力概念提出并能被测量之后，就有大量研究者关注其与个体其他心理特质的关系，除了对工作绩效的预测之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心理健康。Brackett等（2004）发现在青春期男孩中，情绪智力和怪异、偏差行为呈现负相关；在大学生中，情绪智力分数低的男生报告“为了寻求快感会有更多的药物滥用和饮酒”，同时，这些被试和朋友的关系更不尽人意。Lopes等（2003）采用MSCEIT情绪智力测验和社会关系满意度的自我报告问卷考察大学生的情绪智力和社会满意度的关系。结果发现，情绪智力高的大学生更可能和别人具有积极的关系（如认识到可以从父母处获得支持）而和较少地与朋友的消极互动。Lopes等（2004）考察了大学生中情绪智力和他人对自己评价的关系。结果发现情绪智力得分高的大学生从朋友那里获得更多的积极评价，在朋友需要的时候更可能为朋友提供情感支持。在一项日记法研究（diary method research）中，MSCEIT得分越高的学生与异性的社会交往也更成功。

在以青少年为对象的研究中，国内研究者张惠敏（2005）考察了初中生和高中生的情绪智力与社会支持、心理健康的关系。发现了与国外研究有着相似的结果，1.情绪智力与社会支持之间有极其显著的相关，其中情绪调节能力（包括自我调节和调节他人）与社会支持的相关较其他因素更加突出一些。2.情绪智力与领悟社会支持有着非常显著的相关，同样是情绪调节能力与社会支持领悟力的相关较其他因素更加突出一些。3.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关系也非常显著。

同样，在成人的研究中获得相似结果。Rivers等（2013）提出情绪智力可能是成人风险行为的一个预测因子，他们以243名大学生为被试，对比了情绪智力和自尊在风险行为中的作用。风险行为包括物质滥用（吸毒、吸烟、酗酒），适应问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混乱、过失行为）和攻击行为（与父母和朋友冲突、偷窃、言语攻击、行为攻击）。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数据，结果发现是情绪智力而非自尊与风险行为呈显著的负相关（路径系数分别为，-.21，-.25，-.33）。Lavalekar，Kulkarni和Jagtap（2010）考察了25—65岁间夫妇情绪智力和婚姻满意度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情绪智力和婚姻满意度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r=.2）。

Landa和López-Zafra，E.（2010）通过提升情绪智力来促进学生、专业人员的心理健康。就学生的情绪智力培养来看，情绪智力的情绪修复成分以及自我概念的所有量表得分均存在正相关。而对专业人员的情绪培养来看，在情绪诱发的情境中，拥有良好的处理情绪信息能力的人，具有更低的工作压力。如果个体具有可以缩短消极情绪状态，延长积极情绪状态的能力，那么，他们比那些不善于调节情绪的人更健康（Landa & López-Zafra，E.，2010）。


8.3.3 情绪智力的促进

Brown（1997）和Fancher（1985）曾提出智力的标准应包括“这种能力应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长不断提高”。那么情绪智力作为智力的一种，也应当满足这一标准。Mayer等（1999）率先对“情绪智力是否符合这一标准”进行了实验验证。这是对于情绪智力发展的早期研究。Mayer等（1999）在研究中选取了两个样本群体，一个是青少年（12—16岁）样本，一个是成年人样本。数据结果显示年龄较大的个体在情绪智力测验中的得分显著高于年龄较小的个体，可见年龄是影响情绪智力发展的因素，但Mayer等的研究并未指出情绪智力的具体发展模式。国内研究者李冉冉（2012）对3—7岁儿童的情绪智力进行研究发现，年龄是影响儿童情绪智力发展的最大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情绪智力不断增加；与智力研究结果类似，父母学历较高的儿童的情绪智力比父母学历较低的儿童的情绪智力要高；隔代老人参与照顾儿童的家庭，儿童的情绪智力发展可能受到影响；家庭氛围会影响孩子情绪智力的发展，其中营造出安全、接纳、尊重并引导孩子进行合理情绪表达和评价的家庭氛围有利于儿童情绪智力的发展。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早期教育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对于儿童情商培养的书籍和课程铺天盖地的出现，质量也是良莠不齐。现有的关于情绪智力培养及促进的书籍和课程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情绪智力的概念不明确，有些学者认为儿童情绪教育在于情绪智力的培养，把情绪智力的培养和情绪教育混为一谈；二是还有些学者把培养健全的人格内容加入到情绪智力的培养中，造成情绪智力概念的外延过大。

自Bar-on（1997）提出“情商”一词以来，国外学者便不断提出了情商培养的方法并出版了情商培养的多本畅销书。如美国著名儿童心理咨询师康娜莉娅·史贝蔓所创作的情绪主题绘本《我的感觉》系列丛书，所谓情绪智力教育活动开展的主要媒介。《我的感觉》系列丛书是一套集系统性与专业性为一体的确情绪智力教育图书，它包括儿童常见七大情绪主题：难过、生气、害怕、思念、嫉妒、自信和同理心。书中借助小动物的故事，向儿童描述了每种情绪的由来、感觉、如何表达自己的感觉，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并帮助儿童了解与学习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这些内容符合情绪智力的促进范畴。

Mayer和Salovey（1997）指出加工情绪信息的能力能促进认知活动（如思维、决策、记忆等等），提高幸福感，促进社会功能（Mayer & Salovey，1997）。因此，情绪智力能力模型提出来之后，继测量研制之后，就有人开始对其可提高性实施了干预实验。研究者Brackett，Rivers，Reyes和Salovey（2012）根据情绪智力理论（Mayer等，1997）、情绪发展和情绪能力的研究（Danham，1998；Saarni，1999），设计了RULER课程。该课程主要是采用基于能力的方法培育社会、情绪和学业能力（Brackett等人，2004）。在课程中，教会孩子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情绪，理解很多情绪的因果，使用复杂的词汇给情绪标签并用社会适合的方式表达和有效调节情绪（RULER技能）。结果发现，与对照班比较，RULER课程提高了学生的学业（词汇，阅读理解，写作和创造力）和社会、情绪能力（如健康关系，更好地决策和亲社会行为（Brackett，Rivers，Reyes，Salovey，2012）。

2013年，Rivers，Brackett等人（2013）通过改进研究设计，采用随机对照试验（clustere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testing），继续考察了RULER课程对情绪智力的促进作用。一共有62个学校的5、6年级学生参加，一半学校上传统的英语语言艺术课，一半学校上整合了RULER的英语语言艺术课，然后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发现：与传统班级比较，有RULER内容的学校的学生具有更高水平的热情和师生关系，学生更加自主并且领导力更高，而老师则更愿意考虑学生的兴趣和动机。

同年，该团队又考察了对RULER课程对课堂质量的促进作用。该研究室先前的一项历时2年的追踪研究发现，RULER课程会表现出更大的情绪支持，更好的班级组织和更多的教学支持。这几项研究都表明对情绪知识的学习情绪、智力的训练和发展，对创造投入、授权和多产的学习环境的重要作用。（creating engaging，empowering and produ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小结


情绪智力和认知智力一样，它可能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在寻求情绪智力与其他心理与行为的关系时，我们发现：（1）基于能力的情绪智力和人格与智力的关系：情绪智力与其他类型的智力测验具有很低的相关（r=0.00—0.35）；情绪智力和社会、情绪特质量表的相关系数非常低（r=0.00—0.35）。（2）高情绪智力的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更好，对其社会网络更加满意，更可能获得较好的社会支持，更少的使用毒品和饮酒，并且更少出现人际交往问题。（3）情绪智力从婴幼儿期开始发展，结合培训效果评估的研究可以发现，情绪智力具有与认知智力相似的发展性和可提高性。


8.4 情绪智力研究展望：趋势和前沿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国内情绪智力方面展开了系列的基础和应用研究，打着“情商”的旗帜的培训机构占有了早教市场很大的比重；21世纪开始国内的高校研究所出现了很多硕士博士论文，目前已有近200余篇硕士博士论文（王晓钧等，2013）。过去20余年，从情绪智力概念的发展、理论的提出、测验的编制和验证、模型的实证研究以及基于该概念的应用研究等方面，已取得了非常多有价值的成果。这也足以说明情绪智力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研究领域。因此，在今后的基础和应用研究中，可能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理论建构问题。20余年来，围绕情绪智力理论内涵展开的能力论、混合论和特质论的争论从未间断，争论的焦点始终离不开其理论应包含的因素。情绪智力的基本理论内涵究竟以情绪认知能力和情绪行为能力为主，还是应包含情绪、人格和社会技能诸因素？能力论主张前者，混合论和特质论主张后者，由此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理论争议问题。如果在此问题上无法形成主流观点，那么情绪智力理论将继续维持“不成熟，待深化”的局面，并成为严重影响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瓶颈（王晓钧等，2013）。基于情绪智力的能力模型，情绪智力是否适合于心理学中的心理能力类别也是需要继续努力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心理能力并且重视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评估的时候也才能考虑最重要的因素（Mayer et al.，2008）。

其次是实证研究方面。从本章的第二节可以看出，情绪智力对生活中的工作绩效、学业成绩或心理健康都有预测作用，然而需要在纳入认知智力等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进一步考察其预测作用。那么，情绪智力是否在精神病学、心理治疗等方面也有预测作用？这是需要继续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情绪智力实证研究在测量工具开发领域存在着“开发多，争议多”的现象，无一不打上理论研究“不成熟”的深深烙印（王晓钧等，2013）。这种争议很难靠测量工具的开发解决，今后情绪智力实证研究将向何处发展，就成为摆在研究者面前必须深思的问题。今后还需要加大实验研究的力度，尤其是加大神经科学和脑认知科学的研究力度。

最后是应用研究趋势。情绪智力一经问世就受到学者、大众的关注，应用前景广阔。事实证明，在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情绪智力已经成为热门课题。随着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逐步深入，情绪智力理论将会向更广泛的应用领域辐射。在本章的第三节的“情绪智力的发展与促进”也可以看出，已经开发出情绪智力的培训课程，也发现培训课程的有效性，那么这种有效性是如何产生作用的。将实验室的类比研究和应用领域的研究结合可能能更好地帮助研究者去理解情绪智力教学的作用。而实验室和应用领域的研究结果又能促进人们对理论的思考（Mayer et al.，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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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情绪与注意

注意作为心理活动的内部调节机制，在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情绪与注意的关系是情绪与认知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备受研究者的关注。在本章中，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情绪与注意的相关研究：首先从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两个方面简要介绍情绪与注意的研究概况；其次说明情绪与注意的研究范式与实验逻辑；最后阐释情绪对注意的影响和注意训练对情绪的调节作用。


9.1 情绪与注意的研究概况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有心理学家开始关注情绪对注意的影响（Scheier & Carver，1977）。随后研究者开始系统探讨情绪与注意的关系。起初研究者主要采用经典的注意研究范式探讨情绪对注意的影响，特别关注情绪性刺激的注意偏向（Halkiopoulos，1981）；后来研究者开始关注个体情绪状态对注意的影响以及心理病理学人群（如焦虑与抑郁个体）的注意特点（Matthews & Antes，1992）；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兴起，研究者开始采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求了解情绪性刺激的注意偏向的脑机制（Vuilleumier，2005）；近年来，有研究者开始关注注意训练对情绪的调节（Hallion & Ruscio，2011）。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不同内容的研究之间并没有严格的时间界限，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下面将从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两个方面进一步阐述情绪与注意的研究概况。


9.1.1 研究历史

情绪与注意的早期研究关注的是情绪性刺激的注意偏向，也称情绪性注意（emotional attention），是指个体具有对情绪性信息进行选择性加工的注意偏好，主要关注的焦点是刺激的情绪特性而非个体的情绪或情感状态对注意的影响，对该主题的研究有着较长的历史（彭晓哲和周晓林，2005）。

早在认知心理学诞生之初，就有研究涉及到情绪与注意的关系。Cherry（1953）在研究听觉选择性注意时所描述的经典的“鸡尾酒会效应”可算作是情绪性注意的早期示例。在对注意资源有较高要求的双耳分听任务中，具有情绪意义的项目（如被试的名字）即使呈现在不被注意的刺激流中，也可能会被注意到。第一个有关情绪性刺激注意偏向的系统性研究是由Halkiopoulos（1981）在其博士论文中完成的。该研究探讨的是听觉通道中情绪性刺激的注意偏向。他采用双耳分听的追随程序，首先给被试的双耳同时呈现一对词语，然后要求被试只注意一只耳朵并大声重复呈现在该耳朵的词语，同时忽略非注意耳的词语。在词对出现后很短的时间里，可能会出现一个纯音，被试尽可能迅速对该纯音进行反应。结果发现当纯音在同一耳紧接着一个威胁词出现，比起纯音在另一耳紧接着威胁词出现时，具有高焦虑特质的焦虑个体（但那些低焦虑特质的人并不）对纯音反应更快。这一发现与后来的其他相关研究（Hansen & Hansen 1988；öhman，Flykt & Esteves，2001）的结果都表明，在注意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们对情绪上突显项目的意识会更强。

几乎同时，一些早期的理论家认为，个体的情绪状态会强烈影响其注意加工的特性。例如，Easterbrook（1959）曾声称，极端负性唤起的刺激或者状态会使注意的焦点变得更狭窄。对注意广度的影响已成为社会和临床心理学感兴趣的主题（如Eysenck，1992）负性情绪。在Halkiopoulos（1981）关于情绪性刺激的注意偏向研究中，由于被试是具有高低焦虑特质的个体，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一研究也第一次清楚地说明了个体的焦虑特质也会影响其注意加工的特性。现代情绪性注意的研究源于实验心理病理学，相关研究者探究了对威胁相关信息的注意与焦虑之间的关系（Mathews & MacLeod，1985）。结果表明，与低焦虑的个体相比，极端焦虑的个体表现出了对威胁性刺激更夸大的注意。

到了20世纪末，有研究者开始探讨注意训练对情绪的调节作用。Gross（1998）将注意分配作为情绪调节的一种策略，随后研究者对情绪调节的注意分配策略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上述工作使得注意与情绪交互作用的研究领域生机勃勃。直至今天，这两个相关的领域仍然是平行的研究主题，这在本章后续的介绍中将有所反映。


9.1.2 研究现状

情绪与注意研究目前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的科学问题，一是情绪对注意的影响，二是注意训练对情绪的调节作用。前者还可以再细分为情绪性刺激的注意偏向和个体情绪状态对注意的影响这两个主题。

情绪性刺激的注意偏向

注意加工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我们必须有效地选择与当前任务有关的信息进行加工，同时抑制无关信息的干扰，以灵活的方式实现既定的目标。起初的注意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中性刺激条件下注意加工与转换的特点。随着情绪研究的兴起，研究者开始关注情绪与注意的关系，所关注的科学问题主要是情绪性刺激的注意偏向，即人们对情绪性刺激的加工是否需要注意的参与，情绪性的刺激是否能够有效地捕获注意（Yiend，2010；Yiend，Barnicot & Koster，2013）。

主要是认知实验心理学家和认知神经科学家比较关注情绪性刺激的注意偏向这个问题，大多数研究考察的是视空间注意，也有少数研究考察听觉通道（Mathews & MacLeod，1986）和跨通道的情绪性注意（如，Santangelo，Ho & Spence，2008）。这些研究使用的材料主要有情绪性或非情绪性的词语、自然刺激（Frischen，Eastwood & Smilek，2008）。然而还有个别研究考察了不同刺激类型之间的系统差异（Bar-Haim，Lamy，Pergamin，Bakermans-Kranenburg & Van Ijzendoorn，2007）。对情绪性信息的注意可以从绩效指标（如反应时、错误率、眼动和神经激活模式）上反映出来。

个体情绪状态对注意的影响

研究个体情绪状态对注意加工特性的影响，一般都是通过不同手段（如利用声音、视频、图片等材料）诱发正常被试产生不同的情绪状态，以探讨不同情绪状态下个体的注意加工特点。也有研究探讨心理病理人群与正常人群的注意加工特点有何差异，主要关注的心理病理人群可分为焦虑个体和抑郁个体两大类。有相当多的证据有力地证明，焦虑个体通常会表现出注意偏向（Heinrichs & Hofmann，2001）。例如，Calvo和Avero（2005）对特质性焦虑影响注意偏向威胁相关图片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发现在58%的研究中注意偏向和高焦虑相关，在剩下的42%的研究中则不相关。

已有比较多的证据表明注意偏向发生在注意分配的早期阶段，而不是晚期阶段（Calva & Avero，2005；Mogg，Millar & Bradley，2000；Bradley，Mogg & Millar，2000）。例如，Calvo和Avero（2005）发现，在伤害相关图片呈现后的前500毫秒内被试表现出了注意偏向，但是在刺激呈现后的1500—3000毫秒期间变成了注意回避。对注意偏向和抑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正如Rinck和Becker（2005，p.63）所指出的，“关于抑郁的注意偏向这方面的实验证据数量很少且结果各异，因此很难得出确切的结论”。

注意训练对情绪的调节作用

在关注情绪对注意影响的同时，也有研究者开始关注注意训练对情绪的调节作用（参见近期综述：邢采和杨苗苗，2013）。如前所述，自Gross（1998）提出了情绪调节的过程模型以来，研究者开始关注分心（distraction）和沉思（rumination）两种注意分配策略对情绪调节的影响。对病理性烦躁不安（dysphoria）患者和抑郁症患者进行的研究发现，诱导患者使用分心的策略可以有效地减少其烦躁、抑郁的症状，而使用沉思策略则会保持甚至加剧患者的症状（Nolen-Hoeksema，1991，2000）。对于健康被试进行的研究发现，采用分心的策略可以有效地减轻被试的抑郁情绪（Kross & Ayduk，2008）；而沉思则会导致个体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且持续时间更长（Bushman，Bonacci，Pedersen，Vasquez & Miller，2005；Watkins，2004）。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注意分配在情绪调节过程中的作用及其机制（Isaacowitz，Toner和Neupert，2009；Lutz，Slagter，Dunne和Davidson，2008）。已有研究结果表明：注意分配在情绪调节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可以通过反复训练来改变注意分配的策略（Lutz，Slagter et al.，2008；Rueda，Rothbart，Saccomanno & Posner，2007）。更重要的是，注意训练不仅可以改变个体的注意模式，还可以改变情绪加工方式，从而实现对情绪反应的改善（Heeren，Lievens & Philippot，2011；MacLeod，2012；MacLeod & Mathews，2012）。


9.2 情绪与注意的研究范式

情绪与注意的研究方法主要源自认知实验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心理病理学以及相关学科，其经典研究范式主要包括抑制范式、搜索范式和提示范式三大类。


9.2.1 抑制范式

近年来随着心理学家对抑制过程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利用抑制范式来研究情绪的注意偏向（白学军，贾丽萍，王敬欣，2013）。抑制领域有多种经典的实验范式都可以用来研究情绪与注意的关系，比如情绪Stroop任务、情绪Franker任务和情绪Simon任务等。

情绪Stroop任务

心理学家Stroop（1935）设计了一种实验，实验中呈现不同颜色书写的色词，要求被试忽略色词的意义，而对词的书写颜色做出反应。结果发现，词义与书写颜色不一致时（如用红色墨水书写的“绿”字）的反应时长于词义与书写颜色一致时（如用绿色墨水书写“绿”字）的反应时，他将该现象命名为Stroop效应。情绪Stroop任务（emotional stroop task）是由Gotlib和McCann（1984）提出的一种用以研究情绪刺激对认知加工干扰作用的实验范式，由经典的Stroop任务发展演变而来。该任务中，向被试呈现不同颜色的词语（包括情绪词和中性词），同样要求他们忽略词语的意义，尽可能快地命名词语的颜色。结果表明，被试命名情绪词语颜色的时间长于命名中性词语颜色的时间。这一现象被称之为情绪Stroop效应（Mathews & MaeLeod，1994；Williams，Mathews & MaeLeod，1996）。研究者通常采用此任务来研究情绪性刺激的注意偏向。

值得注意的是，情绪Stroop效应通常发生在情绪障碍或情绪易感型被试组，而在正常人群中比较鲜见。在一项元分析中，Bar-Haim及其同事们（2007）发现情绪Stroop效应只出现在区组设计的实验中，即在一个区组中，某一效价的情绪刺激反复出现，情绪的累加使得干扰作用产生。

目前，对于情绪Stroop效应产生的原因存在争议：情绪Stroop任务产生之初试图考察情绪信息对选择性注意的干扰。但一些研究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情绪Stroop效应反映了个体的抑制过程，而非选择性注意过程，即当要求个体命名情绪词的颜色时，个体可能需要有意识地抑制自己对词义的注意。这一过程需要消耗注意资源，使得对颜色的反应时延长。还有研究者认为，在情绪Stroop任务中，存在早期和晚期加工过程。选择性注意过程发生在早期阶段，抑制过程发生在晚期阶段。情绪Stroop效应如何受到两个过程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正如de Ruiter和Brosschot（1994，p.317）所指出的：“由于刺激包含情绪维度的信息，所以Stroop效应也许是避免对刺激进行加工的结果”。

情绪Flanker范式

Flanker冲突是指当中心靶刺激与两侧分心刺激同时出现时，两侧分心刺激会干扰被试对中心靶刺激的判断，造成被试对中心靶刺激的辨识变慢。该冲突产生的原因是不相关任务信息对相关任务信息加工的干扰。被试在任务中有对两侧刺激反应的趋势，因此在判断中心刺激的时候需要克服两侧刺激的干扰，因为两侧刺激的干扰使得被试对中心刺激的判断变慢或正确率降低（Eriksen & Eriksen，1974）。

当靶刺激带有情绪信息时，尽管要求被试对靶刺激的非情绪属性进行判断，但是其情绪属性依然会影响被试的反应。实验刺激带有情绪信息的Flanker任务即为情绪Flanker任务（如图9.1）。

[image: ]


图9.1 情绪Flanker范式。要求被试判断出现在屏幕中央的刺激是正性还是负性，无论该刺激单独出现还是两侧伴随有干扰物出现。

来源：Fenske & Eastwood（2003）.

情绪Simon范式

Simon效应是由Simon及其同事发现的一种刺激——反应相容现象（Simon & Small，1969）。具体来说，该效应是指当要求被试对刺激的相关属性（如颜色、形状等）作反应时，虽然刺激出现的位置（无关属性）与任务无关，但仍然会对相关属性的加工产生影响，即当无关属性的刺激位置与反应位置在同侧（一致）时，个体反应速度更快，正确率更高的现象。实验中分别给被试的左耳或右耳呈现“左”或“右”的指令，要求其对听到的指令按左键或右键反应。结果发现，当“左”（或“右”）的指令出现在左耳（或右耳）时的反应明显比出现在右耳（或左耳）时的反应更快。Simon冲突指的是任务相关信息为刺激的非空间信息，比如颜色或者形状，而刺激呈现的位置为任务无关信息，当刺激呈现位置与反应按键不相容时，会导致一个更慢的反应。

情绪Simon任务是指该任务中的刺激带有情绪信息，尽管情绪信息和呈现位置为任务无关信息，这些信息依然会影响被试的反应，使得被试对情绪刺激的反应时长于对中性刺激的反应时。如要求被试通过左、右按键判断呈现在屏幕左侧或右侧的情绪和中性面孔的性别，这时刺激的情绪信息及刺激的呈现位置为任务无关信息，这些信息依然会影响被试的反应（如图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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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情绪Simon任务。要求被试判断出现在屏幕左右两侧的情绪和非情绪面孔的性别。当面孔出现位置（屏幕左/右侧）与按键位置（左/右键）一致时，为一致条件；反之，为不一致条件。

来源：Xue，Cui，Wang，Zhang，Qiu & Luo（2013）.

Stroop冲突和Flanker冲突均属于基于刺激的冲突，这类冲突来源于任务相关和任务无关刺激特征的不相容性。Simon冲突与上述两种冲突不同，属于基于反应的冲突，该冲突来源于不相关刺激维度和反应维度的重叠。这种效应被认为是由不相关刺激的位置引起的。运动系统对于这类来源的刺激有一种内在的情绪，这种快速直接的反应与慢的任务相关的反应相竞争。


9.2.2 搜索范式

搜索范式可以分为两大类，基于空间的目标搜索和基于时间的目标搜索。常见的视觉搜索范式就是基于空间的目标搜索，而注意瞬脱范式则可以看作是基于时间的目标搜索。下面将介绍这两类用于研究情绪与注意的搜索范式。

情绪刺激的视觉搜索范式

经典的视觉搜索范式通常要求被试从同时呈现的众多分心刺激（干扰物）中找出目标（靶子），通过比较目标搜索时间和速度（搜索斜率）衡量对目标的注意偏向。个体对威胁刺激（愤怒面孔）的检测虽然是快速高效的，但却是以系列搜索的方式进行的。个体可以快速搜索获得负性情绪刺激，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因为负性情绪往往意味着威胁和危险，个体可以快速做出回避的决策，避免受到可能的伤害。

在正常个体中，从中性或积极干扰物中搜索威胁性靶刺激要显著快于从威胁性靶刺激中搜索中性或积极刺激。通过情绪性刺激的视觉搜索范式（如图9.3），研究者发现威胁性刺激在注意捕获上的优势是由目标刺激的威胁属性导致的，而不是目标刺激的独特性或刺激本身所具有的负性情绪色彩所决定的（文涛，汪亚珉和丁锦红，2011）。对表达情绪的图示面孔的搜索则发现，在不同类型的搜索中，负性情绪面孔所引起的注意偏向的程度是不同的，例如在基于时间的视觉标记实验范式中，负性情绪面孔并不是总是能引起强烈的注意偏向（Hao，Zhang & Fu，2005）。Eastwood等人利用面孔简笔画作为刺激，进一步证实威胁性面孔的注意偏向是基于面孔整体所传递的威胁信息，而不是面孔的某些低水平局部特征（Eastwood，Smilek & Merikle，2001，2003）。对于高焦虑个体，威胁性刺激对他们具有极强的分心效应，但在低焦虑个体中没有发现这种分心效应导致的注意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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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情绪性刺激的视觉搜索范式。（A）要求被试从中性面孔中搜索负性面孔，（B）要求被试从中性面孔中搜索正性面孔。

来源：Frischen，Eastwood & Smilek（2008）.

情绪刺激的注意瞬脱范式

视觉注意瞬脱（Attentional Blink，AB）是指在很短时间内（约500毫秒）序列呈现两个目标刺激时，被试对第二个目标正确报告率显著下降的现象。注意瞬脱出现在快速序列视觉呈现（RSVP）范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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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情绪性刺激的注意瞬脱范式。序列呈现字母和情绪性面孔，操纵两个靶刺激（情绪性面孔）的时间间隔和情绪效价，要求被试识别出两个情绪性面孔的效价。

在该范式中，一系列刺激项目（可以是字母、数字、词语或图片等）在计算机屏幕的同一个位置相继快速呈现，呈现速率为每秒6—20个项目。设定刺激序列中的一个或多个项目为靶刺激。某些情况下，为突出靶刺激，常以不同于其他项目的颜色或形态呈现靶。任务要求被试在刺激项目呈现过程中搜索靶并在刺激序列呈现结束后报告靶刺激（如图9.4）。RSVP范式则主要涉及注意资源的时间分配特点（杨小冬和罗跃嘉，2004）。

Anderson等人利用快速序列视觉呈现任务考察了正常被试和杏仁核受损被试对情绪词和中性词的“注意瞬脱”现象。实验结果显示：在“注意瞬脱”现象发生的时间区段内，正常被试和右侧杏仁核受损被试对消极含义靶子T2的报告准确率要显著高于中性含义的靶子T2，双侧杏仁核受损的被试和左侧杏仁核受损的被试则未出现差异。该研究表明，正常个体在注意资源非常有限的条件下（在“注意瞬脱”期间）仍然表现出对负性情绪刺激信息较高的注意水平。同时，也有力地证实了左侧杏仁核在涉及情绪信息的知觉加工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Keil等人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相对于中性意义的靶子T2，被试对情绪唤醒度高（包括愉悦情绪和消极情绪）的T2报告显示出更高的准确率，而且这种显著差异主要出现在较早的时间位置。但是情绪唤醒度较低的情绪词（包括积极词和消极词），则不出现报告准确率相对较高的情况（叶榕，余凤琼，蒋玉宝和汪凯，2011）。

有研究者把注意瞬脱范式与负载理论相结合，通过调节注意瞬脱中T1刺激物知觉负载水平的高低（箭头朝向相同与否），观察被试在四种时间延迟条件下对T2目标侦测任务中恐惧和中性面孔的反应正确率，从而对情绪性刺激的加工特征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对恐惧面孔探测的正确率在高知觉负载条件下显著降低，而中性面孔则不受知觉负载水平影响，并且这种高知觉负载对恐惧面孔加工的抑制作用仅发生在注意瞬脱中的短延迟条件下（贾磊，李肖，孙晓和张庆林，2012）。

电生理学的技术也为情绪图片的效价和唤醒度在注意瞬脱中的作用提供了数据支持。实验发现效价在对抗注意瞬脱中起到主要作用，正性图片的对抗效应优于负性图片，但唤醒度对注意瞬脱的影响不显著。ERP的结果发现以上的效应发生在P3代表的工作记忆巩固极端，而在P2和N2代表的早期注意阶段，注意瞬脱和情绪加工无显著交互作用（杨洁敏，袁加锦和李红，2009）。


9.2.3 提示范式

提示范式主要包括由Posner和Cohen（1984）提出的经典的空间线索范式和Macleod等人1986年改进的点探测范式，下面将详细介绍用于研究情绪与注意的两种提示范式。

情绪刺激的提示/线索范式

提示/线索范式是基于Posner和Cohen（1984）研究注意资源的空间分配特点的经典模式。靶刺激出现在左视野或右视野，注意在左右视野之间转移。靶刺激出现之前会有一个提示性的线索刺激（300毫秒以内），靶刺激出现在提示线索的同一空间位置称为有效提示，出现在提示线索的相反空间位置称为无效提示。结果发现，无效提示条件下的手动反应时慢于有效提示条件下的，产生了提示效应（杨小冬和罗跃嘉，2004）。

外源性线索范式是研究带有负性情绪的威胁信息注意偏向的一个常用范式（如图9.5）。在以正常个体为被试的研究中，常以令人厌恶的白噪音为刺激，通过恐惧条件训练程序使其成为威胁性信号，以探究威胁信息对注意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威胁信息可以有效地吸引和保持注意，从而使被试表现出威胁性注意偏向（文涛，汪亚珉和丁锦红，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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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5 情绪性刺激的提示/线索范式。要求被试识别出现在提示位置和非提示位置上的目标字母。

Stormark等人以普通大学生为被试，用消极意义的和中性意义的情绪词作为线索，探查情绪性线索对被试注意转移的影响，并记录头皮的事件相关电位。结果显示，词的情绪效价（负性、中性）和提示的有效性（有效、无效）间产生了显著的交互作用。当情绪词作线索时，有效提示条件下的反应时要明显短于无效提示条件，而且在情绪词作线索时产生的这种差异大于中性词，对负性情绪词存在一个整体的P3成分的增强。这说明当负性情绪词作为有效提示线索时，能比中性词获得更高的注意程度（Stomark，Nordly和Hugdahl，1995）。当使用情绪词作为线索时，TMS技术的研究发现，20Hz重复经颅刺激没有造成健康被试对情绪词的注意偏向，但对于高焦虑人群或临床焦虑症患者的情况仍需研究支持（李斌彬，周东丰，管振全，乔宏和张五芳，2006）。

Neyedli和Welsh（2012）研究了线索提示范式下负性刺激对反应的促进和抑制进程、运动轨迹的偏差和注意机制。研究发现，负性刺激的线索提示对出现在有效提示位置的靶刺激的探测要快于不是负性刺激的线索提示，这说明负性情绪信息更加影响个体的空间注意定向。

有研究发现，当采用愤怒、快乐和中性情绪面孔作为实验刺激时，面孔的情绪效价线索会影响注意的选择。有效线索是指目标呈现在与面孔相同的位置，无效线索是指目标呈现在与面孔不同的位置。在有效线索情况下，三种情绪线索图片之间没有差异；在无效线索条件下，与中性图片相比，愤怒和快乐图片的线索导致被试对靶刺激反应时间更长（林楠，2012）。

Yiend等人采用提示范式，以图片为刺激材料对正常个体和焦虑障碍个体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威胁性意义的图片作线索时，高焦虑特质个体的注意转移显得较为困难，但低焦虑特质个体则差异不显著（杨小冬和罗跃嘉，2004）。

情绪刺激的点探测范式

点探测范式（dot-probe paradigm）最初是由认知心理学家用来评价选择性注意的一种测验方法，起源于Posner，Snyder和Davidson（1980）对视觉空间注意的研究，后来由Macleod，Mathews以及Tata三人于1986年用于视觉通道的研究。传统的视觉点探测实验任务通常用来测查注意资源的空间分配特点（Macleod，Mathews & Tata，1986）。

在与情绪信息有关的视觉点探测实验中，一种实验设计是在计算机屏幕上成对出现两个词，这两个词以上下位置排列。其中一个是中性词，另一个是消极情绪词，后者为目标词。任务要求被试独自识别位于某个位置的词，然后词对消失，探点出现在词对出现过的某个位置。在探测点出现后要求被试尽快判断其位置（如，在上边还是在下边）或性质（如，探测点是“：”还是“..”或星号，是圆形还是方形等）。该方法的假设是：对探测点位置或性质做出判断的反应时会随被试对探点出现区域的注意而减少，即探测点出现在被试先前注意的区域时，反应时较短；反之，反应时较长（MacLeod，Mathews & Tata，1986）。另外一种实验设计是将点探测实验与双耳分听实验范式相结合，在追随耳中呈现故事信息，在非追随耳中呈现有威胁性或中性的词，要求被试根据追随耳的信息，对显示屏上随机呈现的探点做按键反应（杨小冬和罗跃嘉，2004）。

从被试方面来说，情绪点探测实验范式主要适用于情绪障碍个体以及高焦虑特质个体，这与情绪Stroop实验范式类似。高焦虑的被试对情绪词也通过点探测范式显示出了注意偏向。研究发现，焦虑个体对出现在威胁性含义词位置处的探测点的反应快于中性词位置出现的探测点（杨小冬和罗跃嘉，2004；柳春香和黄希庭，2008）。饮食失调的患者对“肥胖”等消极意味的形体词有注意偏向，而回避“苗条”等积极词汇（Johansson et al.，2004；Ringer，Scotto & Touyz，1998）。使用改进后的点探测范式（将刺激的呈现时间缩短并伴有前后掩蔽，用以考察阈下刺激）对高特质焦虑的被试的研究发现，其对消极词位置出现的探测点反应快于对中性词位置出现探测点的反应。在进一步的研究中，Bradley等人（2009）发现，负性情绪词语线索即使呈现时间很短，并有后掩蔽刺激，高焦虑被试也能表现出前注意警觉。Mogg等人（2000）采用相同范式考查高焦虑被试对负性面孔的注意偏向，仍然发现了前注意警觉。上述几个研究说明个体对于情绪的探测可以达到阈下水平。还有研究发现，在没有压力的条件下，高焦虑特质被试对消极词位置出现的探测点的反应比较快。这类研究与情绪Stroop掩蔽实验的结果一致，显示出焦虑个体对负性情绪信息存在注意偏向，而且注意偏向发生在信息加工的早期阶段。在与双耳分听实验范式结合的研究中，当非追随耳呈现有威胁意义的词时，焦虑个体对显示屏上探点的反应要慢于非追随耳呈现中性词时。研究者以此来说明负性情绪信息在非意识水平仍能吸引加工资源（Mathews & MacLeod，1986）。这与上面提到的前注意警觉的研究一致。此外，高焦虑个体对积极情绪刺激是否也存在着注意偏向则一直存在着争议。Mogg和Marden（1990）的研究表明高焦虑特质个体对两类威胁性单词（身体暴力和社交伤害）和积极词都存在有注意偏向。Martin，Williams和Clark（1991）等人的研究表明GAD患者对积极词语有着延时反应，对积极刺激存在注意偏向，并且在积极词语和消极词语之间不存在差异。但Mogg，Kentish和Bradley（1993）的研究发现焦虑与积极信息的选择过程没有关系（Mogg，Kentish & Bradley，1993；杨智辉和王建平，2011）。

从刺激形式来看，点探测范式对于情绪的研究主要使用情绪图片或情绪面孔。在加入动机水平的研究中，相对于中性刺激，积极情绪图片无论何种动机水平都可以使被试产生注意偏向，这说明被试一般会更偏好于积极情绪刺激（徐礼云，王晨晨，贺斐和李佳芹，2013）。在对情绪面孔的研究中，把被试对探测点出现在情绪面孔不一致位置（配对中性面孔的位置）的反应时减去探测点出现在情绪面孔一致位置（负性或者正性面孔位置）的反应时作为注意偏向值，结果发现低特质焦虑大学生对负性面孔存在回避现象是由注意偏向值引起的，而在诱发恐惧情绪时回避现象消失（林国志，邓光辉和靳霄，2010）。对于愤怒个体的点探测研究则发现，高特质愤怒被试对愤怒面孔同侧探测刺激反应时显著快于异侧，快乐面孔同侧探测刺激反应时显著慢于异侧反应时；低特质愤怒组被试不同性质面孔同异侧反应时无显著差异。这说明高特质愤怒个体对与愤怒相关刺激存在注意偏向（罗亚莉和张大均，2011）。在对抑郁个体的研究中，与非抑郁认知易感者相比，抑郁认知易感者在面对愤怒面孔时，其注意力更难从中脱离出来，且抑郁认知易感者对愉悦面孔的注意不够。因此，对负性情绪面孔的注意偏向是抑郁认知易感者的认知特征之一，然而，多次呈现负性刺激可能改变抑郁高分青年被试的注意偏向（刘阳娥，冯正直，戴琴，王凤和廖承菊，2009；钟明天，蚁金瑶，凌宇，王海星，朱熊兆和姚树桥，2012）。另外，负性情绪图片的呈现时间也会影响抑郁症患者的注意偏离，在500毫秒时被试对负性图片存在注意脱离困难，而在100毫秒时则不存在这种注意偏向特征（朱熊兆，钟明天，蚁金瑶，姚树桥和匡永锋，2008）。

点探测范式对情绪面孔的注意偏向的研究还涉及高级复杂情绪和个性（如图9.6）。在对自尊的ERP研究中发现，无论是负性的还是正性的情绪性信息都能引起低自尊个体的更多注意，表明低自尊个体更容易受到情绪性信息的影响（杨娟，李海江和张庆林，2012）。对个性的研究则发现，A型行为者对愤怒面孔有注意指向，对厌恶面孔有注意逃避；B型行为者对情绪面孔没有特殊注意指向（戴琴和冯正直，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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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6 情绪刺激的点探测范式，要求被试判断探点出现的位置和形状。

综上所述，在情绪与注意的三大类研究范式中，抑制范式主要包括情绪Stroop、情绪Flanker和情绪Simon范式，研究者们主要通过此类范式研究情绪性刺激的注意偏向，即情绪性刺激对注意力的捕获；搜索范式主要包括空间维度的情绪性刺激的视觉搜索范式和时间维度的情绪性刺激的注意瞬脱范式，研究者们主要通过此类范式研究情绪性刺激的觉察和识别；提示范式则主要包括情绪性刺激的提示范式和情绪性刺激的点探测范式，研究者们使用该类范式研究情绪性刺激对注意的捕获与保持。


9.3 情绪对注意的影响

研究情绪与注意的心理学家一致认为二者之间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存在着复杂的交互影响。不管是情绪性刺激还是个体的情绪性状态都会对注意产生一定影响，同时注意也会影响个体情绪状态，通过注意训练可以改变个体的情绪状态，预防情绪障碍的产生，使个体保持积极的情绪状态，该方法已经成为临床心理疾病治疗中的一种重要方法。

如前所述，当谈及情绪对注意的影响时，情绪既可以指刺激的情绪性质，也可以指个体的情绪状态。第一种情况使用术语“情绪性注意”，第二种情况是指个体的心境状态，人格特质或临床上的失调。在研究情绪性注意时，研究者们感兴趣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对情绪材料（更具体来说是正性和负性材料）的加工与对中性材料的加工有何不同。在研究心理病理人群的情绪对注意加工的影响时，其目的是为了获得临床病人注意加工情绪性信息的特点。

有关情绪如何影响注意的理论解释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寻求对突显材料注意效应的解释（是否是由于情绪的性质或者其他的特性捕获了注意），另一个则主要是试图解释在情绪（通常是与情绪一致的）材料加工方面的与心理病理学相关的个体差异。在本节中，我们将主要介绍这两方面的相关理论及实验研究。


9.3.1 情绪性刺激对注意的影响

尽管主流的认知研究者对情绪性注意的兴趣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在理论上仍然处于初期阶段。一般将情绪材料视为一种高突显的材料，将其与注意理论联系起来。然而研究兴趣的一些新的领域往往通过借用现存的理论来解释新的现象。下面将首先介绍两种与情绪性信息的注意加工紧密相连的重要的注意理论——特征整合理论和偏向竞争理论。然后介绍相关的实验研究。

相关的注意理论


特征整合理论
 特征整合理论描述了某些知觉特征（朝向或颜色）是如何被自动加工并优先于其他注意选择的（Treisman & Gelade，1980）。该理论将注意看作结合单个特征（特征联合）形成复杂刺激表征的过程。因此在视觉环境中搜索复杂的目标（联合搜索）也是一个较慢的序列搜索过程，需要重复地进行注意选择、加工和拒绝，直至发现目标。

在经典视觉搜索实验中，给被试呈现一个刺激阵列，要求其既快又准地定位并识别出独特的目标项（与不一致面部表情的视觉搜索相似）。如果目标项与干扰子在某个独特特征上有差异，那么被试能够非常快地检测到目标项，而不管干扰子的数目多少；然而对于更复杂的目标来说，搜索画面包含的项目越多，搜索反应时就越长，此时注意可能要系统地搜索每个项目。通常以搜索集合的大小为横坐标，以搜索反应时为纵坐标，将二者关系画在一个坐标系上，此时统计图的搜索斜率可以表现搜索的效率。通常用斜率大小量化平行搜索的程度，斜率越小表示越接近快速平行的搜索，斜率越大表示越接近慢速的序列搜索过程（Treisman & Gelade，1980）。

对于情绪性信息的注意来说，问题就变为情绪刺激是如何被加工的：是否高度突显的联合特征能够从视觉环境中跳出（进化的角度），或者更复杂的信息是否需要选择特定的情绪意义？后面有关情绪性跳出的数据评论将暗示会朝向这个连续体的前端。

偏向竞争理论 偏向竞争理论是用来解释竞争项目间注意选择的重要理论（Buehlmann & Deco，2008；Desimone & Duncan，1995）。我们的信息加工系统容量有限，需要通过信息表征之间的注意竞争来处理超负荷的信息（内部或者外部的信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因素都能够影响任意表征的相对激活，因此会偏向竞争者。这就导致知觉者选择重要的表征，而拒绝次要的表征。

在对情绪性信息注意的背景下，情绪性材料的内在特征（如较高的知觉独特性和生物学准备）可以被看做增加了刺激的突显度，导致自下而上的注意偏向。同样自上而下的因素（如环境的情境、过去的经验等）也能够产生竞争的偏向。该模型同时呈现这两个刺激，以便获得选择性注意的效果。这一分离被偏向竞争及相关模型所预测，并有实验证据支持。在一般人群（Calvo，Nummenmaa & Hyönä，2008）和个体差异研究（MacLeod & Mathews，1991；Mathews & Milroy，1994）中，个体将注意偏向情绪性信息而非中性信息。结果的这一模式意味着注意效应背后的情绪相关的差异依赖于偏向竞争理论所预测的加工优先性的变化。

如果假设情绪性信息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高突显的刺激，那么选择性注意的理论能够解释高强度情绪性信息能够被优先注意的一般性发现。一个问题是：这些理论并没有阐明这种突显性如何及为什么归因于情绪材料，但也有研究者提出其他的解释，如某些刺激的生物学准备（例如威胁的动物暗示恐惧，粪便表示延误等）和他人捕获的意义（如武器和威胁相联系），或者从心理病理学理论中借用效价评价。

实验研究

早期利用双耳分听技术的研究发现，特别突显的信息，如自己的名字（Cherry，1953）或禁忌词语（Nielsen & Sarason，1981）会产生追随错误。这一结果可用来解释注意干扰，特别是注意转移和容量有限（Conway，Cowan & Bunting，2001）。尽管该方法仍然被广泛用来调查对普通人群中非情绪性刺激的注意，但这些研究中很少涉及情绪性材料。

有一些研究专门报告普通人群的情绪Stroop数据。Pratto和John（1991）发现，令人讨厌的特质比受欢迎的特质的颜色命名的潜伏期更长。然而，更多的情绪Stroop的文献强调的假设与情绪性材料的注意关系不大。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情绪Stroop干扰仅仅局限于被选择的群体。Siegrist（1995）研究发现，对禁忌词语颜色命名的时间比对中性词语颜色命名的时间更长。禁忌词语Stroop似乎相当稳健，这种注意效应被迁移到后来的记忆任务中（MacKay，Shafto，Taylor，Marian，Abrams & Dyer，2004）。

视觉搜索方法是从标准的视觉搜索任务中进行一个简单的情绪性改编得到的。利用该方法对普通人群的情绪性注意的研究结论一致认为，负性（特别是与生气或恐惧相关的）信息能够被更快地检测到，并且比中性刺激更具有干扰性（Eastwood，Smilek & Merikle，2001，Ohman，Flykt & Esteves，2001；Tipples，Young，Quinlan，Broks & Ellis，2002）。许多研究已经使用真实面孔的照片。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早期例子是Hansen夫妇（1988）进行的研究，对高兴面孔群中愤怒面孔的搜索比对愤怒面孔群中高兴面孔的搜索更快更准确，后来因为快速检测效应是由于不一致面孔上小的黑色斑点的混淆所致，该研究因而受到批评（Purcell，Stewart & Skov，1996）。使用图示面孔（由一个圆形、嘴巴、眼睛和眉毛组成）能够最好地控制知觉上差异（Batty，Cave & Pauli，2005）。Frischen等人（2008）对普通人群搜索情绪性面孔的研究进行了评论，他们也得出结论：前注意的视觉搜索过程对情绪性信息是敏感的，且情绪性信息会促进视觉搜索（Frischen，Eastwood & Smilek，2008）。近期也有研究者采用视觉搜索范式获得了愉悦面孔的搜索优势（Craig，Becker & Lipp，2014），早期研究获得的愤怒优势效应是由其物理特征所造成的（Dickins & Lipp，2014）。

提示/线索范式用于普通人群的研究相对较少，一般来说，这类研究结果提示，当使用特定的刺激材料（如生物学相关或严重的威胁性刺激），且呈现时间较短（500ms）时，在一般群体中确实发现了注意偏向。Stormark及其同事进行的研究是率先在普通人群中使用提示范式的（Stormark，Morten & Hugdahl，1996）。他们使用经典条件，告知线索位置的情绪突显性，结果发现只有当情绪词作为线索时，被试才对有效提示的目标有较快的反应时间。Koster及其同事（Koster，Crombez，Van Damme，Verschuere & DeHouwer，2004）报告了使用厌恶条件的中性刺激，相对于中性刺激，更容易为促进对威胁刺激的锁定和削弱对威胁刺激的脱离提供直接的证据。Koster，Verschuere，Burssens，Custers和Crombez（2007）使用带有情绪图片的单一提示重复了这一结果，并发现了对注意锁定的促进和对注意脱离的削弱。

一些研究利用注意瞬脱范式考察普通人群的情绪性注意。例如Keil和Ihssen（2004）考察在T2位置呈现愉悦、非愉悦和中性词语的影响。结果发现，正负情绪类别均可以提高对T2识别的准确性，特别是当两个目标之间的间隔短时更是如此。同样地，Anderson（2005）发现，当在T2处呈现情绪词时（即使控制了其他的相关因素），注意瞬脱效应还是削弱了。他还发现，注意效应的增强可以归因于情绪信息的唤醒度而不是效价。在Most及其同事进行的RSVP的情绪性研究中，当只有一个目标物被报告时，先呈现情绪性刺激与先呈现中性刺激相比，该效应会影响检测准确性（Most，Smith，Cooter，Levy & Zald，2007）。这些研究者每隔100毫秒呈现一系列的照片并且要求参与者在一堆图像中区分辨别旋转过的图像的方位。当旋转图像出现在情绪性图片之后与出现在非情绪性图片之后相比，被试识别的准确性下降了（Most，Chun，Johnson & Kiehl，2006）。这大概是情绪的自发注意显著性的结果，而不是对刺激主动注意的结果。利用有唤醒度的正性刺激（Most et al.，2007），同一群组获得了相似的结果（Most et al.，2007）。通过厌恶条件反射，使得刺激变得负性（Smith，Most，Newsome & Zald，2006）。其他研究使用情绪性和中性词汇，获得了相似的较小的albeit效应（Arnell，Killman & Fijavz，2007）。


9.3.2 个体情绪状态对注意的影响

不仅情绪性的刺激会影响个体注意加工的特点，而且个体的情绪状态也会影响注意加工的特点。在研究个体情绪状态对注意的影响时，其实验逻辑是通过一定的方法或技术手段，诱发个体产生一定的情绪状态，然后考察不同情绪状态的个体加工中性刺激时的注意特点。同时，该部分内容也涉及焦虑、抑郁或者临床相关状态的个体加工情绪性刺激所表现的效应。下面将首先介绍相关的理论和实验研究。

相关的情绪理论


图式理论
 该理论是由Beck（1976）和Bower（1981，1987）提出的。Beck提出负性功能失调图式（有关自我、世界和未来的一套信念和态度）的存在会产生信息加工偏向，他使用联结网络模型表示，情绪节点的激活扩散会增加对相似内容材料的通达。尽管该理论在今天的其他领域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它不足以解释失调相关的认知偏差模式。


双阶段理论
 该理论是由Williams及其同事（Williams，Watts，MacLeod & Mathews，1988，1997）提出的，该理论将启动与精细化（Graf和Mandler，1984）区分开来。启动是指刺激内部表征的自动化激活，能够暂时增强刺激的可通达性。Williams等人认为个体的特质焦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动化（不自主的或者无意识的）阶段发生的过程。精细化是一个晚期的策略性过程，这个过程会产生并增强表征之间的相互联系，因此会影响提取过程。一般认为偏向精细化是抑郁中情绪一致性效应的基础。这两种机制的细节意味着任何影响加工过程的因素（如特质焦虑或者抑郁）并不需要应用于所有类型的认知操作（如记忆或者注意）。该理论不同于早期的Beck（1976）和Bower（1981，1987）的模型，它预测个体差异应该以相同的方式在所有的认知类型上都表现出偏差。它认为模型的解释力在于为不同情绪失调个体的不同认知加工偏差提供解释。


动机分析模型
 Mogg和Bradley（1998）提出了认知动机分析模型，主要用于解释状态和特质焦虑对威胁性刺激认知加工的影响，也涉及其他的情绪一致性效应，主要表现在抑郁情绪上。该模型包含两个认知结构：效价评估系统（valence evaluation system，VES），用于评价刺激的威胁程度，类似于上述的情感决策机制，另一种则是目标约定系统（goal engagement system，GES），类似于上述的资源分配机制。认知动机分析模型认为，该系统是对什么构成威胁的评价，而不是注意系统对威胁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使得高低特质焦虑出现了差异，这使其与以前的理论区分开来。抑郁的特点是对外部目标失去兴趣，允许模型去解释情绪一致性缺失的现象，该现象可能出现在其他抑郁个体身上。模型的一个核心部分是警觉逃避假说，该假说认为威胁价值和注意偏向之间存在着曲线关系，以至于所有的个体都表现出最初适应性地避免粗野的威胁，随后随着威胁强度的增加，表现出强烈的警觉。据说焦虑特质的个体差异可以使这个曲线发生偏移，以至于对高强度的威胁性材料的注意反应诱发出相对低的水平。到目前为止，这一假说已经得到了来自注意研究的有限证据的支持（相关研究较少，但是支持性的），并保持与来自线索化研究的证据一致（Weierich，Treat & Hollingworth，2008）。

实验研究

在早期研究心理病理学时，双耳分听技术是比较流行的。例如，Burgess，Jones，Robertson，Radcliffe和Emerson（1981）与Foa和McNally（1986）发现，与中性刺激相比，焦虑病人能更好地检测未被注意的与焦虑相关的刺激。该结果意味着，与焦虑相关的刺激在控制注意资源方面是非常有效的。Mathews和MacLeod（1986）通过比较情绪性刺激和中性刺激对独立任务（所有的反应都是中性的）成绩的影响，以避开双耳分听任务的反应偏向问题。他们要求广泛性焦虑障碍（general anxiety disorder，GAD）病人和正常人在追随声音的同时，当看到屏幕上出现“按键”这一词语时，尽快地做出按键反应。结果发现，当任务与呈现在非注意通道上的威胁词语一致时，GAD病人的反应比正常人更慢。

最近的元分析研究为来自临床控制和非临床低易感人群的情绪Stroop效应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Bar-Haim，Lamy，Pergamin，Bakermans-Kranenburg & van IJzendoorn，2007）。Bar-Haim及其同事仅在Block设计中发现了情绪Stroop干扰的证据，在这种设计中，具有特定效价的试次属于同一组别。这种限制已经在其他未选择的被试样本中报告过（McKenna和Sharma，2004），或许是由于发生在block内的效价刺激累积性显露的结果，导致了对威胁性刺激知觉水平的增强。MacLeod（2005）对非情绪性Stroop的研究文献做了很好的评论。在数据缺乏的情况下，没有文章对普通人群中的情绪Stroop效应做专门的评论。相比之下，一些研究使用对与病理相关的词汇的颜色命名的速度，来揭示大量研究中得到的情绪失调中的情绪一致性干扰效应的增加，这些研究包括临床焦虑（Mathews & MacLeod，1985；Owens，Asmundson，Hadjistavropoulos & Owens，2004）和高特质性焦虑（Mogg，Mathews，Bird & MacGregor-Morris，1990）。Williams，Mathews和MacLeod（1996）对早期的文献给出了较好的评论，两篇元分析的文献给出了近期的相关信息（Bar-Haim et al.，2007；Phaf & Kan，2007）。

Byrne和Eysenck（1995）对心理病理学的人群进行的研究。他们要求具有高低特质焦虑的正常个体在中性面孔阵列中检测一个愉悦或者愤怒的目标面孔。结果发现两组在检测愉悦目标面孔时的成绩一样好，但高特质焦虑的个体在检测愤怒目标面孔时更快。该结果表明，高焦虑个体能够更快地检测出威胁信息，暗示最初的注意捕获过程类似于单一提示研究中获得的注意的锁定机制（engage mechanism）。

探讨个体差异的研究几乎都报告在特定的恐惧症状（Ohman et al.，2001）和社会焦虑症状（Gilboa-Schechtman，Foa & Amir，1999）中发现了被试间的差异。一个例外是Juth，Lundqvist，Karlsson，和Ohman（2005）进行的一项研究，他们并未发现社会焦虑的一致性效应，被试对愤怒面孔的检测速度与对高兴面孔的检测速度相当，在社会性挑战中更是如此。Eastwood等人（2005）也考察了社会恐惧、恐慌和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OCD）。他们将在不同搜索集合大小的中性阵列中检测正性和负性面孔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社会焦虑和恐慌个体中，搜索负性目标面孔的效率低于搜索正性目标面孔的效率，但在OCD和控制组中则不会。有可能心理病理学的临床水平更能够可靠地揭示视觉搜索中注意偏差的证据，一些亚临床的研究结果并未发表。另一方面研究者可能对亚临床群体的研究较少。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前提及的注意的抑郁相关效应的缺失一致，Karparova，Kersting和Suslow（2005）并未在抑郁组和控制组之间发现搜索情绪性信息的差异。

提示范式最常用于探讨心理病理人群的注意特点。有研究表明，焦虑性病人（如，Mogg，Bradley和Williams，1995）和高特质焦虑的正常人（e.g.，MacLeod和Mathews，1988）均出现了支持威胁的空间注意偏向，但该效应在亚临床群体中的可靠性稍弱（Mogg等人，1990）。似乎焦虑最主要的形式是与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相联系的。许多随后的工作已经使用双重提示去精确地改善这种偏差的性质和特点。Fox，Russo，Bowles和Dutton（2001）与Yiend和Mathews（2001）率先使用外周提示为注意脱离提供了支持证据（也参见早期研究，Derryberry和Reed，1994）。先短暂呈现单一提示（面孔或者图片），之后在相同或不同位置上呈现目标。当目标与提示位置相同时，没有发现与焦虑相关的差异，目标出现后，在相同或是不同的位置出现提示，当目标与提示出现在相同位置时，结果没有出现与焦虑相关的差别，只有当目标出现在与威胁提示位置不同时，与焦虑相关的差别才出现。这意味着在注意锁定方面没有什么差别，但为了找到其他位置的目标，焦虑个体从威胁刺激上转移注意的速度会更慢。Fox，Russo和Dutton（2002）用愤怒、愉悦和中立面部表情作为外周提示，发现在高特质焦虑中，对两类情绪面孔的注意脱离都变慢了。Amir，Elias，Klumpp和Przeworski（2003）报道，利用社会威胁词汇，在社会恐惧中发现了相似的效应，类似于Waters，Nitz，Craske和Johnson.（2007）对Yiend和Mathews（2001）研究的重复。

注意瞬脱变式也被用在心理病理学的一些研究中。在第一个由Rokke及其同事（Rokke，Arnell，Koch & Andrews，2002）在控制实验中研究了轻度、中度和重度的烦躁不安病理现象。当报告单个目标时，无组间差异，但当两个目标之间的时间间隔小于500毫秒时，就会发生注意瞬脱。存在于重度烦躁不安组的这种瞬脱明显是更大和更长的。尽管揭示了与情绪相关的注意力削弱现象，但重要的是这些数据不能够解释情绪一致性效应，因为并未考察情绪性信息。然而Koster，De Raedt，Tibboel，De Jong和Verschuere（2009）在高低焦虑组中的确使用选定的情绪性词语。在300毫秒的时间窗内，在高度烦躁不安的人群中发现，第二个目标的识别会受到呈现在第一个目标位置上的负性词语的影响而削弱。这意味着注意瞬脱效应的增强。当刺激加工时间较短时，这与利用其他方法考察抑郁和注意的研究工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Fox，Russo和Georgiou（2005）操纵了刺激2的效价，结果发现低特质和状态焦虑的个体表现出对恐惧和愉悦表情的强烈的瞬脱效应。而对于恐惧表情来说，高特质焦虑个体的瞬脱效应显著降低。这与对恐惧表情的焦虑相关注意突显性的评论文章中所涉及的一般模式是一致的。而且这个特定的技术可以被解释为威胁抑制的减弱。Barnard，Ramponi，Battye和Mackintosh（2005）报告了类似的结果，当威胁性词语呈现在T1时，状态焦虑个体表现出比非焦虑个体更大的瞬脱效应。与这些数据相比，De Jong和Martens（2007）发现，对于选择的高低社会焦虑个体来说，有关愉悦和愤怒面孔的注意瞬脱并没有加剧。这是另一个在社交焦虑中的注意效应不符合广泛的焦虑研究的文献。最后，Trippe及其同事（Trippe，Hewig，Heydel，Hecht & Miltner，2007）的研究使用了中性的刺激1和内容变化的刺激2考察了蜘蛛恐惧的注意瞬脱效应。结果发现，所有被试都表现出对情绪性T2的减弱的注意瞬脱效应。然而，蜘蛛恐惧症参与者的注意瞬脱表现出特别的衰减，对情绪性T2的检测比对其他T2的检测更频繁。


9.4 注意训练对情绪的调节

在上一节中，我们介绍了情绪影响注意的相关理论、实验研究以及来自特殊群体的证据。如前所述，二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交互作用。在情绪影响注意的同时，注意同样也会影响个体的情绪，在本节中，我们将主要介绍注意对情绪的影响，特别关注注意训练对情绪的调节作用。


9.4.1 研究概况

自20世纪末以来，就有研究者开始关注注意训练对情绪调节的作用。Gross（1998）率先提出了情绪调节的过程模型（process model of emotion regulation）。该模型将注意分配作为情绪调节的一种策略，将注意分配策略划分为分心、专心和沉思三种。沉思往往与负面的后果相关，并会导致抑郁症状和较长时间的负性情绪状态（Gross & John，2003）。目前情绪调节研究对分心和沉思这两个注意分配策略的关注较多。对病理性烦躁不安（dysphoria）的患者和抑郁症患者的研究发现，诱导患者使用分心的策略可以有效地缓解其烦躁、抑郁的症状，而沉思策略则会保持甚至加剧患者的症状（Nolen-Hoeksema，1991，2000）。对正常人群的研究也发现，采用分心的策略可以有效地减轻被试抑郁的情绪（Kross & Ayduk，2008）；而沉思则会导致个体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且持续时间更长（Bushman，Bonacci，Pedersen，Vasquez & Miller，2005）。另外，有研究发现沉思与负性情绪的关系在生理过程中是有据可依的。当给被试呈现负性图片或者词语时，沉思导致杏仁核的激活水平提高且兴奋时间延长（Ray，Currat，Berthier & Excoffier，2005），面对压力事件时沉思会导致可的松（一种肾上腺皮质激素）的水平上升（Roger & Jamieson，1988）。更重要的是，大量研究表明，注意转移可以有效地降低与情绪相关的脑激活水平。与注意集中的策略相比，在注意转移条件下情绪唤起核心区域杏仁核的激活水平会显著降低（Pessoa，Padmala & Morland，2005）。与低分心任务负荷相比，高分心任务负荷下早期情绪性注意减弱（Doallo，Holguín & Cadaveira，2006）。电生理学的研究表明，当要求被试完成的任务关注情绪维度（完成情绪评价任务）时，情绪刺激诱发的P3波幅显著大于中性刺激诱发的P3波幅（Huang & Luo，2006），相反当要求被试关注与情绪无关的方面时，情绪刺激比中性刺激诱发的P3波幅小（Yuan，Zhang，Zhou，Yang，Meng，Zhang & Li，2012）。这些研究均支持这一观点：注意的方向可以显著影响与情绪相关的脑电活动水平，从而改变情绪刺激的效应。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注意分配在情绪调节过程中的作用及其机制（Isaacowitz，Toner & Neupert，2009；Lutz，Slagter，Dunne & Davidson，2008）。已有研究有力地支持了注意分配在情绪调节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许多研究表明，注意分配的过程可以通过反复的练习加以改善（Lutz et al.，2008）。更重要的是，注意训练不仅可以改变个体的注意模式，而且可以改变情绪加工方式，从而改善个体的情绪反应（MacLeod & Mathews，2012）。近年来美国精神病学杂志和临床心理学年鉴均有文章总结注意训练的研究成果，且对注意训练的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MacLeod & Mathews，2012）。


9.4.2 相关研究

现有的注意训练范式主要是通过行为任务来训练个体的注意模式，大致有4种范式：点探测任务、视觉搜索任务、目标指向和注意训练技术。其中前3种范式均以训练被试的视觉注意模式为目标，且均通过计算机完成，可称为基于机器的注意训练，也有研究者将这类训练范式统称为注意矫正程序或者注意偏向矫正治疗。而后一种范式则侧重于听觉通道注意模式的训练。目前大多数注意训练的研究采用的是点探测任务，另外3种范式的研究相对较少；下面我们将介绍点探测注意训练的范式及其改善情绪的证据。

点探测任务首先向被试呈现500~1000毫秒的两个视觉刺激（一般为单词或人脸），通常是一个中性刺激和一个情绪性刺激，也可以是两个效价不同的情绪刺激；两个刺激可以左右呈现，也可以上下呈现；在刺激消失后，电脑屏幕上会出现一个探测点，要求被试对探测点的位置或方向做出快速反应（Heeren，Reesee，McNally & Philippot，2012）。通常此类注意训练每次持续10~20分钟，大多数情况下为200次左右（Schmidt，Richey，Buckner & Timpano，2009）。

在利用点探测任务探讨注意训练对情绪调节的影响时，其中的因变量情绪指标多来源于被试的自我报告，如自我报告的焦虑和抑郁水平、知觉压力量表和状态特质焦虑问卷等。针对临床症状的病人开展的研究还采用了一些测量其临床症状的量表，如社会交互焦虑量表、社交恐惧筛选问卷和社交恐惧与焦虑问卷等，并且多数研究由专业人士施测。此外，对于临床病人还采用了一些辅助的量表来测查注意训练的效果，如Beck抑郁问卷、Beck焦虑问卷、生活质量问卷、SCL-90-R症状检查表和人际问题问卷等。

情绪反应不仅能够通过语言来表达，它还可以通过外显行为和生理反应来表现（Bradley & Lang，2000）。因此，部分研究者还将生理指标和行为表现作为衡量情绪反应的指标，生理指标有皮质醇释放量、皮肤电反应和事件相关电位等；行为指标则是通过让被试完成一项任务（如即兴演讲，不可解的变位词难题），整合多种指标衡量被试的绩效。

目前多数研究将这三类指标中的一类或两类作为因变量来考察注意训练的效果；而同时使用这三类指标的研究很少，只有Heeren等人（2011）在研究点探测任务对社交恐惧症个体的影响时，同时采用了三类指标，结果发现连续4天朝向正性刺激的注意训练会使被试自我报告的社交焦虑和演讲的焦虑水平明显下降，皮肤电反应减弱，演讲的表现提高，而且这种影响在两周后依然存在。

大量的研究证实，点探测任务可以调节情绪，既可以改善正常人群的情绪状态，也可以缓解患有情绪障碍的临床病人的症状，对于改善其他临床患者（如急性和慢性疼痛患者，Sharpe et al.，2011）的情绪反应也有帮助。对于正常人群来说，例如在MacLeod等人（2002）的研究中，要求无情绪障碍的被试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一些不可解的变位词难题，由此诱发被试的压力水平和负性情绪，之后接受点探测任务的注意训练，结果发现被训练将注意集中在负性刺激上的被试表现出对负性信息的敏感以及更高的焦虑水平。点探测任务也被用于研究是否能够缓解患有情绪障碍的病人的抑郁或焦虑水平，结果发现点探测任务可以训练个体远离负性刺激，缓解广泛性焦虑症、社交焦虑障碍和社交恐惧症的症状；然而，也有研究发现，点探测任务无法有效缓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者的症状和注意模式（Schoorl，Putman & Van Der Does，2013）。

已有研究发现，点探测任务通过将被试的注意从非目标刺激解除，再朝向目标刺激，以此改变被试的注意模式，进而实现调节情绪的目的（Heeren，Peschard & Philippot，2012）。也有研究者运用视线追踪技术发现：原来注视负性图片的时间无显著差异的两组被试在注意训练之后出现了显著差异，朝向正性刺激的注意训练组注视负性图片的时间明显减少，而朝向中性刺激的注意训练组注视负性图片的时间反而增加（MacLeod et al.，2002）。注意分配情况也可利用反应时任务测量，例如Heeren等人（2012）对比了注意训练前后被试在点探测任务上的反应时，结果发现正性朝向训练组在注意训练后，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明显减弱，焦虑和抑郁症状也得到缓解。注意训练的效果不限于在训练中使用过的刺激物，而且能够泛化到新异刺激上（MacLeod et al.，2002）。

也有研究者采用电生理学指标探查视觉注意训练对情绪的影响。O'Toole和Dennis（2012）以正常个体为被试，运用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ERPs）发现，经过多次远离负性刺激注意训练的被试，其P1的波幅明显减小，该结果表明，经过远离负性刺激注意训练的个体降低了对刺激早期自动化的注意捕获（attentional capture），即注意训练影响了注意的早期捕获阶段。然而，Eldar和Bar-Haim（2010）发现，焦虑个体在注意训练之后，其P2波幅减小。这可能是因为健康个体只需要改变早期的自动化的注意过程，而焦虑个体则需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控制改善后期更复杂的注意过程（O'Toole & Dennis，2012）。

点探测任务改变注意模式的效果存在着年龄差异。Isaacowitz和Choi（2011）采用点探测任务对18~25岁的年轻人和61~90岁的老年人进行训练，同时记录被试的注视点，结果发现点探测任务对不同年龄人群注意模式的影响存在差异：对老年人来说，朝向正性刺激的注意训练使其对图片负性效价区域的注视显著减少，而与研究者的预期不同的是，年轻人在朝向负性刺激的注意训练之后却表现出更多的对负性效价区域注视的减少，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年轻个体在朝向负性刺激的视觉注意训练的过程中习惯化了负性刺激并失去兴趣，而老年人本身就对正性刺激存在着注意偏好，朝向正性刺激的注意训练能够进一步增强其对正性刺激的偏好。


9.4.3 展望未来

情绪与注意的研究是情绪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在本章中，我们对情绪与注意在近几十年涌现出来的大量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下面将从情绪对注意的影响和注意训练对情绪调节的作用两个方面展望未来情绪与注意的研究主题和趋势。

在情绪对注意的影响方面，虽然研究者围绕情绪的注意偏向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情绪注意偏向的产生是由于易化机制的作用还是抑制机制的作用抑或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仍不明确（戴琴和冯正直，2009）。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应当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整合几种理论，概括出可以被研究者一致接受的理论（白学军，贾丽萍和王敬欣，2013）。虽然已有研究范式在探讨情绪与注意关系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仍然需要未来研究对情绪注意偏向的脑机制及时间进程做出回答。目前大多数情绪注意偏向研究都是用视觉情绪材料，如利用情绪面孔（Eastwood et al.，2003；Van Honk et al.，2001）、情绪词以及情绪图片等诱发相应的情绪体验进而考察情绪的注意偏向，而除视觉通道以外，听觉通道和嗅觉通道都是我们获取情绪信息的重要通道，因此，后续的研究应当扩展情绪注意偏向的研究材料范围，使研究结果更具普遍性。此外，研究情绪障碍患者的情绪注意偏向，找到情绪障碍症状背后的原因，并为症状的缓解和治疗提供依据，这是心理学工作者和临床工作者共同面对的课题。

在注意训练对情绪的调节方面，情绪调节的长期效果应当成为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已有追踪研究探究了注意训练调节情绪的时间效应，这些研究普遍发现注意训练调节情绪的效果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也有研究者没有发现注意训练的持续效果（Carlbring et al.，2012）。注意训练能否导致情绪调节过程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发生持久、稳定的改变尚需进一步的检验。大量的研究从干预的角度证明了注意训练的治疗效果，但是关于注意训练的预防效果尚未得到研究者的关注，未来研究理应关注注意训练的预防效果。此外，目前以正常人为被试的研究都只包含单次的注意训练，证实了单次注意训练可以即时性地改善其情绪状态，但是缺乏对正常群体的持续注意训练的研究。总之，注意训练是否对情绪障碍有预防效果以及效果如何都是未来研究者可以继续深入探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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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情绪与学习

著名的耶克斯—多德森定律指出，动机的最佳水平会随着学习任务难度的不同而变化，在学习比较简单的任务时，动机水平较高时成绩最佳；在学习难度中等的任务时，动机水平适中时成绩最佳；而在学习比较复杂的任务时，动机水平较低时成绩最佳。实际上，与动机相似，情绪也会影响人们的学习过程。例如，焦虑是一种紧张不安和忧虑的情绪，中等程度的焦虑会带来最佳的学习效果，而焦虑程度过高或过低都会降低学习的效果。在本章中，我们首先介绍情绪如何影响人们的外显学习和内隐学习，以及情绪影响学习的神经机制；然后介绍情绪刺激如何通过情感化学习过程影响人们对中性刺激的情绪反应，以及情感化学习效应对认知的影响及应用；最后介绍情绪在学生学习与成就中的作用，包括学习情绪的测量与影响因素，学习情绪对学生学习的影响等。


10.1 情绪对学习的影响

近年来，在心理学研究中，研究者主要探讨了正性情绪（如高兴）和负性情绪（如悲伤）对学习的影响。例如，有研究发现，与正性情绪相比，人们在负性情绪下迁移任务的成绩更差，并且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达到精通（Brand，Reimer & Opwis，2007）。不过，由于不同的学习内容涉及的认知策略和加工过程不同，正性和负性情绪对不同学习类型的影响大相径庭（Kensinger，2007；Rowe，Hirsh & Anderson，2007）。在本节中我们将分别探讨情绪对外显学习和内隐学习的影响，并介绍一下情绪影响学习的脑机制方面的研究。


10.1.1 情绪对外显学习的影响

外显学习是有意识、有目的、需要付出努力的学习，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大部分学习都是外显学习。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在实验室情境下进行的，研究者一般通过让被试在学习之前聆听音乐、观看图片或者视频、得到奖励或惩罚来诱发其不同的情绪状态，有时学习材料本身也会是富有情绪色彩的刺激。在以班级为基础的课堂教学研究中，研究者一般通过设计不同的学习环境来诱发不同的情绪，来探讨正负性情绪与教学方式和学业成绩的关系。例如，Um，Plass，Hayward和Homer（2012）采用自我参考的心境诱发程序分别诱发正性和中性情绪，并通过不同颜色和形状的结合来设置正性和中性的学习材料。他们将108名被试随机分配到4种不同的条件下（正性和中性情绪的外在诱发组，正性和中性材料的情感化设计组），让他们分别通过计算机来学习免疫作用的问题。结果发现，外在诱发的正性情绪会增加学习者的心理努力水平，会提高迁移成绩但不会提高理解成绩，并且这种正性情绪效应受动机和心理努力的调节；而借助情感化设计引起的正性情绪则会同时提高迁移和理解的成绩，降低知觉任务的学习难度，并且不受其他因素的调节。这说明积极的情感化设计比外在的情绪诱发对学习的作用更直接。

为了进一步验证情感化设计所引起的正性情绪在其他多媒体学习材料中的作用，Plass等通过让被试观看不同的视频来分别诱发中性和正性情绪，并采用不同颜色和形状的结合来设置正性和中性的学习材料（Plass，Heidig，Hayward，Homer & Um，2013）。在研究一中，他们将121名教育学研究生分配到这四种不同的学习条件下，学习免疫作用的问题。结果发现，精心设计的学习材料可以引起正性的情绪，促进对学习材料的理解，但是不会影响学习的迁移效应，这说明学习的理解和迁移可能依赖于不同的知识基础。在研究二中，他们进一步考察了颜色、形状因素对情绪和学习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圆形似脸的形状单独或者与暖色结合在一起出现都可以引起正性情绪，但是单独的暖色调则不会引起被试的积极情绪；并且，单独的颜色或形状以及二者的结合都会促进理解，但是只有单独的似脸的形状出现在中性色彩时才会提高迁移。

以上两项研究探讨的都是正性情绪对学习的促进作用。由于日常教育经验和临床实践告诉我们，强烈的负性情绪如焦虑、考试恐惧或者抑郁会对学习产生有害的效应，因此，在课堂教学的研究中都会尽量避免设置负性情绪条件。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学生会在各种各样的情绪和心境下持续地学习知识和获得技能，因此，Brand，Reimer和Opwis（2007）进一步考察了负性情绪在学习中的作用。他们通过要求被试回忆高兴或者悲伤的生活事件并在15分钟的时间里写出来，来诱发正性和负性情绪。在实验一中，他们要求54名被试学习解决三个或者四个盘子的河内塔问题并达到精通，在不同被试组分别诱发了正性或者负性情绪后，要求他们再去解决一个只需近距离迁移的五个盘子的河内塔问题，并去解决两个需要远距离迁移的问题。结果发现，负性情绪组被试的迁移效应低于正性情绪组。在实验二中，他们要求80名被试接受有关护士的学习培训，他们发现，当在学习材料之前就诱发被试的正性和负性情绪时，负性情绪组比正性情绪组被试不仅需要更多的重复才能达到精通水平，而且他们在迁移任务中的成绩也较差，重复了实验一的结果，说明正性情绪有助于人们学习解决河内塔等的创造性问题。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以上所述的课堂教学研究并不是针对具体的情绪理论来进行的，这些研究结果还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尚不能清晰地说明正性情绪是通过何种途径来促进学习的（Leutner，2014）。为了深入探讨情绪影响外显学习的认知机制，多数研究采用了相对简单的适合在实验室情境下进行的任务。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表明，情绪刺激会导致比中性刺激更好的记忆成绩，这一现象被称为情绪提高记忆（emotion enhanced memory，EEM）。并且，已有研究表明，诱发情绪的愉悦度和激活度都可以促进记忆效果的提高。例如，人们对高唤醒度的负性刺激的记忆要显著好于中性刺激，并且，即使在唤醒度很低时，人们对正性或者负性刺激的记忆也好于中性刺激（Kang，Wang，Surina和Lü，2014）。此外，人们对学习材料的记忆还受他们在记忆材料时的心境（即记忆的情境依赖性），或者记忆材料与心境的一致性（即记忆的心境一致性）的影响（Blaney，1986）。由于在第七章中会详细介绍情绪如何影响记忆，所以下面我们将重点介绍情绪如何影响学习过程中的认知灵活性。

为了探讨情绪对学习过程中认知灵活性的影响，研究者考察了情绪在创造性问题解决中的作用。例如，在“蜡烛”问题中，给予被试一支蜡烛、一盒大头钉和一包火柴，要求将蜡烛固定在墙上，从而让它燃烧时不至于把蜡烛油滴到桌子上或者地板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需要从盒子里取出大头钉，把盒子作为放置蜡烛的平台固定在墙上，但是平时并不常用这种方式来使用大头钉盒子。有关大学生和青少年的研究都发现，正性情绪组的被试完成的情况显著好于控制组被试，说明正性情绪有助于人们打破思维的定势，提高认知加工的灵活性（Ashby，Isen & Turken，1999）。再如，在远距离联想任务中，给予被试三个词语或字（如毯、眉、发），要求被试想出一个与这三个词汇都相关的词语或字（如毛）。以大学生和执业医师为被试的研究都表明，正性情绪可以提高人们远距离联想的准确性，有助于提高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成绩（Ashby等，1999）。还有研究发现，当给被试学习一系列的词表，每一词表中包含的词汇（如枕头、床、休息、醒着、梦）会与一个单词（如睡眠）相关时，被试在正性情绪和控制条件下会比在负性情绪下回忆出更多地与词表有关的单词（Storbeck & Clore，2005）。这些结果与“情绪即信息”理论相一致，说明在负性情绪下人们会自下而上地专注于对具体内容的加工，而在正性情绪下人们会自上而下地更倾向于对内容关系的加工（Clore，Gaspe & Garvin，2001；Gaspe & Clore，2002；Shang，Fu，Dienes & Fu，2013）。

此外，由于类别学习与认知的灵活性有关，因此，对类别学习的研究也非常适合探讨情绪对认知的影响。Nadler，Rabi和Minda（2010）发现，正性情绪会提高基于规则的外显类别学习成绩，而不会提高基于信息整合的内隐类别学习成绩。他们采用音乐和视频材料来诱发被试正性、中性和负性的情绪状态，然后让不同情绪状态的被试来分别学习基于规则的和需要信息整合的类别材料。对于基于规则的类别材料，要求被试在学习中根据格栅的频率分布找到一个规则，并根据这一规则来判断刺激的类别，每次判断都会给予正确或错误的反馈；而对于需要信息整合的类别材料，则要求被试对格栅的朝向和频率分布都要进行评定，并且实际上无法用言语来说明类别判断的最佳标准，每次判断后也会给予正确或错误的反馈。结果发现，在基于规则的类别学习中，正性情绪组的学习成绩显著好于中性和负性情绪组；但是，在需要信息整合的类别学习中，不同情绪组被试的学习成绩差异不显著（见图10.1）。由于在学习第一个组段时所诱发的情绪状态最强，并且最需要认知的灵活性，所以他们还分析了在第一个组段中每个被试的反应策略。结果发现，在基于规则的类别学习中，正性情绪组比中性和负性情绪组会更多地使用单一维度规则的策略；而在需要信息整合的类别学习中，正性情绪组也会比中性和负性情绪组更多地使用信息整合的策略。这一结果说明，在基于规则和需要信息整合的类别学习中正性情绪组的被试会比中性和负性情绪组的被试更多地采用最佳的学习策略，表现出更大的认知灵活性。由于基于规则的类别学习通常被认为是外显的有意识学习，与前额叶和内侧颞叶等构成的外显学习系统有关，而需要信息整合的类别学习通常被认为是内隐的无意识学习，与视觉皮层和基底神经节等区域构成的内隐学习系统有关，因此，上述研究结果也表明情绪状态对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可能具有不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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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三种心境条件下人们在不同组段的反应正确率。左图是被试对基于规则的类别刺激的反应正确率，右图是被试对非规则的信息整合的类别刺激的反应正确率，误差线是标准误（引自Nadler，Rabi和Minda，2010）。


10.1.2 情绪对内隐学习的影响

内隐学习（implicit learning）即无意识学习，指有机体在与环境接触的过程中不知不觉获得了一些经验并因之改变其事后某些行为的学习（郭秀艳，2004），包括序列学习、人工语法学习等研究范式。在序列学习中，通常一个刺激会在四个不同的位置出现，被试需要根据刺激出现的位置进行反应，被试不知道的是刺激出现的位置顺序是有规律的。研究结果通常发现，当改变刺激出现的位置序列时，被试不仅反应时变慢而且错误也会增加，说明被试学到了有关刺激出现顺序的序列知识；但是，外显测验的结果却表明，被试报告刺激的出现没有规律，被试不能有意识地报告刺激出现位置的序列，或者即使可以生成这一序列但是却不能随意控制这一序列的生成，说明被试学到的序列知识是无意识的（张卫，2000；Fu，Bin，Dienes & Fu，2013）。为了揭示情绪状态与内隐学习的关系，Naismith，Hickie，Ward，Scott和Little（2006）首次比较了抑郁症患者与正常被试的内隐序列学习成绩。结果发现，抑郁症患者的内隐序列学习成绩明显低于正常被试的学习成绩，并且这一成绩与自我报告的情绪障碍和焦虑特质的得分显著相关，说明负性情绪可能降低内隐序列学习的成绩。然而，最近一项研究则未能重复这一结果，该研究采用情绪图片来诱发被试的正性和负性情绪状态，结果发现，情绪状态对内隐序列学习成绩的影响不显著，并且，负性情绪不是降低而是提高内隐学习中人工语法学习的成绩（Pretz，Totz & Kaufma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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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不同情绪组被试的心境评定分数和序列学习效应。（a）不同情绪组被试的心境评定分数，（b）不同情绪组被试的对二阶序列（shape）和一阶序列（color）的序列学习效应改编自Shang，Fu，Dienes & Fu（2013）.

在人工语法学习中，通常在学习阶段呈现一系列的字符串，要求被试去记忆这些字符串，被试不知道的是字符串其实是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生成的。研究结果一般发现，在测验阶段要求被试判断所呈现的字符串是否遵循了学习阶段的语法规则时，被试的分类成绩要显著高于随机水平，说明被试无意识地学到了生成字符串的语法规则（Wan，Dienes & Fu，2008）。由于在人工语法学习中，人们通常学到的主要是包含两个字母的组块，即关于一个刺激后面跟随哪个刺激的最为简单的序列关系；而在内隐序列学习中人们需要学的是一个二阶序列，即关于两个刺激后面跟随哪个刺激的更为复杂的序列关系。因此，我们推论，情绪状态对内隐序列学习的影响可能取决于学习材料中序列关系的复杂性（Shang，Fu，Dienes & Fu，2013）。为了验证这一假设，Shang等（2013）采用音乐等来诱发被试正性、中性和负性的情绪状态，并且设置了包含一阶序列（根据前面一个刺激来预测后面出现的刺激）和二阶序列（根据前面两个刺激才可以预测后面出现的刺激）的学习材料。结果发现，负性情绪会降低被试对复杂的二阶序列的内隐学习成绩，但不会影响被试对简单的一阶序列的内隐学习成绩，说明情绪状态对内隐序列学习的影响受到学习材料复杂性的调节。这一结果与以往有关遗忘症患者的研究相一致，支持“情绪即信息”理论假设，说明负性情绪会降低人们对复杂序列关系的加工。但是，这一研究也发现，正性情绪和中性情绪组内隐序列学习的成绩差异不显著，与“情绪即信息”理论中正性情绪会提高人们对自上而下的内容间关系的加工”的假设不一致。这可能是由于对于正常被试来说，人们通常会处于略微正性的情绪状态，尽管正性情绪组比中性情绪组的愉悦度略高，但是二者的差异还不足以引起内隐学习成绩的显著变化。


10.1.3 情绪影响学习的脑机制

最初在1950年代研究者认为，认知过程受大脑皮层调节，而情绪加工则受边缘系统调节。但是很快研究者发现，边缘系统的一个主要结构海马损伤会导致非常严重的长时记忆受损等学习障碍，说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之后，研究者主要探讨了恐惧的条件反射学习的脑机制。在巴甫洛夫经典的条件反射的研究中，条件刺激（conditional stimulus，CS）经过多次与无条件刺激（unconditional stimulus，US）配对出现，会获得无条件刺激的情绪特征。例如，当让一只老鼠听到一个声音（CS）后接着受到一次电击（US），在声音和电击配对出现几次后，老鼠只听到声音时也会出现自卫反应。有关动物尤其是啮齿类动物的研究表明，杏仁核在恐惧学习中具有重要作用。之后在1990年代，有关人类被试的研究也进一步证实，杏仁核是恐惧学习发生的重要条件。例如，杏仁核受损的病人对面孔或者声音刺激中情绪的分辨力受损，并且恐惧学习的成绩降低；而脑功能成像的研究也表明，不仅生气或者恐惧的面孔比高兴的面孔引起更强的杏仁核激活，恐惧学习也会引起杏仁核活动的提高（LeDoux，2000）。杏仁核接收每个感觉通道感觉区的信号，并且有通向负责知觉、注意和记忆功能的脑区的投射，可以确定感觉刺激是否存在危险。当杏仁核由丘脑或者皮层感知到的事件激活时，它可以调节它所投射到的脑区的活动，控制来自大脑的信息类别；此外，杏仁核还可以通过与不同“唤醒”网络的联接来间接地影响大脑皮层的感觉加工。因此，传统观点认为，皮层下通路会迅速将刺激特征的粗糙信息传到杏仁核，再进入主要感觉皮层，参与情绪加工的时间较早；而皮层通路则会将精细加工的皮层信息传达到杏仁核，但会有一个时间上的延迟，参与情绪加工的时间较晚。有研究发现，对于人类而言，杏仁核受损会干扰内隐情绪记忆但不会影响外显情绪记忆，而内侧颞叶的受损会破坏外显情绪记忆但不影响内隐情绪记忆（LeDoux，2000）。

近年来，随着脑成像技术的发展，研究者对情绪影响学习中认知加工的神经机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例如，采用fMRI等具有较高空间分辨率的脑成像技术的研究表明，对于具有强烈情绪色彩的视觉、听觉和嗅觉刺激，会增强由通道特异的感受区、皮层下区域（特别是杏仁核）和前额叶组成的分布式网络的神经活动；而采用ERP等具有较高时间分辨率的脑成像技术的研究表明，情绪刺激会影响不同阶段的波形，包括时间窗为120—300毫秒之间的成分以及大于300毫秒的成分（Steignberg，Brökelmann，Rehbein，Dobel & Junghöer，2012）。实际上，大脑皮层对刺激的分析很快，如在不到50毫秒的时间内大脑皮层就可以对感觉区输入的视觉刺激进行一个初步的粗糙分析。更重要的是，前额叶在对刺激的快速加工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来自人类被试颅内脑电记录的研究表明，前额叶在视觉刺激出现后的30—60毫秒和听觉刺激出现后的45—60毫秒就有反应（Steignberg et al.，2012）。Pessoa和Adolphs（2010）指出，尽管经过上丘和丘脑枕到达杏仁核的皮层下通路通常被认为是对视觉情绪刺激的快速的无意识的加工通路，但是一些解剖学和心理学的实验结果表明这一观点是有问题的：首先，没有证据表明在灵长目动物中存在一个皮层下功能路径；其次，大脑皮层在处理情绪信息中的作用比通常所认为的大得多；第三，对情绪视觉刺激的加工并不比一般视觉刺激的加工快；第四，杏仁核对情绪视觉刺激加工的作用源于其与大脑皮层和皮层下结构的广泛连接；最后，丘脑枕在情绪刺激加工中的作用是通过其与大脑皮层的联接形成的。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个修正的理论，认为杏仁核在评估视觉情绪刺激的生理意义时，主要是通过与大脑皮层网络的协同来完成的；并且，是多条视觉通路而非仅仅上丘—丘脑枕—杏仁核来对情绪视觉信息进行快速、粗糙地加工，这些通路可能还包括杏仁核、框额皮层、前脑岛、前扣带回等多个脑区。

以上理论和结果主要是说明情绪刺激是如何影响人脑的神经活动的，但是不能说明被试本身的情绪状态或者诱发的情绪状态是怎样影响人们的学习过程的。尽管研究者对情绪刺激加工的神经机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有关情绪状态影响认知加工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还比较欠缺。Ashby等（1999）首次提出，脑内多巴胺水平的增加可能调节正性情绪对认知加工的效应，情绪状态对学习的影响可能与奖赏对学习的影响具有相同的神经机制。他们认为：1）正性情绪与脑内多巴胺水平的提高有关，但是多巴胺的变化不一定与情绪的快乐体验有关；2）在正性情绪条件下，至少认知加工的某些变化是由多巴胺水平的提高引起的。他们进一步罗列了支持多巴胺水平调节正性情绪影响认知加工的证据：首先，在呈现奖励刺激后多巴胺会得到释放，对人类被试而言，奖励是与正性情绪紧密相关的；其次，模拟多巴胺作用的药物或者增加多巴胺活动的药物会提高情感体验；第三，多巴胺对抗药会抚平情绪体验；第四，多巴胺的释放和正性情绪都与运动活动的增加有关。该理论认为，正性情绪有助于创造性问题的解决，就是由于前扣带回中多巴胺释放的增加提高了认知的灵活性，从而促进了认知观点的选择。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尽管研究者认为多巴胺与情绪加工有关，但是这无法排除思维和计划等认知加工在其中的作用。


10.2 情感化学习

10.2.1 什么是情感化学习

日常生活中，我们周围的一切事物都充满情感色彩。一些情绪反应是与生俱来的。例如，无需学习，婴儿就会对巨大的声响表现出恐惧，或者表现出呼吸困难（Gerrig & Zimbardo，2002/2003，p.352）。人类经过漫长的进化，能够迅速分辨某些事物（例如蛇）是“令人愉快的”还是“令人不愉快的”（öhman & Mineka，2001）。前人研究发现，与花朵等中性图片相比，三岁的婴儿能够在九宫格之中较快地找出蛇或蜘蛛的图片（LoBue，Rakison & DeLoache，2010），尽管婴儿从未接触过蛇和蜘蛛，说明婴儿能够分辨威胁性刺激和中性刺激。

虽然很多情绪反应是天生的，但有时人类可以通过自身与环境的交互，将环境中的互相关联的事件迅速结合起来，使一个先前不能诱发情绪反应的刺激获得诱发情绪的能力。当一个中性刺激（条件刺激，CS）与一个会引发情感反应（例如，导致个体情感状态改变）的刺激（无条件刺激，US）多次配对出现，之后这个中性刺激就具备了引起情感反应的能力，即这个中性刺激获得了情感效价，这个过程就是情感化学习（affective learning；Blessing et al.，2012；Bliss-Moreau，Barrett & Wright，2008；Lim，Padmala & Pessoa，2008；Lipp & Purkis，2005）。情感化学习在心理学研究中有很长的历史，属于经典条件反射的一种（Gazzaniga，Ivry & Mangun，2009/2011，p.320；刘爱萍，李琦和罗劲，2012）。然而，不同研究者对这一学习过程的命名并不统一：有研究用评价性条件反射（evaluative conditioning）（Gast，Gawronski & De Houwer，2012；刘爱萍等，2012；赵显，李晔，刘力，曾红玲和郑健，2012）或评价性学习（evaluative learning）（De Houwer，Baeyens & Field，2005；Lipp & Purkis，2006），也有用厌恶性学习（aversive learning）或恐惧条件反射（fear conditioning）（Morris，Friston & Dolan，1997；Pessoa，2010；Sehlmeyer等，2009；吴润果和罗跃嘉，2008）以及社会条件反射（social conditioning）（Davis，Johnstone，Mazzulla，Oler & Whalen，2009）。这些研究都是将条件刺激和情绪性刺激重复配对呈现，导致条件刺激具有情绪效价，只是对同一过程使用了不同的术语（De Houwer等，2005）。

情感化学习研究使用的刺激类型很多，如视觉刺激（Aguado et al.，2012；Olson & Fazio，2001，2006；赵显等，2012）、听觉刺激（Bliss-Moreau，Owren & Barrett，2010）、味觉刺激（Zellner，Rozin，Aron & Kulish，1983；Baeyens，Eelen，Van Den Bergh & Crombez，1990）、触觉刺激（Hammerl & Grabitz，2000）、跨通道刺激（Steinberg，Bröckelmann，Rehbein，Dobel & Junghöfer，2013；Todrank，Byrnes，Wrzesniewski & Rozin，1995）等。大部分研究使用的条件刺激都是中性刺激，也有少数研究使用的条件刺激也是情绪性的，如表情（Morris，Friston & Dolan，1997；Morris，öhman & Dolan，1998）。

情感化学习在日常生活中有广泛的应用，由情感化学习产生的情绪和个人偏好很难通过有意识的推理来消除（Gerrig & Zimbardo，2002/2003，p.169）。例如，做成大便形状的冰淇凌放在马桶形状的容器里，你会吃吗？如果你知道一个装果汁的杯子被错误的标记成了农药，你还愿意喝这个杯子中的果汁吗？也许你会说“不”。因为这些食物的形状，或者标签，诱发了恶心的情绪反应。食物虽然没问题，但和这些表面特征搭配在一起，也就具有了诱发恶心反应的能力。广告商也经常运用情感化学习来宣传产品。例如，请性感的明星来做广告，他们希望明星作为非条件刺激，能够诱发人们的积极情绪反应，使产品作为条件刺激也受到消费者喜欢（Gerrig & Zimbardo，2002/2003，p.171）。


10.2.2 情感化学习的分类

按照条件刺激与无条件刺激的呈现顺序，可将情感化学习常用的研究范式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前行条件反射过程（forward conditioning procedure，De Houwer，Thomas & Baeyens，2001），即条件刺激先于无条件刺激呈现，前行条件反射的效果较好，大部分情感化学习的研究都采用这个范式（De Houwer et al.，2001）。第二种是后行条件反射过程（backward conditioning procedure，De Houwer et al.，2001），即无条件刺激先于条件刺激呈现，多用于广告和消费者研究领域。前行条件反射和后行条件反射使用的大多是能引发强烈情感或生理反应的无条件刺激，如电击（Lim et al.，2008；Padmala & Pessoa，2008）、情绪图片（Gast & De Houwer，2012；赵显等，2012）。

根据情感化学习的速度，可以将情感化学习分为两类：一类情感化学习经常是通过联合加工（associative process）的方式来进行，生物需要通过大量的经验才能归纳，学习到新的知识，因此学习过程非常慢（Bliss-Moreau et al.，2008；Gawronski & Bodenhaus，2006；Sloman，1996；Smith & DeCoster，2000）。这种情况下，有三个参数可以加强情感化学习的效果：少量
 的条件刺激在很多
 个试次中与较强烈的威胁或奖赏
 匹配呈现（Bliss-Moreau et al.，2008）。这类情感化学习过程是通过强烈的情绪刺激，真实的情绪经历产生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恐惧条件反射和评价性条件反射。另一类情感化学习则通过一个快速的、基于规则（rule-based）的命题加工（propositional process）方式，使用符号表征（例如词语的说明）来学到新知识，学习的速度和效率更高（Bliss-Moreau et al.，2008；Gawronski & Bodenhaus，2006；Sloman，1996；Smith & DeCoster，2000）。这类情感化学习过程缺少真实的情绪经历，只是通过外显的知识（如指导语）来形成情绪反应，以指导性恐惧和最小情感化学习为代表。

恐惧条件反射

恐惧条件反射是一个中性刺激通过与一个令人厌恶的结果匹配，从而让这个中性刺激变得让人厌恶（Gazzaniga，Ivry & Mangun，2009/2011，p.320）。Gazzaniga，Ivry和Mangun（2009/2011，p.319）在他们的书中以一个生动的例子介绍了这一现象：

请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天，一个年轻人坐火车去上班，与一个素未谋面的乘客攀谈起来。交谈才不到几分钟，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火车撞上了一辆汽车。火车上的乘客都被吓坏了。一些人受了伤，汽车司机当场就死亡了。这个吓坏了的年轻人虽然只有点轻微擦伤，他还是立即下了火车，决定回家镇定一下。几个月后，这个年轻人应邀参加一个鸡尾酒会。在那里，他见到了一个非常面熟的客人，但他没有能够马上认出来他是谁。这位客人开始和他讲话。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年轻人突然间觉得很紧张、浑身不自在，于是找理由走开了。后来，年轻人向酒会的主人问起那位客人，才意识到那个人就是火车发生事故时同他攀谈过的乘客。

尽管那个年轻人开始不能有意识地认出酒会上的那位客人就是火车上攀谈过的乘客，但在酒会上这个人再次同他交谈时，他的情绪反应显示他对这个人是有某种记忆的。他表现出了生理上的唤醒。这让他感觉浑身不自在和紧张。他的身体反应表明这个乘客/酒会客人的视觉形象已经与那不幸的一天以及事故的不幸后果联系在一起。

上面这个例子中，那位乘客是CS（中性），车祸是US（令人厌恶的），由于和车祸的关联，使那位乘客变得令人厌恶，预示着威胁，酒会上年轻人看到那个乘客后感到不自在和紧张就是条件反射。恐惧条件反射是探测威胁性刺激的重要能力，是开启自我保护机制的关键，因此对物种的生存非常重要（Sehlmeyer et al.，2009）。在恐惧条件反射研究中，检测条件反射效应主要通过测量自主神经系统的唤醒或潜在惊吓反应，如心率改变和皮电反应来实现，不需要主观报告来测量，因此实验对象可以是果蝇等动物，也可以是人类（Gazzaniga，Ivry & Mangun，2009/2011，p.320），对象选择非常灵活。由于恐惧条件反射的实验对象非常广泛，目前有关情感化学习的神经机制和分子生物学机制的研究主要使用这一方法。

由于恐惧条件反射效应是通过行为或是生理反应间接表达出来的，有研究者认为该学习过程是内隐的。Gazzaniga，Ivry，和Mangun在他们的书中介绍了一项研究，杏仁核损伤的病人虽然能外显的或有意识的报告出恐惧条件反射的各个特征，但不能形成条件反射。由于治疗癫痫症手术，S.P.病人的双侧杏仁核受损。在学习阶段，研究者给S.P.看一张蓝色方块图片（CS），当蓝色图片呈现10秒结束时给S.P.的手腕施加中等电击刺激（US）。测量皮电反应，发现S.P.对电击产生了正常的恐惧反射。但是当只有蓝色方块（CS）出现，而不出现电击时，S.P.的皮电没有变化，说明她没有形成条件反射。S.P.实验后报告说她在学习阶段就意识到蓝色方块预示着电击，她对自己没有皮电反应而感到惊奇。但是海马损伤而杏仁核完整的病人对蓝色方块（CS）能产生正常的皮电反应，说明他们学到了恐惧条件反应。但是他们不能回忆起蓝色方块预示着电击，或者连蓝色方块都不记得（Gazzaniga，Ivry & Mangun，2009/2011，p.322）。这说明恐惧条件发射的习得和表达是内隐的，不依赖外显记忆。

恐惧条件反射也会导致一种精神疾病——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是指个体由于经历对生命具有威胁的事件或严重的创伤，导致系列精神症状长期持续的精神障碍（安献丽和郑希耕，2008）。地震等大灾难的经历者、救援者通常是PTSD的易感人群（陈文锋，禤宇明，刘烨，傅小兰和付秋芳，2009）。PTSD的典型动物模型是恐惧条件反射。例如，先对动物进行电击刺激（非条件刺激）与声音刺激（条件刺激）的匹配训练，训练后将动物重新置于训练过的环境或者条件线索下，动物会表现出对该整体训练环境和具体条件线索的恐惧（安献丽，王文忠和郑希耕，2009）。因此，对恐惧条件反射的研究有助于治疗和预防PTSD。

评价性条件反射

在生活中，人们都乐于和喜欢的人交往，而不愿与自己不喜欢的人接触。偏好和态度是心理学研究的热点，评价性条件反射是影响偏好和态度的重要途径（De Houwer，2007；Walther，Nagengast & Trasselli，2005）。如前所述，评价性条件反射和恐惧条件反射都是情感化学习的别名。但评价性条件反射与恐惧条件反射不同，恐惧条件反射的无条件刺激是厌恶性的，而评价性条件反射的无条件刺激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De Houwer et al.，2001；De Houwer，2007；刘爱萍等，2012）。另外，其他的情感化学习关注外显的行为、生理反应的改变，而评价性条件反射只关注评价的变化（刘爱萍等，2012）。

典型的评价性条件反射研究范式是Levey和Martin提出的图片-图片范式（引自De Houwer et al.，2001）。Levey和Martin在实验材料准备阶段，请被试观看50张图片，并把它们分成令人喜欢的、不喜欢的，或中性的。然后请被试选出两张最喜欢的图片和两张最不喜欢的图片作为US，再选出4张被试认为中性的图片作为CS，把每个CS和US匹配，形成四对CS-US。另外选出2张中性图片组成中性-中性配对作为基线条件。在学习阶段，所有配对的图片将呈现20次。在评价阶段，被试给学习过的10张图片评分，从-100（非常不喜欢）到100（非常喜欢）。结果发现，被试对令人喜欢的US配对过的CS的评价比较积极，而对不令人喜欢的US配对过的CS评价比较消极（De Houwer et al.，2001）。评价性条件反射不仅局限于视觉领域，在味觉、跨感觉通道、触觉领域都发现了评价性条件反射效应（De Houwer et al.，2001；刘爱萍等，2012）。

评价性条件反射可以被应用在消费者研究中。例如，可口可乐公司曾应用评价性条件反射，推出一系列“喝一瓶可乐和一个微笑”（“have-a-Coke-and-a-smile”）的广告。在这些广告中，可乐品牌名称（CS）和很多微笑着，开心的人的图片重复匹配呈现，可口可乐公司希望这些广告可以提升消费者对品牌的喜爱度（De Houwer，2007）。

评价性条件反射与恐惧条件反射有几点不同。第一，CS并没有获得预测意义，只是获得了US的情绪效价（Walther et al.，2005）。第二，评价性条件反射的非条件刺激既有正性的，也有负性的。第三，恐惧条件反射测量的是行为或者生理反应的变化，而评价性条件反射则是测量评价的变化（刘爱萍等，2012）。

既然评价性条件反射的结果是CS获得了US的情感性评价，那么人们是否是因为意识到CS是和US匹配的，才改变了对CS的评价呢？条件联结觉察（Contingency Awareness）指被试觉察到了中性刺激和情绪刺激的匹配规律（Field & Moore，2005；刘爱萍等，2012）。Hammerl和Fulcher（2005）认为，虽然评价性条件反射与其他经典条件反射范式类似，但评价性条件反射不需要被试意识到CS和US的关系，而经典条件反射的主要观点是在被试意识到US和CS的关系后，学习才会发生。目前已有大量研究探讨评价性条件反射是否需要条件联结觉察，但目前仍存在争议（De Houwer et al.，2001；De Houwer et al.，2005；Jones，Olson & Fazio，2010；刘爱萍等，2012）。赵显等（2012）的研究探讨了US呈现时长、US效价强度、条件联结觉察对评价性条件反射的影响，采用四图再认测验测量CS-US关联意识。发现评价性条件反射只发生在无条件刺激长呈现水平（1000ms）和强效价水平的条件下，而且需要条件联结觉察。

指导性恐惧

除了恐惧条件反射之外，还可以通过语言使人们学习刺激的厌恶属性，而且不需要直接的厌恶体验，这就是指导性恐惧（instructed fear；Olsson & Phelps，2004）。例如，一位年轻女士走在路上遇到邻居家的狗，她害怕这条狗，所以决定绕道马路对面。她遇到这条狗时会紧张和害怕可能有两种原因。一个原因是恐惧条件反射，例如这条狗曾经咬过她。这条狗（CS）与被狗咬（US）匹配，导致疼痛和恐惧，从而形成了对这条狗的恐惧反应。另一个可能是指导性恐惧，这位女士并没有被这条狗咬过，是听邻居说这条狗可能会咬人。她的恐惧反应不是基于真实经历，而是基于对这条狗的潜在威胁的外显知识。这种学习能力依赖于海马记忆系统（Gazzaniga，Ivry & Mangun，2009/2011，p.324）。

Olsson和Phelps（2004）使用两张愤怒面孔作为CS，在学习阶段开始前，给被试呈现其中一张愤怒面孔（CS+）并告诉他们在学习阶段这张面孔会和电击匹配1—3次。然后给被试看另一张愤怒面孔（CS-），并告诉他们这张面孔不会和电击匹配。事实上，整个实验根本不会出现电击。结果发现，被试对CS+的皮电反应显著大于对CS-的皮电反应。在之后的消退（extinction）阶段，被试被告知这个阶段不会有电击。但他们对CS+的皮电反应还是显著高于CS-。Rae，De Houwer，De Schryver，Brass和Kalisch（2014）的研究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并进一步发现，在指导性恐惧的基础上，如果施加真实的厌恶性刺激，会增强恐惧。实验开始前，给被试看三张雪花图案（CS+1，CS+2，CS-），告诉被试CS+1，CS+2都会和电击匹配，CS-不会匹配电击。在学习阶段，CS+1匹配了电击，而CS+2匹配的是一个闪电图片。为了让被试相信所有的CS+都会匹配电击，主试告诉被试，本阶段是帮助他们熟悉实验任务，为了避免疲劳，在“正式”实验开始前，不会施加过多的电击。在测试阶段，告知被试“正式”实验开始，而且在“正式”实验中，所有电击都将呈现。实际上，实验只呈现CS+1，CS+2，CS-。最后，请被试报告个人恐惧程度（看到这张图片感到有多恐惧）和皮电反应。结果发现，CS+1比CS+2诱发了更大的个人恐惧，但二者诱发的皮电反应没有差异。

最小情感化学习

与指导性恐惧类似，Bliss-Moreau等（2008）认为，为了更好的适应环境，人们根据有限的经验就可以决定是否喜欢一件物品，或一个人。不需要真实情感体验，情感化学习在“最小”（minimal）的学习条件下应该也可以进行，即最小情感化学习。Bliss-Moreau等（2008）使用最小情感化学习范式，在学习阶段，请被试观看一些中性面孔与句子的配对，要求被试想像屏幕上的人做出句子描述的行为，并记住每个面孔-句子的匹配。行为有积极（如，“在公交车上给孕妇让了座”）、消极（如，“偷了盲人的钱”）、中性（如，“接了一个电话”）三种。在随后的评价阶段，要求被试凭直觉快速判断面孔是积极的、消极的、还是中性的。结果显示与积极句子配对的面孔被判断为积极的百分率显著高于随机水平（0.33），与消极句子配对的面孔被判断为消极的百分率也显著高于随机水平。说明被试在“最小”条件下学到了情感信息。Verosky和Todorov（2010）考察了最小情感化学习能否泛化到相似的面孔。他们用morphing技术将新异面孔和学习过的面孔进行了合成，并操控了新异面孔占的比例：65%和80%。预实验中，被试认为这些合成面孔都是新异面孔。学习阶段之后，被试需要评价学过的面孔和合成的面孔的可信任性。结果发现，含有“积极”面孔的合成面孔比含有“消极”面孔的合成面孔的评价更积极。说明最小情感化学习可以泛化到外貌相似的面孔。Verosky和Todorov（2013）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当人们不仅依据外貌而且可以依据相关的行为信息来评价面孔时，对新合成面孔的评分依然显示出了情感化学习的泛化：类似消极面孔的合成面孔的评分低于类似积极面孔的合成面孔。而且，在存在认知负荷（记忆任务）的情况下，甚至是在指导语要求不要使用外貌相似性的条件下，情感化学习的泛化效应仍然存在。这说明基于面孔相似性的情感化学习的泛化是自动的。

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最小情感化的学习呢？Bliss-Moreau等（2008）探讨了情感化学习效应与大五人格中外倾性和神经质的关系，结果发现，外倾性得分高的被试会更多地将与正性句子匹配的中性面孔判断为正性，即出现更大的积极情感化学习；而神经质得分高的被试却并不会更多地将与负性句子匹配的面孔判断为负性，即不会出现更大的消极情感化学习。Todorov和Olson（2008）探讨了情感化学习效应与年龄的关系。结果发现，大学生被试和老年被试的情感化学习效应差异不显著，这说明年龄不会影响情感化学习。尚俊辰（2012）则系统考察了中国被试和美国被试对高加索面孔和亚洲面孔的情感化学习效应。结果发现，中国被试和美国被试都能学到与本族面孔相关的积极和消极的社会性信息，却只能学到与异族面孔相关的消极的社会性信息，这说明情感化学习中存在异族效应。

目前，有关最小情感化学习的研究不多，而且有两个问题仍然存在争议：

第一，既然最小情感化学习是依据外显知识来形成的，那么是否与记忆有关？被试可能并不认为面孔是积极的或消极的，而只是根据面孔来回忆面孔所匹配过的句子，然后再根据句子的情绪效价来评价面孔？如果是这样，那么如何判断是最小情感化学习效应还是外显记忆呢？有些研究认为，情感化学习效应不依赖外显记忆。例如，海马损伤的病人的外显记忆受损，但表现出与正常人类似的最小情感化学习效应（Todorov和Olson，2008）。Bliss-Moreau等（2008）也提到，由于判断阶段被试需要尽可能快速地做出自己的直觉反应，或者对面孔做快速判断，被试不大可能外显地回忆出面孔曾经匹配过的句子。Bridge，Chiao和Paller（2010）发现被试对句子的源记忆处于随机水平，认为最小情感化学习可能不依赖于对句子的记忆。Blessing等（2012）对比了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和健康被试的情感化学习效应，为最小情感化学习不依赖于外显记忆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他们发现，经过学习面孔-情绪句子配对之后，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和健康被试对面孔的评价都发生了与情绪句子效价对应的改变，说明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和健康被试都产生了情感化学习效应。过了190分钟后，呈现学习过的面孔和新异面孔，并请被试再认哪些面孔是学过的，并回忆出对应的句子。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对面孔的再认成绩处于随机水平，而且不记得任何句子。但健康被试可以再认出部分面孔，并回忆出一部分句子。这说明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情感化学习效应不依赖于外显记忆，但健康被试则会受到外显记忆的影响。因此，为了排除外显记忆对最小情感化学习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应在判断阶段之前加入分心任务，或者在实验结束后加入记忆检测任务。

第二，最小情感化学习效应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前人研究中，测量情感化学习效应的标准有两种：一个是面孔被分别判断为积极、中性、消极的百分率（Bliss-Moreau et al.，2008）；二是对面孔的评分（Davis et al.，2009；Todorov & Olson，2008；Verosky & Todorov，2010，2013）。迄今为止，研究者们只选择二者之一作为因变量，还未曾探讨过两种指标在不同情况下的适用性。

尚俊辰（2012）探讨了最小情感化学习的衡量标准问题。用百分率作为因变量时，需要把各条件下面孔被分别判断为积极、中性、消极的百分率与随机水平0.33比较（Bliss-Moreau et al.，2008）。例如，如果与消极句子匹配过的面孔被判断为消极的百分率高于0.33，则说明人们学到了消极情感信息，否则就认为没有学到。将面孔判断为某个情绪效价的百分率与0.33对比的方法确实比较严格，但这种方法忽略了所有低于随机水平的数据。如果情感化学习的面孔外貌（facial appearance）也是一个自变量，这种方法就存在缺陷。假如实验材料分为高信任度面孔和低信任度面孔两类（Todorov & Olson，2008），由于面孔的初始评价不同，经过情感化学习后，两类面孔的评价也会有差异。可能低信任度面孔即使与积极句子匹配后的评价也就是中性面孔的水平。如果用0.33为衡量指标，我们可能会忽略掉低信任度面孔的积极情感化学习效应。这样就不能分析人们对面孔的评价有多少来自外貌，多少来自情感化学习。

相比之下，评分法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因为它不考虑百分率是否高于随机水平。例如，Todorov和Olson（2008）发现，外貌会与情感化学习效应一起影响人们对面孔的评价。对高信任度和低信任度的面孔进行情感化学习后，人们仍然认为高信任度的面孔比低信任度的面孔更加可爱，更加值得信任。此外，与积极句子匹配过的低信任度面孔的评分显著高于和消极句子匹配过的低信任度面孔。高信任度的面孔与低信任度面孔的趋势一致。


10.2.3 情感化学习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情感化学习的神经机制研究以恐惧条件反射范式为主。Sehlmeyer等（2009）的元分析研究发现，参与恐惧条件反射的脑区是杏仁核（amygdala）、脑岛（insula）以及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d cortex）。吴润果和罗跃嘉（2008）对恐惧条件反射的神经回路进行了总结：杏仁核中的外侧核、基底核、附属基底核和中央核是最为相关的脑区。以声音为条件刺激的恐惧条件反射为例，作为条件刺激的声音信息由听觉丘脑和听觉皮质传送到外侧核；这时作为非条件刺激的电击带来的痛苦感受也由脊髓—丘脑通路到达了外侧核。外侧核负责整合来自大脑多个区域的信息，使恐惧反射中的联结得以形成。接着，外侧核将信息投射到中央核。最后信息经过脑干到达身体各部的效应器，引发条件反射（Gazzaniga，Ivry & Mangun，2009/2011，p.321；吴润果和罗跃嘉，2008）。

恐惧条件反射和指导性恐惧都可以引起人的恐惧条件反应。Mechias，Etkin和Kalisch（2010）用元分析比较了指导性恐惧和恐惧条件反射激活的脑区，发现在指导性恐惧任务中，背内侧前额叶皮层的前部（rostral dmPFC）被激活；在恐惧条件反射任务中，背内侧前额叶皮层/背侧前扣带回的后部（posterior dmPFC/dACC）被激活，说明其与指导性恐惧所激活的脑区有一定重叠。

有些研究探讨了最小情感化学习的神经机制。Davis等（2009）的fMRI研究发现，在学习阶段，与中性句子匹配学习的人脸相比，腹内侧杏仁核（medial ventral amygdala）和背侧杏仁核/无名质（dorsal amygdala/substantia innominata）对与消极和积极句子匹配学习的人脸的反应显著增强，但是腹部外侧杏仁核（lateral ventral amygdala）对消极句子匹配人脸的反应最强，其次是积极句子匹配的人脸，对中性句子匹配的人脸的反应则最弱。Baron等（2011）发现，与不匹配句子的面孔相比，背内侧前额叶皮层（dmPFC）对与积极句子和消极句子匹配的面孔反应更强烈。而且背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程度与学习的绩效相关。另外，Todorov和Olson（2008）考察了海马（hippocampus）损伤病人和海马及左侧杏仁核（left amygdala）还有颞极（temporal pole）都受损的病人，海马损伤病人的情感化学习效应与正常被试相同，但是海马和左侧杏仁核以及颞极都受损的病人没有表现出学习行为。以上研究说明海马、杏仁核、颞极是参与最小情感化学习的重要脑区。


10.2.4 情感化学习效应对认知的影响

大量研究发现，情绪影响知觉、注意、记忆等认知过程（Clore & Huntsinger，2007；Storbeck & Clore，2005；刘烨，付秋芳和傅小兰，2009）。例如，情绪信息（面孔表情、情绪词、情绪图片）在视觉搜索任务、空间线索任务和注意瞬脱任务中都能捕获注意（Vuilleumier & Huang，2009）。情绪信息在无意识下也具有加工优势（徐茜和蒋毅，2012）。Fang和He（2005）使用连续闪烁抑制任务发现，情绪刺激可以在无意识情况下得到加工。恐惧面孔比快乐和中性面孔都更快地进入意识（Yang，Zald & Blake，2007）。由于条件刺激（CS）经过情感化学习后，获得了无条件刺激的情绪效价，那么条件刺激在认知过程中是否具有类似情绪刺激的性质呢？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情感化学习效应能够影响对条件刺激的认知。

情感化学习效应对嗅觉、听觉认知的影响

Li，Howard，Parrish和Gottfried（2008）将物理性质完全相同的两种气味（同分异构体）中的一种与电击配对呈现后，被试就可以分辨这两种气味。fMRI结果发现，经过情感化学习，这两种气味在初级嗅觉皮层诱发的神经活动也有显著性差异。

最近的一项研究首次把情感化学习引入了听觉研究（Bliss-Moreau et al.，2010）。学习阶段，被试先听到一些由男性朗读的积极、消极或中性词。然后，完成一个序列评价启动任务，听到一个由学习阶段朗诵者朗读的中性词，再评价目标词。结果发现了启动的反转效应，例如，当学习阶段读“兴奋”（正性词）的朗诵者在启动任务中读“座位”作为启动刺激时，被试判断“小猫”为正性的反应时显著长于判断“税负”为消极的反应时。而且，学习阶段朗读不同情绪词的声音全部被评价为中性，说明启动的反转效应不是基于被试的策略和外显的反应。这个研究表明，朗诵者的声学特征经过学习获得了情感效价，虽然这些声音被评价为中性，但目标词的加工还是受到了启动词声音的影响。

情感化学习效应对视觉认知的影响

Padmala和Pessoa（2008）把一个低对比度的Gabor线条图和电击配对，发现在随后任务中，被试会既快又准地探测到和电击配对呈现过的线条图，视觉皮层中的V1区对这些刺激的反应也明显增强。Lim和Pessoa（2008）发现，情感化学习还可以影响表情识别。在他们的实验中，有强度是100%的恐惧和中性两种表情，每种表情有浅红色和浅蓝色两种颜色。在学习阶段，只有某一个颜色的恐惧面孔会和电击配对呈现。之后，请被试完成一个表情识别任务，快速判断面孔是恐惧的还是中性的。在表情识别任务中，恐惧图片的表情强度会从0到100%递增。结果发现，被试更多地把与电击匹配过的那种颜色的面孔判断为恐惧（限于恐惧表情强度在40%~60%范围内的面孔），这说明情感化学习增强了人们对条件刺激的敏感性。

Anderson，Siegel，Bliss-Moreau和Barrett（2011）探讨了情感化学习对双眼竞争中面孔视觉加工的影响。使用最小情感化学习范式时，学习阶段共有30个中性面孔-句子进行配对，每个面孔-句子配对重复出现4次。在之后的双眼竞争任务中，被试的左眼和右眼分别会看到面孔，或者房子。记录被试分别看到“面孔”，“房子”或者二者混合的时间。结果表明，与消极句子匹配呈现过的面孔，在双眼竞争任务中占知觉主导的时间（只看到面孔的时间）显著长于其他类型的面孔，这说明情感化学习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影响视觉加工。换言之，我们对于他人的了解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他们的感觉和看法，而且影响我们是否能在第一时间看到他们。

以上研究的条件刺激都是与反应任务有关的。Damaraju，Huang，Barrett和Pessoa（2009）发现，即使条件刺激与反应任务无关，也可以影响视觉加工。实验材料是嵌在黑色或白色圆圈中的恐惧或中性面孔。只有嵌在黑色圆圈中的恐惧面孔（CS+）在学习阶段与电击配对呈现，其他刺激均不和电击匹配。然后请被试数出屏幕上快速呈现的一系列字母中“X”的个数。在每次试验开始后的300到1000ms之间，插入两张相同的面孔。结果发现，视觉皮层的V1和V4区对CS+的反应最大。另外，Lim等（2008）在学习阶段时使用恐惧和中性面孔，恐惧面孔与电击配对呈现。之后请被试完成一个字母探测任务，任务难度分为高低两种，背景图片是恐惧或中性面孔，请被试在完成字母探测任务时忽略这个面孔。结果发现，与电击配对过的面孔，虽然与任务无关，但仍在杏仁核和梭状回诱发了较强的活动。不过这个效应只在任务难度低的条件下存在。这说明，只有在大脑认知资源足够加工情感刺激的时候，情感化学习才能影响视觉加工。


10.3 学业情绪

近年来，人们越发认识到情绪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学业情绪（achievement emotion）的研究应运而生。1998年，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merican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召开了主题为“情绪在学生学习与成就中的作用”的学术年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就学业情绪研究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是，早前研究对消极学业情绪的关注较多，而与成就感相关的其他情绪研究则很少（Pekrun，Goetz，Titz & Perry，2002）。2002年，美国的《教育心理学家》（Educational Psychologist）杂志刊发了一期由8篇文章组成的学业情绪的研究专栏。自此，学业情绪研究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并成为教育心理学和情绪心理学的研究热点。2011年，美国的《当代教育心理学》（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杂志开设了“学生的情绪与学习参与”专栏，标志着学业情绪的研究已经进入全新阶段。


10.3.1 什么是学业情绪

Pekrun等人（2002）最早提出学业情绪的概念。他们将学业情绪定义为与学业学习、课堂教学和学业成就直接相关的各种情绪，特别是与成功或失败相关的那些情绪。俞国良和董妍（2005）认为，学业情绪是指在教学或学习过程中，与学生学业相关的各种情绪体验，包括高兴、厌倦、失望、焦虑、气愤等。学业情绪不仅包括学生在获悉学业成功或失败后体验到的各种情绪，还包括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在日常做作业过程中以及在考试期间的情绪体验等。还有学者提出，学业情绪是学生在学习情境中产生的与学业相关的各种情绪体验（桑青松和卢家楣，2012）。概而言之，学业情绪指的是影响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业成就的各类情绪。

研究者对学业情绪的结构和种类进行了分析。Pekrun等人（2002）根据唤醒度和愉悦度这两个维度把学业情绪划分为四种类型：积极高唤醒度情绪（positive high arousal emotions），包括高兴、希望和自豪；积极低唤醒度情绪（positive low arousal emotions），即放松；消极高唤醒度情绪（negative high arousal emotions），包括气愤、焦虑和内疚；消极低唤醒度情绪（negative low arousal emotions），包括无助和无聊。董妍和俞国良（2007）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学业情绪的四分法。Govaerts和Gregoire（2008）研究发现，学生的学业情绪可分为六种：愉快、希望、骄傲、焦虑、羞愧以及受挫。

学业情绪具有三个特征（Efklides，2005）：①多样性。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会体验到各种不同的情绪经验，既包括对认知加工过程监控和调节的情感，也包括直接促进或者延迟学生学习行为的情绪。②情境性。学业情绪会受到学习任务及其要求的影响，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的学习情境下会产生不同的学业情绪。③动态性。在学习过程中，学业情绪会随着学习任务和学习情境的变化而改变。


10.3.2 学业情绪的测量

目前主要采用问卷法来测量学业情绪。Pekrun等人（2011）编制了学业情绪问卷（The Achievement Emotions Questionnaire，AEQ）。该问卷既可以测量一般学业情绪（特质学业情绪），又可以测量某个具体课程的学业情绪，还可以测定某个特定时间的学业情绪（状态学业情绪）。问卷共有232个项目，分为课堂相关情绪量表（测查8种情绪，80个项目）、学习相关情绪量表（测查8种情绪，75个项目）和考试相关情绪量表（测查8种情绪，77个项目）三部分，共计有24个分量表。AEQ的三个部分可以分开使用，也可以同时使用。量表采用5点计分，从“非常反对”到“非常同意”，分别记1—5分。赵淑媛和蔡太生（2012）对AEQ进行了中文版修订。结果表明，AEQ中文版具有较高的信度和良好的结构效度。Lichtenfeld等人（2012）还研制出了质量较高的学业情绪问卷（小学版）（The Achievement Emotions Questionnaire-Elementary School，AEQ-ES）。

青少年学业情绪问卷由国内学者董妍和俞国良（2007）研制。该问卷共72个项目，包括四个分问卷：积极高唤醒分问卷（测查自豪、高兴和希望3种情绪，共16个项目），积极低唤醒分问卷（测查满足、平静和放松3种情绪，共14个项目），消极高唤醒分问卷（测查焦虑、羞愧和生气3种情绪，共17个项目）和消极低唤醒分问卷（测查厌倦、无助、沮丧和心烦4种情绪，共25个项目）。问卷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依次记1—5分。研究显示，四个分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介于0.78~0.92之间，分半信度介于0.71~0.82之间；问卷具有较好的效标关联效度。

大学生一般学业情绪问卷（马慧霞，2008）由羞愧、焦虑、气愤、兴趣、愉快、希望、失望、厌烦、自豪和放松等10个分测验组成。研究表明，各个分测验的Cronbach α系数在0.64~0.89之间，重测信度在0.56~0.87之间；10种情绪又分属于消极高唤醒（羞愧、焦虑和气愤）、积极高唤醒（兴趣、愉快和希望）、消极低唤醒（失望和厌烦）、积极低唤醒（自豪和放松）四个维度；各分测验之间以及与积极情感量表、消极情感量表、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总分呈中度相关。

在今后的研究中，可综合利用观察法、问卷法、实验法和神经心理学方法，从多个角度对学业情绪进行研究（徐先彩和龚少英，2009）。系统观察和录像技术可以用来分析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中不断变化发展的情绪，ERP和fMRI等方法能对情绪过程中所包含的认知和情感成分进行实时测量。


10.3.3 学业情绪的影响因素

个体因素


性别
 学业情绪的性别差异显著。研究发现，初中男生的积极学业情绪多于女生，女生的消极学业情绪多于男生（董妍和俞国良，2007；陈京军，吴鹏和刘华山，2014）；学习不良青少年女生比男生有更多的沮丧学业情绪（Hankin & Abramson，1999）。学业情绪的性别差异与学科有关：在数学学习中，男生有较多的积极情绪，女生有较多的消极情绪（熊俊梅，龚少英和Frenzel，2011）；而在语文和英语学习中，男生有较多的消极情绪，女生有较多的积极情绪（徐速，2011）。大学生学业情绪的性别差异正好相反：男生体验到的消极学业情绪比女生多（赵淑媛，蔡太生和陈志坚，2012）。


年级
 学业情绪的年级变化主要表现为：积极情绪随年级的升高而下降，消极情绪随年级的升高而上升（陈京军，吴鹏和刘华山，2014）。例如，有研究表明，六年级学生在语文、数学和英语三个学科中的积极学业情绪显著高于八年级学生，八年级学生在数学和英语学科中的消极学业情绪显著高于六年级学生（徐速，2011）；初中生的积极学业情绪多于高中生，消极学业情绪少于高中生（董妍和俞国良，2007）。还有研究显示，初中二年级是语文学困生学业情绪变化的转折点（薛辉和程思傲，2013）


生源地
 研究发现，农村大学生在积极学业情绪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城市大学生，在消极学业情绪上的得分显著低于城市大学生（赵淑媛，蔡太生和陈志坚，2012）。


认知能力
 学生的认知能力与学业情绪有着密切关联。乔建中、谢晓昱和蔡飞（1994）的研究显示，青少年学生的愉快、兴趣、兴奋、满足、喜欢及期待等积极课堂学业情绪与认知行为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不满、厌烦、怀疑、沮丧、蔑视、忧虑及无动于衷等消极课堂学业情绪都与认知行为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Goetz，Preckel，Pekrun和Hall（2007）的研究表明，逻辑推理水平不同的学生体验到的学业情绪也不同：高水平学生体验到最多的是高兴，中等水平学生则报告了最多的厌倦，而低水平学生报告了更多的焦虑和愤怒。这可能是因为，对于中等水平的学生来说，其逻辑推理能力和学业成绩既没有低到让他们产生焦虑和愤怒的程度，但也没有达到让他们感到高兴的水平，因此他们体验到了相对较多的厌倦情绪。与之相近，学生的学习成绩对学业情绪也有一定的影响：初中学困生在语文学习中体验到的希望情绪比学优生少，而厌倦情绪比学优生多（薛辉和程思傲，2013）。


成就目标
 成就目标对学业情绪有着重要影响。Pekrun，Elliot和Maier（2006）最初的研究发现，掌握目标可以正向预测高兴、希望、骄傲情绪，负向预测厌倦和生气，成绩-接近目标只与骄傲正相关，而成绩-回避目标与焦虑、失望、羞愧正相关。他们后来的研究进一步揭示，成就目标对具体的学业情绪具有预测作用，同时学业情绪也能够预测成绩达成，学业情绪是成就目标与成绩达成之间的调节因素。具体而言，掌握目标可反向预测无聊、愤怒、无助，并通过这三种学业情绪影响学业成绩；成绩-接近目标可正向预测希望、自豪，并通过这两种学业情绪影响学业成绩；成就-回避目标可正向预测愤怒、焦虑、无助，负向预测希望、自豪，并通过这五种学业情绪影响学业成绩（Pekrun，Elliot & Maier，2009）。Daniels等人（Daniels，Haynes，Stupnisky，Perry，Newall & Pekrun，2008）的一项纵向研究显示，那些追求高掌握目标和同时追求高掌握高成绩目标的学生体验到了更多的高兴情绪，报告了较少的厌倦情绪；而追求成绩目标的学生比高掌握目标的学生体验到更多的焦虑情绪，但与追求高掌握高成绩目标的学生并无显著差异。最近的研究发现，如果学生把成绩看做判断任务和个人能力的基础，那么其掌握目标就能预测自豪和希望等学业情绪（Putwain，Sander & Larkin，2013）。


自我认知
 归因方式、学业控制感和学业自我概念等自我认知因素会直接制约学生的学业情绪。①归因方式。Weiner（1985）的成败归因研究表明，对学业成功的内部归因能够正向预测积极的学业情绪。其他研究也发现，不良的归因方式与学生的考试焦虑和失望情绪呈显著正相关（Abela & Seligman，2000）。②学业控制感。Perry，Hladkyj，Pekrun和Pelletier（2001）对524名大学生的研究发现，高学业控制的学生报告了更少的厌倦和焦虑情绪，而且更加自信。Pekrun等人（2002）提出了学业情绪的控制-价值评估理论。他们认为，学生对学习任务的控制和价值的评估是学业情绪的主要来源，控制评估是学生对自己能否完成学习任务，掌握学习材料的评估，其相关因素包括自我效能感、归因方式、成就预期。价值评估则是学生对学习任务重要性和有用性的评估，由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两部分组成。只有当学生对学习任务很有兴趣、认为自己有能力达到学习目标并且认为所学的东西是很有价值的时候才会产生高兴这种积极高唤醒的情绪。Pekrun（2006）进一步指出，影响学业情绪的学业控制感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环境方面和行为方面。环境控制感主要指环境-结果期望（situation-outcome expectancies），是不需任何自身的努力而环境自动会产生积极的结果，或者是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则产生消极的结果，它意味着对结果外部控制的评价。行为控制感包括行为-控制期望（action-control expectancies）和行为-结果控制期望（action-outcome expectancies），前者是指某一行为会被接受和执行的期望（只是简单地对能否产生这一行为的评价），后者是指对一个人的行为所产生结果的期望，如产生积极的结果或者阻止、消除某些消极结果。Ruthig等人（2008）研究发现，无聊、焦虑可以负向预测学业成绩，且焦虑、无聊和学业控制感存在交互作用；在高学业控制感的学生中，无聊和焦虑水平较高的学生其考试成绩的等级较低，而当学业控制水平较低时则不存在交互作用；较低的学业控制和愉悦情绪能预测学习成绩。由此可见，学业控制感对学业成绩的作用受到学业情绪的调节。③自我概念。研究表明（Goetz，Frenzel，Hall & Pekrun，2008），学业自我概念在五到十年级学生的学业成绩与学业乐趣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且具有跨学科和跨性别的一致性。国内研究也发现（陈京军，吴鹏和刘华山，2014），学业能力自我概念在学业成绩与学业情绪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且该中介作用具有跨性别和年级的一致性。女生在数学学习中的消极情绪可能与低数学自我概念有关（熊俊梅，龚少英和Frenzel，2011）。

环境因素


学校
 学生的学业情绪受到教师和教学等学校因素的极大影响。①教师的教学。有研究发现，学生的课堂情绪感受、学生对教师的情绪感受，取决于教师的授课水平，与课程性质无关；学生的课堂情绪感受和学生对教师的情绪感受的性质变化，取决于授课水平中的“生动活泼性”（乔建中，谢晓昱和蔡飞，1994）。Pekrun等人（2002）提出，学生的控制-价值评估体系会受到以下环境因素的影响：课堂教学质量、重要他人对学业的期望、班级整体学习水平、教师反馈、互动学习以及家长同伴的支持。Assor等人（2005）的研究表明，教师对学生失败的惩罚、不允许学生有独立的观点等消极教学行为会引发学生的愤怒和焦虑情绪。Frenzel，Pekrun和Goetz（2007）的研究显示，学生对班级环境的知觉会影响他们的数学学业情绪。在个人水平上，学生对课堂教学质量和班上同学对课程的整体评价的知觉与高兴正相关，与焦虑、愤怒及厌倦负相关；对教师惩罚及教师对失败的消极评价的知觉可以正向预测学生的焦虑和愤怒，而对班级的竞争与合作气氛的知觉则与高兴、焦虑、愤怒、厌倦正相关。在班级水平上，成绩水平高和男生比例高的班级的学生会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绪。②教学内容。徐速（2011）的研究发现，六年级与八年级学生表现出对数学等理科科目的更多喜爱和较少厌倦；六年级学生对语文的焦虑程度最高，八年级学生对语文的焦虑程度最低。③教育干预。“班级辅导+教师与家长辅导”的系统心理干预方法可以增加初二学生的正向学业情绪，减少负向学业情绪，并且干预后间隔一个月后仍有延续效应（马惠霞，郭宏燕和沈德立，2009）。通过归因训练改进了高一学生的归因方式，使他们建立了积极、正向的归因模式，使他们的学业情绪得以改善，体验到了更多积极的学业情绪（马慧霞和张寒，2013）。归因训练干预和活动教学法能够有效降低大学生的消极学业情绪、增强大学生的积极学业情绪（马惠霞，林琳和苏世将，2010）。


家庭
 家庭因素对学业情绪具有一定的影响。研究表明，父母对学生的期望与其学业情绪有密切关系：父母的期望与愉快和自豪的情绪的产生呈显著正相关，与焦虑、生气和愤怒等情绪的产生呈显著负相关（Frenzel，Thrash，Pekrun & Goetz，2007）。家庭支持对学业情绪的影响表现出比较强的一致性，家庭支持与积极性情绪存在显著正相关（徐速，2011）。


同伴
 同伴因素与学业情绪也有某些关联。①同伴交往。愉快和平静等积极学业情绪与积极的同伴交往有关，而疲倦等消极学业情绪与社会惰化有关、与积极的同伴交往情况呈显著负相关（Linnenbrink-Garcia，Rogat & Koskey，2011）。②学生群体的性质。学习不良青少年与一般青少年的比较分析显示，学习不良青少年的积极学业情绪显著低于一般青少年、消极学业情绪显著高于一般青少年；学习不良青少年与一般青少年在学业情绪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初一、初二和高二、高三年级，学习不良青少年会比一般青少年体验到更多的羞愧情绪（董妍和俞国良，2006）。还有研究发现，学习不良青少年的积极低唤醒学业情绪受学业因素影响最大，普通青少年则受课堂因素和人际因素的影响最大（董妍，俞国良和周霞，2013）。

实际上，个体的认知能力、归因方式、成就目标和学业自我概念等个体因素之间，学校、家庭和同伴等环境因素之间，以及个体因素与环境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深入探究这些因素对学生学业情绪的复杂影响。


10.3.4 学业情绪对学生学习的影响

学业情绪可以显著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策略和自我效能等。在学习动机方面，情绪更可能预测掌握目标，而与成就目标无关，特别是消极情绪能够消极预测掌握接近目标（Linnenbrink & Pintrich，2002）。在学习策略方面，积极情绪更有利于灵活的学习策略的使用，消极情绪则更容易使人采用僵化的学习策略（Pekrun，Goetz，Titz & Perry，2002）；高兴、自豪的情绪与认知、元认知策略呈显著正相关，生气、焦虑、无助、厌倦等情绪与认知、元认知策略呈显著负相关（熊俊梅，龚少英和Frenzel，2011）。在自我效能方面，学业情绪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相关：积极高唤醒情绪、积极低唤醒情绪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正相关，消极低唤醒情绪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负相关。进一步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自豪、兴趣和放松对学业自我效能感均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其中自豪的预测力最强。也就是说，体验越多积极学业情绪的大学生，自我效能感越高（李洁和宋尚桂，2011）。当然，学业情绪对自我效能的影响可能比较复杂。Turner等（2002）发现，羞愧能使一部分学生变得对学习更加丧失信心，降低对自己的期望和自我效能；而能使另外一部分学生增加动机，并获得更高的学业成绩。

虽然有研究者认为学业情绪尤其是消极情绪与成绩的关系不明确（Lane，Whyte，Terry和Nevill，2005），但是更多的研究发现了学业情绪对学业成就的重要影响。陆桂芝和庞丽华（2008）的研究表明，自豪、高兴、希望、满足、平静、放松与学业成就呈显著正相关，焦虑、羞愧、厌倦、无助、沮丧、心烦与学业成就呈显著负相关；13种学业情绪对学业成就的联合预测达到极其显著的水平，其中“无助”能极其显著地预测学业成就。陈京军和李三福（2010）发现，学业情绪是成就归因与学业成绩之间的中介因素。学业情绪在努力归因和学业成绩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在情境归因和学业成绩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学业消极情绪在能力、运气归因与学业成绩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Pekrun，Goetz，Frenzel和Perry（2011）指出，学业情绪对学业成绩有一定的预测作用。赵淑媛、蔡太生和陈志坚（2012）的研究显示，积极学业情绪和学业成绩呈正相关，消极学业情绪和学业成绩呈负相关。常若松、马锦飞和张娜（2013）以学业拖延为反应变量，以积极学业情绪、消极学业情绪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积极学业情绪和消极学业情绪均能显著预测学业拖延。学业情绪对学业成就的影响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Pekrun等（2002）提出，情绪对学习和成就的影响可能是通过一系列中介机制实现的，这些中介机制包括学习动机、学习策略、认知资源以及自我调节学习等。Pekrun等人（2009）的研究发现，学生的学业情绪和他们的控制感和价值评价、动机、学习策略的使用、自我调节学习和学习成绩都相关。董妍和俞国良（2010）考察了学业情绪对学业成就的影响。结果表明，学业情绪可以对学业成就产生直接影响，也可以通过成就目标、学业效能、学习策略等中介变量对学业成就产生间接影响。其中，积极低唤醒学业情绪能够直接积极预测学业成就，消极高唤醒与消极低唤醒学业情绪能够直接消极预测学业成就，而积极高唤醒学业情绪可以通过掌握接近目标、掌握回避目标、成绩接近目标、学业效能和学习策略来间接对学业成就进行积极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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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情绪与决策

情绪在决策领域中的引入曾经历过一个从刻意回避到日益重视的过程，时至今日，探讨情绪与决策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了诸多成果，相关研究表明，情绪会对个体的决策结果、决策过程和决策质量产生重要影响。本章在介绍情绪与决策关系演变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决策领域中所涉及的不同情绪与决策的关系，这些情绪包括：与当前决策相关的指向未来的预期情绪（anticipated emotion）；由当前决策情景所激发的即时性预支情绪（anticipatory emotion）；由非当前决策任务的其他偶然因素所诱发的偶然情绪（accidental emotion）。该领域的研究揭示出，个体在决策时应充分意识到情绪会影响我们的决策行为，相应地，在思考自己或预期他人的决策时，也应充分意识到情绪的重要性以降低决策偏差。


11.1 情绪与决策关系的演变

决策（decision making），通俗来讲就是做出选择或决定，即对已有选项进行评估和选择的过程。它是一种高级认知过程，也是一种社会性活动。决策行为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大到国家方针政策的制定，小到人们对日常衣食住行的选择。对决策问题的探讨也一直是诸多学科（如经济学、心理学等）所关注的焦点问题。虽然目前探讨情绪对决策的影响已成为决策领域中一个热点问题，但在早期经典的规范性决策理论（normative decision theory）和描述性决策理论（descriptive decision theory）中，研究者往往会回避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即使不得不引入情绪因素，早期的决策研究也往往认为情绪是认知评价的副产品，而强调认知评价在人类决策行为中的主导作用。


11.1.1 情绪在早期规范性决策理论中的处境

早期的决策理论完全排斥情绪的影响作用，认为情绪难以琢磨、不期而至，因而一直回避探讨情绪对决策行为的影响。这些标准化决策理论大多由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提出，他们热衷于建立基于理性决策的数学模型。传统经济学中奉行的是“理性人”假设，在这些经济学家眼中，人是理性的决策者，全知全能且不感情用事，总是在排除情绪因素对决策的影响，而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期望效用理论

20世纪中叶，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1947）提出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该理论并不是要描述人们的实际行为，而是要阐述在满足一定理性决策的条件下，人们应该如何进行决策。该理论认为，人类总是期望使自己能够得到的效用最大化。因此，在做决策时人们会运用自己的理性，根据自己掌握的所有信息做出最优化选择——这就是“理性人”假设。基于这个假设，期望效用理论认为，期望效用值最大的方案就是最佳决策方案。所谓期望效用值，就是决策可以给人带来的价值。这里的“效用”不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而是一种可以测量的客观指标。例如，假设你面临两个行为方案：A.确保你有100%的机会获得400元，B.让你有50%的机会获得1000元，50%的可能一无所获。你会如何选择？如果按照期望效应理论，个体首先会根据每个选项的客观价值和客观概率计算出各选项的效用值：A.的期望效用值是400×100%＝400；B.的期望效用值则是1000×50%＋0×50%＝500，然后选择出预期效用最大的那个选项。所以，如果按照期望效用理论的假设，被试会毫无疑问地选择B。总体而言，该理论并未重视探讨主观因素的作用，因此也并未触及情绪因素在个体决策中的作用。

主观期望效用理论

在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提出期望效用理论后，许多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扩展。Savage（1954）在《统计学基础》一书中提出主观期望效用理论（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 theory），该理论与期望效用理论的最大区别在于，该理论将人们对某事件发生的主观概率也纳入了进来，用主观概率代替了期望效用理论中的客观概率。但无论是期望效用理论还是主观期望效用理论，在追求客观性的过程中均将情绪因素排除在外。在此理论中，由决策情境和风险选择所引发的情绪被看作是偶发的，因而并没有被整合进决策过程，从而使得这些理论在增强客观性的同时，也丧失了对诸多现实现象的解释能力。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逐步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理论来解释人类在实际生活中的决策行为，并开始思考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


11.1.2 情绪在早期描述性决策理论中的处境

当经济学家提出的规范性决策理论难以解释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一些决策现象时，心理学家开始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一些描述性决策理论，旨在描述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决策行为。Simon是描述性决策理论的主要创始人，其“有限理性”的概念框架对决策领域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并因此获得了197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随后，早期以Kahneman和Tversky为代表的一些心理学家开始运用实验法，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个体的决策过程进行描述与解释，并展现了人类在决策中所表现出来的诸多非理性现象，使决策研究浸染上了浓厚的心理学色彩，Kahneman也因此获得了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有限理性理论

当效用最大化原则不足以解释某些决策行为时，20世纪50年代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imon提出了“满意标准”（satisficing principle）和“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概念，大大拓展了决策理论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新的理论——有限理性决策理论。该模型认为人的理性是处于完全理性和完全非理性之间的一种有限理性（Simon，1967，1983）。原因在于：首先，客观环境是复杂多变的，充满着不确定性；其次，人的认知能力无论在信息加工能力或是信息处理容量上均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因此，Simon认为，不管有机体在学习和决策情境中的行为多么具有适应性，这种适应力都无法达到经济学理论中理想的“最大化”状态。显然，机体的适应性往往只能够达到“满意”标准，而不是“最优”标准。Simon的有限理性决策理论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情绪的作用，但却为将情绪引入到决策研究中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前景理论

[image: ]


图11.1 前景理论中的效用函数

来源：Kahneman & Tversky（1979）.

自Simon的理论出现以后，已出现了很多替代期望效用理论的观点。Kahneman和Tversky（1979）在期望效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根据这一理论，人们的偏好取决于对收益和损失的不同态度，收益和损失是相对于参照点来定义的，人们会根据不同的参照点将结果定义为损失和获益。在获益部分呈凹函数，在损失部分呈凸函数；并且损失的效用函数比获益的效用函数更为陡峭，所以相对而言，损失比获益会更加突出一些（如图11.1所示）。例如，损失300元的感觉比获得300元的感觉更加强烈。Kahneman和Tversky把这种现象命名为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即损失和获益的心理效用并不相同，客观上的损失比等量获益所产生的心理效用更大。也就是说，对于相同的一样东西，人们失去它所经历的痛苦要大于得到它所带来的快乐。

规避损失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一些经典的决策现象，如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即人们为了得到一个商品所愿支付的最高价格，通常小于他们一旦拥有而要放弃它时所要求的最低价格。与以往经典的期望效用理论相比，前景理论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前景理论虽开始涉及个体的主观情绪因素，但它并没有将情绪作为影响决策的一个重要参数加以考虑，因此情绪在决策研究中仍处于被忽略的地位。


11.1.3 情绪在当前决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在早期决策理论中，诸多崇尚理性的决策理论通常将情绪作为一种干扰人类认知过程的附加现象而被排除在外，虽然预期情绪理论试图在期望效用理论的框架内将情绪因素引入到决策研究中，但该类模型仍认为预期情绪是认知评价的副产物。而自Zajonc（1980）开始，这一趋势却逐渐发生转变，研究者开始日益关注情绪在决策行为中扮演的重要、积极并极具适应性的角色。他的著名论断“偏好无需推断”明确提出了情绪反应在快速评价和趋避行为中的主导作用，甚至指出情绪对决策的影响已超越了认知因素的作用。此后，情绪启发式理论（affect heuristic）、风险即情绪模型（risk as feelings）以及情绪即信息模型（feeling as information）则进一步将这一观点加以延伸及推广。例如，情绪即信息模型认为，情绪可以作为一种信息线索直接影响个体的决策与判断（Schwarz，2012；Schwarz & Clore，1983，2007）。时至今日，探讨情绪与决策的关系已成为决策领域中的一个热点及研究趋势。目前，在决策领域中所关注的情绪类型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预期情绪，它不是即时的情绪反应，而是一种由决策者预期的、伴随某种决策结果在未来将要发生的情绪反应，如预期后悔或预期失望。另一类是个体在决策时的即时情绪体验，主要包括两种：①预支情绪，即由当前决策情景所激发的，与当前决策任务相关的情绪体验；②偶然情绪，指由非当前决策任务的其他偶然因素所诱发的一种情绪体验。本章将针对上述不同的情绪类型，分别讨论与之相关的一些理论模型和具体研究。


11.2 预期情绪与决策

20世纪80年代后，研究者将情绪作为效用提出了一些预期情绪理论。例如，Loomes和Sugden（1982，1986）认为预期情绪可以作为参照点改变效用函数，由此提出后悔理论以及失望理论。后悔和失望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体验到的情绪，它们对个体的决策行为均具有重要影响（饶俪琳，梁竹苑和李纾，2008；Tzieropoulos et al.，2011）。早期的后悔和失望情绪理论先后提出，人们在决策时会把预期后悔和失望引入到决策过程中，以力争将后悔或失望情绪降至最低。


11.2.1 后悔与失望情绪理论

后悔与失望情绪理论的基本观点

Loomes和Sugden（1982）以及Bell（1982）首先提出后悔理论，用以说明预期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该理论假设：如果决策者意识到自己选择的结果可能不如另外一种选择结果时，就会产生后悔情绪，它是一种基于认知的负性情绪；反之，就会产生愉悦情绪。决策者在决策中会力争将后悔降至最低，因此这些预期情绪将改变效用函数。例如，如果个体预先想到购买新产品可能会产生后悔情绪，那么他/她就会更愿意购买自己原先熟知的产品，而不会冒着让自己后悔的风险去购买该新产品。Loomes和Sugden（1986）在提出预期后悔理论后又提出了失望理论，该理论认为失望是当某种选择可能会产生几个不同的结果，而自己最终获得的结果较差时所体验到的一种负性情绪。与后悔理论一样，决策者在决策中也会尽力避免失望情绪的产生，因此预期到的失望情绪也可通过改变效用函数而影响个体的决策。

后悔和失望是两种与决策关系密切且相似的负性情绪。后悔和失望理论均通过认知比较将预期情绪引入到了决策过程中，它们的共同点在于二者都源于已获得结果和预期结果间的对比；区别之处在于后悔是源自实际结果和另一个自己未选的实际存在（或想象存在）的更好结果之间的落差，即后悔情绪源自错误的决策，而失望是由决策的实际结果与预期不符而导致的，简言之，失望情绪来自预期落空。即后悔强调不同选择间的比较，而失望强调同一选择所引起的不同结果间的对比（参见索涛等，2009）。

后悔和失望情绪的重要差异

研究者认为，后悔和失望情绪在其产生条件、主观体验和对未来行为的影响上均具有重要差异（Martinez，Zeelenberg & Rijsman，2008；Zeelenberg et al.，2000）。首先，在后悔和失望情绪的产生上，研究者认为区别于失望，责任感是产生后悔情绪的重要条件。当个体认为自身应对不利事件负责时，通常会感到后悔；当个体认为不利事件是由不可控的其他人或环境造成的时候，往往会感到失望（Marcatto & Ferrante，2008）。与此类似的是，研究者认为归因是引发后悔情绪的重要条件，而失望却可独立于此过程而只依赖于决策后果。也就是说，要产生后悔情绪，需要个体在认识到在不良后果的基础上，还要将此不良后果归因为是由自身的行为所导致的。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失望是一种比后悔更为普遍的情绪（Zeelenberg et al.，1998）。另一方面，后悔和失望在其主观体验和对个体未来行为的影响上也存在着区别。个体在后悔时常会体验到一种内疚感和自责感，此时个体会更加积极地应对当前不良决策后果所引发的负面影响，也会更关注于未完成的目标而促进目标坚持，并希望可以调整自身的错误而获得第二次机会，未来决策时也会更注重认真地搜索信息以避免再次后悔。当个体体验到失望时则会感到无能为力，更希望从当前事件中转移出去并引发目标放弃，因此会更倾向于不作为和逃避现实，更加注重回避未来的风险（Zeelenberg et al.，2000）。

对经典决策现象的预期后悔解释

目前，研究者主要探讨了预期后悔情绪的作用，但对于预期失望情绪的探讨较少。目前预期后悔已被广泛用于解释一些经典的决策现象，如不作为惯性（inaction inertia）（李晓明和李晓琳，2012）。如果人们先前曾错失了一个有吸引力的机会，当差一些的类似机会再出现时，个体仍会倾向于继续放弃这一机会而选择不作为，这一现象被称为不作为惯性。例如，你很喜欢商场的一款鞋子，这款鞋子在先前的特价促销活动中曾打过5折，由于种种原因你没有买，现在5折特惠活动已经取消，但该款鞋子仍可打7折，那么你会如何选择？通常个体会预期到如果现在购买了该款鞋子，但一想到之前曾丧失了更优惠的机会，自己将会感到后悔。因此，为了回避预期后悔，此时个体将会更倾向于继续放弃购买，当然这只是有关不作为惯性的一种可能解释。预期后悔也常被用来解释另一种经典的决策现象，即忽略偏误（omission bias），它指当行动和不行动都会产生类似的不利结果时，个体通常会认为不行动是相对更好的选择，由此会更偏好无需行动的选项。相关研究发现，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与不行动相比，采取行动意味着个体需要对自身的行为承担更多的责任，由此也会因决策失败带来更高的预期后悔，所以为了回避后悔个体通常会倾向于不采取行动（Gilovich & Medvec，1995）。正如，Ritov和Baron（1990）发现，当母亲意识到如果给孩子接种疫苗后将可能导致其死亡时，她将预期到激烈的后悔情绪，并由此会降低其给孩子接种疫苗的意愿，即使孩子死于疾病的概率要远高于死于接种疫苗的概率。


11.2.2 主观预期愉悦理论

继预期后悔和失望理论之后，Mellers，Schwartz和Ritov（1999）提出了一个基于情绪选择的模型，即主观预期愉悦理论（subjective expected pleasure theory）。该理论是在情感判定理论和主观期望效用理论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根据这一理论，决策者会通过权衡每一赌博选项的预期愉悦和预期痛苦，评估每个赌博选项的平均预期愉悦度，并最终选择具有最大预期愉悦度的那个选项。即个体在决策过程中会致力于预期愉悦情绪最大化。主观预期愉悦理论将情绪视作一种效用，这与主观期望效用理论在本质上是类似的。但二者又有区别，主要区别在于预期情绪不同于效用。首先，效用一般被认为会随着收益的增加而增加，而预期情绪则还依赖于比较、惊奇等因素。意想不到的细小收获所带来的愉悦感甚至高于意料之中的巨额收益所带来的愉悦感。其次，效用是相对稳定的，而预期情绪则会伴随信念和比较过程而发生变化。主观预期愉悦理论用预期情绪代替预期效用，进而将预期情绪引入到了决策过程，可以很好地解释个体在实际生活中的某些决策行为。但这一理论本身也存在困难，关键在于人们对情绪的主观预期是否准确。尽管Mellers等通过实验证明了预期情绪与真实情绪间存在很高的相关，但诸多研究对个体情绪预测能力的精确性提出了质疑（Wilson & Gilbert，2005）。例如，Gilbert等（1998）发现大学讲师会预测他们获得终身教职后会非常快乐，但实际获得终身教职者却远没那么快乐。

总体而言，无论是预期后悔理论、预期失望理论还是主观预期愉悦理论都是在期望效用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们均为期望效用理论的变式，即都采用了基于结果和认知评价的理性视角。它们均强调在认知、情绪与决策三者之间，情绪的作用是通过认知评估这一中介来实现的（庄锦英，2003）。在探讨预期情绪与决策关系的理论和研究中，情绪仍需以认知评估为中介来影响个体的决策行为，且仅涉及了与决策结果紧密相关或作为决策结果的那部分情绪，因此仍属于因果主义取向（consequentialist perspective）的理论模型。当经济学等传统决策领域中的研究者主要关注预期情绪对决策的影响时，认知科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专家却日益强调决策过程中的预支情绪对决策的直接影响。


11.3 预支情绪与决策

预支情绪是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所体验到的即刻情绪，它通常是由选择本身所激发的一种情绪反应，如焦虑、恐惧等。预支情绪对决策行为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它会影响决策者对结果的预测、对信息的加工深度和决策策略，进而影响到决策行为。近年来，随着对情绪与认知关系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对预支情绪影响决策过程的认识也逐渐全面与深刻。


11.3.1 风险即情绪模型

Loewenstein等（2001）提出风险即情绪模型，该模型指出除了预期情绪外，决策过程中的即时预支情绪（如愤怒、恐惧和焦虑等）也可以直接影响个体的认知评估和决策行为，此时情绪已成为了与认知过程并驾齐驱，甚至超过认知作用的一种重要因素。

风险即情绪模型与预期情绪理论的主要区别

该模型与秉持认知过程占主导的预期情绪理论已有了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和争议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如图11.2所示）：（1）即使不经过认知评估的中介，情绪也会产生（概率、结果和某些其他因素可以直接激发情绪）；（2）情绪反应在认知评估对行为的影响中至少起了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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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风险即情绪模型

来源：Loewenstein等（2001）.

风险即情绪模型的基本观点

来自情绪即信息模型和情绪启发式理论的大量研究表明：个体对风险情境的情绪反应经常会偏离其对风险的认知评估，当这种偏离发生时，情绪对决策行为具有直接的影响（Schwarz & Clore，1983，2007；Slovic et al.，2002）。但上述模型均未针对情绪反应偏离认知评估的原因给出很好的解释，因此风险即情绪模型旨在探讨个体对风险信息的情绪反应在何时及为何会偏离其对风险的认知评估，并探讨情绪和认知是如何交互影响个体的决策行为的（Loewenstein et al.，2001）。该模型认为个体对风险信息的情绪反应之所以有时会偏离认知评估，是因为个体的情绪反应和认知评估分别受制于不同的影响因素。具体而言，主要源自两方面原因：（1）关于风险的概率和结果信息虽对情绪反应和认知评估均会产生影响，但影响模式却并不相同。例如，情绪反应通常对概率信息并不敏感，但概率信息是认知评估的核心成分；（2）某些情景因素虽对认知评估影响较小，但却会对个体的情绪反应产生重要影响。这些情景因素包括：①对决策结果所形成心像的生动性。通常被试在心像能力上的个体差异以及实验任务对决策结果表述的生动性等情景因素也可改变个体的情绪反应。例如，与“所有可能原因”导致的死亡相比，人们更愿意为因“恐怖袭击”导致的死亡支付更多的航空旅行保险费，虽然前者除其他很多原因外也已隐含地包括了恐怖袭击，但这种表述却并不利于自发地激活个体的恐惧性心像；②决策的时间进程。即决策行为与决策结果出现的时间间隔，通常二者在时间上越接近，则情绪反应越强烈。例如，当个体被告知其将在1分钟、3分钟或12分钟后遭受电击时，他们的心率、皮肤电阻和主观焦虑水平与间隔时间均会成反比；③对特定情绪反应的生物或进化准备。人类和其他动物似乎与生俱来害怕某些事物，例如，即使一只从没见过猫的老鼠在嗅到猫的毛发气味时也会表现出恐惧反应。除了这种先天性恐惧之外，相比于某些刺激（如花、蘑菇和几何图形），人类和灵长类动物也更容易对一些恐惧相关性刺激（如蜘蛛、蛇、水和封闭空间）形成条件性恐惧反应。而且这些条件性恐惧反应一旦形成通常就会难以消除，即使有些时候在个体的认知层面上这些刺激是无害的。相比于自然的恐惧性刺激，个体对一些在认知层面可以产生威胁感的人造危险性刺激（如枪、汽车和吸烟）却缺乏进化上的准备，因此它们通常只会激发人们较低的恐惧反应，由此导致了个体对外界刺激在认知评价和情绪反应上的分离。

Schlosser，Dunning和Fetchenhauer（2013）在风险即情绪模型的基础上，分别采用不同的风险决策任务探讨了预支情绪和预期情绪对个体风险决策行为的预测作用。结果一致发现，预支情绪对个体的决策行为具有更为显著的预测力，而预期情绪的预测作用则较小。例如，在实验1中，被试需要在“肯定获得5美元”或者“50%的概率获得10美元，50%的概率一无所获”两个选项中进行选择。被试需要报告他们对每个选项的即时预支情绪体验和预期情绪水平，用以考察不同情绪反应对个体决策行为的预测力。另外，该实验还同时评估了不同选项的主观概率。结果发现，预支情绪可以显著地预测个体的决策行为，而预期情绪的预测力则较小。重要的是，即时情绪与决策之间具有直接联系，而并非由预期情绪或主观概率所中介。


11.3.2 情绪性权衡困难下的决策行为

权衡是决策行为的重要特点之一，正如在决策时，决策者若要提高一个特性的值，往往需要以牺牲另一特性为代价，此时决策者需对不同特性进行比较，并将不同特性的值相互转化，即进行权衡。除了一些认知因素（如任务的复杂性、决策任务中涉及的信息数量、时间限制）会引发权衡困难之外，情绪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权衡困难，并进而影响个体的决策行为。情绪性权衡困难（emotional tradeoff difficulties）领域的研究着重探讨了决策过程中的预支情绪对个体决策行为的影响。

情绪性权衡困难的概念及相关研究

情绪性权衡困难是指个体对与价值目标（valued goal）相关的特性（如生命、健康、环保、时间等）进行权衡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负性情绪，从而使决策者在情绪上难以对不同的特性进行权衡（李晓明和傅小兰，2004）。在情绪性权衡困难条件下，负性情绪最小化成了决策的基本目标之一（Luce，2005）。例如，Luce，Bettman和Payne（1997）发现，伴随着情绪性权衡困难的增加，个体会更多地进行基于特性的加工（attribute-based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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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与此同时其信息获取量和加工时间也会增加。该研究说明在情绪性权衡困难下，提高决策准确性和降低负性情绪的目标并存。决策过程中的负性预支情绪对决策行为的影响不仅反映在个体的决策过程上，也体现在其对一些特别选项的偏好上。这些选项通常能够通过帮助个体避免特性间的权衡以达到降低其负性情绪的目标。例如，Luce（1998）探讨了情绪性权衡困难对决策的影响，实验选用了三种回避选项：缺省选项、能够主导另一选项的优势选项和延迟选项。这三个选项的共同特点是，如果被试选择它们，个体就可不必进行特性间的相互权衡，从而会降低其体验到的负性情绪。研究者发现，个体在决策过程中所体验到的负性情绪与其对回避选项的选择成正比，中介分析则进一步表明，权衡困难程度对决策的影响可以被这种负性情绪所中介。

情绪性权衡困难下的决策目标

上述研究均说明在情绪性权衡困难条件下，提高准确性和降低负性情绪的目标共存，支持了应对行为模型（coping behavior framework）所提出的负性情绪条件下两种应对行为共同作用的观点（Susan & Lazarus，1988）。该模型认为，激活的情绪会导致一系列的应对行为，这些应对行为可以分为两类：（1）以问题为焦点的应对（problem-focused coping），旨在解决导致负性情绪的问题情景，以提高决策的准确性；（2）以情绪为焦点的应对（emotion-focused coping），旨在降低负性情绪，而非改变外部环境。后者可进一步细分为两类：①逃避，即把自己与有压力的情景隔离；②改变问题情景的意义，即将个人的失败重新评价为其他人的责任。对于多数的负性情绪情景，基于问题和基于情绪的应对方式会同时产生。Bettman，Luce和Payne（1998）指出，个体的决策行为依赖于各标准间的权衡。Bettman，Luce和Payne（1998）基于诸多实验证据对努力-准确性模型（Payne，Bettman & Eric，1993）进行了扩展，在认知努力最小化和准确性最大化这两个标准的基础之上又提出了另一个重要标准：负性情绪最小化。即在情绪性权衡困难条件下，人的决策行为会依据这三个标准进行。




 [1]
 基于特性的加工指个体随后获取的信息与前一次的信息属于同一特性但分属于不同的选项；基于选项的加工（alternative-based process）指个体随后获取的信息与前一次的信息属于同一选项但分属于不同的特性。当基于特性的加工占主导时，通常意味着个体会更少地进行特性间的权衡。


11.4 偶然情绪与决策

在最近几十年中，与当前决策任务无关的偶然情绪一直是情绪与决策关系研究领域的重点。偶然情绪是指由非当前决策任务的其他因素所激发的一种情绪体验。日常生活中个体的情绪体验通常会伴随着周围环境的好坏而波动。例如，天气状况（晴朗或下雨）也可以影响个体的情绪体验，因此大多数决策通常都是个体在某种偶然情绪或心境下做出的。


11.4.1 探讨偶然情绪与决策关系的研究方法

在具体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会在决策任务前通过一定的情绪诱发方式在实验室中激发个体的偶然情绪，或进行一些更接近现实的现场研究，进而探讨偶然情绪或心境对决策的影响。下面将从情绪操纵、检测方法和决策任务的选择上简要地介绍下该领域的基本研究方法。

情绪的操纵和检测方法


情绪的操纵方法
 如果只关注情绪的某个或几个维度，则当前研究多基于国际图片库中的标准化情绪图片以诱发不同效价的情绪。该情绪图片库中的图片已在愉悦度、激活度和优势度三个维度上进行了标准化评定，研究者可根据实验目的选择相应的情绪图片用于操纵情绪的不同维度。Tobin和Tidwell（2013）分别选取了2（愉悦度：高、低）×2（激活度：高、低）的4种图片来操纵个体的愉悦度和激活度。例如，低愉悦度、高激活度的图片包括威胁性的动物和场景，而高愉悦度、高激活度的图片则为探险性和令人振奋的场景。如果需要同时操纵情绪的多个维度，研究者还会利用其他感觉通道的信息来操纵情绪。例如，Di Muro和Murray（2012）在第一个实验中采用不同的气味来操纵激活度，即低激活度下为薰衣草的气味，而高激活度下为西柚的气味；运用气味的浓度来操纵愉悦度，即高愉悦度下为浓度低的气味、而低愉悦度下为浓度高的气味。在第二个实验中，研究者则通过变化音乐的拍子来操纵激活度，即高激活度下采用快拍子，而低激活度下采用慢拍子；愉悦度则采用音乐的基调来进行操纵，即高愉悦度下为大调，而低愉悦度下为小调。

如果在研究中要激发具体的情绪，研究者则通常会采用观看短片（Lerner，Li & Weber，2013）、回忆和描述情绪性事件（Kugler，Connolly & Ordonez，2012）、阅读可诱发目标情绪的故事并感受当事人的情绪体验（Griskevicius，Shiota & Nowlis，2010）来诱发具体情绪。例如，Lerner，Li和Weber（2013）通过让被试观看关于一位老师去世的短片来激发其悲伤情绪，而通过让被试观看涉及不洁洗手间的短片来激发其厌恶情绪。Kugler，Connolly和Ordonez（2012）则让被试详细地描述并写下一个曾经令其感到愤怒或恐惧的事件，并告知被试其描述的详细程度应足以使其他人在看到其所写的内容后，也可激发出同样的愤怒或恐惧情绪。Griskevicius，Shiota和Nowlis（2010）则让被试阅读一个500字的短故事，并告知被试因为这个研究主要对个体的记忆感兴趣，所以希望他们采用一种特殊的记忆技巧：仔细地阅读故事，并尽力体验主要角色的情绪感受。在每个故事中的都有一个可引发目标情绪的典型线索，但却并不会出现目标情绪词。例如，如果要激发自豪情绪，则故事的概要为：为了一个重要的考试，故事中的主人公已经奋战了几个月的时间，经过自己的辛勤努力，在这次考试中终于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故事的结尾是当获知这个好消息的时候，这个人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也有少量研究在可诱发不同情绪的真实情景或模拟情景下探讨情绪的作用（Schwarz & Clore，1983；Yip & Côté，2013）。例如，Schwarz和Clore（1983）在不同的天气里探讨心境对决策与判断的影响。Yip和Côté（2013）采用一个接近现实的模拟情景激发个体的焦虑情绪。研究者让被试先用60秒的时间准备一个时长3分钟的关于“为什么我是一个好的求职者”的演讲。研究者还告诉被试，他们的演讲会被摄像机拍摄下来，并会被提供给另一个研究学业和社会成就评估的同行。


情绪的检测方法
 在情绪研究领域中，当通过一定的情绪操纵方法诱发出了个体的情绪后，研究者通常还需对情绪的诱发效果进行操纵检测，在情绪的操纵检测上，有些研究会采用正性负性情绪量表来测量个体的情绪效价，也有研究会抽取出该量表中的一些特定项目用于测量某种具体情绪。例如，Kugler，Connolly和Ordonez（2012）选取了该量表中分别用于涉及愤怒和恐惧情绪的各3个项目，以检测这两种情绪的激发效果。除此之外，研究者还选取了其他14个填充项目，但不用于计算。也有研究者会采用几个自编项目来测量目标项目，例如，研究者采用不安的、焦虑的和紧张的这3个项目来测量个体的焦虑情绪（Yip & Côté，2013）。也有研究采用基于维度的情绪测量方法来测查情绪的不同维度，如采用PAD三维情绪量表可用于测量情绪的愉悦度、激活度和优势度（李晓明，傅小兰和邓国锋，2008；谢佳和李晓明，2012）。除了目前主要运用的主观测量方法外，也有研究尝试采用一些更为客观的方法。例如，Laborde和Raab（2013）通过测量可以反映个体生理激活水平的生理数据，发现激活度会对被试在决策中的选项生成过程产生重要影响。

决策任务类型


风险决策任务
 有些研究会采用可测查个体风险偏好的问卷。例如，Yip和Côté（2013）让被试在两个赌博项目中进行选择：选项A为“100%的概率赢得1美元”、选项B为“10%的概率赢得10美元、90%的概率一无所获”。被试的最终选择会被当作衡量个体风险偏好的指标，偏好选项B的个体通常会被视为具有更高的风险偏好。Kugler，Connolly和Ordonez（2012）则让被试依次进行从1~10共10项决策任务（详情见表11.1），每个决策任务都包含两个博弈选项。其中彩票A被认为是变异小、风险小的选项，彩票B被认为是变异大、风险大的选项，这两个选项间的相对期望值在第5个选项的时候会发生反转。对于具有很强风险寻求行为的个体可能会一直选择彩票B，而对于中等风险寻求的个体则会在第5个选项的时候从彩票A转向彩票B。因此，这种测量方式会根据被试的选择会在第几个决策任务从彩票A转向彩票B来作为被试的风险厌恶分数，分数越高，则被试的风险厌恶倾向越高。

表11.1 风险态度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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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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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Kugler，Connolly & Ordonez（2012）.


社会决策任务
 如果研究者想考察社会互动中的决策行为，则会采用一些经典的决策任务，考察情绪对社会决策的影响。Bonini等（2011）曾利用最后通牒游戏（ultimatum game，UG）考察了厌恶情绪在最后通牒游戏中的作用。结果发现，在厌恶性气味下个体更容易接受不公正提议。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源自：个体会把对不公正提议的厌恶情绪归结为是由房间中的厌恶性气味所引发的，因此在厌恶性的房间里个体对不公正提议的接受率会更高。在最后通牒游戏中，研究者会将博弈双方分别作为提议者和回应者，二者会在匿名条件下对一笔资金进行分配，提议者提出一种资金分配方案，回应者有两种选择，如果接受这种方案，则资金按其方案分配；如果不接受，则双方的收益均为零。从理性的角度上来说，回应者应该接受任何提议以提高自己的收益。但研究发现，当被分配的金额少于总金额的20%时，有50%的回应者会拒绝该提议。由于UG能为社会互动研究提供丰富的行为数据，所以该程序及其变式通常会被用于考察个体在社会互动中的决策行为。


衡量决策质量的任务
 有时研究者还关心情绪对决策质量的影响。例如，有的研究会让被试参与一个具体的危机决策任务，通过测量决策时间、产生新方案的数量、个体对决策过程的自信程度和对决策结果的满意程度来综合评价决策质量（杨继平和郑建君，2009）。另外，研究者也会采用一些经典的实验范式来测查决策质量，研究者曾使用掷骰子任务（the game of dice task）（Bagneux，Bollon & Dantzer，2012）和爱荷华赌博任务（the Iowa gambling task）（Bollon & Bagneux，2013）来考察具体情绪对决策质量的影响。例如，爱荷华赌博任务包括4副纸牌。纸牌的背面看起来一样，但正面是奖赏或者奖赏与惩罚的不同结合。纸牌中奖赏的具体设置是：纸牌A每次会有100美元的奖赏，但是连续10次中便会有5次150~350美元的惩罚，总惩罚金额为1250美元；纸牌B每次的奖赏是100美元，但是连续10次中有1次1250美元的惩罚，纸牌C每次给50美元的奖赏，但连续10次中有5次为25~75美元的惩罚，总惩罚金额为250美元；纸牌D每次是50美元的奖赏，但连续10次中有1次250美元的惩罚。因此，从长远说，纸牌A、B是不利纸牌，而纸牌C、D则是有利纸牌。IGT在分析数据时，主要是用被试选择有利牌的次数减去所选择的不利牌的次数，此指标被称为净分数（net score），即净分数=（C+D）-（A+B）。IGT可用来考察个体如何作出有利的选择并根据反馈来调整决策策略，在此过程中还可以评估出他们的决策短视。


衡量个体偏好的判断和决策任务
 有时研究者还希望测查个体在不同情绪下对某种商品或选项的偏好，此时，研究者会采用一些项目评定任务来衡量个体的偏好。例如，Griskevicius，Shiota和Nowlis（2010）曾让被试基于一些可以反映个体喜好程度的问题对不同的商品在9点量表上进行评分，如你认为这个产品有多令你心仪？你认为这个产品有多吸引你？也有研究者会采用选择范式来衡量个体的偏好，Di Muro和Murray（2012）曾利用选择范式发现，积极情绪下的个体会倾向于选择与其激活度水平相匹配的产品，而消极情绪下的个体则倾向于选择与其激活度相反的产品。在实验中研究者让被试在两种罐装饮料中（雀巢冰茶和Amp能量饮料）选择其一作为参与实验的补偿，其中雀巢冰茶被视为激活度低的选项，Amp能量饮料被视为激活度高的选项。


测查决策过程的方法
 虽然大多数研究主要探讨了偶然情绪对决策或判断结果的影响，但也有少量研究通过一些决策过程追踪技术来测查情绪对决策过程的影响，如Mouselab技术（李晓明和谢佳，2012）。该程序需要被试在计算机上进行决策任务操作，选项名称和特性名称始终出现在最左一列和最上一行，即以行定义选项，以列定义特性。某可选项在某个特性上的值即被视为一个信息单元，例如，电脑1在售后服务这个特性上的值为“好”，“好”就是一个信息单元。这些单元里的信息起初是隐藏的，被试如果将鼠标移动到单元上，则单元自动打开，若移开鼠标，则信息单元自动关闭。该程序能够记录每个单元被打开的次数、信息的获得顺序、时间、被选择的项目等。未来研究也可以考虑采用眼动技术来检测个体的决策过程（汪祚军和李纾，2012）。采用此类过程追踪技术将有利于研究者探讨个体的内部决策过程，也将更有助于分析情绪对决策的影响机制，比基于结果的测量方法将提供更丰富的信息。


11.4.2 探讨偶然情绪与决策关系的理论模型

该领域曾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假设或模型来解释偶然情绪与决策的关系，如Isen和Patrick（1983）从情绪的动机功能角度入手提出了情绪维持假说（mood maintenance hypothesis）。该模型旨在解释积极情绪对决策的影响，该假设认为处于积极情绪下的个体会倾向于继续维持其积极情绪，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将更倾向于回避可能干扰其积极情绪的选择。所以相比于控制组，当处于博弈情景中时，积极情绪下的个体为了继续维持他们的积极情绪将避免去冒险。Wegener和Petty（1994）的享乐权变假设（hedonic contingency hypothesis）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该假设认为对于处于负性情绪下的个体，无论何种活动都可能会改善其情绪，但当个体处于积极情绪下时，为了继续维持其积极情绪体验，个体对活动的选择将会变得更加审慎。即与消极情绪或中性情绪相比，积极情绪下的个体会更为关注相关信息或活动的情绪后果（Wegener，Petty & Smith，1995）。因此，享乐权变模型通常被认为更适用于解释积极情绪（通常以悲伤或中性情绪作为参照）在情绪调节动机作用下对情绪性事件或信息的加工处理，但却并不适用于解释偶然情绪对于非情绪威胁性信息加工的影响（Ziegler，Schlett & Aydinli，2013）。

在探讨偶然情绪与决策关系的研究中，目前已得到较好发展并具有广泛解释力的模型是Schwarz和Clore于1983年开始逐渐提出的情感即信息模型（feelings as information）。早期该模型主要用于解释快乐和悲伤心境对判断的影响。如Schwarz和Clore（1983）通过两个实验考察了心境对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判断是否存在影响，结果发现，相比于坏心境，个体在好心境下会报告更高的幸福感和满意度。随着新研究的出现，该模型也逐渐发展并完善了其理论观点（Schwarz，2012）。虽然研究者指出该模型既适用于与决策任务相关的即时预支情绪，也适用于与当前决策任务本身无关的偶然情绪或心境，但目前围绕该模型开展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偶然情绪与决策的关系。

情绪即信息模型

情绪即信息模型认为个体通常会对自己的情绪体验比较敏感，但对其情绪的来源却相对不敏感。他们通常会自动地将其情绪体验评定为与当前任务相关，并将此种体验视作一种重要的信息来做出随后的决策与判断（Schwarz，2012；Schwarz & Clore，1983，2007）。一方面，该模型认为与其他信息类似，情绪可作为一种标示环境状态的信息而直接影响个体的决策与判断。在决策时，积极情绪体验通常意味着当前环境良好，进而会作用于个体对当前可选项的判断，使其认为当前的选项是好的、可接受的。例如，与消极情绪相比，个体处于积极情绪时会对事物作出更积极的评价，最近研究者也探讨了偶然情绪对安于现状偏误的影响。结果发现，与消极情绪相比，积极情绪下的被试会更倾向安于当前现状（Yen & Chuang，2008）。另一方面，情绪还可影响个体的决策策略。该模型认为情绪可用来标示：当前情境对个体的目标而言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积极情绪意味着当前环境良好，因此在此情境下个体会更倾向采用直觉的、启发式的加工策略，即自上而下的信息加工方法，会更依赖于已有知识结构而忽略当前的细节信息。消极情绪则意味着环境出现了问题，因此消极情绪下的个体更易于采用全面的、分析的、系统的加工策略，即自下而上的加工方法，会较少依赖于已有知识结构而对当前的细节信息给予更多的重视。例如，Adaval（2001）的研究发现，相对于消极情绪组，积极情绪下的被试会更多地受到原型的影响，将品牌作为选择标准，但消极情绪组会更倾向于以产品的具体属性（如外观）为选择标准。也有研究发现，在高兴情绪下个体会采取基于情绪的决策；而在悲伤情绪下个体会倾向于进行深思熟虑式的系统性加工（De Vries，Holland & Witteman，2008a，2008b）。李晓明和谢佳（2012）则发现，偶然情绪可通过影响个体的决策过程而对延迟选择行为产生影响。具体而言，相比于积极情绪，消极情绪下的个体更倾向于运用系统性加工策略，并会体验到更高的决策难度，进而引发了个体更强的延迟选择倾向。


情绪即信息模型的基本假设


1. 人们会把他们的情绪视为一种信息来源。不同类型的情绪会提供不同类型的信息。

2. 特定情绪的影响力依赖于它对当前任务的主观信息价值。

a. 个体通常会认为他们的情绪与处于注意焦点中的内容相关；这种倾向容易使个体认为偶然情绪也是相关的。

b. 当情绪被归因为一种偶然来源时，它的信息价值将降低；相反，当个体意识到有相反的外因作用，但仍能体验到这种情绪时，情绪的信息价值将增强。

c. 情绪的变化比稳定的状态更具信息价值。

3. 当情绪被当作一种信息时，个体对它们的运用遵循与其他情绪相同的原则。

a. 情绪的影响力会随着其与当前任务的主观相关性而提高，而随着其他诊断性（diagnostic）信息的可获得性而降低，即其影响力是个体加工动机和加工能力的函数。

b. 人们从某一特定情绪所能得出的结论依赖于（i）个体所要回答的认知性问题（ii）个体所采用的基于经验的常民理论（lay theory）。

4. 正如其他信息一样，情绪可以

a. 成为判断的基础。

b. 影响决策的加工策略；负性情绪则意味着环境中出现了问题，使得个体倾向于进行深入分析性的、自下而上的加工方式；而正性情绪意味着一个良好的环境，在此情境下个体可能会更倾向于进行整体性的、自上而下的启发式加工。

来源：Schwarz（2012）.

最近，随着研究的开展，情绪即信息模型也对其解释范围进行了拓展，认为人类的思维过程伴随着不同类型的主观体验，不仅包括心境（moods）和情绪（emotions），还包括元认知体验（metacognitive feelings）和躯体感觉（bodily sensations），另外，该模型不仅限于决策与判断领域，且已被广泛应用于解释不同类型的情感体验对思维过程的影响。Schwarz（2012）认为元认知体验，如回忆或加工信息的难易体验也可对个体的判断过程产生显著影响。换言之，人们通常会基于他们对信息加工的难易感来做判断。这种主观体验可源自与决策无关的很多方面。例如，任务要求（举出几个或很多例子）、加工流畅性（图形-背景的对比度高低以及字体阅读的难易度）和身体运动（眉毛的舒展）。这些因素所引发的努力感（effortful feelings）可影响个体对事物真实性、发生频率、风险水平或美感的判断，即更容易加工的信息通常会被判定为更为准确、更可能发生、风险更低及更为美丽。

情绪即信息模型主要是基于情绪的效价观所提出的理论，因此对情绪的划分是比较粗糙的，且对情绪这一复杂现象的探讨也并没有渗透到其本质中去。虽然Schwarz（2012）曾提出“不同类型的情绪会提供不同的信息”，但该模型并未对此进行细致的解释。在当前决策研究中只关注情绪的效价已远不能满足解释情绪与决策间的复杂关系。大量研究发现，各种不同的具体情绪对决策具有其特定的影响，对这些现象的解释需要借助于对情绪更为本质的特征的探讨，但这仅靠强调情绪的信息价值是难以实现的。而评价趋向模型认为每种情绪都有其特定的认知评价趋向和评价主题，旨在更加细致地探讨具体情绪对决策的影响（Han，Lerner & Keltner，2007）。

评价趋向模型

评价趋向模型（appraisal-tendency framework，ATF）旨在探讨不同的具体情绪对决策和判断过程的影响。该模型认为每种具体情绪都会引发其特定的认知和动机过程，而这些过程将可被用于解释不同情绪对决策和判断的影响（如图11.3所示）。Han，Lerner和Keltner（2007）总结了该模型的5个基本原则：

[image: ]


图11.3 评价趋向模型的基本构架

来源：Han，Lerner & Keltner（2007）.

① 该模型旨在探讨由与当前决策无关的其他因素所激发的偶然情绪对决策的影响。该模型之所以强调偶然情绪的作用，首先是因为研究者可以通过决策之外的其他因素来客观操纵偶然情绪，所以易于探讨因果关系；其次，按标准理性的观点，这种与决策无关的情绪本应对决策无重要影响，但事实却往往相反。因此相关研究将有助人们理解产生此种影响的原因，并帮助人们降低这种影响。

② 除了愉悦度之外，该模型认为情绪还可在其他诸多认知评价维度上（确定性、注意活动、控制感、预期努力和责任感）加以区分。该模型则尤其强调了控制性和确定性这两个维度的重要性。例如，愤怒和恐惧情绪虽然具有相同的效价，但二者分别与对所发生事件的确定性/不确定性和对负性事件的个人控制/情境控制相关。快乐尽管从愉悦度上属于积极情绪，但也与确定性和个人控制相关，所以恐惧和愤怒虽然都属于消极情绪，但也可能会对决策具有不同的影响。然而，具有不同效价的愤怒和快乐情绪却会因二者在确定性和控制性维度上类似，从而对决策和判断可能会具有类似的效应。因此，应采用一种情绪特异性的研究取向。另外，该模型还强调情绪的核心评价主题，这一因素会影响个体随后进行特定活动的可能性。例如，焦虑通常是个体面对不确定的潜在威胁时所体验到的情绪，所以该情绪通常会引发个体旨在降低不确定性的行动倾向。厌恶情绪的核心评价主题是靠近一个令人恶心的事物，而这通常会提高个体排斥当前客体、避免引入任何其他新目标的行动倾向。

③ 不同的具体情绪会对个体随后的决策和判断过程产生动机功能，可以直接引发个体随后的行为倾向，该模型称之为评价趋向，并认为评价趋向会影响个体随后的思维内容和思维深度。例如，焦虑的核心评价主题是不确定的潜在威胁，而悲伤的核心评价主题是损失。因此，如果让被试在高风险/高回报的选项和低风险/低回报的选项中做选择时，焦虑情绪下的个体会更倾向于选择可以降低风险的选项，而悲伤的个体则更倾向于选择高回报的选项。该模型还认为评价趋向可以影响个体的加工深度。研究者认为，高确定性的情绪（如愤怒和快乐）会比低确定性的情绪（如恐惧和希望）更容易引发简捷的启发式加工（Tiedens和Linton，2001）。

④ 不同的具体情绪对决策和判断的影响具有领域特异性，即情绪的影响力会受制于：情绪的核心评价维度和评价主题与当前任务所需的主要认知成分是否匹配。例如，研究者通常认为主观控制感和主观确定感可影响人们对风险的判断。因此，由不确定性和失控感所标定的恐惧情绪应会影响个体的风险判断，但却并不会影响其公正性判断。因为这一过程与控制性和确定性维度相关较小。

⑤ 情绪对决策和判断的影响力会因某些因素而降低。例如Han，Lerner和Keltner（2007）提出的两个假设：目标达成假设和认知意识假设。目标达成假设认为，如果引发具体情绪的事件已得到了解决的话，那么即使个体仍能体验到这种情绪，但其影响力却会降低。例如，如果之前个体被某人的挑衅行为激怒了的话，那么这种愤怒情绪会提高个体对其他无关事件的惩罚意图。但如果现在挑衅者已受到惩罚，那么愤怒情绪就不会再影响随后的判断和决策了。认知意识假设则指出，如果让个体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决策和判断过程的话，偶然情绪的影响将会降低。正如如果提前告知被试应意识到自己当前的情绪是由事先的实验材料所引发的，或者让被试在做完决策后还需要解释自己的选择理由时，偶然情绪的作用会降低。

该模型向人们展示了具体情绪是如何影响个体的决策和判断的，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可检验的假设，其诸多观点也得到了相关实证研究的支持。Bagneux，Bollon和Dantze（2012）利用掷骰子任务考察了在确定性上具有差异的三种具体情绪（快乐、愤怒和恐惧）对风险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于不确定的恐惧情绪，处于愤怒和快乐情绪（确定性情绪）下的个体会做出更为安全的选择。Bollon和Bagneux（2013）利用爱荷华赌博任务发现，相比于不确定性的悲伤情绪，个体在确定性的悲伤和厌恶状态下会更多地选择有利纸牌。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确定性的情绪更容易引发直觉加工，进而使个体更倾向于利用情绪信号来进行决策。而以往涉及爱荷华赌博任务的研究发现，利用情绪信号对于做出有利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该模型随后引发了一系列的评论性文章（Cavanaugh et al.，2007；Yates，2007），评论者认为该模型对于探讨和解释具体情绪对决策和判断的影响具有重要贡献。未来该模型应考虑将相关研究推广到高风险领域（医疗决策）中探讨偶然情绪和预支情绪对决策的交互影响，并注重探讨不同的积极情绪对决策的影响以进一步拓展该模型。


11.4.3 偶然情绪对决策的影响条件

基于情绪即信息模型，该领域的研究开始更为关注偶然情绪对决策及判断的影响条件。例如，Schwarz和Clore（2012）曾基于以往研究总结出：情绪的主观信息价值和主观相关性是决定情绪对决策影响力的两个重要条件。Greifeneder，Bless和Pham（2011）在综述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5个重要的调节变量，即：情绪的突显性（salience of the feeling）、对目标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 to the target）、与判断的相关性（relevance to the judgment）、判断的可塑性（malleability of the judgment）和加工深度（processing intensity）。总体而言，当前情绪体验越突显、看起来越源自判断目标、与当前判断越相关、当前任务越具可塑性以及个体越采用直觉启发式的而非系统性的加工策略，则情绪越可能被视作一种重要的信息而影响个体随后的决策与判断过程。

在实证研究领域中，研究者也拓展了一些其他的调节变量。例如，当个体的专业知识更为丰富时，情绪的信息价值也会降低。Englich和Soder（2009）发现个体的专业知识水平会调节偶然情绪对锚定效应的影响，只有当专业知识低时，偶然情绪才会对锚定效应产生影响。Avnet，Pham和Stephen（2012）操纵了个体对其情绪体验的信任程度，即个体相信他们的情绪通常可为其决策和判断指明正确方向的程度。结果发现，当被试更为信任他们的情绪时，偶然情绪对个体的判断和风险决策将具有更大的影响。Yip和Côté（2013）则发现，情绪智力也可调节偶然情绪对决策的影响力，个体的情绪理解能力可以通过帮助其识别出个体当前的情绪体验与决策是无关的，进而降低个体当前的焦虑情绪对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

研究者不仅考察了上述主观调节因素，也探讨了一些客观调节因素。例如，Chang和Pham（2013）发现，与结果发生在远期的决策相比，情绪性体验对于其结果发生在近期的决策影响更大。另外，研究者也发现，Kugler，Connolly和Ordonez（2012）比较了恐惧和愤怒情绪下的个体在两种不同风险偏好任务中的风险倾向。结果发现，在由随机因素所导致的“彩票风险”中，恐惧者比愤怒者会更倾向于风险回避；而在由其他个体的不确定行为所导致的“人因风险”下，结果却相反，即愤怒者会更加倾向于风险回避。该结果表明，消极情绪对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取决于由该情绪所激发的特定目标和所承担风险性质的交互作用。未来的研究应更为关注具体情绪对决策的影响以及情绪对决策的影响条件，在研究方法上则应更加注重在接近现实的情境中探讨强烈情绪（相比于实验中所激发的温和情绪）对决策的影响。未来研究也应强调不同情绪这种跨情景的变异性，通过细化决策情景考察情景变量在情绪与决策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例如，在不同的人际交互决策和社会决策情景中考察特定情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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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情绪与道德

道德是基于理性的还是情感的？这一问题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人们。康德等哲学家坚持认为，理性是人类道德的基石；而休谟等思想家认为，情感是人类道德的基础。心理学对道德的研究最初主要关注的是理性和认知发展的作用。由皮亚杰创立、科尔伯格发展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强调道德认知在道德行为和道德发展中的重要性，曾经在道德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中占据优势地位近半个世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情绪的道德功能，发现情绪对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均会产生重要影响。


12.1 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道德判断是个体根据道德准则对自己或他人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过程。受康德思想的影响，科尔伯格等认为道德判断的首要影响因素是理性的认知。在他们看来，情绪是有偏向的、任意武断的和被动的，而道德判断是公平的、依据充分的和自主的。因此，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是消极的，在道德判断中应该避免情绪因素。当前的众多研究不仅证实了情绪在道德判断中的价值，而且探明了情绪影响道德判断的认知神经机制。


12.1.1 情绪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

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情绪在道德判断中具有重要作用，陆续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观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三个理论是：情绪性道德判断模型、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和情绪的道德放大器理论。

情绪性道德判断模型

Pizarro（2000）指出，把情绪和道德判断看作对抗的传统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主要有三点原因：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情绪能够使我们反思自己的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以及情绪可以通过使我们把注意和认知资源集中于当前要解决的问题等方式来促进道德推理。他还进一步提出情绪性道德判断模型（图12.1），着重分析了移情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当然，该模型仅限于理论构思，尚未有相应的实证研究支持。

[image: ]


图12.1 Pizarro的情绪性道德判断模型

来源：Pizarro（2000）.

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

基于“道德失声”（moral dumbfounding）现象，Hadit（2001）提出了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所谓“道德失声”现象，是指当人们听说一些类似乱伦的故事时，能够迅速地判断某一行为在道德层面的对错，并没有经过深入的长时间的道德推理，因此无法立即给出能够解释这一判断的适宜理由。人们会在迅速地做出判断后再去寻找能支持自己结论的理由。Hadit对之前的道德判断的理性推理模型提出了四点质疑：①双加工问题。人的认知加工过程包括内隐和外显两个过程，而传统的理性推理模型忽略了内隐的直觉加工过程。②道德判断的动机激活问题。在更多情况下，道德推理加工更像一个律师为客户进行辩护的过程，而不是形成一个判断或科学家寻求真理的过程。③判断与推理的顺序问题。推理加工是为迅速形成的直觉判断寻找理由作辩护的，在直觉判断之后才引导出对客观推理的说明。④行为问题。与道德推理相比，道德情感与道德行为相互依存的水平更高。

Haidt（2001）认为，道德判断分为直觉和推理两个系统。前者更加的快速、自动化、无需主观意志努力，后者是缓慢的、涉及到意识层面、需要主观意志努力（见表12.1）。道德判断是一个由情绪驱动的过程，情绪诱发的直觉短时间内就能够自动完成道德判断，而道德推理只是在这之后才试图为人们所做出的判断寻找合适的理由。道德直觉就是意识中突然呈现一种道德判断，这个过程无需认知参与，也不受认知影响。

表12.1 道德判断两种系统的一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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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aidt（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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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图中A代表判断者，B代表他人

来源：Haidt（2001）.

社会直觉模型的道德判断过程包括：①直觉判断过程。该过程无需主观意志努力，是无意识的。②事后推理过程：道德推理需要主观努力，当作出判断之后个体开始寻找支持所作判断的理由。③对他人的推理说服过程。即A对他人口述自己的判断，虽然有时会产生争论，但这种口述会影响到他人直觉的情绪效价。④对他人的社会说服过程。人们倾向于依赖社会群体标准，因此人们的道德判断会受到周围社会群体的影响。⑤推理判断过程。当人们对所做出的判断不够肯定并且加工能力较高时，他们偶尔会使用逻辑推理来审视自己最初的观点。⑥自我反馈过程。人们同时会产生与最初的直觉相反的新直觉。传统的道德判断理性推理模型强调⑤和⑥这两个过程，而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更强调前4个过程，同时承认后两个过程的存在。社会直觉模型假设人们很少用推理来质疑自己，但却能够对自己的道德观点进行反思，因此⑤和⑥这两个过程不常发生。

许多行为研究支持了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这方面研究主要关注道德判断之前的情绪状态等因素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包括：①阈下情绪启动词唤起的情绪。Wheatley和Haidt（2005）的研究发现了阈下情绪启动词唤起的情绪会影响被试的道德判断。在研究中，他们先用催眠方法使高受暗示性被试在无意识状态下对某个中性词产生厌恶情绪，然后让被试对一系列显示不道德行为的图片进行评定。结果表明，与含有其他中性词的同类图片相比，被试对那些含有阈下情绪启动词图片的评价更为不道德。②观看视频短片引发的情绪。Valdesolo和DeSteno（2006）让被试在观看正性情绪的喜剧短片后对道德两难问题进行判断。研究发现，感受到快乐心境的被试在人行天桥困境（footbridge dilemma）中的道德判断反应时更长、更具功利性，即认为可以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性命。国内相关研究也显示，电影片段诱发的快乐与悲伤状态下大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存在不同（王云强，郭本禹和吴慧红，2007）。③多种方式诱发的情绪。研究者使用臭气、肮脏环境、以往经历和电影片段等4种方式来诱发被试的厌恶情绪，结果发现被试对两难问题的道德判断更为苛刻严厉（Schnall，Haidt，Clore & Jordan，2008）。

情绪的道德放大器理论

Horberg等根据情绪的核心评价观点，提出了道德判断的放大器理论（emotions as moral amplifier），该理论认为不同的情绪增强了不同的道德判断（Horberg，Oveis & Keltner，2011）。由于情绪的产生会以一定的认知评价为基础，认知评价能够激发并维持特定的情绪，因此与这些情绪相关的认知评价会制约该情绪对随后的社会判断的影响，而这主要是通过优先考虑与先前的认知评价有关的特定关注来实现的（Han，Lerner & Keltner，2007）。不同的情绪强调了不同的社会道德关注（表12.2详述了情绪与社会道德关注的关系），因而会引发不同的道德判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表12.2 情绪与社会道德关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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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orberg，Oveis和Keltner（2011）.

首先，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具有领域特异性。由于道德判断反映了具体的社会道德关注，而情绪能够增强与之相连的社会道德关注的突出性和重要性，因此，情绪只会影响某一领域的道德判断，而不会影响所有领域的道德判断。例如，尽管人们发现厌恶一般会引起对不道德行为的更为严厉的态度，但是新近的研究发现，厌恶尤其强化了关于纯洁性的道德判断。同那些与纯洁性无关的行为相比，易于厌恶的个体对同性恋的偏见更强，在同性恋婚姻和流产问题上的态度更为保守（Tapias，Glaser，Keltner，Vasquez & Wickens，2007；Inbar，Pizarro & Bloom，2009）。无论是特质性厌恶水平高的被试，还是被诱发体验到厌恶的被试，都对吸食毒品、酗酒和性滥交等不纯洁的行为表现出更为批评的态度（Horberg，Oveis，Keltner & Cohen，2009）。研究还发现，与增强纯洁性或者社会阶层稳定性的行为相比，诱发的感激只会提高人们对他人的互惠行为的道德赞扬（Bartlett & DeSteno，2006）。

其次，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具有情绪特异性。也就是说，不同情绪是由不同的道德情境引发的，而不同的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是不同的。研究表明，在面对恋童癖和性侵犯等身体侵犯时，个体在解释道德愤怒时的理由更充分，而厌恶则不需要太多的解释理由（Pascale & Roger，2011）。Oveis等也发现了同情和自豪的特异性效应：同情和自豪对知觉他人的影响是相反的。同情增进了自我与他人的相似性，尤其是与无家可归者等弱势他人的相似性；而自豪减少了与弱势群体的相似性，增强了与职业运动员等强势他人的相似性（Oveis，Horberg & Keltner，2010）。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同情为什么会激发助人行为，而自豪有可能会抑制亲社会行为。

再次，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还表现为具身效应（embodiment effects）。情绪是一种具身现象，它的躯体反应成分会对记忆、态度、信息加工和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Niedenthal，2007）。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了情绪的具身效应。例如，Ito等的研究显示，与那些观看陌生白人照片或者没有被诱发出微笑的被试相比，在观看陌生黑人照片时被诱发出微笑的被试对黑人的内隐偏见会降低（Ito，Chiao，Devine，Lorig & Cacioppo，2006）。根据评价倾向观点，某一情绪的身体反应会强化特定的道德判断。研究证明的确如此：与那些在观看令人厌恶的视频后没有洗手的被试相比，观看视频后洗手的被试（厌恶情绪减弱）更不可能对他人的道德违规进行批评（Zhong & Liljenquist，2006）；通过令人厌恶的电影或气味诱发的厌恶会导致对他人道德违规的更为严厉的批评，尤其是那些对自己的身体变化高度敏感的被试（Schnall，Benton & Harvey，2008）。这些均表明，厌恶等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强化依赖于其身体反应。

最后，情绪也会影响道德判断的道德化（moralization）。所谓道德化，是指道德判断进入广义的价值系统的过程（Rozin，1997）。美国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对吸烟和食肉的日益反对（Rozin，1999）。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社会先前对吸烟的允许态度已经逐渐被对吸烟的明确反对和负性情绪反应所代替。先前的许多研究认为，在美国这样一个伤害、关爱和公正占主导的文化中，根据痛苦或不公平待遇来表述的问题容易被道德化（Vasquez，Keltner，Ebenbach & Banaszynski，2001）。Horberg等提出，当有相关的情绪卷入时，各种社会道德问题更易于道德化（Horberg，Oveis & Keltner，2011）。例如，美国的保守主义者突出纯洁、阶层和群体内忠诚的重要性，而自由主义者强调伤害、关爱和公正。厌恶等情绪可能有助于解释这些不同的政治观点：对保守主义者而言，对同性恋婚姻或流产等问题的厌恶可能会产生道德紧迫性，进而引发建立抗议联盟和组织等决策和政治策略；当自由主义者认为禁止同性恋婚姻是对民权的侵犯或者过度痛苦的原因时，他们会产生更为强烈的愤怒或同情，其所引发的政策制定肯定会完全不同（Inbar，Pizarro & Bloom，2009）。

今后对不同情绪与特定道德判断关系的研究应该加强对感激等积极情绪的研究，注重探究道德判断中的评价倾向和特异性效应的神经生理机制，深入分析“身体”和文化等因素对不同情绪与特定道德判断之间关系的影响（丁道群和张湘一，2013）。


12.1.2 情绪参与道德判断的认知神经机制

认知神经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与情绪相关的脑区在道德判断中会被不同程度的激活。许多研究发现，腹内侧前额叶（VMPFC）在道德判断中会显著被激活，而这一脑区是协调和监控情绪的重要中枢。对正常被试的研究显示，无论是在观看能唤起道德感的照片、图片或者阅读道德陈述（Moll，De Oliveira-Souza，Bramati & Grafman，2002；Harenski & Hamann，2006），还是让被试对行为进行道德判断或者判断是否应该做出诸如捐赠、助人等道德行为时（Heekeren，Wartenburger，Schmidt，Schwintowski & Villringer，2003；Moll，Krueger，Zahn，Pardini，De Oliveira-Souza和Grafman，2006），VMPFC会被显著激活。脑损伤病人的研究也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VMPFC受损者的智力水平正常，基本认知功能健全，但是情绪功能减弱，容易出现情绪钝化、共情能力丧失、情绪不稳定、情绪调节失常等症状（Ciaramelli，Muccioli，Ladavas & Di Pellegrino 2007；Mendez，Anderson & Shapira，2005）。Anderson等（1999）的研究发现，童年期VMPFC受损者的道德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同龄人，表现出前习俗阶段的特征，即以个人为中心的和逃避惩罚的道德价值取向。Koenigs等人（2007）的研究显示，与正常被试相比，VMPFC受损者在道德两难选择中更倾向于做出功利判断，即以获得最大利益为判断的出发点，只关注行为的结果而较少考虑其他因素。对于正常被试来说，道德两难中的功利选项所对应的伤害行为容易激起个体强烈的负性情绪体验，因而会自动地拒绝和排斥这一选择。对于VMPFC受损者而言，该部位的损伤会严重影响其情绪反应和情绪调控能力，使其在面对功利选项时不能产生相应的情绪体验，这样在正常的认知推理之下，他们更容易做出收益高的功利判断。

此外，有研究还证实了在道德判断过程中其他与情绪有关的脑区的激活。例如，Berthoz等人（2006）的研究发现，当被试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道德判断时，其杏仁核表现出相当剧烈的活动。由于杏仁核是情绪反应和情绪评估的神经回路的核心，因此它的激活表明个体此时产生了一定的情绪体验和情绪反应。Moll等人（2007）的研究显示，在进行与亲社会情绪相关的道德判断时，VMPFC和颞上回的激活更明显；而在进行与负性情绪相关的道德判断时，杏仁核、海马旁回和梭状回的激活更强烈。


12.1.3 道德判断的认知-情绪加工

Greene（2001，2004，2007，2008）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的双过程加工理论。该理论认为，道德判断涉及两个不同的加工系统，一个是外显的认知推理过程，与抽象道德原则的习得和遵循有关；另一个则是内隐的情绪动机过程，与社会适应相联系。通常情况下，这两个系统会协同作用以促成道德判断。当社会适应的目标与遵守道德原则的目标不一致时（例如，道德的两难情境），这两个系统就可能产生冲突和竞争。此时，强烈的情绪常常在与认知的相互竞争中胜出；而且由于情绪因素对道德判断的影响是无意识的，因此人们很难意识到这种影响。Greene等人（2001）采用fMRI对两难情境下的道德判断进行研究表明，非个人卷入下的道德判断主要激活的是与认知相关的脑区——背侧前额叶和顶叶，而个人卷入下的道德判断主要激活的是与情绪有关的脑区——内侧前额叶和扣带后回。在随后的研究中，研究者将个人卷入的道德两难问题分为较难的和较易的两种，发现被试在进行较难的道德两难问题判断时扣带前回（ACC）会显著激活。ACC的激活说明在较难的道德判断中存在认知过程与情绪过程的冲突和权衡（Greene、 Nystrom、 Engell、 Darley & Cohen，2004）。Greene等人（2008）还发现，当让被试在进行道德判断的同时完成额外的认知任务时，功利主义判断所需的反应时会显著增加，而情绪导向的道德判断所需的反应时未受影响。这些研究均表明，在道德判断中认知和情绪难以分离。

Greene和Haidt（2002）曾将参与道德判断的重要脑区及其主要功能进行了综合分析：①VMPFC：负责加工感觉刺激中的社会性情绪成分，并将情绪信息整合到道德判断中；②扣带后回和楔前叶：负责加工与自我有关的情绪刺激，可能与道德判断中情绪性心象的产生有关；③杏仁核：负责社会性情绪的加工，对道德情境诱发的消极情绪尤为敏感，并与奖惩信息的快速编码有关；④扣带上回和顶叶下部：负责感知和表征道德情境中的社会性信息；⑤背外侧前额叶：负责道德判断中的抽象推理和逻辑判断，是典型的认知中枢。由此可见，道德判断是认知与情绪共同参与的过程。

Haidt（2007，2008）基于社会生物学、认知神经科学、社会心理学、动物学和进化论等领域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提出了道德判断的认知-情绪整合观。该整合观认为，具有情绪负荷的直觉过程启动了道德判断，贯穿于整个道德判断的始终，并影响随后产生的认知加工过程；同时，道德的认知加工能校正并在某些情况下驾驭道德直觉。认知必然会带有情绪特征，而情绪本身也具有信息功能。道德判断中直觉与推理的对立并不意味着情绪与认知的对立。当直觉、推理和情绪主导的判断过程对应的是信息加工的不同形式时，这些加工过程的整合才会产生道德判断。道德是文化进化的产物，人类的道德在代系的发展中发生着显著变化，只有将认知和情绪以及其他多种社会因素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类的道德。

国内学者（田学红，杨群，张德玄和张烨，2011）基于认知-情绪整合观点，提出了道德直觉的加工机制模型。他们认为道德直觉是一种同时包含道德知识和情绪情感的自动化加工系统，而且道德直觉可能受到先天因素、文化信念和情绪因素的影响。

尽管已有研究表明情绪在道德判断中具有一定作用，但是有研究者认为这些还不能充分解释情绪如何影响道德判断（Huebner，Dwyer & Hauser，2009）。虽然情绪与道德判断伴随发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情绪反应是道德判断的组成部分，情绪只是让我们关注情境中明显的道德特征和集中注意力，情绪是道德判断的必要和充分条件的假设并不能得到充分证明。当前对道德判断的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也存在诸多局限：缺乏生态效度，研究结果很难推广到真实的道德场景中；研究范式众多、缺乏一致性，难以得到一致的结论；常采用的脑成像和脑损伤等方法缺乏时间精度，很难提供有关道德判断时间进程的精确证据。今后的研究应该：①设计更具生态效度、且能将时间精度较高的脑电和空间精度较高的功能性磁共振方法相结合的道德研究范式；②探讨与其他决策过程相比，道德决策在认知-情感机制上有何独特之处；③分析不同效价和强度的道德情绪表现在行为和脑机制方面的差异，并考虑能否通过对特定情绪的调节和诱发，人为地控制和干预道德判断（谢熹瑶和罗跃嘉，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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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道德直觉的加工机制模型

来源：田学红，杨群，张德玄和张烨（2011）.


12.2 情绪对道德行为的影响

道德行为是在一定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的激发下，个体表现出来的对他人或社会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情绪不仅对道德判断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在激发和维持个体的道德行为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12.2.1 情绪作为道德动机

当对个体的道德行为进行解释时，人们会常常提及道德动机这一概念。道德动机的相关研究表明，情绪是一种重要的道德动机力量。

道德动机的主要理论

道德动机真正进入心理学研究者的视野并日益引起关注，也才不过30余年时间。在传统心理学理论体系中，道德心理结构是由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三个成分构成的。直到1983年，以科尔伯格的学生Rest（Rest，1986；Rest，Narvaez，Bebeau & Thoma，1999）为代表的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道德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者提出了道德行为的四成分模型（Four Component Model），模型认为道德行为的产生至少是由以下四个心理成分构成：道德敏感性（moral sensitivity）、道德判断（moral judgement）、道德动机（moral motivation）和道德品格（moral character）。在Rest等看来，每一个成分中都包含着认知与情绪的复杂交互作用，而且还把这四个成分理解为一种逻辑顺序并作为描述道德行为发生的分析框架是必要的，但它们在现实中并不一定以固定的时间顺序呈现，因为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前馈和反馈环路以及相互作用。自此，道德动机在道德心理学的诸多研究领域中开始凸显出来。

什么是道德动机呢？在Rest（1986）看来，道德动机是指在多种价值观并存的情况下，把道德价值置于其他价值之上，并采取道德行动，为某种道德结果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Nunner-Winkler（1999）认为，道德动机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做出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事。他们可能受个人兴趣或关注他人幸福的激发，也可能受遵从的习惯性需求或内化的超我的驱动，或者可能为了保持个人的完善或遵守道德规范而实施道德行为。他把道德动机进一步界定为：个体遵守他们认为有效的道德规则的意愿，即使这个规则与非道德的愿望相冲突（Nunner-Winkler，2007）。这里，道德动机可被理解为：激发并维持个体的道德行为，并使行为朝向既定目标的一种内在动力。

道德动机理论主要有道德认知观点、道德情感观点、道德同一性观点和综合观点四大类。


道德认知观点
 该理论以科尔伯格为代表，强调道德行为的力量来自道德认知或道德判断。科尔伯格认为儿童道德成熟的标志，首先是道德判断的成熟，然后才是与道德判断相一致的道德行为的成熟。成熟的道德认知是成熟的道德行为的前提条件，因此，道德判断对道德行为有较高的预测力。他把道德行动划分为三步：第一步是进行正当或公正的道义判断；第二步是进行实施这种道义判断的自我责任判断；第三步是执行道德行动。在科尔伯格看来，道德认知或道德判断成分必须是确定道德行为定义的直接因素（Kohlberg，1984）。基于道德认知理论的道德动机研究主要探讨了两类道德推理与道德行为的关系：一类是公正的道德推理（Thoma，1994），一类是亲社会推理（Carlo，2005）。虽然许多研究发现，上述两类推理与各种道德行为具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它们并不能完全解释人们的道德行为，尤其是常见的道德言行不一、知行脱节的现象。


道德情感观点
 针对道德认知观点存在的不足，科尔伯格之后的许多研究者逐渐把情绪情感因素引入到道德动机之中。先是Gilligan（1977）对科尔伯格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质疑，认为公正不是唯一的道德取向，应该存在公正取向和关爱（care）取向两种道德价值观，并对女性关爱道德的发展、关爱的性别差异和公正与关爱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接着Enright等人（1989）对道德心理学的另一主题——宽恕（forgiveness）进行了研究，系统探讨了宽恕的含义、认知发展模式和过程模式等问题。随后，移情（empathy）和内疚（guilt）等成为道德心理学研究的主题。Hoffman（2000）认为，情绪是道德动机的主要力量。在“冷的”说教情境中习得的抽象的道德原则缺乏动机力量。移情对道德原则的作用是将它们转化为亲社会的“热”认知——赋予移情情感的认知表征，从而给予它们以动机力量。大量研究表明，移情等与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Eisenberg，Fabes和Spinrad，2006）。


道德同一性观点
 道德同一性整合了个人的道德系统和自我系统，是一个人的道德感与同一性感的结合（Blasi，1995）。换句话说，道德同一性指的是道德价值对一个人同一性的核心和重要程度（Hardy，2006）。例如，一个人的同一性更为看重善良等道德品质而不是创造性等非道德特点，那么这个人就具有较高的道德同一性。道德同一性之所以能够成为道德动机，是因为人们具有一种先天的倾向：受到激发而采取与个人的自我系统相一致的行为。因此，当道德价值对一个人的同一性非常重要的情况下，这就会激发他产生与自己的道德感相一致的行为。研究发现，当描述自我、人格和目标时，青少年道德榜样比普通青少年更有可能使用道德术语（Reimer和Wade-Stein，2004）；无论青少年还是成人，道德同一性均是其道德行为的良好预测指标，他们会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他人报告的道德行为、自我报告的志愿者行为、亲社会态度和行为（Arnold，1993；Aquino & Reed，2002；Reed & Aquino，2003）。


综合观点
 该观点认为，道德动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道德行为的产生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Hardy（2006）的研究发现，道德推理、道德情绪和道德同一性对于道德动机都是重要的，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彼此不同，并各自与不同的道德行为相关联。因此，应该最好采用一个整体性的人格视角来看待道德动机。Leffel（2008）提出的道德动机的“社会直觉模型”（social intuitionist model）也是一个综合理论。这一模型源于Haidt（2001）的道德判断模型。道德动机的“社会直觉模型”包括道德动机的6个方面和相关的发展过程：调整道德直觉、放大道德情绪、扩展道德美德、整合道德价值观、加强道德推理和增强道德意志。该模型特别强调动机的三个内隐成分的关键作用，即道德直觉、道德情绪和道德美德，并把道德情绪看作核心。

情绪作为道德动机：道德情绪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情绪在道德行为中的重要作用，道德情绪（moral emotion）研究应运而生。Eisenberg（2000）把内疚、羞耻和移情等在道德行为中具有重要作用的情绪称作道德情绪。Haidt（2003a）较早对道德情绪的含义、类型、具体道德情绪的诱发因素和亲社会行为倾向等进行了系统阐述。他认为，道德情绪就是那些与整个社会或者至少个体的利益或幸福有关的情绪。道德情绪具有两个重要成分：无私的诱发因素和亲社会行为倾向。个体违背道德规范时产生的情绪（如羞耻、内疚）或遵守道德规范时所产生的情绪（如自豪）都可被称为道德情绪。周详等人（2007）指出，道德情绪是个体根据一定的道德标准评价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和思想时所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概而言之，道德情绪指的是在对自己或他人进行道德评价时产生的、影响道德行为产生或改变的一种复合情绪。

道德情绪能够提供道德行为的动机力量，既能够激发良好的道德行为，又可以阻止不良的道德行为。有研究者认为，道德情绪对道德行为的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4个方面：①不道德行为会导致个体产生耻辱、羞耻、愤怒或厌恶等道德情绪；②道德情绪会导致个体产生行为改变；③道德情绪强烈地影响着道德判断；④从道德行为的起源来看，个体早期的道德行为一定包含有某种情感动机（Huebner，Dwyer & Hauser，2008）。

研究者还进一步区分了道德情绪的类型。Rozin等（1999）曾经把道德情绪分为两组：一组是羞耻（shame）、尴尬（embarrassment）和内疚（guilt）（合称SEG）等自我意识情绪（self-conscious emotions），另一组为蔑视（contempt）、愤怒（anger）和厌恶（disgust）（合称CAD）等批评他人的情绪。Eisenberg（2000）认为，道德情绪主要有两类：一是自我意识的道德情绪，包括内疚和羞耻；二是移情（empathy）。Haidt（2003a）则把道德情绪分为四类：谴责别人的情绪（包括蔑视、愤怒和厌恶、愤慨和憎恨等）、自我意识的情绪（包括羞耻、尴尬和内疚等）、他人痛苦指向的情绪（主要指同情）和赞赏他人的情绪（包括感激和钦佩）。Tangney等（2007）把道德情绪分为自我意识情绪（包括羞耻、内疚、尴尬和道德自豪等）、他人指向的道德情绪（other-focused moral emotion）（包括愤怒、蔑视、厌恶、钦佩和感激等）和移情三大类。Gray和Wegner（2011）提出了分析道德情绪的另一种方法。他们按照两个维度来对道德世界进行划分：效价（助人和伤害）和道德类型（施动者和受动者），与之相对应会有四类道德人物：英雄、恶人、受害者和受益者。这四类人物会引发不同的道德情绪：英雄引发激励和钦佩，恶人引发愤怒和厌恶，受害者引发同情和悲伤，受益者引发轻松和快乐。

需要注意的是，道德情绪在性质上有正性（例如，自豪和移情）和负性（例如，羞耻和厌恶）之分。因此，综合上述研究，可以按照情绪指向（自我意识情绪和他人指向情绪）和情绪性质（正性和负性）把道德情绪分为四类：正性自我意识情绪（包括自豪等）、负性自我意识情绪（包括内疚、羞耻和尴尬等）、正性他人指向情绪（包括移情、钦佩和感激等）和负性他人指向情绪（包括愤怒、蔑视和厌恶）。


12.2.2 自我意识情绪对道德行为的影响

自我意识情绪的思想最早可见于达尔文的名著《人类和动物的情绪表达》。虽然在此书中没有明确提出自我意识情绪的概念，但是他指出，害羞、内疚和羞耻等是伴随着自我意识出现的情绪，这些情绪不仅是简单的情绪反应，而且是对他人如何看待我们自身这个问题的一种反应。直到20世纪90年代，自我意识情绪研究才正式开启。Lewis（1997，2003）认为，自我意识情绪是一种以自我参照行为的出现为前提，并通过自我觉察、自我评价和自我反思而产生的情绪，它在我们的情绪生活中占有中心地位。Tracy和Robins（2004）认为，自我意识情绪是将自我卷入到情绪中的一种特殊情绪类型，它包含内疚、羞耻、尴尬、妒忌（envy）、自豪（pride）等，自我意识情绪在调节和激发人类思维、情感和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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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 Tracy和Robins的自我意识情绪的加工模型

来源：Tracy & Robins（2004）.

自我意识情绪比基本情绪更为复杂，其出现也要迟于基本情绪。自我意识情绪有着两个主要特点：①从产生来看，自我意识情绪既需要自我表征（self-presentation）、自我觉察（self-awareness）和自我评价（self-evaluation）过程的卷入，还需要情绪的自我归因。只有当个体具备稳定的自我表征能力，对这些表征进行自我觉察、自我反思和自我评价，并且将情绪事件归因到自我因素时，自我意识情绪才会产生。据此，Tracy和Robins（2004）提出了自我意识情绪的加工模型。②从表达来看，自我意识情绪没有独特的、普遍被认可的面部表情。研究发现，自我意识情绪的表达不仅包含面部表情，而且还要有身体的动作、头部的运动和胳膊的姿势等。

自我意识情绪的研究方法主要有4类：①自我报告测量。具体包括情境情绪测量、情节情绪测量、陈述评定和形容词评定量表。②非言语行为编码技术。研究者试图发现自我意识情绪的明显的、非言语的表达系统，但难度较大。③言语报告和行为测量相结合的编码技术。编码来源主要为被试的面部表情、动作行为和言语报告。④脑神经成像技术。使用正电子断层扫描技术（PET）或磁共振功能成像技术（fMRI），让被试看图片、短片或阅读语句来诱发情绪，并对其神经机制进行研究（冯晓杭和张向葵，2007）。

自我意识情绪具有明确的道德性质，对个体的道德行为具有重要的动机功能。自我意识情绪可被看作是个体根据道德自我同一性标准，比较不同情境下的行为或行为倾向时产生的道德情绪（Turner & Stets，2006）。如果个体的行为及其倾向违背了道德自我同一性标准，个体就会产生内疚和羞耻等负性自我意识情绪，进而有可能激发道歉或其他补偿行为。如果个体的行为及其倾向与道德自我同一性标准一致时，个体就会产生自豪等正性自我意识情绪，并有可能继续实施这一道德的行为。尽管这些行为不一定总是发生，但是自我意识情绪可以让个体进入某种动机以及认知状态，增加了个体从事相关行为的倾向，协调着个体的人际关系行为和亲社会行为。许多研究表明，自我意识情绪的确能够激发亲社会行为（Haidt，2003；Tangney & Dearing，2002）。

自豪对道德行为的影响

自豪是常常被人忽视的正性道德情绪。Mascolo和Fischer（1995）认为，自豪是一种源自这样一种评价的情绪，即个人应该为某一社会价值结果或成为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而负责。据此看来，自豪能够增强人们的自我价值，甚至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激发今后与社会价值标准相一致的行为。众多研究表明，自豪对于社会群体内的地位提升和认可度增强具有重要影响。

自豪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功能可能是：为了增强或维持个体在社会层级中的地位而提升思维、深化感受和促进行为（Tracy，Shariff & Cheng，2010）。自豪至少通过以下三条路径来影响个体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第一，因成就而体验到的自豪能够激发个体对未来成就的追求。自豪感是快乐的，因而具有强化作用。在社会化过程中，儿童逐渐体验到自豪，而这些自豪源自个体对符合社会价值判断的成就的积极评价——首先是来自父母，其后来自老师和同伴。最终，即使没有来自这些人的评价，个体也能体验到对这些成功的自豪。自豪的这一动机性质会激发儿童对未来成就的追求，因此，在不需要外部评价的情况下，个体会尽力形成与社会规范相一致的同一性。反过来，在这一追求中取得成功的个体，会再次得到社会赞同、社会认可和社会地位提升的奖励，这进一步增强了其社会适应性。第二，自豪具有信息功能。根据“情绪即信息”的假设（Schwaz & Clore，1983），情绪情感会告知个体环境中的变化，使得他们能够更为明智和灵活地对事件做出反应。考虑到自豪是与自尊最为相关的情绪特征，自豪有可能通过对自尊的影响来实现这一信息功能。当个体经常、多次感到自豪时，他们就可能对自我的个人特征产生积极的评价和感受，会导致较高的自尊水平，从而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价值。第三，自豪通过非言语表情来增强社会地位。特征明显的、具有跨文化一致性的自豪的表情，可以让其他社会团体成员认识到自豪者值得拥有现在的社会地位（Tracy & Robins，2008）。在Williams和DeSteno（2009）的一项研究中，先让一些被试在进行群体任务前体验到自豪。结果，群体内的其他人和局外观察者认为这些自豪者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行为更具“支配性”。这表明，自豪引发了能够增强社会地位知觉的人际行为。这其中的关键最可能是自豪的非言语表情。内隐联想测验的一系列研究发现，自豪的表情会被迅速、自动地知觉为高社会地位的信号，而且这种关联具有跨文化性（Shariff & Tracy，2009；Tracy，Shariff，Zhao & Henrich，2013）。当然，自豪也存在“黑暗的一面”。在与成就和亲社会行为密切关联的同时，它与冲突和攻击也有一定关联（McGregor，Nail，Marigold & Kang，2005）。有研究发现，自豪甚至抑制了个体对他人的同情（Oveis，Horberg & Keltner，2010）。

基于上述研究，有学者提出，自豪存在两种类型：一种是自大的自豪（hubris pride）或α自豪，另一种是真正的自豪（authentic pride）或β自豪（Tracy和Robins，2007）。从它们的产生来看，自大的自豪来自于内部的、整体的、稳定的和不可控的自我归因（例如，我成功是因为我伟大），个体肯定的是整体自我；而真正的自豪来自于内部的、具体的、不稳定和可控的归因（例如，我成功是因为我进行了大量的练习），个体肯定的是自我某方面的具体行为。研究发现，对很多事情经常进行内部的、不稳定的和可控的归因的被试，易于体验到真正的自豪；而经常进行内部的、稳定的和不可控的归因的被试，易于体验到自大的自豪。对他人自豪的知觉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结果：当有资料表明目标个体的成功源自稳定的和整体的因素（例如，智力）时，观察者易于认为目标个体的表情显示的是自大的自豪；而当有资料表明目标个体的成功源自不稳定的和具体的因素时，同样的表情易于被观察者判定为真正的自豪（Tracy和Prehn，2012）。自大的自豪与真正的自豪对个体人格具有不同的影响：自大的自豪反映的是人格的消极方面，而真正的自豪反映的是人格的积极方面。真正的自豪与大五人格特质中的外倾性（extraversion）、宜人性（agreeableness）、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情绪稳定性（neuroticism）和经验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具有显著正相关，而自大的自豪与宜人性和尽责性这两个亲社会特质具有显著的负相关（Tracy和Prehn，2012）。真正的自豪与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呈正相关显著；而自大的自豪与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呈负相关显著，与自恋和羞耻易感性呈正相关显著（Tracy，Cheng，Robins & Trzesniewski，2009）。

自大的自豪与真正的自豪能够引发不同的社会行为，具有迥异的道德价值。总体而言，自大的自豪与反社会行为密切相关，而真正的自豪与亲社会行为密切相关。研究表明，自大的自豪能够引发自恋性的攻击、敌意、人际问题和其他自我破坏性的行为（Morf & Rhodewalt，2001）；真正的自豪可以激发成就领域的积极行为、亲社会行为和真正深刻的自尊感（Williams & DeSteno，2008）。在特质水平上，两类自豪与成就、心理健康、社会行为和人际关系等的关系截然不同（Carver，Sinclair & Johnson，2010）。自大的自豪特质水平高的个体更有可能表现出行为冲动，更有可能体验到长期的焦虑，更有可能实施攻击、敌意和其他各类反社会的不当行为（例如，吸毒和轻度犯罪）；真正的自豪特质水平高的个体，倾向于表现出低水平的抑郁、特质焦虑、社交恐怖、攻击、敌意和拒绝敏感度，以及高水平的自我控制、目标参与、关系满意度、婚姻适应性和社会支持。人际环（interpersonal circumplex）研究还显示，尽管主动性（agency）水平高的个体易于体验到两种自豪，但是只有共享性（communion）水平高的个体才易于体验到真正的自豪，自大的自豪与共享性呈显著负相关（Cheng，Tracy & Henrich，2010）。Ashton-James和Tracy（2011）新近对歧视的研究进一步确认了两类自豪之间的道德差异：真正的自豪特质水平高的美国白人倾向于报告较低水平的对美国黑人的种族歧视，自大的自豪特质水平高的美国白人则报告了更高水平的歧视；感受到自大的自豪的异性恋被试对同性恋妓女的评判要比对异性恋妓女的评判更具惩罚性，感受到真正的自豪的异性恋被试则表现出了较少的对内群体和外群体成员的偏见；两类自豪对歧视性判断和信念的影响受到对评价目标的移情关注的调节，自大的自豪减弱了对他人的移情从而导致了歧视的增强，而真正的自豪增强了对他人的移情从而减弱了歧视。

尴尬对道德行为的影响

尴尬是在公共社会窘境中产生的一种屈辱、羞耻和懊恼的厌恶状态（Miller，1995）。当个体违背了社会习俗规则，或者是因为某些事件或行为超出了自己的控制时，会体验到尴尬情绪。研究表明，最能够引发尴尬的情境是“公共规范的缺失”（normative public deficiency），即个体表现出一种笨拙的、心不在焉的或者倒霉的行为。例如，在大庭广众之下绊倒，忘记某些人的姓名等。其他诱发尴尬的情境还有棘手的社会交往和过度引人注目等。有学者认为，尴尬的关键是他人的消极评价，或者他人的消极评价所引发的自尊的短暂降低。还有学者从戏剧表演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当人们的行为违反了隐性的社会规则或脚本时，尴尬就会产生。Sabini等（2000）则认为，可能同时存在自尊的丧失和戏剧表演的情况。在所有情境下，这些事件表明有些事情是存在问题的：个体的同一性或行为的某些方面需要精心监控、隐藏或者改变。研究发现，尴尬时人们易于表现出和解的行为，以赢得他人的赞成和（重新）认可（Miller，1996）。

与内疚和羞耻相比，尴尬与道德之间的联系要相对弱些。例如，成人对引发个人内疚、羞耻和尴尬事件的评定显示，他们在感到尴尬时比感到内疚和羞耻时更不可能考虑道德问题（Tangney，Miller，Flicker & Barlow，1996）。内疚和羞耻源于较为严重的失败或对道德规范或道德准则的侵犯，而尴尬则是对社会常规的轻微侵犯或失礼。人们体验尴尬的程度是有差异的。研究显示，尴尬能力与神经过敏、高水平的消极情感、自我意识和对他人的消极评价的恐惧相关联。对他人消极评价的恐惧不是因为贫乏社交技能，而是因为对社会规范的敏感。尴尬具有自我调节功能。易于尴尬的被试倾向于高度意识到并看重社会规范和标准。而有研究表明，与适应良好的男孩相比，有攻击性的过失男孩会表现出更少的尴尬（Tangney & Tracy，2012）。

内疚对道德行为的影响

对内疚的心理学研究由来已久。精神分析学派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内疚是在幼年时受到父母惩罚或遭到抛弃后所引发的焦虑状态，儿童把指向父母的敌意转向内部并体验为内疚感。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将内疚等同于焦虑，认为它是人的基本存在，并提出了“存在性内疚”（existential guilt）的概念，指出存在性内疚是潜力丧失、与同伴分离及与自然分离的结果。当代对内疚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是美国心理学家Hoffman（2000）。他提出了基于移情的内疚理论，将内疚界定为一种轻视、厌恶自己的痛苦体验，通常伴有迫切、紧张和后悔。在他看来，内疚是对他人痛苦的移情反应与对引起痛苦原因的觉知二者之间的结合。

以往心理学对内疚的探讨，主要关注的是违规内疚（transgression guilt），即在实际发生的伤害性行为或违规行为情境中产生的内疚。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尽管人们实际上并没有做伤害他人的事情，或所作所为并没有违犯公认的社会道德规范，但如果他们以为自己做了错事或与他人所受到的伤害有间接关系，也会感到内疚。霍夫曼将这种内疚称为虚拟内疚（virtual guilt）。他认为，虚拟内疚可以分为四大类：①关系性内疚（relationship guilt）。由于在感情与行为上相互依赖，具有亲密关系的个体在同伴表现出不明原因的悲伤时，不仅会产生移情性悲伤，也会为同伴的不快而责备自己。②责任性内疚（responsibility guilt）。那些对他人肩负某种责任的个体，常常会因下属所受的意外伤害而责备自己。③发展性内疚（developmental guilt）。那些在同龄人群体中获得某种突出成就的个体，在欣喜的同时，也往往会因使其他人“相形见绌”而感到内疚。④幸存性内疚（survivor guilt）。经历了战争、瘟疫和地震等大灾难的幸存者的体验十分复杂，既有对幸存的喜悦，又有对死者的哀伤。其中某些人可能认为相比于其他人自己不值得活下来，或是认为自己在挽救其他人方面做得不够，因此而产生内疚感（Hoffman，2000）。

内疚的发展大体经历四个阶段：①婴儿时期和幼儿早期：虽然儿童会因自己的有意行为使别人哭泣而产生类似内疚的移情反应，但是，由于他们尚不具有对他人内部状态的觉知能力，还不能区分受害者和自己，不能肯定自己做了伤害他人的行为，因而也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内疚感。②4—5岁：随着儿童移情能力的发展，他们能够理解他人的行为与要求，并且能够根据某些不允许伤害他人的道德标准来认识自己和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因而会因为自己对他人造成伤害（包括没有达到互惠）而感到内疚。不过，由于此时的儿童尚未将外在的道德标准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他们的内疚还处于低级发展阶段。③6—8岁：随着社会化的发展，儿童开始产生具有真实交往价值的内疚感，即因为没有能完成义务或责任而表现出内疚，并会导致相应的补偿行为。④10—12岁左右：随着自我意识水平的发展和道德水平的提高，儿童已具有一定的维护和坚持道德标准的内在力量，一旦察觉自己的行为与道德标准不相符合，或有违自己的“理想自我”时，就会因负性情感逐渐增强而产生内疚。甚至即使在没有外在行为或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情况下，也会因为自己的念头或想法有违道德准则而感到内疚，并可能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Hoffman，2000/2003）。

内疚具有重要的道德动机功能，能够促使个体认可自己的道德责任，并采取补偿行为（Caprara，Barbaranelli，Pastorelli，Cermak & Rosza，2001）。霍夫曼从道德内化的角度考察了内疚对道德行为的影响（Hoffman，2000）。国内学者则从道德内化、道德自我、道德动机和道德行为等多个角度探讨了内疚和虚拟内疚的道德价值（乔建中，2006）。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内疚易感性与反社会行为和危险行为存在显著负相关，而且在人生发展的各个阶段普遍存在。Tangney（1994）发现，内疚易感性与对这样一些项目的认可有关：“我不会偷窃我需要的东西，即使我确定自己能够逍遥法外”。Tangney和Dearing（2002）的另一个研究表明，处于少年期的易于体验到内疚的五年级学生，更不可能被拘留、判刑和监禁。他们更有可能进行安全的性行为，更不可能吸毒。当控制了家庭经济收入和母亲受教育程度的因素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研究还显示，内疚易感性与青少年犯罪存在显著负相关（Stuewig & McCloskey，2005），内疚易感性高的大学生更不可能吸毒和酗酒（Dearing，Stuewig & Tangney，2005）。即使对于那些已经患有危险行为的成人，内疚易感性似乎能够发挥其保护作用。一项对监狱囚犯的纵向研究发现，入狱后不久评定的犯人的内疚易感性能够显著反向预测其获释后第一年的再次犯罪和药物成瘾等行为（Tangney，Mashek & Stuewig，2007）。

内疚的道德动机研究还表明，虚拟内疚与违规内疚在对补偿性的亲社会行为的动机作用方式上有所不同：违规内疚的产生，是由于违背了公认的社会道德标准的结果，因而其导致的补偿行为有可能是适应社会要求的、非持续的；而虚拟内疚的产生，由于是自认为违背了个人道德标准的结果，因而其导致的补偿行为大多是自发的、持续的，它会促使个体不断地做出补偿行为以减缓其内疚感，如个体为了避免关系性内疚经常关注同伴的情绪状态，为降低对幸存者的内疚而不断关照遇难者的家人（Baumeister，Stillwell和Heatherton，1995）。

当然，内疚也有可能导致不良适应行为或不道德行为。当人们对超出自我控制的事件产生过度的或扭曲的责任感时，内疚就容易引发不良适应行为。有研究已经证实了关爱内疚的负面效应（Gallagher，Phillips，Oliver和Carroll，2008）。Nelissen和Zeelenberg（2009）的研究发现，当没有机会实施补偿行为时，内疚易于引发自我否认和自我惩罚。因此，只有当人们为自己的过错承担适当的责任，承认自己的失败和违规，并且利用情绪的动机力量来形成和实施与违规程度相符的补偿行为时，内疚才具有最佳道德动机功能。

羞耻对道德行为的影响

羞耻是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热点主题。羞耻是一种基于对整体自我的消极评价的，并伴随有渺小感、无价值感、无力感的痛苦的自我意识情绪（Lewis，1971；Tangney & Tracy，2012）。西方对羞耻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三类：①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认为，羞耻与自我防御有关，是个体自我和本我冲突的结果；埃里克森认为，羞耻是由于儿童的自主要求未得到满足而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的结果；客体关系学派和自体心理学学派更多地把羞耻与自恋性障碍相关联。②认知理论。该理论强调个体对已发生事件的认知和评价对羞耻的影响。Tracy和Robins（2004）认为，当个体对诱发事件进行内部的、稳定的、不可控的、整体的自我归因时会产生羞耻，而当个体对此进行不稳定的、特定方面的自我归因则会引发内疚，但诱因事件一定与无法实现自我认同的目标有关。③生物进化理论。在该理论看来，羞耻是心理进化的产物（Thompson，Winer & Goodvin，2005）。Gilbert（2007）的生物-心理-社会理论把羞耻视为一种提示人际关系是否稳定的信号，并认为羞耻的进化根源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威胁体系。当前对羞耻的研究有三类取向：①特质取向，把羞耻看作较为稳定的人格特征；②状态取向，强调羞耻是由某些情境引发的、具体的情感状态，而非稳定的人格特质；③类型取向，认为在某些特殊情境或领域下个体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羞耻易感性，并可据此对羞耻进行分类（高学德，2013）。

研究表明，羞耻容易引发许多适应不良行为或反社会行为。Nathanson（1994）提出了羞耻的“罗盘应对理论”，认为羞耻下个体的应对方式可以分为四种类型：“逃避”、“退缩”、“攻击他人”和“攻击自我”（图12.5）。“逃避”通常产生于个体因那些由自己个性品质中（自认为）难以改变的不足所引发的羞耻情境中，或是掩盖那些可能给自己带来羞耻感的某些品质缺陷，或是避开那些可能指出或发现其品质缺陷从而给自己带来羞耻感的人。“退缩”是指个体在体验到羞耻之时，以行为的暂时性停滞甚至逃离当时的情境，来避开他人的注视，免受进一步羞耻的应对方式。“攻击自我”是指个体通过自责、自虐或者自嘲、自贬等方式，将他人的注意力从其先前的蒙羞行为转移到目前的行为上以减轻自己的痛苦体验并免受进一步羞耻的应对方式。“攻击他人”是个体在羞耻体验太过强烈时所采用的应对方式，个体会对使自己蒙羞的人进行抱怨、斥责甚至施以暴力。后续的很多研究表明，在面对失败或违规时，羞耻常会激发个体的拒绝、隐藏或逃避行为（Ketelaar和Au，2003；Sheikh和Janoff-Bulman，2010）；经诱发感受到羞耻的被试会表现出更少的移情和观点采择（Marschall，1996；Yang和Chiou，2010）；羞耻易感性与愤怒、敌意和指责他人、直接的身体或语言攻击、间接攻击（损害对他人重要的事情、背后议论他人）、替代性攻击、自我攻击呈显著正相关（Bear，Uribe-Zarain，Manning和Shiomi，2009；Farmer和Andrews，2009；Tangney，Wagner，Barlow，Marschall & Gramzow，1996）。

[image: ]


图12.5 羞耻的罗盘应对模型

来源：Nathanson（1994）.

但是，也有研究并未发现羞耻对犯罪等反社会行为的预测效应（Robbins，Robert，Strayer & Koopman，2007；Stuewig & McCloskey，2005；Tibbetts，2003）。甚至有研究者提出，羞耻具有积极的社会适应价值。Ben-Ze'ev（2000）认为，羞耻对道德行为而言可能是最强有力的推动情绪，因为羞耻与自尊紧密相连，并且会阻止人们的不道德行为以免他们丧失自尊。Fessler（2007）区分了两种羞耻形式：①原始的羞耻，它是现代社会中羞耻情绪的原型，其激活是由于个体处于从属地位；②遵规守纪者的羞耻，其激活是因为个体没有遵守某些社会文化行为准则。第二种羞耻能够促进个体遵从重要的社会文化准则，从而能使个体保持在他人眼中的声望和良好形象。de Hooge等（2008）发现，在特定的条件下，羞耻会激发一定的亲社会行为。

由于羞耻与文化密切相连，因此羞耻的产生和影响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在中国这样一个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不仅会因消极的自我评价，更会因他人在场等外界压力而感到羞耻。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知耻文化”。当人们违反社会规则及自己内心的道德准则时，就应当产生羞耻感，“知耻”是维护个人完善和社会稳定、进步的重要约束机制。已有国内学者对中国人的羞耻进行了初步研究（李阿特，汪凤炎，2013；汪凤炎，郑红，2010），今后很有必要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包括中国人羞耻的结构、特点、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充分发挥羞耻这一道德情绪的积极功能。


12.2.3 他人指向情绪对道德行为的影响

他人指向情绪是当前道德情绪研究的新热点。自我意识情绪源自根据道德标准对自我进行的审视和评价，而他人指向情绪产生于对他人行为的道德评价。相关研究发现，移情、钦佩（admiration，或elevation）和感激（gratitude）等正性他人指向情绪，以及愤怒、蔑视和厌恶等负性他人指向情绪在个体道德行为的产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移情对道德行为的影响

移情是至今探讨最多的道德情绪。对移情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英国著名哲学家亚当·斯密。他指出，移情是由理解他人的观点并作出相应的情绪反应能力组成的。铁钦纳进而认为，人不仅能看到他人的情感，而且还能用心灵感受到他人的情感，他把这种情形称之为移情。纵观学界对移情的定义大体可分为三类：①认知性界定。这类界定方式侧重于移情的认知特征，强调个人知觉、角色扮演、对他人情感的认知以及社会认知等因素在移情产生中的作用，认为移情是对他人的感受、思想、意图和自我评价等的觉知。例如，皮亚杰和科尔伯格强调角色承担能力的重要性，把移情定义为承担他人角色的过程；Borke从社会学习理论的角度，把移情定义为观察者区别他人所体验的不同的情绪状态的能力（Pecukonis，1990）。②情绪性界定。这类界定方式强调移情的情绪反应特征，认为移情是对他人情绪状态或情绪条件的认同性反应，其核心是与他人的情境相一致的情绪状态。例如，Epstein和Feshbach把移情定义为对知觉到他人情绪体验的一种设身处地的情绪反应，或移情是由从他人的立场出发对他人内在的状态的认知而产生的对他人的情绪体验；Jacobson认为，移情是一种通过临时对他人情绪的认同而获得的情绪知识（Pecukonis，1990）。③综合性界定。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心理学家开始同时从情绪和认知两个方面来界定移情。这是因为在移情的产生过程中，认知成分和情绪成分是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对他人设身处地的情感反应往往建立在能推断他人情绪状态的认知能力的基础上；另一方面，设身处地的情绪唤醒为观察者提供了推断他人情绪意义的内部线索。例如，Eisenberg和Fabes（1998）提出，移情是一种与他人的感受相同或相近的移情性反应，这种情绪性反应来自对他人的情绪状态或情境的认知；Hoffman（2000）认为，移情是对知觉到他人情绪体验的一种设身处地的情绪反应，或者是由于从他人的立场出发对他人内在的状态的认知而产生的一种对他人的情绪体验。概而言之，移情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情绪反应能力，是既能分享他人情感、对他人的处境感同身受，又能客观理解、分析他人情感的能力。

移情的发展可分为四种阶段：①普遍性移情（global empathy，0-1岁）。例如，婴儿在看到其他婴儿流泪时自己也会哭。当然，这时的移情还处于一种非常原始的阶段，因为婴儿不能把他们自身与他人区分开来，以致他们常常无法弄清楚谁在体验这种情绪，而且常常把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当作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一样来做出反应。②“自我中心”的移情（egocentric empathy，1-2岁）。儿童能充分意识到自我与他人的不同，能够在意识到他人而并非自己正在体验某种情绪时产生移情唤醒。但是儿童仍不能充分地把自己与他人的内部状态区分开来，会把别人的混淆为自己的，在安慰他人时犹如安慰自己一般，其采取的帮助方式可能是不适当的。③对他人感受的移情（empathy for another's feelings，2、3岁开始）。随着角色采择能力的发展，儿童逐渐能够区分自己和他人的情绪状态。相应地，他能够对他人的感受进行推断，做出更多的反应。达到3岁时，即使在实验情境中，儿童也能对简单情境中他人的快乐或悲伤进行辨认和产生移情反应。④对他人总体生活状况的移情（empathy for another's life condition，童年晚期以后）。儿童对人类的理解随着认同感的增长而增加，认识到自己和他人各有自己的历史和个性，能够注意到他人的生活经验和背景，不仅能够理解他人的眼前痛苦，而且能从更广阔的生活经历来看待他人所感受到的愉悦和痛苦，能认识到他人的生存环境或条件是他人长期痛苦的根源。此时，儿童移情的发展达到了超越直接情境的阶段。

移情是一种重要的亲社会动机，能够引发个体的助人等亲社会行为。岑国桢等（2004）发现，6—12岁儿童的移情反应与其一般助人行为倾向反应呈显著正相关。McMahon等（2006）的研究表明，移情水平高的青少年报告出了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而且这一效应在女性群体上尤其显著。Marsh和Ambady（2007）研究发现，被试对恐惧面部表情的辨别准确度和随后的助人行为呈正相关，这表明对他人痛苦的觉知同亲社会行为紧密关联。Barr等（2007）的研究显示，青少年的移情与其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Vaish等（2009）对幼儿的研究表明，幼儿在缺少明显的情绪线索的情况下，仍能通过情绪观点采择对受害者产生移情，并能促进随后的亲社会行为。移情不仅会影响外显的亲社会行为，而且会影响内隐亲社会倾向。个体的内隐助人倾向与移情能力显著相关，高移情个体具有内隐助人倾向，而低移情个体的内隐助人倾向不明显（程德华和杨治良，2009）。此外，移情还会在影响因素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Krevans和Gibbs（1996）的研究显示，家长的亲社会教育的水平与孩子的移情能力及亲社会行为水平均呈显著正相关，而且家长对孩子的亲社会教育可能会通过孩子移情能力的提高而增加孩子的亲社会行为。李晓明等（2012）还发现，移情反应在道德强度对企业道德决策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也就是说，个体的道德强度越高，其移情反应也越高，最终也会做出更加合乎道德的决策。当然，也有研究者对移情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质疑。Einolf（2008）的大样本数据分析显示，14种亲社会行为中与移情性关注存在真正显著相关的只有3种，而且都是非正式的助人行为，且受助者必须在施助者面前。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深入考察移情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

移情与攻击等反社会行为存在显著负相关。Miller和Eisenberg（1988）认为，总体而言，移情与攻击性及外显的反社会行为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许多研究发现，低的认知移情与攻击行为存在高度正相关（Jolliffe & Farrington，2004）；儿童的移情能力与直接的身体攻击和言语攻击具有显著负相关（Björkqvist，Lagerspetz & Kaukiainen，1992；Strayer & Roberts，2004）；破坏性行为障碍男孩的移情得分偏低，表现出情感移情缺陷（Dewied，Goudena & Matthys，2005）；移情与欺负行为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Espelage，Mebane & Adams，2004；Warden & Mackinnon，2003）；低水平移情能力是青少年欺负、攻击行为的危险因素（Gini & Albiero，2007）；冷漠-非情绪性特质高的儿童表现出最低的情绪移情和最高的直接欺负行为（Munoz，Qualter & Padgett，2011）；移情能够有效地抑制攻击行为（Findlay，Girardi & Coplan，2006；Marcus，2008；应贤惠和戴春林，2008）。同样，亦有研究得出相反结论，并不支持移情与攻击、欺负等行为之间的显著负相关关系（Jolliffe & Farrington，2006；Batanova和Loukas，2011）。

钦佩对道德行为的影响

钦佩是在观察到他人的、道德的、值得赞扬的和非凡的行为时产生的积极情绪。它也可被理解为对优秀他人或榜样的一种高度的喜欢和尊敬（Becker & Luthar，2007）。Haidt（2003b）通过让被试回忆“人性‘高尚’或‘善良’的一种具体表现”而对钦佩进行现象学考察。结果表明，随着注意力转向外部，那些报告内心感到温暖、愉快和刺痛的被试，会感到其对他人是坦诚公开的，并会受到激发去帮助他人和超越自我。由此可见，钦佩似乎是一种典型的积极情绪，尤其是易于引发对外部世界的“拓展-建构”取向（Frederickson，2000）
 
[1]

 。钦佩的典型成分是欣赏（appreciation）和鼓舞（inspiration）。其影响因素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外部因素，包括榜样的优秀品质、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以及时代背景和文化因素等；另一类是内部因素，比如个体的价值观和自我图式等（陈世民，吴宝沛，方杰，孙配贞，高良，熊红星和郑雪，2011）。

钦佩可分为美德钦佩（admiration for virtue）和能力钦佩（admiration for skill）（Immordino-Yang，McColl，Damasioa & Damasio，2009）。Haidt（2000）用“elevation”来表述美德钦佩，他认为美德钦佩是当人们看到他人意想不到的美德行为时所产生的一种温暖的、向上提升的情绪。研究发现，美德钦佩会导致后叶催产素分泌的增加，并进而增进女性的哺乳行为（Silvers & Haidt，2008）；美德钦佩组被试比能力钦佩组被试报告了更多的喉咙哽咽（Algoe & Haidt，2009）。研究表明，美德钦佩则会激发亲社会动机和行为。Vianelloa等（2010）采用实验法和问卷法调查了公司员工、医院护士和学前教育教师，结果发现领导者的自我牺牲和人际公平等美德行为影响着下属的钦佩，进而影响下属的组织承诺和组织身份行为，比如利他、礼貌和服从。

感激对道德行为的影响

感激也是一种他人指向的积极道德情绪。对他人的仁慈善举的反应容易引发人们的感激。也就是说，当人们是他人好处的受惠者，尤其是那些好处是预料之外的或者施惠者为此付出代价时，它就会产生。感激不同于负债感（indebtedness），前者是一种愉快的情绪状态，后者是与义务相连的一种消极情绪状态。McCullough等（2001）提出，感激的道德性质体现在两个方面：①感激产生于施惠者的道德行为（例如，亲社会行为、助人行为等）；②感激引发受惠者随后的道德动机。研究显示，感激者常常受到激发而做出亲社会行为，这些行为不仅是针对其施惠者，而且还针对与感激事件无关的其他人。而且，感激的表达可被看作是道德强化物，并能够激发施惠者未来的助人行为（Bennett，Ross & Sunderland，1996）。总之，感激的道德功能可概括为三点：道德计量功能、道德动机功能和道德强化功能（McCullough，Emmons & Tsang，2002）。此外，感激具有重要的心理成长功能。一系列研究显示，感激能够增强心理韧性、心理健康和日常生活的质量（Emmons & McCullough，2003）。无论是特质性感激还是情境性感激均与非临床被试（Frederickson，Tugade，Waugh & Larkin，2003）和创伤性应激障碍退伍军人（Kashdan，Uswatte & Julian，2006）的心理幸福感和适应性行为密切相连。

愤怒对道德行为的影响

愤怒看似与道德行为无关。研究表明，愤怒虽然是行为的动机力量之一，但是其动机方向具有不确定性：既与趋近动机有关，又与回避动机相连；愤怒与趋近动机的关系具有优先性与一般性，而愤怒与回避动机的关系则是有条件的、受情境制约（杜蕾，2012）。尤其是众多研究发现，愤怒与个体的攻击行为关联密切（详见第13章）。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愤怒的类别之一，义愤（righteous anger）具有一定的道德功能。根据认知评价理论，当人们将某一事件评价为个人相关、与他们的目标不一致时，或者当这一事件似乎是由一个负责人的他人（有意）引起时，个体就会常常感到愤怒。一般愤怒的重点是对真实的或潜在的自我伤害的知觉以及对冒犯的他人的意图和/或责任的归因。而义愤源于这样一类事件：一个人不必亲自体验到伤害，却目睹见证了针对第三方的道德过失行为。Rozin等（1999）的研究发现，对自律道德的违反特别容易引发义愤，进而能够激发第三方旁观者采取行动来补偿其所看到的不公平。

蔑视对道德行为的影响

蔑视与道德行为也有一定的关联。研究发现（Rozin，Lowery，Imada & Haidt，1999），蔑视与对群体道德的违反有关（例如，对社会阶层的违背）；厌恶与对神学道德的触犯有关（例如，排便和卫生等问题能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动物性的行为，以及种族歧视和虐待等侵犯人类尊严的行为）。




 [1]
 Frederickson提出了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broaden-and-build）理论，认为高兴、兴趣、满足、自豪和爱等积极情绪，具有拓展人们瞬间的知-行的能力，并能构建和增强体力、智力、社会协调性等个人资源。


12.2.4 集体道德情绪

20世纪70年代，集体道德情绪（collective emotions in moral events）开始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集体道德情绪指的是在道德领域中产生的集体情绪，是大多数成员因集体中他人的行为是否违背道德而产生的情绪；它既指发生在集体中的道德情绪，也指因为道德事件而诱发的集体情绪（刘晓洁和李丹，2011）。集体道德情绪的判断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某种情绪是否为道德情绪，二是此情绪是否为集体情绪。前面已经对道德情绪的含义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不再赘述。判断某种情绪是否为集体情绪的标准，主要包括情绪与群体认同水平之间的关系、情绪是否在群体内共享、情绪是否有助于激发和调节群体间与群体内的态度和行为等（Smith，Seger & Mackie，2007）。

集体道德研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集体内疚（collective guilt）和集体羞耻（collective shame）两种情绪。①集体内疚。集体内疚指向于受害的群体和个人。当个体对群体有较高认同，群体成员意识到自己应该对所属群体的伤害行为或随后造成的不良影响负有一定责任时，就会产生集体内疚。研究发现，集体内疚与后续的补偿呈正相关（Brown，González，Zagefka，Manzi & Cˇehajic′，2008）。如果被试体验到集体内疚，就会更倾向于对受害的外群体做出补偿行为。集体内疚可以通过移情对补偿行为起作用。被试对受害群体的移情水平越高，就越有可能做出补偿行为（Brown & Cˇehajic′，2008）。集体责任认知也会影响集体内疚与补偿行为的关系。如果被试回忆起自己所属群体受害的历史经历，他们会觉得内群体对外群体所做的伤害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理由的，个体也不需要对伤害行为负责。这样的责任认知会降低被试的集体内疚，补偿行为也就很少发生（Wohl & Branscombe，2008）。②集体羞耻。集体羞耻指向的是内群体本身。当内群体的软弱无能、违背道德规范或准则等不受控制的方面被公开曝光时，就会产生集体羞耻（Branscombe，Slugoski & Kappen，2004）。集体羞耻对补偿行为的影响还不明确。有研究显示，由于隐含着对内群体形象的威胁，集体羞耻会导致群体成员对外群体的各种回避、敌视，不会对外群体产生补偿倾向或行为（Lickel，Schmader & Barquissau，2004）。还有研究发现，集体羞耻存在着短期的亲社会倾向，其原因在于内群体成员为了迅速提升被损坏的群体声誉、减少群体成员的负性情绪而选择在公共场合及时做出补偿倾向或行为。集体羞耻可以通过自哀和移情来影响补偿行为（Brown & Cˇehajic＇，2008）。

集体道德情绪研究虽然取得一定成果，但是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影响因素不明确、研究方法单一以及仅限于国家和民族水平等不足。未来的集体道德情绪研究应该加大集体道德情绪纵向研究的力度，进行集体道德情绪的神经生理学实验研究，加强小群体的集体道德情绪研究、集体道德情绪的跨文化研究、集体自豪等积极集体道德情绪的研究等（刘晓洁和李丹，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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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情绪与行为

如果我们体验和表达情绪的能力是通过进化得来的，那么情绪一定是曾经适应祖先的生活的。对于某些特定情绪来说，确实具有适应性意义，如恐惧警示我们远离危险；愤怒让我们去攻击入侵者；厌恶让我们回避那些可能会导致疾病的事物。然而，幸福、悲伤、尴尬和其他情绪的适应性价值尚不清楚。长久以来，人们尝试理解情绪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甚至专门以情绪行为为主题进行研究。例如，20世纪70和80年代，人们主要通过三种途径研究情绪行为：第一种途径以对“情绪性”的直接观察和测量为依据；第二种途径基于强调情绪在条件反射和学习中的一般作用的中枢理论；第三种途径可称作行为主义的，“条件性情绪反应”研究是这类研究的代表（Strongman，1978）。研究结果比较一致地表明，情绪和行为之间是互相影响的。例如，人们微笑是因为快乐，同时人们也会因为微笑而变得更加快乐（Wisemen，2012，pp.11）。

我们遵循前人研究的脉络，厘清情绪与行为的关系，以期为人们管理自身的情绪，引导和控制公众情绪提供依据。本章包括五部分：首先探讨情绪与行为的关系，其中阐述了情绪与行为的发生顺序、身体活动和生活事件对情绪和行为的影响等；第二部分探讨了情绪调节与行为改变问题，并归纳了情绪调节的技能；第三部分阐述了攻击行为的情绪基础；第四部分重点论述其他趋避行为的情绪基础，如伴随焦虑、恐惧的选择行为、羞怯与网络成瘾行为等；最后，探讨了群体情绪与群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其中，重点关注了情绪感染、群体性事件及其与社会风尚之间的关系。


13.1 情绪与行为的关系

13.1.1 情绪与行为，孰先孰后？

如本书第二章所述，一般观点认为，我们先体验到一种情绪，这些情绪引起我们的心率和其他方面的变化，但James-Lange理论却认为，当人处在令人恐惧的处境时，行为的发生先于情绪（如图13.1所示）。James（1884）主张，自主神经系统唤醒、骨骼肌运动等首先发生，然后，才体验到情绪。换言之，我们之所以体验到情绪是因为我们对身体变化的知觉，如恐惧是因为逃跑才恐惧，生气是因为攻击才生气。

[image: ]


图13.1 詹姆士-兰格理论与一般观点比较

来源：苏彦捷等译（2011）.生物心理学.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第368页.

按照James-Lange的理论，可推导出下述两个预言：自主神经系统或骨骼肌反应能力低下的人，其情绪体验较少；诱发或提高某人的反应将增强其情绪体验（Karat，2009）。

生理唤醒对于情绪产生是必要的吗？

考察生理唤醒对于情绪产生的作用，研究者们更多选择了对疾病患者的研究。Cobos等人（2004）通过对脊髓横断损伤的病人研究发现，这些病人通常出现损伤面以下的身体部位瘫痪。胳膊和腿部无法运动的人肯定不能做到身体攻击和逃跑。而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通常报告说他们可以感受到和受伤前一样的情绪体验。这一发现告诉人们，情绪不需要来自肌肉运动方面的反馈。由于瘫痪并不影响自主神经系统的活动，因此还不能排除情绪体验依赖于自主神经系统反应的可能性。

Heims等人则对患有纯自主神经衰竭（pure autonomic failure）的患者做了研究。这类患者的自主神经系统传出的信息完全不能或几乎不能传达到身体相应的部位。患有纯自主神经系统衰竭的病人，由于缺乏必要的反射活动，因此他（她）们起立时必须慢慢站起以避免昏厥。而且，当他们面对应激情境时，其心跳、血压、汗液等也不会产生相应的变化。根据James-Lange的理论，这些人应该没有情绪体验。事实却相反，这些患者能够报告和其他人一样的情绪体验，并且在识别小说中的人物可能会出现的情绪体验时没有任何困难。只是这种情绪体验的强度远低于患病之前（Critchley，Mathias & Dolan，2001）。这种情绪体验程度的减弱与James-Lange的理论预期具有一致性。

生理的唤醒足以产生情绪吗？

按照James-Lange的理论，情绪体验是由身体变化引起的。那么，是否心率加快、呼吸急促、全身出汗就一定会引起情绪变化？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如果上述生理变化是因为刚刚跑完了一公里，那么此时的心率、血压、呼吸等生理变化是由运动造成的，而不是情绪使然。相反，如果上述生理变化是自发产生的，这时一般可以理解为是由交感神经系统唤醒所产生的恐惧反应。在特殊情况下，经常性地急促呼吸会使人们担心自己患了哮喘而惊恐，这种惊恐发作是由交感神经系统异常的唤醒所引起的（Klein，1993）。

要想回答情绪体验是否由身体变化所引起这一问题，有研究者对发笑（身体变化）和高兴（情绪体验）之间的关系做了研究。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在笑，我们会变得更高兴吗？Strack等人（1988）检验了人们对微笑的感知对情绪的影响。实验任务是让被试在嘴里放一支笔，或者用牙咬住（被试表现出的是笑容），或者用嘴唇夹住（被试的笑容被阻止住）。然后给被试一个连环画，请被试根据连环画的有趣程度进行评分。“+”、“√”“-”分别表示“非常有意思”、“有点意思”、“一点都没意思”。结果表明，用牙齿咬着笔比用嘴唇固定笔的人对连环画的评定结果更偏向有趣（Strack，Martin & Stepper，1988）。这项结果说明，对微笑的感知会增加快乐体验。

类似的实验研究是：皱眉行为是否使人更不开心？Larsen等人（1992）巧妙检验了皱眉对情绪体验的作用。研究者告诉被试要完成一个认知测验任务和一项运动任务。在认知任务中，要求被试去评定一组照片，根据图片中面孔的高兴和不高兴程度进行评分。在运动任务中，研究者将高尔夫球的底座粘到每个人的眉毛上并且告诉他们要保持底座的稳定。所有被试只有通过皱眉才能实现这一运动任务。结果表明，同时完成运动任务和认知评定任务的被试，比在评定照片时没有完成运动任务（没有皱眉行为）的被试评定的结果更倾向于不开心。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微笑和皱眉能轻微地影响到幸福感，但这些身体变化并不是体验幸福感所必须的。例如，有一种罕见的疾病叫默比厄斯氏综合征，这类病症的患者不能通过脸部的肌肉产生笑容。然而，他们仍然可以体验到幸福与愉快，虽然他们无法以微笑回应他人的微笑（Miller，2007b）。

上述一系列的实验结果表明，人类对于身体的感知对情绪体验有一定的作用。但起关键作用的还是自主神经系统的活动而不是肌肉的运动。


13.1.2 身体活动对情绪的影响

如果行为创造了情绪，那么那些全身瘫痪的人应该感受不到情绪（James，1884）。但由于最初难以界定全身瘫痪患者的情绪世界，因此与之相关的实验，操作起来非常棘手。多年以后，实验人员终于想出了办法来完成这一实验，并为后来人们找到治疗疼痛、恐惧、焦虑和抑郁的新方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美国亚利桑那州退伍军人管理医院工作的心理学家George Aumann在工作过程中意识到，他的诸多患下身麻痹症的患者，也许能验证James关于“丧失活动能力会妨碍情绪的产生”这一预言。Aumann认为，如果James的假说是正确的，那么脊柱受伤部位越高（意味着身体更大一部分不能活动）的人，其情绪感受能力应该丧失得越多。Aumann找到了一些脊柱不同部位受伤的病人，对他们就情绪问题进行了采访。在实验中，Aumann让病人比较他们在受伤前后感到恐惧的频率。结果表明，脊柱底端受伤的病人感觉情况没有什么变化，而脊柱上端受伤的病人则报告说他们生病后感到自己不再恐惧了。其中一位病人这样叙述：“有时，面对不公平现象，我会表现得很生气，我会叫喊、骂人、大吼大闹，因为我知道有时候如果不那么做的话别人会占我的便宜。但是，我就是无法像从前那样感到怒火中烧的感觉。那是一种精神上的生气。”这一结果告诉人们：脊柱受伤的位置越高，人们越没法活动，同时也越少体验到情绪。这项研究证明了身体活动对于人情绪感受的重要影响，脊柱受伤位置越高，人们的情绪感受能力下降越快（Wiseman，2012，p.90-94）。

Aumann的研究证明了脊柱受伤位置与情绪感受能力之间的关系。我们另一个感兴趣的问题是：如果面部瘫痪，是否也会影响到情绪感受能力呢？即那些面部不能做动作的人，其情绪感受力是否也会下降？Davies及其同事选取了一些自愿使自己面部变瘫的人（典型人群之一是自愿接受肉毒杆菌注射进行美容的人）参与了实验。他们招募了两组女性志愿者，其中一组注射了肉毒杆菌，另一组在额头注射一种“填充物”。注射这两种物质都旨在帮助人们拥有更年轻的面容，但是只有肉毒杆菌会使面部肌肉瘫痪。研究者给被试注射上述物质后，给这些女士观看几个视频片段，分别用于诱发厌恶、欢乐和愉悦情绪，要求被试观看完每个视频片段后给自己的情绪状况打分。结果表明，相比于那些注射填充物的女士，注射肉毒杆菌的女士们情绪反应更小。由此支持了James的理论：身体活动能力（此处指面部表情）丧失会导致情绪感受能力消失（Wiseman，2012，p.93）。Alam等人的研究则基于面部反馈假说，认为那些导致更积极的面部表情的肌肉操作可能会导致接受这种影响的个体产生更积极的情感状态。假设注射A型肉毒毒素治疗面上部动态皱纹，可能会通过减少皱眉和创建其他消极面部表情的能力而引起积极的情感状态。肉毒毒素的药理改变上部面肌肉达的使用可能减少负面情绪的出现，最明显的是愤怒，此外还有恐惧和悲伤。研究结果表明，注射A型肉毒毒素治疗面部上面动态皱纹可以减少消极的面部表情多于比减少积极的面部表情（Alam，Barrett，Hodapp，Arndt et al.，2008）。


13.1.3 生活事件、情感和行为

生活事件（life event）是指个体在家庭、学习、工作等生存环境中发生的，要求个体做出改变或适应的情况或变化。根据事件性质和当事人自身的体验，分为正性生活事件和负性生活事件。前者是指能让当事人产生愉悦的情感体验，促进情绪向积极方面发展，进而提高生活的积极性；后者则会使个体产生不安、焦虑、恐惧、消沉等情感体验。陈红敏等人（2014）系统回顾了生活事件对情感和行为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以往关于生活事件对个体情感反应和行为选择的影响研究，都是试图从不同生活事件和行为决策关系之间的角度对个体的影响机制进行解释，但不同理论之间的争议表现为：行为/经济理论认为人是“绝对理性”的，而平均/累加模型
 
[1]

 、峰—终定律
 
[2]

 和心理账户
 
[3]

 理论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经过仔细分析与比较，上述理论在解释的视角、研究方法的选择、生活事件的界定等方面均有不同。

生活事件如何对个体的情感反应和行为选择施加影响，涉及到个体在面对不同的生活事件情境时，如何进行感受并做出决策和选择。以往研究中主要涉及到了生活事件的性质、个体的情感强度差异和数量等对个体的情感反应和行为选择的影响。事实上，个体自身对生活事件本身的认识、生活事件的可控程度、个体的预期等都可能影响到他对生活事件的体验程度并进而影响到行为抉择。

研究者关注比较多的是负性生活事件与认知情绪调节以及情绪问题的关系。Garnefski，Kraaij和Spinhoven（2001）发展出“认知情绪调节问卷”，用于测量人们在经历了负性生活事件后的9种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他们的研究发现，认知应付策略在负性生活事件体验和抑郁、焦虑症状报告之间起着重要作用。

关于生活事件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人们还关注了生活事件与犯罪行为、A型行为、自杀行为等之间的关系。例如，关于生活事件与自杀行为之间的关系，有研究探讨了基本心理需求在负性生活事件和自杀行为之间的缓和作用（Rowe，Walker & Hirsch，2013）。该研究假设那些经历了负性生活事件的人可能增加自杀行为风险。然而，基本心理需求等类似的这种个人特征，有可能缓解这种风险。研究结论认为，治疗性支持的能力、个体的自主性和关联性，对正在经历生活压力的个体来说可能是预防自杀的一个重要策略。

Eysenck的犯罪性理论为情绪和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解释。Eysenck首先考察了人格的外向性，从神经机制看，外向维度的神经生理基础是网状激活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在这一维度上高分意味着寻求刺激，低分意味着回避刺激；另一个维度是神经过敏性，神经过敏性的神经生理基础是自主神经系统，高分意味着神经质的、情绪不稳定的，低分意味着情绪稳定、平静；第三个维度是精神质，其神经生理基础是过量的雄性激素，高分意味着意志坚强的，低分意味着心肠柔软的（如表13.1所示）。Eysenck的犯罪性理论预测犯罪人群会呈现出较低的大脑皮质兴奋（外向）、较高的自主神经唤醒水平（神经过敏）、更为意志刚强（精神质），在EPQ人格测验的具体结果中表现出三种高分，即外向性、神经过敏性、精神质上得分偏高（Eysenck，1976，1996）。这一理论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反对者主要认为Eysenck的研究存在取样偏差，即研究中的被试是在押的罪犯人群（Bartol & Bartol，2005）。

表13.1 艾森克理论概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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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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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Bartol，C.R & Bartol，A.M.（2005）.Criminal Behavior：A Psychosocial Approach. Upper Saddle River，New Jersey 07458. pp.100.




 [1]
 平均/累加模型是从社会心理学中整体印象形成的理论（平均模型、累加模型和加权平均模型）发展而来的。


 [2]
 峰—终定律是Daniel Kahneman研究发现的，即人们对一段经历的记忆由两个因素决定：高峰（无论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时与结束时的感觉。


 [3]
 心理账户理论认为，人们都有两个账户，一个是经济学账户，一个是心理账户。心理账户是人们在心理上无意识地把资源划归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不同的心理账户有不同的记账方式和心理运算法则。由于消费者心理账户的存在，个体在做决策时往往会违背一些简单的经济运算法则，从而做出许多非理性的消费行为。经济学账户里，每一元钱是可以替代的，只要绝对数量相同；而在心理账户里，每一元钱需要视不同来源和去往何处，采取不同的态度。


13.2 情绪调节与适应

13.2.1 有意情绪调节和自动情绪调节

情绪调节是指人们对保持、抑制和提高情绪体验和情绪表达的尝试。情绪调节既可以是有意的和受控制的，如在人际冲突中掩饰愤怒；情绪调节也可以是自动的（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AER），如立刻将注意离开令人不安的图像（Gross & Thompson，2007）。

自动情绪调节概念是Mauss等（2007）提出的，他们认为自动情绪调节是无需意识决定、注意加工及有意控制，对情绪各方面进行的目标驱动变换，即自动情绪调节基于对目标的自动追求从而改变情绪轨迹。

自动情绪调节对人们具有积极意义。自动情绪调节可促进老年人记忆和注意的正性偏向；自动情绪调节也可以帮助行动指向的个体在目标追求过程中有效地改善情绪。行动指向指个体是采取行动解决引发压力的问题，从而改变自己正在经历的负性情绪。有研究发现，具有行动指向的个体会更快地从压力情境的负性情绪中恢复（Koole & Coenen，2007；Koole & Jostmann，2004）。在极端的社会排斥情景中，自动情绪调节能够使个体激活自身的正性情绪，改善当前的负性情绪（DeWall et al.，2011）。还有研究发现，自动情绪调节能够有效降低个体的愤怒情绪（Mauss，Evers，Wihelm & Gross，2006）。

有意情绪调节和自动情绪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有脑成像研究表明，它们是相互独立并行的关系。在脑功能活动上存在差异（Phillips，Ladouceur & Drevets，2008）。从脑区分布看，腹侧前额叶负责有意的情绪调节和对结果的反馈，内侧前额叶负责自动的情绪调节。而脑缺损研究发现，在自动调节情绪中，主要涉及的脑区，包括前扣带回双侧的膝下沟回、双侧前额叶、前扣带回的左喙、双侧背腹侧前额叶，前扣带回背侧中线、海马以及海马旁回（Phillips et al.，2008）。


13.2.2 情绪调节的自适应与适应不良

情绪调节的自适应是指允许一个人在自己的环境中成功的功能（Bridges et al.，2004）。有意进行情绪调节自适应的人，当他（她）面临一种艰难的情感体验时，能够相当克制这种艰难的情感体验而继续从事有目的行为（Gratz & Roemer，2004；Gratz & Tull，2010），同时允许情感体验按照常规发展（Whelton，2004）。这是通过使用各种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而灵活实现的（Bonanno，Papa，Lalande，Westphal & Coifman，2004）。情绪调节并非天生的自适应或适应不良，情绪调节的自适应需要一些基本技能，如情感觉察、情感接受、使用各种情绪调节策略等基本技能（Berking & Znoj，2008；Gratz & Roemer，2004；Gratz & Tull，2010；Greenberg，Elliott & Pos，2007）。

情绪调节适应不良，是指个体面对不良的情绪进行调节时，或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情感体验时，无法控制情感体验充分参与在目标导向的行为中，或不允许情感体验自生自灭（Roberton，Daffern & Bucks，2012）。事实上，情绪觉醒和表达并不总是有用的或适当的，这种包含潜在的压倒性的情绪体验能力是一个重要的心理技能（Greenberg et al.，2007）。情绪调节适应不良包括情绪调节不足和情绪调节过度两种情况。

情绪调节不足是指不能克服困难的情感体验而继续从事有目的的行为或不能抑制冲动行为（Gratz & Tull，2010）。这类个体无法使用情绪调节策略控制自己的行为。与之相反的是情绪过度调节，为了使困难的情感体验能被吸收，使其他的体验和行为都可以进行，一个人必须允许伴随情感体验来运行他们的课程的生理和心理过程（Rachman，1980；Whelton，2004）。情绪过度调节发生在个体使用情绪调节策略，努力阻止情感体验的展开（Greenberg & Bolger，2001）。阻止情感体验展开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避免某种情感体验（Hayes，Wilson，Gifford，Follette & Strosahl，1996），另一种是抑制某种情感表达（Gross & Levenson，1993）。虽然人们通常发展一致性的、稳定的情绪调节方式（Bridges et al.，2004），而且大多数人在应对不同情境和情绪时使用一系列情绪调节策略，但一个会调节多种情绪的人可能调节愤怒体验的能力不足。

根据过度情绪调节的定义，过度情绪调节对攻击行为也具有促进作用。Roberton等（2012）综述了情绪调节与攻击行为的关系，认为情绪的过度调节可能会通过增加负性情绪、减少对攻击的抑制、折中决策过程、增加生理唤醒、减弱社会网络、阻碍对困难情境的处置等，从而最终增加攻击性（Roberton，Daffern & Bucks，2012）。例如，有研究表明，压抑自己的情绪与自我报告中体现的更大焦虑反应相关（Hofmann，Heering，Sawyer & Asnaai，2009）。

过度调节降低攻击抑制。通过认知回避对情绪的过度调节增加了攻击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主要是通过针对攻击的个人抑制降低。情绪的过度调节折中了决策过程，可能通过消耗可用的认知资源，这些认知资源原本可用于重要的认知评估和决策过程，因此增加攻击的可能性；过度情绪调节削弱了社会网络，也可能通过攻击者降低人际关系体验的质量而增加攻击性；情绪的过度调节增加了生理唤醒，可能通过在困难情境中的生理唤醒而增加了攻击的可能性；过度调节阻碍了对困难情境的处置，也可能因为个人在解决困境时使问题变得更困难而增加攻击性（Roberton，Daffern & Bucks，2012）。


13.2.3 情绪调节技能

如果忽略自适应地调节情绪的基本技能，那么探索适应不良的情绪调节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就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回顾情绪调节的基本技能以及对调节不足、调节过度、攻击行为的影响，有可能发现潜在但实用的治疗途径。有效的情绪调节要求觉察、理解和阐明情绪反应，有效的情绪调节基本技能包括情感觉察、情感接纳和运用多种情绪调节策略（Berking & Znoj，2008；Gratz & Roemer，2004；Gratz & Tull，2010；Greenberg et al.，2007）。

情感觉察。情感觉察是指个体觉察到自身当前的情感状态。人们识别和描述内部情感经历的能力非常重要，因为它提供了在这种情感下的自适应功能的信息（Gohm & Clore，2002；Greenberg et al.，2007）。情感觉察失常的例子之一，是述情障碍。关于述情障碍的研究表明，一个人情绪觉察不足的特质表现为情绪体验的符号表征和详细阐述情感体验上的困难（Tull，Medaglia & Roemer，2005），述情障碍提供的证据表明，低情感觉察可能与攻击行为有关（Terri et al.，2012）。Fossati等人使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进行的几个类似研究发现，在述情障碍和非临床样本的冲动性攻击之间存在正相关（Fossati et al.，2009；Teten，Miller，Bailey，Dunn & Kent，2008），也与个体的反社会人格障碍有关（Ates et al.，2008；Ates et al.，2009）。

情感接纳。情感接纳是指不按个人道德标准评定所遇到的全部情绪，没有负面反应的情绪（Chambers，Gullone & Allen，2009），换句话说，是指人们将积极情绪体验和消极情绪体验都看成是人的情感的必要组成部分，接纳而不是排斥消极情绪体验。情感接纳作为一种有效的情绪调节，是因为它允许伴随情感顺其自然的生理和心理过程（Whelton，2004）。一个情感接纳困难的人，可能会避免或压抑自己的情感体验和/或表达（Chambers et al.，2009），这也可能增加更严重攻击行为的可能性。

多种情绪调节策略的运用。多种情绪调节策略，包括内在体验和外部行为调控。使用各种策略，允许个人对环境提出要求和追求长期目标实现时伴随的是适度的和优势性的情绪体验。大多数关于情绪调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认知、情感、生理和社会成本以及特定的情绪调节效益策略（Butler & Gross，2004；Butler et al.，2003；Gross，1998，2002；Gross & John，2003；John & Gross，2004）。在这些研究中，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受到了特别关注。限制使用情绪调节策略如何影响攻击行为已得到广泛研究（Cohn et al.，2010），因此通过情绪调节策略进而促进或抑制攻击行为就值得关注。

降低负性情绪体验的策略。面对不断变化的生活环境，人们调节负性情绪的能力显得格外重要。Gross等研究者根据一种调节策略产生调节作用的时间点的不同，将情绪调节策略分为先行聚焦策略和反应聚焦策略。其中，先行聚焦策略以认知重评为代表，要求个体在情绪尚未充分流露时，通过采用一种分离式的、与情绪无关的方式来解释情绪刺激，从而修正情绪反应；反应聚焦策略则是指情绪反应后期，通过调整情绪表达行为来调节情绪反应，反应聚焦策略的典型例子是表达抑制策略。袁加锦等（2014）探讨了中国人采用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两种策略调节负性情绪的时间动态特征。结果表明，表达抑制策略和认知重评策略，都能有效降低负性情绪体验。该研究中，被试的任务是在三种条件下观看图片：自由观看、表达抑制、认知重评，并且主试采集了被试观看图片时的事件相关电位活动（ERP）数据。结果表明，对中国被试而言，使用表达抑制策略降低负性情绪的速度显著快于认知重评，但表达抑制调节需要消耗更多的认知资源。该项研究还表明：LPP
 
[1]

 波幅是代表情绪唤起水平的有效指标，而中央-额区的P3则是体现抑制情绪表达行为的有效指标（袁加锦，龙泉杉，丁南翔等，2014）。




 [1]
 LPP是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中的考察指标之一，称之为“晚正电位”或“晚期正向波”。


13.3 攻击行为的情绪基础

诱发攻击行为的情绪基础，首先是愤怒。愤怒是人类原始情绪之一。它是由于外界干扰使愿望实现受到压抑，目的受到阻碍，从而逐渐积累紧张性而产生的情绪体验。Krech（1980）把快乐、悲哀、愤怒和恐惧看作四种基本情绪。人们为什么会愤怒？认知心理学家认为，愤怒是一系列即兴心理对事物评价的结果，而事物又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时才受到评价：很不希望发生的、故意的、与当事人的价值观相违背的、可用生气反应进行测量的。恐惧也是诱发攻击行为的重要情绪之一，个体在面对威胁情境时的应激反应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二个阶段阻抗阶段就包含两种可能的反应：攻击或逃跑（Selye，1978）。


13.3.1 攻击分类与攻击模型

攻击既不像愤怒体验那样是人们的一种内在情绪，也并非像心理彩排谋杀过程一样，是发生在某些人大脑中的一种思维，而是一种人们能看到的外显行为。在社会心理学中，攻击的概念通常被定义为：故意伤害对他本身并没有伤害的他人的任何行为（Baron & Richardson，1994）。例如，人们能看到的用枪射击、用刀刺杀或刺伤、拳打脚踢、扇耳光、公开辱骂他人等，都是典型的攻击行为。攻击是一种社会行为——它至少包括两个主体：攻击者和被攻击者。

攻击是一种故意伤害而不像酒后驾车撞倒了骑自行车的小孩一样是偶然行为；但也不是所有故意伤害他人的行为都是攻击行为。例如，牙医可能故意给病人注射麻醉剂，而这种注射虽然对机体来说是一种伤害，但这种行为的目标与其说是伤害不如说是帮助病人。

攻击行为伴随的情感可能是激情，也可能是平静，还有可能是超脱的。例如，士兵在战场上杀敌不会感到恐惧，有时人们为了经济利益，也会变得冷血。许多研究证明试图对攻击行为做出单一解释是不现实的。攻击行为依赖于个体，同样也依赖于情境。为此，我们需要分类论述攻击及其情绪基础。

攻击分类


掠夺型攻击与情感型攻击。
 攻击行为的不同类型包含了不同的情绪。最早基于诱发刺激对攻击行为做出分类的是Moyer（1968），他描述了动物的如下七种攻击行为：（1）掠夺型攻击（捕食中的进攻）——由饥饿、合适的捕猎目标所唤起；（2）在雄性之间的攻击——由相同物种中的陌生雄性动物的出现所唤起；（3）恐惧诱发的攻击；（4）应激性的或痛苦诱发的攻击；（5）地盘排他性的攻击；（6）母性攻击——雌性动物为了保护新生幼崽免受威胁而表现出的攻击行为；（7）工具型攻击。其中的掠夺型与Wasman和Flynn描述的安静撕咬掠夺型攻击极为相似。Later和Reis（1971，1974）重新建构了Moyer提出的分类，确认了掠夺型攻击，并把其他六类整合成一种：情感型攻击。这种攻击的双峰分类归于当代的研究方法。尽管Moyer的分类由于不完整而受到了批评，但它代表了在朝向理解各种攻击/防御行为之间的关系，决定他们的调节机制方面的一种显著进步（McEllistrem，2004）。

攻击的形式既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主动攻击的攻击者是以一种伤害的态度做出行为反应（如击打、刺伤），被动攻击的攻击者是以一种不能以帮助性的方式做出行为反应。例如，攻击者可能“忘记”给某人送达一份重要信息。直接而主动的攻击形式是相当危险的，能导致伤害甚至死亡。于是，大多数人使用间接和被动的攻击形式来替代。反应性攻击，又称敌意性攻击、情感性攻击、愤怒性攻击、冲动性攻击或报复性攻击等。主动性攻击，又叫做工具性攻击（Aronson，1992；Kingsbury et al.，1997）。反应性攻击是“热的”，是由伤害某人的愿望所驱动的冲动、愤怒行为。主动性攻击是“冷的”，指的是预谋型的精算行为被一些其他目标所驱动，如以获得金钱、歪曲某人的形象、亵渎正义为目标的行为。Berkowitz（1994）主张所有动物学会了对各种遭遇（个体所期待的奖励被否定）做出最有效的反应，要么是攻击，要么是逃跑。他区分了反应性攻击和工具性攻击。反应性攻击是对挫折反应，类似于挫折—攻击模型。像情感型攻击，反应性攻击是对挑衅或受到的威胁的一种典型反应。工具性攻击，正如前面所讨论的，是目标定向的。

在对儿童攻击行为的研究中，Cornell等根据上述分类，组合出了两大类别：控制的—主动出击的—工具性的—掠夺型的类型；冲动的—反应性的—敌意的—情感型攻击（Cornell et al.，1996）。

Barrat等（1991）将攻击分成了三种广义的类型：预谋型攻击、病理型攻击、冲动型攻击。预谋型攻击是个体受其所在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影响而习得的一种行为，或习得的攻击；病理型攻击包括一些医学障碍，如心理变态，广义地说，与医疗相关的攻击包括由外伤性脑损伤导致的神经系统异常、精神病和惊恐发作；冲动型攻击通常被定义为（典型地被定义为）攻击的一种自然的脾气爆发性表现，既没有计划性也非医疗障碍型。对于控制力比较差的个体来说，懊悔通常会随之发生，但并不一定能在未来同样境遇的中减少这种冲动性攻击行为。诸如神经精神攻击或发作性控制困难术语，已经被用于描述类似于冲动性攻击的过程（Barrat，Kent，Bryant & Felthous，1991）。

Levy等（2010）运用Moyer关于动物模型分类学中的三个重要成分，尝试将其运用到关于人类行为的分析中。这些类型包括掠夺型攻击——无情的、有意图的，应激型攻击——基于愤怒的，和防御型攻击——基于恐惧的（Moyer，1968）。由于可能涉及到不同的脑网络，研究者们假设执行功能测验和人格测验能将暴力犯罪与非暴力犯罪区分开来，并以犯罪史为基础辨别出犯罪类型。研究表明掠夺型攻击组与非伤害的非暴力组仅仅在认知整合的视听连续操作测验上的表现相似，但不能区分出损伤性的应激型攻击组，这表明暴力组主要会在面对获利机会时抑制功能缺失。

攻击模型

通用攻击模型（General Aggression Model，GMA），由Anderson及其同事通过整合早期的模型发展而来（如Anderson & Bushman，2002a）。它是一个当代关于攻击的整合模型，主要集合了人和情境交互作用的三个主要因素：输入、路线和结果。输入是指人与情境相关的增加攻击可能性的因素，其中人的因素，如人格特质、性、信念、态度、价值观和长期目标等，影响到当事人为攻击做准备；情境因素，如攻击线索、挑衅和武器呈现等，影响到攻击行为的诱发、促进或抑制。这些人和情境输入影响一个人的内在状态，通过一系列的途径：认知、情感和生理（唤醒）这些内部相关的途径影响攻击行为。最后一个要素是结果，包括决定最后行动的一系列的评价和决策过程。这些过程决定了结果。

Huesmann和Kirwil（2007）把攻击看作是社会问题解决的一个结果，其中，情境因素得到评估，社会脚本被恢复，而这些脚本也一直被评估，直到选择一种行为为止。他们整合出一个关于攻击社会-认知信息加工模型（Social-Cognitive Information-Processing Model）。按照这个模型的观点，信息加工始于对社会情境的评估，止于决定遵循哪个特定脚本作为行为指南。人们也评估那样做的行为结果。如果结果是积极的，那么脚本在将来有可能会再次被使用。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中，四种个体差异在统一模型中起着核心作用：脚本、对世界的认知图式、规范性信念、以及情绪倾向。对世界的认知图式是关于这个世界像什么的一种信念用于评估环境线索并对他人的意向做出归因，这些归因反过来又为后续的行为指南探索脚本。那些把世界理解为一个平均位置的人，对于他人的意向可能更多地做出敌意归因，并恢复攻击脚本。规范性的信念是关于那些行为的类型是规范的信念，用于判断攻击行为的合适与否以及过滤掉不合适的脚本和行为。例如，一个持有“打女人是错误”信念的男人可能拒绝接受关于包含打女人行为在内的脚本。情绪倾向是个体在多个方面表现出与情绪倾向相关的差异（如情绪反应、唤醒水平），这些倾向性影响到人们如何评价脚本。例如，非攻击性个体可能抵制攻击脚本，因为他们认为使用攻击方式后可能会感觉很坏（Huesmann & Kirwil，2007）。

暴力攻击的双峰模型。将人类的攻击与暴力行为分为情感型和攻击型两类，有着多方面的研究证据。有来自动物的攻击模型的，有来自临床观察的，也有来自法庭方面的证据。对于情感型和掠夺型暴力罪犯的分类，分别考察其有效的缓解策略，有助于制定不同的矫正方案。Meloy（2000）对掠夺型攻击和情感型攻击做出了重要区分。情感型攻击，会出现同情迹象如心率增高可作为证据，但掠夺型攻击通常没有这种迹象。当这种痕迹缺位时，反应模式难以被觉察，这可能被用于预料掠夺型攻击的开始。在掠夺型暴力中，情感成分最少。Meloy（1988，1992，1997）编制了一个研究的术语群，支持情感性和掠夺性的暴力之间的区别，他认为这些术语最好地反应了实际行为模型。他把情感性暴力描述为在我们的社会中可见的“普通的”暴力。它具有强烈的自主觉醒和意识情绪主观体验，通常是在愤怒或恐惧之前发生。它是一种典型的对挑衅的反应，是一种即刻反应。法医学领域越来越重视暴力的双峰模型分类。尽管有研究支持这种分类图式，但这些暴力模式并非同时被激活，除非是在一个潜在的攻击者在任何一个主题上是共存的情况下（Cornell et al.，1996）。Berkowitz（1993）指出，犯罪人通常在不同时间呈现出既有反应性攻击也有工具性攻击，但他假设也许在犯罪人中有更多种类的攻击行为还有待于区分。

暴力攻击的双峰模型在解剖学上得到了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知道了情感攻击和掠夺攻击暴力的产生涉及到了各个脑区。情感型攻击涵盖了内侧下丘脑（medial hypothalamus）的广泛区域，始于视前区，通过下丘脑尾核向后延伸到中脑的导管背侧灰质。猫的嘶嘶、低声咆哮和毛发直立的结果都来自自主唤醒。这种攻击表现包括了中脑的被盖中央域、脑桥、蓝斑以及三叉神经复合体的运动与感觉核。掠夺型攻击则通过电、化学和切除等实验已经探查出掠夺型攻击来自前脑和脑干，研究者尤其认定横向和穹窿周围的下丘脑，并追踪到其一直向后延伸至腹侧被盖区和中脑中心灰质（Bandler et al.，1984，1985；Berntson，1973）。这些已知的调节掠夺型攻击行为的区域包括中脑导管灰质，蓝斑，无名质（紧靠前穿质尾侧和苍白球及豆状核袢腹侧的神经组织）、终纹核、杏仁核中央核（Bandler et al.，1984，1985；Berntson，1973；Bratus et al.，1986；Flynn et al.，1970；Mirsky & Siegel，1994）。


13.3.2 从愤怒到攻击


愤怒唤起与攻击行为。
 在所有文化中，攻击行为在儿童生活中出现得很早。愤怒表情大多在4~7个月的婴儿身上就出现了（Stenberg，Campos & Emde，1983），而攻击这种人际行为在随后的短时间内也会表现出来。例如，作为唤起攻击的行为（如抓住玩具）反应——坚决主张和攻击报复在婴儿时期经常出现（Caplan，Vespo，Pedersen & Hay，1991），和获得目标的工具性身体攻击在1~3岁的婴儿身上经常出现（Tremblay等，1996）。

来自多项纵向研究的数据积累表明，人们在1~3岁比一生中其他时间，表现出更多的身体攻击性（如Broidy et al.，2003；Cote，Vaillancourt，Leblanc，Nagin & Tremblay，2006；Miner & Clarke-Steward，2008；Tremblay et al.，2004）。在日托环境下，大约25%的蹒跚学步的孩子的互动包含某些身体攻击，如一个孩子将另一个孩子推出道边和抢走她的玩具（Tremblay，2000，2014）。没有哪个群体，即便年轻的流氓团伙或严重犯罪的人，诉诸身体攻击的时间也没有达到25%。庆幸的是，大多数蹒跚学步的孩子的攻击还没有严重到足够暴力的程度。在他们那个年龄，还不足以达到伤害的程度，由于弱小，他（她）们更多服从于外部控制。蹒跚学步的孩子有25%的时间用于身体攻击，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学会了抑制攻击。在学前晚期和小学早期，身体攻击逐渐减弱，而口头攻击和间接攻击开始增长（Loeber & Hay，1997；Tremblay，2000；Tremblay & Nagin，2005）。

愤怒和攻击行为在人的幼年期出现对理解攻击行为有重要意义。确切地说，这些发现让人们对年幼孩子的攻击行为的任何“纯学习理论”解释产生了怀疑。愤怒作为挫折的反应与推搡、击打、猛推障碍物来获得目标的方式，对于几乎所有蹒跚学步的孩子的生活似乎还太早，不能仅仅用学习过程来解释。更有可能的解释是这类行为是婴幼儿内在癖好的一部分。早期学习过程的关键作用在于社会化的孩子不再攻击和为了达到目标而采用社会接纳的行为（Tremblay，2000；Tremblay & Nagin，2005）。

心理学研究中比较一致地认为，外显行为并不一定总能很好地反映人们的内心情感。有些人内心已经很愤怒，但未必会做出外显的伤害他人的行为，或者不会立即做出伤害他人的行为。社会对于大部分攻击行为都不予鼓励，即便是对过去文化中所推崇的“大义灭亲”行为，到了现代社会，也被大多数国家的刑法规定为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致死，理由是，除了司法机关依法执行死刑，任何个人都没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力。可以想象，如果人们不能在大多数情况下控制自己的攻击性情感，并任由这种攻击性情感演变成攻击行为，那么社会将进入无序状态。


13.3.3 过度愤怒与控制

根据Freud的说法，人们生气时不能压抑了自己的想法，如果他们能够以一种安全的方式，比如砸枕头、大喊大叫、跺脚等来释放自己的情感，将会是很好的疏导方式。James则认为这些可能是危险的方法，因为人们之所以会生气是因为他们表现得很生气，而Freud的上述治疗方法往往会使人变得更加生气（Wiseman，2012，pp.90-93）。两位心理学大家，究竟谁的观点是正确的？

迅速止怒：平静优于大喊大叫

在20世纪70年代，Straus发现，对于试图维持关系的情侣，心理学家们给出的建议都遵循了Freud的理论：这些建议大都来自于“进攻疗法”，认为情侣之间应该告诉对方自己的想法，不能有所保留。当时的指导手册鼓励情侣们“释放压抑已久的埋怨情绪”“双方都彼此开诚布公”，并鼓励情侣们咬奶瓶并将其想象成自己的伴侣。为了搞清楚这种方法对情侣到底是能够帮助他们维持一段感情还是会中断一段感情，Straus推定，如果情绪疏导法（上述的进攻疗法）是有效的，那么那些在语言上相互攻击的情侣就不太可能在身体上彼此进行攻击。为了避免情侣之间不愿意如实汇报自己的攻击行为，施特劳斯对学生展开调查，让他们观察他们的父母的言语攻击、身体攻击的情况。300多学生完成了相关问卷，这些问卷的内容包括：父母在面对问题时，会有效讨论问题吗？他们彼此会恶语相向甚至嚎叫着冲出房间吗？会彼此扔东西或者进行身体攻击吗？这些调查结果发现：情侣间越是恶语相向，他们就越可能发展成拳脚相加（Straus，1979）。这提示人们：大喊大叫并不能疏导情绪，相反，会使人们变得更加愤怒，情绪会回应你的所言所行！

另一项实地研究是Ebbesen在一家企业完成的。实验背景是Ebbesen及其同事发现当地的一家工程企业将要进行大规模裁员，企业向员工们承诺签署的三年工作合同，仅一年后就要终止。当然，员工们愤怒是意料之中的。在这种背景下，研究者用两种不同的方式采访了员工：一种方式是鼓励员工谈谈他们对工厂的做法所感到的愤怒；另一种方式是使用缓和的提问方式请员工描绘一下公司的科技图书馆。采访过后，要求被采访者填写自己对公司的敌意和愤怒程度。结果发现，刚才咆哮叫嚷过的员工比起刚刚描述过公司图书馆的员工，对公司的敌对情绪要大得多（Ebbesen，1981）。

那么，表现得平静是否可以让人迅速止怒？我们看Bushman的研究。在Bushman的众多实验中有一项研究是这样设计的：让大学生花20分钟时间玩一个或轻松或激烈的游戏。在轻松的游戏中，学生们的任务是在安静的海底世界畅游，寻找被掩埋的宝藏；在激烈的游戏中，学生们要尽量派遣更多的血腥僵尸。之后，被试们还要做另一个游戏，即对抗一个看不见的对手，如果赢了就能大声责骂对方。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看不见的对手，并且被试一般都会赢得这场游戏。结果显示，那些之前在海底安静畅游的人攻击性较小，对他们想象中的敌人咒骂声音更小，并且时间也较短（Bushman，2011）。

由此看来，那些试图通过表现得咄咄逼人而释放心中怒气的方法是错的，因为那很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相反，要想平静下来，请表现得彬彬有礼，举止平和；深呼吸、渐进式肌肉放松法等都比较有效。

减少愤怒的方法

按照情绪管理的ABC理论（Ellis，2005），诱发性事件A（activating event）只是引发情绪和行为后果C（consequence）的间接原因，而引起C的直接原因则是个体对激发事件A的认知和评价而产生的信念B（belief），即人的消极情绪和行为障碍结果（C），不是由于某一激发事件（A）直接引发的，而是由于经受这一事件的个体对它的认知和评价所产生的信念（B）所直接引起。一切事情发生的根源缘于我们的信念、评价与解释。正是由于我们常有的一些不合理的信念才会使我们产生情绪困扰，久而久之，还有可能引起情绪障碍（如图1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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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 情绪调节图

来源：百度图片，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ipn=d&word=%E6%83%85%E7%BB%AA%E7%AE%A1%E7%90%86abc%20de%20%E7%90%86%E8%AE%BA&step_word=&pn=3&spn=0&di=650099566850&pi=&rn=1&is=&istype=&ie=utf-8&oe=utf-8&in=14771&cl=2&lm=-1&st=&cs=4282059035%2C1290098072&os=1403109042%2C310906195&adpicid=0&ln=1967&fr=&fmq=1426812864633_R&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t=&jit=&cg=&objurl=http%3A%2F%2Fwww.ccmw.net%2Fupload%2F_up_img%2F1423710864154224.jpg&fromurl=ippr_z2C%24qAzdH3FAzdH3Fooo_z%26e3Bvv4o_z%26e3BgjpAzdH3Fw6ptvsjAzdH3Flnaa9

我们以罪犯的愤怒管理为例，讨论通过愤怒管理降低攻击的可能。愤怒与攻击是罪犯中的常见现象，罪犯的愤怒管理是指一套认知行为技术，其目标是提高罪犯有效处理愤怒情绪的能力。Novaco（1976）指出，许多暴力犯具有攻击性是因为他们不能有效处理愤怒。他强调说，降低愤怒的目标不是阻止罪犯体验愤怒，而是使罪犯学会处理他们的愤怒反应。这包括传授自我监控、自我控制和冲突解决的技能。Ainsworth（2000）则认为：愤怒减少或降低程序通常是通过小组进行，包括三个阶段：认知准备阶段、技能获得阶段和应用实践阶段。

在认知准备阶段，鼓励罪犯分析他们自己的愤怒类型、识别唤起他们愤怒反应的情境类型。据此，尝试分析罪犯在愤怒爆发期间的思维过程，认识（识别）可能导致攻击反应的非理性思考。在技能获得阶段，训练罪犯如下技能：帮助自己或他人避免唤起愤怒的情境或更有效地处理这种情境。典型的技能包括传授避免多余唤醒水平的放松技术，帮助个体讲出关键性的问题，掌握有效的非攻击性的行为方式和其他社会技能、交往技能，例如冲突解决技能。最后，在治疗的应用实践阶段，给罪犯一些机会，使他们在控制的和非威胁性的情境中，来应用新技能。其中包括角色扮演，即基于预先唤起他们愤怒情绪的情境中，让他们做出行动，要求其使用刚学到的新技能来更有效地处理这些情境。在这一阶段的治疗中，参与训练者的表现，会得到来自治疗师/咨询师和小组其他成员的反馈（Ainsworth，2000）。

对罪犯的愤怒管理，相关的直接研究还很少（Blackburn，1993）。Feindler等（1984）的研究发现，年轻罪犯组中的愤怒管理在问题解决、自我控制以及攻击行为的减降能力方面得到了提高。Ainsworth（2000）的研究结论认为，愤怒管理是一种降低罪犯群体攻击行为的有效方法。但他们又补充说，愤怒管理只有将特定的有效资源和对象分配给他们，并在他们能够很好地落实这些管理策略的情况下才可能有效。愤怒管理程序的主要问题在于对暴力犯长期有效的程序还没有建立起来（Blackburn，1993）。另外，还很少有数据来表明愤怒管理与其他形式的治疗相比效果有多好。

减少愤怒的技巧

关于如何应对愤怒，人们总结出了一些日常的解决技巧，例如减少生气的原因，澄清优先考虑的重点，让思考过夜等。我们逐一讨论。


减少生气的原因。
 一些研究发现，如果我们故意激怒参加心理实验的人员（让他们等待，让他们填写没完没了的问答，让他们面对故意要与参加试验者作对的组织者），他们后来在做情绪测试时，会表现出更多的敌对和不合作态度。康拉德·洛伦兹的实验发现，监狱中拥挤生活造成的各种失望，很容易导致不成比例的愤怒：好朋友的任何微小动作都会招致人们的反感（他们清嗓子或擤鼻涕的方式），就像自己被粗暴的醉汉打了一个耳光似的。


澄清自己优先考虑的重点。
 按照ABC理论：换一种思维方式或换个角度，可以减少愤怒如表13.2所示。

表13.2 思维方式转换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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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思考过夜。
 时间让您（1）重新衡量当时的情景，例如对方是否故意，并且是否有损坏自己利益的想法？（2）听听别人的建议：从局外亲近的人那里得到看法；（3）具体罗列自己不满的原因，并准备好要对对方诉说的内容。当然，也有例外情况，有时过久的等待，可以造成两个不良后果：（1）愤怒已经平息，而对方对此一无所知，会重犯同样的错误；（2）时过境迁，再纠缠过去应当解决的问题，会被看成“小心眼”。


给对方留有时间表达他的观点。
 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愤怒，但也要理解他人的情绪（给他留下足够的时间表达），而且很快根据情况调整自己的做法。如果不能及时将小化无，就可能将本可以避免的愤怒发泄出来。

就事论事，不要侮辱人格。易怒会使人们很快表现出夸大其辞的做法，甚至侮辱对方人格，从而导致不可逆转地损坏彼此间的关系。如何学会在人际交往中就事论事而避免侮辱人格，如表13.3。

表13.3 针对问题的表述与夸大其辞表述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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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减少谴责。
 谴责会让对方持自卫态度并进行反攻，从而产生不满情绪，尤其是在夫妻关系中。经验告诉我们，越将声量水平提高，越能表达自己的愤怒，但是越可能永久地伤害对方，而且和解变得更难。


善于转移目标。
 在所有造成不良后果的情绪中，愤怒会以看起来温和的方式，继续折磨我们，它们使人情绪低落，甚至产生仇恨。好的方法是：（1）善于将愤怒状态转移，例如发泄出来；（2）善于将某些关系转移。对经常惹你生气的人，可以拉远与其的关系。

愤怒的原型意义在于激发人以最大的魄力和力量去打击和防止来犯者，也用于主动出击。换句话说，愤怒有两个作用：让我们做好战斗准备，同时愤怒以吓唬对方的方式使战斗变得不再必要。其中，愤怒的恐吓功能是基本的：它可以避免斗争，而斗争无论如何都会耗费精力并且有危险。然而，在当代文明社会中，除了出于自我防御外，愤怒所导致的攻击行为多数要受到道德规范的指责或法律的制裁。因此，愤怒的功能已经演变成一种表达自身反抗意向和态度的标志，并不必然与攻击行为相联系（佛朗索瓦和克里斯托夫，2004）。

愤怒反应过度控制悖论

依据现有理论和临床分析，除了少数例外，因愤怒导致的暴力行为，往往与当事人自己高度的愤怒体验和低水平的愤怒控制有关。与此相对照，关于极端暴力的临床观察以及一些其他描述已经证实，愤怒抑制或压抑对一些形式的暴力来说也是重要前提。Davey和同事们分析了愤怒、过度控制和一些严重暴力犯罪之间的关系（Davey，Day & Howells，2005）。Megargee（1966）是最早关注过度控制概念的人之一，他分析指出：关于暴力犯罪，既可能是失去控制也可能是过度控制的结果。Megargee试图解释暴力犯罪、愤怒和情绪抑制之间的关系，将暴力犯罪人分成两种人格类型：不加克制地攻击型和长期地过度控制型。他将前者的特征定义为冲动和弱抑制，将后者的特征定义为过度抑制和愤怒唤醒的建立，这种愤怒唤醒最后导致极端暴力行为发生。这一理论模型得到了Blackburn（1971）和Lang等（1987）研究的支持，他们的研究都发现犯严重暴力犯罪的成年人，与那些温和的袭击者相比，较少有前期犯罪史，在敌意测量上得分也较低。

Blackburn关于愤怒体验与愤怒表达的区分在临床上有重要意义。他拓展了Megargee的模型，建议将过度控制个体的类型分为两种：“从众型”和“抑制型”（Blackburn，1986，1993）。从众型否认体验愤怒，把它们描述成打消焦虑、随和的和顺从的；而抑制型的个体则描述成强烈的愤怒体验，但表达愤怒有巨大困难，他们避免互动和报告抑郁情绪，有较差的自我意象。

在攻击的认知理论中强调的是关于沉思和委屈诉说的作用。对愤怒的沉思反应涉及到注意的集中和愤怒源的阐述（Keltner，Ellsworth & Edwards，1993），阐述的思想内容或沉思过程增强了这种情绪状态（Tice & Baumeister，1993）。

思维抑制的实验研究（Wenzlaff & Wegner，2000）已经表明，试图通过操纵思想来修改负面情绪，如果认知负荷过重，可能会导致心境的一个矛盾性增加，即“试着不要生气”，矛盾性的结果是，“增加了愤怒”。关于愤怒过度控制导致愤怒过度爆发的悖论，Davey等使用Gross提出的情绪调节理论将愤怒体验与愤怒表达联合起来解释这一现象，分析表明，就暴力犯的暴力行为的功能性前因而言，确实是异构的：愤怒的高度抑制、愤怒控制不足都是暴力攻击的前提。即使在抑制组内部，抑制愤怒体验和抑制愤怒表达也可能存在不同的机制（Davey，Day & Howells，2005）。

可见，不论是爆发还是抑制，都是处理愤怒的不当方式
 。愤怒爆发，即以毫不控制的方式爆发或者因为微不足道的原因愤怒。即便事后对自己的愤怒很后悔，但是由于愤怒发作导致与他人的关系变得恶劣，甚至出现仇恨的可能，或者让自己变得十分荒唐。这种愤怒也许有时让您暂时获得您所希望的结果，但是从长远看，您得到的是与他人的恶劣关系。愤怒抑制，会向人隐藏自己的愤怒或有时用跟自己过不去的方式发泄愤怒。积聚的愤怒对心血管不利，同时过分抑制还会被别人当作可以任意欺负而不必在意的人。而且，愤怒克制到一定程度，会在最不适当的时候暴发出来。关于抑制愤怒的问题，我们在“情绪调节与攻击行为”部分会涉及到过度控制为当事人带来的不利影响。


13.4 其他趋避行为的情绪基础

趋避行为包含趋向行为和逃避行为。恐惧（fear）是一种预期将要受到伤害或极不愉快的情绪反应，产生逃避行为，即避免进入恐惧的情境或从危险性环境中逃走。当人们觉得恐惧时，交感神经兴奋，全身动员准备逃避伤害性刺激。焦虑（anxiety）是人们对环境中一些即将来临的、可能会造成危险和灾祸的事件或者要做出的重大决定时，主观上引起的紧张和一种不愉快的情绪期待。与焦虑不同的是，恐惧发生在面临危险时，而焦虑发生在危险或不利情况来临之前。焦虑程度严重时，则变为惊恐（panic）。


13.4.1 焦虑、恐惧情绪与行为选择

Pettit等人（2005）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让女性被试观看一段女人表达抑郁和焦虑混合情绪的录像后，被试只出现了抑郁情绪而未表现出混合情绪；Van Der Schalk等人（2011）的研究中，研究者也发现愤怒情绪激发了被试的恐惧情绪，而恐惧情绪则激发了被试的厌恶情绪。对此，研究者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这类似于人们的支配与顺从行为，即当一方表现出顺从行为时，另一方则有可能表现出自己的支配地位；此外，愤怒情绪也可能被知觉为一种危险信号，从而促使被试产生恐惧情绪。

当人们处于焦虑、恐惧等负性情绪状态时，会表现出哪些行为倾向呢？我们以面众恐惧为例进行分析。面众恐惧是指个人面对两人以上的听众或观众进行陈述性交流、伴有思考的发言、回答问题、试教、演讲、面试、办事时，个体由于缺乏相应的实践经验、应对能力、相关知识和技能而表现出的以担心、紧张、焦虑、害怕为基本特征的情绪反应状态。面众恐惧者通常表现出回避、逃避与他人交流的行为。王洪礼等（2013）对中国西南地区大学生面众恐惧问题的调查研究表明，面众恐惧程度在性别上存在差异，女生的面众恐惧程度显著高于男生；年级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作者认为，引导大学生改变自己的认知偏差和不恰当的自我评价，是克服面众恐惧的重要途径。


13.4.2 羞怯与网络成瘾

羞怯（shyness）是在面对新的社会环境和/或意识到社会评价的情境中个体的紧张和不适的一种性格特征。研究发现，羞怯是阻碍大学生人际交往的首要因素（伍育琦，1999）。羞怯可以引起人际关系淡漠、缺乏社会交流、自我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低下等社会问题（Henderson & Zimbardo，1998）。而互联网的出现使人们即使不用面对面也可以进行交流。Henderson & Zimbardo（1998）认为，随着信息交流技术的发展和交流方式的多元化，羞怯水平普遍提高，这将有可能导致真实情景中面对面地交流和接触全面减少，会造成社会交流减少，而且人们之间的疏离感增强。

罗青、周宗奎等人（2013）综述了羞怯与互联网使用的关系，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对羞怯个体有双重影响，积极方面的影响在于它可以降低羞怯水平；消极方面的影响是它会使原本羞怯的个体网络成瘾。很多研究发现羞怯与网络成瘾关系密切。Yang和Tung（2007）比较了中国台湾的高中生群体中网络成瘾与非网络成瘾者，结果发现，具有羞怯这种人格特质的学生更容易出现网络成瘾现象。

网络成瘾与羞怯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羞怯的个体比不羞怯的个体更容易为了逃避现实或交往而选择互联网这个虚拟世界，并沉迷其中；而网络成瘾的个体也更容易羞怯。简言之，羞怯阻碍人际交往，但互联网的出现可以弥补羞怯个体在面对面交往时的紧张或不适。鉴于此，对于羞怯个体在使用互联网时的有效指导，帮助其合理安排使用互联网的时长显得尤为重要。


13.5 情绪感染与群体行为

13.5.1 情绪感染

人们可以通过捕捉他人的情绪来感知周边人的情感变化，这一交互过程被称为情绪感染。早在1795年，经济学家Adam Smith就观察到人们可以通过想象身处他人情景和模仿他人行为从而实现情绪感染（Hatfield，Cacioppo & Rapson，1993）。

情绪感染具有循环效应，即个体情绪可以影响到他人的行为、思想和情绪，这一影响过程可以在多人间交互产生，并不断增强。情绪输出者可以通过面部表情、语言、动作等多种形式表达情绪，并被接受者所感知（Ekman，1993；Falkenberg，Bartels & Wild，2008）。接受者也会对输出者的情绪做出回应（Baumeister，Stillwell & Heatherton，1995；Lishner，Cooter & Zald，2008；Tamietto和Gelder，2008）。从而在双方之间产生交互作用。此时的情绪感染不仅通过直接的交互作用实现，而且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完成对周边人的交互影响，即那些注意到情绪输出者的第三方。

最近，有研究者对酒精与情绪感染之间的关系做了研究。研究人员推测，男性比女性经历着更多的与酒精相关的问题，他们从酒精消费中所获得奖励的数量或类型存在差异。研究者将被试分为三个实验组：男性组、女性组，男女混合组，分别饮用酒精性饮料和非酒精性饮料，同时用视频摄像机记录他们的面部表情。研究结果发现，杜乡微笑（Duchenne smile）
 
[1]

 ——微笑反映真正的积极情感——与清醒的男性群体相比，微笑更有可能在清醒的女性群体中传播，但这种性别差异会由饮酒而消除。喝酒可能因此给男性比给女性提供更明显的社会奖励，这可能有助于解释饮酒行为的性别差异（Fairbairn et al.，2014）。




 [1]
 同时用到嘴部与眼部周围肌肉的微笑。这种微笑才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微笑。


13.5.2 积极情绪感染与社会风尚

情绪感染是一个社会调节器，它影响着个体的主观感受，却并非完全对个体进行塑造。左世江等（2014）综述了简单情绪感染及其研究困境，认为情绪感染是个体之间实现情绪聚合的过程，其中通过自动同步模仿他人表情、言语、姿势、行为并实现情绪聚合的无意识倾向，被称之为简单情绪感染。情绪感染发生与否，取决于观察者和表达者的关系（Hess & Blairy，2001；Hess & Fischer，2013）。一般认为，关系亲密的个体间发生简单情绪感染的可能性更大（Arizmendi，2011），观察者与表达者之间的相似性越高，模仿行为越容易发生（Van Der Schalk et al.，2011）。

Belkin（2009）关于网络情境下的情绪感染研究发现，权力对于简单情绪感染具有调节作用，权力地位越高的人展现出的积极情绪越容易感染他人，并且会获得更多积极情绪的反馈；同时，高权力地位者展现出的消极情绪也越容易感染他人，但是获得的消极情绪反馈会减少。郑睦凡、赵俊华（2013）的研究表明，权力影响道德判断行为，情境卷入效应明显。

简单情绪感染的发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模仿、反馈、感染。在模仿阶段，人们会在互动过程中持续地、同步地、自动地模仿他人的表情、声音、姿势、动作和行为。在反馈阶段，人们则对表情、声音、姿势和动作的模仿产生神经冲动，神经冲动以神经反馈的方式激活和影响个体的主观感受（Hatfield et al.，1993）。在感染阶段，人们通过模仿和反馈的作用，完成与他人的时时同步。经过这三个阶段，简单情绪感染完成，并产生相应的情绪感染效应（左世江等，2014）。

上述研究结果提示，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应首先从高权力者的道德判断、道德权衡以及积极情绪的培养开始。社会风尚的形成，遵循着高权力者树立时尚，低权力者受情绪感染而模仿的规律，普通百姓则模仿身边看得见的权力者的认识、情感和行为。因此，要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需要抓住高权力者人群的正向情绪与行为的培养，并确保流行和模仿渠道的畅通，必要时应加大宣传力度，引领社会时尚，经过模仿、反馈、感染，最终在百姓中形成良好风尚。


13.5.3 消极情绪感染与群体性事件

所谓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临时聚合形成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事件。

2000年以来，中国频繁发生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上访、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这些群体性事件的特点之一是数量多、人数多、规模大，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2月16日发布2013年社会蓝皮书中指出，中国近年来每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可达十余万起。蓝皮书建议，官方可借助互联网缓和社会对抗，实现弹性维稳和动态维稳。
 
[1]

 群体性事件的另一特点是表现方式激烈，内部矛盾逐渐对抗化。群体性事件大多采取较为平和的表现方式，从本质上看是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暴力性、破坏性群体性事件逐渐增长，出现激化现象，对抗程度加剧。群体性事件爆发的直接原因中与群体心理直接相关的有三点：社会不满情绪存在、群众缺乏表达渠道、群体性心理因素诱导。

关于群体性事件的心理演化机制，王二平（2013）的研究发现，不公正感和相对剥夺感是社会不满的社会心理基础；集群认同形成壁垒分明的对峙；集群情绪为这种对抗行动提供动力；集群效能感帮助人们树立起人多势众的必胜信念；谣言则为对立情绪火上浇油。这就是群体性事件的动员机制。

从人类行为发生的内在机理看，群体性事件是参与民众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心理失衡，在群体心理作用下转化为群体行为的结果。现阶段中国底层民众中弥漫着的相对剥夺感、社会不公感、信任缺失感、弱势认同感、社会焦虑感等相互叠加，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社会心理动因；而特定或不特定群体中的情绪感染、去个性化、群体极化、冒险转移、心理暗示等交互作用，则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群体心理机制（周感华，2011）。

贾留战等人（2013）以大学生为被试，采用学校餐厅食品价格提高的实验情景对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心理机制进行了探讨，发展出了群体性事件的认知与情绪整合模型。研究发现，群体性事件源于不公正。不公正既可能直接引发群体性事件，也可能通过集体效能（认知路径）和愤怒情绪（情绪路径）对群体性事件产生间接影响。群体认同将认知因素和情绪因素进行整合，不公正还可以通过群体认同分别作用于集体效能和愤怒情绪，对群体性事件产生促进作用。群体性事件的认知与情绪整合模型得到了数据支持，对群体性事件具有较好的解释力。该模型中，情绪路径关注不公正产生的愤怒情绪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认知路径关注集体效能等认知因素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认知路径和情绪路径均可以独立地引发群体性事件，还可以通过群体认同的作用进行整合和联结。

当人们逐渐辨清群体性事件的根源是社会不公正，政府决策层就必然要寻找恰当的应对策略。群体性事件既然是遭受不公正对待的弱势群体应对不公正遭遇的方式（Van Zomeren，Spears & Fischer，2004），那么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就可能有两种应对方式：情绪应对和问题应对。由于群体性事件中往往会掺杂着情绪应对，群体间的情绪感染使事件形势变得更为复杂。群体性事件中，群体情绪从不满到极度愤怒，群体性行为也从观望、围观直至暴力对抗警方，从对经济利益诉求不满发展为对基层干部、党委和政府的不满，政府工作人员的不作为或不当作为激发了不满情绪的升级，一意孤行使用警力最终快速引燃了这种群体的暴怒情绪，引发暴力对抗警察事件的发生。不难看出，从根本上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方法，在于将群众的不满化解在萌芽之中，政府工作人员及时、准确、有力地解决群众利益中的合理诉求是根本途径。群体愤怒情绪（group-based anger）是集体行动的准备状态，是个体对所属群体相关情境或事件的功能性反应（Smith，1993）。陈浩等人（2012）通过分析工具理性、社会认同与群体愤怒的关系，认为未来的集体行动社会心理学应重视行动情境类型、个体心理特征和除愤怒之外的群体情绪在集体行动参与中的作用，考察理想信念等潜在前因变量的可能地位，加强与群际关系、歧视动机等其他景点研究领域的联系（陈浩，薛婷，乐国安，2012）。




 [1]
 陆学艺，李培林，陈光金主编（2012）.社会蓝皮书：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3.5.4 网络舆情与情绪感染

舆情是“舆论情况”的简称，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社会管理者及其政治取向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它是较多群众关于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等等表现的总和（百度百科，2014）。网络舆情是以网络为载体，以事件为核心，是广大网民情感、态度、意见、观点的表达、传播与互动，以及后续影响力的集合。带有广大网民的主观性，未经媒体验证和包装，直接通过多种形式发布于互联网上。网络舆情六大要素：网络、事件、网民、情感、传播互动、影响力。网络谣言、非理性声音极易引发公众对立情绪，成为激化社会矛盾、酿成重大社会事件的导火索。因此，社会各界呼吁网上应出现更多正能量信息，构建和谐的网络言论环境。

情绪感染对群体行为的影响分为正性（积极）情绪感染和负性（消极）情绪感染两类。正性情绪感染有助于形成团结一致的群体效应，如劳动竞赛通过激发个体的正性情绪，在群体之间形成正性情绪感染，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且能进一步增进团队合作精神。而负性情绪感染则容易诱发一些暴力行为。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关注群体性事件中情绪的作用，特别是群际情绪领域的研究。群际情绪是指当个体认同某一社会群体，群体成为个体心理的一部分时，个体对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情绪体验。群际情绪对于揭示群体性事件和群际冲突有重要的价值。群体性事件是复杂的群体行为，在群体性事件中伴随着认知评价和情绪体验，这也是影响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心理因素，目前关于认知因素对群体性事件影响的研究比较丰富和深入，对情绪因素的影响研究则相对较弱（刘峰，佐斌，2010）。

情绪与行为之间，离不开认知因素的影响。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其情绪调节、认知改变对行为方式的调整有重要意义。因此对个体和群体的行为预测与改变，从情绪评价与调节角度入手，不失为良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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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情绪与疾病

现实总会给人带来压力，而压力一旦过度，就会导致身心系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是压力事件经过心理的加工而引起强烈的情绪反应，然后会启动行为、神经、内分泌以及免疫等系统的反应，这些心身反应会长期累积最终会促发不同类型的机能性疾病。这些疾病既可以导致生理机能的严重损伤，如冠心病、原发性高血压、消化性溃疡，也可以导致心理机能的严重损伤，如焦虑症、抑郁症、创伤及应激障碍。无论是哪种损伤，不良情绪都是致病的重要中介因素，是看不见的隐形杀手。虽然疾病的产生常常是多变量交互作用的结果，但在本章我们将揭示不良情绪与疾病之间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学者们在谈到情绪与健康问题时，相关的参考文献总是很容易让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情绪虽然在大多数方面是自适应的，但却不利于个体的健康发展。更具体地说，几乎所有常见的研究都是负性情绪损害健康，似乎根本没有任何益处可言。不仅如此，探讨负性情绪与健康关系的研究也远远多于探讨正性情绪与健康关系的研究。显然，一味地侧重研究情绪对疾病的产生、发展和死亡的影响而忽略其积极的一面，这与情绪的自适应性本质是矛盾的。实际上，像愤怒、恐惧和绝望这些情绪在某些时候也是能促进个体健康发展的。此外，在应激过程当中，积极情绪也有它独有的作用，而不可以完全忽视。局限于本章的主题与篇幅，这里只探讨情绪与疾病的关系。


14.1 情绪的致病机制

科学家们在探讨情绪致病的机理时都会有很多的疑问，比如，进化来的情绪为什么会致病？情绪的基本功能是生理性的还是社会性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科学家们持有不同的观点。生理学家们设想，情绪是生物体对环境中的威胁所做出的快速反应，过度地反应将导致生物体机能异常；社会学家们则认为情绪是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媒介，异常的社会压力会导致异常的个体机能；认知心理学家则认为情绪是认知系统与生理系统之间的调节系统，不合理的认知评价会导致不良的情绪反应，从而导致过度的生理反应。虽然学者们的角度不同，但是他们都认同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情绪是自适应性。情绪反应是个体调节自身以适应环境的结果，只有长期或是过度的不良情绪反应才最终导致个体出现破坏性适应，即产生疾病。


14.1.1 情绪与应激

从坎农（Walter Bradford Cannon）关于应激的研究开始，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了。这一研究主题最初只局限于生物医学领域，而几十年后，这一主题已经成为心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家们深入理解情绪与疾病的关系的过程。从坎农的开创性工作到塞利的重要贡献，再到Mason和Lazarus的研究，应激理论逐渐完善，应激与疾病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清晰，同时情绪在应激的心理与生理反应中的中介作用也被逐渐勾勒出来。情绪应激机制首次将心理与生理两大系统实质性地关联起来。此后的研究还进一步揭示了社会生活事件与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完成了生物—心理—社会三个层面的应激研究，并建立起完整的应激理论模型。情绪在这一模型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中介作用，正如生物学家、社会学家及认知心理学家所界定的那样，情绪是生物、心理与社会三个层面交互影响的一个核心中介系统。因此，很多研究者会用情绪应激这一概念代替应激这一概念（Billings et al.，1939）。

应激的适应性理论

坎农（Cannon）最早将长期存在的生理调节的观点概念化，称之为“稳态”。这种观点认为，所有的生理指标都有其理想的水平（正常的体温，血糖浓度，心率等），而生理调节的目的就是要达到一个动态平衡（或者“稳态平衡”），这一平衡将优化尽可能多的生理指标。作为应激研究的奠基者，坎农立足于应激概念，将“应激”定义为任何打破稳态平衡的事物，而将“应激反应”定义为神经和内分泌适应，以重新建立起稳态平衡（Cannon，1939）。

因此，坎农通过研究动物的应激过程发现，应激导致的稳态调节作用主要表现为副交感功能的抑制与交感功能的激活，主要涉及交感功能的激活以及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也就是所谓的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的活动。在20世纪30年代，另一位开拓者，汉斯·塞里（Hans Selye）则确定了另一个内分泌分支学科——糖皮质激素的分泌（Selye，1936，1937，1946，1950）。塞里将应激引发的肾上腺分泌的一系列类固醇激素称为糖皮质激素（如皮质醇，也被称为氢化可的松），并提出垂体—肾上腺皮质轴的应激调节功能，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与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一起就构成了应激的主要生理反应系统。其他一些内分泌系统也与应激反应联系起来。应激还导致一些激素的分泌物增加，包括R-内啡肽，催乳激素，加压素和胰高血糖素。相应地，应激也导致一些激素分泌物的减少，例如生殖系统的激素（例如，雌激素和雄激素），生长激素（例如，生长介素），能量储存激素（例如，胰岛素），并伴随自主神经系统的副交感神经分支的抑制（Munck，Sapolsky & Romero，2000）。

坎农建立的应激理论为我们理解有机体的应激反应机制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在应激时，为了给肌肉运动运送能量，储存的能量（例如脂肪细胞）会被调动出来，释放到全身。这一能量的调动过程将由心血管系统来完成，于是血压和心率开始升高，为了更好地向肌肉运动区域运送能量，机体还会同时抑制血液流到不必要的区域，例如肠道、呼吸、消化、组织修复和繁殖等区域系统。与能量运送相适应，免疫防御也得到增强，痛觉变得迟钝，认知的某些方面得到加强（Munck，Guyre & Holbrook，1984；Sapolsky et al.，2000）。

在应激理论提出后的几十年里，人们逐渐提出了神经内分泌反应的更为完整的理论。包括一些缓慢起作用的激素，这些激素的缓慢调节使得机体从起初的应激反应状态恢复到正常状态。例如，原先应激反应中的能量调动导致机体储存的能量被消耗，激素调节就能通过刺激食欲和增加脂肪组织来补偿应激反应中消耗的能量（Eisenberger et al.，2002）。再比如，原先应激反应中的免疫刺激效应最终会通过激素抑制免疫来抵消。这种延迟的抑制，被认为能够防止免疫系统过分活跃以致对身体的正常成分做出错误的反应，误把身体的正常成分当成是入侵的病原体。

应激的病理理论

在坎农的研究基础上，塞里开拓性地研究了应激反应的破坏性的一面，即长期地暴露于应激状态下对机体机能的损害。在长期应激状态下，塞里发现应激反应并不是完全有益的、具有适应性的。相反，塞里发现了病理现象，特别是消化性溃疡、肾上腺扩大和免疫器官（例如胸腺）萎缩这三类疾病的病理过程（Selye，1936）。这第一次提供了应激与疾病关系的证据。后来，塞里进一步揭示了不同应激的共同致病机制，提出GAS综合症学说（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GAS），将应激分为良性应激与不良应激两大类，不良应激会导致疾病。这种不良的应激反应过程是一种“慢性”的病理过程，它最终引起了机体中内分泌“枯竭”状态（Selye，1946）。塞利的枯竭说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证明，相反，持续存在的应激仍然会继续调动应激反应，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应激反应本身将会成为一种危险（Munck et al.，1984）。

自此，应激理论进一步解释了应激事件导致疾病的基本病理过程。机能性的躯体疾病是由于糖皮质激素分泌受阻（如阿狄森氏病），或儿茶酚胺分泌受阻（如直立性低血压综合征）导致的应激反应失败造成的，也可以是持续的应激反应本身造成。长期的应激会将能量从储存的地方运送到躯体各部位，如果持续进行，会导致肌肉萎缩、疲劳，并增加成人发病型糖尿病的患病危险。此外，代谢应激反应的反向调节功能的长期激活会导致肥胖（Akiskal et al.，1983）。其次，心血管活动的急性增强有很高的适应性，但这种持续的增强提高患心血管和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持续地抑制消化系统会增加患吸收障碍疾病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对发展中机体成长会起到抑制作用；在极端的情况下，会出现由于应激导致的生长迟缓综合征（即应激性侏儒）。虽然对生殖生理的暂时抑制可能不会导致病理生理的后果，但长期的抑制将会降低生育能力，在男性和女性身上都有可能发生。再者，虽然在暂时性应激中，免疫系统的延迟抑制可能有助于避免免疫系统对自身免疫的影响，但长期的抑制会导致免疫系统的放松并增加感染的风险。最后，同一种激素，既能在应激过程中增强认知，也能对神经系统产生各种各样的有害影响，包括树突萎缩对突触可塑性的损害和神经形成的抑制（Sapolsky et al.，2000）。

应激的心理社会调节理论

在坎农与塞利研究基础上，应激理论的研究很快又取得了新的进展。以拉扎勒斯等为代表的研究表明，应激的致病原因并不直接与外界的应激事件直接对应，应激事件是否会启动应激的病理过程是由个体的认知因素调节的（Lazarus，1966）。在失去认知调节的情况下，应激事件并不能够启动相应的病理过程（Lazarus，1966；Jacobs et al.，1984）。这表明个体的心理系统是应激事件与疾病之间的重要中介变量。陆续的研究揭示，儿茶酚胺的释放主要出现在积极努力的情况下，而皮质醇释放则主要出现于无助和“放弃”应对的情境中（Frankenhaeuser，1983；Henry，1992；Lundberg & Frankenhaeuser，1980）。这表明，在应激事件与疾病的因果关系中，情绪是最直接的中介调节因素，情绪的性质与强度决定着心理与生理两者之间的交互模式，而个体的认知评价系统最终调节着应激事件与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拉扎勒斯与梅森等人的研究在本质上是将坎农的生物应激模型推向生物—心理—社会应激模型。

至此，塞里的不良应激致病说已经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应激反应失败而导致的疾病，却应该理解为应激反应的过度激活从而导致疾病。这引出了一个数十年来都未曾引起应激生理学研究者重视的议题：大部分生理应激，如果严重到足以激活应激反应的程度，那么这种应激的持续存在将会损害机体功能（Kempermann et al.，2003）。然而，这种生理应激的过度激活与持续存在没有导致个体的快速死亡而是引发了广泛和多样的慢性病变，其进程是如何被控制的？心理学给出了答案，那就是这种长期的应激过程最终都是由心理机制控制而不是生理机制控制的。如果心理的应激启动消失了，那么经由情绪调节的生理的应激反应也就会停止，疾病自然就不会出现（Henry et al.，1992）。

塞利格曼等人的进一步研究揭示，不可预知性、不可控性以及糟糕至极等这样的一些认知因素会与随后的疾病发生关系紧密（Davis & Levine，1982；Seligman & Meyer，1970）。这些研究进一步支持了塞利的应激理论，同时，这些研究也对典型的应激概念做出了具体的界定，那就是不可预知与不可控制是引起典型应激反应的基本条件，这或许对当前混乱的应激概念的进一步区分和澄清有所帮助（Koolhaas et al.，2011）。


14.1.2 情绪应激与免疫

从概念上看，不良情绪导致的应激生理反应也应该包括免疫系统的反应，但考虑到免疫系统与疾病之间的密切关系，此处将情绪导致的免疫反应单独列出来进行探讨（Glasser et al.，1993）。实际上，随着应激的不断深入，在心理学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叫心理神经免疫学（Psychoneuro-Immunology），当前这一学科重点关注心理神经免疫调节的两个主要方向，一是条件反射对免疫的调节作用，另一个是情绪应激对免疫功能的影响（Eliot et al.，1987）。

情绪应激的众多研究表明，不良情绪特别是紧张刺激引起的不良情绪，如焦虑、抑郁、惊恐、害怕、孤独、自卑、烦恼等，可以改变机体的机能而增加个体对疾病的易感性。比如，以自然杀伤性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NK cell）为指标，研究者发现，报告有明显负性情绪的参与者其NK细胞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Stone et al.，1996）。Kiecolt等在1984年发现，孤独情绪体验者其血浆皮质醇水平高，淋巴细胞对磷酸化酶激酶（phosphorylase kinase）反应迟钝，NK细胞下降。这些研究充分说明，不良情绪会导致免疫能力的下降。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也同样证明，情绪应激对免疫功能产生了抑制作用（林文娟，2006）。为了更好地疏理相关研究，我们参照Lewis等的工作从以下三方面进行阐述（Lewis et al.，2000）。

情绪状态与免疫系统

情绪状态（Emotional State）与身体健康的关系问题是医学心理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尽管心理学家早已提出，经常处于消极情绪状态的人更容易患病，但是对其具体的致病机制的分析基本局限在现象描述和简单相关统计的水平上，缺乏实证研究。近来，相关的实证性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逐渐为我们揭示出情绪状态影响身体健康的具体生理病理机制。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不良情绪影响免疫功能与疾病易感性两方面（Karg et al.，2011）。

研究发现，情绪状态及其所伴随的生理反应直接影响免疫系统的功能。积极的情绪状态会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而消极的情绪状态则减弱免疫系统的功能，例如，Stone等（1996）的实验发现，情绪状态与作为抵御一般感冒的第一道防线的抗体——唾液中A型免疫球蛋白（S-IgA）的分泌有直接关系，积极的情绪状态可以增强S-IgA的分泌并提高免疫反应水平，而消极的情绪状态则会减弱S-IgA的分泌并降低免疫反应水平（升降幅度在10—40IU/ml）。而且他们还发现，增加令人愉快事件的发生频率，可以使被试的免疫反应在随后的几天里保持较高水平；甚至在随后的几天里控制令人愉快事件的发生频率，仍然可以使被试的免疫反应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并且进一步发现，令人不快的事件之所以会降低S-IgA水平，主要是因为它增强了消极情绪状态；而令人愉悦的事件之所以会提高S-IgA水平，主要是因为它减弱了消极情绪状态而非增强了积极情绪状态。而与之相对，当增加令人不快事件的发生频率，则会导致相反的效果（Dunn et al.，1996）。同样，Evans和Edgerton等在2002年的研究也证实，降低令人愉悦事件的发生频率与患呼吸疾病的概率之间存在着滞后相关。

Cohen等（1991，1993）通过大量的研究证明，消极情绪状态会提高人们对疾病的易感性。在一个实验范例中，他们将420名被试系统地安置于有5种呼吸病毒的情境中，并单独或成对地隔离7天。结果表明，病毒感染率及临床感冒率与消极情绪（包括消极情绪状态和消极情绪特质）指标的上升呈显著相关（分别为0.33和0.27），即使对其进行回归模型分析，这种关系也不会发生变化。其中，对25名被试进行“上呼吸道感染症状”的总体评估，由实验前的0.63上升到实验后的19.09。这些结果说明，那些处于消极情绪状态的被试比那些处于积极情绪状态的被试更容易感染病毒，患上更严重的疾病。

这里容易造成误解的是：人们可能会认为，既然消极的情绪状态与较低的免疫系统活动和较高的疾病易感性有关，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尽可能通过减弱或压抑他们的消极情绪状态而获益。事实上，Labott等（1990）的研究表明，尽管压抑一个人的消极情绪状态可能有些即刻的免疫获益，但消极情绪状态的压抑或抑制会导致比这种短期获益更严重的、相反的生理和健康后果；而且，主动的压抑消极情绪会导致心血管系统的交感激活水平的提高，并增加患冠心病的可能性（Futterman et al.，1994）。

情绪调节与免疫系统

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对情绪内在过程和外部行为所采取的监控、调节，以适应外界情境和人际关系需要的动力过程。医学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的情绪调节方式与其免疫系统功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积极的情绪调节能够引起免疫功能的增强，而消极的情绪调节能够导致免疫功能的下降（Levenstein et al.，2000）。

采用积极的情绪调节应对日常情绪问题，或积极寻求情绪支持，有助于人体免疫系统功能的增强。例如，Glaser等（1993）在血清阳性抗体对EB病毒（Epstein-Barr virus，EBV，一种存在于淋巴系统中的病毒）反应的研究中发现，那些以积极调节方式应对应激事件的被试，或者是能够得到较多情绪支持的被试，其T细胞对病毒抗原的繁殖反应会明显增强。Cohen等（1997）也发现，在鼻炎病毒和淋巴腺病毒环境中，传染性疾病的发生率和严重性与人们应对环境的态度和方式及其情绪反应密切相关。积极调节所带来的积极情绪变化，能削弱应激事件对免疫功能的不利影响。同时，一项对407名男性AIDS患者的跟踪研究表明，希望、快乐和愉快等积极情感可以减弱AIDS的致命性，患者的积极情感得分越高，AIDS致死的可能性就越低，即使考虑白细胞数量增多和使用药物等因素，积极情感的作用仍很显著。由此可见，积极情感可能增强了免疫系统的功能（Lutgendorf et al.，1997）（见图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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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免疫系统的作用过程

来源：Lutgendorf等（1997）.

与上述研究相对应，有研究证实，那些经常采用消极调节应对日常情绪问题的人，其免疫功能指标（NK活动和T淋巴细胞的繁殖反应）明显减弱，且体内潜伏EB病毒（EBV）的含量（滴定率）明显增高，因而导致免疫系统功能的普遍下降（Esterling et al.，1990）。而且研究进一步表明，在消极调节条件下，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表现出消极的免疫变化——血清中催乳素水平下降、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促肾上腺皮质素水平上升，而催乳素水平过低、肾上腺素等激素水平过高都会引起机体免疫功能的降低（Esterling et al.，1990）。

焦虑和逃避等消极的情绪调节方式会引起免疫功能的减弱。例如，Futterman等（1992）就骨髓移植对患者配偶的心理和免疫功能（CD4和CD8细胞的总比率，B细胞和NK细胞的比率，NK细胞因子）之影响的研究证实，焦虑和逃避应对方式与免疫活动呈显著负相关，那些在移植手术前等待期的焦虑状况和逃避反应得分较高的患者配偶，其免疫指标都发生了反常的变化。Kemeny等（1995）发现，HIV阳性患者的性同伴死亡，会引起与HIV上升有关的免疫变化，其中介因素就是在情绪上对性同伴死亡的消极逃避（Cohen等，1944）。

情绪宣泄与免疫

研究表明，主动通过交谈、书写或运动等方式，来宣泄由创伤或压力事件导致的消极情绪体验，即情绪宣泄（emotional disclosure），能够减弱或缓解创伤或压力事件对免疫系统功能的消极影响，使个体的免疫系统功能得到恢复和提高，从而增进身体健康（Esterling et al.，1994）。而抑制心中的消极体验，则会导致免疫系统功能的降低，从而引发更为严重的身心健康问题（Kendall et al.，2001）。

情绪宣泄对免疫系统功能的积极影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情绪宣泄能够增强抗体和自然杀伤（NK）细胞的活动水平。有研究发现，通过书写或讲述来宣泄痛苦情绪的被试，不仅EBV抗体和自然杀伤细胞（NK）的活动水平显著优于控制组被试，而且自尊感和适应性明显改善。而且在书写性情绪宣泄中，被试越是着眼于人际关系的改善、个人今后的成长以及生活意义的寻求等积极事件，其自然杀伤细胞（NK）的活动就越强。另外，Christensen等的研究发现，情绪宣泄对NK活动的影响程度与被试创伤或痛苦体验的程度成正比，即创伤或痛苦体验程度越高的被试，其情绪宣泄对NK活动的增强作用越明显（Carson et al.，1992）。

二是情绪宣泄能够影响T淋巴细胞数量和繁殖反应。Lutgendorf等（1997）的研究结果显示，对压力性事件的情绪宣泄，能够影响HIV-阳性患者的免疫功能。这些患者在知晓自己患病的最初几周，焦虑和逃避反应明显增强，T细胞繁殖反应减弱，血液中CD4（辅助性）T细胞比率下降；在随后的几周，经过情绪宣泄的指导和实践，被试免疫功能有显著改善。以40名乙肝抗体阴性的医学院学生为被试，考察了情绪宣泄对免疫反应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注射乙肝疫苗后，所有被试都对疫苗产生了免疫反应，但是情绪宣泄组被试的CD4（辅助性）T细胞数量和淋巴细胞总数量明显多于控制组被试，且其CD8（抑制性）T细胞数量明显少于控制组被试（Kamarck et al.，1991）。

情绪压抑不利于免疫系统功能的提高。与情绪宣泄所带来的免疫系统功能的积极变化相反，一味地压抑创伤或压力事件所引发的消极情绪体验，会导致免疫系统功能的降低，因而会产生不可预料的严重后果。如Eisenberger等对61名HIV（致艾滋病病毒）阳性女患者的研究发现，患者越是压抑情绪（使用的压抑性词汇越多），其CD4（辅助性）T细胞的活动水平就越弱。这表明，机体免疫功能受到消极情绪体验与压抑情绪这两者的双重影响：消极情绪体验本身引发了免疫系统的消极变化，而压抑情绪的应对方式又导致了免疫系统功能的进一步降低。


14.2 情绪与身心疾病

正如上面所叙述的那样，不良的情绪确实会影响身心健康，甚至导致疾病。常见的这些不良情绪每天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而几乎所有的慢性疾病的发病及死亡都与负性情绪有相关，包括癌症、艾滋病、哮喘及心血管等疾病。


14.2.1 情绪与冠心病

冠心病是当代威胁人类生命的主要疾病之一。本病多发生在40岁以后，男性多于女性，脑力劳动者较多。

冠心病的成因与情绪

冠心病的病因和发病机理至今尚未完全阐明。近20年来，很多营养学家一直认为人们食物中胆固醇的含量高是冠心病发病率高的主要原因。有人提出，高胆固醇食物并不是冠心病发展、形成的主要因素。哈佛大学营养学院曾对579名由爱尔兰移居波士顿的健康男子作了详细的调查，结果发现移居到美国的爱尔兰人比他们在本土生活的兄弟患冠心病的要多。芬兰的农民习惯吃高饱和脂肪食物，但患冠心病的人很少。非洲的马塞部落人吃更高的饱和脂肪食物，而患冠心病者更少见（Moynihan et al.，1990）。

大量研究证明，由于各种心理社会因素的刺激引起的情绪改变与冠心病的发生有着密切关系。从本世纪50年代开始，Friedman（1996）等人对心血管病进行了心身反应的研究，发现美国的白种妇女冠心病的发病率相对少见，其原因不是因为摄入饮食的不同，也不是因为性激素的保护。而可能是其社会经济地位及环境等方面获得相对的保护能力所致。这些学者在对10余名企业人员进行观察中发现，约有75%的人，心脏病发作的主要原因是过度操劳及精力消耗；他们在紧张工作时，血脂明显升高，且工作紧张与血中胆固醇浓度直接相关，而与各人在食物、体重或运动量等方面无直接关系。近年来研究发现，大多数病人均表现或存在一种特殊的情感上的特征，称之为“A型行为类型”（Type A behavior pattern）或称为冠心病易患行为模式。具有这种特性的个体有下列表现：有竞争性；很易引起不耐烦；有时间紧迫感；言语和举止粗鲁；对工作和职务过度地提出保证；有旺盛的精力和过度的敌意。反之，心境平静、随遇而安、不争强好胜、做事不慌不忙、不经常看手表的人，都归属B型。有研究证明，A型性格是一种社会学或社会经济学所造成的特异活动及情感的复合体，是冠心病的易患模式。这类人由于皮层及下丘脑兴奋性较高，导致交感——肾上腺系统亢进，诱发冠脉痉挛、血液黏度升高、血脂代谢紊乱，加速胆固醇类物质的沉积。另有研究证明（Friedman et al.，2009），A型性格者冠心病的发病率、冠脉病变程度均为B型的2倍以上。Frank等在造影研究中证实，严重冠脉狭窄者的90%都是A型性格（Lysle et al.，1992）。

近几十年来，研究者们在冠心病的病因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诸多的研究结果揭示紧张的心理状态在冠心病发病的危险因素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1981年9月在芬兰召开了“冠心病患者中神经性及心理因素”的专题讨论会，赫尔辛基大学的Hartel揭示了心理、社会及情绪因素通过心血管系统对冠心病的各种影响。波士顿大学医学中心的Jehkins教授探讨了冠心病的心理社会影响因素、致病机制和干预策略，并讨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

近来，通过应用冠状动脉造影技术并结合死后尸解分析，研究者们发现：冠心病患者是否发生心肌梗死，并非完全决定于冠状动脉狭窄的程度（Petrie et al.，1990）。有的稳定性心绞痛患者，冠状动脉狭窄相当严重，但并未发生心肌梗死。而另一些患者，冠状动脉的狭窄并不严重，甚至有的病例经冠状动脉造影或事后尸解，证明并无冠状动脉狭窄，却发生了心肌梗死，并且此类患者极易发生碎死。冠状动脉并无狭窄仍然出现心肌梗死的原因现已被查明是冠状动脉痉挛。冠状动脉痉挛多发生在冠状动脉狭窄的“正常”冠状动脉上，而心理紧张、精神压力等因素是发生冠状动脉痉挛的主要原因。

心理因素致病的中介机制

大量事实证明，心理社会因素在冠心病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那么，这些心理社会因素是经过什么样的中介机制导从而致疾病的呢？近代心身医学的研究揭示，中枢神经、内分泌和免疫三个系统在心理社会因素促发冠心病的过程中都扮演着关键的中介作用（Sapolsky et al.，2000）。

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

各种情绪与不同器官的生理变化有着密切关系，任何心理社会刺激都可作为一种信息传入到大脑，如果这种信息被人感知，就可能产生情绪与生理变化。科学研究证明，情绪活动不但会受大脑皮层的调节，而且还与边缘系统和下丘脑有关。情绪的直接调节中枢在边缘系统，而下丘脑与边缘系统又有着广泛的神经联系。下丘脑和网状结构边缘系统在大脑皮层的控制下通过对非特异反应性系统（ergotropic system）和促营养性系统（trophotropic system）的相对平衡的调节来影响自主神经系统及躯体内脏的功能。非特异反应性系统的功能是使个体处于积极的准备状态，提高交感神经活动，增强骨骼肌张力，并增强激素的分泌，提高分解代谢。营养系统则反之，其功能是促进个体的退缩行为和保持能量，提高副交感神经的活动，降低骨骼肌张力，促进合成代谢和激素的循环。通常这两个系统在大脑皮层和皮层下中枢的调节下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从而产生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出现疾病和症状，如持续的精神紧张和具有A型行为，不可使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冠状动脉不断处在收缩状态，血脂增高，出现心绞痛、心肌梗死（Zalcman et al.，1988）。

神经内分泌的作用

各种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表明，内分泌系统与情绪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在紧张刺激下内分泌系统有一种使机体适应环境的生理防御机制。内分泌激素在维护机体内部环境稳定及机体对环境的适应中起着重要作用。激素分泌过多或过少，都会使整个身体的代谢和行为发生变化。在神经体液调节中，下丘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一般认为，下丘脑是调节内脏活动的较高级自主神经中枢，又是调节内分泌活动的较高级中枢。最新的研究还表明，下丘脑神经元内的多巴胺活动会影响垂体的活动。已有研究发现去甲肾上腺素、5-羟色胺等生物胺可抑制ACTH的分泌，多巴胺会刺激下丘脑促使促黄体激素释放激素（LRH）及促卵泡激素（FSH）和促黄体生成徽素（LH）的释放，这些激素的释放和抑制，都影响着机体的生理功能和行为。在紧张情绪状态下，机体需要动员身体内部的能量来对付恶劣的情境，使机体产生一系列自主神经—内分泌反应。如交感神经活动加强，肾上腺激素的茶酚胺分泌大量增加，导致血管收缩、血压上升、呼吸加重，新陈代谢增高，这是机体的自我保护反应（O'Cleirigh et al.，2009）。但持久或过度的情绪反应，可使机体内部的能量耗竭，且可产生持久而严重的自主神经功能改变，甚至可产生相应的内脏器质性病变，如心绞痛，心肌梗死等（见表14.1）。

表14.1 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对心血管的生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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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O'Cleirigh（2009）.

免疫机制

心理社会因素引起的紧张情绪或行为能导致疾病，并且它们还会与免疫系统的功能被抑制有关。近代免疫学的研究已肯定，紧张刺激或情绪，可通过下丘脑及由它控制分泌的激素来影响免疫功能：产生胸腺退化，影响淋巴细胞的成熟，抑制抗体反应，降低巨噬细胞活动能力，干扰白细胞的活动，降低抗体活动能力等。从而降低机体对病毒、细菌或过敏物的抵抗而致病。


14.2.2 情绪与癌症

人类与癌症的斗争的已经持续很久，但至今仍然不能摆脱癌症对生命的严重威胁。癌症是人类三大主要死亡原因之一，是各国人民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由于癌症的病因不清楚，加之发病率较高，死亡快，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恐惧。为了征服癌症，几百年来成千上万的医学家、生物学家在这个领域里进行过无数的探索和实践，然而癌症的发病率、病死率仍在不断地上升。想真正找到癌症有效的治疗方法和预防措施，首先要找到癌症的致病原因和病理机制（McClure et al.，2001）。

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医学模式逐渐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心理因素对肿瘤的发生、发展及转移有着重要的影响。

癌症的成因与情绪

不良情绪是人的“脑中枢”对客观事物认知的一种反应，是“脑中枢”依据接收到的信息，通过分析、判断后的产物。不良情绪是人对客观刺激进行反应之后所产生的过度体验，也就是有损于身心健康的不愉快情绪，如焦虑、抑郁、愤怒、恐惧、沮丧、悲伤、痛苦、紧张等。

癌症是机体已经发育成熟或正在发育过程中的正常组织细胞，在致癌因素和促癌因素的长期相互作用下，呈现过度增生或异常分化的细胞繁殖病状。它丧失了正常组织细胞所具有的生长方式，不受约束和控制，无规律地迅速生长，破坏正常组织器官的结构并影响其正常功能。

心理因素致病的病理机制

世界是复杂的，人生活在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社会环境中，随时都会遭受到不平和挫折，甚至受到污蔑或陷害，因而产生苦恼、愤怒、憎恨等不良情绪。久而久之，不仅影响工作学习和生活，而且还会导致躯体发生疾病。

人的身体是一个极复杂的生命体，在身体里的对每种细胞数量的控制是通过繁殖与死亡之间的平衡来完成的，细胞繁殖是受到高度调控的。每一个细胞体的分裂、分化过程都受控于大脑，否则不可能发挥出协调、神奇的生命能力（Labott et al.，1990）。

当人受到外界的不良的精神刺激（如诬陷、欺辱、强制或对自己利益的不公正侵害和剥夺），即产生一种强烈的“委屈”和“生气”情绪（临床表现为：胸闷、气憋或喉咙堵塞，脸色变得苍白、四肢冰冷，头晕、头痛，机体的局部出现不自主的颤抖等）。由于各种原因，受欺者无法与之对抗和争辩，而且有些事又很难对他人启齿，甚至无法对他人说清楚，所以只能自己生闷气。这时人体会出现反常的受阻，引起全身性内痉挛。首先会导致呼吸中枢抑制，使肺动脉及肺血管收缩，肺泡通气不足及氧分降低，氧的运输对脑细胞的分压弥散受阻，同时又由于脑血管痉挛收缩，血流量减少，微循环阻抑，更加重了脑细胞的缺氧（脑的重量为体重的2%～3%，其血流量和脑的耗氧量约占全身供血量和耗氧量的1/5）。根据精神刺激的强度逐渐加大，时间的延长，脑细胞的缺氧程度会随之加重（Selye et al.，1946）。一旦超过脑细胞所能承受的缺氧值时，就会使部分“脑细胞”发生缺氧性休克而导致功能减退，对体细胞分化、繁殖、新陈代谢调节失控，引起遗传密码及遗传生物钟的改变，以及时间基因的突变，使正常的细胞不断变异而产生了癌细胞。癌细胞过度分裂繁殖并无限制地生长，便会形成癌瘤。

当人的“委屈”情绪无望解决，思绪的自控能力愈来愈弱，“调控体细胞生长的脑细胞”休克的程度就愈高，细胞的分化程度就愈低，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病理机制。

癌细胞的变异与时间有关系。人体的正常生长过程发生在夜间睡眠期，夜间睡眠时“调控运动的脑细胞”开始休息，进入抑制状态，而担负体细胞生长、繁殖的“调控体细胞生长的脑细胞”就开始敏感和兴奋并进入功能状态，开始体细胞的分裂、分化的调控运作，这时“调控体细胞生长的脑细胞”需氧量较大，对缺氧的耐受性很低。如在这时人躺在床上辗转思考，“委屈、生气”的情绪叠加而不能自控，这样可导致脑血管痉挛、微循环阻抑，对脑细胞供血、供氧减少，从而造成部分脑细胞发生缺氧性休克，使调控功能减退，对“脑中枢”发出的反馈指令无法正常传递，从而造成细胞的生长、繁殖、新陈代谢失去正常的调节控制，导致正常细胞分裂、分化发生变异而成为癌细胞（Davis等，1982）。随着“调控体细胞生长的脑细胞”缺氧持续时间的延长，组织代谢产物积聚，休克程度的加重，癌细胞分化程度会愈来愈低（Munck et al.，1984）。

当部分脑细胞一旦由于缺氧而休克时，脑细胞对人体组织细胞分化的调控能力就会减退，导致遗传信息传递错误，使细胞不按正常的死亡程序进行，细胞变异会无止境地繁殖，产生分化不良的癌细胞。癌细胞会先在人体哪个部位出现呢？经过20多年的观察研究发现，癌细胞最先出现的部位是体内或体表受到变异性刺激最强的部位。变异性刺激是慢性炎症、组织增生、溃疡病、体内功能性变异、运动挤压伤、吸食或接触化学药物导致的机体局部损害或因物理性因素产生的机体局部变异等，由于这些慢性病症的刺激给“脑中枢”带去了“易变异”的信息，当“调控体细胞生长的脑细胞”缺氧性休克时，传递调控指令错误，各类生物、化学、物理、机械性刺激造成的机体变异的薄弱区域，就是癌细胞最先发生部位，如骨肉瘤发生以前，常先患有骨髓增生、骨髓变性、慢性放射性骨炎、中性多形核白细胞减少、淋巴细胞增多等慢性病症，但它们不是致癌的根本原因。细胞变异最主要的原因是部分脑细胞因“委屈”、“生气”这种“致癌情绪”，促使其发生缺氧休克，导致细胞的生长、繁殖、新陈代谢调节失控。

癌症是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近年来肿瘤的发病率在不断上升。对癌症的研究，不少学者一直着眼于癌细胞本身，寻找癌本身可能存在的某种致癌基因、致癌因子。目前对癌症的研究走上了一条“就癌研究癌”、“就癌杀癌”的道路，忽视了人在长期生活中有关社会、环境、职业、家庭等因素。人生长、生活在一个充满善与恶的人际环境里，难免会遭受到外来的诬陷、欺辱、强制或不公正的剥夺和伤害，在这种情况下，人很难控制自己情绪的变化。临床研究发现，癌症好发于受到挫折后长期处于精神压抑、焦虑、沮丧、苦闷、恐惧、悲哀等紧张情绪的人。据统计，约81.2%的癌症患者在患病前曾遭受过负性生活事件的打击，如配偶死亡、夫妻不和、生活规律重大改变、工作学习压力大、子女管教困难、夫妻两地分居等。癌患者中约1/4的人病前胆小怕事、逆来顺受，但内心耿耿于怀；1/4的人病前惴惴不安、妄自菲薄；1/4的人病前生活在不和睦的家庭中；1/4的人病前在事业和工作中遭受过压抑和打击。性格孤僻古怪、沉闷忧郁、心胸狭窄、多愁善感、疑神疑鬼、厌世悲观、嫉火旺盛、暴躁易怒、不吐不露、爱生闷气的人，容易为癌所侵袭。相反，性格开朗、心胸开阔、坦荡豁达、息事宁人、乐观幽默、感情外露的人，就很少得癌症。人脑是疾病康复的“药库”；是人体抵抗力的源泉；是寿命、生物钟的控制中心，对于因情绪导致的疾病，不能将治愈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药物上，药物只能起一定的调理作用，如果对不良情绪不加以及时调节疏导与释放，再贵重再对症的药也是起不到很好作用的。因此，在治疗前首先要进行有效的精神调整，使患者杜绝不良情绪的产生，同时辅之以药物会起到较好的治疗效果。好的精神是疾病的良医，生命的权利掌握在每个人自己手中，命运的主人是自己。精神情绪的变化对癌症发生、发展及治疗和预后都起到很大的作用。人们不再把疾病简单理解为肉体上的疾患，患病个体心理状态是影响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总之，癌症不是绝症，是一种“脑细胞调节功能障碍”性疾病，是“致癌情绪”导致部分脑细胞发生缺氧性休克的结果。各种化学、物理、生物等因素并不具有直接的致癌作用，而是癌细胞最初发生的诱因（Malizia et al.，1999）。


14.2.3 情绪与原发性高血压

原发性高血压是由遗传和环境因素综合造成的。2005年美国高血压学会（ASH）提出，高血压是一个由许多病因引起的，处于不断发展状态的心血管综合征，可导致心脏和血管功能与结构的改变。目前认为原发性高血压是一种由某些先天性遗传基因与许多致病性增压因素和生理性减压因素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多因素疾病。这些因素主要包括遗传因素、高钠低钾膳食、超重和肥胖、饮酒，还有其他的危险因素，如精神紧张。长期精神过度紧张也是高血压发病的危险因素，长期从事高度精神紧张工作的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也会增加。因此，原发性高血压治疗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心血管的死亡和病残。

原发性高血压的成因与情绪

高血压是中老年人的一种常见病，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原发性高血压，是由遗传、肥胖、缺钙、膳食中钠盐过多、吸烟、情绪紧张或其他环境刺激等因素引起的，病程发展较慢。多数患者属此类别，约占高血压患者人数的2/3。另一类是继发性的高血压，是由其他疾病如内分泌病（肾上腺嗜铬细胞瘤）、肾脏疾病（慢性肾炎）、心脏功能异常等引起（Nakata et al.，2000）。

原发性高血压，也叫特发性高血压或自发性高血压、亦称高血压病，在临床上以体循环动脉血压升高为主要表现的一种独立疾病，主要是由于周围小动脉血管口径变小或血液黏滞度增加，造成外周阻力过高所致；而血容量与心输出量的增高、血管的僵硬程度与充盈程度均会影响血压的变化（Allen et al.，2006）；同时植物性神经系统对血压的调节作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Tomatis et al.，2001）。

高血压目前是一个原因尚未阐明的疾病，但经过多学科的研究，较为成熟的认识是：原发性高血压病的病因是先天遗传易感性与后天环境影响相互结合、相互作用发生的疾病。后天环境和社会心理素质是个特别重要的影响因素，特别是情绪，与原发性高血压密切相关。反复过度紧张、精神刺激、过度忧郁、烦躁、睡眠不足，均可引起高血压。

心理因素致病的病理机制

在引起高血压病的诸多后天因素中“心理因素”最难消除。情绪的持续性对神经内分泌的反应进行调节，这些反应增加心血管的反应（CVR），如血压增高、心脏病、动脉损伤和动脉硬化（Manuck，1994）。

这些心理因素诱发生理的改变，反过来导致原发性高血压的发生，更进一步地损害动脉血管壁，增加急性心血管疾病的易感性，例如：心肌梗死（MI）或破损。遭受到如地震等生活的负性事件，会导致急性疾病的发作（Leor，Poole & Kloner，1996），并会激活和加重心血管系统的负担（Kamarck & Jennings，1991）。

心理因素导致血压升高，躯体的主要病理变化就是发生在血管的病变，全身的小动脉在初期发生痉挛，而在后期发生硬化。当愤怒情绪被压抑，会造成心理冲突，实验表明经常处于压抑或敌意的人血液中的去甲肾上腺素水平比正常人高出30%以上，敌意和愤怒被压抑的人对应激物的神经内分泌或血流动力学反应的水平会比敌意低的人高，这种交感神经介入的反应可能会增加血管内壁损伤和连续的动脉粥样硬化物质的累积（McClure et al.，2001）。长期反复的精神刺激因素，或强烈的负性情绪，通过中枢神经系统而引起大脑皮层、丘脑下部及交感肾上腺系统的激活，逐渐导致血管系统的神经调节功能紊乱，引起心率、心输出量、外周血管阻力、肾上腺皮质、肾上腺髓质等功能变化。开始是在负性情绪的影响下出现阵发性的血压暂时升高，经过数月、数年的血压反复波动，最终形成血压持续性升高的高血压病。

原发性高血压与情绪调节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中有86%的患者存在明显的情绪障碍，主要是抑郁、焦虑，较多的患者是抑郁和焦虑共存。原发性高血压病程缓慢，患者有明显的慢性应激不良的倾向，随着病程的延长和患者年龄的增长，以及医疗费用的增加所带来的经济困难，患者常常感到生活无望，生活质量明显降低，患者的心理障碍和精神卫生问题会日益严重。患者人格上的不健康，精神卫生状况的不良，血压的持续性增高，三个因素相互影响导致了血压的上升。因此，应加强和重视对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心理治疗，使患者保持积极向上的乐观的生活态度；保持知足常乐和热爱生活的良好心态；保持遇事无争，不苛求自己更不苛求别人的人际态度；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和经常运动的生活习惯。社会、家庭也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和娱乐氛围。对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而言要经常求得心理医生的帮助，以尽量减少和预防疾病带来的抑郁、焦虑、恐怖、人际敏感等心理障碍和精神卫生问题（Rauch et al.，1997）。通过有效的心理和药物的干预，使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能够提高生活质量，减少精神问题发生，确保降压效果，预防原发性高血压带来的一系列并发症的发生。情绪是导致原发性高血压发病的因素之一，情绪的稳定是确保原发性高血压降压效果的重要环节。在原发性高血压的治疗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心理治疗的优势，以保证原发性高血压的治疗效果。患者如果能认识到自己的情绪状态以及心理因素对血压的影响，下决心进行自我情绪调整，这对治疗高血压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4.2.4 情绪与消化性溃疡

消化性溃疡病是一种危害人们健康的全球性的、常见的心身疾病。据报道，本病的发病率约占全体人口的1/10—1/8。也有报道预测，每5名男人与每10名女人中，可能就有1人在他们的一生中患过此病。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发病率相差悬殊。我国人群的患病率，据文献报道为16%—33%。且有南方高于北方，城市高于农村等特点（张小晋，2007）。

由于溃疡的发生是因胃酸及胃蛋白酶的刺激、消化作用所致，故而定名为消化性溃疡，以胃、十二指肠溃疡最多见。消化性溃疡病的发生与个性特征、情绪状态、生活事件和行为方式等心理社会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应该从生理—心理—社会适应的角度全面认识、预防和治疗消化性溃疡。

消化性溃疡的成因与情绪

消化性溃疡的发病机制较为复杂，迄今尚未完全明确。从病理分析，一般认为其是由于胃和十二指肠黏膜的保护因素与损害因素平衡失调引起。而实际上，消化性溃疡作为一种典型的心身疾病，心理社会因素的致病作用不可忽视。有关消化性溃疡病人的心理特质的研究很早就有，依赖性冲突（dependent conflicts）被认为是与该疾病密切相关的主要心理特质（Robert，Carson & Butcher，1992）。之后不少心理学调查研究发现不良行为（吸烟、饮酒）、不良认知以及情绪化是其重要的致病因素，反而人格因素却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相关（陈达光，1993；李心天，1998；汪亚珉和汪根荣，2004）。根据典型的应激理论，不良认知及行为最终都会通过情绪因素影响神经内分泌反应。最近有报道表明应激性生活事件并不是溃疡病人发病的主要原因（Koehler，Kuhnt & Richter，1998）。不少研究还揭示，消化性溃疡病与病人的受教育水平以及生活事件之间有着明显的正相关（Furuse，Kumano，Yoshiuchi et al.，1999；Levenstein，1996，2000）。

心理因素致病的病理机制

上面提到过情绪因素在溃疡病的发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在生气、愤怒、痛苦等情绪状态下，胃液分泌增多，胃酸增高，胃蠕动增强，从而引起胃及十二指肠的血管痉挛。如果胃酸持续增高则容易引起胃黏膜及十二指肠糜烂，导致溃疡。美国的一家医院曾对400名胃肠患者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由于情绪不好而患病的占74%；俄罗斯一家医院也对此进行了研究，结果有54%的消化性溃疡患者的病是因精神创伤引起的（李志刚，2011）。

在这里，我们主要谈谈情绪以及心理社会因素与溃疡病的关系。消化性溃疡病被称之为心身疾病，是因为在溃疡病患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存在心理社会问题。近年来研究发现，在溃疡病的发生、发展、复发、痊愈中心理社会因素和情绪都起着重要作用，情绪障碍者屡见不鲜。有半数的溃疡病人有明显的焦虑抑郁情绪。

有研究发现，不良饮食习惯、个性内向、负性情绪、负性生活事件（就业压力、紧张、人际关系不协调、家庭矛盾）等都与溃疡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情绪应激与不良应对方式明显地影响着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Meerlo et al.，2011）。具有孤独、自负、焦虑、多疑等人格特征者中，溃疡病的发病概率是健康人的三倍。较多的生活事件压力可导致消化性溃疡呈现高发倾向，情绪可影响胃液分泌，如：愤怒使胃液分泌增加，火灾、空袭、丧偶、离婚、事业失败等因素引起的负性心理变化，往往可引起应激性溃疡，或促进消化性溃疡急性发作，甚至穿孔。所以医生在诊断时需要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以便制定更为完善和个体化的治疗策略。

消化性溃疡与情绪调节

心理社会因素和情绪与溃疡病的发生关系密切，在多种因素参与下，形成了消化性溃疡，正确认识并给予适当的心理治疗以及对不良行为的矫正，都将有助于溃疡病的康复。对于大多数症状较轻或心理应激源不明显的患者，给予一般的心理支持即可。而对于心理疾病或症状顽固的溃疡病人，需要加强心理治疗，以提高其心理承受力和适应力，使生活质量得到改善。

情绪调节是每个人管理和改变自己或他人情绪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一定的策略和机制，使情绪在生理活动、主观体验、表情行为等方面发生一定的变化。成功的情绪调节，主要是要管理情绪体验和行为，使之处在适度的水平，其中包括：“削弱或去除正在进行的情绪，激活需要的情绪，掩盖或伪装一种情绪”等。可见，情绪调节既包括抑制，削弱和掩盖等过程，也包括维持和增强等过程。

首先，需要确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为矫正异常行为奠定基础。如认同患者对疾病的关注和患者痛苦的精神体验，激发其对治疗的自信，强化其健康行为等（Selye et al.，2000）。

其次，在开展正规的抗溃疡病药物治疗的基础上，精神药物治疗可作为辅助手段，如使用抗抑郁、抗焦虑等药物。

另外，行为治疗也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要强调的是，在针对溃疡病的药物治疗中，同时给予患者心理和抗焦虑治疗会提高治疗溃疡病的疗效。在临床服务中积极开展心理治疗，病人也要积极配合抗溃疡药物和心理治疗，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也是比较完善的。而且患者还需注意生活规律，放松心情，避免过度紧张和劳累。


14.3 情绪障碍

人在愤怒和敌意时，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如果受到抑制，会使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儿茶酚）增加，长期就会导致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身疾病。而当人在恐惧时，会形成狭窄的“知觉管道”，产生思维缓慢，活动刻板，肌肉紧张，行动僵化等情况，直至无法正常地预见和应付现实问题。相应地，当人在焦虑及抑郁时，会形成“知觉加工的负性偏向”，善于捕捉负性事件，放大事情的负面效应，关注自我的负面形象，直至行为异常，没有勇气再生活下去。长期的负性情绪在损害躯体机能的同时也同样损害心理机能。

根据最新的在2013年5月的第五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情绪障碍被分为很多种。这里将介绍最常见的两类情绪障碍：焦虑障碍与抑郁障碍。各类型情绪障碍的具体诊断标准在DSM-5中已经有详细界定，此处不再赘述，重点介绍当前有关焦虑、抑郁致病机理及影响因素。


14.3.1 焦虑障碍

焦虑是一种极常见的情绪，在现代心理学及生物学对它进行研究之前人们就一直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探讨。比如，西方宗教把焦虑解释为“神的分离”，表明你离上帝越来越远了；在中国的传统观点中则被视作不祥之兆；可是在存在主义哲学中，焦虑却被看成是真实的存在感的表现，是一种积极的东西，表明你生活在一种真实的生活情境中。心理学对焦虑的研究开始于精神分析学说建立前后。弗洛伊德（1987）从临床治疗学的角度把焦虑解释为心理的冲突，从而让焦虑成为心理动力学关注的焦点。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引导本我与超我及现实的冲突是解决焦虑的基本途径。与此同时，精神病学领域也一直在努力寻找焦虑的神经病理机制，焦虑被当作一种潜在的神经病理表现。如果我们接受情绪是自适应性的本质特征，那么焦虑从正常的机能上看就是一种通过学习而获得的回避反应，从异常的机能上看则是机能适应不良的一种障碍。

《精神疾病的诊断与统计手册》对“焦虑”这一术语的解释是“对未来预期的危险或不幸事件的担心，并伴随着一种烦躁不安的情绪及紧张的躯体症状”。具体来说，焦虑症（Anxiety Disorders）是一种以焦虑情绪为主的常见神经症，它是一种具有持久性焦虑、恐惧、紧张情绪和植物神经活动障碍的脑机能失调，常伴有运动性不安和躯体不适感。焦虑作为一种情绪状态，主要表现为对某件事情的担心、紧张。比如快考试了，如果你觉得自己没复习好，就会担心紧张，这就是焦虑。通常情况下通过积极应对就能减轻或是消除这种情绪。比如，抓紧时间进行复习之后就不再那么紧张了。像这样的焦虑情绪状态是一种保护性反应，也称为生理性焦虑。当焦虑的严重程度和客观事件或处境明显不符，或者持续时间过长时，就变成了病理性焦虑，称为焦虑症状，符合相关诊断标准时就会被诊断为焦虑症，也称为焦虑障碍。

焦虑可能发生于长期经历高度应激的时候，如要做出重要的决定、要处理的事情到了最后期限、工作生活规律将发生重大改变等，此时人们需要为此做出调整，当这种调整超出正常的适应能力，或应激的强度超出可承受限度时，就可导致焦虑的症状。大部分焦虑障碍的人较为敏感、情绪化，容易忧虑、悲观，焦虑障碍多见于多愁善感、古板、保守、孤僻等情绪不稳定或性格内向的人群中（Kemeny et al.，1995）。

焦虑障碍的发病机理目前尚不明确。焦虑作为一种常见的情绪，是认知、生理系统的重要中介机制，焦虑的病因因此也可以从认知与生理病理两方面进行解释。通常认为不合理的认知是应激生活事件的诱因，比如艾利斯提出的非理性情绪说，而神经递质与内分泌机能异常是主要的神经病理原因。当然，某些躯体疾病也是导致焦虑的原因之一。比如，甲状腺亢进、肾上腺肿瘤等。

从神经生理上探讨焦虑的病因时，科学家们会利用脑神经研究的一些手段，分别从脑皮层区域关联、神经递质水平及内分泌三个方向对焦虑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获得了一些临床相关数据。在脑皮层区域关联上，研究发现额叶、颞叶、岛叶、丘脑、基底神经节、海马杏仁核等区域均与焦虑有关（Malizia，1999；Fredrikson，Fischer & Wik，1997；Rauch，Savage，Alpert et al.，1997）。在神经递质水平上，研究者多集中在5-羟色胺（5-HT）、γ-氨基丁酸（GABA）、去甲肾上腺素（NE）等神经递质的研究上。而在内分泌功能的研究上，不少研究提出其与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HPT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素轴（HPA轴）以及下丘脑-垂体-生长激素轴（HPS/HPGH轴）均有密切关联（孔秋玲，蒋琳兰，邹江冰，2011）。

相关研究还进一步揭示，焦虑的发病与遗传因素也有密切关系（Kendall，Brady & Verduin et al.，2001；McClure，Brennan & Hammen et al.，2001）。在对焦虑障碍的起因的研究中，不同学派的研究者也有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并不一定是相互冲突的，而很可能是互补的。


14.3.2 抑郁障碍

抑郁障碍又称抑郁症，在人群中的发病率在20%以上（Kessler et al.，2003）。据2005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精神科学高峰会上公布的消息称，目前中国有超过2600万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现有抑郁症患者约1.21亿人。

抑郁症的具体病因目前并不清楚，相关理论解释多种多样，社会环境进化说（Allen & Badcock，2006；Billings et al.，1983）、认知说（Possel，2011）、也有人格说（Akiskal et al.，1983），生物因素说（Kempermann & Kronenberg，2003；Karg et al.，2011；Lupien et al.，2009）。当前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环境应激事件、生物因素及认知因素这三者的交互共同导致了抑郁的发病。应激机制作为这些因素之间的基本交互机制能够解释这些因素的致病效应（Kendler et al.，2009）。

在传统的心理学研究中，抑郁的病因模型也是多种多样。心理动力学的观点认为，童年期遭受的虐待、母爱缺乏等因素在抑郁的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早期的这些经历被压抑到无意识中，成年期真实的或象征性的损失会使压抑的敌意情绪重新出现，并指向自身，表现出自责或其他抑郁的特性。行为学派认为，当一个人经历分离、死亡或其他重要的生活变故（家庭关系破裂、慢性疾病、失业）之后，如果得不到足够的积极强化，就会导致抑郁。另外，一些药物滥用也可引发抑郁症状。认知学派认为，抑郁障碍患者的思维方式影响了他们对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和自己的行为形成正性评价和积极反应，这可能是他们持续抑郁下去的原因。贝克于1967年提出了图式（Schema）的认知结构。图式一般形成于童年时代，可用来解释环境的信息。例如，一个经常受到指责和否定的儿童会认为自己一无是处，久而久之，这会成为认知结构的一部分，当再度被激活时，就极易导致抑郁感觉。另外，习得性无助感也可能导致抑郁。人际关系理论认为，人际关系的破裂引起的恶性循环会使抑郁无法消除。

与焦虑症一样，当前抑郁症的病理神经学上的研究主要涉及脑皮层区域、神经递质、内分泌三方面的研究。在脑皮层关联研究上，研究者主要关注额叶、丘脑、下丘脑、海马、杏仁核等皮层区域；在神经递质研究上，研究者们提出了如5-羟色胺（5-HT）、去甲肾上腺素（NE）、多巴胺（DA）以及乙酰胆碱（ACH）等多种假说；而在内分泌研究上，主要提出HPA轴与HPT轴活动说；此外，在遗传因素上，研究者也发现了相关证据（黄洁云，2013；奚耕思，张武会，2011）。从临床的治疗效果来看，5-HT说得到较多的证据支持。


参考文献


陈达光，程贤芬，王莉玲（1993）.小儿厌食200例临床分析.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6—8

国际心脏病学会和协会及世界卫生组织临床命名标准化联合专题组的报告.（1981）.缺血性心脏病的命名及诊断标准.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245—255.

黄洁云.（2013）.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与治疗进展.中国疗养医学，22，233—235.

王茂起，冉陆，王竹天，李志刚，姚景惠，付萍，李迎惠.（2004）.2001年中国食源性致病菌及其耐药性主动监测研究.卫生研究，33（1），49—54.

孔秋玲，蒋琳兰，邹江冰.（2011）.焦虑症的生化病理机制研究进展.广东医学，32，2869—2871.

林文娟.（2006）.心理神经免疫学研究.心理科学进展，14，511—516.

汪亚珉，汪根荣.（2003）.消化性溃疡病病人的不良认知方式与人格特点分析.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1，300—301.

奚耕思，张武会.（2011）.抑郁症发生机制研究进展.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39，64—71.

徐斌.（1990）.心身医学，第1版.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49—252.

杨菊贤.（1990）.情绪与冠状动脉痉挛.心血管病学进展，1，24—28.

张小晋.（2007）.消化性溃疡病与心理社会因素.心理与健康，5，10—11.

Abadie P.，Boulenger J.P. & Benali K.（1999）.Relationships between trait and state anxiety and the central benzodiazepine receptor：a PET study. Europ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11
 ，1470-1478.

Akiskal H.S.，Walker P. & Puzantian V.R.（1983）.Bipolar outcome in the course of depressive illness，phenomenologic，familial，and pharmacologic predictors. Journal of efective disorders，5
 ，115-128.

Allen N.B. & Badcock，P.B.T.（2006）.Darwinian models of depression：A review of evolutionary accounts of mood and mood disorders. Progress in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 biological psychiatry，30
 ，815-826.

Billings A.G. & Moos R.H.（1983）.Comparisons of children of depressed and nondepressed parents：a social-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11
 ，463-485.

Cannon，W.（1939）.The wisdom of the body
 . New York：Norton.

Carson R.C. & Butcher J.N.（1992）.Abnormal psychology and modern life（Ninth edition）.New York：Harper & Collins.

Cohen S.，Doyle W.J. & Skoner D.P.（1997）.Social ties and susceptibility to the common cold. 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277
 ，1940-1944.

Cohen，S.，Tyrrell，D.A. & Smith，A.P.（1991）.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susceptibility to the common cold.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325
 ，606-612.

Cohen S.，Tyrrell D.A. & Smith A.P.（1993）.Negative life events，perceived stress，negative affect，and susceptibility to the common col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64
 ，131-140.

Davis H. & Levine S.（1982）.Predictability，control，and the pituitary-adrenal response in rat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96
 ，393-404.

Dickerson，S.S. & Kemeny，M.E.（2004）.Acute stressors and cortisol responses：a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synthesis of laboratory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130
 （3），355.

Dunn A.J.（1996）.Psychoneuroimmunology，stress and infection. In：Friedman H.，Klein T.W. & Friedman A.L. ed. Psychoneuroimmunology，stress，and infection
 （pp.46-72）.Boca Raton，New York，London，Tokyo：CRC Press.

Eisenberger N.I.，Kemeny M.E. & Wyatt G.E.（2002）.Psychological inhibition and CD4 T-cell levels in HIV-seropositive women.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54
 ，213-224.

Eliot R.S.（1987）.Cronary-artery disease-Biobehavioral factors. Circulation，76
 ，110-111

Esterling，B.A.，Antoni，M.H. & Fletcher，M.A.（1994）.Emotional disclosure through writing or speaking modulates latent Epstein-Barr virus antibody titer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62
 ，130-140.

Esterling B.A.，Antoni M.H. & Kumar M.（1990）.Emotional repression，stress disclosure response，and Epstein-Barr viral capsid antigen titers. Psychosomatic medicine，52
 ，397-410.

Frankenhaeuser M.（1983）.The sympathetic-adrenal and pituitary-adrenal response to challenge：Comparison between the sexes. In Dembroski T.M.，Schmidt T.H. & Blumchen C.（Eds.），Biobehavioral base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p.91-105）.New York：Karger.

Fredrikson M.，Fischer H. & Wik G.（1997）.Cerebral blood flow during anxiety provocation. J clin psychiatry，58
 ，16-21.

Friedman M. & Rosenman R.H. Type A behavior and your heart
 . New York：Knop.

Furuse M.，Kumano H. & Yoshiuchi K.（1999）.Psychosoci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eptic ulcer in aged persons. Psychological reports，85
 ，761-769.

Futterman A.D.，Kemeny M.E. & Shapiro D.（1994）.Immun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changes associated with induced positive and negative mood. Psychosomatic medicine，56
 ，499-511.

Glasser R.，Pearson G.R. & Bonneau R.H.（1993）.Stress and the memory T-cell response to the Epstein-Barr virus in healthy meical students. Health psychology，12
 ，435-442.

Selye H.（1946）.The 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 and the Diseases of Adaptation，Journal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y，6
 ，117-196

Henry J.P.（1992）.Biological basis of the stress response. Integrative physiologic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1
 ，66-83.

Jacobs S.，Mason J.，Kosten T.，Brown S. & Ostfeld A.（1984）.Urinary-free cortisol excretion in relation to age in acutely stressed persons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Psychosom. Med. 46
 ，213-220.

Jackson，M.（2013）.The age of stress：science and the search for stability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amarck T. & Jennings J.R.（1991）.Biobehavioral factors in sudden cardiac death. Psychological bulletin，109
 ，42-75.

Kamarck，T.W. & Jennings，J.R.（1991）.Biobehavioral factors in sudden cardiac death. Psychological bulletin，109
 （1），42.

Karg K.，Burmeister M. & Shedden K.（2001）.The Serotonin Transporter Promoter Variant（5-HTTLPR），Stress，and Depression Meta-analysis Revisited.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68
 ，444-454.

Khan，S.，Murray，R.P. & Barnes，G.E.（2002）.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the effect of poverty and unemployment on alcohol abuse. Addictive behaviors，27
 （3），405-423.

Kempermann G. & Kronenberg G.（2003）.Depressed new neurons-Adult hippocampal neurogenesis and a cellular plasticity hypothesis of major depression. Biological psychiatry，54
 ，499-503.

Kendall P.C.，Brady E.U. & Verduin T.L.（2001）.Comorbidity in childhood anxiety disorders and treatment outcom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40
 ，787-794.

Kendler K.S.，Gardner C.O. & Fiske A.（2009）.Major Depression and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in the Swedish Twin Registry Phenotypic，Genetic，and Environmental Sources of Comorbidity.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66
 ，857-863.

Kessler R.C.，Berglund P. & Demler O.（2003）.The epidemiology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 Results from the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Replication（NCS-R）.Jama-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289
 ，3095-3105.

Kiecolt-Glasser，J.K.，Malarkey，W.B. & Chee M.（1993）.Negative behavior during marital conflict is associated with immunological down-regulation. Psychosomatic medicine，55
 ，395-409.

Köhler T.，Kuhnt T. & Richter R.（1998）.The role of life event stres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duodenal ulcer. Stress medicine，14
 ，121-124.

Köhler T.，Kuhnt K. & Richter R.（1998）.The role of life event stres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duodenal ulcer. Stress medcine，14
 ，121-124.

Koolhaas J.M.，Bartolomucci A. & Buwalda B.（1983）.The sympathetic-adrenal and pituitary-adrenal response to challenge：Comparison between the sexes. In Dembroski T.M.，Schmidt T.H. & Blumchen C.（Eds.），Biobehavioral base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p.91-105）.New York：Karger.

Labott S.M.，Ahleman S. & Wolever M.E.（1990）.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the expression and inhibition of emotion. Behavioral medicine，16
 ，182-189.

Lazarus，R.S.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the coping process. New York：McGraw-Hill.

Leor J.，Poole W.K. & Kloner R.A.（1996）.Sudden cardiac death triggered by an earthquak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334
 ，413-419.

Levenstein S.（2000）.Symposium synopsis：Psychosocial factors and bacterial disease. Psychosomatic medicine，62
 ，125-125.

Levenstein S.，Prantera C. & Varvo V.（1996）.Long-term symptom patterns in duodenal ulcer：Psychosocial factors.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1
 ，465-472.

Lundberg U. & Frankenhaeuser M.（1980）.Pituitary-adrenal and sympathetic-adrenal correlates of distress and effort.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24
 ，125-130.

Lupien S.J.，McEwen B.S. & Gunnar M.R.（2009）.Effects of stress throughout the lifespan on the brain，behaviour and cognition.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10
 ，434-445.

Lutgendorf S.K.，Antoni M.H.，Ironson G. & Klimas N.（1997）.Cognitive processing style，mood，and immune function following HIV seropositivity notification.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21
 ，157-184.

Lysle D.T.，Luecken L.J. & Maslonek K.A.（1992）.Suppress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adjuvant by a conditional aversive stimulus. Brain BehavImmun，6
 ，64-73.

Lysle D.T.，Lyte M. & Fouler H.（1987）.Shock-induced modulation of lymphocyte reactivity，suppression，habituat ion and recovery. Life Sci，41
 ，1805-1814

Malizia A.L.（1999）.What do brain imaging studies tell us about anxiety disorders. Journal of Psychopharmacology，13
 ，372-378.

Manuck S.（1994）.Cardiovascular reactivity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Once more unto the brea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1
 ，4-31.

McClure E.B.，Brennan P.A. & Hamme C.（2001）.Parental anxiety disorders，child anxiety disorders，and the perceive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n an Australian high-risk sample.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29
 ，1-10.

McEwen B.S.，Biron C.A. & Brunson K.W.（1997）.The role of adrenocort icoids as modulat es of immune function in health and disease：neural，endocrine and immune int eract s. Brain research review，23
 ，79-133

Moynihan J.A.，Ader R. & Grota L.J.（1990）.The effects of stress on the development of immunological memory following low-dose antigen priming inmice. Brain behav immun，4
 ，1-12

Munck A.，Guyre P.M. & Holbrook N.J.（1984）.Physiological functions of glucocorticoids in stress and their relation to pharmacological actions. ndocrine reviews，5
 ，25-44.

Nakata A.，Araki S. & Tanigawa T.（2000）.Decrease of suppressor-inducer（CD4+ CD45RA） T lymphocyte and increase of serum immunoglobulin Gdue to perceived job stress in Japanese nuclear electric power plant worker. J occup environ med，42
 ，143-150.

O'Cleirigh C.，Skeer M. & Mayer K.H.（2009）.Optimizing the Effects of Stress Management Interventions in HIV Health Psychol. Health psychol. 27
 ，297-301.

Okimura T. & Nigo Y.（1986）.Stress and immune response I：suppression of T cell function in restrain-tstressed mice. Jpn J Pharmacol，40
 ，505-511

Meerlo P.，Murison R. & Olivier B.（2011）.Stress revisited：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the stress concept. 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35
 ，1291-1301.

Petitto J.M.，Leserman J. & Perkins D.O.（2000）.High versus low basal cortisol secretion in asympt omatic medicat ion-free HIV-infected men：differential effects of severe life stress on parameters of immune status. Behav med，25
 ，143-151

Petrie H.T.，Pearse M. & Scollay R.（1990）.Development of immature thymocytes：initiation of CD3，CD4，and CD8 acquisition parallels down-regulation of the interleukin 2 receptor chain. Eur. J. Immunol. 20
 ，2813-2815.

Pössel P. & Knopf K.（2011）.Bridging the Gaps：An Attempt to Integrate Three Major Cognitive Depression Models.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35
 ，342-358.

Rauch S.L.，Savage C.R. & Alpert N.M.（1997）.The functional neuroanatony of anxiety：a study of three disorders using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and symptom provocation. Biol psychiatry，42
 ，446-452.

Rinner J.，Schauenstein K. & Mangge H.（1992）.Opposite eff ects of mild and severe stress on in vitro activation of rat peripheral blood lymphocytes. Brain behav immun，6
 ，130-140

Sapolsky R.M.，Romero L.M. & Munck A.U.（2000）.How do glucocorticoids influence stress responses？Integrating permissive，suppressive，stimulatory，and preparative actions. Endocrine reviews，21
 ，55-89.

Seligman M.E. & Meyer，B.（1970）.Chronic fear and ulcers in rats as a function of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safet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73
 ，202-207.

Selye H.（1936）.Syndrome produced by Diverse Nocuous Agents. Nature，138
 ，32.

Selye H.（1937）.Studies on adaptation. Endocrinology，21
 ，169-188.

Selye H.（1946）.The 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 and the diseases of adaptation. Journal of aller，17
 ，231-247.

Selye H.（1950）.Stress and the 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1
 ，1383-1392.

Selye H.（1976）.The stress of life. New York：McGraw-Hill.

Stilund M.，Reuschlein A.K. & Christensen T.（2014）.Soluble CD163 as a Marker of Macrophage Activity in Newly Diagnosed Patients with Multiple Sclerosis. PLoS ONE，9
 ，e98588.

Stone，A.A.，Marco，C.A. & Cruise，C.E.（1996）.Are stress-induced immunological changes mediated by mood？：A closer look at how both desirable and undesirable daily events influence SigA antibo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3
 ，1-13.

Strange K.S.，Kerr L.R. & Andrews H.N.（2000）.Psychosocial stressors and mammary tumor growth：an animal model. Neurotoxicol teratol，22
 ，89-102.

Tomatis L.（2001）.Between the body and the mind：the involvement of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factorial diseases. Eur J cancer，37
 ，148-152.

Zalcman S.，Minkiewicz-Janda A. & Richter M.（1988）.Critical periods associated with stressor effect s on antibody titers and on the plaque-forming cell response to sheep red blood cells. Brain behav immun，2
 ，254-266.

（王影，邓晓西，汪亚珉）


索引


A


爱76

爱荷华赌博任务341


B


白噪音278

暴力攻击的双峰模型395

悲伤72

本我56

苯二氮卓受体38

边缘系统31

表达抑制215

表面情绪188

表情30

禀赋效应331

病理型攻击394


C


不作为惯性333

超我56

沉思272

呈现时间125

齿状回37

冲动型攻击394

冲突情绪理解188

刺激——反应相容274

错误信念理解实验187


D


达尔文101

单项测量74

道德的双过程加工理论357

道德动机359

道德化356

道德两难问题354

道德敏感性360

道德判断351

道德判断的认知-情绪整合观358

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352

道德品格360

道德情绪87，362

道德情绪理解189

“道德失声”353

道德同一性361

道德行为的四成分模型360

道德直觉的加工机制模型358

低频信息106

敌意83

点探测范式279

电生理学277

动机32

动机分析模型286

独立性策略性情绪调节194

端脑37

多巴胺38

多维情绪智力量表254

多项测量74

多元智力242

多重情绪理解188


E


Ekman102，104

Eysenck的犯罪性理论388


F


Flanker冲突273

非追随耳279

分类取向70

分心272

愤怒31，72

愤怒管理398

愤怒控制401

愤怒情绪406

愤怒优势效应284

风险即情绪模型331

负性情绪270

负载理论277

复合情绪71，75


G


概念行动理论59

感觉运动系统54

高频信息106

个体因素117

个体主义213

工作绩效260

公正356

攻击392

攻击行为的情绪基础392

共情192

关爱356

广泛性焦虑障碍286

规范性决策理论329

过程模型272


H


海马31

海马回37

海马结构37

核心情感58

后行条件反射过程308

呼吸变异性是147

呼吸频率147

忽略偏误333

唤醒度277


J


James-Lange理论384

机器学习113，115

鸡尾酒会效应270

基本表情102

基本情绪54，71

基底神经节38

基于空间的目标搜索275

基于时间的目标搜索275

基于信念的情绪理解187

激情88

激情爱76

集群情绪406

集体道德情绪375

集体内疚376

集体羞耻376

集体主义213

记忆的情境依赖性301

间脑36

交感神经30

焦虑56，85，403

焦虑个体271

焦虑特质270

进化心理学101

经验取样197

惊奇72

精细化286

警觉逃避假说286

具身效应356

决策328


K


科尔伯格351

空间频率107

恐惧31，72

恐惧情绪403

恐惧条件反射308

扣带回31

快乐72

快速序列视觉呈现276

宽恕361

眶额皮层39


L


掠夺型攻击393


M


Mayer-Salovey-Caruso情绪智力测验256

“满意标准”330

美德钦佩374

面部表情102，107

面部表情识别106

面部反馈假说51

面部运动编码系统54

描述经验取样19

描述性决策理论329

陌生情境实验室测验76

目标计分法255

目标约定系统286


N


脑干网状结构35

内侧前额叶200

内啡肽系统38

内分泌系统33

内疚361

内驱力56

内省38

内省法19

能力钦佩374


O


偶然情绪328


P


PAD情绪量表93

PASA效应200

帕佩兹环路31

陪伴爱76

皮肤电291

皮亚杰351

皮质醇291

偏向竞争理论282

评价趋向模型345

评价性条件反射310


Q


期望效用理论329

启动286

前额叶208

“前景理论”331

前扣带回207

前行条件反射过程308

前注意警觉280

强化38

强迫症287

亲社会推理360

青春期反转207

情感29

情感化学习307

情感接纳391

情感觉察391

情感神经科学38

情感型攻击393

情商245

情绪1，28

情绪Franker任务273

情绪Simon任务273

情绪Stroop任务273

情绪表达规则策略191

情绪表达规则目标191

情绪表达规则知识191

情绪的道德放大器理论352

情绪的两成分理论42

情绪的生物性205

情绪调节193，271

情绪调节不足390

情绪调节策略391

情绪调节的自适应389

情绪调节方式199

情绪调节技能391

情绪调节年老化198

情绪调节适应不良390

情绪发展的社会化211

情绪分化理论51

情绪分类6

情绪感染192，404

情绪共情192

情绪观点采择能力187

情绪过度调节390

情绪和犯罪行为388

“情绪即信息”理论302

情绪即信息模型331

情绪理解184

情绪两因素理论43

情绪胜任力247

情绪识别年老化195

情绪疏导法397

情绪提高记忆301

情绪体验年老化196

情绪维度取向8

情绪文化信念211

情绪心理学1

情绪行为383

情绪性道德判断模型352

情绪性注意270

情绪易感型273

情绪障碍273

情绪智力243

情绪智力的混合模型247

情绪智力的能力模型248

情绪状态271

穹窿31

丘脑30

丘脑前核31

区组设计273

趋避行为402

去甲肾上腺素38

群际情绪407

群内优势212

群体性事件405


R


人机交互101

认知共情193

认知评价观4

认知情绪调节388

认知神经机制107，110

认知智力252

认知资源202

柔情71

乳头体31


S


Simon冲突274

Stroop效应273

色词273

社会不满情绪406

“社会参照”能力186

社会动力模型61

社会建构理论60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203

社会性情绪体验190

社会智力246

神经递质38

神经生理学31

生理唤醒102

生理性体验190

实验心理病理学270

事件相关电位291

视觉搜索275

双耳分听279

双阶段理论285

搜索范式272

搜索集合283

搜索斜率283

损失规避331


T


他人指向的道德情绪362

特征整合理论282

提示范式272

通用攻击模型394

同感评估技术255

突显282

突显项目270

图式理论285


W


5-羟色胺38

外在表现102

外周神经系统33

网络舆情407

微表情55，103，116，130

违规内疚367

维度92

维度取向70

文化因素121

无效提示278

无意识56


X


下丘脑31

效价277

效价评估系统286

心境88，282

心理病理学269

心理建构58

心理健康261

心率145

心率变异性145

行为研究106，109

行为主义38

杏仁核32，200，277

羞耻80

羞怯403

虚拟内疚367

选择性优化补偿理论203

学习38

学业控制感320

学业情绪（achievement emotion）317

学业情绪的控制-价值评估理论320

学业情绪问卷（The Achievement Emotions Questionnaire，AEQ）318

血压145


Y


亚临床群体287

研究范式269

厌恶72

厌恶情绪403

耶克斯—多德森定律299

依赖支持性情绪调节194

依恋76

移情352

乙酰胆碱38

以愿望为基础的情绪理解187

义愤375

抑郁56，86

抑郁个体271

抑制范式272

抑制假说55

应对愤怒400

应付46

应激31，88

优劣整合模型204

“有限理性”330

有效提示278

有意情绪调节389

舆情407

语调表情104，111

预防效果293

预谋型攻击394

预期情绪328

预支情绪328

元分析273


Z


真实-表面情绪区分能力188

真正的自豪365

正性情绪记忆偏向199

正性情绪体验优势196

正性情绪注意偏向199

正性效应199

植物性神经系统29

治疗效果293

掷骰子任务341

中脑38

中枢动机状态36

中枢神经系统30

主观期望效用理论330

主观体验30，52，70，102

注意269

注意捕获287

注意分配271

注意广度270

注意回避272

注意矫正程序290

注意偏向269

注意偏向值280

注意瞬脱275

注意锁定285

注意脱离285

注意训练269

专家评分法255

状态焦虑289

追随耳279

追踪研究293

姿态表情103，109

自陈问卷197

自大的自豪365

自动情绪调节215，389

自动识别113

自动重评215

自豪79

β自豪79，365

α自豪79，365

自上而下283

自我56

自我意识情绪362

自我意识情绪的加工模型364

自下而上283

自主神经系统30，143

自尊281

最后通牒游戏341

最小情感化学习312


作者简介

（排名不分先后）

傅小兰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任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秘书长、常务理事等。1984年和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获理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90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获理学博士学位。从事认知心理学研究，发表论文300余篇。当选中共十八大代表，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妇女创先争优先进个人”和“全国教科文卫体系统先进女职工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曲方炳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认知心理学方向在读博士生，师从傅小兰研究员。他的研究方向是情绪及情绪的表达特点，主要关注个体对自我情绪表达如面部表情的自我监控。当前的研究揭示在实验室条件下个体使用不同方式控制面部表情的能力，未来将开展在生态效度更高的条件下（如人际互动过程中）个体对面部表情进行自我监控的研究。同时他对理论心理学和心理学史也非常感兴趣。

李贺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在读博士生，学习于视觉与计算认知实验室，导师傅小兰研究员。研究兴趣是人在社会交互中的意图理解，试图从多模态的视角研究意图理解的认知和神经机制，以更好地解释和预测人们的社会行为。

郝芳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视知觉和注意、情绪、决策、社会认知、人因学等。她致力于心理学实验研究，对基本的认知加工过程和实验社会心理学都有较深入的探讨，特别对情绪加工和知觉注意的机制具有浓厚的兴趣，擅长实验设计和测量技术，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

申寻兵 男，湖南邵东人，1978年生，江西中医药大学心理学科组负责人，2001年本科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心理系，2006年硕士毕业于浙江大学心理系，2012年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曾任教于海南大学，现就职于江西中医药大学。研究方向为认知心理学，主要对微表情、情绪以及情绪与认知的交互等感兴趣。近三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1项，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1项，江西省教改课题1项。总科研经费60余万。

李开云 女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在读博士生，导师傅小兰研究员。研究兴趣主要是暗示性运动信息加工的认知神经机制及审美的认知神经机制，力图揭示人脑如何表征并不真实存在的运动信息及如何利用该信息提高艺术作品的美感。

吴奇 硕士研究生导师。2012年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获理学博士学位。现于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系，认知与人类行为湖南省重点实验室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他主要开展跨学科性质的研究，特别是计算机科学与心理学相结合的领域，研究兴趣包括进化社会认知、进化精神病学以及社会信号处理。2013年他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研究群际态度的进化。主要讲授课程包括异常心理学、临床心理学与发展心理学等。

陈文锋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他的研究关注情绪、面孔认知、视觉注意及其个体差异和文化差异。

唐薇 现就读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基础心理学专业。她的研究兴趣为老年人表情加工、正性效应的产生机制。

仝可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硕士研究生，认知心理学方向。他的研究兴趣包括统计概要表征，自我监控下的情绪表达，和复杂视觉环境中决策的认知机制。

范伟 男，1983年12月出生，湖南岳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系讲师、博士，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博士后，“认知与人类行为”湖南省重点实验室秘书，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在《Plos one》、《Neuroscience letters》等SCI期刊和《心理学报》、《心理科学》等国内外重要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项目，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等多个研究项目。

赵科 男，1982年4月出生，湖南湘潭人，中科院心理所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时间知觉相关的认知神经机制。以第一作者发表SCI论文6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项，中科院心理所青年基金一项，中科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基金一项。

张兴利 女，博士，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二级咨询师。主要从事儿童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超常儿童发展与教育、儿童智力与创造力研究。自2001年以来，参加过多项国家级课题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儿童认知发展和行为研究的经验，在国际国内刊物发表多篇与儿童发展有关的论文。

李丹枫 女，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硕士一年级，师从施建农教授。本科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系，本科毕业论文《8—12岁儿童情感决策的发展与认知智力、情绪智力的关系》获得“2014届校级优秀本科论文”，本科期间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1篇，北大核心期刊论文1篇。参与的大学生国家级创新课题“大学生演讲焦虑的认知行为团体干预”以“优秀”结题，并获得首都大学生“挑战杯”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现在主要的研究兴趣为超常儿童的情绪发展及情绪智力。

梁静 女，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在读博士生，导师傅小兰研究员。研究兴趣为欺骗的影响因素、行为表现及其认知神经机制，力图找到人们做出欺骗行为的原因，并通过分析欺骗时的行为表现有效识别谎言，从而避免恶性谎言带来的重大损失。

任衍具 男，认知心理学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现为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兴趣主要包括知觉、注意与工作记忆、眼动技术和人机交互，采用心理物理学实验、视线追踪技术和电生理学方法研究场景知觉、物体识别、真实场景中的注意引导、情绪性信息的注意捕获和刺激—反应兼容性等。承担多项相关课题研究，已在心理学专业期刊及相关学术期刊上发表二十余篇学术论文，撰写或翻译多本著作。

付秋芳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她主要对内隐学习和无意识知识感兴趣，研究内容包括内隐学习与意识的关系、无意识知识的表征机制，阈下启动对行为的影响等。

尚俊辰 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2002—2006年在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学习，获学士学位。2006—2012年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学习，获认知心理学博士学位。研究兴趣包括情绪学习、无意识认知、神经管理学（包括神经经济学和营销学）等。曾讲授“工业与组织心理学”、“神经科学导论”、“网络消费者行为”、“网络心理学”等本科生课程。目前已发表论文5篇，主持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李晓明 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行为决策领域，涉及道德决策、延迟选择和不作为惯性等领域。目前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探讨不同类型的情绪与决策的关系。已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心理学报》、《心理科学进展》和《心理科学》等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十几篇论文，完成1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承担和参与多项国家及省部级项目。《心理学报》、《心理科学进展》和《心理科学》等学术期刊的审稿人。

王云强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他主要承担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课程的教学，研究兴趣主要为青少年社会性发展领域，具体包括情绪发展与道德的关系、青少年的道德发展与道德教育等。

宋胜尊 女，教授，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犯罪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心理学会法律心理分会理事，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司法部司法行政师资库监狱管理类师资。主要研究领域：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罪犯自控力，罪犯危险性评估，人民警察胜任能力与心理健康，侦查与审讯中的心理较量与情感计算、犯罪思维与犯罪侦查。

邓晓西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学生，基础心理学方向。曾就读于湖南工程学院物流管理专业。她在大学期间曾多次获得校奖和国家奖学金，在研究生期间也多次获得学校奖学金。在读研期间，她曾协助导师汪亚珉进行多项实验研究和书籍编写工作，丰富自己的同时也获得了不少成果。此外，她还参加过多种校外各种培训和实习，有丰富的心理咨询的相关经验。

汪亚珉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系副教授。他主要采用行为、生理及虚拟现实技术研究个体的行为反应与情绪反应规律，以图促进学生群体或临床疾患群体的心身健康，提高其学习与工作效率。他既有大量临床身心疾病研究的经历，又有深厚的心理学知识功底。目前，他正带领学生利用虚拟现实与生理记录技术研究学校学生群体及疾病患者群体的行为问题，试图从大数据挖掘的角度提高人的行为效率及健康水平。参编多套心理学系列丛书，开设过多门心理与人格健康方面的课程，得到校内外学生普遍欢迎。

王影 首都师范大学虚拟现实实验室工程心理学硕士。主要研究领域：虚拟现实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即视空间认知领域、知觉—运动研究及其他心理学领域的应用。其次研究人机交互、设计心理学、文化的可用性与用户体验。曾在哥本哈根商学院、威尼斯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


总主编：
 杨玉芳


1. 郭永玉：
 人格研究


2. 傅小兰：
 情绪心理学


3. 王瑞明、杨静、李利：
 第二语言学习


4. 乐国安、李安、杨群：
 法律心理学


5. 李纾：决策心理：
 齐当别之道


6. 王晓田、陆静怡：
 进化的智慧与决策的理性


7. 蒋存梅：
 音乐心理学


8. 葛列众：
 工程心理学


9. 罗非：
 心理学与健康


10. 张清芳：
 语言产生


11. 周宗奎：
 网络心理学


12. 韩布新：
 老年心理学：毕生发展视角


13. 樊富珉：
 咨询心理学：理论基础与实践


14. 白学军：
 阅读心理学


15. 吴庆麟：
 教育心理学


16. 苏彦捷：
 生物心理学：理解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17. 余嘉元：
 心理软计算


18. 张亚林、赵旭东：
 心理治疗


19. 郭本禹：
 理论心理学


20. 张文新：
 应用发展科学


21. 张积家：
 民族心理学


22. 许燕：
 中国社会心理问题的研究


23. 张力为：
 运动与锻炼心理学研究手册


24. 罗跃嘉：
 社会认知的脑机制研究进展


25. 左西年：
 人脑功能连接组学与心脑关联


26. 苗丹民：
 军事心理学


27. 董奇、陶沙：
 发展认知神经科学


28. 施建农：
 创造力心理学


29. 王重鸣：
 管理心理学

注：以上书单，只列出各书主要负责作者，最终书名可能会有变更，最终出版序号以作者来稿先后排列。具体请关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网站：www.ecnupress.com.cn；或者关注新浪微博“华师教心”。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扉页


	
版权页


	
总主编序言


	
前言


	
目录


	
1 总论

	
1.1 情绪的含义

	
1.1.1 情绪的内涵


	
1.1.2 情绪与情感


	
1.1.3 情绪的结构






	
1.2 情绪的性质和功能

	
1.2.1 适应功能


	
1.2.2 动机功能


	
1.2.3 组织功能


	
1.2.4 信号功能






	
1.3 情绪研究历史概述

	
1.3.1 早期情绪研究（18世纪之前的哲学阶段）


	
1.3.2 近代情绪研究（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


	
1.3.3 现代情绪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来）






	
1.4 情绪研究方法发展

	
1.4.1 情绪诱发方法


	
1.4.2 情绪测量方法






	
1.5 本书的结构






	
2 情绪理论

	
2.1 情绪早期理论

	
2.1.1 Darwin情绪进化理论


	
2.1.2 James-Lange情绪理论


	
2.1.3 Cannon-Bard情绪理论


	
2.1.4 Papez情绪理论


	
2.1.5 Duffy生理激活理论






	
2.2 情绪生理理论

	
2.2.1 早期理论


	
2.2.2 神经科学取向


	
2.2.3 进化主义取向






	
2.3 情绪认知理论

	
2.3.1 Maranon情绪理论


	
2.3.2 Arnold情绪理论


	
2.3.3 Schachter情绪理论


	
2.3.4 Lazarus情绪理论


	
2.3.5 评价理论的发展






	
2.4 情绪功能理论

	
2.4.1 Tomkins情绪理论


	
2.4.2 Izard情绪理论


	
2.4.3 Ekman情绪理论






	
2.5 情绪精神分析理论

	
2.5.1 Freud情绪理论


	
2.5.2 新精神分析学派






	
2.6 情绪心理建构理论


	
2.7 情绪社会建构论

	
2.7.1 Mesquita社会动力模型


	
2.7.2 Parkinson情绪理论






	
2.8 不同情绪理论的比较






	
3 情绪的主观体验与评价

	
3.1 基本情绪的主观体验与评价

	
3.1.1 基本情绪的主观体验


	
3.1.2 基本情绪的评价






	
3.2 复合情绪的主观体验与评价

	
3.2.1 爱与依恋


	
3.2.2 自豪


	
3.2.3 羞耻与内疚


	
3.2.4 敌意


	
3.2.5 焦虑与抑郁


	
3.2.6 道德情绪






	
3.3 情绪状态的主观体验与评价

	
3.3.1 心境


	
3.3.2 激情


	
3.3.3 应激






	
3.4 情绪的基本维度及其测量

	
3.4.1 情绪的基本维度


	
3.4.2 情绪维度的测量










	
4 情绪的外部表现及识别

	
4.1 表情

	
4.1.1 面部表情


	
4.1.2 姿态表情


	
4.1.3 语调表情






	
4.2 表情的识别

	
4.2.1 面部表情识别


	
4.2.2 姿态表情识别


	
4.2.3 语调表情识别


	
4.2.4 表情的计算机自动识别






	
4.3 表情识别的影响因素

	
4.3.1 个体因素


	
4.3.2 环境因素


	
4.3.3 刺激因素


	
4.3.4 疾病表情识别和大脑有着密切关系，大脑的损伤对表情识别会造成影响。把猴子的双侧杏仁核切除后，那些在平常会使它们变得情绪波动的刺激对它们不再起作用。比如原来使它们恐惧的刺激（巨大的声响、蛇等）已经不再使它们害怕（Brown & Schäfer，1888）。这使研究者们很早即认识到，大脑的某些部位的损伤，会导致表情识别的障碍。






	
4.4 表情识别的应用

	
4.4.1 在临床治疗中的应用


	
4.4.2 在国家安全中的应用


	
4.4.3 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4.4.4 在经济生活中的应用


	
4.4.5 在工业设计中的应用






	
4.5 结语：表情识别相关理论与展望






	
5 情绪的生理激活及其测量

	
5.1 情绪自主神经反应

	
5.1.1 情绪自主神经反应的测量方法


	
5.1.2 情绪的自主神经反应模式


	
5.1.3 情绪自主神经反应模式的特异化






	
5.2 情绪中枢神经反应

	
5.2.1 情绪中枢神经反应的测量方法


	
5.2.2 情绪的中枢神经系统反应模式


	
5.2.3 情绪中枢神经反应模式的特异化






	
5.3 情绪的生化反应

	
5.3.1 情绪生化反应的测量方法


	
5.3.2 情绪的生化反应模式


	
5.3.3 情绪生化反应模式的特异化






	
5.4 情绪自主反应与中枢机制的整合

	
5.4.1 情绪环路模型


	
5.4.2 神经内脏整合模型










	
6 情绪的毕生发展

	
6.1 情绪的早期发展

	
6.1.1 情绪理解的发展


	
6.1.2 情绪体验和表达的发展


	
6.1.3 情绪调节的发展






	
6.2 情绪的晚期发展

	
6.2.1 情绪识别年老化


	
6.2.2 情绪体验年老化


	
6.2.3 情绪调节年老化


	
6.2.4 老年人的正性情绪偏向


	
6.2.5 正性情绪偏向的理论解释






	
6.3 情绪发展的影响因素

	
6.3.1 情绪发展的神经生理基础


	
6.3.2 情绪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










	
7 情绪记忆

	
7.1 情绪记忆成绩

	
7.1.1 唤醒度与情绪记忆成绩


	
7.1.2 效价与情绪记忆成绩


	
7.1.3 心境一致性与情绪记忆成绩






	
7.2 情绪记忆的脑机制

	
7.2.1 情绪记忆的神经环路


	
7.2.2 唤醒度与情绪记忆成绩的脑机制


	
7.2.3 效价与情绪记忆成绩的脑机制


	
7.2.4 心境一致性与情绪记忆成绩的脑机制






	
7.3 情绪记忆的应用

	
7.3.1 情绪记忆的年龄差异


	
7.3.2 情绪记忆的性别差异


	
7.3.3 特殊个体的情绪记忆










	
8 情绪智力

	
8.1 情绪智力的定义和理论模型

	
8.1.1 情绪智力的定义


	
8.1.2 情绪智力概念的发展


	
8.1.3 情绪智力的理论模型






	
8.2 情绪智力的测量

	
8.2.1 情绪智力和认知智力的关系


	
8.2.2 基于能力模型的情绪智力测验


	
8.2.3 其他情绪智力测验






	
8.3 情绪智力与生活

	
8.3.1 情绪智力与工作绩效


	
8.3.2 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


	
8.3.3 情绪智力的促进






	
8.4 情绪智力研究展望：趋势和前沿






	
9 情绪与注意

	
9.1 情绪与注意的研究概况

	
9.1.1 研究历史


	
9.1.2 研究现状






	
9.2 情绪与注意的研究范式

	
9.2.1 抑制范式


	
9.2.2 搜索范式


	
9.2.3 提示范式






	
9.3 情绪对注意的影响

	
9.3.1 情绪性刺激对注意的影响


	
9.3.2 个体情绪状态对注意的影响






	
9.4 注意训练对情绪的调节

	
9.4.1 研究概况


	
9.4.2 相关研究


	
9.4.3 展望未来










	
10 情绪与学习

	
10.1 情绪对学习的影响

	
10.1.1 情绪对外显学习的影响


	
10.1.2 情绪对内隐学习的影响


	
10.1.3 情绪影响学习的脑机制






	
10.2 情感化学习

	
10.2.1 什么是情感化学习


	
10.2.2 情感化学习的分类


	
10.2.3 情感化学习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10.2.4 情感化学习效应对认知的影响






	
10.3 学业情绪

	
10.3.1 什么是学业情绪


	
10.3.2 学业情绪的测量


	
10.3.3 学业情绪的影响因素


	
10.3.4 学业情绪对学生学习的影响










	
11 情绪与决策

	
11.1 情绪与决策关系的演变

	
11.1.1 情绪在早期规范性决策理论中的处境


	
11.1.2 情绪在早期描述性决策理论中的处境


	
11.1.3 情绪在当前决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11.2 预期情绪与决策

	
11.2.1 后悔与失望情绪理论


	
11.2.2 主观预期愉悦理论






	
11.3 预支情绪与决策

	
11.3.1 风险即情绪模型


	
11.3.2 情绪性权衡困难下的决策行为






	
11.4 偶然情绪与决策

	
11.4.1 探讨偶然情绪与决策关系的研究方法


	
11.4.2 探讨偶然情绪与决策关系的理论模型


	
11.4.3 偶然情绪对决策的影响条件










	
12 情绪与道德

	
12.1 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12.1.1 情绪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


	
12.1.2 情绪参与道德判断的认知神经机制


	
12.1.3 道德判断的认知-情绪加工






	
12.2 情绪对道德行为的影响

	
12.2.1 情绪作为道德动机


	
12.2.2 自我意识情绪对道德行为的影响


	
12.2.3 他人指向情绪对道德行为的影响


	
12.2.4 集体道德情绪










	
13 情绪与行为

	
13.1 情绪与行为的关系

	
13.1.1 情绪与行为，孰先孰后？


	
13.1.2 身体活动对情绪的影响


	
13.1.3 生活事件、情感和行为






	
13.2 情绪调节与适应

	
13.2.1 有意情绪调节和自动情绪调节


	
13.2.2 情绪调节的自适应与适应不良


	
13.2.3 情绪调节技能






	
13.3 攻击行为的情绪基础

	
13.3.1 攻击分类与攻击模型


	
13.3.2 从愤怒到攻击


	
13.3.3 过度愤怒与控制






	
13.4 其他趋避行为的情绪基础

	
13.4.1 焦虑、恐惧情绪与行为选择


	
13.4.2 羞怯与网络成瘾






	
13.5 情绪感染与群体行为

	
13.5.1 情绪感染


	
13.5.2 积极情绪感染与社会风尚


	
13.5.3 消极情绪感染与群体性事件


	
13.5.4 网络舆情与情绪感染










	
14 情绪与疾病

	
14.1 情绪的致病机制

	
14.1.1 情绪与应激


	
14.1.2 情绪应激与免疫






	
14.2 情绪与身心疾病

	
14.2.1 情绪与冠心病


	
14.2.2 情绪与癌症


	
14.2.3 情绪与原发性高血压


	
14.2.4 情绪与消化性溃疡






	
14.3 情绪障碍

	
14.3.1 焦虑障碍


	
14.3.2 抑郁障碍










	
索引


	
作者简介


	
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




OEBPS/Image00005.jpg
EREEER YBR[ IR ER A HEEMEE
1 EEEEIL 2 = R NG Ll
FRIRAD R—FE
2 MEHERBEEN 2 ARAKBEZEAR A2 R
L= £ g 7 —H
3 MHEARENN 2. EMBEHE A& R R
LERA A D 7 RERE HO R R Bl
4 WHEAERENSN 2 KA ZEAR A2 R
BRI (R . —k
A BERRE)?
5 GMEHESER 2 =, ZUBEE KRR N~
SE Y SR A 7 REE 1 52 R {17
6 EUMEEREMEE ARERZER 2 = R
BRFDWFE  —H
7
7 ftARS AR EE TR OHEESY (L 4 25 5
7 TERE MR
8 WHRUEAHEST TRARBENN RRAEHEZELR & &
HENL? LR —k
9 FARBVES R —HEE R BERRART—E AR
ik NFEhEE AR ShatEm
10 #fmMBE FENBSESUL WFNTEES ERNOERS Uit
Lt R i PL#EE [EIP b2 G LAEAL






OEBPS/Image00004.jpg
£7) srbmimNEE
ey I BES

TR s

N

O ERITEXF ARG





OEBPS/Image00007.jpg





OEBPS/Image00006.jpg





OEBPS/Image00008.jpg
MacDougall Eldian Schachter
Buck Levenson B & Singer
Frijda  Leventhal Barrett | ussell Solomon
|

' Davis Amold
|

| | | |

TG IR

| | | |

Duffy  James Mesquita  Averill

Harlow

| | |

LeDoux | Izard Damasio

| ‘ |
| Ellsworth Waundt
Scherer Clore &
Ortony andler

Panksepp Tomkins Roseman





OEBPS/Image00001.jpg
st B

/=2

O SRITEAS WA





OEBPS/Image00000.jpg





OEBPS/Image00003.jpg
Ekman Schachter
& Singer

MacDougall
Buck Levenson Lazarus
| D[avis | Arrlwld ‘ Fm‘da Leventhal Barlretl Ruslse]l

PRI SR A

| | | |

|
Duffy  James Mesquita  Averill

|

‘ Ellsworth | Wundt |
Scherer Clore & Harlow
Panksepp  Tomkins Roseman Ortony Mandler

LeDoux| lzard Damasio






OEBPS/Image00002.jpg
s}

R
5

el

T

s

ElS

—RE





OEBPS/Image00089.jpg
m

By ‘ Bt Al






OEBPS/Image00078.jpg
T1

T2





OEBPS/Image00071.jpg
$tatia @ HhHE

TR T TR IRMRALEB AT TE
IR — PR REL T [ IE R BN SR E R -
PRICER TR XA T TREET JE U NS TR

IRIEX A FARAR 5 2% AR A AT R &






OEBPS/Image00070.jpg
® © o 43 )

YDA OO | -san

SIDIS) OOO | wrsomnm

©B O OOO | ety omum






OEBPS/Image00073.jpg
; % 4rAe
5l
Cy —
T4 #EEh 1/ 51 51k

Ik ELBR 5}@

VST
ool F
@ ;
&

T8 1L )

g






OEBPS/Image00072.jpg
p—

ek

1EME





OEBPS/Image00075.jpg
© 0 OB e 6
©0C IS

© 0RO 006
© © © ©

(A) B)





OEBPS/Image00074.jpg
FEA #EB HEEER
s HEE
g $20 i %16 (HFE) 15$38.50 i1 HEE (EV(B) -
KB KBt KBt HIMR 2 (FE) EV(A))
1 1/10 9/10 $16. 40 1/10 9/10 $4.75 .
(1. 44) (126.56) $11.65
9, 2/10 8/10 $16. 80 2/10 8/10 $8. 50 .
(2.56) (225.0) $8.30
3 3/10 7/10 $17. 20 3/10 7/10 $12.25 "
(3.36) (295.31) 8495
4 4/10 6/10 $17. 60 4/10 6/10 $16. 00 $1.60
(3.84) (337.5) L
5 5/10 5/10 $18. 00 5/10 5/10 $19. 75 )
(4.0) (351.56) $L. 75






OEBPS/Image00077.jpg
Age Correlations Ages(years)
Look(Gross>Neutral) Decrease>Look Increase>Look 19
R

z=32

1.00 —0.51 —1.00
11 i (13





OEBPS/Image00076.jpg
b =| BB EHREERE
RN o ZER(EESHTEK. S .5 «ZER(EESH TR S . B5)
B LR (FEZS A TOME) B R (EZS AT OME)
B ZHR(EESH THEAL M IR p ZER(EES G T I IR
Bhik) Bhikk)
D JIILFS Hig
OES R PIEES ]
OWaE IE: VEEs]
Ot #hn Wb
k=g TEFT o B2 4A MR (9 B USL4 o SZRTEFRE,
TERT B Sk, AR R AT ik EHMmE iz
% vin-1 FrE (HE)
PG RS MAFHEEE AT MR, RES LR
HES [ Eh R & EREEE
I PR 12 BLZE FHEZS






OEBPS/Image00069.jpg
58CEITH, FERR EASACEITRH, B AHiRE %77 UM H Rk &

BUNRL S RFTABATIORER R 3, WA e BUARATOT Rt 05 2O 58, R ERRAE B A]

B, IR ROV A TS U3, A & 18R .
TN, ERPASTITE ORI, B WALT AL AL B A, AT DL BT R B EUE, (2
EUREEA XIFARRREE T

FBARBHE, BUANRREEERRANTE . RERPEEE, (BRSPS RN INE,






OEBPS/Image00082.jpg
7]

61

5]

4 7 g
1 2 3 4
HHERS MR B

com fUBE e b —e— i
() 5685 2 PR RS 4

S ()

80
60
40
20

—20 4

—40

HAAR

O itk

Regularity
@ FE | ER

(b) 5:56 2 Ay SRR St





OEBPS/Image00081.jpg
IE#3

1.0 - TIN5

L) = s
8 E/ ) E::_";::z
E”’i‘:i%-’:'
6%~
41
21
0 . ‘ |
: il 4

—o— TR o NSRS

o RS

1.0 4 (EfsSi-SeiiiESIE

.81

6 -i—**""‘i*"*‘itg;;;a—ﬁfg
g
H 41

21

0 ‘ | |

l 4
HE

—o— IEEEHRE —o FHERERES
--o- SRR





OEBPS/Image00084.jpg
A URME

% e






OEBPS/Image00083.jpg
ERRSE EERSE

PRIEFNTE AL S B HHESH

WEELENN, HEzhBTE e S H I el iz

WEEAT @KL, AEEREAZIRGE  EEIREKNIT T

REEEF AR TEEBRR, AR

HHI AN L E3Z)Imn

F A DU RE R, B AN SR IE ;s RS R RR AN, o HTH

ff i B FLsh it R Y i 2 FIAR—I, I B — S ES %
FEIN

BRI HEREBEW

SEE RN -6 H B0 (DN L RE IS St ST AT AL RESLLES AU

)






OEBPS/Image00086.jpg
NN

YR RS

N

ARy ET]

SRR AR

FIWFFIPR 5






OEBPS/Image00085.jpg
TS R (s

S er ) \
T

TR | SR(EEES)

N4

HUEE
T s

HAHE
m, A /

HEE, ok






OEBPS/Image00088.jpg
EEA #EB HEEER
hE HEE
g $20 g $16 (&) FR{3$38.50 ERfF$1 HEE (EV(B) -
KR 2 KR 2 KR 2 KB E (&) EV(A))
6 6/10 4/10 $18. 40 6/10 4/10 $23. 50 $5. 10
(3.84) (337.5) e
7 7/10 3/10 $18. 80 7/10 3/10 $27. 25 $8. 45
(3.36) (295.31)
8 8/10 2/10 $19. 20 8/10 2/10 $31. 00 :
(2.56) (225.0) $11. 80
9 9/10 1/10 $19. 60 9/10 1/10 $34.75 :
(1.44) (126. 56) 55 15
10 10/10 0/10 $20 10/10 0/10 $38. 50 .
) ©) $18. 50






OEBPS/Image00087.jpg
R 2GR , o
I, ) "| B "| BT
A R BRI 5
J
R 2T , o
SN ) "| BESE "| EEHT
B: BRI GG AR S MRS T T
e
AR 2T , o
I, ) BGmRE "| AT
C: IR & SRS B LT F B
e,
SEHIEEE &SGA R e
I, ) s i






OEBPS/Image00080.jpg
©

©

WHEM R

LR RN
PR P[] b o

/\

o+

MR A I
AL EATEAR






OEBPS/Image00079.jpg
[\

LR RE A R

FORAER M






OEBPS/Image00062.jpg
st B

/=2

O SRITEAS WA





OEBPS/Image00052.jpg
HisH [
bl N 1 g w—
St B






OEBPS/Image00051.jpg
i3

=






OEBPS/Image00054.jpg
i}

W —

sERg. T
A—tEH | 2 | A—kE rmﬁgw
TR R—E AR P

/ e
e o EFH ;
B b T 8
EEE | AT
w9 % | | e | ax L0
W IR FAE

2 \ Zilllk,
=3

g

P,

L8






OEBPS/Image00053.jpg
EFN BRBIAESE
FoEs % At AR DB TR POE RIS EENGIZEAV N i)
st ESISERY RN F TS ER R AR
it ﬁ%%m?@ih}\z‘éj&?ﬁi HARE R B A —
K AL B 15 2—3 ZR A






OEBPS/Image00056.jpg
Yt

Yot {9

Y A

[(LUN

3

T4





OEBPS/Image00055.jpg
A
A

IEPER AL

1.0 4 0.0
0.8 4 —0.44
sal
0.6 A =
{H —0.84 /
0.4 RS
SN 1.24
0.2 1 s
0.0 - ~1.61
0.2 A 2.0
203040 50 6070 8090 203040 50 6070 8090
i F
C 1.8
1.44
1.0
o 0.27
2 02
—0.64
7|A0-
—1.44

2lO 3I0 4b Sb 6IO 7'() Sb 96
A





OEBPS/Image00058.jpg
— AL

AN AL -, T PR, LBRATCSE

James-Langef) Fi

AN -, PR, BRI






OEBPS/Image00057.jpg
Age Correlations

Look (Gross > Neutral) Decrease > Look Increase > Look

1.00 -0.51






OEBPS/Image00050.jpg
] HEEEXE
PR GRS
it AN EINEES
R X e THE
(=l [EIES R SE I P
SE BB HBOL L%
K HEmEM
ZHk H DR HA% i
(B4 HH

e N7t [YNiSES






OEBPS/Image00049.jpg





OEBPS/Image00063.jpg
.
i





OEBPS/Image00065.jpg
AtE4E R HEEEIERN =E &5

ikl o B R HERIRR OIARERH






OEBPS/Image00064.jpg
4 AP (RS KR
BRI || SR A | AT | | s v
T itE 7 BESEHRE | [AEENRES, W] SR CRE]
HZREHE INRBKAETEA AT | | ggah 25 Ak stz &
M, SO WMSET | g AR A O
LR i Ak RE 1
3RS, SRR
iR RRE | | R AR | [z ait || iRt e
91, AR || fekroR L igEs, || 7, RS, S| sear, m, e
GRAMAFMNE | | DR/ K2R || I W, S
h, e FHAE || B gg%ﬁ BRI | | s i
2. 4 I A T TR RS 46 0 B
WHETRAERR || WaEmeamg || WarmeR || RRERE S
EREEEEE BT Gtk || DRk || SR 6
FHGHIT AT B, HHFAE || . wbfesems
A ffERuFflE
LI, PRI O RE S
AR A s | | GBS A TREFLEERER || X E S HR
%;g#,@‘gﬁggg;] ShRAAT i FE G A KW | | 5 m R4 %
ARy, ZAME || Zharen KHfET]
Ol LA ]






OEBPS/Image00067.jpg
BEET

244 ABCIRIE i TR R T
[ ] N u‘

— uj
| MR % G
| R — |
sefsdn, BRI FEAREE
gty semn. e (Rl






OEBPS/Image00066.jpg
B EEENNGTF B4 & AHBIF

TEIn T (M A% 53 HES HZEIC A B FELELE A PR
il G AR AR R (2 Ok 49) BESSHEAIRE M R AN ASHABM A BES 45 BT JoFh 15 46 3T AR 11
[S1R¢5 B R IREE 3 4K

FIHH R0 T (R R4 AL TRENTFRAIR FTH KRR AR
15 B WA (RS BESTEICIZ P IR AR AT BB R 1






OEBPS/Image00068.jpg
Mayer-Salovey-Caruso

MY Bl &

T8 R

XIKISTE L RIREE B RK T NHE %

LRE—FILEY 1 23 4 5 JEFEE N
2. H—EJLEN 12 84 5 e
4 WH—SUE 1 2 3 4 5 EH BT
4. ®E—AJLRE 1.2 3 4 5 A RE
5. WH—SJL#Es 1 2 3 4 5 Elatt <l

IEEReda BRI AN B (SR ) AR OIS I A 5 BY
a) Eik WHHA 1 2 3 4 56H
b) fiF WER 1 2 3 4 5HA
sl WA M T SE R BT LR MR, b S8 &, I S iR
R, YRS M T — NBINOIESS R, ks -
a) Z3Tili;b) Hike) FHEd) HEe) BikR%E
TR SECRINI B AR . R SRR . NS 2 AR £
L RO ?
TEED 1A RIS B A T ST
T 2 3 4 5 JEEAEM
TEB) 2 i FFAETE TR — MBI I TR A
EHTRE L 2 3 4 5 JEEEN
BN 3 MR E R I X T RS E AR SR ERA .
#1123 4 5 JEEER






OEBPS/Image00059.jpg
R

EERITH AR 4 IR THEE R
HE A AT XA RE GlEME ERE EER

| | it B4 TR RS





OEBPS/Image00061.jpg
MR

RS

W =

Bl P RE R TR B S
I RRRFROTEAN B S

R EETOTE N R IS

HABTFANER S

fertsd B2
KT 5 ZE
VEfid

MAFERE

RIS BEST

Wi
SHER

Bt
SERRRERAER AL

HENHCRAFERAE?
KRR RS 5 R 20 PURL E AR DEAL ?

EIRT S TSRS B
RO R

FREERK D RIS X — S ? R X — R
B Z L5

REGIGEHENELE?

RESHRTEHRNEE? HO? A BR
JAREIERGE?

HAFRR A TG 2 RZXRE A7
T A R 7






OEBPS/Image00060.jpg
AtE4E R HEEEIERN L &5
ShIAl WU R G IR R S T K blbElp

T HEWE RS TR, RTRE T5E , P






OEBPS/Image00038.jpg
Wik )z

RIS





OEBPS/Image00037.jpg
Amygdala

ip.temp. cortex

=4





OEBPS/Image00030.jpg
5% BRER TARE

[EEN T HFREASEL ARSI TR 7 B EE I R 2 e
&b TR H AR (A AR FHEFT R

EE BB B AR S {113 E) 05 R R ki

P EFRZ G LR /B AT

K%

R H bR il HER 2 e ]






OEBPS/Image00029.jpg
R R R R

o] T bEEE
o F AR AR EET IR AR HHE DU
ARAE AR B A %& 22 Tk e A

W AR B HHEE DU A3 & AR A ESEEE ey






OEBPS/Image00032.jpg
BAREZR

W’

7 Ji% B, (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 )
LBk (heart rate)
1ffL £ (blood pressure)

7 JFiEE (cortisol level)
WLHE (electromyography)

IS 75 %% (respiration rate)

FHARR AL HLARCRS AR RZ fpe b PR A 12 B R B R 95 s i 3% B, DLatE ok
) R ke L EL O 25 A

B LR BB A AR 1B Bl HLRE , S R R K S 25 AL

W 208 2R B IACRR L 78 e HH GO 1 1 13, 8 5t T o o vk [0 3 800 Y
7

B DU R R L SR PERAS R, R E S RAT AN I R AR AR
e/ R OB AR R kb G R AR BB L), =T LI R LA 75 2l
TR 52 i 2 24 1 T BR 5 SR e 40 A= O L PR 3

TG4 PPIR AOUREL, BT LAV AR LR () R 47 D) SRR b






OEBPS/Image00031.jpg
JB B SR

IIR bF, IIFZV,Q‘ZJ—[IRJ:%, HF TP

Pl TR

WP ffEl"{':“iJI]J—”TW/“ FEAVE

! l

s ES A





OEBPS/Image00034.jpg
BARBR s B

HAEIDR REBS MR B RE TT , S I TRy EFAREA
HEE BN R
IEH -l R B 2 [R5 W2 RS WE A 2, R, R H %

M






OEBPS/Image00033.jpg
wE BE ; ,

by EMe o BR/Y W

S 05— 20m200 13y AR, AR B LITE S K BRI DL AR A
3 Hy TEAREE RS RIS R A5, 5] tHELE R

OF 05— 10010 RS BT AT A LB
3 Hy SR o






OEBPS/Image00036.jpg
BARBR s B
ThREREHIR A5 A HEE  AFR A I [R) 53 2 5 2
fing e P i A AR R A B s
g P TR ()23 W BE USRS B MY IR S () R 22, 5 A o U R
S5 2 EAATE
RIS FERAME 224 fEHE fIRa AR R[] 53 W 2 45 2






OEBPS/Image00035.jpg
iz = TR EE ; ]
2% % /Hz /v R/ F USRI
ol 8— 20—100  8—13 ¥ B, ERIE R A L P A FE AT A, R RSNk,
13 Hz PR AT E . ATEISRE el IR I TR A R,
1 TFAR S A 52 LAt R, o BT 2R o o IR SRR :
P8 o J7, (8—9 Hz), 11 o I (9—12 Hz), Prifl o« I (12—
13 Hz),
B 14— 530  14—30 kB, MRS ETRRIE S s U a I B U, 2 A R
30 Hz B P R R , JFR IS T m] a7 R TR AR
Yy >35Hz <2 ETMWWE%W%ﬂU@@Th¢W%£T§ L8R

J 1514 R R AR ARG ) B R






OEBPS/Image00048.jpg





OEBPS/Image00041.jpg
NS5 REE
Ve AR (S|

|

AL

PO
it

R R

R B





OEBPS/Image00040.jpg
B S-!

- S—

FRE

T
—— MERA
—— R

BRI

4
(%
‘

f

-

SH+ESH

— R

|
|
R






OEBPS/Image00043.jpg
# \(INPUT)

FiMaRiE
R )7
(RBA2)






OEBPS/Image00042.jpg





OEBPS/Image00045.jpg
., (8 e
: ; T T

e @ T A5 FHR AR
@ LT, .
P KB B (PAG))

PISES itk

‘\ ARURIRAS

“HRIAYEFE” “TURARAHTEER”





OEBPS/Image00044.jpg
EEXEN e
B — A < TI A = SN — O

WEHT oy i W
i ik BB [ ST |
M A it

G

RIS | BeAER \ 13k

{ A ok | L

2‘55(:’& ] T ] I ]






OEBPS/Image00047.jpg
LTI

{ I =(PIC)

NI HI B FR(mPFC)  BEER(OF) }

FAFM(CC) i % (insula)
pACC+dACC+pC Y&
1%
T Az (CN)

T EMG(PYN/LHA)
RS KA B R (PG)
I JiRi 58 5% 4% (PPN)
WMoz | TESMUAERE T N8 S AR BE I EE
(NTS) (CVLM) (RVLM)
HEMZEMiEs) JEL 5 A 8 BT

#(DVN)/FERZ(NA) (IML)






OEBPS/Image00046.jpg
j i

T o B

1 o e ———— A vs. R EI Vs, T HIK FaiIT vs. [EiE
’ CERIHY vs. HEHI)






OEBPS/Image00039.jpg





OEBPS/Image00016.jpg
‘ BT
U s

ETYEER  SVM -
—> Gentleboost - i > KiETEE RS

IFFIESESE  3RE)43 Hn SRR
ES o

1 3 LA A A IR
LT B





OEBPS/Image00015.jpg
WV
A S A K52
XA A F R R
 XASHEAFAEH RIS
C AR B AN ED?
© BXASFEA AR RS

lﬁuwcﬁ

A EME RS RIS T8UT
B

- IR A

- EEHEAEE. A

i;;rﬁz

HEPFAY
TR AEAS A B R AT TE R 4
EE R R

WETRE

AFENXT, FAA
EMERGRALE
ety

i\L
g

A HE

IMRWNHRAT, HE
MERGH SRIE 2
T

lGE: S et

IRTHEWIIRAT
ERECEE VU=t
R

|

EJi.






OEBPS/Image00018.jpg





OEBPS/Image00017.jpg
A (]

AR,
BHGET b —E
RRIMF 47 — g
HE S AR —#i
BEAA O —g
[ N B8 T — [T
AR
$ﬁ$ﬁ//’ TRt BT R AL R
T B RE AT — IR
WA ST 1 —%i
SR BB R 2 —2Ef
W T HETE LRI ZR PG —EL
A IR
iR AT B I — ik

MR AN B B —17IE
T AR R AT AT AR T — Bl





OEBPS/Image00010.jpg





OEBPS/Image00009.jpg
% % BHEHSESRE

&2 Goy) KR H M RE S, gk, FHR I, 10T, g S0

4645 (sadness) BT ED, BTk Rk, Baiieds )

L (pride) B ETEN

7 (shame) By nli, B, Bk AL BhE

RUH (fear/terror/horror) %k, #3k , S AMRRE , b AR SITE , FA SO LERS i 6 EAA TF IR Hhih
IE4% (anger) & B Y, PR, WA R, 2 H B

PRI (disgust) K, BRI, T, T R

423 (contempt ) %y






OEBPS/Image00012.jpg





OEBPS/Image00011.jpg
BB L e
b5 2 ) ;LA B
ARG WOREY PER wokey AR
EnHERY B

TRHE i T
HiFERT g i b BE. K

ooy
&u
==y
or

ANFRERY Zoif
s
WEM e e e BRI

HAbFEEFALHY
P —_— e
Wl - AR 5

RTERY b
s & BRIy

H S5
THIER ZiR, g 55HY

THAER R

TH TR

g = i






OEBPS/Image00014.jpg





OEBPS/Image00013.jpg
B B B ax  HH5 O KB OfRF HE
THI 3/ 7575 (20) N/A 78 77 95 79 80 88 78
BIR/PEIT(11) 74 77 61 57 71 31 N/A 62
T /4EPE )5 (1) N/A 59 62 88 74 67 77 65
VA /AETES (1) 70 64 38 28 58 N/A  N/A 52






OEBPS/Image00027.jpg
#2 AR AL

TIRRRE #1
#3 BRI R





OEBPS/Image00026.jpg
TR T B ARG I =

K FI’JA‘J#W%I‘%!E‘@

v
AR T AR

= a7k T RRAR ARG S






OEBPS/Image00028.jpg
Pt =

~ fiEE






OEBPS/Image00019.jpg





OEBPS/Image00021.jpg





OEBPS/Image00020.jpg
EREE AR el

o A 4

= R

AU

Al

FEAETER >






OEBPS/Image00023.jpg





OEBPS/Image00022.jpg
REECEERE S5k e

™
il e |:






OEBPS/Image00025.jpg
H RFPA HR\SIEF;’

"‘—SVﬂrFPR DBP kvl EPTT =iy

SCR “RSA
“BESCL

nSRR





OEBPS/Image00024.jpg
« iy iy .
a Kl bt B
ok ENEH Wy

B Lmsdh BRY

T = -ttt

ity Wt
Y Tl
" i ety
Gk PRI Y

B






